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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Ｔｏｎｙ Ａｎｄｒéａｎｉ［法］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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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Ｊａｍｅｓｏｎ［美］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Ｌａｂｉｃａ［法］

Ｆｒａｎｃｅｔｔｅ Ｌａｚａｒｄ［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ｗ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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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　 　 　 　 韦建桦　 　 　 　 伍伯麟

庄福龄　 　 　 　 刘放桐　 　 　 　 李其庆

余源培　 　 　 　 杨春贵　 　 　 　 陈占安

陈先达　 　 　 　 秦绍德　 　 　 　 顾锦屏

徐崇温　 　 　 　 黄楠森　 　 　 　 陶德麟

靳辉明



主　 　 编：吴晓明

执行主编：汪行福　 邹诗鹏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德峰　 朱立元　 朱钟棣　 衣俊卿

冯　 平　 孙正聿　 孙承叔　 孙　 辉　 李瑞英

吴　 松　 吴晓明　 何　 萍　 张一兵　 张晖明

张　 雄　 余文烈　 陈学明　 陈振明　 林尚立

杨　 耕　 汪行福　 邹诗鹏　 俞可平　 袁　 新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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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

［法］阿兰·巴迪欧　 蓝江译

摘要：在巴迪欧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

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是一种共产主义政治，更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

是一种终结一切政治的政治，终结一切国家和统治的政治。不过这种

政治不可能从词句和意识来寻找，只能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即阶级斗争

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来实现。这些政治实践，是对社会现实

的超越决定，去开创出一个全新实践的路径和方向，而这条路径，我们

可以命名为共产主义。

关键词：巴迪欧　 马克思主义　 政治　 共产主义

有人要求我在你们面前说一说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那么，今

晚，我会在你们可以想象的一种愤怒下出场：“巴迪欧，你跟我们说一

下，你跟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需要小心翼翼地开始，这有点像辩护词：“我会说，很明显，和所

有的关系一样，在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中，有两个项，即我和马克

思主义。我，我是一个空点（ｐｏｉｎｔ ｖｉｄｅ），由我所写下的那些书所代表

的空点，我写下了那些书，我通过那些书来思考，来传达我的想法。这

３

 Ａｌａｎ Ｂａｄｉｏｕ，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ｅ ｊ’ｅｎｔｅｎｄｓ ｐａｒ 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Ｐａｒｉｓ：Ｌ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２０１６．



个关系的另一边，就是马克思主义。”

为了避免一些人对我过早地指责，我先得质疑一下我自己的话。

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思考一个非常著名也极富争议性的问题：马

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整个发言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会

用来讨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错综复杂的问题，在许多关于马克思

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会议上、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以及

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已经或明或暗谈过的问题。就像我们已经看

到的那样，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一词意义从来就不单纯。绝不

容许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一种过于简单的架构，这种架构只会让我们

毫无怀疑地去面对与一种思想的关系问题，在我这里，即与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

对我来说，这样的问题会变得尤为尖锐，因为有人会说———已经有

人这么说过———在我的真理分类中，似乎没有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

东西留下任何位置。这就是一次在柏林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大会上奈格

里同志的想法，他说“某些人”———当然，在那个地方，绝大多数人都是

“某些人”！———想当一个不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① 对于这个

责难，我做出了回应，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说道，更糟糕的是，某些人想

做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很明显，在这场极富戏剧性的争论中，这些概念之中存在着一些难

以区分的地方。在回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简单说一下，在马克思主

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在这两个既有着紧密关联，但同时二者不

能相互代替的能指之间存在着某种困难，因为它们二者并不在同一个

轨道上运行，唯有当它们在实践中起作用的时候，我们才会追问它们的

意义。

的确，在我系统区分的那些真理中，更准确地说，区分的那些真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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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奈格里的《可以当一个没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吗》，本文收录在我和齐

泽克编辑的《共产主义观念 ２：柏林共产主义大会文集》一书中，Ｌｉｇｎｅｓ 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程序中，马克思主义很难找到它的位置，理由如下：我所谓的“真理”并

非整全的真理，不是那些通常作用的真理，不像那些判断的范畴，或者

陈述的逻辑状态，而是具体真实创造的整个过程（艺术作品、政治进

程、科学理论、生活奇遇……），这个过程具有普世的价值。于是，需要

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真理”，因为它不是一个判断的真实性，

而是人类实践创造行为的潜在的普世价值。

什么样的创造？我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创造，四种不同的创造轨迹：

科学、艺术、政治和爱。我认为，这些真理表征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开

启了并构成了四种不同的哲学前提。可以说，存在着五种思想和一般

创造的形态或构造，一方面，即这四种前提；另一方面，是受这四种前提

限定的东西，即哲学。哲学并不是远离这四种类型真理的全新的时代

和生存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与黑格尔的精神保持一致。毫无疑问，你

们可以理解他的说法：“密涅瓦的猫头鹰（猫头鹰代表着哲学）只在黄

昏起飞。”这样来说会更好，即对他来说，哲学只会在各种实际的真理

的白昼之后才会到来。

于是，马克思主义是否能，且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在思想的五

种形态的布局中找到其位置？这就是这个问题在分类学上和拓扑学上

的开端。

我们可能会很自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这就是阿尔都

塞所思考的诸多问题之一，也是他之前或之后许多人所思考问题。不

过准确来说，它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

性，那么它是在什么样的领域中，什么样的层面上，什么样的空间中展

现为一种科学？有一种非常庸俗的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

革命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在著名的《资

本论》中所表达出来的对那个时代的进行分析、批判和辩证思考的框

架。① 在这里，我们仍然处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不过，我认为这些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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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第 １卷，巴黎：Ｓｏｃｉａｌｅｓ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俗的看法有两个困难。首先，《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

判”。那么，不能专门将它说成是一种新经济科学，而是一种批判，一

种确凿无疑的创造，其中不乏大量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

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架构的否定。于是———这种反对意见十分严

肃———它不像是一种真理观念或操作性观念的一般体系，认为这种体

系是可以从经济学，或甚至是经济学批判中演绎出来，连续推导出来的

东西。我是通过毛泽东的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①来思

考这个问题。毛泽东问道，人的正确思想，进而包括它在实践上的应

用，真的来自这种所谓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吗？毛泽东宣告说———这

句话特别有名———实际上，正确思想有三种不同的来源：

（１）生产斗争，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它是由生产

关系组织起来的。

（２）阶级斗争，这是政治矛盾的层面。

（３）科学实验。

第三个来源，同其他两个来源的关系比起来，具有相当独特的地

位。这让我们容易想起另一篇著名的文本，其中列宁说道：“在某种意

义上，科学和技术进步是超越阶级的。”科学实验相对地独立于围绕着

它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由于科学活动既不能还原为生产关系，也

不能还原为阶级斗争所展现出来的实践上的后果，那么我们并不清楚

马克思主义何以能还原为一种新经济科学。

还有另一种流行的假设，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历史科

学，这与之前的说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即便经济处在基础地位上，的

确，历史科学是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实用的科学。你们知道，我们称之

为“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会说，马克思主义，至少在第一种情况下，我

们试图将之归为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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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篇文章的法文版收录于齐泽克主编的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Ｆａｂｒｉｑｕｅ 出
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我们有了一种主导着“马克思主义”一词意思的解释。

然而，这并不是阿尔都塞的立场。他宁愿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

学，也是哲学。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而哲学，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倘

若你们容许我引述一个幽灵，这个区分完全对应于斯大林提出的区分，

这个幽灵来自一个文本，在共产主义战士那一代人那里，这个文本是他

们的必读书目，而这个文本的标题正好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

这个定义的问题在于它完全没有谈到政治，这对于贯穿马克思一

生的整个目标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马克思主义

在根本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一种历史科学的话，那么最重要的问题

是，清楚地确定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为完全不指向革命的政治

事件，不指向共产主义的政治，我们就不明白，还可能怎样去谈论马克

思主义。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些词所选择的是什么。

那么，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或多或少作为过

去的科学，与让政治行动在其中得到实施，得到缔造的即将到来的当下

（ｐｒéｓｅｎｔ－à－ｖｅｎｉｒ），当下之未来（ｌｅ ｐｒéｓｅｎｔ ｆｕｔｕｒ）———只能这样来称呼

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的宏大历史的合理性来定位政治实践的角色？换句话说，在

马克思主义之中，是否有政治主体的理论？如果有，如果马克思主义的

坚实内核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么这个主体理论就是在历史科学之内

概括出来的。我们坚持认为，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在特定的政治

行动中，政治主体自我历史化为政治主体。

不过，这就是阿尔都塞所选择的道路，因为他指出历史科学是一个

无主体的历史科学。这意味着，阿尔都塞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所设定的层面上，排斥了政治主体的形象，也明确地排斥了

政治本身。

很明显，对于该问题上的正统道路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政治领

域中的主要行动者，都可以归为不同的社会阶级，这样，历史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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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必然是主体。这似乎就是《共产党宣言》开头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真的可以还原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设想的

阶级的历史吗？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由于马克

思主义的程式创造了一种政治———共产主义的政治———其中，政治以

有意识的方式成为阶级斗争的组织，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种阶级

主体化的经济，将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经济基础的既定目标内化为政治

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之下，我们难道不是谈过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

区别吗？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已经争论过

多次，这个问题本身也十分令人困惑。一般来说，我们坚持认为，马克

思主义政治的主要行动者的名字叫做无产阶级。但我们是否可以进一

步说，无产阶级就是历史的主体？如果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从客

观阶级存在，即历史唯物主义在思想上建构的阶级，走向主观阶级的存

在，即政治性的阶级的过渡过程，准确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可

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通术语下来思考这个过程？

例如，我们一旦看到毛泽东加入到这场理论讨论当中，他最终承认

存在着历史的主体，但是他认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主体时，这个问题成

为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主体首先表象为带有浓厚阶

级色彩的情形，即一个通常无产阶级名字之下的形象。例如：“我们坚

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在这里，“无产阶级”和以往一样，是一个政治立

场和马克思主义主观立场的名字。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认为“主观”是

通过“革命友谊”建立起来的。但是，毛泽东在实践上，也用“人民”一

词来形容同一个功能，这个词已经代表了阶级上的复杂性，而不是一个

可以清晰辨认的阶级。我引用一下毛泽东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

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最后，我们同时还可以发现，“群众”一词也

具有同样的地位。还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

稚可笑的。”这里的“我们自己”指的是谁？很有可能是党。因为相对

于历史的发展运动，最后的最后，他都是受骗的。同作为人民群众的真

８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正的行动者，相比，他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总之，这一点十分重要，

如果“工人阶级”“革命友谊”以及“人民群众”，都可以在历史的政治

主体的功能上等同于“无产阶级”，而唯一不能等于“无产阶级”的东西

就是党。聪明人一听就懂。

对于用来辨认这个所谓的历史主体的词汇还有一点点疑问，这正

好说明了在历史唯物主义名义下，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一种历史科学，

会招来诸多争议和反对。

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命名了一种现实中的政治。

毫无疑问，这种政治依赖于某种科学，或者我们可以将之当作一种科学

的政治（或者诸如此类的事物），但最后，它是一种政治。这次我们必

须看到，像之前的“经济”一词和“历史”一词一样，我们将马克思主义

放在“政治”一词之下。

真正的麻烦或模糊不清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这样来认识马克思

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这种表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真的

不是主流的或可接受的表达。“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些主张马克

思主义的政治的名字，因为一般人们不会说：“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真正的政治之名毋宁是“这是共产主义的政治”，这是“社会主

义的政治”，或者“社会主义国家”。而不会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或

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于是，在对于政治的辨识的问题上，马克思

主义似乎十分有号召力，当然，它仅仅只能作为一个背景。它之所以有

号召力，因为它从主观上代表或决定了一种思想秩序，甚至一种理论秩

序，但是我们不能说“政治”一词与“历史”和“经济”这些词一样，穷尽

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含义。

在这一点上，我想回到马克思本身，要问问他自己，“马克思主义”

究竟是什么意思，尽管他认为他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思考了

《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提出了如下观点：如果存在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那么在什么样的政治领域中，其政治的目的，指

定给这种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回答清楚明了：如果存在着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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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政治，其目标就是终结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即终结所有政治。

这种政治的内在运动，就是在历史的发展阶段上，让国家萎缩，同时也

让政治消亡。我向你们重读一下这段文字：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

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

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

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

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

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

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①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说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力，实际上，就是让政

治走向灭亡的能力。

那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设定了一种政治，它是在设定了作为政

治本身逐渐消亡的过程的独特的复杂局面下的政治。结果，政治并不

能被视为其自身最终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所描绘的恰恰是它

的对立面，即政治的消亡，亦即国家的终结，因此也是构成政治的所有

范畴的集合的消亡。在这段话中———第二个难点———政治实际上等同

于国家。你们会说，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最终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

阶级的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的消失，才带来了无产阶级的降临。作为

压迫者的阶级的消失，因而其政治的消失，在这里等于是国家的消失。

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的力量实际上不再是国家形式的力量”，

因为国家明显是一种代表着统治阶级实施压迫的机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问道，“马克思主义”一词是否实际上

彻底包含了将政治还原为国家权力的实存和实施。我们仍然感觉到，

“政治”还设定了许多其他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它可以构建实践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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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想这样来称呼它———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充当的是其背景和

资源。这种实践主体性，说真的，不能作为一种权力，而只能作为革命

展现出来。十分明显的是，作为这种所谓革命的实践主体性的结果和

应用，一旦这种革命触及国家，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必然立即会规

规矩矩地自我清除掉“革命”本身，因为这种主体性，在其否定性上（即

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一种国家式的形象。但是如果你们在根

本上恰恰就是国家权力，是无法实行对国家权力的自我清洗的。那里

存在着某种困难：如果政治的本质，就是国家权力的实施，那么就不可

能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只能被界定为这样

一种政治，这种政治恰恰是对政治与国家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的摒弃、抛

弃、废除。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的艰苦卓绝的发展史上，已经看到了这个困难。

毫无疑问，在根本上，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的问

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将自身描述为一种政治，如果这种政治对于其阶

级主体（即无产阶级的出现）来说，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

而进行权力征服和实施专政，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就不可

避免存在着矛盾。因为在本质上，共产主义就是非国家式的社会组织。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要了解一种非国家式的

政治主体性如何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建构。事实上，在依赖于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史上，同样有一个民主的问题，因为它总是被共产主义的目

标和国家的必然性之间的激烈冲突所超定（ｓｕｒｄéｔｅｒｍｉｎéｅ）的。这个矛

盾———我这样来称呼它———是在历史中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

的矛盾或差异自我实现的，因为我们会看到，革命之后的国家是由共产

党领导的，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规形式。“共产主义国家”是

一个矛盾的表达。那么，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指出社会主义

国家是一个过渡形式，这个过渡形式摧毁了压迫阶级的国家，并同时创

造了共产主义的前提，而正是共产主义实现了国家的终结。

也就是说，政治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在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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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同时又占据着国家的位置，并为这种占据和掌权付出高昂代价

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在这里，你们可以去发现真正的政治定

义。作为共产主义政治是这样一种政治，对于共产主义政治来说，权力

的实施仅仅是为了实现否定性的过渡，这个过渡的目标和内容就是消

除它所构建的东西。由此可见，或许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政治的

界定，并不在于它与权力问题的关系，即便它必然包含着这种关系。关

键在于要提出这样一种政治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政治”恰恰是不

能还原为国家权力政府和实施的真实—政治（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ｖｒａｉｅ）的

政治。

在现实的国家当中，我相信，你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完

全与这个政治定义相一致。这种政治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其分析背景，

它是一种基本的思考工具，根据具体情况的本质而作出决定。但是，作

为一种实践和组织的发展过程，政治是在另一种计划上来定义的，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会说，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但存在着革命政治，

或者共产主义政治的原因所在。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开启一个巨大的争论，这个问题的核

心或许在于，一方面，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吸取的教训，巴黎公社是马克

思在其有生之年唯一一场接管了国家权力的革命运动，尽管它仅仅只

掌管了一个城市两个月之久；另一方面，是对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①

的思考。对于列宁来说，这个标题已经表明，革命政治不能等于国家的

实存，尽管它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紧密的辩证关系。我们还可以

看到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政治”是有问题的，即便很明显，作为一

种思想生命的马克思主义是存在的，这仅仅是因为一种（革命）政治是

存在的。两个术语之间彼此存在着确定的关联，不过它们都与一个第

三项，即国家的辩证关系中，确定了其复杂性的层次。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既不能看成是一种经济科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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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看成是历史科学，更不能看成是一种革命政治。

还有一种假设认为，马克思主义除了是一种历史科学之外，还是一

种哲学。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阿尔都

塞（以及斯大林）的完整表达：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由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建构起来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哲

学。我们已经说过科学的问题，现在来谈一点哲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表明，对于那些坚定认为在更抽象的层次

上，也在更普遍的层次上，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哲学的捍卫者而言，马

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变型。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唯物

主义的坐标系下，取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消除了辩证法中的唯心主

义色彩。马克思自己也将其称之为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马克思

说，一旦将其“颠倒”过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了黑格尔的“好的一面”。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也源自于此，尽管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好的

一面”的雅致的变型，不过，这种“颠倒”也有问题。马克思明确地坚持

认为，他与哲学的关系是一种不连续的关系，不能简单视为一种翻转或

颠倒。在某种意义上，和弗洛伊德和拉康一样，马克思是一个反哲学

家。我来谈谈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你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提纲

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条，是从哲学角度来谈的———提纲要求颠倒黑格

尔，但不需要还原为黑格尔———这种哲学，由于它会继续存在下去，它

必须要致力于去实现改变世界的实际要求，于是它变成政治思考层面

上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如果不能成为革命实践的内在的

不可分割的成分的话，那么哲学就什么也不是。结果，我们的印象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再次成为政治的真理。于是，我认为从历史科

学和哲学，即便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名义下来认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

极度危险的。

那么我要停下来说，在我们的范畴中没有为马克思主义留下位置，

我会对奈格里先生给出理由，并试图做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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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但你们会怀疑，这并非我想要做的全部事情。

我宁可从一个新的出发点开始。我要从列宁的著名的文本《马克

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①开始。这个标题应该引起我们

注意，因为它向我们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三个来源）和结构（三

个组成部分）！

不过乍一看来，我们似乎又重新遇到了我们之前研究过的那些难

题。因为列宁向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更是科学，也更是政治。

这就是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但三个来源呢？在哲学上，源自德国唯心

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在科学上，它源自英国古典政治

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在政治上，他承袭了内在于法国

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结合，几乎是整个现实欧洲的轮廓：

这个联盟就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联盟。我们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

列宁评论道，对马克思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黑格尔的辩证唯心

主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组合成一

个三位一体的结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有着三个不同来源的三个项

的联合：哲学、科学和政治。我们已经谈过其中两个项，即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次要再强调一下，这是三个项。于是，这是一种

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在这一点上，似乎对我而言，除了向列

宁本人之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双重问题。

首先，存在着三个项（三个“组成部分”），这个构成是由三个来源

的事实来阐明的。但是，对于这三个来源的整个现实，都需要进行彻底

的批判。德国的辩证唯心主义需要转变成唯物主义，这是一个相当粗

暴的操作。而对于科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

证明了大卫·李嘉图和英国人都没有看到最核心的点，即资本主义的

基本要素不是由事物之间关系组成的，而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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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取代了描述性分析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历

史中诸多生命体之间的关系，这代表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同样激

进的颠倒。马克思将主观唯心主义颠倒为真实的唯物主义，然而，在英

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将物与物之间的客观关系加以颠倒，用

历史中活生生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取而代之，而这种社会关系明显奠

基于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而对于法国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马克

思借助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对立，彻底解构了这种社会主

义。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实际上，“社会主义”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主流

意识形态，而这种“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没有伤害力的小资产阶级的

咏叹调。这就是马克思以同样方式对待的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人

物，傅立叶和普鲁东：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来源，但是一种我们必须

小心翼翼对待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必须改变这种“社会主义”来

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著名的“来源”，它们各自的发展运

动都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和彻底的颠倒。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其三个组成部分及它们的统一的问题。如果马

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那么使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名称，即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的三者的统一体是什么形式的统一体？又是什么

让这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彼此和谐一致地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

我所提出的假设，已经在马克思那里，尤其在列宁那里已经十分详

细地被提出来了，这就是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基本关系就是阶级的概

念。我们想要说的是，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设定了阶级范畴的力量，这

个范畴既是贯穿的（同时在哲学、科学、政治上有所启迪），也是集中的

（三个项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但要小心！阶级范畴绝对是马克思主

义的核心，在某些方面，十分清楚的是，它不能被还原为三个“组成部

分”中的任何一个，因为这个范畴是它们，即三个部分的贯穿、统一和

连接。尤其是，经常有人会犯这样的错误，即阶级概念不能视为一种历

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界定了马克思的创造性

的贡献。马克思自己也说道：法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完全明白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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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就是阶级斗争。而这绝不是马克思的创造。我们可以在基佐

（Ｇｕｉｚｏｔ）那里找到阶级斗争，而这位历史学家也是一种带有典型的资

产阶级特质的政治人物。他概括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对于资产阶级世界

非常重要的律令：“你们发财吧！”最终，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革命思想

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描述了不同的人类在各个等级上的阶级本质，而是

在于他指出了阶级本质可以彻底地改变各个等级的状况。

于是，我们把握了三个层面上的问题：德国的辩证法，英国的政治

经济学，法国的工人运动。

首先我们可以坚持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作为普世阶级的无产阶

级的哲学定义。总而言之，阶级并不是在将唯心主义颠倒为唯物主义

的哲学规定的外部，而是在其内部被展现出来。无产阶级实际上被部

分包含在对黑格尔体系的否定的模式之中。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当下巨

大的社会矛盾中的一个可以辨识的项。它也是承载着未来的阶级，因

为他们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因为他们的“最完整的”社会身份，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一无所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这就是

一个隐喻———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空集（ｖｉｄｅ）。那么，在那样的社会

当中，他们就是最彻底的否定点，他们只能在那个明显为了摧毁一切的

总体性当中来起作用。换句话说，他们是唯一可以将自己的利益视为

全人类的利益的阶级。这也就是作为无产阶级颂歌的《国际歌》中对

无产阶级的定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将成为天下的主人！”可以将当

下的“一无所有”同未来的“天下的主人”结合在一起，就是对无产阶级

的思辨式的定义，即哲学定义，只要我敢于使用这种表达，我们就将之

归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①中

非常清楚，不过，在我看来，马克思从未抛弃过这个看法。然而这个定

义揭示了政治的矛盾本质，因为政治就是让作为肯定的否定得出实现。

“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将成为天下的主人”意味着：必须在政治舞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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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这正是因为，在其本质上，无产阶级被排斥在政

治舞台之外。这也是因为无产阶级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的否定，他们拥

有着实现普遍性的颠覆的可能性，让自己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他们自己

的利益最终将与全人类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哲学中的阶级概念的作用。这个概念是否也涉及对英国政

治经济学的批判呢？马克思的批判建构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我们

可以在这个理论中明确地定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这仍然是《资

本论》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资本论》是在对一种社会阶级，即无产

阶级的彻底的思考下推进和完成的。不过马克思为此付出了大量劳

动，但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资本论》在写到第二卷时候，由于马克

思的去世，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尽管我们读到了第三卷，这一卷是

恩格斯编撰的，而我们注意到，在这一卷中并没有明确处理阶级、阶级

斗争、无产阶级等概念。但是，很明确的是，处置这几个概念是马克思

的目标：在资本的分析框架窒息啊，从科学角度提出这些概念。

最后，是政治。的确，政治很容易定义为一种阶级政治。按照我们

所选择的词汇，政治拥有着将自己展现为、思考为一种阶级政治、或革

命政治、或无产阶级政治、或共产主义政治的特征。

于是，可以肯定，阶级的概念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

组成部分，也正是围绕着阶级概念，最终在三个层面的总体性上，组成

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么我们可以说，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潜在统一

体的概念，就是阶级概念。很自然，关键在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全

新含义———因为要认识到并非是他发明了这些概念———并为这个概念

分派了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功能。

结果，对于我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似乎就是阶级与政治的关

系。实际上，阶级在思辨上的定义，并将这个概念放入到社会生产关系

的分析当中，正如我们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唯有将这个概念放入

在政治的讨论和导向之下，它才能被激活，能够发展运动，其目的是为

了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于是，阶级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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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这个方面，我想给你们读一读来自列宁同一个文本中的一段

话，他铿锵有力而入木三分地概括出这一点：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

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

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

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

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

愚弄。要粉碎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

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可以（而

且按它的社会地位来说应当）成为能够除旧立新的力量。①

我们能从这段文字中得出什么？我相信，列宁十分清楚地说明了

困难所在———这也是批判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去认识出那些利益，

也就是那些主观因素，这是在这些利益的抽象架构之外的东西，正如

《资本论》的科学所展现的那样。为了不再被欺骗，人，历史的行动者，

需要在这种情景中，在科学体系的帮助下，揭示出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

斗争。在这个任务中，阶级概念成为这种认识的支撑。政治的活力就

是实现揭示功能的科学的活力，科学总是在具体情境中发挥作用，而它

总是处在既定秩序中获利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而获利阶级

的支配总是要让他们的特有利益变得踪影全无。那么政治是从让这些

利益尽可能广泛地被揭示出来开始的。这就是列宁所强调的说法，唯

一的方法就是在我们周遭的社会中，在此基础上，发现并组织那些可以

“除旧立新”的力量。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通过从分析到行动的过渡，通过组织

或者教育来界定政治的———对此，我相信这是完全正确的，且完全对应

于每个人都拥有的经验。列宁说，“教育它和组织它”。这二者似乎有

点近似。换句话说，这就是政治的核心，这就是认识及其积极结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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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革命之间的过渡过程，事实上，这也是需要组织的过程。

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给出作为政治核心概念的组织范

畴的定义，在此之前，它可以共同揭示出不同利益的分化，在此之后，将

揭示所产生的实践上的和变革性的结果统一起来。很明显，这是列宁

的主要贡献，不过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通过

阶级和阶级利益来思考的政治概念，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

分，而在最后的最后，它同样既是组织的概念。

但是，说政治的本质就是组织，并没有考察其形式问题。众所周

知，列宁所提出的形式就是带有准军事的规范特征的“党”，因为它完

全走向了成功起义的领袖的观念。他承袭了 １９ 世纪的信念，即在

１８４８年 ７月之后，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我们不能像这样来进行革命

了。最初的点，也是最关键的点就是在胜利起义的具体历史事实中将

马克思主义凝聚起来，而有等级，有纪律的党就是适合于实现这一任务

的形式。但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政治的本质就是组织，同时在一般意义

上和准确意义上，政治的本质是认识的组织。因为，如果认识就是组织

的形式，那么对于组织，关键在于一方面要认识这些形式并完善这些形

式，另一方面去改变政治秩序的用词。也就是说：将认识转变为“除旧

立新”的积极结果的现实可能性。

在谈了一大堆名人之后，现在我想回到我自己，让我自己出场，考

量一下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坚持认为，最后的最后，马克思主义

设定了一种思想———我这样来称呼它———也就是说，某种既不能还原

为科学，也不能还原为哲学，更不能还原为习惯用法上的政治的东西，

但它贯穿着这三个部分，并将三个部分统一起来。不过，一旦将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引入到政治领域，它就不存在了，就无法存活了，因为它被

组织化了。也就是说，它证明了可以在所假设的集体秩序的词语形势

下，用于构造认识及其实践后果之间的联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开启了一场争论，这个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组织

问题。再说一遍，组织并不是唯一的从外部制定目标的方法，它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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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真正力量的目标本身，因为在对各种不同利益的辨识中，它依赖于

在具体情势中直接在场的人，他们为了彻底改变这种情势，而组织了这

种认识。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十分清楚明了地展开的。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是一种不能在组织的实践形式下存在的思想。“马克思主

义”设定了这一点，它依赖于阶级范畴的贯穿性。这自然涉及了辩证

法，因为这就是在行动中改变认识的想法，也是在让既定世界发生彻底

改变的思想。在涉及组织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中，哲学被固化了。科学

也是如此，很明显，这是因为科学有助于认识。如果可以的话，科学，即

“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行动就在于任何人都可以认识到，在所说的东

西，在各种天花乱坠的说辞背后隐藏的各种利益，如“法兰西民主的价

值”，“对劳工法案进行重大改革的需要”，或者“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

对产石油和其他矿产的地方进行干预的权利”，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糊

弄人的说法。关键在于，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博弈之中的各种利益，且这

种认识是被组织的，于是，我们有可能共同面对这些认识的结果，而不

至于被严格意义上的分析性考察，被哀怨而徒劳的“批判”所分散，所

麻痹。而对于政治，它显然就是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借助在该情

势下围绕着一个肯定性的词汇而建立起来的集体推动力，共有的认识

被转换为胜利的共同行动。

你们会看到，我所评价的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中心，就是这样

构想出来的政治，换句话说，即组织建设的政治，在集体认定的客观向

度的基础上，可以让整个领域从认识阶段上的社会过渡到实际的集体

行动的社会。

你们会对我说：“是的，既然如此，马克思是否展现出这一点呢？”

我会回答说是。实际上，我认为在《共产党宣言》的文字中，有许多地

方都展现出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问道共产党人是什么，共产党

是什么。在这些精彩绝伦的段落中，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共产党人

并不区别于一般的工人运动”，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并不是先天地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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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仿佛它可以在一般阶级运动之外存在。刚才我们以已经说过毛

泽东的看法，即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他

们参与到工人运动当中，这就是我所谓的“共同立场”（ｓ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

一个共同的拓扑学。但是，处在共同立场当中的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我们可以说，拥有两个特征，如果我们更详细点来说的话，是三个特征。

首先共产党人可以预期下一个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一般工人运动

的状态，我们就能表达出走向最终阶段的一般状态的方向。在我所给

出的词汇中，即我们能从对情势进行实际认识，走向即将来临的结果，

即如果我们能够从实际上表达出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未来社会的来

临就是必然的。

其次，共产党人认为总体优先于部分。我们实际上可以说，在原则

上，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同样，在有组织过渡的特殊条件下，我们不

要忘记，总体利益要优先于部分利益或特殊利益。

最后，共产党人第三个特征就是他的使命。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不

要将一般运动的利益与这样或那样的波折相混淆。总之，我们可以说，

这条路并不容易走下去，它需要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它要寻求超越！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说得也与之相差无几：那里有一个节奏，失败、

成功、失败、成功……直到……于是，很明显，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最终

要说：“直到最后失败！”对于毛泽东来说，确实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是

“最后的胜利”并不是谈现实中无关紧要的东西。“最后的胜利”只会

说：创造，创造出不可逆转的成分，不可逆转的事物。对我而言，我要说

的也是组织问题。组织就是指引人民群众，指引革命，指引起义反抗，

即马克思的“普通工人运动”，在这个方向上是不可逆的。组织当然以

这样的方式来前进，即对认识的各种结果进行管理。但这并不是唯一

方式。相对于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事物，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情势中的自

我建构来说，组织对各种认识结果的引导管理作用会更重要一些。

为了可以实现这种不可逆性，我们就必须一点一点来认识。这些

不可逆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具体的。正是具体的东西界定了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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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成功，并不仅仅是在具体战斗中的胜利，这些具体战斗随后会被

遗忘。成功，是在历史中的一个不可逆的点上留下印记。就我而

言———这是我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我想说的是：严肃地理

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表达不可逆和从未存在的事物的一般运动的

理论，它不会将自己所有精力都耗费于在环境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那

些不过是一些明显过于轻易遭受挫折，轻易被逆转的东西。

结果，你们会看到，对我来说，政治的本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本

质，并不是斗争的胜利，当然，这种斗争是一种客观策略：战胜敌人，消

耗敌人，让敌人筋疲力尽……但是对我来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

就要组织实现从认识到集体行动的过渡，因此我们必须要解决那些认

识层面上的矛盾，也就是说，解决你们准备要组织起来的东西的矛盾。

换句话说，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解决共同体内部的矛

盾，而这是一个集体表达和让集体变得朝气蓬勃的问题，而它最终指向

实现对情势的不可逆的变革。

组织起来的政治并不是一种代表或一种表达，政治不是表达性的。

那就是我所认为的东西。作为阶级政党的党的观念是一种抽象，它并

未向我们澄清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当然，党是存在，阶级政党也是存在

的……但它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一旦在情势中，出现了利益的博弈，

这些博弈不是为了表述或再现，而是为了引出其结果，为了赋予其活

力，那么它就是由统一认识所组成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你们就要从一

开始接受，或多或少各种正确的认识存在着区分，存在着不连贯性，存

在着分化，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在不同口号，不同企盼，以及对未来的

时间上的预期所代表的方向上，政治组织要试图将它们组织为一个一

般配置（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我认为：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用复杂的方法，囊

括所有的分析和理解的层次，将无疑与阶级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

治实践视为一种通用的范畴，但这样做只是为了去开创一种新的实践，

这种实践的核心在于去尽可能克服对情势中诸多元素的认识上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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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从而根据一个不可逆的方向，将认识上的各种结果统一起来。

于是，我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栖居于诸如“哲学”“科

学”“经济”或者“政治理论”等事实当中。事实上，对我来说，马克思主

义就是政治实践不断的革新创造。“政治实践”在这里是通过组织实

现的认识与行动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非常经验，但非常

真实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即通过联合起来的特殊行为。政治本质的

就是联合。政治决定总是会产生一种联合。这种联合从来不是造反的

直接结果，与以往不一样的是，无论如何它是以往从未存在过的东西，

即一种隐秘差序的计划的结果。

在这种联合中，一切都得以展开。因为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作为

一种实际操作而存在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得到良好引导的联合，

也就是说，是可以作出抉择的联合。这就是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实

践性的。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同时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实现了

创新的实践。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实践的知识上的名称，

这种政治实践的核心在于成功地联合。

什么是联合？好吧，一般来说，它是对分裂，认识上的分歧的克服。

联合会造就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统一体，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所有人都

团结一致的话，就不会再有利益上的兼并。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处———

甚至只有一个人———会发布它自己的通报。联合就是有组织的政治的

灵魂所在。因为它就是我已经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讨论过的从不

同层面上来审视的阶级的本质。我提出，从不可否认的共同体原则出

发，超越认识上的经验差别，最终直到获得直接行动上的非常具体化的

命题。一旦我们理解了所有这些东西，就会到达一个需要去做，也必须

要的事情的地方，这个事情通常就是联合。很明显，这种联合因为有矛

盾而会更加强大，也就是说，因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联合起来而变得

更加强大。那么联合总是对分散的诸多主体之间的联合的考验，因

为这就是在这种情势中构成新政治力量的各种主体之间的所共享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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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已经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我说的是一种思想。这是因为我

并没有其他词汇。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种科学，也不是一种教条；既不

是一种哲学，更不是一种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政治。马上可以看到，我在

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著作———即我们所谓的“精神分析”，也就是

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之间作了一个形式上的对比。实际上，如

果我们问什么是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或许会说“这是一种科

学”，换个说法“这是一种治疗”，还有“这是一种世界观”。事实上，就

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精神分析是在对关于自我的主

体认识当中，产生了代替症候的方法，将各种认识组织为一个鲜活的统

一体的思想。它同样是一种实践：治疗。然而这种治疗是二的联合，一

种更小的联合。二的联合有着特别的规则，如果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些

特别规则在形式上与政治联合的规则是一样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

下，这也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类型的问题，它们本身都依赖于一个学

说、一个理论，因而它有可能去创造一种主体性，来改变麻痹和分裂的

症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个 １９世纪的第二项伟大发现也是

一种思想。

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创造的思想，就是 １９世纪的思想。实际

上，你们会评价说，这两个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突然出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出现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内部。这二者都试图在受

到历史约束的空间中，创造出另一种现代性，来打破既定的统治形式。

它们都想提出一些革命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未存在过的新现代性，

是一种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被消费和竞争精神所俘获的主体

的斗争，反对那些回归到僵化传统和业已死去的诸神的反动潮流的斗

争，相反它们要从实践上实现一种史无前例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是替代性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

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内部创造出来的思想，不过，它们将采用一切方法，

让这个情势的内部在全新的物质世界和主观世界降临的方向上产生扭

曲。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新事物在其中心都有一个新的实践，这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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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都是对新事物的实效性的裁决。在与大写他者的联合中，这些新实

践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政治联合的情形下是集体实践，而在精神分析

治疗的情形下是移情。

这些思想，这些计划的雄心最终都是要创造一种与资本主义现代

性决裂的新现代性。不幸的是，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成功迈出走向新

政治的第一步，更不用说胜利了，即便在俄罗斯和中国亦是如此。我在

这里并不想说明其暂时性失败的理由。事实是，我们今天再一次陷入

到这样的观念当中，即资本主义是真正现代性的唯一代表。唯一与之

相对立的类型是法西斯主义的类型，无论是宗教的法西斯主义还是民

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此外，在面对行为主义治疗和实证主义诊断的

时候，我们不可否认精神分析在今天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不要忘记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人都认可

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是一种新的现代性。尤其是当萨特宣布“马克

思主义是我们文化不可逾越的地平”①时，更是如此。对萨特来说，“马

克思主义”是在这样一个世界的内部产生的新现代性的名称。同样是

在这个时代，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对于许多艺术家、作家，当然还有精

神治疗师来说，精神分析代表的是同样事物：它是个体主体无法逾越的

地平，无论人们对它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和批评。对精神分析为什么会

陷入危机的理性分析超出了我现在在这里的所要谈的东西的目的和功

能之外。不过，我们当然可以说，在这两种情形下，有一种制度性的影

响。共产党变成了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了大量的野心家。在社

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战士变成了行政管理的公仆，而在精神分析学

派中，从教条化的职业发展以及学派的宗派主义的方面来说，逐渐逐渐

地精神分析被完全颠倒了。这种制度上的宗派主义就是坟墓，因为这

总是意味着在权力和国家层面上，事物失去了平衡。

于是，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失败的名称。资本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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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现代性已经坐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公共意见中也让其失败

变得不可逆转，并宣布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个粗陋的错误，不过是罪恶

的乌托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反动派眼中，这

个词是一个最恶毒的词汇，而马克思说这个词是游荡在欧洲的幽灵，我

们知道，这个词就是“共产主义”。这个事业取得了一些成功，我们可

以看到，出于一些我们不能在这里多说的理由，我们不能再去宣告共产

主义，即便在以共产主义为名义的组织中的那些人（就像法共的领导

人一样）也很少去判别和践行共产主义。顺便说一下，肯定马克思主

义的兴起，开启了一个新的力量，首先就需要了解它所处的潮流，通过

并超越整个 ２０ 世纪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用法的猛烈而富有革新性

的批判———这些批判不同于宣传性的污蔑———我们可以重建马克思主

义的必然性和荣光。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已经被归为其主要精神的失败：我所

说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核心，绝对不是国家权力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

人民群众认识与行动之间的连续性操作。在根本上，我们的任务，正如

我们所看到那样———我在这里谈的是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最后

的话———我们必须重新创造，复活那些事业，我知道许多在这里的人要

做的，至少是希望做的事业。这不是梦想。必须复活马克思主义，这恰

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架构并未遭到任何损伤。因为马克思主义

作为共产主义政治的知识，它将继续在面对资本主义时提出替代性的

现代性。在严格意义上，这是其唯一的可能：绝对不存在其他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不想与当代世界中的肮脏勾当同流合污的话，我们

必须义正词严，并且毫不犹豫地重建马克思主义所担负的干预作用，这

也是我们最后要捍卫的东西，这项事业的奠基者的名字———马克思。

（译者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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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
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吴　 猛　 龙　 姣

摘要：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与黑格尔哲学有着密切关系。为

了表达他对唯物主义问题的理解，恩格斯借用了黑格尔哲学的术语和

讨论形式，但由于他坚持近代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原则，因而尽管他试图

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引入对于存在和自然界的思考中，仍然事实上站在

了黑格尔所批评的思想立场上。

关键词：恩格斯　 哲学基本问题　 黑格尔　 唯物主义

一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二节中，恩格斯提

出了他的著名命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按照恩格斯的分析，哲学基本问题又有

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谁是本原或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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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恩格斯的这种二分法意义深远。如果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隐含

着一些问题。比如，该如何界定恩格斯所使用的“思维”和“存在”概念？

在恩格斯那里，思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主观意识。

主观意识包括主观思维和感觉：所谓主观思维，就是和理性活动有关的

思维；而感觉则是通过感官所获得的外知觉和内知觉的总和。思维的

第二个层次被恩格斯称为“灵魂”。灵魂是人的主观意识和感觉的客观

化和抽象化。思维的第三个层次是“神”。恩格斯所说的“神”，固然有作

为世界的造物主的人格神的含义，但总体来看，他更关注的是“神”这一

概念所包含的绝对性的内容，也即把具有主观性的东西和与感觉相关的

东西全部滤掉后所剩下的那部分内容，其实就是世界的理性结构本身或

客观思维。从恩格斯的思路来看，思维的前两个层次最终被并入第三个

层次，也就是说，分析前两个层次是为了说明客观思维的来历。

至于恩格斯所说的“存在”，可以将之理解为外在于思维的客观性

要素的总和。鉴于这种“存在”基本就与“自然界”同义，我们就能理

解，恩格斯在谈到存在时何以会将之与自然界并举。而与精神相对立

者就是精神，因此恩格斯又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诠释为精神与自然界

的关系。

对于恩格斯来说，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即，要么

把思维看作存在的本原（或者说精神对于自然界来说是本原），要么把

存在看作思维的本原（或者说自然界对于精神来说是本原）。恩格斯

说：“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

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

（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

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

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显然，在这里，恩格斯不再强调思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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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与近代哲学的关联了，而是试图按照对于“哲学基本问题”

的回答将哲学史上的全部哲学家分成两大阵营。

但问题在于：第一，如何理解“本原”一词？第二，是不是所有哲学

家都讨论本原问题？第三，讨论恩格斯意义上的“本原”问题的哲学家

们是不是可以被分为两个阵营？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本原”一词有多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生成

之源，第二层意思是根本的原因或推动力量，第三层意思是根本原则。

那么恩格斯所说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本原”呢？当恩格斯提到“凡

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

人”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恩格斯所说的“本原”指的实际上是上述三层

含义中的第一层，即生成之源意义上的本原。这种“本原”所强调的是

“从无到有”的生成。

我们接着可以问，这一意义上的本原问题能否被当成全部哲学史

的线索？事实上这是无法成立的，因为这个线索只是理性神学所提供

的线索，我们可以循着这一线索追溯到基督教哲学、教父哲学，但无法

将之扩展为整个哲学史的线索。从泰勒斯开始的古希腊哲学关于本原

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在世界的原则或本质层面上而不是在生成或来历

的意义上来展开的。产生或来历意义上的本原，是在后来特别是基督

教产生之后才进入哲学领域的。

进一步说，我们即便不将本原理解为生成或来历，本原问题也无法

被当作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即便从世界的根本原则这层意义上

来理解本原，也可以说，本原问题是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不

是全部的问题。也就是说，既不是全部的哲学家都在讨论这一问题，也

并非哲学家们的全部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本原问题是本体论的

核心问题，但在本体论之外，毕竟还有认识论、自然哲学、伦理学和政治

哲学等等，这些领域的问题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般的本原问题，更不

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恩格斯意义上的产生或来历意义上的本原问题。

再者，即便有思想家按照恩格斯对本原问题的解释路线来讨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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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问题，他们的讨论是否要么站在唯物主义一边，要么站在唯心主义一

边？恐怕并非如此。比如那些为基督教辩护的哲学家，以及受到理性

神学或中世纪教父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与批判基督教或理性神学的思

想家，当然可以说分别隶属于两个阵营：前者的立场是上帝创造世界，

后者的立场则是无神论。但是也有一些探讨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家，

即便他们从来历或者产生的角度来理解本原，甚至从神的角度来讨论

本体论问题，其立场也未必就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阵营”之

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我们应该将之视

为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呢？尽管人们往往倾向于后者，但这一

问题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事实上，这历来都是学者们争论不休

的难题———更何况斯宾诺莎自己也从未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

与恩格斯关于思维和存在谁是本原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他对哲

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分析。如果说思维

在恩格斯那里就是指人的主观性的要素的总和，而存在就是指与思维

相对立的全部客观性要素的总和，那么对于恩格斯来说，二者之间的所

谓同一性问题，就是人的主观性要素如何能够把与之相对立的客观性

要素统一在一起的问题。人们在遇到这一问题时，很自然地会想到，主

观与客观的统一可以有多重路径和方式的：比如这种统一可以通过认

识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行动的方式去实现，即在行动中把主体的因

素灌输到客体的因素中，还可以通过信仰的方式，将主体自身融入对象

中。但在恩格斯这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被片面化了，它只被理

解为认识问题。而这意味着：第一，主观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的根本关

系被理解为认识关系；第二，这种认识关系，是由主体向客体发出的；第

三，这种由主体向客体发出的认识关系，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要

么认识能够完全实现，要么完全无法实现。

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分析一样，恩格斯关

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分析也体现出其思想立场的局限性。首

先，他站在近代主体性哲学的立场上，将这一立场事实上作为自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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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基础，因为把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当作哲学的前提，只有在笛卡尔

以来的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框架中才能成立。其次，恩格斯在其讨论中

非常自觉地将自己放在理性神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对立面。但这同时也

就意味着他在讨论哲学基本问题时视野被后二者所限制。第三，恩格

斯在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思想武器库中所选取的对抗理性神学和基督教

神学的武器是简化版本的近代经验论哲学，这一点可以在恩格斯的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

实？”①这样的典型的经验主义哲学话语中看出来。

简单地说，恩格斯站在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角度上，对主体和客体进

行二元划分，然后又把自己的立场设定为理性神学的对立面，并且把自

己的认识论路线设定为经验主义。这一思想路线是如何提出来的？究

竟该如何理解其内在理路？

二

恩格斯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讨论与黑格尔哲学有内在

关联。

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的第四部分讨论近代哲学时提到了思

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黑格尔考察了近代哲学的“具体形式”，即自为

思维的出现。在黑格尔看来，具有这种形式的近代哲学所要实现的根

本目标，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对立之克服。② 黑格尔将“近代哲学”界定

为从培根开始、由笛卡尔确立并到康德为止的这一段欧洲哲学。从黑

格尔的立场来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被限定在近代哲学的范

围内，而不能被推广到古代哲学和中世纪。黑格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问题的设定包含着四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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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黑格尔的基本判断是，在近代哲学中，思维和存在出现了分

裂和对立，“我们在这里应当考察近代哲学的具体形式，即自为思维的

出现。这种思维的出现，主要是随同着人们对自在存在的反思，是一种

主观的东西，因此它一般地与存在有一种对立。”①自为思维为自身规

定同一性，这就是说，它全部规定性的同一性之根据都在于自身。全部

的近代哲学中的思维的自为性质是使得近代哲学成为近代哲学的根本

原因。而与此同时，正是这种自为思维，为其自身设立了一个对立面，

即自在存在。自为思维之所以会为自身设立一个对立面，是因为自为

思维是反思性的思维，即以反思的形式展开自身的思维。所谓反思，就

必须要有内外之分，因此自为思维在为自身规定了内在性之后，必定要

规定一个外在性，否则无法建立自身。这样黑格尔就表明，全部近代哲

学的起点就是自为思维，而由于自为思维的反思性，使得其为自身设立

了一个成为对立面的自在存在，而这内外两者的区别就是近代哲学所

要面对的最高分裂，这种最高分裂所带来的就是最高的对立。

第二，这种最高的分裂之所以是最高的，就在于它是最抽象的对

立。这里“抽象”和无限有关，只有无限的东西才能被称为抽象的。按

照黑格尔的看法，精神和自然、思维和存在乃是理念的两个无限的方

面。这马上让我们想起前述恩格斯的观点。不过，恩格斯意义上的精

神和自然，事实上是诸多个体的总和，而不是某种抽象的同一体。当恩

格斯将周遭世界的全部客观之物的总和概括为自然界，并将与此相对

立的主观性要素的总和称为精神时，他所说的自然和精神显然并不是

黑格尔所讲的自然和精神。对于黑格尔来说，理念就是完全展开自身

的理性，作为理念的理性完全以概念的形式展现自身，因此，如果说精

神和自然是理念的两个无限的方面的话，那么精神就是与思维相联系

的精神，自然就是与存在相联系的自然。一方面，精神就不再是各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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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之物的统一体，而是指以思维为内在本质的精神。另一方面，自然也

不再是各种客观之物的统一体，而是与存在相一致的自然。

第三，近代哲学能够意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并且试图通过思维

来克服这种对立。在黑格尔看来，全部近代哲学都是在解决思维和存

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这种主体和客体的分

裂是由近代哲学所意识到的，因而近代哲学很清楚自己的使命。这一

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思维来实现的，因此全部近代哲学的出发点都是思

维。思维为自己设定了对立，然后思维又要去克服这种对立。这样，思

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主体如何把实体认作自身，思维和存在的和

解就是认识到实体即主体。在黑格尔看来，近代哲学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把思维和存在真正地统一在一起，所以二者的和解问题才成

为一个问题。黑格尔相信，这一工作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将得以完成。

简言之，黑格尔所提出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精神的最

高的内在性如何能够把世界的本质理解为自身的问题。

第四，近代哲学不仅意识到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并通过思维来解

决这一问题，而且思维总是宣称自己能够成功地把握自己和自然从而

实现二者的统一。几乎所有的近代哲学家，哪怕是休谟那样的怀疑主

义者，实际上都宣称自己达到了对于自己和自然的本质的理解，都宣称

实现了思维和存在的和解。比如，休谟是通过怀疑的方式来实现的，他

的怀疑主义的结论是对自己的怀疑的肯定。几乎全部的近代哲学家都

以认识论的方式确认思维是能够把握自己和自然的本质的。

这样的一种思维与本质的和解，在黑格尔所谓的近代哲学中，是一

种单向度的和解，是思维通过自己来把握对象，来克服自己和对象的对

立的，这是理解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按照黑格尔

自己的说法，“那独立自由的思维应当发挥作用，应当得到承认。”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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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近代哲学都认可这个出发点，而这也就意味着近代主体性原则的确

立。黑格尔说：

这一点，这有通过我的自由思索，才能在我心中证实，才能向我证

实。也就是说，这种思维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共同事业、共同原则；凡

是应当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得到确认的东西，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思想

去洞察；凡是应当被认为确实可靠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思维去证实。①

这段话再明确不过表明，在近代哲学中，事实上并不存在恩格斯意

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的问题。如果按照恩格斯的立场，

那恐怕全部的近代哲学都是唯心主义，因为全部近代哲学的起点都是

思维。这里不存在“我”要把自己放在恩格斯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还是

唯物主义立场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说，恩格斯所借用的黑格尔的思

维和存在关系的讨论框架的本身，就已经预设了恩格斯意义上的唯心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无法在这一框架中讨论。

三

如果从恩格斯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动机来看，他最为关注

的，显然是这一问题所蕴含的唯物主义问题。

尽管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中，确实讨论过唯物主义问

题，或更确切地说，明确地把某种哲学称作“唯物主义”，但这种唯物主

义并不同于恩格斯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黑格尔是将其放在启蒙运动的框架中进行讨

论的。黑格尔将启蒙运动归为一种过渡时期的哲学，即在 １７世纪的形

而上学和 １８世纪末的德国观念论之间的哲学，主要包括贝克莱为代表

的“唯心主义”和休谟为代表的怀疑主义、苏格兰哲学、法国哲学即启

４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４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１年版，
第 ６０页。



蒙运动，以及德国启蒙思想。在黑格尔看来，这一段过渡时期的哲学，

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不论是可知论还是怀疑论，都属于“思

想衰落的情况”①。

关于这一时期的哲学，黑格尔的看法是：第一，这个时期的哲学家

的根本特征，是提出了一些内在于精神的固定原则。但这一时期的精

神就是个体的人，因此，这一时期哲学家们都在为自己、为作为个体的

人的意识提供固定的原则。第二，这些固定的原则都是此岸的和解，具

有此岸的独立性。所谓此岸，就是指自我意识。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

都把自我意识当作固定的原则的出发点，而他们所做的思维和存在的

和解，实际上是自我意识内部的和解。第三，过渡时期的思想家们所提

出的原则，反对的是纯属人为的理智，即不是自然赋予我们，而是生生

造出来的理智，比如彼岸的形而上学，或上帝的观念等。其中最突出的

表现就是启蒙运动。第四，这些原则被认为来自健全理智，因而是此岸

的理智根据。就是说这种理智是自然的，是主体意识中本来就有的，而

不是后天的权威造就的。第五，所谓健全理智就无非是自然的情感和

自然的认识。第六，这些健全理智往往会把植根于自然人的心灵的东

西当作内容和原则。自然人就是作为肉体的人，在自然经验中存在的

人，而他们的心灵就是自我意识。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

是所谓的唯物主义者，另一派被认为是泛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包括霍

尔巴赫、拉美特利、狄德罗等思想家。黑格尔概括了唯物主义者的共同

特征：

第一，在这些思想家那里，他们的逻辑起点是本质，但本质被主体

性的思维认为只是在进行否定性的概念运动。否定性的概念运动就是

不断变化、不断否定自身的概念运动。这就是说，本质在 １８ 世纪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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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那里事实上不是被理解为一种肯定性的东西，而是被理解为一

种否定性的东西。本质之否定性的根据在于自我意识中，因为自我意

识被理解为自然的意识，在经验中不断流变的自然情感，如果以此为依

据或原则来看待对象，那么对象也只能够具有否定性。

第二，在本质中全部内容都消失在否定性中，因此本质内部实际上

就并没有区分也没有内容，从而这种否定性就表现为抽象的普遍性。

由于唯物主义者把所有头脑中接收到的感性材料都看作本质，所以他

们认为本质就是不断展开的否定性，这样本质就成为纯粹的否定性自

身。而就这种纯粹的否定性自身之为纯粹的否定性而言，这种没有内

容的否定性又成为一种抽象的肯定性。对于这种空洞的本质，我们事

实上什么都不能说。

第三，这种空洞的本质就其与一般意识相对立而言，就是物质。作

为空洞的本质的物质不仅与一般意识即我们的自我意识相对立，并且

物质也在这种对立中被自我意识表象为存在。

第四，自我意识之外的东西和“彼岸的”东西实际上全都消失了，

只剩下自我意识所能把握的当前的、现实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黑格尔

说：“一方面，在这个否定性的运动中，一切把精神设想为自我意识的

彼岸的规定都消失了，尤其是各种对于精神的规定，以及那些把精神陈

述为精神的规定，主要是信仰精神、认为精神存在于自我意识本身以外

的各种想法，以及一切传统的东西、由权威强加于人的东西，全都消失

了。剩下的只是当前的、现实的东西。”①物质概念是自我意识通过纯

粹的否定性构造出来的，但物质概念本身也带来作为纯粹否定性的肯

定的东西，如果用这种观念来理解我们所接受的对象，那它们只能是当

前的现实的东西，而后者乃是在经验中不断流变的东西。

第五，自我意识会发现自己也是物质。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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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现实中意识到我的实在性的；于是自我意识就很顺当地发现自

己是物质，———灵魂是物质性的，观念是外界感觉印象在脑子这个内部

器官中所引起的运动和变化。”①自我意识为自己设立了物质概念，而

这个物质概念通过自我反思告诉自我意识，自己所能够把握到的只能

够是当下的东西，经验的不断流变的东西，因而也能够告诉自己，自己

也是不断流变的，也是在不断地进行否定性的运动的，所以自我意识自

身也是物质的。而这就意味着，全部世界都是由物质构成的。

概言之，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自我意识首先为自己设定一个原

则，就是只有健全的理智、自然的认识才是可靠的，而健全的理智和自

然的认识所得到的是不断流变、不断否定自身的经验现象，从而自我意

识告诉自己，对象的本质就是否定性的概念运动，对象是自己否定自己

的。如果对象具有自身否定性，那么这种纯粹的否定性的领域，就可被

称为物质领域。具有纯粹否定性的物质领域作为肯定性被自我意识所

接受时候，后者就意识到，只有当前的现实的东西才是可靠的。如果自

我意识用这样一个观点来审视其自身，那么它本身也是只具有当下性的

东西，或不断地流变的、具有否定性的东西。它自身的肯定性和普遍性

已经无法看到，因为它是通过有色眼镜来看自身的，但它并不知道这个

有色眼镜是它自己创造出来的，还以为这是本来就有的“自然”之物。自

我意识从纯粹否定性所具有的抽象肯定性的层面来理解物质，并最终将

整个世界都理解为物质性的，因而物质就成为具有本原性的了。

黑格尔对法国启蒙主义者的讨论，事实上分为两个方面：法国唯物

主义和泛神论。这体现了黑格尔对启蒙主义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

唯物主义与泛神论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内在关系，这主要体现在，泛神

论者也是从本质出发的，他们把本质看成为绝对本体，把这种绝对本体

说成是自我意识的彼岸，并且将其当作是物质。但泛神论的物质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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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论者所讨论的物质是不一样的：在唯物主义者那里，物质是通过对绝

对的否定性进行肯定性反思而达到的，即把绝对的否定性或不断展开

的流变性加以抽象并规定其为物质；而在泛神论者这里恰好相反，物质

不再是抽象的否定性，而是抽象的肯定性，也就是说，这种肯定不是对

物质的不断变动的内容的肯定，而是对于它的对象性的肯定，即主观思

维肯定在其之外有一个对象，并将之规定为物质。这样，泛神论与唯物

主义都将主观性的自我意识当作起点，只不过在唯物主义那里，作为自

然认识的自我意识在面对对象时所意识到的是对象的不断流变，而在

泛神论那里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是对象与自我意识的对立。根本上

说，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对象不自我意识对立，后者就不知道对

象是不断流变的。

如果说唯物主义者抓住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即对象的否定性的话，

那么泛神论者抓住的则是对象的另一个方面即对象性。在黑格尔看

来，泛神论所把握的其实是一种空洞的对象性，这种空洞的对象性被规

定为绝对本体，而这种绝对本体又被规定为泛神论意义上的物质。有

了这种空洞的对象性，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自我意识面前所设定

的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自我意识的彼岸性，它是自我之外存在的另一个

东西，而如果说物质是“绝对本体”的话，那么这种绝对本体实际上就

是外在于认识主体的。

在黑格尔看来，当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对方形成了一个只有空洞的

对象性的物质作为自己的对象时，如果说自我意识内部具有各种必然

联系的话，那么这些必然联系只是因为自我意识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

才得以建立起来。尽管自我意识不知道对象是什么东西，但它知道这

种对象是自己的对象，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自己与对象的关系

的必然性的确认，而这正是自我意识自身内部诸必然联系的前提。不

过这种联系并不是一种积极联系，自我意识只不过将自己当作个别事

物加以扬弃。这是因为，自我意识在与抽象的普遍性或空洞的对象性

建立联系之后，会通过反思发现自我其实是个别之物，而在抽象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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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视野之下，这种个别之物应由于自己的个别性而被否定，因而最终自

我应当被扬弃。

在这里，黑格尔用自己的辩证法的方式梳理了泛神论的理路。通

过这一分析我们看到，泛神论者提出了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另一

个问题，即不是像后者那样用物质的物质性来统摄思维和存在，而是要

寻找自我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同一性。概言之，自我意识要探寻自己同

对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或同一性，而这种内在关联被设定为对象性，对象

性的抽象化就是绝对本体即物质，当物质作为抽象的对象性和自我意识

相面对的时候，后者发现自己与物质的联系，而在这种对象性的联系中，

自我意识发现自己是个体性的而对象是普遍性的，为了自身和对象相统

一，自我意识就要对自身进行否定。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这样，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事实上都可以在黑

格尔的分析中找到对应的讨论（尽管恩格斯选择了黑格尔的术语“存

在”和“自然界”取代了启蒙主义者的“物质”概念）。但问题是，若细

加考察的话，会发现后者对前者是具有颠覆性的，也就是说，从黑格尔

的意义上来说，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方面讨论都是成问题的。

这是因为：第一，黑格尔所讨论的唯物主义的问题，如果能够和恩格斯

所讨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恩

格斯的问题在黑格尔那里已被表达为唯物主义者的经验性的自我意识

的自我设定问题：物质世界本身就是由自我意识设定的，而自我意识本

身的物质性也是其自我运动的辩证法所设定的。第二，黑格尔对泛神

论的讨论则表明说明，恩格斯所讨论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是

启蒙主义者的问题，而其中根本的问题不在于选择可知论的立场还是

选择不可知论的立场，而在于经验性的自我意识如何对待自己与自己

所设定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正如俞吾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在《终结》（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引

者注）中，恩格斯对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自然界关系的思考始终蕴含

着一个传统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立场。按照这一立场，与人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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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离的存在或自然界是第一性的。”①毫无疑问，这种立场恰好是黑

格尔所反对的。

四

由上述讨论，我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恩格斯对于“哲学基本问

题”的讨论不仅借用了黑格尔的概念，还使用了黑格尔的讨论形式，但

如果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看，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借用是无法成立的。

但问题是，恩格斯为什么要从黑格尔那里借用这些概念和讨论形式？

这仍与黑格尔哲学本身的相关分析有关。具体说来，黑格尔在对

法国启蒙主义的讨论过程中区分了后者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

那些“积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黑格尔所否定的，而其“消极”方面

则更多地被黑格尔所肯定。所谓“消极”方面就是“否定”的方面：不论

是体现在法国唯物主义那里的对于否定性的直接认定，还是在泛神论

那里的自我意识由于要和对象实现同一而对自我实现的否定，两者都

包含着否定的环节。而所谓积极的方面就是“肯定”的方面或试图“建

立”的东西。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泛神论所要建立起来的东西，黑

格尔讨论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物理方面，即自然观，另一个是伦理方面，

即伦理和政治观。在黑格尔看来，无论在物理方面还是伦理方面，法国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都有对其原则的积极发挥，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观

点。黑格尔之所以“消极地”看待这些“积极”的成果，是因为“概念仅

仅是以消极的形式存在着，所以积极的发挥是仍然没有概念的；它采取

着自然的形式、存在物的形式，无论在物理方面，或是在伦理方面，都是

这样”②。所谓“自然的形式”，就是自然而然的形式，也就是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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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获得的东西，即经验现象。黑格尔的意思是，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

论的理论所采用的是自然的形式或存在物的形式，其所获得的结论只

具有经验直接性而没有概念，因此没有能够真正上升到普遍性和必然

性的东西。对于黑格尔来说，无法上升到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东西就是

不具有确定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无法得到理解。比如在伦理学方面，法

国的启蒙主义者往往把人归结为各种自然欲望和倾向，但自然欲望虽

被解放出来，这种自然欲望之中却是没有任何真理性可言的，我们只能

将之理解为人自身的一种纯粹主观性的表达。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批

评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积极”成果的经验主义来源。黑格尔认为

法国启蒙主义者的观念的形而上学也即对于观念的根本的理解的基础

是洛克的经验主义。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种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是

在通过个别意识而指认观念的起源，而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法

国启蒙主义者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是“个别的意识从无意识

状态中产生出来，诞生在世界上，作为感性意识学习着”①，也就是说不

断通过自我意识来学习，不断要求获得经验内容，其根本缺陷在于，

“他们把这种外在的起源和发生与事物的生成和概念混淆起来了”②。

基于这种理解，黑格尔对法国启蒙主义者所提出的具体理论基本都持

批评态度：“对于这种肯定的法国哲学我们是无话可说的。”③

在某种意义上说，恩格斯之所以发挥了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的

关系的讨论，根本上并不在于黑格尔对启蒙主义的积极的或肯定性成

果的否定，而在于黑格尔对于启蒙主义的消极方面的肯定。不论是唯

物主义还是泛神论都内在地将否定性包含在自己的原则之中，而这种

否定性本身正是黑格尔所欣赏的。“法国哲学著作在启蒙思想中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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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这些著作中值得佩服的是那种反对现状、反对信仰、反对数千

年来的一切权威势力的惊人魄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特点，即反

对一切有势力的东西、与自我意识格格不入的东西、不愿与自我意识共

存的东西、自我意识在其中找不到自己的东西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感

情；———这是一种对于理性真理的确信，这种理性真理与全部遥远的灵

明世界较量，并且确信可以把它摧毁掉。它把各种成见统统打碎了，并

且取得了对这些成见的胜利。”①这样我们就能看到，黑格尔对法国启

蒙主义的消极方面持积极肯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后者中蕴藏着一种

彻底地打破现存观念的力量。法国唯物主义所内在具有的朝气蓬勃的

否定性，使得黑格尔在对法国启蒙主义的哲学观点总体上予以批评的

同时也部分予以肯定。而这也正是我们理解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一

个重要的基点：唯物主义之为唯物主义，根本上说并不在于建立某种

“积极”的结论，如存在是本原还是思维是本原，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

性还是不具有同一性，等等，而在于打破各种先入为主之见，直面“事

情本身”，按照恩格斯自己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中的说法就是：“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

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

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

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

想。”②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恩格斯这一对于唯物主义的“消极”的界定

并没有他为唯物主义所作的“积极”的界定（将存在和自然界作为思维

和精神的本原）对后世的影响大，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长时

期内被理解为机械唯物主义的升级版本。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黑格尔对法国启蒙主义的消极方面所给予

的肯定，仍是有保留的肯定，即他认为这种打破现状的革命性仍然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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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的，因为启蒙主义者对一切权威势力的否定，所否定的只是一切

权威的形式。之所以从形式的层面上否定权威是不够的，是由于这种

形式本身是属于理智的东西，而对于理智的东西的否定仍然是理智的

东西，而不是理性的东西。因此黑格尔说：“对于理智来说，指出那种

只能用思辨去把握的东西的最后基础相矛盾，是很容易的事。”①黑格

尔的意思是，用理智的东西来否定思辨的东西是很容易的，因为理智无

法理解思辨，或者说，用知性的方式是无法来理解理性的东西的。人们

有理由相信，这也正是为什么恩格斯最终会将辩证法视为真正意义上

的唯物主义的核心要素的原因。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

力发展和 １９世纪以来人类在科学上的伟大发现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

守恒定律和进化论“三大发现”，使得人们有可能打破对于事物的片面

理解，而建立关于发展过程和普遍联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恩格斯相

信，这种世界观的建立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密切相关，后者是“一个

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

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

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

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

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

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②。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明白，

为什么恩格斯尽管对“唯物主义”一词有着如此好感，并对法国唯物主

义的“积极”成果如此同情，但却选择了黑格尔的术语体系表达自己关

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

但问题是，当恩格斯试图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与存在和自然界

的本原性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一问题事实上已经被形而上学

（在与“辩证法”相对的意义上）化了。正如卡弗（Ｔｅｒｒｅｌｌ Ｃａｒｖｅｒ）所评

３４

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①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４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１年版，
第 ２２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９８页。



论的那样，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

斯“对所有概念所做的形而上学证明，是基于对固定不变的事物的信

念，并且运用了非辩证的思维（根据他的辩证的观点）”①。

（作者　 吴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

龙姣，复旦大学 ２０１５届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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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２７—１２８页。



对《资本论》体裁的误解

———如何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相关性

［美］安德鲁·克莱曼①

丁　 琪　 吕琛洁 译　 赵媛媛 校

摘要：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往往认为，资本主义发生的巨

大变化使得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当今世界近乎不再相关。本文认为

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对《资本论》体裁的误解上，例如将其看作是一部

描述性著作而非理论著作，抑或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整体而非资本主

义生产模式的著作。文章随后转向西尔维亚·费德里西、乔纳森·斯

贝尔、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提出的具体论点。这些观点试图抨

击马克思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相关性。文

章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批判家们并不完全理解

《资本论》的体裁。

关键词：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　 批评相关性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指出，批判马克思的观点认

５４

①

　 本文系 ２０１７年度南京工业大学“社科创新团队”立项项目（ｓｋｔｄ２０１７００６）的阶
段性成果。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ｌｉｍａ，美国佩斯大学戴森艺术与科学学院教授，左翼经济学家、著名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为资本主义制度“自从马克思时代以来，改变的已经难以辨认，这就是

他的观点在当代无关紧要的原因”①这一观点的前半部分，毋庸置疑。

相对于马克思时期，如今资本主义遍布全球。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

义被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取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金融的

作用与日俱增。在技术发达国家，女性劳动力不断增加，烟囱工业（汽

车制造业等传统的重工业）不再重要。诸如此类。与我们紧密相关的

世界，似乎与《资本论》中论及的世界没有相似之处，尤其是《资本论》

第一卷中有关被剥削情形的描述：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通过榨取工人剩

余劳动力的资本扩张。因此，我不会质疑这一观点的前半部分，也不会

以典型的方式质疑后半部分（马克思思想无关紧要的观点）———即通

过讨论他的一些我认为仍然相关的观点。② 相反，我将通过质疑假设

的资本主义变化与马克思无关性之间的联系，这一更根本的方式反驳

这一观点。③

在伊格尔顿表述的简单形式中，这一论证迅速轻易地从资本主义

已经发生变化的事实，得出了马克思的观点因此不再相关的结论，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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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Ｗａｓ Ｍａｒｘ Ｒｉｇｈｔ？：Ｉｔｓ Ｎｏｔ Ｔｏｏ Ｌａｔｅ ｔｏ Ａｓｋ’”，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 ｍａｇ
ａｚｉｎｅ（Ｍａｒｃｈ ２８，２０１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ｏｒｇ ／
ｗａｓ－ｍａｒｘ－ｒｉｇｈｔ．
在克莱曼（２０１３）的一篇文章中，我已经做了这方面的讨论。本文中的一些部
分正是基于该文而写。Ａｎｄｒｅｗ Ｋｌｉｍａ，Ａｌａｎ Ｆｒｅｅｍａｎ，Ｎｉｃｋ Ｐｏｔｔｓ，Ａｌｅｘｅｙ Ｇｕｓｅｖ，
ａｎｄ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Ｃｏｏｎｅｙ，“Ｔｈｅ Ｕ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Ｅｌｉｍ
ｉｎａｔｅ 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Ｊｕｌｙ２２，２０１３），见 ｈｔｔｐ：／ ／ 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２２９４１３４。
伊格顿（Ｅａｇｌｅｔｏｎ）（２０１１）也采取了这种策略，但他的观点是令人费解的：“马克
思自己完全意识到他所挑战的体制不断变化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近几

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改变形态的这一事实，会拒绝接受变革本身就是其本质

的理论呢？”然而，马克思肯定认识到一个事实：体制的改变可能会使他的理论

无关。资本主义的变化不会消除这种可能性。一切都取决于所考虑的变化是

否属于这种类型，而不在于马克思是否认识到资本主义发生变化。Ｔｅｒｒｙ Ｅａ
ｇｌｅｔｏｎ，“‘Ｗａｓ Ｍａｒｘ Ｒｉｇｈｔ？：Ｉｔｓ Ｎｏｔ Ｔｏｏ Ｌａｔｅ ｔｏ Ａｓｋ’”，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８，２０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ｏｒｇ ／ ｗａｓ －
ｍａｒｘ－ｒｉｇｈｔ。



这种过渡的可信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不正确的。很显然，资本主义

的每一次变化都不会使马克思的每一个观点变得不再相关。因此，这

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不是以这种简单的形式，而是在个案基础上。在

每一种情况下，需要一些中间论证，把资本主义的某些具体变化与一些

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具体观点联系起来。

因为这一论证的简单形式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本文将重点讨论后

一种形式的一些著名论点，那些试图将马克思具体观点与不再存在的

具体情况联系的观点。我将讨论西尔维娅·费德里西（Ｓｉｌｖｉａ Ｆｅｄｅｒｉｃｉ）

关于马克思忽视“妇女的生育工作”的论点，他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

因是因为他关注自己时代的特殊情况，当时这种工作还不是资本生产

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会提出两个论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的

利率下降理论无关。一种观点由乔纳森·斯贝尔（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ｒｂｅｒ）在

他最近的马克思传记中提出，这个理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过时的版本，

其中生产率没有迅速增长。另一观点，“每月评论派”（也就是所谓的

“垄断资本”学派）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极力推崇，即马克思的理论

预设了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因此作为垄断和寡头垄断统治的结

果，互不相关。

在我对这些案例研究之前，我将对《资本论》这本著作的类型进行

一些更全面的思考：

因为认为这本著作与当代无关的论点，似乎常常是基于对其体裁

的误解或歪曲。首先，我认为《资本论》主要是一部理论著作，而不是

描述作品。因此，它描述的（或似乎描述的）内容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

观察到的不匹配，不能作为它与现实世界无关的证据。在我看来，“每

月评论派”倾向于犯第一个错误，费德里西的论点则是犯了第二个错

误。（斯贝尔的错误则不那么复杂。）

因为这里需要采用逐案的方法，正如我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不可能

全面驳斥《资本论》无关性的观点。关于无关性的一般观点，都是常常

基于《资本论》体裁方面的错误。我希望我所陈述的案例研究，结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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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观点，能够成为一个可信的案例，可以以类似的方式驳斥关于不相关

的额外指控，并且也是其他学者参与的一个富有成效的探讨。任何人

都会犯错，但当同样类型的错误不断重犯，就有理由怀疑这类错误有其

政治或物质基础。① 探讨这种可能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提及这点，

仅仅是阐明所讨论的错误并非纯粹的认知错误，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论

证就可以消除。

一、理论性著作及其独特性

当今世界与我们在《资本论》中遇到的世界具有很大差异。这一

事实，并不表明这一著作已经与现在无关，或者相对于写作的时代，联

系变弱。当今世界与马克思著书时的世界早已迥然不同。马克思在著

书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差异。例如，他在第二卷中指出：“这是典型

的资产阶级视野，……商业交易充满了人们大脑，以相应的商业模式

来看待生产方式的基础，而不是相反。”然而，他坚持认为，劳动力买

卖双方（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市场关系，“根本上依赖于生产的社

会特征，而不是商业模式，后者源自前者”②。因此，问题不在于资本

主义从马克思时期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这些变化是否重大。

问题是：事情与《资本论》中所呈现的完全不同。这一事实的意义是

什么？这一事实能否作为对这本著作的合理评价？或者表明理论上

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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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内在不一致的相关指控，就政治和物质基础方面的讨论，

参见 Ｋｌｉｍａｎ（２００７，ｐａｓｓｉｍ）和 Ｋｌｉｍａｎ（２０１０）。Ａｎｄｒｅｗ Ｋｌｉｍａｎ，Ｒｅ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Ｌａｎｈａｍ，ＭＤ：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７；Ａｎｄｒｅｗ Ｋｌｉｍａｎ，“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
（２０１０）３４，１：６１－６８。
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１８６８，［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Ｌｕｄｗｉｇ 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Ｊｕｌｙ 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ｍａｒｘ ／ ｗ ｏｒｋｓ ／ １８６８ ／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６８＿０７＿１１－ａｂｓ．ｈｔ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ＩＩ，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９２），ｐ１９６．



马克思预见了这种反对，并且通过区分“科学”和现象描述来反复

回应。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他辩解道：“只有掌握了资本的内在本

质，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分析。正如天体的明显运行，只能被熟悉他们

真实运行的人所觉察，而这些运行是感官无法察觉的。”①在第三卷中，

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理论家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相比，马

克思再次通过对比现象和本质，批评了“庸俗经济学”———即专注于描

述现象的学派：“庸俗经济学实际上只是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存在

的代理人的概念解释系统化，并转化为辩护理论。……［但］如果事物

的出现形式直接与其本质相符，那么所有的科学都是多余的。”②几年

之后，在另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马克思做了几乎同样的论述：“庸俗

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做了巨大的发现，因为与内部互连的启示相反，他

们自豪地宣称表象看起来不同。事实上，他们自称自己只抓住表象，并

将其作为终极目标。那么，为什么要有任何科学呢？”③因此，马克思并

不试图通过用这些“事物看待”社会表面的方式描述其组成部分和关

系，从而评论资本主义社会“抓住表象”。相反，他是在从事一门“科

学”———在各个部分和它们表面的关系之间“揭露内在的相互关联”。

鉴于这一目的，我来评价这本书，就其与事物表象如何紧密一致，是完

全不合适的：例如，就主导经济新闻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商业交易和金融

市场是否也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相反，需要从该书如何成功地揭示

了内在关联上对其进行评价。

《资本论》不断被认为“遗漏”或“忽略”了资本主义一些重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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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１８６８，［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Ｌｕｄｗｉｇ 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Ｊｕｌｙ 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ｍａｒｘ ／ ｗ ｏｒｋｓ ／ １８６８ ／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６８＿０７＿１１－ａｂｓ．ｈｔ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９０），ｐ．４３３．
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１８６８，［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Ｌｕｄｗｉｇ 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Ｊｕｌｙ 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ｍａｒｘ ／ ｗ ｏｒｋｓ ／ １８６８ ／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６８＿０７＿１１－ａｂｓ．ｈｔ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ＩＩＩ，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９１），ｐ．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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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者在处理这些方面时是“不充分的”。例如，《每月评论》的作者

希瑟·布朗（Ｈｅａｔｈｅｒ Ｂｒｏｗｎ）最近抱怨道：“性别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十

分重要。马克思理论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充分论述。”①这一指责，是建

立在假设《资本论》的目标是“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由于性别关系是

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因此，提供更全面的性别关系的论述，将有助于

将《资本论》从其作者遗留的“不充分”状态中解救出来。

我认为这严重曲解了《资本论》的内容。这本书被命名为《资本

论》是有一定原因的。它没有被命名为《资本主义发生的一切》，或者

甚至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它特别关注的是资本———价值

“自我膨胀”的过程和阶段，或资本如何成为更大的价值。它是关于价

值的自我膨胀如何产生，如何再生产（更新和重复），以及在经济学家

和商业人士的传统思想和概念中如何不完美地思考整个过程。这并不

意味着《资本论》是简化的。在具体关注和简化之间有一个关键差异。

我不认为马克思曾经在任何地方写过，或暗示过价值自我膨胀的过程

是资本主义的唯一重要事情，其他的过程都可以简化为这一过程。它

确实影响了许多其他事情，有时是以关键的方式———这或许就是主要

的原因，有关《资本论》的书被误解为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

的书———但是认识内在的相互关系，不等于其他的事情都归于价值的

自我膨胀。

当然，任何一本书，都会特别关注某一特定方面，从而“遗漏”或者

“忽略”其他的事情，这合乎常理。但是，我们通常不会抱怨，烹饪书遗

漏或忽略有关汽车换油的说明，或者关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分析。指责

《资本论》没有讨论资本主义的诸多方面，以及其中所发生的事情，在

我看来，是同样不合适和缺乏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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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论》范围的缩小及其原因

要去理解《资本论》主题的具体内容，有必要了解一下马克思缩小

其范围的程度。马克思原本试图发表一部内容广泛的批判作品，不仅

涉及政治经济学，还涉及哲学、法律、伦理、政治和公民生活及其他问

题。但在 １８４４年，即《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的 ２３ 年，他就已得出

结论：在同一部作品中涉及所有问题，是不会有成果的。因此，１８４４ 年

他的《经济哲学手稿》主要探讨政治经济学，除了最后一个“章节”，专

门用于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和黑格尔哲学。①

当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重新回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时，他设

想了一套由六本书组成的作品，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介绍。第一

本书关于资本；第二本关于土地财产；第三本关于工资和劳动力；第四

本关于国家；第五本关于对外贸易；最后一本将会涉及世界市场和经济

危机。这一大纲还设想有关资本的书将包括四个部分：一般资本、竞

争、信用体系和股份资本（股份所有权）。最后，“一般资本”部分包括

三个主题：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利润和利息。②

如此一来，到了 １８５７ 年或 １８５８ 年，马克思比 １８４４ 年更进一步缩

小了他预期作品的范围。这个大纲仅包括经济问题（可能例外的部分

是关于国家）。尽管这些问题潜在地囊括了很多内容，却似乎并未涵

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经济范畴。例如，大纲似乎没有列出位置，以供

马克思将消费的系统研究、法律关系的经济方面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非资本主义生产（如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者生产、非资本主义商业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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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产）等内容安排进去。

马克思唯一尚存的纲要，大约写于八年之后（１８６５ 或 １８６６）。纲

要设想一部由四本书构成的作品：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作为

整体的过程形式和“理论史”（即政治经济学理论）。① 这部作品的前

三本，与后来《资本论》的三卷大致相同，而未经编辑的第四部手稿，是

马克思死后出版的《剩余价值论》。

请注意前三本书与马克思设想的关于资本著作的“一般资本”部

分相同或类似。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比较宽泛的大纲中列出这套

有关资本的著作。在大概八年时间里，马克思大幅缩小自己打算发表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围。《资本论》三卷中的大部分问题，原本预计

占据一本书的一个部分———最后扩成了除此之外的另外五本书，和其

著作第一本书中超过三个以上的部分！

第一本书剩下的部分和另外的五本书发生了什么？在写于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草稿中，马克思指出：

“信用体系和世界市场的竞争”“不在这本著作范围内”，而是，“属于可

能的续篇”。同样，他表明自己仍然考虑撰写一份“竞争特别研究”②，

这表明他并不期望《资本论》全面、系统地研究竞争。《资本论》很少提

及，而且肯定不会系统地研究股份资本、国家或者对外贸易。另一方

面，《资本论》确实涉及所有这些问题，出现书中的不同地方和不同场

合，只要马克思认为它们与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因此，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年大纲中几本完整的“书本”和“章节”不在《资本论》中，原因在于马

克思故意限制了著作的范围，而不是他无法创作可供发表的整部《资

本论》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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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资本论》似乎至少总结了一些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年试图说明的问题：如第二本关于土地资产，第三本关于工资—劳动

力。《资本论》第三卷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土地租金。第一卷讨论了工

资—劳动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第六章关于劳动力的买卖；简短的第

六部分关于“工资”；在第七部分资本积累讨论了就业和工资的波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①在《资本论》中有意忽略了对于各种工资形式的全

面讨论，指出这一问题“归于工资—劳动的特殊研究，因此不属于这本

著作”。

总而言之，目前尚不清楚，马克思最初是否打算讨论地产和工资—

劳动的其他方面，并讨论到何种程度。无论怎样，囊括了之前第二本和

第三本书问题的《资本论》没有削弱这一结论：这本著作故意忽略了马

克思一度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部分诸多事情的系统讨论。更没有削弱

另一结论：《资本论》仅仅涉及了马克思最初（１８４４ 年前）试图解决的

一小部分内容。

为何马克思会大幅缩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围？我认为至少有两

个原因。第一，他最初设想的批判过于雄心勃勃。咬下来的东西太多，

以至于难以咀嚼下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健康问题加剧，他对可能貌

似完成的期望变得更加适度。然而，就这个问题而言，这个答案是不充

分的。毕竟，有相当数量的作者能够完成范围广泛的批判，内容涉及政

治经济学、哲学、法律、伦理、政治和公民生活。一些作者甚至在几年内

能够草草完成。这让我们想到其他原因：马克思不是一位这样的作者。

《资本论》不是一本关于资本主义所有事情的书，因为马克思不是一位

了解所有事情的思想家。他是一位辩证的、黑格尔式的传统思想家，也

是一位特别小心谨慎和周到缜密的人。他特别努力地避免在我们看

来，以“真实的事情和具体的事情”的形式开始；因为这样会等同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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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混乱概念”开始。①

马克思曾经解释过自己为何抛弃最初计划，即撰写一部除了政治经

济学之外，还涉及哲学、法律、伦理学、正式和公民生活的巨著的原因。

了解这一原因，会很有启发。正如他在自己《经济哲学手稿》的前言中所

述：“主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只有在我写入格言中时，才能融入一部单

一的作品中。而格言性的表述，就其本身而言，会留下任意系统化的印

象。”②此外，他总结道，当他没有试图同时阐述哲学方面和主题问题的其

他方面时，他的论点就会连贯许多：“将针对投机的批评与各种主题的批

评结合是非常不合适的；它阻碍了论证的发展，使得论证很难流畅。”

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试图将剩下的问题从这些手稿中删除。相

反，这意味着他没有将这些问题考虑“在内和为这些问题考虑”。这些

问题没有被系统地讨论过，仅仅在特殊方面有所“涉及”。马克思指出

三个标准指导他讨论哪些另外的问题和在哪里讨论。首先，讨论的问

题必须与政治经济学“相互关联”。其次，他是问题相互关联的点上进

行讨论。第三，他的讨论“仅限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特别涉及的这些问

题”。“政治经济学本身”在这里，几乎肯定就指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作

品。因此，当决定一个问题是否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在哪些方面

政治经济学要“涉及”时，马克思都会遵守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

马克思在这里所做决定的明显理由，与他在之后的著作中，关于政

治经济学的批评———尤其是“固有的”和内在的批评的理由如出一辙。

这是他的风格。关于讨论什么和在哪里讨论的决定不是任意凭空捏造

的，也不是根据他对世界运作的理解或个人对重要事物的看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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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决定受到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历史的约束和限定。

当我阅读文本证据时，马克思在随后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发展

中，继续坚持这些实践。对于他准备出版的著作尤其如此——— １８５９ 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６７年出版的第一版。（与他未出版的文本相比，这些著作包含相对

较少的离题和偏题，较少的意识流写作，更多关注论点的方法结构。）

再一次，他批判什么、在哪里批判和为什么批判受到了限制，并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一个事实，即他是对政治经济思想进行内在的批判，而不是

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随意的评论。

当然，马克思的批判不仅限于从狭义上对经济思想的批评。他确

实详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具体特征，及其正常运作和失效

的方式。但是关键在于这些讨论不是独立的。如果“依据马克思的世

界”分析它们，就会被误解。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素。

对于讨论什么，如何讨论，在哪一点上和在什么背景下进行讨论，这些

都是由他先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所决定的。

不幸的是，尽管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评价类似家庭手工

业，但人们很难理解在一些重要方面，他使用的方法并不是“他的”，从

术语的正确意义上来说，甚至都不是方法，而是困于主题限制的结果。

或许最好的办法，不是将其看作“马克思的方法”，而是他批判对象的

辩证结果。

三、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

西尔维亚·费德里西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批判……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一直在发展。”①这一批判的中心观点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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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一直受到限制，因为他没有设想除商品生产形

式以外的价值创造，以及他随后忽略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女性无偿生

育的重要意义。……如果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必须同时依赖于大量

的无偿家庭劳动以再生产劳动力，同时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贬低这

种再生产活动，他可能不会将资本主义发展看作是必然的和进步的。”

她继续问道，“为何马克思坚持忽略女性的生育？”她的部分答案是“马

克思描述了在他的时代所看到的产业工人阶级的状况，而女性家庭劳

动几乎不在其列”。“关注描述而非理论”和“他的时代”这些词语表明

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分析与我们的时代相关性较低，甚至很少有关。

这一表述有什么错误吗？首先，费德里西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主

义的发展看作必然的和进步的”，这一点至少是极其误导的，因为过于

宽泛和绝对。不仅没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所有重要方面是“进步

的”，在《资本论》著名的一段文章中，马克思实际上认为资本主义导致

了劳动过程条件的恶化，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变成工作时间，资本对妇女

和儿童劳动日益增加的剥削。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的境况，

无论工资的高低，都必然恶化。”①

至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这一观点，他从不认为

每个国家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技术发

达国家的革命伴随着欠发达国家的革命，后者事实上可以避免经历资

本主义阶段。②

让我们再回到费德里西关注的主要问题上———劳动，主要是妇女

劳动，关于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作的能力）。她正确地指出，资本

主义积累受到这些劳动的显著影响。她同时认为马克思没有正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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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这些妨碍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然

而，如果认为马克思没有认识到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大量无偿

的家务劳动”，这是不可信的。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很难想象

马克思会没有发现，尤其是在 １５０ 年前，食品服务、洗衣服务和儿童保

育尚未大批商品化之前。此外，费德里西关于马克思“没有设想生产

价值的工作，除了商品生产的形式以外”的批判也是误导。事实上，在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商品生产和创造价值的工作是近义词。在所有

劳动产品中，只有商品才有价值，而且不仅仅是使用价值。所以，在所

有类型的劳动中，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有用

的物品和效果。① 因此，费德里西的论证最后成了同义反复，即马克思

没有设想商品生产，除了以商品生产的形式！

当然，她有权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关键在于她并不反对马克思

“没有设想”的原因，即马克思关注于描述“他的时代”境况。没有拒绝

一些特别的事情，相反，费德里西隐含地拒绝了马克思一般价值理论的

概念结构。当任何一种非商品生产被称为创造价值时，这一结构立即

崩溃。由于《资本论》整体的概念结构依赖于其价值理论上，所以《资

本论》也随之轰然塌陷。确实，理论的一般概念结构是可以追踪到理

论家无法设想特定的东西。但是在这一案例中是极不可信的。因为

（正如我前面的讨论）《资本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概念结构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批判的对象。尤其是书中诸如商品、价值等元素

类别源自其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这些术语或者接受，或

者稍加修改。否则，他是不可能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内在批判的同时，

完成这一著作的。

费德里西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女性生育工作，这样一来，会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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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这里使用的术语价值一词，是取其术语的含义，不同于使用—价值（或用

处）。所讨论的问题与女性生育是否有价值无关，因为这里的价值是指有用或

受到尊重。这里讨论的问题与那些从事生育的人是否直接获得酬劳无关。在

马克思的理论中，获得直接报酬的各类工人们的劳动力并不创造价值。



论》误解为《资本主义面面观》。为了理解为何这是一个误解，我们首

先需要理解她所说的“忽略”意味着什么。在前一页上，费德里西写

道：“马克思忽略了女性生育工作……虽然他谨慎地探讨了纱线生产

和资本主义稳定物价的动态，当处理生育工作时，他很简明，将这项工

作归于工人使用工资购买商品的消费，和生产这些商品需要的工作。

换句话说，正如在新自由主义计划中，在马克思的描述中，所有需要用

来再生产劳动力的都是商品生产和市场。没有其他的工作会干预准备

工人消费的商品，或者从身体上和情感上恢复他们的工作能力。在商

品生产和劳动力生产之间没有做出区分。一条流水线生产了两者。”①

因此，“忽略”并不仅仅意味着女性生育工作不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讨

论话题之内。这意味着马克思本应该讨论这些。女性生育工作与马克

思讨论的内容直接相关。他的讨论被扭曲，是错误的，因为它误把生育

工作视为工人劳动力再生产中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然而，在文

章的结尾，“将它缩减为工人的消费”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没有将劳动

力再生产的工作“缩减”为消费商品的工作。② 他没有说明或暗示商品

的生产和销售是“需要（再）生产劳动力的”，或者“没有其他的工

作”———即，直接再生产劳动力的工作———是需要的。他当然确实区

分了再生产劳动力的工作过程和那些生产其他商品的过程。

留意费德里西在下一页引用《资本论》的一段文章，就会很容易发

现她创造了一个假想对手：毫不奇怪，尽管承认“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

级是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马克思立即补充道：“但资本家会

将这个毫无风险地留给工人自我维护和繁衍的努力。所有资本家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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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再生产劳动力，正如生产汽车也不是驾驶出租车。一个工作过程的产品

（工人消费的商品，汽车）成为另一个不同工作过程的输入（劳动力的再生产，

驾驶出租车）。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识别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过程。



的都是将工人的个人消费减少到最低”。①

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说“一条流水线生产两者”商品和工人的劳动

力。相反，他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资本家没有直

接参与。由此可见，首先，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

产。其次，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需要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还需要“资本

家毫无风险地留给工人自我维护和繁衍的努力”。换句话说，资本主

义社会有截然不同的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工资—工

人的劳动，结合生产资料制造商品。另一个发生在“家里”的过程中，

超出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家庭成员的劳动，结合生产资料（消费产品和

设备），再生产家庭成员的劳动力。

鉴于这些区别，我们可以识别费德里西以一种新的曲解方式，试图

将《资本论》变成《资本主义面面观》。费德里西不仅以常规建议，她所

关心的问题恰好是《资本论》主题的一部分。她还辩称，马克思自己以

不恰当的方式，将劳动力的再生产作为《资本论》主题的一部分。也就

是说，他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产过程，以一种错误地阻碍了家庭生产的

方式混为一体，并使其变得毫无必要：“商品生产与劳动力生产之间没

有差别。一条装配线生产两者。”

我认为之前的讨论证明了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资本论》没有“忽

略”女性生育工作，通过假装资本生产自身会再生产劳动力，从而证明

这种再生产工作是不必要的。然而，关于《资本论》忽视了存在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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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其目的是表明说“工人的个人消费……［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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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指控，会不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正确呢？毫无疑问，本书对这类

工作谈得很少。问题是，是否有需要，或者至少应当多谈一些？我不这

么认为。本书不是《资本主义面面观》，更不是《资本主义生产面面

观》。这是关于资本的书。它对生产的讨论（除了旁注和历史对比）主

要是讨论了上述两个过程中的第一个，即资本主义生产———或者更清

楚地说，“资本生产过程”。

当然，如果没有持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就无法继续。

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工人们必须重返工作岗位，并且应当生育并抚养

新一代将要取代他们的劳动者。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资本再生产（即资

本生产过程延续性）的绝对必要条件。问题在于，这是否足以证明《资

本论》需要或本该讨论家庭生产。我不这么认为。资本再生产需要许

多必要条件。例如，国家存在就是其中之一。同样，契约法律体制的存

在也是如此。氧气的存在如此，植物的存在如此。为什么有关资本生

产的工作就必须谈论阳光之下的万事万物……以及太阳，既然它的存

在是另一个必要条件？结果将是迂腐、笨拙、松散，而且大部分是不需

要的混乱———马克思正努力避免的那种“整体的混乱概念”。① 或许会

有正当的理由，认为他忽视了本不该忽视的内容，但这些理由中并不包

括必要条件的诉求。

工人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外进行的其

他种类的劳动———应当被认为资本的“生产性劳动”，因为他们间接地创

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对于这一观点（费德里西在她的文章中没有提

出）应该作出类似的反应。例如，佩莱格里诺·罗西（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 Ｒｏｓｓｉ）正

是基于这一观点，反对亚当·史密斯将地方执政官的劳动列为非生

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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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１８６８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Ｌｕｄｗｉｇ 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Ｊｕｌｙ 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ｍａｒｘ ／ ｗｏｒｋｓ ／ １８６８ ／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６８ ＿ ０７ ＿ １１ － ａｂｓ． ｈｔｍ．———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
（１９７３），ｐ．１００．



因为没有地方执政官的劳动，其他生产行为几乎不可能。罗西认

为他们的劳动“有助于生产的其他行为，如果不是通过直接的物质合

作，至少是通过间接行为，是无法略去的”。马克思对于地方执政官劳

动的间接贡献没有异议，然而他拒绝罗西消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之间区别的尝试：“正是这种间接参与了生产的劳动……我们称之为

非生产性劳动。否则，我们就会说，既然没有了农民，地方执政官完全

无法存活，因此农民就是公正的间接生产者。”①此类等等。完全没有

道理。这一点再次证明了，即便所有事情都可能相互关联，但一般来

说，最好还是不要同时讨论所有的事情。

四、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

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最有

争议的一个点。这一规律违背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直觉，即生产效率更

高的资本主义应当是一个利润更高的资本主义。它具有让许多人甚至

连左派人都会畏缩的革命政治意蕴。虽然其他理论会将资本主义经济

危机追根于特别的、可纠正的问题（低生产力、需求低迷、市场无政府

状态、国家干预、高工资、低薪水等），马克思的规律则表明不断出现的

经济危机源自资本主义本身，并且在资本主义状态下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再存在价值和剩余价值，才能彻

底消灭发展为经济危机的倾向，而不是对现存的体制进行改革。由此，

不难发现，批评家试图证明，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利润率下降；从长远来

看，马克思未能证明节省劳动的技术变革必然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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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１８６８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Ｌｕｄｗｉｇ 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Ｊｕｌｙ 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ｍａｒｘ ／ ｗｏｒｋｓ ／ １８６８ ／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６８ ＿ ０７ ＿ １１ － ａｂｓ． ｈｔｍ．———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３１，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９），ｐ．１９０．



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无效。我曾在其他地方论述过这些评论。①这里，

我想处理与本文关系更加密切的，对马克思理论的第三类批判：声称资

本主义的变化与理论无关紧要。

这类批判最近的一个例子，出现在近期一部著名的传记《卡尔·

马克思：１９ 世纪的生活》中。这部传记由密苏里大学历史教授乔纳

森·斯贝尔（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ｒｂｅｒ）所著。按照他的总体观点，马克思是一

个在他那个时代处境艰难的人———一个思想向后看的人，斯贝尔认为

马克思的理论不再具有相关性，因为它属于技术迅速发展之前的那个

时代：②“在假定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马克思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而是

重复自从史密斯《民族的财富》一书发表以来，政治经济学方面众所周

知的观点……这个观点早已出现，并在 １８ 世纪末和 １９ 世纪初的英国

局势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当时英国的局势是：迅速增长的人口对有

限的资源产生的压力，劳动生产率间断的和有限的增长，早期工业技术

破坏性的介入……马克思预见的未来的资本主义，是对以往的资本主

义的改版，这种回顾为他那个时代许多政治经济学家所共享。”在同一

时期发表在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斯贝尔更明确地阐述了这一

观点：“考虑到 ２１世纪初马克思思想的相关性，可以从将过时的因素

与当前能够发展的因素区分开始。前者的概念包括，例如，……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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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奥克西奥（Ｏｋｉｓｈｉｏ）（１９６１）指控的定理是第一道攻击的经典陈述。在克莱曼
（２００７年，第 ７章）作出了回应。海因里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２０１３）包含了第二道攻
击的最近例证。克莱曼（Ｋｌｉｍａｎ）、弗里曼（Ｆｒｅｅｍａｎ）、波茨（Ｐｏｔｔｓ），古塞夫
（Ｇｕｓｅｖ）和库尼（Ｃｏｏｎｅｙ）（２０１３）对此作出了回应。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回应并
没有为这一观点辩解，即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导致利润

率下降。回应认为马克思理论没有提出这种观点，而是解释了利润率为何会

有下降的趋势。Ｎｏｂｕｏ Ｏｋｉｓｈ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Ｋｏｂ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１９６１），ｐｐ．８５－９９。
斯贝尔（Ｓｐｅｒｂｅｒ）还重复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失败的观点，因为马克思没有证明
从长远来看，节省劳动的技术变革必然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点我已经在其

他地方谈论过。（见注 ２８）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ｒｂｅｒ，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Ａ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ｆ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ｉｖｅｒｉｇｈ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３，ｐｐ．４４３－４４４。



下降的趋势，……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以及与

现在相关的过时已久的资本主义版本，其特征是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

低生产增长率和庞大的农业部门。”①

斯贝尔批评大卫·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是有道理的。

李嘉图的解释源于他的假设，即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购买耕作，以供

养不断增长的人口，农业部门的平均生产率在下降。李嘉图显然没有

预见到农业将会发生巨大的技术进步。然而，斯贝尔认为马克思在解

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是“源于”李嘉图解释的“改版”。这是错误

的。相反，马克思②打趣说李嘉图的解释“逃离经济学，在有机化学中

寻求庇护”，而他自己的解释截然相反。他认为增加的而非减少的生

产率是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因此，利润率下降的渐进趋势仅仅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表达，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发展。利润

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变得效率低下，而是因为劳动变得更加有效。”③

斯贝尔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讨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总

结———这一规律巧妙地融合了他对马克思的描述：一位回顾过去的 １９

世纪人物形象，与当代无关紧要。———与他对马克思规律的详细叙述截

然不同。在他详细的叙述中，引用了我上文的前两段。他还写道，对于

马克思，“资本主义就是关于生产更多，和生产更加有效”，“在整个资本

主义经济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马克思分析的核心特征”。④ 由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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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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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ｒｂｅｒ，“Ｉｓ Ｍａｒｘ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Ｍａｙ １６．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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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以及斯贝尔将马克思和李嘉图（Ｒｉｃａｒｄｏ）联系起

来的方式的模糊性，我不能完全肯定，他确实想要宣称，马克思的规律

依赖于过时的假设，即农业生产率会下降或者停滞不前。然而，不论他

的意图如何，斯贝尔认为规律完全不再相关的观点，依赖于他的论断，

即马克思实际上假定了不断下降或停滞不前的农业生产率。然而马克

思事实上做出了相反的假设，所以斯贝尔的结论———持续增长的生产

率使得马克思的规律不再具有相关性———是错误的。

另一类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马克思的规律不具有相关性。

这类观点关注垄断和寡头垄断作为资本主义公司的首要类型出现。这

类观点是有影响力的“每月评论学派”“独裁资本”理论的关键组成部

分。５０年前，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保罗·巴兰（Ｐａｕｌ Ｂａｒａｎ）和保罗·

斯威齐（Ｐａｕｌ Ｓｗｅｅｚｙ），在他们《垄断资本》一书中提出了“垄断资本主

义规律，即剩余价值有上涨的趋势”。他们认为“马克思经典的利润率

下降趋势规律……预先假定了一个竞争体制”，而不是由垄断和寡头

垄断统治的体制。因为体制已经改变，需要新体制自己的规律取代马

克思的规律：“用上升的剩余价值规律替代下降的利润规律，因此，我

们不会拒绝或修改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只是考虑了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自从制定这一原理以来，

发生了根本改变。”①

尽管巴兰和斯威齐声明马克思的规律“预设了竞争制度”，但他们

没有真正努力去证实这一论断。他们暗自地将《资本论》看作一部描

述而非理论的著作。也就是说，他们关于马克思的规律不具相关性的

论断，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改变的简单事实，而不是基于任何真正

的努力，去证明无法将马克思的观点应用到已经改变的制度。正如我

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垄断的理论化。尤其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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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ａｕｌ Ａ．Ｂａｒ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Ｍ．Ｓｗｅｅｚｙ，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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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认真讨论马克思的观点：独裁不会引发剩余价值增长的趋势。因

为马克思的规律对于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至关重要，“每月评

论学派”同样用自己的理论替换了后者。它的理论是消费不足主义。

也就是说，它认为不足的消费者需求是一个长期趋势；从长远来看，生

产性的投资需求（机器、建设大楼等）无法比消费者的需求增长地更

快。因此，商品和服务会出现供不应求的长期趋势。不可避免的结果

是，随着供给（生产）增长速度放缓到需求设定的速度，经济会停滞不

前；或者出现周期性的衰退，以暂时调整供需平衡。①

这一理论的基本组成要素与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崛起无关。正如

“每月评论学派”的两位作者福斯特（Ｆｏｓｔｅｒ）和麦克·切斯尼（Ｍｃ

Ｃｈｅｓｎｅｙ）最近写道，“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它的特点就是不

断积累的动力……但是这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对潜在群体的相对剥

夺。……因此，这一制度面对不足的有效需求———消费障碍最终导致

投资障碍。”②然而，据称，由于垄断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增长的趋势，

所谓的供不应求的长期趋势会被加剧。随着剩余价值相对规模的增

长，所谓的消费不足问题恶化———消费者不会购买的产出份额也会增

长———据推测，其他资源的需求“消耗”剩余价值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但是为何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发展会引发剩余价值的增长呢？当评

价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否不再相关时，

必须回答这一关键问题。巴兰和斯威齐十分简明扼要地讨论了这一关

键问题。他们指出，在寡头垄断产业中（那些少数大公司统治的产

业），降低生产成本并不会降低公司产品的价格。这样一来，“在垄断

资本主义中，成本下降意味着利润率不断扩大。持续扩大的利润率反

过来意味着总利润不仅绝对增长，并且作为国民产值的一部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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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制度的发展，剩余价值趋于绝对和相对地增长。”①这完全

是他们的答案。不幸的是，这一观点包含了明显的谬误成分———这一

谬误错误地假设，个案中正确的内容同样适用于整体。之所以被称为

谬误，是因为这是逻辑错误，使得包含它的观点不能成立。巴兰和斯威

齐起初认为作为个体寡头垄断公司和产业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利润

会上升。随后，他们轻率地越过这一部分———以谬误的方法———从而

得出结论，总利润作为国民总产值的一部分必须上升。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即使所有寡头垄断企业的利润率都高于平均

水平，寡头垄断部门的增长与总体经济有关，总利润作为总产品价值的

一部分，并不一定会增长。相反，寡头垄断者的超额利润可能会牺牲非

寡头垄断经济部门企业的较低利润，并可能通过这些较低利润完全被

抵消。后一种可能性是马克思赞成的，并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建立了他

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他的理论中，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人身

上榨取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剩余价值又是产权所有者

获得各种收入的唯一来源。“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即直接从工人

那里榨取无偿劳动的资本家……随后不得不与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履行

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土地主和其他人分享剩余价值。”②因为剩余价值

的总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事情决定的，不受到在不同产权所

有者之间分配方式变化的影响。因此，如果其中一些人得到了剩余价

值总量中的一大部分，其他人得到的份额就会相应减少。

此外，尽管巴兰和斯威齐，以及他们学派的其他成员，都将垄断和

寡头垄断的发展描述成马克思理论未能解决的最新现象。但是马克思

讨论了资本的集中化，并推理这一情况为何会继续。他讨论了股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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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出现，指出其“在某些领域会引起垄断”。他详细讨论了垄断定价

及其影响。《资本论》中有两百页都是用来分析垄断定价的特殊情况：

土地租金和包括土地租金在内的农业价格。这不是我们听到垄断一

词时常常想到的内容。但由于适合开垦的土地稀缺且不易再生，“农

产品总是以垄断的价格出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马克思明

确否认了垄断定价对总剩余价值的影响程度。他的观点采用了我在

前文中简述的“零和博弈”推理：“［如果］将剩余价值均衡到为平均

利润……就会遇到人为垄断形式或自然垄断形式的障碍。尤其是土

地所有权的垄断，从而使垄断价格成为可能……这并不意味着废除

以商品价值确定的限额。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只是将其他商品生产

者创造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在各个生产领域

中，剩余价值的分配会产生间接的局部干扰，但这不会影响剩余价值

自身的限额。”①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和寡

头垄断获得更高利润率的能力不会导致“剩余价值”的增长。总剩余

价值不受影响。因此，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关于总剩余

价值与投资的总资本价值之间关系的规律———并不“以竞争制度为前

提”。如果这一规律与马克思时代更具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相关，它就

依旧与我们这个时代更具垄断性的资本主义相关。在《垄断资本》一

书中，巴兰和斯威齐就“剩余价值趋于上升的垄断资本主义规律”的反

对意见做出了回应。②然而，马克思的反对意见不在他们的回应之列。

他们甚至都没有提及。

７６

对《资本论》体裁的误解

①

②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１８６８，［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Ｌｕｄｗｉｇ 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Ｊｕｌｙ 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ｍａｒｘ ／ ｗ ｏｒｋｓ ／ １８６８ ／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６８＿０７＿１１－ａｂｓ．ｈｔ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ＩＩＩ，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９１），ｐ．５６９，８９７，１００１．
Ｐａｕｌ Ａ．Ｂａｒ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Ｍ．Ｓｗｅｅｚｙ，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６，ｐｐ．７３－７８．



五、结　 语

批评家们经常声称，自马克思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得

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方面变得无关紧要。本文认为这些论断往往

是基于对这一著作体裁的误解和歪曲。本文详细批判了著名思想

家———西尔维亚·费德里西、乔纳森·斯贝尔、保罗·巴兰和保罗·斯

威齐试图抨击马克思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重要

性的具体论点。

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说服这些（或其他）批判家认为马克思是正确

的。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理论。但是因为缺乏无懈可击的论点，我认为

他们没有权利声称《资本论》的关键方面已经无关紧要了。费德里西、斯

贝尔、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的这些论点，在我看来都是漏洞百出的。

毫无疑问，许多读者希望证明“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不再符合马克

思的分析”。因为这样，他们就有理由，像我们当下如何面对资本主义

一样，将《资本论》视为“可抨击其洞察力的论述”，而不是视为“一个理

性的整体”①。然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更愿意用后一种方式对待这本著

作，因此抵制抨击者的搅扰就十分重要———除非，他们再次提出无懈可

击的论点，即《资本论》的关键方面变得无关紧要。在没有这些论点的

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尽管他们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理论，马克思

同样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理论。

（译者　 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讲师；

校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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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 １８７５年版法译本
《资本论》中的两处修订
及其理论价值

祝 薪 闲

摘要：受传播范围所限，１８７２— １８７５ 年版法译本《资本论》的“科

学价值”长期处于被低估的状态。以其中两处修订为例，马克思试图

将包括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牢牢限

定在“走工业发展道路的国家”与“西欧”等特定范围内。对上述修订

的理论价值展开考察可以看到，它们不仅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更为要紧的是，相关修订重要地指出了作为唯物

史观方法论特征的辩证法的具体化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　 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版法译本《资本论》中的修订　 东

方社会发展道路　 辩证法具体化

一、被低估的 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版法译本《资本论》

在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文本研究中，《资本论》研究始终是重中之

重。《资本论》第 １卷更因其是马克思生前唯一正式出版的《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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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而被视为最能客观反映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资本论》文本。

直至马克思去世，已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 １ 卷主要有：１８６７ 年版德

文本、１８７２年版俄译本、１８７３ 年版德文本以及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５ 年版法译

本。其中，以 １８７３年版德文本为母本，由费尔巴哈著作译者约瑟夫·

鲁瓦先生翻译，马克思本人编辑、校订的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５ 年版法译本乃是

唯一一版由马克思亲自校订的外文译本。

相较于 １８７３年版德文本母本，马克思在编辑、校订法译本的过程

中有意做了诸多修订。对此，马克思在法译本序言和跋中写道：“在担

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

改……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

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① 尽管马克

思在这里着力想要强调的是法译本在思想内容上的特有价值，但其对

法译本文字的谨慎态度仍然不免让人质疑，将该译本直接作为研究文

本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然而，这样的担忧不免有些多余。１８７２ 年 ５

月，马克思在写给《资本论》俄译本译者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

逊的信中已作出说明：由于鲁瓦先生“译得过死”，“我不得不对法译文

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这样，今后再把它从法文译成英文和各种罗

曼语，就更容易了”。② 可见，马克思不仅以直接法语写作的方式大量

参与了法译本的编译工作，更是将法译本视为今后各种罗曼语《资本

论》第 １卷译本的母本。

值得注意的是，将法译本作为母本并不是马克思一时兴起的想法。

在 １８７７年 ９月写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对于杜埃打

算将《资本论》第 １卷翻译成英文的提议，马克思回应道：“法文版耗费

了我很多的时间，我自己将永远不再参加任何翻译。你应该了解一下，

杜埃的英文水平是否足以独立地完成整个这项工作。如果可以，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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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他表示完全同意并祝他成功。但是应当注意：他在翻译时除了德

文第二版以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因为我在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些新东

西，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本星期我还要寄给你两件东西：

１．给杜埃的一本法文版。２．一份说明，指出哪些地方用不着拿法文版

同德文版相对照，而是完全以法文本为准。”不仅如此，马克思在信中

还赞赏了乌里埃勒·卡瓦尼亚里先生计划以法译本为母本，将《资本

论》第 １卷翻译为意大利文的打算。① 尽管迫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不止

一次对法译本进行了简化，但马克思仍然坚持强调法译本的重要性。

１８７８年 １１月，马克思在就俄译本《资本论》第 １ 卷第二版的翻译工作

同丹尼尔逊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提出如下意见：“（１）我希望分章———以

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２）译者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

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在马克思看

来，即便法译本前六章因过于简化而不适合做母本，其后的部分也应该

以法译本为准。②

但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法译本非但没有能够获得足够的重视，

其理论价值反而被严重低估了。在“尽可能最后确定下来的正文与注

释”中，③即在 １８９０年版德文本《资本论》中，绝大多数法译本中的“重

要修改和补充”都被略去了。１８９０ 年版德文本主要还是在 １８７３ 年版

德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编辑，尽管马克思本人曾明确指出，他在校阅法译

本时，发现了 １８７３年版德文本尚有需要彻底修改但却没有来得及修改

的部分。④ 需要看到的是，在此后的《资本论》研究中，１８９０ 年版德文

本《资本论》逐渐成为各国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的“标准”文本。

以我国为例，２００４年版《资本论》第 １ 卷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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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一版第 ２３卷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９１ 年历史考

证版第二部分第 １０ 卷（ＭＥＧＡ２ ＩＩ ／ １０）重新校订而成。然而，《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２３ 卷本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二版第 ２３卷为母本翻译的。该俄译本的母本正是 １８９０ 年版德文本。

而作为校订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９１ 年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

第 １０卷（ＭＥＧＡ２ ＩＩ ／ １０）则是 １８９０ 年版德文本的再版。尽管《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９１年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第 １０卷（ＭＥＧＡ２ ＩＩ ／ １０）在附

录部分补充了马克思在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５ 年版法译本中所做的修订，但是

２００４年版中译本并未将这些附录收入其中。不仅是 ２００４ 年版中译本

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２３ 卷，包括 １９５３ 年版中译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４４卷、２００９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５卷在内的中译本《资本论》第 １ 卷，主要参照的原文本均为

１８９０年版德文本，且未详细收录有法译本修订。

二、马克思在 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版法译本
《资本论》中的两处修订

尽管由于上述原因，１８７２— １８７５ 年版法译本在法语区以外的《资

本论》研究中甚少被提及，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此略过那些在马克思看

来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的修订。本文将以其中两处修订为例，展开

讨论。

在《资本论》第 １卷德文本序言中，马克思在指认“资本主义生产的

自然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①时写道：“Ｄ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 ｅｎｔｗｉｃｋ

ｅｌｔｅｒｅ Ｌａｎｄ ｚｅｉｇｔ ｄｅｍ ｍｉｎｄｅｒ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ｔｅｎ ｎｕｒ ｄａｓ Ｂｉｌｄ ｄｅｒ ｅｉｇｎｅｎ Ｚｕｋｕｎｆ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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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

来的景象”。① 然而，在法译本序言中，马克思的表达为：“Ｌｅ ｐａｙｓ ｌｅ

ｐｌｕｓ ｄéｖｅｌｏｐｐé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ｍｅｎｔ ｎｅ ｆａｉｔ ｑｕｅ ｍｏｎｔｒｅｒ  ｃｅｕｘ ｑｕｉ ｌｅ ｓｕｉｖｅｎｔ

ｓｕｒ ｌéｃｈｅｌ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 ｌｉｍａｇｅ ｄｅ ｌｅｕｒ ｐｒｏｐｒｅ ａｖｅｎｉｒ”。② 在这里，马克思

把“ｄｅｍ ｍｉｎｄｅｒ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ｔｅｎ”修订为“ｃｅｕｘ ｑｕｉ ｌｅ ｓｕｉｖｅｎｔ ｓｕｒ ｌ’éｃｈｅｌ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即把“较不发达的”修订为“跟随其走工业发展道路的”。

鉴于法语在这里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文法表达障碍，那么我们就有

必要从思想内涵的角度去考察马克思此番修订的理论意义。

颇为讽刺的是，以汕宁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正是以“工业较发达的

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一论

述为依据，认为《资本论》最大的败笔就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必然性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持“单线

决定论”（ｕｎｉｌｉｎｅａ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的立场。③ 对此，首先需要阐明的是，

马克思在这里的讨论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德国社会的影

响。该论述的前文是，“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

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

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④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种限定下，马

克思仍然觉得自己关于“不发达的国家”的表述还不够准确，于是在法

译本中将其修订为“跟随其走工业发展道路的国家”。可见，对于马克

思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及“铁的必然性”仅仅指向的

是诸如德国之类的、跟随英国走工业发展道路的国家，而不是一切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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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ｉｖｒｅ 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  ＩＶ，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ｙ，Ｐａｒｉｓ：
?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１９８５，ｐ．３６．
Ｔｅｏｄｏｒ Ｓｈａｎｉｎ，“Ｌａｔｅ Ｍａｒｘ：Ｇ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ｒａｆｔｓｍｅｎ”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ｏａｄ：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Ｓｈａｎｉ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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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较不发达阶段的国家。马克思的修订表明，他不仅不是“单线

决定论”者，而且有意在规避所谓的普世发展道路。

此外，法译本的另一处修订同样可以证明，此时的马克思绝不是一

个“单线决定论”者。在德文本“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马克思在阐释

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时提出，“Ｄｉｅ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ｌ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Ｐｒｏｄｕ

ｃｅｎｔｅｎ，ｄｅｓ Ｂａｕｅｒｎ，ｖｏｎ Ｇｒｕｎｄ ｕｎｄ Ｂｏｄｅｎ ｂｉｌｄｅｔ 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 ｄｅｓ Ｇａｎｚ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ｈｒ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ｎｉｍｍｔ ｉｎ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 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ｎｄｅｎｅｒ Ｒｅｉｈｅｎｆｏｌｇｅ ｕｎｄ ｉｎ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ｅｐｏｃｈｅｎ． Ｎｕｒ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ｄａｓ ｗｉｒ ｄａｈｅｒ ａｌｓ Ｂｅｉｓｐｉｅｌ ｎｅｈｍｅｎ，ｂｅｓｉｔｚｔ ｓｉｅ ｋｌａｓｓ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ｍ”。① 即“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

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

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

式”。② 但是在法译本中，马克思修订了他此前关于“Ｎｕｒ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ｄａｓ ｗｉｒ ｄａｈｅｒ ａｌｓ Ｂｅｉｓｐｉｅｌ ｎｅｈｍｅｎ，ｂｅｓｉｔｚｔ ｓｉｅ ｋｌａｓｓ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ｍ”，即“只有

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的说法，提出：“Ｌａ ｂａｓｅ ｄｅ ｔｏｕｔｅ ｃｅｔｔｅ

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ｅｓｔ ｌ’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ｕｒｓ．Ｅｌｌｅ ｎｅ ｓ’ｅｓｔ ｅｎｃｏｒｅ ａｃ

ｃｏｍｐｌｉｅ ｄ’ｕｎｅ ｍａｎｉèｒ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ｑｕ’ｅｎ 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ｒｅ：ｃｅ ｐａｙｓ ｊｏｕｅｒａ ｄｏｎｃ

ｎéｃｅｓｓａ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ｒｌｅ ｄａｎｓ ｎｏｔｒｅ ｅｓｑｕｉｓｓｅ．Ｍａｉｓ ｔｏｕｓ ｌｅｓ ａｕｔｒｅｓ ｐａｙｓ

ｄｅ ｌ’Ｅｕｒｏｐｅ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 ｐａｒｃｏｕｒｅｎｔ ｌｅ ｍêｍ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ｂｉｅｎ ｑｕｅ ｓｅｌｏｎ ｌｅ

ｍｉｌｉｅｕ ｉ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 ｃｏｕｌｅｕｒ ｌｏｃａｌｅ，ｏｕ ｓｅ ｒｅｓｓｅｒｒｅ ｄａｎｓ ｕｎ ｃｅｒｃｌｅ ｐｌｕｓ éｔｒｏｉｔ，

ｏｕ ｐｒéｓｅｎｔｅ ｕｎ ｃａｒａｃｔèｒｅ ｍｏｉｎｓ ｆｏｒｔ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ｎｏｎｃé，ｏｕ ｓｕｉｖｒｅ ｕｎ ｏｒｄｒｅ ｄ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③ 即“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

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因此，它必然会具有典型性。但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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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

同的色彩，或限定在更小的范围内，或以相对不明显的方式呈现出来，

或按照不同的顺序”。在这里，法译本的改动之大足以见得，此处的修

订远不是什么文法问题。马克思修订的目的是要把自己对资本原始积

累过程所做的叙述牢牢限定在“西欧”这一范围内，并且认为，尽管这

一过程对于西欧国家具有普遍意义，但即便是在西欧内部，不同的社会

也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

需要充分把握的是，上述修订并不是马克思倏忽之间的念头。在

随后的数年间，马克思曾多次重申法译本中的观点。１８７７ 年 １１ 月，在

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在关于原始积累

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

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为了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说法，马克思特意

引用了法译本中的修订：“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

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

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马克思想要据此阐明，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

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绝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即武断地

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

路”。全信结尾处，马克思还不忘讽刺道：“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

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

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１８８１ 年 ３ 月，马克思在写给维·伊·查

苏利奇的回信中再次引用了法译本的修订：“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

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

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

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

动’”。紧接着，马克思直接指明，“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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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限于西欧各国”。① 从上述反复引用可以看出，对于马克思而言，

法译本中的说法才是他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最准确的叙述。更为要紧

的是，正如马克思一再想要借以阐明的：只在西欧这一特定范围内，生

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被剥夺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

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这种历史运动才可被视为是一般的、普遍

的，并不是一切民族都必然会走上这条道路。

三、法译本修订：马克思对东方社会

发展道路的思考成果

鉴于以上两处法译本修订所指向的，均为马克思在 １９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对于包括东方社会在内的非西欧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立场，我们

不免要问：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该立场是否仅仅是马克思在特定

时期提出的具有某种偶然性的想法？毕竟，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的

数十年里，以梅林和梁赞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曾

明确质疑马克思晚年研究（尤其是 １８７８ 年之后所做研究）的价值。为

了回应这一疑虑，我们有必要将马克思在法译本中的立场置于马克思

思想发展的整个脉络之中，考察其理论价值的厚度。

自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起，对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便始终处于

马克思的研究视域之内。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

年）中提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

了”，“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

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不可否认，对于马克思、

恩格斯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确具有其世界历史

性意义，尽管在指认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资本“文明”时，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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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并没有忘记加上“所谓”一词。①

在接下来的 １８５１年至 １８６２年间，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驻欧洲

首席通讯记者的马克思多次就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发表评论文章。其中最具争议的当属《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１８５３

年）以及《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１８５３ 年）二文。马克思认

为，尽管“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去了

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但是，这些都不

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半野蛮半文明公社”的“那种

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生活方式

以及“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完全“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

史首创精神”。既然如此，“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

命”，如果“人类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

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

具”。②

基于马克思的上述说法，萨义德以为，尽管“马克思仍然能有一些

同情心”，但这种同情心很快被“东方学艺术字典编纂式的强制行为”

所驱逐，只能匆匆回到“一种言简意赅的盖棺定论：他们并不觉得痛

苦———由于他们是东方人”。③ 似乎可以进一步佐证萨义德论断的言

论是，马克思曾提出，“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

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

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④

但是，如果我们同萨义德一样，据此将马克思（或者说这一时期的

马克思）划定为不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彻底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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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者，那么这样的指认未免过于草率。首先，马克思非但从未对

西方殖民者在亚洲的残暴行径避而不谈，①而且断然揭露了一些英美

报纸刻意混淆视听、为殖民扩张制造国内舆论的劣行。② 其次，此时的

马克思已经开始着手考察发生在亚洲的社会革命对于欧洲革命的影

响。他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１８５３ 年）一文中指出，“欧洲各国人

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

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

面）……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中

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

的普遍危机爆发”。③

然而，仅仅将马克思区别于欧洲中心主义者或殖民主义者是远远

不够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深刻领会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在东

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历史态度”。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向的

那个立场，马克思之所以会将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东方传统社会结构的

瓦解视为具有进步意义的世界历史发展之一环，既不是出于对资产阶

级由衷的赞美，亦不是出于对古老东方社会高傲的鄙夷，而是因为马克

思清楚地看到：“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

的使命”，尽管“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使得它在

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会使原本处在非资本主义发展

阶段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④ 在此时的

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以占有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物质基

础为前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占有资产阶级物质基础这一历

史命题上，马克思已经预见到，在东方人民尚未占有生产力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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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不会收到“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

实的”，而要想占有生产力，就不得不要考虑资产阶级殖民者在本国的

统治情况以及东方社会自身的发展这双重的因素。① 这显然是西欧社

会在占有资产阶级物质基础的过程中未曾遭遇到的。

自 １８５３年起，随着对相关研究材料的占有日益充分，马克思在对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的过程中，对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做出了

更为清晰的阐释。马克思在澄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时不无

讽刺地指出，“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

出来”，就必然要以“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要在一极使

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

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② 不仅如此，劳动的客观条件

作为与劳动者相分离的东西、作为资本出现，以及人民群众作为自由的

雇佣工人出现，同样是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③ 可见，“资本主义关系

本身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产形式为前提”。④ 由此

引发的问题是，当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及流通过程扩展到东方社会的时

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原本的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直接对

话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如果说，后者的“自然”解体不失为一种可能

的话，那么，该可能性就不得不要依存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东方社会能

够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出现以之作为前提的那些历史前提。

但是，上述假设果真成立吗？

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作为资本及资本关

系形成前提的生产资料同实际生产者之间的分离与对立，那种表现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和劳动的物质条件之间“单纯的买和卖的

关系”，即“劳动条件本身以赤裸裸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的状况，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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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中并不是既有的现象。在那里，劳动者占有土地，而土地的所有

者则是国王或某个种姓。劳动者和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的统治阶级之

间的关系乃是“主人与奴仆，自由民与奴隶，半仙和凡人等等之间的关

系”，二者始终处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或者其他观念的关联之中。①

事实上，早在《论犹太人问题》里，马克思就已经做出指认：“市民社会

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德的、

理论的关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

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

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

界”。② 对于马克思而言，漫长的基督教教化历史乃是市民社会即资本

主义社会完成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历史条件显然是东方社会未曾占

有的。

如果说，东方社会难以自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那

么，东方社会是否有可能在既有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助力”下

完成这一占有呢？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３ 卷谈及商业资本的发

展与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于东方社会旧有生产方式的解体作用时认

为，解体的程度和解体的结果均首先取决于东方社会旧有生产方式本

身的性质、内部结构及其坚固性。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

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

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

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

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

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

经济公社”，但是，“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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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缓慢了”。不仅如此，对于英国人想要摧毁印度经济公社的计划，

马克思不留情面地指出，“如果有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看作失败的

和真正荒唐的（在实践上是无耻的）经济实验的历史，那就是英国人在

印度经营的历史了。在孟加拉，他们创作了一幅英国大土地所有制的

漫画；在印度东南部，他们创作了一幅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西北

部，他们又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把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印度经济公社，

变成了它本身的一幅漫画”。①

至此，尽管马克思并未提出具体的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

想，但是，基于过往数十年的研究，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鉴于东方

社会及其他非西欧社会的具体特点，当他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主

要依据，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过程、生产过程以及消亡过程

时，必须对上述发展道路的适用范围做出限定。因而可以说，马克思

在法译本中的上述两处修订乃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研究的重

要成果。

四、法译本修订的方法论基础：

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具体化

尽管上文在一定程度上对法译本相关修订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澄

清，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此而不继续追问该修订的全部理论基础，

换言之，如果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本身只是出于任意的

兴趣或者马克思只是将其视为具有某种补充效用的边缘化研究等可能

性依然存在的话，那么该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就仍然是遮蔽不明的。

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对其整个学说而言，马克思关于东方社

会发展道路的思考所具有的本质意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任何历史科学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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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都应该将“主体，即社会”作为前提浮现

在表象面前，①并且强调：作为“主体”的“社会”都是“既与”的。② 由

于生产，这样一种感性对象性活动，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

生产”，③因而由生产关系总和，即由人与自然及人与人在特定历史阶

段上的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也只能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

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④

当马克思在强调“主体即社会”的“既与性”时，他并不否认生产在

一切时代的确具有某些共同点，即生产一般。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

个一般“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换言

之，“一般”自身已经肯定了“差别”的内在发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恰恰是那些“差别”。正如马克思所言，“最发达

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关键在于，

“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⑤ 同样的道

理，“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这绝不意味着要

“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⑥

相反，之所以要把对生产一般适用的规定“抽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

见到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然而，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恰

恰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⑦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马克思而言，忘记这种差别也就直接意味着忘

记历史。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

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并且趁机把资产阶级关系当作“社会 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塞进去，进而“把一切历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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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的地方①，“再没有历史了”②。在

这里，主体即社会的本质由于是无差别的，因而成了僵死的与静止的。

而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

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

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

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

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

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

质”。③

从上述批判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历史考察

之点”④，而且可以看到该历史原则的出处，亦即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

自称为黑格尔的学生。对于马克思而言，正是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

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黑格尔把握住了历史

的运动，尽管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被“神秘化了”⑤。不仅如此，正像辩

证法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是“具体的东西”，是“有差别的规定的统

一”⑥，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同样内在地包含着具体化的要求。马克思认

为，在真正的历史科学方法中，“具体之所以为具体”，因为它是“许多

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既是“现实的起点”，也是“直观

和表象的起点”，在思维中亦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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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黑格尔将辩证具体化，即历史运动本身理解为理念的思辨展开

的地方，马克思的辩证法具体化就是活生生的、自身区别的、能动的主

体即社会的现实展开过程。

在对内在于马克思历史原则中的“差别”与“辩证具体化”做出一

定阐释之后，重新回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及其在法

译本中得出的结论上来，笔者以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研究远不是什么

任意的或边缘的研究，而是对作为唯物史观方法论特征的辩证法具体

化的具体实行。在马克思那里，既没有超脱于现实历史的抽象发展规

律，也没有被神秘化的实体作为历史运动的展开主体。相反，是特定社

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法译本中的相关修订，即马克思对西欧社会发

展道路之典型性的限定，具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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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对黑格尔
辩证法之来历的揭示

石 正 瑀

摘要：黑格尔辩证法是作为事情本身的意识之经验的辩证运动。

其内涵在于揭示了意识之经验就其固有的辩证运动来看乃是作为表象

的再现，并由此证实了作为这一辩证运动的承担者、因而也是对象世界

之保障的主体。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并非旨在直接承认感性

对象，而是揭示了由黑格尔辩证法所提示却又掩盖的对象性活动本身。

就对象性活动是哲学试图保障对象世界这种努力的来历而言，马克思

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来历。

关键词：辩证法　 意识之经验　 主体　 对象性活动

解读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向来是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关键

与争论之所在。在经历了最初将辩证法作方法论对待之后，作为对方

法论问题作批判性思考的必然结果，学界逐渐将焦点转向了对马克思

与黑格尔本体论思想之差异的考察。对此，通行的观点是马克思以

“对象性活动”取代了黑格尔的“思维过程”在本体论中的地位。但是

由于人们并未明确黑格尔“以思维过程为本体”这件事情的意义，而只

是将其归咎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性，从而误解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

证法的意义，最终将马克思思想解读为黑格尔思想的世俗化改版。

５８



由此可见，重新解读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是必要的。这

一解读尤其不能将黑格尔“以思维过程为本体”这件事情简单地归咎

为神秘而了事，似乎它只是一个为马克思所抹去的偶然错误。通过这

一解读我们将发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并非仅仅是对某种错

误的指出与纠正———马克思的批判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来历的揭示，这

一揭示的成果是对象性活动。

一、黑格尔辩证法

———作为事情本身的意识之经验的辩证运动

为此必须重提马克思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视角：《现象学》是

“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①。《现象学》乃是对意识之经验

的考察、即“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②，所以马克思从《现象学》的视

角入手，就是从意识之经验入手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首先简要

地说明在黑格尔哲学中意识之经验与辩证法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现象学》达到的是绝对知识。这里所谓绝对知识并非某种关于

绝对者的知识，似乎绝对复又作为一个对象而为意识所把握。“当意

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时，它自身就将标志着绝对知识的本

性”③———绝对知识指的是意识关于自身的绝对的知，即对意识之经验

所固有的辩证运动（所谓“它自己的这个本质”）的自觉。它在《逻辑

学》中被表达为“唯一真正的方法”④，但这是在意识之对立已然消解

的前提下谈论“方法”的：“只有在绝对的知中，对象与此对象本身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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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分离才完全消解……纯科学便以摆脱意识的对立为前提”①。

既然意识之对立已然消解，对象与方法的区别也就不再有意义，所以黑

格尔又称其为“事情本身的过程”②。可以说，绝对知识作为对辩证运

动的自觉既是意识关于自身经验的绝对的知（而意识的特定形态不过

是这一运动的环节），又是对事情本身的知———意识之经验的辩证运

动就是事情本身。

可见，意识之经验与辩证法的关系在于：辩证法或者不如说辩证运

动是意识之经验的本性。马克思正是由此出发理解并批判黑格尔的辩

证法的，甚至可以将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批判视为是对黑格尔所谓意识

之经验的批判。同样也可以看出，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

法的批判就落实为对意识之片面性的批判，似乎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

恢复感性对象的合法权利（费尔巴哈正是此意）。这种观点并未严肃

地对待作为意识之经验的本性的辩证运动的绝对性，其实回避了黑格

尔辩证法的意义，因而误解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所以，为

了澄清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不仅要从意识之经验的角度

看待辩证法，更要注意何以意识之经验固有的辩证运动被黑格尔视为

绝对的。

为此就要追问：何以意识之对立由对辩证运动的自觉消解了？这

种对立在康德哲学中达到了它极致的表达：物自体不可知。黑格尔声

称对立在绝对知识中被消解了，乃是对康德所揭示的意识之对立的某

种回应。因此为了阐释黑格尔辩证法，简要回顾下康德对意识之对立

的揭示与黑格尔对此的批判是有必要的。

根据康德哲学，意识之对立的根源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两方面所构

成的矛盾：一方面纯粹理性要求通达有条件者的条件序列，即达至无条

件者；另一方面对经验之物的条件的追溯只能达至有条件者，因为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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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无法构建关于无条件者的经验，这种上溯只能是无穷上溯。所谓

物自体正是这种无条件者，也正是就其作为无条件者而言才与意识对

立，这被表达为物自体不可知。

首先，何以先验主体无法构建关于作为无条件者的物自体的经验？

“凡是（按照直观和按照概念）与经验的形式条件相一致的，就是可能

的”①，而先验主体之所以无法构建关于物自体的经验，就在于物自体

作为无条件者不符合经验的形式条件。进而言之，时间作为经验的一

般形式条件被康德设想为序列，即为感性所接受的印象之杂多（即感

觉质料）处于其中的那种前后相继的关系：“我们……用一条延伸至无

限的线来表象时间序列，在其中，杂多构成了一个只具有一维的系列，

我们从这条线的属性推想到时间的一切属性，只除了一个属性，即这条

线的各部分是同时存在的，而时间的各部分却总是前后相继的”②。显

然，在这种关系中被给出的只能是有条件者，无条件者（如物自体）是

无法在这种前后相继的关系中被给出的。

其次，纯粹理性依照自身固有的要求必然为每一个有条件者预设

了作为其条件的无条件者及整个条件序列，并要求通达这一序列之整

体。但是这一为纯粹理性预设的“有条件者与它的条件的综合及条件

的整个序列根本不带有由时间而来的任何限制，也不带有任何前后相

继的概念。相反，在现象中经验性综合及条件序列则必须前后相继地、

并仅仅在时间中一个跟着一个地被给予”③。简而言之，那为纯粹理性

所预设的条件序列整体是超时间的，而可认识之物只能是可经验之物、

即符合作为经验的一般形式条件的时间的东西。所以这种回溯按照康

德的说法，“只有通过前后相继的回溯才有可能，而这种回溯只是由于

我们现实地做出了它才被给予出来”④，其结果是无穷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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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德的上述结论，黑格尔评价道：“硬说一种认识虽然不像科

学所愿望的那样认识绝对，却也还是真的认识，硬说一般的认识虽然没

有能力把握绝对，却可能有能力把握别种真理”①。事实上，依据康德

的设想，“现实地”回溯是否可能？按照康德的说法，所谓“现实的”，就

是“与经验的（感觉的）质料条件相关联的”②；而根据康德对时间的设

想可知，感觉质料是前后相继地为感性所接受的，因而“与其相关联”

的经验之物是永不复归的，它的条件根本不可能“现实地”回溯。所以

由康德所设想的经验之形式条件出发，不仅无条件者是无法认识的，而

且根本就无法认识任何经验之物的条件，也就是说，对现象的认识也无

法设想了。

进而，黑格尔指出：“这种推论的重大错误，即在于以为只在这种

抽象理智的形式里即可认识思维的本性。殊不知，对经验世界加以思

维，本质上实即是改变其经验的形式……所以思维对于其所出发的经

验基础同时即开展一个否定的活动；感性材料经过思维或共性加以规

定后，已不复保持其原来的经验形状了”③。可见，根本不能如此设想：

经验之物处于无限延生的条件序列之中，对其条件的揭示就是对此条

件序列的上溯———在黑格尔看来，这不过是在“抽象理智的形式”下的

理解。不如说，经验就其必然地被思维而言不断地改变其形式，而这一

改变过程，就是意识之经验的辩证运动：“意识对它自身……所实行的

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

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④。

这也就提示出了黑格尔对绝对的理解与康德的不同：康德将绝对

设想为处于经验之形式条件之外的自在的存在者，而在黑格尔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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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在“抽象的理智的形式”下的假定，而事情本身（绝对之事）却是

意识之经验所固有的辩证运动。

二、意识之经验的辩证运动的基本内涵：

基于主体的作为表象的再现

通过回顾康德对意识之对立的揭示以及黑格尔对此的批判，我们

获得了理解黑格尔所谓作为事情本身的辩证运动的境域，下面由此出

发阐释黑格尔的辩证运动。由于对它的表述散见于黑格尔的许多著

作，为了方便起见，下面的阐释围绕《小逻辑》中的经典表述展开：“逻

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辩证的或否定的

理性的方面，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①（对此或许会有疑问：黑格尔

这里谈论的是思维的辩证运动，而不是意识之经验的辩证运动。但事

实上在黑格尔看来并没有两种辩证运动，正如没有脱离了思维的经验

一样，思维的辩证运动就是意识之经验的辩证运动）。

第一个环节是“抽象的或知性的”的环节，其基本特征是坚持着

“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②。在黑格尔看来，这一

环节乃是处于对立之中的、即“把自己跟某种东西区别开来而同时又

与它相关联着的”③这种意义上的意识（黑格尔又称其为“自然的意

识”）的实质———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坚持对象的直接的真实性，而就它

的对象包含了“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而言，坚持

对象的直接的真实性也就是坚持“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

的差别”。

不难看出，上述意义上的意识之经验正是通常所设想的、甚至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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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所设想的经验：坚持“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

就是视其对象处于“彼此并列和彼此相续”①的关系中；将这种关系进

一步抽象，就得出了康德所设想的经验的一般形式、即作为前后相继关

系的时间（虽然康德将其纳入了先验主体内部，但在黑格尔看来，这没

有触动对经验的通常理解）。同时也不难看出，通常所谓的、包括了康

德所设想的经验，只是黑格尔所谓作为辩证运动的意识之经验的一个

片面的环节。

但也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种对经验的设想使得认识（康德所

谓“现实地”回溯）不复可能。黑格尔对此有一个更为一般的说法：“当

辩证法原则被知性孤立地、单独地应用时，特别是当它这样地被应用来

处理科学的概念时，就形成怀疑主义……辩证法倒是知性的规定和一

般有限事物特有的、真实的本性”②，由此就引出了辩证运动的第二个

环节。在此先行指出的是：从上文的说明来看，这个环节与其说是同上

一个环节比肩而立的某种东西，不如说是第一个环节的必然结果，它首

先体现为怀疑主义的纠缠。因此认为马克思只是简单地将黑格尔辩证

法的第二个环节抽取出来或者赋予其某种新的意义，显然是站不住

脚的。

为了揭示第二个环节的意义，需从揭示第一个环节所包含的怀疑

主义的根源入手。不同于建立在特定的现象知识之上的通常的怀疑，

黑格尔指出对意识之经验的辩证性的自觉意味着“对现象知识的非真

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③，即这种自觉先行洞见了一切现象知识、即

那自然的意识以之为真的东西中都包含了怀疑的可能性。何以如此？

因为自然的意识对它以之为真的规定的坚持中包含了一个断言，即该

规定必然不断地作为现象中的相同者在时间中复归（事实上，康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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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设想为序列正是取消了这种复归的可能性，故而使得现象知识不

可设想）。自然的意识无法保障这一点，故而现象知识中总是包含了

怀疑的可能性。

但是黑格尔并不是要单纯地否定现象知识，而是要保障它或者更

确切地说，揭示它如何已经得到了保障。在黑格尔看来，倘若承认怀疑

主义，那么就必然导致对意识之对象中所包含的任何规定的真实性的

单纯否定，剩下的就仅仅是刹那生灭的、不可言说的现象之流，而这在

黑格尔看来是不可设想的。所以“辩证法……的真实结果不是空的、

抽象的虚无”①，但也并非对原有的规定的直接的肯定，而只能是“对于

某些规定的否定，而这些被否定的规定也包含在结果中”②。这就是辩

证运动的第三个环节：那原来的对象被扬弃在过程中，它的直接性被取

消了，它乃是就过程而被揭示的对象。这里所谓的过程，是已然把握在

规定中的现象；就其复又被视为直接的对象而言，它同样遭受着怀疑主

义的纠缠，因此上述辩证运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永不停息的，因此它

是绝对的运动。

绝对知识洞见了什么？洞见了这样一件事：即那自然意识以之为

真的东西，就辩证运动来看，已然并且必将不断地被扬弃在过程中，因

为它被怀疑主义单纯地否定是不可设想的———意识由此达到了对它自

身经验的确信。但是由于这里所谓的过程是已然把握在规定中的现

象，所以它从来不是直接的，而已经是作为表象的再现。说意识之对象

必然不断地被扬弃在过程中，也就是说它并非是相同者的不断复归，而

是在作为表象的不断再现（辩证运动）中不断被揭示，并因此维系于主

体———意识对其自身经验之辩证本性的自觉（绝对知识）就是对意识

之经验乃是作为表象的再现的自觉，并因而证实了作为这一运动的承

担者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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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运动的批判

———对作为辩证运动之来历的对象性活动的揭示

上文的阐释表明黑格尔辩证法乃是作为意识之经验的本性的辩证

运动，对意识之经验的本性的自觉是对意识之经验乃是作为表象的再

现的自觉，并最终证实了作为这一运动的承担者的主体。马克思对黑

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从这一对主体的预设入手。

首先，对黑格尔而言，证实主体也就意味着意识达到了对它自身经

验的确信，从而免于怀疑主义的纠缠。可见主体乃是对象世界的保障，

证实主体的意义就在于揭示对象世界（现象知识）已经得到了保障。

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它其实是设想对象世界“是不存在的，却希

望……证明它们是存在的”①。而设想对象世界是不存在的，就是预设

了某种脱离了对象世界却能够存在的东西（纯粹意识）。对此马克思

反诘道：“你想坚持自己的抽象，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

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

自然界和人”②。既然设想者“也是自然界和人”，又如何可能设想对

象世界是不存在的呢？反之，既然已经表明了自己乃是“孤零零地独

自存在着”的存在者，为什么又要转而证明对象世界存在？

可见，那需要预设主体以保障其对象的意识之经验“本身就是抽

象的产物”③，即对人向来处于其中的对象性关系的抽象。人由此将自

己设想为某种脱离了对象世界却能够存在的东西；不过该问题的提出

者虽然如此预设自己，却依然要求证明世界存在，这表明他依然对自己

的意识向来处于其中的对象性关系有所领会。

其次，马克思也不是（如费尔巴哈一样）复又肯定了直观中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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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正如黑格尔已然向我们指出的那样，直接的对象世界中包含的规

定（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它们被统摄于人的类本质之下）由于缺乏作为

相同者不断复归的保障，必然会遭到怀疑主义的纠缠。对于这种“缺

乏”，马克思指出它首先并不意味着怀疑主义（仿佛人必须将自己设想

为某种预先存在的东西，进而寻求对象世界的保障），而仅仅意味着人

经验到了现实世界的毫不停驻：“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在一

瞬间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使它表面上具有独立的、现实的

本质的作用———但仍然只是一瞬间”①。

最后，现实世界的毫不停驻并不证实主体。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意

思，主体只是联系其辩证运动之产物、即在表象中必然不断再现的对象

世界而得以证实的。而作为产物的对象世界每每重新遭到怀疑主义的

纠缠就意味着联系于此而得到证实的主体同样重新遭到怀疑主义的纠

缠———黑格尔所谓辩证运动与其说揭示了主体何以被证实，不如说反

而表明了主体必将不断被怀疑：“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或自我肯

定和自我确证，被认为是对自身还不能确信因而自身还受对立面影响

的、对自身怀疑因而需要证明的肯定，即被认为是没有用自己的存在证

明自身的、没有被承认的肯定”②。现实世界的毫不停驻既不意味着怀

疑主义，更不意味着证实了保障对象世界之再现的主体，而只是证实了

人之为“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即“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

了它的对象性活动”③。

所以，毫不停驻的现实世界必须联系人对自身活动之为对象性活

动的意识才能得到领会，反过来对象性活动之对象性也必须联系现实

世界之毫不停驻才能得到澄清。毫不停驻的现实世界绝非某种独立于

人的活动的现象之流，因为这样其实是重新将人自己设想为非对象性

的存在者。这里所说的毫不停驻的世界是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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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它的毫不停驻就在于它生成的那一瞬间就是它非现实化的那

一瞬间———它已然是人“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①，并且只能

寄希望于在它的再度生成中向后来者呈现出作为对象性活动的这一生

成本身（即后来者对自身活动之为对象性活动的经验）。由此人们得

以领会到自身的活动乃是对象性的，这里对象性的内涵联系上述意义

上的毫不停驻的现实世界来看就是历史性———那作为对象性活动的

“产物”的世界之生成向来就是再生成，现实的世界之生成乃是现实的

历史的生生不息。

但这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思维中复现的、非现实的世界

被视为“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按：对象性活

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②、也即独立于对象性活动的、作为本质

的世界，相反活动之对象性则被视为“不应有的偏差、缺陷”③。不过哲

学试图保障那被视为本质的世界的努力“恰好说明：历史运动的绝大

部分是同它的论断不一致的，如果它曾经存在过，那么它的这种过去的

存在恰恰反驳了对本质的奢求”④。如果说在哲学看来这种努力是面

向怀疑做出的并因此而得到辩护，那么通过上文的说明我们已经知道，

在马克思看来它恰恰意味着对“过去的存在”、即为思维所“复现”的

“自己的现实存在”或这一生成的抽象与执着。

不同于以往哲学，黑格尔辩证法的独到之处在于指出任何保障对

象世界之直接性的企图必将失败，对象世界只能被视为再现之物，从而

提示出了现实的世界之生成。就此而言，马克思称其具有“批判的形

式”⑤。但也正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只是为了揭示对象世界何以得到了

保障，它并未批判地对待这种保障的要求本身———它将对象世界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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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等同于基于主体的表象化，反而掩盖了现实的世界之生成、即对象性

活动本身，从而掩盖了保障对象世界这一要求的来历。就此而言，它包

含着“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①。最后，通过上

文不难看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并非仅仅是对某种错误的

指出与纠正，而是对由黑格尔辩证法所提示却又掩盖的对象性活动本

身的揭示———就它包含了哲学试图保障那非现实的世界这种努力的来

历而言，马克思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来历。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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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辩证法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美］布莱特·克拉克　 王　 晶　 刘建江 译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

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只是

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①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正如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所展现的，恢复马克思思想的生

态唯物主义基础，将资本批判与自然科学批判结合，是对本时代的马克

思主义和生态学的重新定义。这可能让那些受教于以下观点的人为之

一惊，即马克思的观点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政

治经济学的综合。然而，这种盛行于 ２０ 世纪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现在被一种更广泛的认识所替代，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其

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不可分割的，它不光包含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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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对其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革命的批判。

卢卡奇所谓的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扎根于作为社会和自

然界的物质变换中介的劳动概念。根据这种观点，人类物质的存在同

时也是社会历史的与自然生态的存在。而且，任何现实的历史认识都

必须关注与人类自然条件相关的复杂联系和依存关系。① 正是这种总

体性的方法使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可持续的人类发展过程

（它被理解为确保地球的持续发展、人类自由与潜能的最大发展的必

要条件）。因而，社会主义要求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们理性地调节自然

界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在这种语境中，马克思所谓“自然界

的一般物质变换”“社会物质变换”以及物质变换的“裂缝”的核心范畴

共同框定了他的批判性的生态学世界观。②

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方法与其生态价值构成论是密切相关的。使

用价值（表现为一般生产）和交换价值（作为价值，是抽象劳动的结晶）

之间的矛盾是他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中心。与此同时，马克思十

分重视以下事实，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资源因被界定为一种“作

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③而不直接参与价值生产。正是基于此，他区

分了财富和商品价值。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它产生于自然界和劳动

力的结合。相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或交换价值单纯源于对人

类劳动力的剥削。因此，财富和价值的这种矛盾处于积累过程的核心

当中，与自然环境的退化和破坏直接相关。正是资本主义价值生产

和积累过程内在的这种生态矛盾，恰当解释了该体系走向生态危机

或物质变换断裂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狭隘地追求利润，并且规模

越来越大，日益扰乱了控制着所有生命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社会再生产

过程。

学界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生态价值构成论以及它们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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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分析中的作用的再研究，已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① 尽管它

们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还是引发了诸多批

判。左派在这方面的一个不同意见是，他们试图借用马克思的社会物

质变换理论的某些方面，而推进一种粗陋的社会“一元论”观点，这种

观点是基于社会的“自然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单一的物质变换”等概

念。② 左派的这一视角虽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依赖于唯心主

义、后现代主义和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的概念，有违真正意义上的历史

唯物主义生态学，并且试图淡化所有的生态危机论（或把它们当作世

界末日说或灾变说而不予理会），只要这些理论不超出资本主义制度

的狭隘规律。所有这一切，都与当前地球危难情况下左派内部的人类

中心主义、人类免责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的存留有关。③

接下来，我们就马克思生态学中的一些重大突破进行简单讨论，

主要考察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的概念结构、它与马克思的生态价

值构成论的关系，以及关于生态危机的某些结论。随后，我们会对当

前流行的社会一元论进行批判性评论，这种论调试图把马克思的生

态学分析还原为一种解析市场的内在逻辑的“单一的物质变换”。④

我们最后会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辩证法对生态学的核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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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涉及人类与自然界的整体关系的人类世（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以更狭隘的譬
如资本新世（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ｃｅｎｅ）的概念取代之，其中资本的逻辑为所有分析设定
参照。有这种倾向的例子，请参见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ｎ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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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概念结构

伊斯特凡·梅萨罗斯（Ｉｓｔｖáｎ Ｍéｓｚáｒｏｓ）所谓的“马克思异化理论

的概念框架”阐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基础，最好地反映了马克思的物质

变换理论的独特复杂性。对梅萨罗斯来说，马克思采取了人性———劳

动 ／生产———自然界的三元关系的分析模式。人类必须通过劳动生产

来调节他们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然而，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了与商品

交换相关的一整套二级调试，造成了进一步异化的三元关系：异化的人

性———异化的劳动 ／生产———异化的自然界，这三者一开始是重合在一

起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后一种异化的三元关系，采用的

却直接是不包含任何异化观念的前一种三元形式。据梅萨罗斯所言，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科学主要关注的是，“异化自然”和“致力于无

限占有自然的异化生产”之间的关系，由此凸显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自

然科学的异化作用。正如梅萨罗斯写道，“若不是自然科学最为积极

地参与进来，愈演愈烈的‘自然异化’（如污染问题）是难以想象的。”①

然而，从生态学角度看，这同一种概念框架在《资本论》（以及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

换”“社会物质变换”和物质变换的“裂缝”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对于

马克思来说，劳动生产过程被界定为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

因此，马克思思想深处的概念框架在以上条件中是非异化的三元关系：

人类———社会物质变换———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其中，社会物质

变换是现实的生产活动，它构成了人类通过劳动而与整个自然界所达

成的有效交换（如，普遍的物质变换），纵使特定的历史形式包含着特

定的变换过程。

随着与商品生产相关的二级调试的出现（土地和劳动被归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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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东西），基础的物质变换关系被覆加，新的三元关系是：人类异

化———“社会物质变换的交互过程”的异化（物质变换断裂）———自然

界的一般物质变换的异化。① 因此，物质变换裂缝与青年马克思在《詹

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类活动”的“异化中介”相一致。②

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逐渐呈现为一种现代化生态的形式，因为它

必须要解决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引发的社会物质变换的裂缝，以

及由此产生的科学异化。普遍推广和应用的所谓技术“解答”，如碳捕

获与碳封存，实际上并未触及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到目前为止，资本

主义只能转移这种生态矛盾，并且最终在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中引

发更广泛的破坏（裂缝），其影响远远超出直接的劳动生产过程，引发

资本主义的终极限度的难题。正是这种框架结构构成了马克思生态危

机理论的核心，它重点关注了由生产制度所产生的人为的物质变换裂

缝。最终，越发广泛和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生态灾难会说明资本主义市

场体系的终极失败。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 １９世纪土壤危机的讨论阐明了这种总体框

架，他在此介绍了物质变换裂缝的概念。纵观人类文明史，人类必须一

直在人类———农业———土地的三元关系中从事农业生产。人类文明史

上零星点缀着“农业转向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土壤劣质化”的例子。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新的商品关系的产生，

它以一种新型的方式打乱了原本永恒的自然关系，导致农业中更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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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集中的物质变换断裂，由此，基本营养物质（如氮、磷和钾）返回土

壤的过程也被破坏。这也致使“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

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①。

为了回应“关乎土壤再生的自然条件的破坏问题”（它是资产阶级

社会城乡两极分化的产物），１９世纪和 ２０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开始寻找

修复物质变换裂缝的方法，因而首先有了国际人造鸟粪和硝酸盐贸易

的发展，然后是工业化肥的发展。人造鸟粪和硝酸盐贸易扰乱了整个

生态系统并激发了殖民战争。② 工业化肥的发展越发成为资本主义扩

张的手段，同时还推动了战争化学用品的发展。这种技术性方案，忽略

了异化自然和异化社会的深层的制度根源，造成了大量化肥径流，水质

劣化，导致了全球海洋的死亡地带的出现。因此，工业肥料在工业全球

化基础上的发展，将人类与土地的社会物质变换中的断裂转化为自然

的一般物质变换中的更为广泛和包罗万象的断裂，它逾越重要的星际

边界（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破坏生物圈的基本生化过程。③

二、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与自然的消亡

若将以上内容置于马克思的生态价值构成论的逻辑框架中，会得

到更好地理解。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价值体系的解析中（以及

在一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它一般与生产存

在着自然物质基础的联系。相较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基于

抽象的社会劳动）单纯源于对劳动力的剥削，与任何自然物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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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自然界因而被资本主义体系视为“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

力”①。这种差异（矛盾）引发了著名的罗德戴尔悖论（ｔｈｅ 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它以十九世纪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第八代罗德戴尔伯爵

詹姆斯·梅特兰（Ｊａｍｅｓ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命名。罗德戴尔指出，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私人财富（交换价值）的积累通常依赖于对公共财富（使用价值）

的破坏，由此产生了积累过程的本质内容———匮乏和垄断。② 在这些

条件下，快速发展的环境恶化进一步耗损公共利益，这是资本积累的必

然后果，也是再积累的基础。废物管理等新兴行业就是为了处理这些

后果而建立起来的。

可见，资本主义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消耗体系；一种关于自然力（包

括马克思喜欢称为人类本身的“生命力”的自然力）剥削的贪婪体系。

它在不断追逐更多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将能量和资源的生产量最大化，

而这些后来又转嫁给了自然环境。“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

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③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生态价值

构成论的独到之处在于，意识到了商品生产制度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

中自然的退化和消亡，这种制度完全根据劳动力计算价值，而将自然界

作为无价值的领域。④

马克思起初从他的朋友兼革命伙伴，社会主义医生罗兰·丹尼尔

斯（Ｒｏｌ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ｓ）的作品那里，引出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概念，以

及它与社会物质变换和生态再生的关系。１８５１ 年，丹尼尔斯在他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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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８４３页。
Ｆｏｓｔｅｒ，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ｆｔ，ｐｐ．５３－７２；Ｊａｍｅｓ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Ｅａｒｌ ｏｆ Ｌａｕ
ｄｅｒｄａｌｅ，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１８１９，ｐｐ．３７－ ５９；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３７，ｐｐ．７３２－７３３．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１１页。
在古典价值理论中，只有劳动才创造资本主义商品价值。而土地和自然资源

属于租金，它因构成了一种价值再分配的形式而获得价格。应该补充说，如果

自然界不直接成为价值增长的一部分而是被当作资本主义叙述中的一种“无

偿的自然力”，这一原则也应适用于维持生计的工作和无酬的家务劳动。



品《小宇宙》中，用制度理论形式中的物质变换概念，解释植物和动物

之间的相互关联。① 马克思以丹尼尔斯的概念和德国化学家贾斯特

斯·冯·李比希（Ｊｕｓｔｕｓ ｖｏｎ Ｌｉｅｂｉｇ）的作品为基础，阐释了自己的社会

物质变换的再生和物质变换断裂的观念。② 在写作《资本论》以及后来

的时间中，他越发关注生态危机。马克思阅读了植物学家卡尔·弗腊

斯（Ｃａｒｌ Ｆｒａａｓ）关于阶级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土壤的破坏与沙化”研

究之后，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过程不过是以不同形式被激

化和扩大，最终在异化劳动生产的现代机制中变得“无法弥补”。由

此，他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生态破坏展现了“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

向”（意指与制度本身进行革命决裂的必要性）。③

因此，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物质变换概念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生态

学理论的基础，它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变换断裂，要求在资本主

义消亡的过程中，恢复非异化的社会物质变换，推进实质平等和可持续

生态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一切并未脱离马克思的将资

本主义制度视为一种劳动力剥削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反，在马

克思的观念中，资本主义毁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④。

三、生态学与社会一元论：被统摄的自然界

马克思的社会物质变换概念的魅力在于，它预见了现代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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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ｏｌ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ｓ，Ｍｉｋｒｏｋｏｓｍｏ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１９８８）．我们想感谢
约瑟夫·弗拉基亚（Ｊｏｓｅｐｈ Ｆｒａｃｃｈｉａ）翻译了丹尼尔斯的部分作品。我们也要
感谢齐藤浩平（Ｋｏｈｅｉ Ｓａｉｔｏ）对丹尼尔斯作品的评论。
关于李比希的生态学观点以及它们与马克思的关系，参见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
Ｍａｒｘ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１４９－１５４；Ｋｏｈｅｉ Ｓａｉｔｏ，
“Ｍａｒｘ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７，Ｎｏ．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ｐｐ．２５－３３。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０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８６页；Ｓａｉｔｏ，“Ｍａｒｘ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ｐｐ．３４－３９。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５８０页。



和地球系统分析的事实，二者都以物质变换概念为基础，而且与社会主

义生态学内部的概念发展的形成有着具体联系。① 马克思的一般唯物

主义方法预见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生态学在 １９世纪后期和 ２０ 世纪

早期的许多重大进展。而且，他的生态批判与他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密切相关，是最成熟的辩证体系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理

解资本主义在劳动力和自然界的退化过程中所展现的复杂作用，仍有

借鉴意义。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派传统的理论家，试图“另辟蹊

径”，强调资本主义在生态学中的统筹作用，以至于资本主义被视为生

命圈本身的构成要素。这种社会一元论方法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被

确证为对笛卡尔的二元论的正当反驳。而其真正意图在于，推翻与生

态社会主义运动相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唯物主义辩证

法）的观点。

许多社会一元论分析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条件拒绝自然辩证法

的认识论根源。这是受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个著名

注脚（这个注脚与他书中的其他部分自相矛盾而且后来被他彻底否

定）的影响，他在书中质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概念。② 这种对自然

辩证法的拒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将自然界本身作为客体和自然科学进

行分析的情况，开始于莫里斯·梅洛－庞蒂（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的

《辩证法的历险》，在许多其他作者的著作中得到发展，是西方马克思

主义作为独特的哲学传统的根本特征。这就巩固了一种唯心主义的、

局限于人类、人类世界和人类历史科学的主客体辩证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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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７，Ｎｏ．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ｐｐ．２－３；Ｊｏｅｌ Ｂ．Ｈａｇｅｎ，Ａｎ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 Ｂａｎｋ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Ｊ：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á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８，ｐ．２４．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Ｊａｃｏｂｙ，“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 Ｔｏｍ Ｂｏｔｔｏｍｏｒｅ，ｅｄ．，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３，ｐｐ．５２３－５２６；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ＩＬ：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因而，这就造成了抽象唯心主义、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这些左派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盛行，他们标榜自己反对唯物主义特别

是辩证唯物主义。鉴于环境问题在人类纪元日益重要，激进的思想者

们越发推崇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一元论，这种观点认为，自然界完全内

化于社会当中。这引发了左派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Ｎｅｉｌ Ｓｍｉｔｈ）对

资本主义“一直控制着自然界”的讨论。他写道，“自然如果没有社会

性，它将一无是处。”他主张，社会科学家因而应该拒绝自然科学对所

谓“自然法”的盲目崇拜，并且应该谴责由生态运动所确定的“左派启

示论”和“自然拜物教”。① 世界生态理论家杰森·摩尔（Ｊａｓｏｎ Ｗ．

Ｍｏｏｒｅ）推进了史密斯的论证逻辑，宣称资本主义不断占据和侵吞自

然界。②

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第一自然”（史前社会的自然界）已经彻底

被“第二自然”（被社会所改变的自然界）所涵摄。③ 因此，自然界不再

是一种存在于它本身的现实，或者一种本体论的存在，而仅仅是一种神

秘的存在，内含于资本主义世界生态所建构的社会构成集合之中。④

这种观点反对以下观念：资本主义与生态学的矛盾、物质变换断裂以及

类似笛卡尔“二元论”形式的自然异化。⑤ 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必然扰乱基本的生态进程的提议都被当作社会一元论者的首要批判对

象，被扣上末世论（这是一种针对自然科学家和激进生态学家的控告）

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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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ｍｉｔｈ，Ｕｎ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ｐ． ４５ － ４７，ｐ． ２４７；“Ｎ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ａ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２００７，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ｐｐ．２３－２９．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１５２．
Ｓｍｉｔｈ，Ｕｎ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ｐ．６５－６９．
摩尔走得更远，他因自然界未被社会所生产或“共同生产”，而把先于社会的自

然当作“预先形成的”：“即使环境在某种抽象意义上是预先形成的（例如，大

陆的分布），历史的变化也是通过人类与这些环境的接触而产生的，这种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是共同产生的。”Ｍｏｏｒ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ｐ．１５。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４，ｐｐ．１９－２０，ｐ．７８，ｐ．１５２．



一种深刻的批判性观点揭露了上述社会一元论观点内部的深层矛

盾，认为那种宣称自然界会自我消亡的社会决定论也存在这种矛盾。

例如，摩尔想要反驳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他将一种“一元论的及其

相关的观点”归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依此，自然与社会的“混合”昭示

着它们二者的同一存在。① 他主张，“资本主义（却部分地）使生物圈的

关系内在化”，而资本的力量构建并设置了“生命界的资本主义内在化过

程”。或者，如他在别处所言：“资本主义使自然的矛盾内在化为一个整

体，而生物圈也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内在化。”②无论从哪一点来讲，自然界

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它本身实际上已不再是独立的存在。

在摩尔努力规避二元论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回避任何开放式的唯

物辩证法的过程中，他提出，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世界是“人类与非

人的自然界之间的集合”，主要构成了一张抽象的“生命之网”。③ 通

过这种非常散漫的方法，集合得以“形成、稳定和周期性地中断”④。他

宣称，实际上，“任何主体都是一种在人类与非人的自然界之间的特定

集合的关系财产。”⑤因为根据中立的一元论哲学，所有存在着的事物

构成了集合的内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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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ｏｏｒ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１６；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８５．在辩
证法的讨论中，如果不是辩证地考虑，看似二元性的东西，往往被当作一个只

有在另一个组织层面才能被超越的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来处理。怀特海几乎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论中认识了这一矛盾，他写道：“环顾我们的世界，无不存在

着对立统一，它是二元论的基础。”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３，ｐ．２４５。
Ｍｏｏｒ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ｐ． １２；“Ｃｈｅａｐ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ａ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Ｎｏ． １０ ，２０１５，ｐ． ２８；“Ｐｕｔｔ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Ｗｏｒｋ”，ｉｎ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Ｗｅｅ ａｎｄ Ｏｌａｆ Ａｒｎｄｔ，ｅｄｓ．，Ｓｕｐｒａ Ｍａｒｋｔ，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Ｉｒｅｎｅ，２０１５，ｐ．９１．
Ｍｏｏｒ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ｐ．１２；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
ｐ．８５，ｐ．１７９．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４６．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３７．
Ｇüｌｂｅｒｋ Ｋｏ Ｍａｃｌｅａｎ，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 Ｂｕｎｄ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２０１４．



这些理论家的最大难题是二元论。左派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和

埃里克·史温吉道（Ｅｒｉｋ Ｓｗｙｎｇｅｄｏｕｗ）深入地探索了这个问题，以至于

他们宣称马克思他自己是一个二元论者。史密斯断言，“鉴于马克思

本人对自然界的处理，也许从他的理论视野来看，某种版本的二元论自

然概念也行得通。”史温吉道写道：“马克思的社会和自然也许已经汇

聚在了一起，成为历史和地理，但他是以确保二者为先在分离领域的情

况下来实现这一点的。”①为了超越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社会和自然界

的二元论，史温吉道提出一种无所不包的混合主义观点，即一种统一的

“社会自然”（ｓｏｃｉｏｎａｔｕｒｅ）的形式。

对激进的地理学家诺尔·卡斯特里（Ｎｏｅｌ Ｃａｓｔｒｅｅ）来说，考虑到史

密斯的观点（基于他的观点，卡斯特里进行了自己的分析），“自然界成

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基于此，那种使用这些术语时所暗含的特性被削

弱和破坏。”②资本主义拥有对自然界的绝对权力，并且“似乎要把后者

完全吞没”③。因此，自然科学的客体意义上的自然界不复存在。正如

摩尔所说，“在那个自然界仍旧很重要的时代”，“绿色唯物论”是“虚假

的”。他的言外之意是，现在的情况已然不同了。④ 因此，环境保护主义

缺乏确定的自然对象，并且环境关注点本身也存在问题。反左派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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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ｒｉｋ Ｓｗｙｎｇｅｄｏｕｗ，“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８９，Ｎｏ．３，１９９９，ｐ．４４６．
Ｎｏｅｌ Ｃａｓｔｒｅｅ，“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７２，２０００，
ｐｐ．２７－２８；“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ｔｉｐｏｄｅ ２７，Ｎｏ． １，１９９５，ｐ． ２０；“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 Ｃａｓ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Ｂｒａｕｎ，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ｌｄｅｎ，
ＭＡ：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１，ｐｐ．２０４－２０５；“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ｎ Ｔｏｍ Ｐｅｒｒｅａｕｌｔ，Ｇａｖｉｎ 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
Ｎｏｅｌ Ｃａｓｔｒｅｅ，“Ｆａｌｓｅ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ｅｓ？Ｍａｒｘｉｓｍ，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ｔｉｐｏｄｅ
３４，Ｎｏ．１，２００２，ｐ．１３１；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５８．
Ｊａｓｏｎ Ｗ．Ｍｏｏｒｅ，“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ｃｅｎｅ，Ｐａｒｔ ＩＩ”，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３４，ｈｔｔｐ：／ ／ ｊａｓｏｎｗｍｏｏｒｅ．
ｃｏｍ．



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的观点强调了以上内容。①

当摩尔认可地理学评论家布鲁斯·布劳恩（Ｂｒｕｃｅ Ｂｒａｕｎ）对马克

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埃尔马·阿尔特瓦特（Ｅｌｍａｒ Ａｌｔｖａｔｅｒ）的批判，将

他的分析强置于物理学的基础原理即热力学第二定律时，荒谬的结论

出现了。② 摩尔违背了自然科学，他认为：“熵定律……在力量和生产

的特定模式中运行，并不为抽象意义上的生物圈所决定。从历史自然

的观点来看，隶属于特定文明逻辑内的熵，是可逆的和可循环的。”③如

这种奇怪的社会一元论观点所示，熵隶属于社会，社会也许能够使它倒

转或循环，从而回转或调转时间的箭头。

这种左派理论家走得如此之远，甚至想让人类免受自然规律的约

束，他们争论道，“自然以及它的近期衍生物如‘环境’或‘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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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自然界的消亡是拉图尔哲学研究的基础对象，他对以上所批驳的思想家产生

了重要影响。参见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９９，ｐ．２５８．阿兰·索卡尔（Ａｌａｎ Ｓｏｋａｌ）就这一点对拉图尔的
批评请参见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ａｘ，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１５４－１５８，
ｐｐ．２１１－２１６．拉图尔的研究明显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辩证法的，他提出了一种
叫作“平行本体论”或中立一元论的理论，即所有实体和对象都无不平等地缠

绕在一起，并被当作集合、捆绑物、混合物或者网络。然而，这种观点的极端之

处在于，它否认自然或社会是一种客观实体，最终形成了一种社会一元论，即

社会被悄悄提出或“重组”（例如通过技术和政治），采取了一边倒向现实的方

式。在他近期的作品中，他以纳粹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的地缘政治和政治神

学为依托，提出了一种倒退的政治生态学，被称为“绿色施密特主义”。毫无疑

问，拉图尔已经成为创新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了。参见 Ｇｒａｈａｍ Ｈａｒｍａｎ，Ｐｒｉ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 ７３ － ７５，ｐ． １０２，ｐｐ． １５２ － １５６，ｐｐ． ２１４ －
２１５；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Ｒ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ｕｔｏ，２０１４；Ｒ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 １８，ｐ． １１６，ｐｐ． １３４ － １４７；“Ｆａｃｉｎｇ
Ｇａｉａ”，Ｇｉｆｆｏｒｄ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ｐｐ．１８－２８，２０１３。
Ｊａｓｏｎ Ｗ．Ｍｏｏｒｅ，“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ｃｅｎｅ，Ｐａｒｔ Ｉ”，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１６，ｈｔｔｐ：／ ／ ｊａｓｏｎｗｍｏｏｒｅ．ｃｏｍ；
Ｂｒｕｃｅ Ｂｒａｕｎ，“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ｉｎ Ｎｏｅｌ Ｃａｓ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Ｄｅｒｅｋ
Ｇｒｅｇｏｒｙ，ｅｄ．，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ｄ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６，ｐｐ．１９７－１９９；Ｉａｎ
Ａｎｇｕ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ｄ Ｍｕｒｐｈｙ，“Ｔｗｏ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Ｊａｓｏｎ Ｗ．Ｍｏｏ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Ｊｕｎｅ ２３，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ｃｏｍ．
Ｊａｓｏｎ Ｗ．Ｍｏｏｒｅ，“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ｃｅ Ｖｅｒｓａ）”，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３，２０１５，ｐ．１４．



不过是‘空’符号。”①虽然“‘自然界’（作为一种历史产物）提供了基

础，但社会关系产生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历史。”②

用后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措辞来说，在这种本质上反环

境主义的观点看来，激进的环境主义者（包括整个绿色运动），因察觉

到了自然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受到批判，并且被说成是有“世

界末日论”倾向，滋生了“生态恐惧”。他们的理论被描述为“满载着为

了避免普遍灾难而寻求激进革命的花言巧语”③。一些环境科学家“试

图区分社会（人为）和自然界对气候变化的不同作用”，史密斯对他们

进行了责难，认为这种做法不光促成了“一场愚蠢的辩论”，也带来了

“一种愚蠢的哲学”：“它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留下一道神圣不可侵犯的

裂痕，自然在一边，而社会在另一边”。④

史密斯及其他左派思想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及行动的怀疑态

度，实际上是对现状的默许，也是对规避环境问题的无动于衷。摩尔认

为，他所谓的“绿色唯物主义的物质变换的信徒”（他用这一术语表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属于地球系统的“生物物理”概念。史温吉道、

阿兰·巴迪欧（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和斯拉沃热·齐泽克（Ｓｌａｖｏｊ ｉｅｋ）都认

为 “生态已成为大众的新鸦片”⑤，这一陈述一再被这三位思想家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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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ｒｉｋ Ｓｗｙｎｇｅｄｏｕｗ，“Ｔｒｏｕ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ｐｉ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ｓ
ｓｅｓ’”，ｉｎ Ｊ．Ｈｉｌ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Ｐ．Ｈｅａｌｅｙ，ｅｄｓ．，Ｔｈｅ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ＶＴ：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１０，
ｐ．３０４．
Ｓｗｙｎｇｅｄｏｕｗ，“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ｐ．４４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句引文
中，史温吉道（Ｓｗｙｎｇｅｄｏｕｗ）的本意是提倡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
接着批评了过分强调自然条件的观点，实际上是把自然看成一个象征。

Ｓｗｙｎｇｅｄｏｕｗ，“Ｔｒｏｕ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ｐｐ．３０８－３０９．
Ｓｍｉｔｈ，Ｕｎ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２４４．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１５；Ｓｗｙｎｇｅｄｏｕｗ，“Ｔｒｏｕ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Ｅｃｏｌ
ｏ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ｐ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ｐ． ３０９；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Ｌｉｖｅ
Ｂａｄｉｏｕ—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ｉｎ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Ｌ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
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８；Ｓｌａｖｏｊ ｉｅｋ，“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Ｔｏｄａｙ：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ａ Ｎｅｗ
Ｏｐ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２００７，ｈｔｔｐ：／ ／ ｌａｃａｎ．ｃｏｍ．



和强烈支持。

摩尔在远离生态科学的过程中，还告诫我们要谨防对“自然界限

的盲目迷恋”①。相较于一些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环境科学家（如人类

史工作组的成员），他反其道而行之，声称：“现实并不是人类（例如社

会）要‘强势吞并自然界’。”他认为，资本主义似乎具有一种无限的能

力，可以“穿越看似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因此，在与人类世界相

联系的星际边界内并没有真正的物质变换裂痕，言下之意是，并不需要

担忧。② 在最坏的情况下，随着“廉价自然界”变得难以寻觅，资本主义

对自然界的侵占最终会以“增加的自然资源成本、资本的终极底线的

形成”而告终。③ 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被看作是“暴露于生命之网中”的

世界生态，它会创造性地战胜随时随地发生的经济匮乏问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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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８０．
Ｊａｓｏｎ Ｗ．Ｍｏｏｒｅ，“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ｅａｐ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ｒ：Ｈｏｗ Ｉ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ｏ Ｓｔｏｐ Ｗｏｒｒｙ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ｈａｓｅ Ｄｕｎｎ，ｅｄ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ＬＩＴ，２０１４，ｐ． ３０８，“Ｔｏｗａｒｄ
ａ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ｐ．１４．摩尔断然否定了由自然科学家引入的人类世的概
念，这一概念用来描述地球系统中的人为裂缝。以下这本书对人类世进行了

一种有意义的解析。参见 ＩａｎＡｎｇｕｓ，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Ｆｏｓｓｉ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１１２－１１３．摩尔处理生态危机的方法是基于
这样一种观念，即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对劳动力的剥削，不如说是从一般物理学

的意义上对工作或能力的占有。这就需要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乃至所有经济

理论进行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正如摩尔本人所写的：“我的论点源于作为

‘经济’范畴的价值的某种不稳定性。”Ｍｏｏｒｅ，“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ｃｅｎｅ，Ｐａｒｔ ＩＩ”，ｐ．２９．
摩尔抛弃了马克思价值理论，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参见 Ｋａｍｒａｎ Ｎａｙｅｒｉ，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Ｊｕｌｙ １９，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ｃｏｍ．
Ｍｏｏｒ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ｐｐ．１６－１７．尽管摩尔强调资本主义有能
力克服自然的极限，在他批判“末世论”的生态视野中，他以历史上罗马的沦陷

却催生了一个黄金时代为例，一再强调当代文明即将崩溃并不是什么“令人担

心的事情”。除了罗马帝国解体后人类遭受的苦难以外，今天，因超越星际边

界而产生的社会危难，正威胁着数以亿计的人和无数其他物种的生命安全和

生存条件。



摩尔借用“生命之网”这一术语，以示他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然

而，这个词主要用作“资本主义统摄自然界”的一种比喻。整个世界

（自然界和社会）被简单地描绘为盘根错节的关系的集合，其中，资本

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生态现代化主义者和“绿色资

本主义者”的立场，他们提出，将自然内化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当中，

将一切放入市场逻辑之下，以此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①

事实上，摩尔最近甚至赞扬生态现代主义者“创新研究所”创始人

泰德·诺德豪斯（Ｔｅｄ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和迈克尔·谢伦伯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ｅｌｌｅｎ

ｂｅｒｇｅｒ）对环境问题提供的出众分析，后两者是资本主义市场、高科技

（包括核工业和地球工程学）以及加快经济增长方面的主流理论家。

我们被告知，这些人的观点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强有

力的批判”，即后者所关注的可能作为“二元论”概念的物质变换裂缝、

生态足迹、人类史，是“站不住脚的”。摩尔表示，相对于“创新研究

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的“绿色批判”关注的是

“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作用”，而不是“自然界如何作用于资本主义”

（正如诺德豪斯和谢伦伯格以及摩尔自己在书中所言）。实际上，摩尔

断言，摆在我们眼前的任务恰恰是“让自然界发挥作用”②。

这种分析拒绝接受那种基于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和社会物质变换

裂缝的批判性研究。它试图规避人类异化和自然异化之间的矛盾，使

现有的意识形态规范化。摩尔以他所言的“单一的物质变换”替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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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ａｕｌ Ｈａｗｋｅｎ，Ａｍｏｒｙ Ｂ．Ｌｏｖｉｎｓ，Ｌ．Ｈｕｎｔｅｒ Ｌｏｖｉｎ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Ｅａｒｔｈ
ｓｃａｎ，２０１０；Ａｒｔｈｕｒ Ｐ．Ｊ．Ｍｏ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ｎｉｃｋｅ，“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ｄｅｒ，Ａｒｔｈｕｒ Ｐ． Ｊ． Ｍｏｌ，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ｏｎｎｅｎｆｅｌｄ ＆ Ｇｅｒｔ Ｓｐａａｒｇａｒｅｎ（ｅｄｓ．），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
Ｊａｓｏｎ Ｗ． Ｍｏｏｒｅ，“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ｅａｐ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ｃｅｎｅ，
Ｍｏｏｒｅ （ｅｄｓ．），Ｏａｋｌａｎｄ，ＣＡ：ＰＭ，２０１６，ｐ．１１１，“Ｐｕｔｔ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Ｗｏｒｋ”，ｐ．６９；Ｔｅｄ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２００７．



马克思的“在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的裂缝”的复杂概

念。① 他写道，“问题”不是“物质变换的裂缝，而是物质变换的转

变……物质变换成为辨别转变（暂时、特殊的连接处）和裂缝（累积的

缺口）的一种途径”②。因而，全然否定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人与自然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异化中介”思想，这与史密斯的“资本

主义所支配的同一自然界”③的见解相符。

单从这些社会一元论思想家的视角来看，没有必要分析自然和社

会关系之间的相互贯通、变换和调节。自然循环过程并不是与社会无

关，即便仅凭抽象力，也还是被纳入社会的范围之中；因此它们不再具

有作为单独主体被加以分析的合法性。而在自然界和社会的复杂的辩

证关系中，我们只留下一个“辩证的混合物”，其中现实被还原为一系

列关于事物或过程的社会构成集合。④ 对于摩尔来说，世界生态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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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ｒ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ｐ．１１；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８３．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８３－８４．以“物质变换转换”替代“物质变换裂
缝”，摩尔提出了辩证过程的一面，在我们与理查德·约克的作品中，我们早就

把它描述为“裂缝与变换”，依此资本主义试图将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人为

裂缝，转换为累积性的更大的裂缝，使生态矛盾普遍化。参见 Ｆｏｓｔｅｒ，Ｃｌａｒｋ，ａｎｄ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ｆｔ，ｐｐ．７３－８７。
Ｓｍｉｔｈ，Ｕｎ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８１；Ｍａｒｘ，Ｅａｒｌ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２６１．
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ｐ．１３，３７，７６，７８．摩尔认为，在马克思的视野
中，资本主义能够同一自然。但是这种看法必然会扭曲和误读马克思的文字。

他写道：“物质变换的方法不是浅析笛卡尔式分离，而是对它的一种加固。马

克思的‘社会物质变换的独立过程’成为‘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

物质变换作为一种‘裂缝’（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成为一种分离的

象征，以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物质流动为前提。”（Ｉｂｉｄ．，ｐ．７６；Ｍｏｏｒ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ｐｐ．１３，１８）。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的真
正表述是，“在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着重

强调）。通过省略这些关键内容，摩尔颠倒了马克思陈述的含义。而且，正如

摩尔所说，福斯特所使用的“自然界与社会的物质变换”这一短语不是对马克

思的扭曲而是反映了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和文字，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

卷中有名地提到过“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７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９１９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５７９页。



念显然只是意味着所有一切都被镌刻着大写的资本主义，它本身就是

“生命之网”，不过是一堆包袱（例如商品）的集合。地球系统概念就这

样消失了。

相反，马克思明确表示，自然界和社会是不可通约的，一方不能和

不应该被囊括于另一方之中。此处并没有一个一元论和二元论的选择

题，有的只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即唯物主义辩证法，重视媒介和总体，并

参考现实和整体层面的多种特性，提出了唯一有意义的以批判现实主

义为基础的分析。① 与此同时，如要实现这种分析，我们须要在现实的

物质关系中结合理论和实践，而不仅仅是借助于自己的冥思苦想。

四、辩证的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再统一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中，他对如何解决自然异化问题深表

担忧。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所写的：“需

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Ｖ－４］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

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

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

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

全的发展。”②

马克思关于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社会的物质变换以及物质变

换裂缝的基本概念为澄清这种分离提供的途径。它们为发展一种开放

式的、说明内在和外在关系的自然辩证法提供了基础。它们还阐明了

自然界的异化以及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中的裂缝的产生，是如何同

资本制度交织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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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Ｌａｂｏｕｒ，１１９－１２４．关于整体的思想以及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的作用，请参见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Ｔｉｍｅ：Ｔｈｅ Ｒｅｆｒｅｓｈ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１９４３），ｐｐ．１３－２０，ｐｐ．２３３－２７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８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３９页。



社会的物质变换囊括了与规模较大的生物世界相关的、人类的劳

动和生产。据马克思所言，劳动是人与土地之间必不可少的“物质变

换”①。紧跟其后，卢卡奇解释道，劳动基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

间的物质变换”，因为这些关系是“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是必不可

少的前提”。② 他评论说，“不论劳动过程……的转换作用有多大”，

“自然的边界只会后退，绝不会消失”。③ 对马克思来说，人类与自然界

之间的互通是生命本身和社会的永决条件。“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

间的过程……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④，它绝不会失去这种

根本特性。

资本主义的兴起引发了一种独特的二次调节，这种调节与商品生

产的具体形式和对资本积累的不懈追求密切相关。私有财产和雇佣劳

动不仅使人类及其生产过程异化，也使自然界自身异化。如上所述，它

们以异化中介的形式，使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产生了物质变换裂缝。因

而，只能凭借一种批判的或辩证的现实主义方法，彻底解决生态危机，

缝愈“社会……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的无法弥补的裂缝”⑤。

正因人类积极从事生产劳动，也被卷入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物

质变换当中，进而形成了一种“第二自然”。尽管如此，自然界的一般

物质变换，即更广泛、更动态、更普遍意义上的自然界（“第一自然”）仍

然存在。辩证现实主义的观点要求我们对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进行全面

考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内部的动态分析。由此产生了区分开放式或

闭合式辩证法的重要问题。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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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０８和 ５７９页。
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áｃｓ，Ｍａｒｘ （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８），ｐｐ．４４，５８，１０７．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Ｌａｂｏｕｒ，３４．“人作为一种生物存在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随着人
的自我实现（当然这在他自己那里只是意味着向自然的回归，不是消失，不是

彻底征服）的发展，他成为一个全新的自我发现的存在，社会存在。”（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áｃｓ，Ｌａｂｏｕｒ，ｐ．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０７—２０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９１９页。



所解析的。

辩证法是一种哲学体系或者其实是唯一的哲学体系。这种辩证法

概念明显将人们置于一种立场当中，即认为辩证法适用于一切事物或

任何事物……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科学（Ｓｃｉｅｎｚａ Ｎｕｏｖａ）的“真理

即成事”（ｖｅｒｕｍ ｆａｃｔｕｍ）精神的影响下，可能会标榜所谓的“维科”立

场；我们只能理解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只能宣称对历史的了解，

而不是对自然本身（作为上帝的产物）的了解。①

相反，唯物辩证法本质上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不接受封闭：

没有一个完全独立于自然界的人类领域，也没有上帝的领域。从唯物

的现实主义角度看，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自然辩证法，他们就根

本不可能解决环境的动力学问题。在《社会存在本体论》的题为“马克

思”的一章（英文版是作为单行本）中，卢卡奇试图重新整合马克思的

分析，他写道：“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认识具有一种纯接近性的特征，

而且这是由于现实乃是由诸多复合体的无限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这些

复合体内在地和外在地处于异质的关系中，它们自己就是异质成分的

动态综合。在这里，起作用的因素的数量可以达到无限。因此，知识的

近似性主要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尽管它无疑是植根于认识论；毋宁

说，它是对存在自身之本体论规定性在认识上的反映，即对规律在现实

中只能作为趋势，必然性只能在相互敌对的力量的缠绕中，在偶然事件

内部的中介性中实现这一实际状况的客观地起作用的因素和重要结果

的无限性和异质性在认识上的反应。”②

辩证批判的现实主义为分析物质关系，尤其是那些与资本主义社

会中的人与自然界的“异化中介”相关的物质关系奠定基础。为了拒

绝接受物质变换裂缝和“替代混合物”（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的概念，“双

重内在”和资本主义所谓的统筹自然界的思想，将使马克思的理论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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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Ｖａｌ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９，ｐｐ．３－７．
［匈］卢卡奇、［德］本泽勒：《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张西平、

张秋零等译，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７２７页。



回到前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之中，这是一种类似于莱布尼茨理论体

系的思辨哲学，有着与世隔绝的单元和静态的“最美好的世界”①。新

兴的社会一元论和混合主义观念将以上思想作为现实表象拜物教的基

础，再依此对社会理论加以重塑，实现一种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就是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所说的“错位

具体化的谬误”②。

在这里，要注意卢卡奇的警告，即“认识论根植于经验主义迷信”

而没有考虑到“更深层次的矛盾及其与基本法的联系”。他认为，一种

封闭的辩证法，类似于那种现在正被当代社会一元论者所改进的辩证

法，总是表现在，“只要一个过程的结果仅仅在其最终完成的形式上而

不是也在其真实的、矛盾的起源意义上考虑，这种僵化的拜物化就总是

会出现的，现实被拜物教化。为一种无思想的直接的‘唯一性’或‘独

特性’，它们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地上升为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神话中。”③

这里所谓的非理性主义的神话是指“单一的物质变换”概念，即在

“社会对自然界的全面统筹”的假定中，不考虑生态过程甚至自然科学

本身。④ 随之而来的论题本身是二元性的，即生态运动必须在抽象的

一元论和粗陋的二元论之间进行选择，而将前者与辩证法相结合，不过

是肯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式陷阱而已。一元论和二元论都不符合

辩证的方法，后者必然超越前两者。用环境哲学家理查德·伊万诺夫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ｖａｎｏｆｆ）的话来说：

“相对于‘区分人类和自然界（正如二元的理论）’或者‘同一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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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以“双重内在”（Ｄｏｕ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作为他的社会一元论观点的基础范畴。
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捆绑”（ｂｕｎｄｌｅｓ），特别是其生态世界的“双重
内在”。Ｍｏ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１。
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５，ｐ．５１．关于现实主义，请见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Ｐｌａｔｏ Ｅｔｃ．，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４，ｐｐ．
２５０－２５１．
［匈］卢卡奇、［德］本泽勒：《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张西平、

张秋零等译，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７３０—７３１页。
Ｍｏｏｒ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Ｌｉｆｅ，ｐ．８６．



和自然界（正如一元的理论）’，一种辩证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虽然自

然界确实提供了维持人类生命的物质资源，文化并不为自然界所决定，

也无需为了维持自身而将整个自然界包含进来。人类活动在重大的方

面改变和调节自然环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界由人类文化构成，

但是尽管如此，自然过程能够也的确在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继续发展，

这意味着自然界的自治权可以而且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①

关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娜欧蜜·克莱恩（Ｎａｏｍｉ Ｋｌｅｉｎ）

客观地发现，“对于吸纳全球资本主义的疯狂的物质变换所产生的污

浊垃圾，地球的能力已达极限”②。资本主义的强大破坏力正在驱动大

气层温室气体的聚集，通过各种方式在地球系统的物质变换中创造一

种人为裂缝，产生了超出当前的生产条件的严重后果。全球气候变化

正造成海洋酸化问题，这会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对海洋钙源们有着灾难

性的影响，为了形成板壳，它们必须用更多的能量生产出生命所必需的

钙质。③ 这些物种是广大食物链的基础，因此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情

会广泛波及生物圈。此外，海洋水温升高和酸化促使珊瑚礁白化和坍

塌。这些广阔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创造营养丰厚的环境和维持海洋生

物多样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④ 海洋酸化被认为是先前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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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Ｅｖａｎｏｆｆ，“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
ｉｃ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Ｖｏｌ．１４（２００５），ｐ．７４．
Ｎａｏｍｉ Ｋｌｅｉｎ，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ｖｓ．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１４，ｐｐ．１７７，１８６．
Ｎ．Ｂｅｄｎａｒｅｋ ｅｔ ａｌ．，“Ｌｉｍａｃｉｎａ Ｈｅｌｉｃｉｎａ Ｓｈｅｌｌ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Ｏｃｅａｎ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８１，Ｎｏ．１７８５（２０１４）．
Ｅｖａｎ Ｎ．Ｅｄ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Ｒｅｅｆ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Ｍａ
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３６，Ｎｏ． ８，１９９８，ｐｐ． ６１７ － ６３０；Ｐａｍｅｌａ Ｈａｌｌｏｃｋ，“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７５，Ｎｏ． １（２００５），ｐｐ．
１９－３３；Ｃｈｒｉｓ Ｍｏｏｎｅ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Ｓａｙ ａ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ｏｒａｌ 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ｗ Ｕｎｄｅｒｗａｙ”，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２０１５；Ｊ．Ｐ．Ｇａｔｔｕｓｏ ｅｔ ａｌ．，“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４９，Ｎｏ．６２４３ （２０１５）．



生物灭绝的驱动因素，也是目前大规模生物灭绝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的概念结构，是理解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

地球系统出现裂缝的有力基础。虽然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复原技术修

补这种生态裂缝，但这一切导致的是在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内部

出现的一种更大的累积性结构危机，它持续成为生态系统的矛盾。①

马克思警告说，人类历史可能会被毁灭和缩短，这是由于异化的物质变

换破坏了生命的根基。② 在观察英国殖民主义强加给爱尔兰的生态裂

缝的极端情况时，他坚持认为，在这样可怕的条件下，“毁灭或革命是

口号”③。

在马克思对资本和异化物质变换的批判中，存在着关于物质变换

复原的肯定性想法。这是一种非异化的社会物质变换，在“自然必然

性的王国”④中运行。物质变换复原需要面对“私人财产和劳动之间的

社会对抗”⑤，以根除与资本制度相关的异化。这种唯物主义基础促成

了一种复杂的动态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如何在更大的生物世界中管理

生产活动。正如批判现实主义者罗伊·巴斯卡（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所写的：

“只有在第二自然遵循第一自然所要求的基本限制的情况下，我们才

能作为一种物种生存下来。尽管这个自然始终是历史的中介，但我们

永远也无法从这种自然界中逃脱出来。”⑥

早在 １９ 世纪，恩格斯就强调，“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

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事实上，“真正的人的自由”需要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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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ｔｖáｎ Ｍéｓｚáｒｏ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５８，Ｎｏ．４
（２００６），ｐｐ．３４－５３．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Ｖａｌｕｅ，Ｖｏｌ． ３，Ｍｏｓｃｏ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７１，
ｐ．３０９．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Ｉｒ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Ｍｏｓｃｏ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７１，ｐ．１４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９２８页。
Ｍéｓｚáｒｏｓ，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ｐ．１１３．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８６，
ｐ．２２２．



“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① 一种可持续的共同进化的生态

学，要求相关生产者理性地规范自然界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以便提

升人类潜能。正是这些构成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最高明、最革命的

定义。

（译者　 王晶、刘建江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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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叙事的历史嬗变与
对抗逻辑的激进建构

伍　 洋

摘要：任何帝国主义的叙事都起着组织经验内容和深层表达政治

前提和现实诉求的双重功能。在复杂的帝国主义经验事实和理论范畴

中辨认出其特有的叙事逻辑，对于理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帝国

主义批判，和建构激进的对抗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出于这样的考量，文

本将梳理帝国主义叙事的历史嬗变，聚焦和反思激进建构对抗逻辑的

哲学问题，从而揭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叙事特征。本文将从三个部分

展开，分别是探究三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叙事、马克思的批判转向和列宁

成功地建构激进的对抗逻辑。

关键词：帝国主义　 叙事　 列宁　 对抗逻辑

一、资本帝国主义的三种叙事

（一）普世价值论

普世价值论把各种政治、经济冲突转移到价值观念的场域，利用东

西方世界在地理、叙事和历史上的区分，制造文化冲突甚至隔离，然后

把帝国主义征服解释为一场出于理性和“仁慈”①的文明传播行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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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叙事的逻辑起点是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外向的、富有侵略性的资

本主义者相信以理性、自由为特征的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形态，而且

作为历史进步的“先见者”，他们有道德义务去改变“野蛮”“不开化”

地区的文明实践。这一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发展互为因果，最早表现

在以“教化使命”为口号的宗教道德中，最近则深刻体现在新世界秩序

下美国关于民主自信的一套政治伦理说辞。

普世价值论的系统成形经历了一个从宗教转入现代理性的过程。

在早期普世价值系统以天启宗教为内核，主要采用托马斯·阿奎那的

自然神学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确立，该价值系统的基本指向

从天启原则转变为人的原则，以张扬人性价值的启蒙思想为内容主体。

资本主义兴起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一切关于自由、平等的理想追

求，都应该从人自身发展出来，人的权利才是普遍价值系统真实可靠的

根基。而且，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这批近现代的精神引领者纷

纷启用历史发展的方法论来思考世界历史，把人的价值实现置于社会

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下，致力于探索人的进步与社会进步协调一致的一

般规律。由此普世价值论完全摆脱出传统宗教情感和道德实践的旧范

畴，在启蒙之后正式确立起现代理性主义的基调，由人的权利和社会进

步问题来共同构建现代普世价值系统的新范畴。处于辩证关系中的自

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从两个方向上对这个价值系统的深化发展。

在普世价值系统的基础上，资本主义世界扩张被论证为以人为目

的的文明实践活动。人们相信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的奴役、强制劳

动和财产占有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建立一个善的殖民地政府，将民主开

放的制度引入被统治地区，并利用商品贸易的丰富性和特殊性来引导

社会风俗习惯。比如狄德罗认为，如果能在原始地区建立起文化和物

质实践的相互陶冶机制，假以时日，就有可能发展和完善当地的社会分

工和社会机构，进而使之真正受益于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的滋养。

但是普世价值论的叙事方式终究无法为资本帝国主义提供合法性

证明。一方面，文明实践产生的结果往往总是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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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现实；另一方面，该叙事在人的权利和文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无法

实现逻辑自洽。因为，以理性为核心的价值观其实是以个体启蒙、协商

和共识为条件的，这个政治前提是西方文明产生的基础。但在向外的

实践中，资本帝国主义者不尊重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种文明样态，不

以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协商为途径，反以文化霸权强制其他地区，忽视

文明间的重叠和相互依赖性。这已经包含着反人类权利的种子，与普

世价值的意向南辕北辙。可见缺少了平等的政治基础，人权和文明实

践之间将永远存在矛盾。

（二）自由主义论

自由主义是一套内涵丰富的西方古典政治理想，融合资本主义新

教伦理、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政治国家三大要素，重点表达以个体自由

为原则的社会进步主义诉求。自由主义思想预设所有个体都具有理性

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应该运用这种能力维持自己的自由和社会共同

体的平衡。为了达到自我发展和潜能实现的目的，应该充分鼓励市民

社会的经济交往，发扬市场经济促进特殊性和普遍性共同发展的巨大

价值。面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主义者宣扬市

民社会的先在性和自由性，在不同程度上对国家权力的扩张采取谨慎

防守的态度，要求把市场的自由和健全作为规定现代国家权力界限的

判断标准。

自由主义思潮主要盛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世界自由贸易阶

段。自由主义者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论证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步意

义，将其诠释为一种以市场为方向、以自由为原则的扩大人类幸福的历

史活动。这种叙事宣称，打开世界市场和促进自由贸易是实现个体终

极价值的必经之路，因为它们推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处于主导地位的

世界历史新阶段，只有在这个以物质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以个体为原则的人类幸福才会真正实现。这一

逻辑在 ２１世纪持续抬头的新自由主义中一以贯之，它将解决世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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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焦点导向全球经济发展和经济体系建设。

吊诡的是，自由主义者似乎会随时跨越自由的界限走到自身的反

面。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如果将原始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每一

个参与地区将必然受益于自由的经济往来，但是，如果当地人不接受自

由贸易或者阻碍商人自由经商，这等同于阻碍每个人的需求和丰富性

的发展，以及阻碍实践能力和认知能力的进步。因此，在根本上，拒绝

资本主义体系就是阻碍实现个体自由，应该被判为违反了人的自然法。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政权应当支持本国商人，用军事强

力扫清障碍。“干涉贸易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自由问题。”①大多数自

由主义者认为在自由问题上要防范的是“野蛮人”，而非民族国家。

自由主义叙事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首先，用自由贸易向原始

地区扩展市场关系，这本身是违反自由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贸易并

不真正有益于落后地区，在本质上是这群危险的西方客人来到非西方

文明的土地上，用商品交换来为自己和背后支持自己的国家获益。其

次，自由主义者把早期资本主义特有的小资本家之间的市场关系理想

化了，因为事实上从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关系，反倒是资本的集

中和组织化劳动者的兴起本身就在破坏本应平等的市场关系。第三，

资本自由贸易背后其实是以经济参与者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政治

前提。当联结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价值理想这两者的社会力量，其历

史条件和有利格局不复存在的时候，自由主义逻辑就暴露出其前提的

偶然性和界定公共利益的虚伪性。自由主义的历史进步理论只是市民

社会中部分阶级对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实际上“没有一种总体可以

被称为个人的自由或国家的自由”。②

（三）国家主义论

随着在 １８、１９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纷纷建立起现代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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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盛行。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话语，

个体的规定性主要来自民族国家，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中才能确

证其社会性存在和普遍性伦理实践，而特定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则取

决于本国在世界竞争中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地位。毫无疑问，国家的权

力调控是对经济自由放任的必要平衡，因为国家具有高于社会个体特

殊性之上的普遍统一性，它以法律、制度等手段规范社会道德伦理，也

用政权力量引导社会共同体的统一意志和历史发展方向。但在资本主

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意志的独立性和超越性被

过度地强化，产生的后果就是变为一种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霸

权并行不悖地将政治权力提升为霸权。这包括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竞

争的环境下，国家牺牲国内特定阶级的利益，利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之间晦暗不明的关系，把专制集权作为促进局部自由的政治手段，和推

行强权政治来解决世界性的矛盾冲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

垄断化已经使经济和政治结构日益结合起来了，使每个国家的民族资

产阶级和自己的国家机器联合起来了，而原来是很活跃的普世主义的

谈论部署和自由主义的机构则被瓦解了。”①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霸权逻

辑成为新的政治部署原则。

比如托克维尔的国家主义、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都是在这一现

实背景中产生的，他们以民族统一、服从国家普遍意志、输出国内阶级

矛盾、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为主要论调。代表思想家托克维尔从法国国

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从国家作为主体的角度来思考资本帝国主义的政

治逻辑。他指出，国家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能对解决国内人口压力、阶级

矛盾带来极大的好处，能够激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使国家作为

一个整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矛盾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他并不为

帝国主义对国内和海外个体带来的危害而苦恼，也坦然接受难以在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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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建立好政府的现实性。他采取了一种国家主义的立场，只关注通

过国家在殖民地获得经济利益来为本国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提供好处。

当然，托克维尔回避了国家的阶级统治性质，使无产阶级的利益被资产

阶级的国家主义话语所掩盖。黑格尔则通过修正洛克等人的古典自由

主义，张扬市民社会之上作为普遍理性和伦理共同体的国家，为国家主

义的政治叙事提供了类似的思想资源。尤其是他自信日耳曼民族精神

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肯定战争的必要性，用国家意志反对国内特殊阶

级意志，这些都加强了国家主义的叙事逻辑。

国家主义观念与普遍价值论和自由主义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

放弃直接追求理性、自由等普世性价值，集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来考量

资本垄断和西方世界内部竞争的历史意义。这种转变体现了西方世界

用历史进步理论论证资本帝国主义合法性的深入。不可否认在社会形

态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后，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

进步作用。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联盟并

迅速向军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结果就是现代理性国家实际

上走向了其反面的专制主义。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行动立场

前面三种资本帝国主义的叙事根本上都隶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话语，承担论证帝国主义合法性的功能，而且所有的内部反思都没能够

对帝国主义形成任何实质性的批判，只不过是理论的微调。马克思列

宁主义则以历史行动的立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这首先来自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扭转了帝

国主义批判的方向，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叙事———帝国主义对抗性的叙

事奠定了历史行动之可能性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没有直接批判过资本

帝国主义。在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

这六大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中，马克思对于构成帝国主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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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的后三个要素（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几乎没有提及。但

是马克思在 １９世纪 ５０ 年代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上的一系列时事评论，尤其对英国殖民印度的分析，集中体现

了马克思的态度。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有三个层面：肯定外国统

治的进步性；批判帝国征服行为的残酷和血腥；预测如果真正要实现历

史进步，被殖民的民族或国家必须发挥和资本主义国家同等重要的历

史作用，其方式是社会革命，至于帝国主义本身则是暂时的。

马克思虽然继承了启蒙精神和历史目的论思想，肯定英国等西方

帝国主义对东方社会进步的客观影响，但他的理论立场和政治取向与

资本主义政治伦理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哲学思想上，资本主义的普

世价值论、自由主义论以及国家主义论都是抽象的，囿于形而上学的传

统旧知识论范围。它们解决不了也不打算彻底解决现实物质问题。所

以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有限性和

暂时性，并论证无产阶级的反抗和革命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与

资本主义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处于资本主义

系统的外部，对资本主义形成三个方面的批判效力。

第一，用历史科学反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马克思从暂时性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指出资产阶级的

利益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其自由、理性的价值观念“全都是

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①。其他

所有文明类型也都是特定社会形态下物质发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

上，没有真正的纯净的自然，也没有一个衡量人之本质的绝对价值标

准。人的自由、理性状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假设，不能包容人类全部的

存在论内涵。

第二，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破除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幻想。

马克思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自由贸易可以提高生产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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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财富、降低商品价格和促进社会劳动分工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的社

会条件下，自由贸易的实质就是“资本的自由”。“只要雇佣劳动和资

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①这种

资本自由运动导致的剥削结构，在国内和国际是一致的。在一国内一

个阶级牺牲带来其他阶级致富，在世界范围，就是一个国家牺牲而使别

的国家致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

中深入分析了资本运动的逻辑。资产阶级会不断寻求新的市场以至于

创造出一个全球市场，把世界纳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链条中，并且

摧毁地区和民族的界限。这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的。扩张是资本主

义运动的一个核心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者相互之间的竞争会迫使他们

降低价格和削减工资，这导致购买力下降，出现供需失衡的危机。防止

经济崩溃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求新的海外市场来吸收过剩商品。由此，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帝国主义形式，比如殖民征服，就是不

可避免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加速社会革命。

第三，用革命实践的政治诉求扰乱知识论的政治传统。马克思建

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解释系统，用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重新讨论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历史进步。但是马克思的理

论体系与传统的知识论不同，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追求哲学理论的

实践可能，在历史必然规律中找到人的主体实践空间，这一直是马克思

的研究旨趣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旨归。第十一条论纲“哲

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内涵极

其丰富，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整个资本主义话语的颠覆和新本

体论革命的展开。就帝国主义问题本身而言，前述诸种资本主义文化

和政治理论谈的是社会自由的理想，而马克思思考的是解放问题。在

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里，在人类实现解放之后，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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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①。

而在此之前，正如波普尔所说的，要使全部这些自由平等理性的理论得

到严肃讨论，“都必须转化为对于政治行动的要求和提议的语言”②。

由上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帝国主义批判态度是通过批判传统政治

叙事的哲学前提来体现的。他反对用超验之物来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市

场的世界，也反对这些资本帝国主义叙事的唯心主义哲学前提。真正

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必须能够改变这个按照资本主义的面孔来塑造的

世界，也就是说，必须能够直达主体的历史行动的维度。历史行动立场

是批判资本帝国主义的真正标准，列宁比第二国际更正确地领会到马

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这一关键。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在各派马克思主义

学者中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本色，把革命实践的

政治诉求像打楔子般楔入资本帝国主义的逻辑叙事中，力图从客观的

历史辩证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帝国主义的世界图景，找到历史空隙，为反

帝国主义的社会革命提供理论的武器。东方世界的现代史已经部分地

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社会革命是与文明发展和人实现自由的终

极价值理想协调一致的，其可能得以实现的历史情境就是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

三、对抗逻辑的激进建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行动立场意味着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资本帝国

主义的闭合性叙事逻辑走向真正的矛盾运动，由此形成真正具有批判

性的叙事逻辑———一种对抗性的逻辑。对抗逻辑的哲学基础包含在

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哲学思想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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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

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

的和革命的。”①———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目的，不是建构关于事物本质

及其规律的理论，而是根据事物的暂时性展开理论实践，主动生产出批

判机制。这意味着，不能指望依赖一个恰到好处的现实场域，在那里静

静等待社会主义实践的介入和实施改造，也没有一个由此而被动生成

的叙事，对哲学改造世界的行为加以理性描述和追加意义。建构激进

的对抗逻辑本身就是积极介入历史，这包括准确表达客观的资本运动

矛盾和主动、直接地关联实践。可见，在统合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整体

地叙述资本帝国主义矛盾，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且蕴含着严肃的马

克思主义关怀。

列宁成功地建构起一个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激进政治叙事。他在

经典帝国主义论中严密地阐述了 ２０ 世纪初期正在全球展开的对抗逻

辑，描绘了一幅通过把握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关照政治实践，最终走

向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的图景。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列宁对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二，列宁从资本主义的否定性中提出社会主

义任务，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提供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方向。人

类解放必须依靠受帝国主义殖民剥削的国家，即落后的、从属于资本主

义的东方世界，以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方式实现。第三，

在这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列宁走向帝国主义叙事的理论内核：证明革命

的紧迫性和把握革命时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

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

施，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②这一观念被卢卡奇称

作“革命的现实性”③。这三点在列宁的激进叙事中有机地形成一个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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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结构，使其帝国主义批判得以产生巨大的理论效应。通过建构这

一对抗逻辑，他把当下的整个时代置入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西方和东方两个世界的矛盾对立中，并且认为从矛盾爆

发中产生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一整个帝国主义阶段，革命行动都

是现实可行的。此外，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解释和批判效力还溢出自身，

充分地调动起理论外部的现实实践，把几乎全世界的人带到一个特殊

的时刻面前。在这个时刻，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垂死挣扎和没落，同时

一个新历史时代将诞生，而所有“现在正处于在社会主义和野蛮之间

进行选择的时代”①的人，都应该在政治立场上作出决断并付诸实践。

在这一对抗逻辑的建构过程中，列宁做出了两点创新。第一点是

列宁把矛盾点和对抗阵地从经济优先转为政治优先。这既打破了第二

国际的经济主义僵局，也扭转了之前必须依靠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

论证才能推导革命实践的被动局面。经济、政治、哲学和实践这几个要

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异质性关系，在处理帝国主义问题的过程中，列宁对

此有充分的问题意识。所以他总是“带着每一个当前的政治问题来具

体阐述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因而把新阶段的经济作为一切行动的指

导原则。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理论成就”②。第二点是列宁填补或发

展了辩证法中偶然、不确定的一面。与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保守态度不

同，列宁毫不回避地吸纳战争、社会运动等偶然因素，敏锐观察各种社

会事件中无产阶级政治介入的可能性，进而发挥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

的反作用。因为列宁看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阶级剥削不是

简化而是愈发复杂化和多样化。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已经从一国

内部转变为整个国家以民族主义的旗号剥削另一个国家，而且各个

阶级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国际剥削中。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现代民

族国家是国际剥削体系形成的巨大动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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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体系中的劳资矛盾和阶级矛盾产生巨大削弱作用。所以，为了

保护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实践，必须利用一切形势强化无产阶级反抗

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利用历史发展中的偶然与断裂来争取意识形态

领导权。

通过激进地建构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对抗逻辑，列宁打开了一个

开放的理论实践空间，不仅有效地抵制住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钳制，还深化了革命解放的思想内涵，为我们审查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帝

国主义叙事提供重要精神指引。在意识形态层面，列宁根据资本运动

的客观矛盾，首次强调形成关于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独立意识形态的

重要性。反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斗争意识要在明确反对国家殖民或种

族奴役等国际不平等关系的前提下发展，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克服

资本全球化和社会劳动高度集中化给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带来的巨大挑

战。这是批判资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基础性原则，它召唤出一股强大的

国际革命精神。可以说，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宗教、道德、政治说

教相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有效的意识形态

对抗。

不仅如此，在这个理论实践空间中，“革命”概念成为一个能够吸

收无产阶级多种政治斗争形式的生产性概念，而不单是暴力和恐怖。

不管是和平组织宣传，还是暴力反抗国内国外的剥削阶级；是抵制帝国

主义战争，防范民族主义的侵蚀，还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形

成特殊的阶级实践格局，所有这些现实情境都可以综合进革命概念中，

使历史行动的主体动力得以在不同革命形式之间灵活地转化。毕竟，

政治介入是列宁主义激进叙事的目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新的

历史阶段，我们都很容易犯只顾政治身份认同和政治话语策略而丢掉

历史行动维度的错误。正如学界前辈余源培所批评的：“我们今天研

究当代帝国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仍然需要坚持列宁的研究方

法，即运用唯物史观从经济分析入手，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对帝国主

义作出整体的分析。眼下有些学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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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忙于话语转换，即完全转向文化分析和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

度被边缘化。”①这样的错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陷入到传统资本帝国主

义的叙事逻辑中，忽视现实诉求的体现。

（作者　 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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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罗尼·佩弗的马克思
主义人权理论重构

李 毅 琳

摘要：罗尼·佩弗基于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结合马克思的正义立

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构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自 １９９０年其著

作《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问世至今，他的“作为公平权利的正

义”已经历了四个版本的演变，在吸纳当今世界重大议题的同时也对

人权理论的应用范围进行扩充和具体化。佩弗的人权理论具有创新性

和现实意义，但在平等自由的维度之内和之外，仍有不完善之处。

关键词：罗尼·佩弗　 马克思主义　 人权　 社会正义

马克思人权理论奠基于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反思，是对西方人权思

想的重大超越。西方近代人权理论以约翰·洛克为代表，承认天赋人

权，认为自然法确保着个人权利。而让－雅克·卢梭则强调社会是具

有普遍意志的共同体，主权为人民所共有。这些西方近代人权观对法

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 １８世纪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

和公民权宣言》中得以体现。然而，马克思却对近代西方人权观作出

激烈的批评。他敏锐地洞察到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认为西方人权理论

建基于利己的、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人的预设，人权理论是资产阶级意

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人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他还揭示了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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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然而，如何实现人类解放不仅是一个理论上而且是一个实践上的

难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需要从各种不同的束缚或者

压迫中解放出来，特别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来说，它首先需

要摆脱经济压迫，因而需要确立各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分配正义理论。

这种契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分配正义理论自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权

理论的基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努力中，罗尼·佩弗

（Ｒｏｄｎｅｙ Ｇ．Ｐｅｆｆｅｒ）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借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通

过重构马克思正义理论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维度的人权理论，有着突

出的代表性和重要的价值。

一、从罗尔斯到马克思：一种

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一书中，佩弗首先追溯了马克

思本人道德观的发展轨迹，并说明尽管马克思没有一个充分发展的关

于道德的哲学理论，但他确实有一个规范性的道德观点，且其中存在着

基本的连贯性。这种道德观建立在自由（作为自我决定）、人类共同体

和自我实现这三个首要的道德价值之上，并且对最基本的非道德的

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进行平等分配。① 正因如此，佩弗在对

马克思的道德理论重建中，把自由价值放在最基本的位置，把马克思的

道德理论理解为一种关于平等的自由的最大化体系。接着，他回应了

种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不相容的观点，并论证马克思对道德的批

判源于一种概念混淆。

澄清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的关系为佩弗构建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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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佩弗认为，该社会理论的大体纲要需要包括：

（１）将体现马克思的激进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２）它建立在对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视角来说至关重要的经验性命题基础之上；（３）它

试图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规范性的政治立场：其一，社会主义———或

者说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在道德上优越于任何形式的资

本主义以及处于正义环境下的其他任何社会形式。其二，社会或政治

革命，如果对于适当的社会变革来说是必要的（并且是充分的），可以

在道德上得到初始的辩护。①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重建中，佩弗做

出一个创新性的尝试，即将其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

论进行一种结合。

佩弗选择罗尔斯正义理论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尔斯正义理论能与社

会主义相容。罗尔斯认为，正义理论本身并不偏好于任何一种政体，自

由的社会主义政体同样可以满足两个正义原则，具体而言，哪一种制度

更符合正义要求，依赖于每个国家的传统、制度、社会力量和特殊的历

史环境。② 他把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差别视作是资本

主义（“私有财产”）与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区

别。③ 而 基 于 马 克 思 所 指 出 的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机 能 障 碍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民主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可能将更符合正义原则

的要求。另外，罗尔斯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视，使得他

在其理论中尽可能地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罗尔斯的“反思平衡

法”着手解决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这个批评提醒人们反思

一种特定的道德或政治的理论或视角是否只是一种社会现状的意识形

态辩解。而“差别原则”则关注马克思“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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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尽管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有

重大不一致，却在对包括平等在内的重大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解上有着

相似之处。

理论的开放性为罗尔斯正义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奠定了基础。

佩弗进一步考察了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其中值得注意的包括：都坚信

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并将自主性作为基本的价值；都把“实质上的”平

等及“形式上的”平等作为对于社会政策的道德考虑的底线和出发点，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都是平等主义者。因此，二者会接受相似的道德原

则并非不合情理。他也考察了二者的重要不同：“如在自由的‘绝对

的’优先性、那种在物质财富方面相对较大的不平等也许是正当的可

能性以及‘资产阶级的独裁’及革命暴力的正当性问题上”①。但他认

为，这些不一致都是基于经验性的考虑，而非评价性的考虑。罗尔斯的

核心道德理论与促使他认为存在阶级划分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满足

他所提出的正义原则的经验性假定之间是有区别的。基于这个区别，

佩弗在其著作中回应了从平等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的对罗尔斯

理论的诸多批评，说明多数批评都是对罗尔斯理论的误解，而马克思主

义和罗尔斯正义原则在理论层面是可以相容的。

尽管如此，罗尔斯理论还是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一点是，

罗尔斯没有坚持最低限度原则。最低限度原则（至少）宣称一个社会

的所有个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必须被满足，并且这种需要优先于社会正

义的任何其他要求。佩弗认为，上述的“社会最低限度”不同于优先于

社会正义所有其他考虑的“最低的福利水平”，后者是运用差别原则的

结果，不会影响最大化平等自由原则优先性的要求。因而，佩弗在重构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契合马克思主义时，把安全权和生存权作为最基

本的社会正义原则，为基本需求提供保障。第二点是，罗尔斯的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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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经济方面的重大不平等与严格的自由平等是相容的。针对这

点，佩弗认为罗尔斯的理论必须强调，在自由的价值方面必须至少近似

的平等以及自由本身必须严格地平等。第三点是，罗尔斯认为差别原

则是充分平等主义的，但事实上，差别原则所容许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由于会损害人们的自尊或侵犯他们的道德自主而过于严重。根据这一

点批评，佩弗认为差别原则必须将自尊的社会基础———以及物质财

富———作为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予以最大化。第四点是，罗尔斯的理论

要求政治民主却没有要求社会和经济的民主。佩弗认为，根据经验性

假定，罗尔斯可能会反对（或至少不赞同）社会和经济民主，因为这种

民主将与其最大平等的自由原则相冲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平等价值

的认同，佩弗认为民主必须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还必须贯彻到社会和经

济领域，尤其是在工厂里。

根据上述几点修正，佩弗结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了马克思主

义正义理论重构，具体内容如下：

（１）每个人的安全和生存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２）必须有一个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最大化体系，这些基本自由包

括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拥有（个人）财产权的自由

以及依据法律规定不被任意逮捕和不被任意没收财产的自由。

（３）每个人应该：（ａ）拥有获得社会职位或官职时享有平等机会的权

利；（ｂ）拥有在个人所在的社会制度下参与社会决策过程的平等权利。

（４）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是正当的，当且仅当它们有利于最少

受惠者，并且和正义储存原则一致时；但其不平等的程度不能超过会严

重损害平等的自由价值或自尊的善的程度。①

与此同时，佩弗对罗尔斯所提出的理想背景制度也作出了修正。

他认为，最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的背景制度是“民主的和自我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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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而罗尔斯则倾向于认为民主的财产所有制是一种理想的

分配正义体制。

二、作为公平权利的正义：马克思

人权理论的重构

佩弗认为，马克思对权利概念的大多数批判与他对总体上的道德

和道德理论的批判是一致的。他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权利而

非一般性权利概念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认为权利体现或预设

了作为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个人的人的模式。而人的解放是把人从作为

利己个体的条件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在这些条件之内的某种解放。马

克思还指出，随着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将获得真正的解放，法权概念将

变得多余。佩弗认为这种理解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完全成熟的共产

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个人是否会出现是存疑的。因而，马克思所说的正

义和权利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变为多余的批判，对于当前社会

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而言，其实不那么重要。另外，马克思把权利的

观念与利己个体的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为权利观念留有可能

性，因为利己主义和阶级划分不是冲突的唯一源泉。佩弗认为，在后期

马克思著作中，马克思主要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以及反对被

权利平等（形式层面的）所掩盖的权利价值（事实层面的）的不平等这

一事实，这种事实层面的不平等或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或来自需求的

差别等，但这不等于马克思反对权利平等本身。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

彻底地或者全盘地否定人权的观念和理论。

对于人权概念，佩弗同意 Ｓ．Ｉ．贝恩（Ｓ．Ｉ．Ｂｅｎｎ）的观点，人权是对基

本的需求或利益的声明，是现代平等社会正义观念的必然结果。①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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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拥有什么权利”这个问题，需要依靠其他道德原则来决定哪个诉求

是有效的。显然，社会正义原则是对人权的最好规定。佩弗进而从四

个方面说明了人权与社会正义原则的相似之处，即二者均与人的根本

需要或利益相联系，会导致强制性义务，为我们的行为做辩护以及在某

些情况下恳求他人的保护或提供一个基础，并对社会制度、方案或政策

的辩护或批判提供一种根据。① 最终，他得出结论：权利只能产生于社

会正义原则。

佩弗认为其社会正义理论是“作为公平权利的正义”，它与罗尔斯

的正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了“权利”。在佩弗的社会正义

理论中，每一条正义原则均与现代人权思想有密切联系，因而，其社会

正义理论也可解读为其人权理论。他把安全权和生存权放在正义原则

的首要位置，强调这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人权。第二和第三条原则把

罗尔斯的平等自由最大化原则中的消极自由（不受他人任意干涉的自

由）和积极自由（决定自己生活的自由）区分开来。第二条原则关注一

般意义的自由权，意在对公民的消极自由予以一定的保护与约束。而

第三条原则则强调作为积极自由的“参与社会决策过程的权利”，使得

公民有机会参与控制自己的生活过程。佩弗还特别表示，在第三个原

则中使用的“社会的”这一术语，应当被理解为指代的是政治的、社会

的、经济的职位和决策过程。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对一般现代

人权思想的超越，而佩弗把对自由价值和自尊的关注放入第四条原则

中，更好地体现了人权思想的宗旨，即要求每个人都能平等而有尊严地

生活。

罗尔斯分别在其 １９９３年的著作《政治自由主义》以及 ２００１年的著

作《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对佩弗的人权理论作出了正面的回应。罗尔

斯接受了佩弗的三个修正，唯独不能接受社会和经济民主这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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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意在政治正义的第一原则中包含对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的要

求，而是坚持，社会主义能否得到合理性证明，要依据社会传统和环境

而定。① 佩弗对此回应道，尽管他完全同意罗尔斯的观点，即不应该把

自觉选择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包含进社会正义基本原则中，但是，他

认为在其社会和经济民主原则中并没有做这样自觉的选择，这个原则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是中立的。② 因而佩弗认为，罗尔斯的批

评是无效的。

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发表后，佩弗认真考虑了罗尔斯的观

点，同意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民主较之于社会和经济民主更为重要，因

而当把政治民主置于公平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之前。他对初始

版本的社会正义理论作了进一步修正。初始版本中，原则（３）（ｂ）“拥

有在个人所在的社会制度下参与社会决策过程的平等权利”并没有区

分政治、社会与经济民主。在 １９９５ 年完成的第二版本中，他把社会和

经济民主单独列出，置于所有原则之后。概括来讲，第二版本主要包括

了：（１）基本权利原则；（２）最大限度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３）公平平

等的机会原则；（４）修正后的差别原则；（５）社会和经济民主原则。③

这五个原则遵循词典式优先性的排列。

２００８年，佩弗维持了第二版本的五个原则。为了澄清之前版本中

一些难以预测的情况，尽可能回应所有的批评，佩弗对第二版本进行了

具体化，吸纳了许多热点议题，扩大其人权观的涵盖范围。在第三版本

中的补充内容主要有：

１．基本权利原则（安全权和生存权）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拓展。在

世界范围内，如果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不能为其公民提供安全

权和生存权所需要的资源，那么国际社会，特别是富裕的国家就必须提

供紧急帮助，直到这个社会能够为自己提供这些资源。另外，该原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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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需要维护地球资源，从而后代也能够满足其基本需求。

２．最大基本自由原则区分了公民自由权、家庭权和政治自由权三

种权利。公民自由权主要是指在正当程序下，公民有言论、集会、信仰、

活动、选择职业、不被任意逮捕或没收财产的自由；享有个人财产权和

小型生产资料所有权（如个体业主经营或家族经营企业）的个人自由；

对于各种大型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财产是公共所有还是私人所有的问

题，则通过把正义原则运用于特定社会的经验事实来解决。家庭权则

指的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权抚养自己的孩子以及组织家庭事务。

而政治自由权指的是发起运动、投票、竞选政治职务以及政治演讲的

权利。

３．公平平等的机会原则强调弱势群体不应被歧视，以及高等教育

的普及和就业培训的平等。

４．修正的差别原则区分了残障者（ｎｏｎ－ａｂ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和健全人的

情况。该原则通过社会提供物质和服务直接应用于残障者，通过创造

和维持适当的背景制度、政策和项目间接地应用于健全人，以保证人们

有机会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得这些物质标准的生活。但该原则不会

补偿在经济上不负责的人；也不会应用于人们的净收入和存款。

５．在社会和经济民主原则中，作为大型公共或准公共的社会及经

济机构的成员，人们对参与决策过程有平等的权利，尤其是在工厂、教

育机构和地方社区中。但该原则不能直接运用在私人组织、个体业主

经营企业或家族经营企业以及家庭中。而在特定的大型公共或准公共

机构中，管理层将是必要的，因而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最

后，该原则也不是自觉地需要所有大型的生产资料都必须为社会所有，

或者大型企业中的所有雇员都必须对所有关于企业的决策有平等的

（共同地）确定的控制，并排除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干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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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佩弗第四版本社会正义理论从之前的五个原则拓展到六

个原则。他把公正的政治代表原则（ｔｈｅ Ｆａｉ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从

最大基本自由原则中的政治自由权中分离出来。佩弗区分了发展良好

的社会（ｗ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和负荷社会（ｂｕｒｄｅｎ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的不

同情形。前者要求实现政治自由权，并通过各种手段保证（接近）平等

价值的实现。后者则不要求政治民主的完全实现，只要求部分的政治

民主可以实现，使得人民的意愿得以向国家和政府传达，而国家政府能

对这些意见进行充分和公正的考量。但负荷社会应努力走向发展良好

的社会。除此之外，佩弗在最大基本自由原则中新增了公民权。因为

他认为，公民自由权不能完全涵盖公民权。公民权主要指有权不被歧

视，这些歧视包括公共领域及半公共领域中的种族、国籍、性别、社会性

别、宗教歧视。①

可见，从其著作的初始四原则版本开始，佩弗的人权观随着政治哲

学领域讨论的问题不断扩展与深入而进行自我发展与不断更新。他认

为，对于现代大型的大众社会而言，该理论可以充分决定作为基本社会

善品的自由、机会、物质财产收入、财富和闲暇时间的分配。通过提出

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并对私有财产权作出限制等做法，佩弗把马克思

意义上的“人权”与“公民权”一同纳入其人权观中，尝试克服马克思认

为的生产资料不平等占有带来的剥削，克服马克思所批评的政治解放

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是对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的一种

超越。

尽管如此，佩弗的理论也难以确保不平等不会进一步扩大。佩弗

不断对自身理论进行修正，也不断对自由主义作出让步。从最开始的

提出社会和经济民主并将其与政治民主并列，再到把社会和经济民主

原则单独列出置于最后，再到细化该原则并为个体业主经营企业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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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经营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某些大型机构的管理层保留空间，佩弗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被弱化了，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仍然被分离开

来，使得社会不平等得以扩展的空间也在增大。虽然佩弗采取的措施

是政府通过赎买方式将壮大到一定规模的私有财产转化为公有，但这

样的方式却侵犯了个人财产权。正如佩弗承认，从社会决策层面来看，

这个理论仍不十分完善。它还不能解决少数者权利、非人类生命的待

遇、自然环境的道德地位与纯人类导向的原则的关系问题。① 这些问

题也是罗尔斯理论本身所无法涵盖的领域，是契约理论传统难以充分

解决的问题。

三、自由平等之外：对佩弗人权理论的反思

如许多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佩弗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作出扬

弃，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

与自由主义传统有着根本的不同，并且佩弗的理论是否为马克思主义

也是备受争议之处。许多学者批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本分析方

法并非历史的和辩证的，并会导致很大程度偏离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针对这一点，佩弗对自己的观点作出辩护。他认为，任何道德和社会理

论，只要它明确采用马克思主义经验的、社会科学的论点并且明确支持

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政治观点，都有资格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道德和

社会理论。② 他并不认为需要把马克思隐含的道德理论作为权威来接

受，只需要把马克思主义论点与自己的经验性假设结合起来即可。为

说明其理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他表示，其一，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性假

设是可信的且有重大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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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进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优越性。其二，为某种社

会主义辩护，在发达社会，即使一种基于受控的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

的民主的、自我管理形式的社会主义，也应该像任何一种资本主义民主

社会一样保护公民自由权。其三，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社

会主义革命辩护，如果这种革命是他们克服极端贫困和从属性特征的

唯一途径，这一点还迫使我们面对这样的事实：“议会政治”对于发展

中国家克服资本主义对正义需求的阻碍是不够的。① 总而言之，区分

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他认为最重要

的是经验性信念和实际政治信念的不同，而不是道德理论本身的不

同。② 他的道德理论出发点是对现实正义问题的关怀，尤其是对发展

中国家大多数贫困人民的同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佩弗关注现实，站在底层立场上建构可行的正义理论，这种努力与

学理上的争论相比更具有“改变世界而非仅仅解释世界”的马克思主

义精神。但是，佩弗的回应仍然有着不足。佩弗把人权放在其社会正

义理论的核心位置，所有的正义原则都是围绕“平等”与“自由”这两个

主题展开，人权体系在二者之间做出权衡。相比于平等主义的自由主

义，佩弗的理论在平等的维度上更加激进，在“敏于志向，钝于禀赋”的

紧张关系中更关注“钝于禀赋”。然而，这样的定位也使得佩弗的理论

过于强调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自由的平等，从而一定程度

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更丰富的向度。马克思的自由观和罗尔斯

的自由观均是对康德自由观的扬弃。在康德的认识论中，客体是由主

体的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构成的，主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在此基础

上，其政治理论也把作为主体的个人作为出发点，把个人理解为自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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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自律意志的存在，所以人类原则上具有足够的自由和理性去制定

道德法则，从而推出正义和权利所具有的道德优先性。马克思对康德

的扬弃在于，他把人的自由从形而上学拉回到现实社会：现实的人是处

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中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认为，只有打破“自然”与“社会”的双重锁

链人类才可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与马克思一样，罗尔斯也拒绝了康德

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预设。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试图通过无知之

幕来避免对形而上学预设的依赖，避免任何特殊的人格理论，并在主体

与情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是，罗尔斯的尝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

质疑。桑德尔认为，在深层意义上罗尔斯仍然是个人主义的。第一点，

罗尔斯不在原初状态中假设仁爱是因为需要尽可能弱的条件，而强弱

的定义本身就是就基于某种人格预设，即生性倾向自私而非仁爱。第

二点，罗尔斯的自我是一个占有的主体，一个先在个体化的主体，主体

与利益的关系是占有关系而非构成关系，因而主体与其所拥有的利益

具有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使得自我能置于一个超越经验的地位，但同

时也使得自我排除了“主体间性”的可能，也排除了构成性意义上的共

同体的可能性。① 总而言之，主体的界限在公平正义中处于一个优先

地位，并且是固定不变的。这种“纯粹的主体”甚至使得罗尔斯的理论

难以自洽。首先，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中，主体的能力和禀赋是被占有

的，而非构成性的，因而成了社会目的的工具，成为他人目的的手段，而

这有违罗尔斯及康德的道德律令。另外，无知之幕剥夺了原初状态中

各方的互相区别的特征，主体之间的多元性也难以被体现。由此可见，

罗尔斯意义的主体与马克思的主体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虽未明确

把共同体价值置于个体善之前，但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认为，人的存

在和发展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前提和条件的制约，人类历史是有制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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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人类历史受到生产力、生产交往形式、文化精神传统以及历史环

境等多种要素的制约，是生成发展、相互影响的过程。换言之，在马克

思的理论中，人的本质具有构成性意义，且这种构成性先于自主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主体完全由经验因素构成。在强

调社会历史主体的受动性的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了，社会历史主体在创

造历史的过程中的主动性，也就是主体的“自由”。这种主动性体现

在，社会历史主体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按自己的目

的积极行动。在马克思看来，即便是在自由王国，主体的自我认识与实

践能力高度发展，人们以自然界和社会进行支配，这种外部世界的客观

性仍然存在，只是不对主体构成强制作用而已。

在佩弗看来，马克思的“自由”本质上指的是自我决定，其中包括

两种观点：一是按一个人的本质属性来决定自我，二是按照一个人为自

己所指定或所选择的那些法律来决定自我。两种含义都可以在马克思

早期著作中找到，而晚期著作中只能找到第二种观点，即真实的、经验

的自我起决定作用。① 这种自我决定包含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比

于罗尔斯，佩弗的人权理论更强调积极自由的作用。但这种自由观却

仍然立足于罗尔斯的主体性观念。对于桑德尔针对罗尔斯原初状态的

批评，佩弗引用了布坎南的回应，认为自主目的选择者仍然可以自由选

择对他们期望为共同体的出现而创造条件的过程承担义务。② 但这种

回应并未能正面回应桑德尔所提出的原初状态中的主体性问题。佩弗

正义理论中的主体仍是一种静态的纯粹主体，无法体现出主体与社会

及自然的各要素形成互动关系，也无法展现主体自我认识、自我发展的

过程。如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用权利去衡量自由平等，其实还是把能

力与天赋作为为普遍社会目的服务的工具，主体与目的之间是单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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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马克思的观点是把主体视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极大地发展

自身的能力与天赋同时也是为构成自身的共同体事业而奋斗，主体与

目的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另外，主体与正义各原则之间是孤立

的因果链，正义原则也无法与社会运动变迁形成互相影响的动态过程。

事实上，这也是佩弗需要不断修正自己的正义理论，并出于对现实情况

考虑而不断向自由主义让步的根本缘故。

未能解决方法论问题还导致佩弗无法很好地回应左翼学者及其他

平等主义者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其他批评。例如，柯亨批评罗尔斯的

激励论证的要求与其正义理论对共同体的态度相悖，进一步地，市场社

会主义经济将导致不平等的扩大，从而损害共同体价值。米勒批评罗

尔斯原初状态预设了一个相当低的社会冲突结果，如果我们接受马克

思主义对社会冲突的分析，那么差别原则所需的正义环境不能被贯彻。

即便各方在原初状态中选择了差别原则，无知之幕揭开后若成为剥削

社会中的掌权者，差别原则对他来说就是不可忍受的，因为任何一个原

则都将超出依赖实际上所属的阶级的个人的“承担义务的限度”。佩

弗引用布坎南的回应，认为对差异原则的评价视角是从原初状态出发

的，而非从实际情况出发。① 但是，正如桑德尔所批评，如果脱离实际

情况，那么原初状态就可以作出任何有吸引力的假设。② 如果正义原

则不接受经验检验，那么这种理论也就是一种乌托邦。对此，还有批评

者认为，罗尔斯没有提出关于从不正义的社会向正义社会过渡的理论。

佩弗表示，这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与核心道德理论无关，而核心道德

理论更为重要。③ 但是，当今的世界格局以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主

导，所谓自由，仍是建立在不平等利益上的自由，在政治实践上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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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学说、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相距甚远。这些参与国际性掠

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和平转变？这些受到侵犯与掠夺的第

三世界国家如何完成革命性的转变？虽然这些经验性的政策问题不是

佩弗的研究重点，但却会影响到核心道德理论实现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佩弗把其正义理论解读为一种公平的人权理论，是对罗

尔斯正义理论在平等向度的一次推进。但作为一种“激进的罗尔斯主

义”，佩弗的人权理论仍旧无法摆脱罗尔斯理论中具有个人主义倾向

的纯粹主体以及静态的契约论模型。正义与权利的局限性早已为马克

思所洞察，他的一生也致力于构建超越正义和权利的社会。佩弗理论

的创新与困境给予我们启示，当今我们承认对权利与正义的需要，不仅

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要对马克思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予以重

视。一种人权理论或许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着重大的差别，但也提

醒着我们，如何调和这种矛盾，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构建正义和人权

理论，将会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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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布洛赫思想中的

雅努斯面貌

———兼论马克思主义与神学之间的内在张力

陈　 影

摘要：恩斯特·布洛赫作品中马克思主义与神学的双重逻辑体现

了其思想的雅努斯面貌，这种一体两面的雅努斯品格以布洛赫版本的

乌托邦精神为支点，彰显出一种携带救赎品格的文化批判理路与特质，

对后来的解放神学与政治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雅努斯　 马克思主义　 神学　 乌托邦精神

“雅努斯”又称两面神，是古罗马神话谱系中的神祇，他的面孔一

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未来，是历史与未来的链接与过渡，同时彰显出

变化与时间的维度。两面神思想内涵包括积极建构两个或更多并存的

概念；挖掘思想中矛盾对立的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整体性的

理解；强调理论的非终极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对立的一面；“直觉、

想象、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发挥关键的作用。① 雅努斯精神的理论品格

０５１

①

　 本文受到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
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 １５ＹＢＢ２４）资助。
刘建军：《两面神思维与〈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年第 ４期。



是很多哲学家的思想共性。例如，本雅明（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的思想范

式以“雅努斯”面貌为特点，结合了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与马克思主

义。① 本雅明的好友、其同时代的德裔犹太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的

思想亦具有雅努斯的面貌。凯尔纳（Ｄｏｕｇｌａｓ Ｋｅｌｌｎｅｒ）在《恩斯特·布

洛赫、乌托邦与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认为，布洛赫将意识形态解读为

“雅努斯”，即意识形态既包含技术操控的、神秘的、虚假的因素，也同

时含有乌托邦的剩余。② 布洛赫在他的《文学论文集》中，也以“雅努

斯画像”为涉及陌生化的章节作注。可以看出，用雅努斯一词来描绘

布洛赫的思想具有合理性。在笔者看来，布洛赫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

神学的双重逻辑恰恰体现了雅努斯精神的面貌。布洛赫思想中的马克

思主义作为乌托邦精神与希望的归宿，在很大程度上与神学关联到一

起，这种思想的双轨特点对理解布洛赫的理论脉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而内化在布洛赫思想中一体两面的雅努斯品格，在本质上彰显出

一种携带救赎品格的文化批判理路与特质。

一

虽然布洛赫思想难以界定，但将之归类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恐怕不会引起过多争议。早在路德维希生活的时候，布洛赫就已经开

始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虽然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转向了过程哲

学，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过程哲学的同构性质，

一直吸引着布洛赫。年轻时期的布洛赫就已经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

义作为批判当时德国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武器。无论国内外局势如何发

展演变，布洛赫从未放弃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他为当时共产主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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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发展与胜利欢欣鼓舞，也为其失利与挫败愁眉不展。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洛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

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继承路径非常独特。布洛赫借由乌托邦精神对马克

思主义传统进行批判，从中发掘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特质；而经由马

克思主义中介化的乌托邦精神，摆脱了“乌有之乡”的幻相，成为具有强

烈在世属性的革命之灵。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逝世后，存在一种对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性扭曲，马克思主义被僵化、教条化地理解为关于

社会与经济的变化学说，人的价值和地位被极大地漠视，对宗教庸俗化

的排斥变得愈发明显。经济决定论的基调似乎成为马克思留给人们的

唯一“宝贵遗产”。布洛赫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阐释者，他希望更多展

现或重塑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品格。布洛赫认为乌托邦与人本主

义亦是同构的。如果说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和人本主义本身在很大程度

上丰富了乌托邦的内涵，乌托邦中尚未实现的开放性、过程性也凭借着

人的介入和实践更加鲜明地被体现出来，同时，乌托邦的内涵也被极大

地丰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乌托邦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便可

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之链接的契合点。因为“在更美好生活的梦想中，

幸福总是被寻觅，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开始这件事”，①乌托邦是尚未实

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未来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占据着未来的视

野……（未来）把真实的维度给予现实”。② 经由马克思主义中介化的乌

托邦已经不再是“乌有之乡”的代名词，它与现实紧密地结合，成为一种

贴近人类经验的精神在场。缺席之在场，无有之拥有，这些悖论性的乌托

邦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得到进一步申明和诠释。乌托邦是现实，布

洛赫认为乌托邦中最好的部分就是它被赋予了一个“坚实的实践基础”，③

２５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Ｂｌｏｃｈ，Ｅｒ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ｏｐｅ．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ｖｉｌｌｅ Ｐｌａｉｃｅ，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ｌａ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Ｋｎｉｇｈｔ．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６，ｐ．１７．
Ｂｌｏｃｈ，Ｅｒ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ｏｐｅ．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ｖｉｌｌｅ Ｐｌａｉｃｅ，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ｌａ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Ｋｎｉｇｈｔ．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６，ｐ．２８５．
Ｂｌｏｃｈ，Ｅｒ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ｏｐｅ．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ｖｉｌｌｅ Ｐｌａｉｃｅ，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ｌａ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Ｋｎｉｇｈｔ．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６，ｐ．６２２．



而马克思主义浓厚的现实关怀无疑可以同乌托邦的这一需求结合在一

起，或者按布洛赫的话来说，乌托邦在现实中需要“经由马克思主义来

观察”。① 借由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剥削与异化的源头才能被发现和根

除，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得以恢复，人的自由才能得到最

大限度的满足和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乌托邦已不再是无有之地，而

是近在咫尺的人们生活的时代语境。难怪布洛赫在他的《乌托邦的精

神》中宣告：“革命的使命必定会镌刻在乌托邦之上”。②

从布洛赫乌托邦的论说语境，我们可以看出，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

的接受绝非被动和静止的，这与他的尚未哲学隶属同一逻辑体系。当

他反对当时一些共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僵固化和官僚化的同时，布

洛赫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内核就已经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实践观，而

探讨这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无法脱离宗教视域的。众所周知，作为

唯物史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文简称《提

纲》），其核心是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尽管只有一千两百多字，但这

寥寥数言，在布洛赫看来是极其珍贵的宝藏。《提纲》写于 １８４５ 年 ４

月，是马克思为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写的大纲，恩格斯在 １８８８ 年

将其发表时稍做改动，但内容没有太大变化。在《提纲》中，马克思摆

脱了费尔巴哈所局限的单纯宗教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和国家批判。马

克思在 １８４３年 ３月 １３日写给卢格的信中，明确表示：“费尔巴哈的警

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

治”。③ 费尔巴哈过多强调人的类本质，强调人类恒久的、抽象的自然

性与马克思“人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无法找到契合点。因此，

马克思的《提纲》在布洛赫看来，是他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的起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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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分道扬镳并非是全部的脱离，马克思后来的作品中仍经常援引

费尔巴哈的语句，可见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费尔巴

哈的影响。

二

因为篇幅有限，布洛赫解读马克思的《提纲》无法详尽展开，特别

是他对第 １１纲的解读非常精彩。不难看出，从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

再到布洛赫批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费尔巴哈是理解链条中不

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费尔巴哈就是从批判基督教起家的，因此，

布洛赫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品格相对应的雅努斯面孔很自然地指向了

基督教神学。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对基督教神学的论说同样始于对

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批判式继承。布洛赫认为，费尔巴哈将天国的世

界归还给人类的做法是“宗教的人类学批判”，因为在《宗教的本质》中

所彰显的“宗教秘密”就是“人类本质的秘密”。人类不再是依据上帝

形象的创造物，相反，上帝是依据人类的形象被创造出来，“或更准确

地说，上帝是依据任何一个时代理想化的、具有指导性的人类意象而

造”。上帝作为宇宙创造者的依据从此消失。布洛赫将费尔巴哈的思

想置于宗教哲学中的转捩点，“从他以后，基督教便开始了其最后的历

史阶段”。①当然，布洛赫并非毫无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的宗教思想，他

在《希望的原理》和《基督教的无神论》中展开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在布洛赫的眼中，费尔巴哈将宗教建基于人的类本质，且为宗教中至善

至美的希望内容预留了空间，他强调宗教是人类苦难的表达和反抗，其

中具有独立的人性品格的内驻。第一，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是“平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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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的”，人类本质的不完整性在其中没有得到彰显，这种“寂静、静

止”的思维框架与布洛赫“尚未”思想的契合空间很小。第二，费尔巴

哈忽视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人的异化作用，且

过于“抽象、笼统”。第三，他没有将否定的精神置于其中。正因如此，

布洛赫写道：

马克思当然并没有穷尽“人”的概念，但费尔巴哈也没有通过打开彼

岸世界的位格实体（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ｅｓ），丰富其内涵。他所有希望的，对此世的

理想主义解读将神祇最终拉到了地上，人变成了他同类的人，这种表述

并没有偏离业已存在的自由欲望的集合……他从彼岸世界寻回的人性

维度看上去不再像是普通人，不再有一种自然的，此世的色彩。①

不难看出，布洛赫指出费尔巴哈的问题是人类类本质的静止化，这

将最终导致“隐匿的人”，主体随之也将丧失超越性和乌托邦的维度。

布洛赫的宗教批判思想零星散落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其中相对比较

集中的是《基督教的无神论》《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全书和《希

望的原理》的第 ５３章。布洛赫的宗教批判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他将基督宗教与基督教会区隔开来，并对基督教会，特别是

早期教会之后的教会组织展开毫不留情、入木三分的批判。布洛赫认

为“教会与圣经不是一回事”。②因为教会中蹩脚的牧师不能带来基督

教的发展，“是他们才使基督教变为人民的鸦片”。③ 他们篡改圣经，掩

藏、压制圣经中革命与反抗的声音，圣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连教会

自己都会“良心不安”。④ 此外，他们“将人的无穷价值抛向彼岸，抛向

人不再饮食、不再消耗尘世中无价值的俗物的彼岸世界”。他们将人

与此世区隔开，将人变成此世的绝缘体，而对天国彼岸的勾勒，似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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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贩子卖肉时添加几根肉骨以取悦主顾一样，将超尘世财富的合理

分配当作对尘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的补偿，从而给毛被剪得精光的羔

羊几丝安慰”。布洛赫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绕过这些牧师，但基督教

信仰是不能回避的。因为“信仰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帮助我们

掌握关于未来和希望的知识。

第二，布洛赫的宗教批判是对宗教经验内核的一种建设性、创造性

挪用。① 自古以来，希望的顶峰上就“屹立着神性”，②因为神可以做到

人不能做的事情，完成人类尚未实现的美好梦想和希望。布洛赫在涉

及宗教问题时，一再强调“出埃及”精神，即“我将成为我将要是”（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ｗｈｏ Ｉ ｗｉｌｌ ｂｅ）③这种指向未来，蕴含解放的品格。这种做法本身

解构了传统神学中制造的二元对立（造物主上帝与造物、主人与仆人

等概念的对立），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挪用，同时也克服了宗教的局限。

在布洛赫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消灭宗教，因为拒绝宗教，同时也阻碍

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前进，人性最本真部分的发现更是无

从谈起。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并反思宗教，发现其中的问题，对之加以扬

弃，保留并继承其中与希望和人性的实现相关的部分，这是布洛赫对宗

教批判的起点和目的。

那么，布洛赫是如何具体开展他的宗教批判的呢？１９６５ 年，为了

庆祝布洛赫 ８０岁的生日，《纪念文集》（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问世，在收录《文集》

中的 １８篇论文里，内容上涉及神学的就有 ７ 篇。评论者对此非常惊

讶。因为对于一位自称是无神论者的思想家而言，布洛赫思想中的神

学色彩显然过于厚重。在众多的学科中，布洛赫固然对神学的抨击最

为强烈，但也恰恰是神学赋予了他批判的动力和内容，布洛赫也赋予神

６５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Ｇｒｅｅｎ，Ｒｏｌａｎｄ．“Ｅｒｎｓｔ Ｂｌｏｃｈｓ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ｈｅｉｓｍ”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Ｖｏｌ．
４９，Ｎｏ．２（Ａｐｒ．，１９６９），ｐ．１２８．
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杨德友、董友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６３７页。
中文又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



学一种新生。这种新生就是在批判基督宗教的过程中，向批判对象注

入一种具有神学乌托邦品格的无神论。莫尔特曼认为，有两种形式的

无神论。一种是放弃与人不同的神（正如费尔巴哈那样），使人神成为

一体，这样的无神论会导向神秘主义；另一种无神论将神与人视为不同

的存在，并期待两者在未来的交通与联合。在第一种情况里没有他者，

因为上帝就是人本身。而有上帝的无神论“摧毁自身拥有的一切意

象、传统和宗教情感，并使自己与上帝……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否定

神学。①莫尔特曼并没有告诉我们布洛赫的无神论隶属于哪一类，但他

所提出的两种无神论，无论是借由“放弃”还是“摧毁”，最终都达到了

与上帝的联合，并且莫尔特曼认为上帝的护卫者并不一定必然比指控

者距离上帝近，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暗示布洛赫的无神

论具有一种解构后建构的力量，并最终归指到了人的本质。布洛赫意

义的人并非完全取决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人创造世界并改变着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也创造并改变着自身。这就是布洛赫在尚未“本体论”

意义中，未完成且尚不充分的人的概念。布洛赫对基督教神学中人的

概念进行扬弃，将它转变为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愿景。毫无疑问，宗

教是人类的产物，它表达了人类最深层次的需要，这些需要反过来可以

转变为“解放的实践”（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这种转化的前提条件是

宗教从压迫和“否定生命”（ｌｉｆｅ－ｎｅｇａｔｉｎｇ）的形式中解放出来。②布洛赫

着意做的就是解码宗教遗产，重塑人类的希望。布洛赫在评价马克思

的《提纲》时，一条关于人本主义的主线就是马克思没有穷尽关于人的

定义。虽然布洛赫、马克思、费尔巴哈三人都是在同一条线索上，但在

宗教问题上，布洛赫从费尔巴哈身上继承的东西要远多于马克思。按

布洛赫的话来说，费尔巴哈处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救赎的线索中，而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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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线索是从叔本华、尼采到最终的法西斯主义。① 布洛赫显然意在

承接救赎的线索。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一方面讨论宗

教的人类学本质，即他所认为的对宗教的正解；另一方面探究宗教的神

学本质，即对宗教的谬解。也就是说，费尔巴哈认为，人类使用宗教来

思考和表达自身。因此，研究宗教就是研究人类自身，宗教的神学语言

就是人类的语言形式。如前文所述，布洛赫不完全认同费尔巴哈和马

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是乌托邦的主体，乌托邦是由尚未形

成的人的本性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虽然在 １８４３ 年 ５ 月马克思写给

卢格的信中，间接地表达过人与国家政体的问题，早期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也蕴含着大量的人本主义情怀，但除此之外，布洛赫很难

直接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中找到相关的思想。马克思极少涉及个

体的生存问题，他成熟时期的作品充斥着“阶级”这一群体概念，正因

如此，萨特认为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空场”。②

三

布洛赫对这种马克思主义中人学空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相对而

言，马克思较少直接探讨作为个体的人，但他的思想指向是人的解放，

其最终目标就是人学的。布洛赫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

上来说，就是其隐性的人性内核。那么，这种人性内核如何得到彰显

呢？布洛赫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基督教的神学遗产。布洛赫说“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会认真对待基督教”。③宗教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都暗含一种“深刻的关于何往（Ｗｈｅｒｅ－Ｔｏ）、何为（Ｗｈａｔ－Ｆｏｒ）”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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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补充道德缺席的空间，而没有这些因素的人本主义“是无法让人忍

受的”。① 马克思主义如何认真对待基督教呢？具体而言，作为马克思

主义思想家，布洛赫是如何继承基督教神学的遗产呢？在布洛赫看来，

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结合需要基督徒更加关注受压迫者的解放，而

马克思主义需要保留自由天国的深度。这也是革命与神学结合并获得

成功的前提。②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次提及原初基督教的性质。早期

基督教并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人类寻求自由的表现形式。这是

布洛赫眼中需要继承的一份宗教遗产。布洛赫反对无视人类尊严、剥

夺人类能动性的上帝，但他不反对保留上帝的概念，把上帝作为表示未

来、希望、乌托邦、末世论等意义的符号。③ 上帝被看作乌托邦式实体

化了的未知人类的理想。宗教为乌托邦提供了素材，并为乌托邦的生

发提供了空间。众所周知，布洛赫思想以其乌托邦维度著称，布洛赫的

乌托邦精神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内在的乌托邦精神，包括艺

术、哲学、宗教等；二是外在的对世界、现实的变革。究其实，乌托邦精

神需要灵魂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祈祷与劳动的统一。雅努斯神的

两面在这里便得到了彰显，即一面关乎社会革命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面是涉及灵魂革命与彼岸希望的基督教神学。

布洛赫思想中的这种雅努斯面貌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布洛赫具有

人本主义意蕴的乌托邦哲学。在《约翰福音》２ ∶ １５中记载了耶稣少有

的武力革命行径，他“拿起绳子作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

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耶稣身上的神性与革命行为的

结合，在这一场景中让人不禁联想到布洛赫思想中的神学乌托邦。革

命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体验，因为革命给人希望和超越现实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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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它是人类向至善至美处迈进所进行的尝试。作为人性的重要组成

部分，革命实践希冀打破人类的有限性，达成人类的自我认同和救赎，

而人类的自我认同和救赎就是革命的方向。

布洛赫眼中乌托邦精神拥有超越和批判的维度，是一种在挑战中

的期待。借由马克思主义，布洛赫向他的乌托邦中注入了社会的视角；

借由乌托邦，布洛赫向马克思主义注入了神学的关注。难怪布洛赫将

他自己的乌托邦哲学称为“具有上帝魔力的哲学”，是“祈祷的真

理”。①基督教中蕴含着乌托邦剩余，连接着人类最深层次的希望和价

值。在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天平上，布洛赫借由乌托邦调和着一端的

超验与彼岸和另一端的内在与此世。他在两个端点之间寻找平衡，极

力促使两个端点相互包容、转化，使革命中拥有神学的种子，神学中包

含革命的因子。布洛赫思想中的雅努斯面貌，即布洛赫版本的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将希望赋予宗教，使之成为宗教的显性特征，宗教不再是

恐惧、愚昧的代名词，无神论也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对宗教的否定，因为

“无神论”根本无法界定存在的内容，它必须与具体的乌托邦相联系，

成为希望的彰显和人本主义对希望实现的追寻。布洛赫重新调整了黑

格尔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引入实践的维度，在继承德国神秘主

义传统，将隐匿的神以“尚未的”人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同时，将马克

思主义的无神论塑造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批判方法。简言之，布洛

赫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重塑并继承了宗教中积极、主动的因素，特别

是宗教的爆破性的功能。当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共同形塑了布洛赫思

想中的雅努斯面貌时，布洛赫秉持着乌托邦精神，继承了生活中的意

义问题，并警示人们：无论发生什么，宗教及其衍生的想象是不能丢弃

的，世界的祛魅化不能革除宗教的想象，因为它蕴含着未来更加美好世

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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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布洛赫的影响同其身份一样，非常难以界定。作为 ２０世纪最重要

的哲学家之一，布洛赫及其作品经由不同的方式被阐释和解读：在左派

眼中，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是“十月革命的德国哲学家”。但在另

外一些人眼中，布洛赫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的思想在神学界的影响和

接受甚至大大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在雅努斯面貌的视角下审视

布洛赫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说法是一体两面、相互关联的。

因为神学与革命借由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之后，在布洛赫的思

想体系中从未被分割开。神学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并存的概念在布洛

赫的思想体系中一直处于一种积极建构的状态，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布洛

赫那里获得了整体性的理解，形成了携带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理论品

格。布洛赫的思想对现实社会有两个根本性影响。他对超验的论述直

接导向了希望神学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他对圣经的深度挖掘，特别

是对“地下圣经”（或“为民的圣经”）的追索，导向了政治神学。① 无论是

希望神学还是政治神学，都是布洛赫思想中雅努斯面貌与现实关联后的

产物。布洛赫思想中的雅努斯品格以乌托邦精神为支点，贯穿其一生的

所有作品中。事实上，布洛赫是一位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观点而

彻底改变了宗教理论框架的思想家。与恩格斯类似，他区分了教会的宗

教（即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和反传统的“异端”宗教。宗教的反抗之

维是乌托邦精神的形式，也是布洛赫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暖流”，它

与宗教压制功能所带来的对宗教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寒流”不同。

此外，当代神学研究的景观与布洛赫神学中的乌托邦思想有着契合的空

间。布洛赫反对任何静止的形而上学，特别是基督教会几千年来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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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对上帝的迷信式崇拜。事实上，当今很多基督教神学家同样不愿承

认上帝实体化的“存在”，如文化神学家梯利希。哈维·考克斯（Ｈａｒｖｅｙ

Ｃｏｘ）在为布洛赫《自我的人》所撰写的序言中，将布洛赫对神学家的影响

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托马斯·尔蒂泽（Ｔｈｏｍａｓ Ａｌｔｉｚｅｒ）为代表的“上

帝之死”神学家，他们认为布洛赫的左派思想会对他们非历史的准泛神

主义造成威胁。第二类是发展神学家，如莱斯利·德瓦特（Ｌｅｓｌｉｅ

Ｄｅｗａｒｔ），他们希望重塑人格化的上帝，但又无法融入末世论的解放语境，

只能对在场的概念进行存在主义式的解读。第三类是以考克斯本人为

代表的世俗神学家，他们将布洛赫的思想融入其世俗神学中，因为布洛

赫的元宗教观没有革除超验的空间。①布洛赫思想在神学领域的接受程

度较高的原因是，他所设定的基于尚未“本体论”的人本主义具有浓厚

的神学色彩，他“治外法权”的概念简直就是宗教不朽的代名词。②

布洛赫思想中的雅努斯面貌借由其乌托邦思想得到了有力的彰

显，而具有马克思主义品格与神学风貌的乌托邦概念也是布洛赫对

“精神”毕生追求的重要内容。任何精神追究到极致，必然带有某种神

圣的意味。布洛赫思想中的雅努斯面貌向读者展现出布洛赫对人类危

机长久的关注、深邃的思考和锲而不舍的实践。布洛赫并没有像古希

腊克拉提多斯那样，沉浸在哲学思考中，默不作声，只是摇动手指。他

在寻找人类救赎之道的同时，带着一种天使报佳音般喜悦，向人类传达

这普世的“福音”，这一新时代的“福音”就是内化在马克思主义与神学

之中的乌托邦精神。

（作者　 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副教授）

２６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Ｂｌｏｃｈ，Ｅｒｎｓｔ．“Ｆｏｒｗｏｒｄ”ｉｎ Ｍａｎ ｏｎ Ｈｉｓ Ｏｗｎ：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ｅ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ｄｅｒ，１９７０，ｐｐ．１５－１８．
Ｂｌｏｃｈ，Ｅｒｎｓｔ．“Ｆｏｒｗｏｒｄ”ｉｎ Ｍａｎ ｏｎ Ｈｉｓ Ｏｗｎ：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ｅ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ｄｅｒ，１９７０，ｐｐ．１５－１８．



俞吾金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

胡 云 峰

摘要：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系统总结俞吾金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

经验与方法。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他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重

要支撑，尽管前者在他整个研究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俞吾金先生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创见，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通

过考证，提出卢森堡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肇始人；以“根据症候阅读”，

抓住“西方左翼理论家们的阿基里斯之踵”；大胆借鉴西马意识形态批

判和分析哲学的方法，开展马克思哲学研究。这些创见对于推进国内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俞吾金　 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俞吾金（１９４８—２０１４年），在其短短 ３０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在外国

哲学、马克思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

国内学界也树立了丰产、博学的口碑。尽管在俞吾金同志逝世前后有

人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总结，但是这种总结显然还不够系统和

深入。我们认为，为了推动新时代马克思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的持续进步，系统梳理俞吾金同志的研究历程、研究经验、思想建树在

今天依然有其必要。众所周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最具思想

原创性的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所以本文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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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俞吾金同志的西马研究提出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以求正于方家：一

是西马研究在俞吾金整个研究生涯中的地位如何？二是俞吾金同志在

西马研究过程中有哪些创见和借鉴？三是俞吾金西马研究为我们提供

哪些启发？

一、西马研究在俞吾金整个

学术生涯中的地位

２００８年国内著名杂志《江汉学刊》曾经对俞吾金同志的学术成就

简单地分为六个领域：（１）元哲学；（２）外国哲学史；（３）国外马克思主

义；（４）马哲基础理论；（５）美学理论；（６）当代中国哲学文化。这六个

部分基本涵盖了俞吾金同志的研究光谱。纵览俞吾金的全部研究成

果，我们发现他在西马研究方面的文章并不多见，数量上只占他全部公

开发表文章 ４％—５％的样子，但是它却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生涯，是他

开展其他方面研究的“牛鼻子”。

具体表现为：

１．早期对西马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为他开展博士论文以及意识

形态研究提供了基础，为他走出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抽象认识论”提

供了启发。俞吾金早年为了配合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的写作，在西

马中率先开始意识形态论研究，涉及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

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葛兰西《狱中札记》、霍克海默尔《一个新的意

识形态概念？》《与卡尔·曼海姆（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意识形态与乌托

邦〉的论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马尔库塞《单向度的

人》、弗洛姆《超越幻想的锁链》、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以及卢卡奇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

论》等。

俞吾金的博士论文在 １９９２ 年完成，１９９３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并于 ２００９年修订再版。虽然在今天看来，《意识形态论》并没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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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来才被注意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形色色的西马意识形态理论，但

是它专门列出两章来探讨西方意识形态论的复兴，这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还是非常前卫的，最终为论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一时期无论是西马早期人物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马克思理解的

批判、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和问题框架观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对

科技拜物教的批判，还是卢卡奇晚年的本体论关怀，这些都渗透在俞吾

金后来的研究中，俞后来的研究几乎一直专注于如何破除教科书式马

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论误读和本体论误置、如何理解马克思

哲学的问题域转换革命以及在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中如何揉进科技拜物

教批判和生态关怀。

２．中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马克思哲学的来源论、本

体论、实质论、诠释学、问题域研究提供了分析方法。如果说早期俞吾

金的西马研究局限于意识形态话题的话，那么到了中期，他更加注意从

西马中寻找到研究问题的方法。除了上述阿尔都塞的“根据症候阅

读”，他把目光转向英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与陈学明合作的《国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中专门增加了“第七章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同年他发表论

文《解读罗默的“一般剥削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３期）、《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述评》（《云南大学学报》社科

版 ２００２年第 ２期）。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崛起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借鉴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

纪初流行欧美的分析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阶级、剥削、决定论、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研究。它有三个显著学术特征：

一是主张“对抽象观念的必要性要有一种泰然的承诺”，也就是说注重

分析和把握马克思文本中的抽象观念的根据和之间关系；二是“探寻

基础”，深入探索马克思问题解答背后更为源始性、前提性的理论基

础，并通过对这些理论基础的把握，创造性地理解和推进马克思的思

想；三是“以非教条主义方式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过程中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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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认定马克思说过或写过的一定是正确的，他们只把马克思的思想

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只服从理论推演自身的严格性和融洽性，哪怕在

理论研究引申出对马克思思想极为不利的结论。

俞吾金认为，这三点对于反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读马克

思经典文本时的粗疏、肤浅、浮躁的作风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我们深

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俞认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当代

研究者，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专业的研究者，大多数缺乏分析哲学和

逻辑研究方面的严格训练，这从他们对英美分析哲学的冷漠态度中也

可见端倪。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对欧洲大陆哲学家的那种模糊的语言

风格却情有独钟。这就使得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老是纠缠在枝节

上，在一些重大的、基本的理论上缺乏突破性的进展。①

事实上，俞吾金本人就是按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马克思

哲学研究中他抓住本质、路径、来源、历史叙事、本体论等重大问题展

开，整个研究彰显着注重文本解读和逻辑分析的特色；同时他始终致力

于检讨国内学界、翻译界在解读经典过程中的粗疏，无论是中期发表的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哲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 １１期）、《Ａｕｆｈｅ

ｂｅｎ的翻译和启示》（《世界哲学》２００２年增刊）、《究竟如何理解尼采的

话“上帝死了”》（《哲学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９ 期）、《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

探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还是他晚年发表的《究竟如

何理解并翻译贝克莱的命题 ｅｓｓｅ ｉｓ ｐｅｒｃｉｐｉ》（《哲学动态》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究竟如何理解并翻译葛兰西的重要术语：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哲学动态》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究竟是谁创制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ａ 这个拉丁名

词》（《哲学动态》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纯粹理性批判〉翻译与研究中的

若干问题》（《复旦学报》社科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如何理解并翻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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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形容词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ｃｈ？》（《哲学动态》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都可以为证。

３．晚期在完成对马克思问题域转换的论证研究之后，注重用马克

思的思想方法对西马（包括当代西马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批判反思，强

调在西马研究中运用实践眼光、采取中国立场，这可以理解为俞吾金在

尝试用马克思哲学研究“反哺”西马研究。譬如在《回到马克思的批判

理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探微》（《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中他明确指出在当代西马那里由于意识形态概念外延

不断扩大，自身含义也在不断地模糊，由于文化被凝聚、提升和整合到

意识形态概念中，当代西马意识形态批判并不能起到“去遮蔽”的理论

效果，因此他主张通过马克思式的元批判，揭示真实的人类史和现实生

活线索，来对西马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再批判。同样以马克思的自由批

判精神和革命观点来克服西马局限的论文还有：《左翼理论家们的阿

基里斯之踵———以对拉克劳思想的剖析为例》《批判理论的界限———

对法兰克福学派主导思想的反思》（《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４ 第 １ 期、第 １２

期）。

二、俞吾金在西马研究中的创见

俞吾金自 １９８５年 ５月担任复旦哲学系西马研究室主任以来开始

大量涉猎西马，他在研究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以下创见：

１．通过考证，提出卢森堡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肇始人。

过去教科书一直把卢卡奇当作西马肇始人，把他的《历史和阶级

意识》当作西马圣经，但是俞吾金经过研究提出，我们完全可以把出生

于波兰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罗莎·卢森堡（１８７１— １９１９ 年）视为西马的

真正肇始人①，基于以下三点：

一是卢卡奇是受卢森堡思想影响的，仅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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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年）八篇论文中，就有三篇是关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探讨

和评价；二是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１８９８— １８９９ 年）中卢森堡

彻底清算了第二国际领袖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随后又与考茨基为代

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三是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

党的组织问题》（１９０４年）《论俄国革命》（１９２２ 年）在一系列重大政治

理论问题上提出了与列宁不同的见解。

我们知道，既坚持马克思革命理想、但又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相

斗争，是早期西马的重要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俞吾金的分析是有道理

的。这样，西马思想萌芽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还要早，至少早 ２０ 年。由

此，我们不能不将卢森堡的政治哲学思想列入西马研究日程。

２．以“根据症候阅读”，抓住“西方左翼理论家们的阿基里斯之踵”。

新千年后，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之后，西方社会出现马克思主

义思潮和左翼思潮交错发展的趋势，同时国内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领域理论成果呈井喷之势、各种国外学术流派和人物“走马灯式”地纷

纷登场、各种新概念新理论令人眼花缭乱、“学术眩晕”。就西马研究

而言，由于对国外跟踪性、介绍性研究多于批判性研究，它常被人诟以

“邯郸学步”“鹦鹉学舌”。

在这种背景下，俞吾金同志冷静思考，择取当代“霸权的话语链

接”“激进民主策略”肇始人拉克劳（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以及英国当代著

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克斯鲍姆（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进行了批

判性研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在《左翼理论家们的阿基里斯之踵》一文中，俞吾金抓住列宁主义

和早期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提出的四个问题：（１）“自发性与自觉

性”；（２）“合法性与非法性”；（３）“组织状态与非组织状态”；（４）“革

命的条件与无条件的革命”。在一个注释中他说：在《偶然性、霸权、普

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中，巴特勒提出了 １１ 个问题，拉克劳提出

了 ６个问题，齐泽克提出了 １０ 个问题，然而他们都没有涉及上述 ４ 个

问题，人们不禁问：“在当代左翼理论家那里，为什么这些早期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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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会被遗弃，甚至完全遮蔽起来？这正是我们要通

过‘根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所要弄清的问题。”①在俞吾金看来，西方左

翼理论家们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

精神篡改为咖啡馆里的清谈或大学报告厅里的高头讲章，以多元民主

的不断增殖从根本上否弃了传统的革命概念，抹杀了革命与非革命状

态之间质的区别。

埃里克·霍克斯鲍姆也有贡献，他指出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全球性

运作的意义，提出“长 １９世纪”“短 ２０ 世纪”这样的术语，以突破编年

史加诸史学家身上的枷锁，但是俞吾金挑出他的阿基里斯之踵，他没有

注意到马克思思想经历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差异与关联，也不懂得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非葛兰西这个名字所能概括。②

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俞吾金研究西马、但并不拜倒在西马面

前的独立理论风格。

３．大胆借鉴西马意识形态批判和分析哲学的方法，开展马克思哲

学研究。

俞吾金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通过严密的原著文本

阅读，解析马克思哲学的来源论、本体论、实质论、诠释学、问题域等。

就来源论而言，他提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第四个来源”，即人

类学或民族学；突破过去“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的说法，强调了康

德本体论思想对于马克思本体论形成的关键作用。在本体论方面，他

一方面坚持本体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

论就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而要想根本上解决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

问题，必须树立问题域转换的观念，即马克思不可能从近代哲学问题

域、即认识论意义上去建立“物质本体”，而只可能在当代西方哲学问

题域内立足于人类生存问题，在生存论意义上建立社会生产关系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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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俞吾金：《左翼理论家们的阿基里斯之踵：以对拉克劳思想的剖析为例》，《探索

与争鸣》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俞吾金：《探寻马克思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论，在这一点上，从狄慈恩、恩格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乃至新中国成

立后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陷入了“本体错位”的窠臼。

只有跳出这个窠臼，我们才能树立马克思的批判诠释学、权力诠释

学①、资本诠释学②、实践诠释学；也只有跳出这个窠臼，我们才能理解

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实质：即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经济哲学，其核心概念

进路是：生产—商品—价值—时间—自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俞吾金

长期研究西马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揣摩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并将

二者配合运用的结果。

例如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途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

版 ２００７年第 ５期）和《问题域的转换》（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中，俞

吾金高度肯定了卢卡奇、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的理论贡献。

卢卡奇虽然不能恰当认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关系，但是

他敏锐地意识到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最终把马克思哲学

理解为“社会存在本体论”，为重新理解马克思打开一条新路；德拉－沃

尔佩、科莱蒂都是意大利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学派历

时虽短，但是在西方 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独树一帜，与分析的马克思主

义一致，它主张认认真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而当它主张马克思和黑

格尔辩证法上的区别与对立时，这又突破了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关于

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连续性的观点。具体而言，德拉－沃尔佩的

贡献在于区分两种自由（“公民的自由”／ ｃｉｖｉ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ｔｙ 和“平等

的自由”／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ｔｙ）和两种辩证法（黑格尔的“先天辩证

法”／ ａ ｐｒｉｏｒｉ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和马克思的“科学的辩证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科莱蒂则挖掘出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以及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同一

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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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及其当代意义》，《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１ 年第
５期。
俞吾金：《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哲学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 １期。



俞吾金大胆运用“根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指出科莱蒂把“思维与

存在的异质性（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对

立起来是错误的，因为与“异质性”对立的应该是“同质性（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

ｔｙ）”。俞吾金反对将马克思和黑格尔割裂开来，反对抛弃思维与存在

的同一性，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在于在“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ｈｅｔ

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基础上确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尽管对科莱

蒂的误置不满，俞吾金还是赞赏他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的问题域是

“社会生产关系”，这个论断在《问题域的转换》中被俞采用，作为马克

思本体论的标签。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俞吾金从博士论文阶段就开始关

注，其中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问题框架转换、“根据症候阅读”、认识

论断裂等这些观点都有利于俞吾金把握马克思思想前后期变化以及与

黑格尔思想方法的区别。尤其问题框架转换、认识论断裂的思想贯穿

于《问题域的转换》的写作当中，只不过俞并不赞成将“断裂”理解为

“割裂”，将“扬弃”理解彻底“抛弃”。

至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对西马分析方法的借鉴、没有对

西马观点的扬弃，俞吾金根本不可能探索出马克思发起的“问题域的

转换”。

４．用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诠释学”方法来理解西马。

在完成对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之后，俞吾金获得一种新的可

能，即用新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观———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问题域内

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唯物主义———来解剖、分析、评判西马理论。

所谓“实践诠释学”，是俞吾金在权力诠释学、资本诠释学的基础

上的独创提法，它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一个认识论问题，即抽象的认识

论是否成立或有效。俞吾金认为：如果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认

识、思想就具有统治阶级特征，即生产特征，如果我们在开展认识时，不

先行对自身的前入之见进行批判或澄清（我们不妨称之为“生活批判”

或者“实践批判”），我们的认识、理解和诠释必将是肤浅的，甚至是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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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歧途。所以我们要先行地询问：人们可能把什么样的先入之见带入

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过程中？如何通过反思和批判来清除自己的先入之

见？① 这个过程俞吾金在有的场合也称之为“元批判”或“去蔽”。

用这种实践诠释学的眼光去研究西马，我们就要看清楚以下：当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能够跳出西方意识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者有没有必要站在中国立场，并对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的独特的社会

背景、历史境遇、现实道路有清醒的体认。在俞看来，这里所谓社会背

景，是指中国是从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成长起来的；历史境

遇，是指过去每当中国在追求什么的时候西方社会就开始抛弃什么，从

而陷入一种对西方的历史错位关系；现实道路，是指中国仍然面临“启

蒙的缺失”的挑战。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我们要把握从中国社会、国情、实践出

发的“度”：如果不足，我们就容易犯下“左倾”错误或者教条主义错误；

如果过度诠释，认为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是可以超越任何普遍理

论制约的绝对特殊性，对现代文明社会中普遍认可的政治法则如权力

制衡视而不见，我们就会与现代性目标南辕北辙，犯下经验主义的

错误。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而言，要想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学

术上的全方位、实质性的对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介绍

到国外去，使之成为国际上最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因子的理论思潮之一，

俞吾金奉劝国内理论界要放弃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立场，摆脱

“理论上的麻木”和“立场上的无根基状态”。他说：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

特殊性的倚重相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通常

推重的却是空疏的普遍性，即满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倡导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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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理论观念的介绍和诠释。这些研究者们热衷于自己的专业，对国外

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任何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言论、对他们撰写的

任何一本肤浅的著作、对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荒谬的观念，都视若至

宝，孜孜不倦地加以翻译、介绍和阐释。然而，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

状（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却不甚了了，对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

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知甚少，也缺乏理论兴

趣和关注的热情。仿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不过是意识形态。”①

这段话余音绕梁，痛陈了新千年来外马研究，尤其西马研究中的缺

失，纠正的办法，只有通过实践诠释学对西马思想进行澄清，转换到我

国语境，我们方能得出有益的结论。

三、俞吾金西马研究对我们的启发

如果说，俞在学术上创新最密集、影响最深远、贡献最宏大的部分

是马克思哲学领域的话，那么他的西马研究就是这份工作的重要支撑

之一；如果说俞吾金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创新是“鱼”，那么他的西马研

究就是“渔”。在新时代我们推进马克思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研究经历中获得以下启发：

１．研究目的。我们必须从中国立场出发、从中国的社会背景、现实

国情、道路选择出发理解和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应着重从西马中

辨别出那些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意

义的分析方法和视角，而不是相反，为了研究西马而研究西马，陷入某

些概念、观点的捕蝇瓶。

２．研究方法。俞吾金在学术生涯中从西马中汲取的分析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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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逻辑分析、概念分析、话语分析）、“根据症候阅读”、问题框架或

问题域、本体论的承诺、他本人从马克思哲学中焠炼出的实践诠释学等

等依然值得我们去借鉴，它们依然是我们进行文本研究、观念研究的可

靠保证，依旧是带领我们走出新时代各种意识形态迷宫的阿里阿德涅

之线。

当然，由于时代变迁，俞吾金生前尚无法像我们这样近距离地关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对当时学术界或者社会发展

的某些具体判断有可能不再严格地适用于今天，这种时代局限必将激

励新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马研究者们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发

展，继续勇于探索，获取新的真谛。

（作者　 哲学博士，中国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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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正义构想

———基于南茜·弗雷泽的时代诊断

秦美珠　 吕福强

摘要：第三代批判理论家南茜·弗雷泽在对该时代进行诊断的基

础上提出了当今处于全球化的后社会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承认问

题正在凸显，而国家作为正义主体的地位受到了挑战，由此也带来正

义诉求的变化。本文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及其带来的正义诉求的变

化为基础，从“什么”正义、“谁”之正义、“如何”正义等方面阐释弗雷

泽的正义构想。弗雷泽在当今世界有重要的意义，她对全球化的诊

断以及对全球化时代正义的构想，反映了批判理论家在全球化时代

对民族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公平正义的全面思考，是批判理论的丰

富与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　 南茜·弗雷泽　 时代诊断　 正义构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全球化从经济全球化开始，发展到后来的政

治、文化、社会多方面的全球化，直到全球一体化。全球化作为正在进

行中的现象已经或将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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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被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趋势组织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

系的统治得以强化，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正取代国家（政府）的主导地

位，全球化文化逐渐瓦解了地方文化及其传统”。① 如何正确认识、评

判以及应对全球化是摆在批判理论家面前的时代课题。当代政治哲学

家、第三代批判理论家南茜·弗雷泽（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在对该时代进行诊

断的基础上得出了当今处于全球化的“后社会主义”的时代，承认问题

凸显、国家作为正义的主体受到挑战，而这一切又将带来正义诉求的变

化。本文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及其带来的正义诉求的变化为基础，从

“什么”的正义、“谁”之正义和“如何”正义等方面阐释弗雷泽关于全

球化时代的正义构想。

一、全球化的“后社会主义

时代”的时代诊断

如何认识全球化阶段？赞同派将全球化与现代化相联系，将其视

为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认为全球化有利于增进财富、促进自由与

民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反对派将全球化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认为

全球化就是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渗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

知识 界 领 袖 沃 勒 斯 坦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布 迪 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乔姆斯基（Ｎｏａｍ Ｃｈｏａｍｓｋｙ）等左翼学者从经济、政治、社会

以及文化等方面对全球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们提出，全球化不

仅造成经济层面的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还造成

政治层面的强权乃至霸权，不仅不能带来民主，还可能威胁民主政治，

在原有的民主国家，“政府在所有生死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

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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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便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了陷

阱”。① 不仅如此，全球化还造成文化层面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如布迪

厄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强势话

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最强力者一

边”。② 基于全球化的上述判断，他们得出了必须警惕全球化、反对资

本主义的结论，沃勒斯坦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发展具有结

构上的先天局限性（如所有人的利润会越来越薄、‘民主赤字’），全球

性自由市场经济将陷入绝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５００ 年来第一次处在

体系的解体危机中，在黑暗的过渡时期的世界左翼应适时提出改变世

界的新纲领和新策略，促进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的到来”。③

与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把研究重心转

向文化多元问题和全球化问题，把全球化看作“技术革命和全球资本

主义重组的产物，其中，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④

他们主张发展一种批判的全球化理论，以重建、复兴批判理论为目标，

将传统的批判理论发展为一种包容性更强、理论边界更广的理论，“在

理论上，它代表了批判理论的当代复兴；在政治上，它体现了批判学派

的知识左派在全球化时代为构筑新社会主义战略的理论基础的真诚努

力”。⑤ 弗雷泽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概括为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政治

文化方面出现的四个划时代的变化，即阶级的去中心化、分配的去中心

化、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的去中心化、取代社会主义的公正社会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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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并将该时代的特点进一步提炼概括为全球化的“后社会主义”时

代。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限于经济层面，还包括政治、文

化层面，甚至包括跨国政治空间层面，全球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不

仅影响社会分配体系，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带来包括气候变

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这一切迫切要求突破早期正义理

论框架，在正义的经济与文化维度之外增加政治维度，以“阐明贯穿全

球化的种种斗争”。同时，这又是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时代，与原有社会

主义相比采取了不同特点，比如冲突形式不同，“群体身份取代阶级利

益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文化统治取代剥削成为基本的非正义。

文化承认取代社会经济再分配成为非正义的矫正和政治斗争的目

标”。① 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却受到挑战，缺乏

取代社会主义的进步前景。

弗雷泽并没有止步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以及后社会主义特征的描

述，而是对其进行反思性研究，以期揭示因全球化的影响带来的正义诉

求的变化。

二、承认问题凸显

全球化导致统一与差异并存，“全球化会表现出抹平差异的一面，

但就全球化发生在造就个性的后工业化进程中而言，又是培植差异的

运动，它无处不在抹平差异，而又无处不在造就差异”。② 一方面，经济

领域全球化表现为资本力量的不断增强，一切都受资本的统治、操控，

另一方面，文化领域全球化表现为多元化的格局，多元文化共存、多元

文化认同呼声增高，具体表现在：其一，“指向社会权力中心，要求社会

权力机构对不同社会群体予以‘政治承认’，其二，指向话语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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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历史、文学、哲学和政治领域的种种正统说法进行解构，对不同

种族和民族的传统予以‘文化承认’”。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全

球化进程兴起了不同的承认要求，反映了西方左派对全球化背景下西

方社会与国际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

从当今政治实践看，全球化使各民族国家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之中，然而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所具有的文化差异及其民族性格

增加了相互交往的难度，甚至还会带来冲突，这时人们将承认视作化解

冲突的途径，承认成为当今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以承认为基础，能

够广泛包容差异，既包容个体间的差异，又包容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

与个人之间的差异。因为只有以包容为基础，才可能实现以相互尊重

为内容的社会正义，才可能排除正义问题上的霸权话语。同时，随着全

球化的进程，种族问题、移民问题以及同性恋争取平等待遇问题成为困

扰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以有色人种、女性、生态主义者等为主体、以

平等承认为要求的新社会运动主张，妇女、黑人、同性恋等群体被排除

在外不仅源于社会经济地位，而且还在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并因此提

出了较广泛的平等要求，其中包括平等承认的要求。“争取承认的斗

争”在 ２０世纪末迅速构成了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

为了从理论上回应与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问题、新矛盾，承认理

论应运而生。弗雷泽在《身份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再分配、承认和参

与》的“泰纳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对社会正义的诉求逐渐区分为两种

类型：一种是寻求更公正的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再分配诉求，另一种是寻

求促进价值和认同多样性的承认诉求。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自由市场

意识形态的泛滥、身份政治的兴起，“以前集中在分配上的社会正义话

语，现在逐渐划分为一方面再分配的诉求和另一方面承认的诉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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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越来越去中心化和边缘化，承认诉求逐渐具有主流地位。

三、国家作为正义主体的地位受到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不以领土性为特点的现象，国家作为唯

一的正义主体受到挑战，超国家组织、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等逐渐成

为社会秩序构建的主体。“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ｎ ｆｒａｍｅ）①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在讨论正

义时，将民族国家视为默认的框架与前提，将现代领土国家作为正义单

位，将国家公民作为相关主体。正义问题被看作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

再分配诉求关注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如国家馅饼如何公平分配，承

认诉求仅涉及国家内部的身份等级制，“不论事情是否涉及再分配、承

认，乃至阶级差别或身份等级制，正义得到运用的单位是现代领土国

家，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②

全球化使得封闭系统被开放系统所取代，社会基本结构发生改变。

基于此，弗雷泽认为罗尔斯“基本结构”的基石坍塌了，罗尔斯设想的

“基本结构”最初是由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的“封闭社会”发展而

来，这是一个只有在一个人出生时才能进入、只有死亡时才能退出的封

闭社会，“由于罗尔斯拒绝所有的跨边界运动，罗尔斯设想了一个自足

的社会，这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机会排他性地依赖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制

度安排。”③罗尔斯从该基本结构出发在封闭系统中寻求建构正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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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不再能够成立，“只要我们引进跨边界的相互交往，我们就有承认多

元的、非同构的结构的可能性。这些结构有些是地域性的，有些是国家

的，有些是区域性的，有些则是全球性的……同时，我们还承认了这样

一种可能性，即人的生活机会是由部分地相互交叠但在范围上有所区

别的多元结构所决定的”。① 罗尔斯关于正义的思考以民族国家为框

架，而且在民族国家框架下谈论正义首先看到的是分配正义。从罗尔

斯的分配正义视角出发，国际社会并没有什么正义问题，但当正义诉求

超出民族国家领域的边界，会对原有的正义制度构成挑战，甚至证明这

些制度正在制造不正义。全球化使得通过再分配的途径实现正义具有

局限性，“通过再分配的‘分蛋糕’做法提供正义已经行不通了，不仅没

有在促进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反而恰恰破坏了公平、正义的

原则”。②

弗雷泽指出，当今无论是再分配还是承认诉求日益超越领土国家

的范围，对民族国家框架构成挑战。经济领域的分配正义不再成为正

义诉求话语的中心。为承认而斗争的运动超越了领土国家范围，人权

活动家通过跨国合作建立包括国际犯罪法庭等在内的世界性组织，惩

罚侵犯人的尊严的国家。全球化使得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框架受到冲

击，跨国性的社会运动、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界的全球性

问题冲击着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观，“跨越国界的社会运动

正在争论着一个国家框架，在这种国家框架中，正义的冲突已被历史性

加以了定位，并且寻求在一个广阔的尺度上重新图绘（ｒｅｍａｐ）正义的

边界”。③ 而政治空间的不稳定使得正义言说边界发生困难，这时如果

仍然着眼于正义的国家框架，就会形成不公正。而且如果仅着眼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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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领土国家政治共同体范围内寻求正义，必然会模糊国际社会的

不公正，忽视跨国界的非正义，如全球贫困和环境、种族主义，也无法解

释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全球金融和跨国化生产、美国的军国主

义和单边主义、全球治理和全球变暖等等。

四、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构想

全球化使得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框架受到冲击，建构一种具有解

放意义的关于全球正义的理论框架，改变全球化世界中正义框架设置

的深层次逻辑就成为批判理论的首要任务，“我们需要根据全球化的

现实去重新审查社会正义，并根据全球化所呈现出来的新趋势去建构

一种全球正义”。① 全球化迫使人们从全球范围内思考以下一系列正

义问题：“使正义理论化的合适框架是什么？当国家经济观念日益国

家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构建分配正义问题？当文化与政治的浪潮

有规律地越过国家边界，打破旧有的身份等级制并创立新的身份等级

制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建构承认问题？最后，当结论性决策日益在领土

性基础上的政府区域之外做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构建代表权问

题？”②弗雷泽立足于全球化的宏观历史背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

阐明全球化世界跨边界的不平等，将正义涵盖为社会、文化与政治及其

对应的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的三维正义观，在回答正义的“什么”、正

义的“谁”以及正义的“怎样”的问题中阐释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

构想。

（一）“什么”的正义

在涉及正义“什么”问题上，传统分配正义理论家关注包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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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机会、自由、能力的公平分配问题。承认理论家关注群体身份、文

化差异性、共同人性被相互承认的问题。尽管这两类政治哲学家的观

点不同，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涉及正义什么的问题上都是一元论的

观点，以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为框架，以国家未经假设地作为主

体，将再分配与承认视为理所当然的正义维度。

然而，全球化背景下的正义不仅具有再分配与承认的维度，还应该

具有政治的维度，“正义更多地被看做是一种多维概念，它包括再分

配、承认与代表权三个维度”。① 因此，不能将政治的维度简化为经济

与文化维度，也不能将政治平等障碍简化为分配不公与错误承认，因为

正义的政治维度决定了再分配与承认的范围，“正义的政治维度规定

了其他维度的范围：它告诉我们谁被算作在有资格参加公正分配与互

相承认的成员圈子内，谁被排斥在外。由于建立了决策规则，政治维度

也为提供舞台和解决经济与文化维度上所展开的争论，它设立了程序：

它不仅告诉我们谁能够提出再分配与承认的诉求，而且也告诉我们这

些诉求是如何被争论与被裁决的”，正义的政治维度规定了正义主体

的资格范围，政治维度为解决经济上的分配不公与文化上的错误承认

提供话语舞台并设定程序，“没有代表权，就没有再分配或承认”②。

这三个维度的诉求又服从于参与平等的规范原则，“正义需要允

许所有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社会安排”。③ 平等参与要求克服造成

不公正的制度化障碍，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经济结构层面阻止人

们完全参与，否定了与其他人同等交往的资源，遭遇分配不公；第二，文

化价值层面阻止了人们之间平等条件的交往，使得他们不具有平等交

往的身份，遭遇身份不平等或错误承认；第三，决策规则层面阻止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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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参与，否定了他们在公共协商与民主决策制定中的平等声音，遭

遇政治不公或错误代表。总之，所有这些制度化障碍都违背了参与平

等的原则，从经济、文化、决策等层面阻止以与其他人平等的身份参与

社会交流。

（二）“谁”之正义

长期以来关于正义框架默认为现代领土国家框架，正义主体限于

领土国家内的公民，“不论问题是社会经济分配还是法定的文化承认

乃至政治代表权，正义被运用的单位是与主权国家相联的地理上有边

界的政治共同体，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① 然而涉及正义框架设置的

建构性政治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政治边界的设置问题以及谁作为正义

的主体、什么样的框架是合适的框架、政治空间的划分等，围绕对这些

问题的回答划分为两条路径：１．肯定性的建构性政治，接受威斯特伐利

亚规则的框架设置，领土国家是人们提出并解决有关正义争论的最合

适单位，接受国家—领土原则意味着不对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根本逻

辑构成挑战。２．具有解放意义的路径，即改变全球化世界中框架设置

的深层次逻辑，国家—领土原则不再作为正义诉求的原则，如果继续求

助于国家—领土原则解决框架问题就会形成一种不公正。在威斯特伐

利亚框架下，正义被视为领土国家的内部问题，正义主体被认为是有边

界的国家内的公民。在后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下，我们必须思考谁值得

作为正义主体的问题，“什么人”的正义不再是不言而喻，正义的范围

和政治空间的图景成为斗争的目标，“如果有关正义范围的各种观点

相互冲突，那么我应该如何确定谁的利益是最重要的？面对相互竞争

的社会冲突架构，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哪种政治空间图景是正义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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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谁”之正义，弗雷泽比较了成员资格原则、人道主义原则、

所有人受影响原则与所有人受制约原则。成员资格原则强调通过政治

归属解决关于“什么人”的争论，确定正义主体的标准是依据政治共同体

中共同的成员资格，即共同归属于同一个有边界的政治共同体。人道主

义原则通过诉诸人性标准解决关于“什么人”的正义。共同拥有概念上

的人性特征成为主体的前提。在所有人受影响原则下，关于跨领土与非

领土的权力相关的主体相冲突，正义主体超越了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

利亚框架之外，还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本土人士、发展的行动主义者、

国家女性主义者等。所有人受制约原则强调，一个群体成为正义主体的

条件既不是共同的公民资格，也不是民族性，更不是共同拥有的抽象人

性和因果独立的纯粹事实，而是一起服从于一个统治结构。其中，关于

“统治结构”，包括不同类型的权力关系，这里弗雷泽作了较广泛的理解，

不局限于国家，还包括非国家机构，这些机构产生强制力的规则，塑造了

重要的社会互动。① 关于“服从”，弗雷泽也作了较广义的理解：“这一概

念并不局限于正式的公民资格，或者甚至不局限于归属一国司法管辖的

诸多条件，而是包括了服从于非国家和跨国家的强制权力的更多条

件”②。弗雷泽认为，在所有这些原则中，所有人受制约原则更适合作为

反常规则时期的正义原则。该原则打破了当每个人服从于规制社会互

动的统治结构时，只需要服从于该结构，并不需要成为该结构中被正式

承认的成员。“所有人受制约的原则并不是以单一的全球的‘什么人’来

替代威斯特伐利亚的‘谁’，而是反对任何一概而论的正义架构”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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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受制约原则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针对什么样的情境，适用哪个

架构，谁有平等参与的资格，该方案是对正义架构的反思性质疑与实质

性的批判的有机结合。

（三）“怎样”正义

怎样实现正义是一个关于正义的程序问题。在威斯特伐利亚框架

下，“怎样实现正义”遵循着两条路径：第一条占支配地位的假设，认为

强大的国家与私人的精英决定正义的逻辑；第二条所谓的科学假设，认

为由规范的社会科学来决定正义的框架。尽管这两条路径存在差异，

但是两者解决建构争端方面都具有独断论的弊端。弗雷泽认为，必须

创造一种新的全球民主制度，将争端设想为政治冲突，通过对话与公共

辩论加以解决，将所有人受制约原则运用于关于正义主体的争论之中。

弗雷泽比较了对话程序的两条路径或轨道。第一条为公民社会轨

道，将争端与决定之间的连接定位在公民社会中，将所有人受制约原则

运用于社会运动或世界社会论坛（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ｕｍ，简称 ＷＳＦ）之类

的话语舞台。然而即使是最好的公民社会结构，也不是充分民主的、有

充分代表权的，同时，这些结构缺乏将建议转变为有约束力的政治决策

的能力，导致“公民社会的参与者依靠他们自身既不能为诉求作辩解，

也不能做出有约束力的决策”。① 第二条为制度性轨道，具有两个特

点：第一，需要公平的程度与有代表性的结构，以确保协商民主的合法

性；第二，需要有能力采纳关于“谁”的有约束力的决策。该决策反映

了他们在交往中产生的判断，而该判断又是针对谁实际上受制于一个

给定的管理结构。弗雷泽认为，创建新的全球民主制度需要将对话特

点与制度性特点结合起来，从而提供关于正义的“怎样”的整体的概念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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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从全球化的后社会主义的时代诊断出发，试图从经验层面

描述社会现实，从理论层面对实践中提出的新现象、新问题进行反思性

研究，并从全球化影响带来的正义诉求的变化提出关于全球化时代的

正义构想，尽管还处于设想阶段，即反映了第三批判理论家在全球化时

代对民族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公平正义的全面思考，是对批判理论的

丰富与发展。当下面临全球冲突加剧的局面，如何建立一种适应全球

化趋势的全球正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弗雷泽的研究无疑具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东

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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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鲍姆的诗性正义论

叶 晓 璐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纳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批判，指出经

济学功利主义借助于工具理性的计算原则，把人看成是“满足的容

器”，无视人的质性区别及尊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纳斯鲍姆的“诗性

正义”论内涵，即它的理论目标是实现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尊重；它的

理论构架是通过文学想象和情感为中介来重建社会正义的内涵和标

准；它的实现途径是通过“诗人裁判”或“文学裁判”来裁定社会正义事

务；它的落实措施是通过艺术教育培养想象力和情感。最后阐发了

“诗性正义”论本身的意义以及它在纳斯鲍姆整体正义理论中的地位。

关键词：经济学功利主义　 诗性正义　 尊严　 文学想象　 情感　

诗人裁判　 能力理论

在《艺术、理论及社会正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努斯

鲍姆访谈》一文中，当访谈者范昀询问纳斯鲍姆什么样的理论是“坏理

论”时，纳斯鲍姆回答说，“我想到的是经济学家们在思考全球财富时

所使用的那些粗陋的规范理论”。在她看来，“经济学家完全忽略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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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对功利主义的敏锐批评及其对这些理论的敏锐修正”，完全忽

略对“偏好的关切”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多样性与不可通约性的相关关

切”。更令人沮丧的是，这样一种“粗陋的理论依然盛行于世，并判断

着人们的实际状况”。这是纳斯鲍姆对“坏理论”的定义：第一，思想粗

陋；第二，影响力巨大。所以，纳斯鲍姆认为批判这样一种理论，“是一

场持久而艰难的斗争”。①

根据纳斯鲍姆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说，她这里所言的“坏理论”

的代表，就是她在 １９９５ 年出版的《诗性正义》一书中所批判的“经济学

功利主义”，到这篇访谈，差不多十年过去了，这种理论仍然盛行于世

并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所以，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看看在《诗性正义》

一书中，纳斯鲍姆是如何批判经济学功利主义的，以及由此提出的“诗

性正义”是如何来对治此种经济学功利主义的，希望通过此种溯本清

源使得“诗性正义”这种“好理论”能够抵消和克服经济学功利主义这

种“坏理论”，从而为社会正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

一般而言，古典功利主义强调个人是追求幸福的，社会的目标则是

最大化人类幸福的总量，总量越大越好。这里的幸福是指“快乐”或

“欲望的满足”，满足的程度则是效用，效用越高越好，因而它也是一种

“后果论”的学说。当然，古典功利主义以“快乐”或“欲望的满足”来

界定效用，会沦为一种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一种简单化的从心理状态

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幸福的理论，对此最有力的反驳是诺齐克的“体验

机器”。体验机器是指把我们放进一架机器并结合药物让人产生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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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昀、玛莎·努斯鲍姆：《艺术、理论及社会正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玛

莎·努斯鲍姆访谈》，《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另，中文对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的
翻译有“纳斯鲍姆”和“努斯鲍姆”两种，为了统一起见，除了原文的引用，笔者

用教育部项目申请时用的“纳斯鲍姆”，特此说明。



想要的心理状态，包括永远处于快乐的状态，这当然只是一个思想实

验，但即使是真的，即使它能随心所欲地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也

是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待在机器中生活。因而，功利主义要发展，必须对

效用的具体内涵做出新的解释，于是，效用被解释为“偏好的满足”，根

据这种观点，满足人们的偏好就是增加幸福，对效用的这种解释，要求

我们能够平等地满足所有种类的偏好。但是偏好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对于错误的偏好，我们是否也应该予以满足？另外，还有一种“适应性

偏好”，这种偏好在极端的情况下会产生阿玛蒂亚·森所谓的“满足的

奴隶”或“幸福的奴隶”，即为了适应自己的被奴役状态，奴隶只要得到

一点点的满足，就会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很幸福，甚至会为此而放弃自

由。因而，用“偏好的满足”来界定效用仍然是值得质疑的，换言之，这

里的偏好范围太广，因而无法规避错误的偏好和适应性偏好。由此，功

利主义进一步修正自己，效用定义为“理性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或“有理据

的”（ｉｎｆｏｒｍｅｄ）偏好，这一修正在理论上确实是一大进步，但在实践上，

对于界定哪些是“有理据的偏好”，如何计算这种偏好等问题上存在着

困难。事实上，在纳斯鲍姆看来，无论给偏好加入多少限定性条件，功

利主义都不可能处理好适应性偏好问题，因为“适应性的问题并不只

是信息的欠缺”，而是“涉及人们在一个社会内的整个养育系统”，因

而，“假设没有一种独立的社会正义理论（而这正是功利主义理论拒绝

向我们提供的），我们就不可能认定哪些偏好表现着我们对一种不公

正或错误等级现状的适应。”①换言之，功利主义对自己的修正如果没

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即社会正义的视野，仅仅只是在理论内部做种种

精致的调整，只会使自己的理论走入死胡同。

功利主义在其产生之初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个人解放功不可没，

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这一理论自身的不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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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玛莎·Ｃ．纳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田雷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５９页。



它的缺点也是逐渐明晰。在纳斯鲍姆看来，功利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

“所有功利主义的观点———即使附加了一些独立的约束性条件———仍

然包含了对生活的异质性元素的加总，也包括了一种追求最佳的社会

总量或平均值的信念。”这一加总的后果就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吞

噬了全部的生活空间”，导致对人的完整性的理解成为不可能。① 换言

之，功利主义自身的理论路径，会使其将人看作是同一的、可计算的，而

不是丰富的、包含着异质性的个体。纳斯鲍姆所言的经济学功利主义

就是这样的理论。

经济学功利主义在哲学上并没有太多的发展，“经济学版本的功

利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极少包含这些哲学的精致修正”，换言之，经济学

功利主义并非是功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只是经济学这门学科与功

利主义思想的简单结合，因而纳斯鲍姆说其思想粗陋，并无多少新东

西。经济学本身的观念并非纳斯鲍姆批判的对象，作为一门学科，经济

学的视角是分析某一学术领域的便利专业工具，对公共生活相关领域

的良好管理至关重要，但是它一旦与功利主义结合，“越界”到生活的

其他领域，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正义理论时，问题就出现了。经济学功

利主义“比这些哲学版本的功利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力大得多。

它不仅支配了经济思想和实践，而且———考虑到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

的声望———也支配了其他社会科学中的许多作品”；不仅如此，“甚至

在一些可能最初看上去最没有经济特征的领域，例如家庭和性的研究

领域……以至于它在法律领域也开始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② 由

于该理论所具有的“优美的简洁性”，使得例如芝加哥流派的新古典经

济学等人文学研究，甚至公共政策制定者都对之趋之若鹜，大有广泛应

用到人类生活所有领域之势。正是因为如此，它成了纳斯鲍姆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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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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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８３．１１９．
［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５页。



的“坏理论”。

但是在实践生活领域中，这种“越界”应用却会造成一系列极其怪

异的后果。譬如纳斯鲍姆的学术对手兼好友，法律经济学家理查德·

波斯纳是此种理论的践行者，他认为，法律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提高效

率，效率是社会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准则。① 因而，他在《性与理性》一

书中，得出“手淫是最便宜的性行为”，“站街女只需很少的成本或者没

有成本”以及“情妇或妻子需要更高成本”诸如此类匪夷所思的结论。

在这样的分析中，人被当成了物，当成了可以用数据进行衡量的东西。

诚如阿玛蒂·亚森和伯纳德·威廉姆斯所言：“从根本上来说，功利主

义将人看作是各自效用的容纳场所———看作诸如期待苦与乐，享受苦

与乐的活动地点。一旦没有关于一个人效用的记录，功利主义就不再

对这个人有直接的兴趣……人就像被当作分析全国汽油消费量的汽油

箱，而不是被当作独特的个体。”②对于始终把个体看成独特的、丰富

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需求的纳斯鲍姆而言，经济学功利主义把人看作

可以量化的物体，这是纳斯鲍姆必须加以批判的。

纳斯鲍姆通过分析狄更斯《艰难时世》的主人公葛擂硬这一典型

人物，归纳出了经济学功利主义的四个特征：第一，它把质的区别简化

为量的区别，个体的具体性由于无法被量化从而被当作无关紧要的因

素而牺牲掉；第二，专注于计算，它集合了关于个人生活和取自于个人

生活的数据，形成一个效用总量或平均效用的结论，以便于精确的计

算；第三，秉承古典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通过某些类

型的“总和排序”或者最大化程序，决意要找到一种能够清晰而准确地

解决任何人类问题的答案，全面“占领”生活的各个领域；第四，将人类

看作是数学游戏中的筹码，拒绝观察人类神秘的内心世界，这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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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必然的后果，人类的多样性在此种主义的光谱下必然丧失

殆尽。①

总之，从上述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描述中，可以得出经济学功利主

义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借助工具理性的计算原则，通过抹杀质性多样性形

成的量化指标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样一种方法在一定的范围内

有一定的作用，但想要成为解决任何人类问题的方法，其荒谬和怪异也

是显而易见的。《艰难时世》中信奉此种主义的主人公葛擂硬原以为可

以凭借这种视角掌控住所有的事情，却不料出现种种扭曲、悲惨以及令

人深思的后果，可见经济学功利主义并非是其所认为的那样是万能的。

当然，纳斯鲍姆并不仅仅是从后果论的角度来批判经济学功利主

义的，她其实也是看到了这种进路的好处：“它通过囊括满足来测量人

口的总的效用和平均效用”，“能够看到资源在帮助人类实现各种目标

的过程中怎么为人类服务”，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它“忽视个人的独立

性，用一种极其粗糙的思想将个人看作是满足的容器”，②换句话说，在

经济学功利主义者的眼里，人不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需求、有着丰富

性和复杂性的个体，而只是数据的集合，满足的容器而已，因此只有量

的区别。这样一种思想除了夷平了人的一切质性差别，还有可能产生

一个后果就是，“剥夺了和人们强烈感受自身尊严相关的渴望和不

满”。③ 对于纳斯鲍姆而言，正义的基础不是幸福或功利主义意义上的

偏好的满足，而是人的尊严，或者说，在正义理论中，尊严应该居有基础

性的地位。她在《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④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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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人性的尊重乃是一种目的，永远不要将它当作一种单纯的

手段”，“以尊严为导向就区别于以满足为导向”，①这样的声明，鲜明

地把自己的理论与经济学功利主义把人当作满足的容器的理论进行了

区分。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十种核心能力”，指出“人性尊严所要求

的生活”应当是“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十种核心能力的充裕是必须实

现的”。② 事实上，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尊重，是贯穿纳斯鲍姆思想的

一根红线，早在她的成名作《善的脆弱性》一书中，纳斯鲍姆通过对古

希腊悲剧、柏拉图的对话录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的分析，考察了运气即

脆弱性与做个好人及过一种欣欣向荣好生活的关系，认为来自人类生

活本身的脆弱性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具体需求，比如身体的健康、对

庇护所的需要、朋友、爱人及政治生活等都需要得到尊重；而由人类的

无知、贪婪、恶意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癫狂所导致的脆弱性，则需要通

过好的政治规划和公正的政治秩序加以避免。而她的理论中，无论是

对情感的关注、对人文教育的强调、对世界公民的期许，还是对女性主

义的研究，无不渗透着她的理论关怀，即每一个人类存在者都应该得到

平等的尊重和关怀。她的正义理论就是以之为基础。

本文无法对纳斯鲍姆的正义理论做全面的研究，而是重在阐述她

的诗性正义论。在她看来，要实现人性尊严，实现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的

尊重，需要用诗性正义克服经济学功利主义的话语霸权，使一直以来都

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诗性智慧参与到具体的社会正义事业之中。

二

何为诗性正义？简而言之，诗性正义是指通过文学想象，培养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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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理性情感，以一种“明智的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正义事业之

中，重建人类正义的内涵和标准。

前文提到，纳斯鲍姆提出诗性正义的契机是源于对经济学功利主

义的批判，“由于极端信赖技术化的方式，尤其是信赖用源自经济学的

功利主义来为人类行为建立模型，助长了那些对同情心的拒绝。”①也

就是说，用这类模型作为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向导，会遮蔽掉一些很重

要的维度，比如情感的维度，从而使得正义的理论是不完整的。因此纳

斯鲍姆提出一种人文主义的视角，这一视角首要的就是把人当作一个

个独特的个体来看待，用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而不是如经济学

功利主义者那样，只是冷冰冰地将人当作效用的载体和容器。

如何才能把人当作独特的人？这就需要一种想象力，“想象力促

进对他人的意见和权利的尊重，提醒我们其他人既有其能动作用又具

有复杂性，并非仅仅是个物体，或只是被动地接受救济金和赔偿。同

时，也促使人们对需求和不利情况有直观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使

原先对正义的抽象渴望具有了实质内容。”②在纳斯鲍姆这里，在培养

想象力之前还需要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培养“畅想（ｆａｎｃｙ）”能力，所谓

“畅想”，是“一种能够把事物看作是另一件事物，能够从一件事物中看

到另一件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能“看到一种指向某些事情本身之外

的感知，在可以感知到的和不在眼前的事物中看到其他事物”。③ 纳斯

鲍姆举例说，譬如关于小星星，知觉会视为纯粹物理对象的外形，比如

在葛擂硬这样的经济学功利主义者眼中，小星星没有任何神秘感。但

是在有些人，比如说孩子们，或者纳斯鲍姆课堂上的某位学生的眼中，

这些小星星会让他们想和星星说话，想到星星像家里小猎犬的眼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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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想象这只狗的经历，这只狗在感受和思考什么，想象它是否会感受到

伤害。这样的例子看上去不那么学术，但是却有温度和深度的，回忆一

下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小时候夏夜抬头望天，那个硕大明亮的月亮让我

们想到的不仅仅是一块发光的石头，也是有吴刚、嫦娥、玉兔和桂花树

的月宫；以及一起乘凉的小伙伴，讲故事的外公，为了驱蚊点燃的艾草

冒着白白的烟雾散着特殊的香味……那种经历，可以一直温暖你的心

灵，赐予你前进的动力。而这就是纳斯鲍姆所称的“畅想”。别以为这

是一种想有就有的能力，它需要培养和熏陶。在狄更斯的小说《艰难

时世》中，这种能力是主人公葛擂硬的教育计划中竭力要加以禁止的，

没有一个“小葛擂硬”看见过月亮里的人脸，学过无聊的歌谣，把田野

中的牛跟儿歌中的长着歪角的牛联想在一起。在他们那里，月亮就是

月亮，星星就是星星，牛也不过是有几个胃囊的反刍的四足动物而

已。① 而且在葛擂硬眼里，这种畅想能力不仅无用，还有害，因为学习

畅想，就是在学习一些没有实用性的东西，在信奉经济学功利主义的葛

擂硬眼里，没有实用性的东西是不值得为之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人应该

把时间花在他所谓的真实的事物上才是值得的。

但是在纳斯鲍姆眼里，畅想不仅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能力，更是通

向正义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因为它为生活中的许多种道德活动提供

了一种预备。具有畅想能力的人会意识到，在人类的生命中不是所有的东

西都是实用的，因而学会了一种并不仅仅关注实用性，而是也能够因为事

物本身而珍爱它们的参与世界的模式。接着，他会将这种模式从物与物之

间的关系带入到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这不仅仅是赋予一个形体以生命、

使得隐喻性的想象具有道德价值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将畅想中建构的东

西看作不为任何东西服务，看作因其自身而有益和令人愉悦的能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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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能力是从一件事物中看到另一件事物的能力，当这种能力进入

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是一种想象力，我们每一个人，受制于特定的

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只能过一种当下生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情地

去理解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之人的处境。这样一种

同情的理解，需要的就是一种想象力。而想象力的获得，有赖于各种艺术

教育，“艺术（ａｒｔｓ）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培养想象力，这对公民来说绝对必

要。”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都是培养想象力的途径，而文学，尤其是

文学中的小说这种题材，在培养想象力时的作用尤其突出。“通过小说训

练想象力来培养同情心的基础———如果人们在现实中不能改变自己的种

族，可以想象一下身为其他种族的人如何生活，并接近不同种族或不同性

取向的人，想象一下若是自己所爱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会怎么样。”①

文学是一种叙事艺术，因而通过文学培养的想象力，纳斯鲍姆有一

个专门的术语“叙事想象”（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叙事想象是

道德互动的重要准备。感同身受和推测猜想的习惯产生了某种公民类

型和某种社会类型：这种公民和社会培养出的人们关心彼此的需要，并

且明白环境如何影响那些需要，同时尊重独立性和隐私。”②具体而言，

文学通过对各种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再现，让读者身临其境地参与其

中，感同身受地理解作品所塑造的主人公的抱负与渴望，希望与恐惧，

理解他们之所以长成如此的前因后果，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人们在

以后处理相关问题时做出更加公正的判断。纳斯鲍姆引用亚里士多德

在《诗学》（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第九章中的相关论述，指出文学给我们展示的

“并非已经发生的，而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可能性的预知在政治

生活中尤其有价值。③ 此一价值就是为社会正义的实现做准备，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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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义的开始之处。

诗性正义正是以这种文学想象为中介的。“文学想象不仅激发人

们对角色命运的认真关注，而且给那些角色赋予了丰富而并非一览无

余的内心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学会尊重内心世界中隐藏的内容，

并且认识到：这种尊重对于界定生物具有完全的人性非常重要。”①换

言之，诗性正义恢复了完全的人性，从而恢复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这

是与经济学功利主义只把人当成“满足的容器”是决然不同的一种理

论视角。

但是这样一种以文学想象为中介的正义，还仅仅是社会正义的一

个准备阶段，并不就是实现了正义自身，换言之，文学想象并不能立竿

见影地改变社会，但它通过叙事方式让读者认识到他们自己的世界中

那些被视而不见的人，用同情心去感受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这

至少是社会正义的开始。因为正义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与他人的

关系问题，因而感同身受地对他人的理解，是正义能够开始的基础。从

中我们可以得出，正义理论并非是冷冰冰的，一副高高在上的理性脸，

而是温暖的，包含情感维度的全面的思想。纳斯鲍姆的诗性正义，就是

一种建构在文学想象和情感基础之上的正义标准。

这是纳斯鲍姆正义理论独具特色的一面，但也是被诟病最多的一

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理性主义主导下的政治哲学领域，情感向来

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迎合灵魂中欲望的维度的，因而无法做到客观公

正，跟正义理论是格格不入的。而诗歌等文学作品则是会煽动人的情

感和想象力的，因而西方哲学的鼻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提出要把

诗人逐出城邦，从而去掉那些在他看来讨厌的情感因素。那么纳斯鲍

姆如何来回应这种指责？这就需要对纳斯鲍姆的“诗性正义”中作为

基础的情感进行一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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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性正义》一书中，纳斯鲍姆指出，对情感最大的指责在于认

为情感是“非理性的”，这一指责展现为各种方式，纳斯鲍姆对它们一

一作了回应。

第一种观点认为情感是一种盲目的、动物性的力量，是我们体内一

种不完善的人类天性的元素，因而与包含着反省和推理的理性判断没

有任何关系。纳斯鲍姆认为，这种观点曾经在认知心理学和人类学、早

期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理论中流行，但如今都已经受到了质疑，因为情

感和诸如饥饿、口渴等动物性冲动并非一回事，在最弱的意义上，哲学

家们都认同：“情感和某种类型的信念太容易共鸣了，以至于这种类型

的信念的形成不能离开情感”，①即使是那些强烈厌恶情感的哲学家，

比如斯多葛学派以及继承这一学派的哲学传统，在情感包含信念这一

点上也是没有疑义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情感是对外部事物的评价性判断，比如我们经常

将财富、荣誉、食物、住所、健康、朋友、孩子、所爱的人、公民资格和政治

活动等这些外部事物看成是善的，这样一种评价性判断就是“情感”。

这种观点以斯多葛学派为代表，它认可情感与判断的关系，但认为这些

判断从来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将重要的价值赋予了不能完全由人的

美德或意志控制的外在事物。纳斯鲍姆认为，这种观点秉承一种自洽

和超然的规范性主张，无视人的脆弱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外在的善”

的需求，这样的一种“美德自洽”否认“一个人自身的贫乏和缺乏自

洽”，虽然很崇高，但也很无力，对于完整地看待这个世界，公正地进行

价值判断都是不足的。

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的实质是一样的，就是认为情感关涉的

是家庭、朋友等这些亲近的人群，所以在私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性，换言

之，情感总是和特殊性联系太多，因而，它总是带有褊狭性，无法公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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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遥远世界的人和事，也无法承担起应有的政治思考，比如对阶级、

种族等的思考，更无法在公共审议中起到作用。纳斯鲍姆指出，经济学

功利主义正是以此提出所谓的“数字正义”，仿佛那是一种最公正的方

法。但是，诚如《艰难时世》中西丝对于“有一百万居民的巨大城镇中

只有二十五个人饿死”这桩事情的思考时意识到的，虽然死亡人数很

少，但“对于这些死者的亲属和朋友来说，意味着一无所有”。每一个

人都是活生生的，值得关注和尊重的，不能因为它在数字正义中只占有

很小的比率，就可以被无视或无谓地牺牲掉。基于此，纳斯鲍姆明确地

说：“没有情感的思维是价值空虚的：它缺乏情感内部的判断提供的意

义感和一个人死亡的重要性。”①不仅如此，就个人的成长而言：“在婴

儿时期形成并在童年时期培养的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爱和感激的紧密联

系似乎是成年人有能力在更广阔的社会世界行善的必然起点。”②从这

个角度而言，情感的私人性和特殊性实际上是为以后的社会正义实施

做准备的。

通过如上的批判，纳斯鲍姆想要指出两点，第一，在社会正义事业

中，情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功利主义认为“没有情感因素的影响，

我们才能将人们的选择看作是规范意义上理性”③的这一观点并不正

确，理性也并非如经济学功利主义所言的就是一种数字正义，完整的理

性内在地包含着情感④；第二，通过对情感的分析，情感并非是非理性

的，在情感的内部结构中就蕴含着评价性的判断，因而，以情感为基

础的诗性正义并不会使正义流于一种主观的偏好，因此，文学这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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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想象力来培养情感的艺术形式也成了“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图景的

桥梁”。

三

以上我们分析了诗性正义的具体内涵，接下来想阐明这一建立在

文学想象和情感基础之上的诗性正义如何才能实现？纳斯鲍姆从亚

当·斯密那里继承了“明智的旁观者”这一理论资源，通过此作为可以

信赖的筛选工具，过滤掉那些不可信赖的情感，留下那些“在公共生活

中发挥应有的宝贵作用所必需的那类情感”①，以便为公共生活与理性

活动提供有用的资源及帮助。

那么，何为“明智的旁观者”？“明智的旁观者是一个旁观者。也

就是说，虽然作为一个关注的朋友去关心参与者，但他并没有亲自卷入

他所目睹的事件。因此，他将不会有涉及他自身安全和快乐的那类情

感和想法；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没有偏见的，而且以某种超然来审视他眼

前的情景。对于当前发生的事情，他当然有可能使用所有自身的经验

信息———但是这类信息必须筛除那些有利于他自己目标和计划的偏

见。另一方面，他也不会由于这个原因而缺少情感。在他最为重要的

道德能力中，其中一种就是生动想象的力量，想象成为他所想象那些人

中的每一个人将会是怎样的。”②在这段长长的引文中，首先，明智的旁

观者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因而没有涉及自身福利中的个人利益所引起

的那部分情感，所谓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就具有相对客观公正

的视角；其次，这一旁观者具有想象力，能够以一种“共感”的方式进行

实践推理，从而能够更具体入微地做出判断。总之，“明智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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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一种人，他“学到了一种情感储备，它丰富而热烈，但是去除了

由于知道结果中的自身危险而引发的特定偏见”。①

当这种“明智的旁观者”参与到正义事业中来时，用惠特曼的语言

说，他们就是“诗人裁判”或“文学裁判”，它们不同于经济学功利主义

者，只提供“抽象的关于人类的伪数学的观点”，而是提供“公正的裁

判，适合于特殊案件的历史复杂性和人类复杂性的裁判”。② 诗人裁判

或文学裁判是诗性正义的实施者，用纳斯鲍姆自己的话来进行总结：

“这个文学裁判是亲密和公正的，她的爱没有偏见；她以一种顾全大局

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像某些特殊群体或派系拥趸那样去思考；她在

‘畅想’中了解每一个公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个文学裁

判就像惠特曼的诗人，在草叶中看到了所有公民的平等尊严———以及

在更为神秘的图景中，看到了情欲的渴望和个人的自由。”③

在上述引文中，我们注意到，纳斯鲍姆用“她（ｓｈｅ）”来指称“文学

裁判”，这其实可以从一种比喻的意义上窥探出“诗性正义”的地位和

意义。女性（她）一般代表感性的原则，即代表情感的维度，而男性

（他）则一般代表理性的原则，即代表理性的创造物规则的维度，整全

的人性是包括感性的原则也包括理性的原则。而以文学想象和情感为

中介的诗性正义很显然在这里代表的是感性的原则，作为完整的正义

理论，仅仅有此还是不够的。因而诗性正义“需要许多文学性的工具：

技术性的法律知识，历史知识和先例知识，对于恰当的法律公正的仔细

关注”。④ 在另一处，纳斯鲍姆再次强调：“我的进路强调需要掌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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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也强调需要情感和想象，并且同时强调，前者必须提醒后者和约

束后者。”①仅执一端，是十分危险的一桩事情，它有可能会无视专业知

识，跨越界线，做出一些不符合公正原则的妇人之仁之举，影响整体的

社会正义事业。

有人批评纳斯鲍姆提出的“诗性正义”思想过于理想化，是一种不

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在笔者看来，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诗性正义”

提出的初衷是为了对治那种盛行于世的粗陋的经济学功利主义，因而，

诗性正义是一种纠偏的理论，而非是一种替代的理论。纠偏理论的目

的是为了划定界限，不仅是划定它所批判的经济学功利主义的界限，从

而对溢出使用范围，充斥到生活各个领域的经济学功利主义提出批判；

也是划定它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界限，阐明自己理论的定位：“它是一

种伦理立场的必需要素，一种要求我们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

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人们的善的伦理立场”，它“包含了一种即便不完

整但却强大的社会公正观念，并且为正义行为提供了驱动力”。② 换言

之，诗性正义只是完整的社会正义理论的一部分，完整的社会正义理论

不仅仅需要情感和想象，也需要掌握专业的知识，情感和想象为正义行

为提供动机和驱动力，是正义行为蓄势待发的阶段；专业的知识为正义

行为指明方向，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两者缺一不可。

从纠偏的角度上来看，诗性正义这一理论本身是能自圆其说的，它

有自己的理论目标，即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尊重；它有自己的理论构

架，即通过文学想象和情感为中介来重建社会正义的内涵和标准；它亦

有自己的实现途径，即通过“诗人裁判”或“文学裁判”来裁定社会正义

事务；它还有具体的落实措施，即通过艺术教育培养想象力和情感。虽

然说它的落实措施，即艺术教育可能是一项收效甚微的事业，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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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就像用希望的微型堤坝去阻挡偏见与仇恨的力量”，即使培养

出了想象力，“在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中也只是一种脆弱的力量”，①但

尽管希望微弱，尽管力量脆弱，这仍是一桩必须坚持去做的事情，也是

纳斯鲍姆及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推进的一桩事情。所谓的“百年树

人”，教育本就是一桩细水长流之事。所以不能用立竿见影的眼光出

发去批评所谓的诗性正义浪漫主义倾向。

当然，从纳斯鲍姆正义理论的整体而言，如果她的正义理论仅仅停

留于诗性正义，那确实有浪漫主义之嫌。纳斯鲍姆自己始终有这样的

意识，即对一种理论的批判，如果不能提供替代的方案，那么就是没有

成效的。② 换言之，理论不仅需要解构，也需要建构，这样理论才能真

正落实，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这就过渡到了纳斯鲍姆正义的能力理论。前面已经提到过，诗性

正义为实现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尊重提供了方向和目标，通过艺术教

育用“星星之火慢慢燎原”的速度为正义社会所需要的情感进行了储

备。但要在政策层面实现对人性的尊重，尚需要正义的能力理论来落

实。正义的能力理论通过成文宪法内的根本权利保护和司法解释，以

及通过立法和行政机构来执行自己的目标，换言之，它是直接应用于当

下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与上述的艺术教育相比，它是一种更直

接和显而易见的落实方式。但是，它还是承诺了诗性正义所蕴含的理

论旨趣，因为能力理论的“出发点是一种对全体人类的平等尊严的承

诺，无论他们的阶级、宗教、种姓、种族或者性别，而且该理论致力于实

现所有人的符合平等尊严要求的生活”；它“尤其关注那些传统上受排

斥或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奋斗”；“它重视民众所追求的目标的复杂性和

质的多元性”；“它没有妄图将所有这些多元化的目标通约在一种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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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尺度上，而是仔细地检视它们之间的关系，思考它们相互之间是如

何支持和补足的。”①至此，诗性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理论的准备和开始

得到了真正的落实。

（作者　 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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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到政治
———朱迪斯·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

吴 华 眉

摘要：巴特勒建立在身体本体论基础上的社会批判不同于法兰克

福学派的批判路径。以“批判”为线索，深入阐述巴特勒在身体本体论

基础上对性别主体身份的颠覆、权力话语的诘问和伦理政治反思的内

在理路，既可以全面、立体地重建其复杂深刻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凸

显其对“人”，尤其是“被排除的身体生命”的深切人文关怀，也有助于

正确评价巴特勒的思想，凸显其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身体　 性别　 政治　 女性主义批判

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

中的领军人物、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之一、“我们时代的主要

思想家之一”。巴特勒的思想涉及女性主义、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

等多个学术领域。在乔治·瑞泽尔的《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

一书中，巴特勒的名字与马克思、韦伯、福柯和布尔迪厄并列在一起。

２００８年，巴特勒因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安德鲁·梅

隆基金会杰出成就奖，后又因对性别研究的杰出贡献获 ２０１２年度西奥

多·Ｗ．阿多诺奖。可以看出，巴特勒在社会批判理论领域和女性主义

研究领域都具有突出的地位。本文旨在从批判理论的语境中整体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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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巴特勒女性主义理论，挖掘其女性主义批判思想的深度。

一、作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的

巴特勒及其批判基础

（一）两种社会批判理论

对于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思想，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玛莎·纳

斯鲍姆（Ｍａｒｔｈａ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在《戏仿教授》（１９９９年）一文中持基本的怀

疑与否定态度，她的评论曾引发了美国学界的论战。在该文中，纳斯鲍

姆严厉指责巴特勒文风晦涩，论证不严谨，性别观脱离女性主义政治实

践，是一种政治寂静主义。对于这种过激批判，美国著名学者斯皮瓦克

（Ｇａｙａｔｒｉ Ｃ．Ｓｐｉｖａｋ）、弗雷泽（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本哈比（Ｓｅｙｌａ Ｂｅｎｈａｂｉｂ）、

康内尔（Ｄｒｕｃｉｌｌ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以及斯科特（Ｊｏａｎ Ｗａｌｌａｃｈ Ｓｃｏｔｔ）纷纷站出来

声援巴特勒。斯皮瓦克认为巴特勒的理论并未脱离现实斗争，而是包

含了“真实女性的真实处境”。本哈比、弗雷泽、尼古森和斯科特则反

对纳斯鲍姆这种以历史正统女性主义的面目将巴特勒建构为女性主义

背叛者的做法。由此美国很多女性主义学者卷入到这场论战之中，双

方针锋相对。２０００年之后，随着巴特勒思想的不断完善，巴特勒跻身

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行列，论战趋于平息。尽管如此，包括弗雷泽等

反对过激批判巴特勒的女性主义者，仍与巴特勒的思想存在很大分歧。

她们认为，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忽略了规范的判断和解放措施，而规

范对女性主义解放政治来说恰是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批判不能离开规

范性，否则批判自身则会丧失基础，无法抵制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

指责。

不难看出，分歧表明了巴特勒的思想与弗雷泽、本哈比、纳斯鲍

姆等人的批判理论存在很大的区别。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这种区

别事实上体现了社会批判的不同路径：一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

文化批判路径，一是法国福柯为代表的权力批判路径。从总体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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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批判应该在理性的前提下从哲学上和规范

性上对现代文明进行审视，以揭示社会具有解放意义的变化的现实

可能性。这种社会批判植根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从属于一种处

理知识合理性的认识论批判，它将世界对象化，在自身与批判对象的

区分中，追寻普遍必然的规范性基础。无论是哈贝马斯的“理想的交

往共同体”，还是弗雷泽的反思正义都仍带有这种康德先验批判哲学

的痕迹。

与此不同，法国的批判传统则将福柯以权力为切入点的批判作为

标志。它认为，奠基于规范性的权力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将自己视为

超越者或中立者，误以为自己可以摆脱权力之网，可以站在权力之外批

判权力，实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权力渗透到一切关系中，只有探寻理性

化和权力之间关系，才能进行真正的批判。因此，法国的权力批判不再

追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而将焦点从认识论转向存在论，将批判

活动自觉地置身于批判对象中，并借此反思和推动对象存在方式以及

自我存在方式的重构。

以此反观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巴特勒自觉远离规范与理想，并

不诉诸任何确定的基础，反对建立某种理想性的规范形式和真理性的

正义理论，她的理论将知识的生产、主体的形成、身体的控制与性别的

权力话语结构联系起来，呈现为一种鲜明的身体政治；在将身体作为本

体的理论中，她使得批判活动和批判对象直接相互作用，将目标定位为

拒绝现在、改变当下，在权力内部改变既定的权力关系。从而，巴特勒

的批判理论从属于法国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的自我批判，而区别于强调

文化批判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革相结合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传统下的女性主义批判路线。

（二）巴特勒的身体本体论

巴特勒的社会批判路径集中体现在她的身体本体论上。正如她在

近期著作《战争的框架》中指出的，“如果我们想就保障生存发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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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更全面的社会政治主张，就必须以新型的身体本体论作为理论

支撑。”①

实际上，巴特勒的身体本体论在其早期对欲望理论的批判性重构

中就初步形成了，然后便以此为依托呈现于她的整个思想脉络中。在

《欲望的主体》（１９８７）中，针对扬身抑心的哲学传统将欲望作为哲学的

他者的认识，巴特勒反对这种“高贵的”理性与危险的非理性的划分，

通过分析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欲望理论的优缺点，以及分析法国早期黑

格尔主义和后黑格尔主义欲望理论，对欲望进行重新评价。她指出，

“欲望是关于是存在的询问的模式，是关于同一性和位置的身体（ｃｏｒ

ｐｏｒｅａｌ）的质问”②。在具体的论述上，巴特勒一方面站在斯宾诺莎的立

场上，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赞同在欲望中肉体冲动和思维的统

一，从身心合一的一元论角度把握欲望；另一方面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

反思斯宾诺莎对欲望主体的静止解释，要求一种充满否定性的身体欲

望。为了超越黑格尔仍旧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推进对否定性更深入

的理解，巴特勒又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作为自我意识的欲望为起

点，借助否定性的概念不断地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得到解缆，将否定性

保持在精神的前进和开放的冒险中。继而，通过调度和梳理 ２０世纪法

国主体性哲学，借助从科耶夫、伊波利特到萨特、拉康、德勒兹的一波又

一波新的欲望主体论来颠覆、挑战黑格尔的主体至上论的辩证法。

与此同时，巴特勒不忘暗度陈仓，一次又一次地对各种欲望理论进

行身体哲学的批判，她先是通过对欲望理论中身体线索的梳理，终结了

黑格尔的欲望叙事，然后在走向福柯时，肯定福柯对欲望主体的批判和

书写身体历史的建议，将其理论从欲望的话语打通到身体的话语。福

柯在对身体历史的转向中，对形而上学重精神轻肉体模式的抨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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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朱迪斯·巴特勒：《战争的框架》，何磊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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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权力话语对身体及其活动方式的规训的揭露，

对巴特勒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使她总是“以福柯的观点为出发点”①，

成为“激进的福柯主义者”。不过，我们从一开始便可以看到，巴特勒

的身体观并不限于福柯，她的文本中随处可见对福柯身体概念的批判。

对于福柯关于“身体是事件铭刻的表面，分裂自我的地点和一种不断

分解的书卷”的论断，她指责福柯这里所谓的身体最终沦为一种自然

主义的、缺乏能动性的消极空洞的身体。她指出，当我们说身体是“事

件铭刻的表面”时，不是一定要假定身体总是服从于权力统治，当我们

对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不同身体进行更彻底的历史化关注时，我们可以

将“铭刻”解释为更内在复杂化的概念。这种铭刻既是一个管制的时

刻也可以是一个“意指的”时刻，在那里，我们将在历史性的具体身体

间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欲望。②

巴特勒对福柯的反思体现了其与众多纷繁复杂的思想的密切渊

源。这些理论资源除了上面提到的黑格尔及法国黑格尔主义哲学外，

还包括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阿尔都塞

的询唤理论、德里达的引用性理论，以及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女性

主义批判理论，等等。对于这些甚至南辕北辙的思想资源，巴特勒对其

进行符合自身目的的调用、改造和批判性的融会贯通，因而，她的思想

既带有后结构主义的特征，又不缺少现实可触的维度，具有广阔而深厚

的哲学空间。通过这些丰厚的思想资源，巴特勒建立了她独特的身体

本体论，并将其作为女性主义批判的哲学根基。

由此，巴特勒反对传统哲学身心分离立场，指出欲望具有肉体冲动

和意识参与的同时性，从而将欲望纳入可变的身体。对她来说，这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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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之重》一书中，巴特勒在导言中坦言，“本书以福柯的观点为出发点，即

规制权力产生其控制的主体，而权力不仅是从外部强加的，还是形成主体的规

制性与规范性手段。”参见［美］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

界限》，李钧鹏译，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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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既是一个具有渗透性的表面，能够被政治性地规定，又不是空洞的、

缺乏能动性的随意被铭刻的表面。在这里，巴特勒发现，主体形成于文

化、历史之中，性别臣服于种族、阶级、性别以及帝国相互交织是呈现于

活生生的身体之上的。可以看到，巴特勒反对先在的、统一的主体概

念，主张建立身体的历史，从而将能动的身体视为欲望的真正主体。她

的这种身体主体观表明，被不断驱赶驯服、饱受压抑而又充满创造性和

能量的身体应该成为思考的中心，也正是这种观点构建了巴特勒女性

主义批判的灵魂，成为其理论的本体基础，为其理论的实践力量和伦理

关怀提供了保证。

二、巴特勒女性主义批判的内容

从巴特勒理论的整体进路来梳理其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可以更清

晰地看到，巴特勒的理论正是以身体主体为本体根基，从性别主体身份

颠覆、权力话语的诘问和伦理政治反思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的。

（一）性别—话语批判

早在《欲望的主体》的文末，巴特勒就借助克里斯特娃开始关注了

关于性别、欲望和身体的关系。后来，在与弗雷泽关于对资本主义批判

方式上的论战中，巴特勒反对将对性压迫的反抗归结为“纯粹的”文化

领域的事务，归结为次要的、派生的甚至琐屑的政治。她认为，异性恋

主义和阶级压迫一样具有重要和实质性的意义。因此，不同于福柯对

身体一般性的权力批判，巴特勒通过洞察性别话语在身体上的书写展

开女性主义的质询。巴特勒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性别—话语批判主要体

现在其中期著作《性别麻烦》（１９９０）、《身体之重》（１９９３）、《安提戈涅

的诉求》（２０００）、《易激动的言辞》（１９９７）中。

在这些著作中，巴特勒首先对西方主流女性主义本质主义的“女人”

概念进行批判。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特征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将性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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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身体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ｓｅｘ）和社会构成意义上的“社会

性别”（ｇｅｎｄｅｒ），认为社会性别是生理性别的文化诠释。对此，巴特勒在

《性别麻烦》中指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并不存在，表面上看，在

生理性别基础上产生了社会性别。事实上，社会性别是话语 ／文化的工

具，通过这个工具，社会性别生产了生理性别，从而以自然的、解剖学的、

染色体的、荷尔蒙意义上的“自然生理性别”的科学话语形式出现，而这

种“生理性别化的自然”反过来则被建构和掩饰为“前话语的”、先于文化

的，“成为一个政治中立的表面，任由文化在其上施行作为”①。

巴特勒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区分的批判，是建立在她的身体主

体论基础上的。在她看来，将社会性别意义理解为对解剖学上不同身体的

铭刻，暗示了社会性别是受意志控制的，从而是一种将身体理解为外在于

文化的工具或媒介的静态物质身体论。然而，不应将身体象征化为一个本

体的自在之物，说存在一个先定给予的身体，通过心智的投注将其表象建

立为认知对象。事实上，正是心智投注产生身体的边界和统一，“身体的轮

廓与形态并非仅仅处于心智与物质间的一种不可化约的张力中，它们就是

这一张力本身”②。在这里，巴特勒并不是要否认“身体具有某种显著而持

续的物质性”③，她要指出的是，“身体总是以某种方式呈现给我们及其他

人”④，“没有一个位置、一种命名和一种质询就不能发现这种身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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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０页。
［美］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李钧鹏译，上海三

联书店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４９页。
“我们必须认可并确证一系列有关身体的‘物质性’，这些物质性由生物学、解

剖学、生理学、荷尔蒙与化学构造、疾病、年龄、体重、代谢、生命与死亡所意

指。”［美］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李钧鹏译，上

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５０页。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Ｈｅｒ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１－２，２００１，ｐｐ．７－２３．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Ｅｘｃｉｔａｂｌｅ Ｓｐｅｅｃｈ：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７，ｐ．５．



即，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没有获得社会定义的身体的生存场景，在文化

表述之外的身体是无法使自身得到理解与辨认的。巴特勒在《身体

之重》中对物质性概念的系谱学的批判证实了这一点。通过引入伊

瑞葛莱（Ｌｕｃｅ Ｉｒｉｇａｒａｙ）对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物质性的解构与排除

的反思，巴特勒发现，物质性是通过对女性的排斥与罢黜构成的，性

别在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中形成，并参与了物质性的构筑，并不存在先

于性别领受的“我”，正在物质的形成中性别层级得以安排并被

掩饰。

由此，巴特勒不赞同女性主义将身体不可化约的物质性作为必要

前提，拒绝将“女人”（ｗｏｍｅｎ）身份作为女性主义政治的统一主体。在

巴特勒看来，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广义的“女性经验”是

不存在的，性别不是被强加了社会性别建构的身体既定特征，而是“某

个人”得以生效的异性恋规范理想，通过复现和仪式的沉淀，它控制了

身体的物质化，使其成为文化可理解界域内有生命的身体，因而性别的

身体是一种“述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的结果，是一个可变的、物质化的过

程。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一个统一的女人身份，实际上是以物质化的身

体形态和边界本身作为文化铭刻的基地，这在女性主义内部设立了排

除性的性别规范，结果只有被认可为主体者才能得到再现，从而限制了

女性主义原本应该要打开的那些文化可能性。

巴特勒对女性主体身份的这种解构，遭到了包括本哈比、阿斯特、

Ａ．阿伦（Ａｍｙ Ａｌｌｅｎ）等在内的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反对，她们担心这将

使得女性主义丧失根基，无助于女性在政治领域行使自我权力。然而，

在巴特勒看来，对统一身份的解构并不是要解构政治，相反，“这种集

体性去认同有利于对物质性 ／重要的身体以及重要性尚未显现的身体

的概念重构”①，而且，“没有了女性主义行动必须建立在某种稳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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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家都认同的身份上这样的强制性预期，那些行动也许就可以较快

地启动。”①

（二）权力—主体批判

巴特勒的性别—话语批判表明，人的被定义过程，实际上就是“在

话语的作用下，一个身体主体成为某种性别的过程”。因此，她的女性

主义批判是内在于权力—主体批判中来完成的。

我们知道，福柯对个体在权力作用下成为主体过程的描述在西方

学界影响巨大。福柯指出，错综复杂的权力形态通过个体化的治理和

规训的方式在人的日常生活和意义关系中体现，“它对个人进行归类，

用他自己的个体性来标记他，把他与自己的认同联结起来，并将一种他

必须识别且他人能够在他身上识别出来的真理法则施加于他。”②通过

这种“权力化的技术”，人通过一种“良心”将他联结于自己的身份之

中，“向我们描述、让我们去解放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

所感觉到的更深入的服从效应。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

在，而这个灵魂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它是政治意志自

由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③正是运用福柯的这种权

力批判方法，巴特勒对权力如何通过异性恋矩阵对身体进行管控展开

了分析，揭露了社会性别建构机制的历史偶然性。巴特勒指出，“‘成

为’某个性别就是一个‘被自然化’的艰辛过程；性别身体的形成过程

是由律法管制所渗透的，身体总已经是一种带有想象建构的文化

符号。”

为此，很多批评者认为巴特勒将身体等同于话语。事实上，如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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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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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巴特勒从未清空身体，在对福柯关于规训所生产的身体的描述中，

她敏锐地指出，福柯“把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说丰富的‘精神’概念，缩减

为监禁的灵魂”①，使他的理论轻易地穿透了身体，从而没能进一步探

究服从的身体与顽固的依恋的关系，不能解释规训制度如何能保证身

体自愿地服从惩罚，因而使其原本在身体能力增生中带来的反抗潜能

陷入了沉默。巴特勒指出，“如果屈从是服从的一个条件，那么，有理

由问：权力所采取的精神形式是什么？”②即，“如果主体是作为对规范

的吸纳而形成的，那么，主体形成的理论必须给这个吸纳的过程一个解

释，并且，这个吸纳的概念必须被询问以探知它所假想的精神地形学。

这种欲望的服从是如何需要并创立这种对于服从的欲望的？”③因此，

巴特勒通过将精神分析与福柯的重述相结合，来探讨管制规范如何构

筑心智与身体融为一体的“性别化”主体。在《身体之重》和《权力的精

神生活》（１９９７）中，她借助弗洛伊德的身体自我和拉康的身体投射理

想型，展现了精神、心灵与身体的物质形态是不可分离的，也展现了权

力如何通过对身体之维系的规制而设置身体的边界，表达了一种动态、

可变的身体概念。

在具体的论证中，巴特勒让精神分析的压抑—生成论和福柯的权

力生产论相互修正，主张“身体必须进入规范和性的理论”④，探讨了

“忧郁的”身体在服从中产生的复杂内在心理机制，揭示了权力在身体

主体与规范之间的相互交缠和浸染的生成和流动关系。巴特勒发现，

一方面，管制权力通过生产和利用个体对社会存在的需求，使其接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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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美］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江苏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８３页。
［美］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江苏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页。
［美］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江苏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７页。
［美］朱迪斯·巴特勒、［英］欧内斯特·拉克劳、［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

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６３页。



践行臣服的性别规范，将个体塑造为主体，从而权力对欲望的压制变成

了个体心理空间中主体对自我的监控和管理；另一方面，起臣服作用的

性别规范和范畴为了自身的维持和再生产，必须经主体述行性的引用，

而在述行性的引用中，欲望的主体变成了主体的欲望，欲望在对权力认

同和屈从中开启并维持了批判的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巴特勒认为，

正是动态可变的身体，使得被放逐的他者可以通过述行性的引用或重复

规范，来寻求性别的“批判的颠覆”，进行无先在主体的身体能动反抗。

可以看出，在巴特勒的权力—主体批判中，语言和身体相互构成，

使其既看到了性别的主体和限制，也看到了能动性和反抗，彰显出一种

将语言性和身体性紧密结合的身体政治理论，其理论中引人注目的

“性别述行①”以及在与拉克劳和齐泽克的论辩中提出的“文化翻译”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就是建立在身体的这种批判的能动性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基础上的。无论是扮装、征引、酷儿再意指的性别述

行，还是文化翻译，在巴特勒看来，统治术语都可以在具体语境中被不

断地模仿和重新部署，从而使主人的话语失去一些对优先性和开创性

的声称，被模仿的替身所占据，由此引发对原来术语的置换，使之从公

认的权威中分离出来。这种不同语言间的相互理解“发生于熟悉的、

具体范围内的以及已知事物的边缘”，在这个边缘和叙事的断裂中，话

语的非趋同性得以浮现，基础性暴力得以揭示出来，普遍性的概念得以

跨越边界。

（三）伦理—政治批判

在近期的社会批判中，巴特勒不再如中期那样显著地谈论性别问

题，她将批判政治与伦理学紧密相联系，更多转向了当今全球政治问题

的讨论。这主要体现在其近期著作《安提戈涅的诉求》（２０００）、《消解

性别》（２００４）、《脆弱不安的生命》（２００４）、《说明自身》（２００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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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２００９）以及《主体的诸意义》（２０１５）中。

对此，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巴特勒思想从性别研究到伦理政治研究

的重大转向。然而，不应忘记，性政治对巴特勒来说一直是政治论争的

核心，当她发现现有的伦理通过对人的定义中呈现为一种政治暴力时，

自然意识到重新思考伦理的根基，对于发动主体的能动性，激起希望来

说必不可少，因此其对主体性别化的话语权力批判便穿透到了对“什

么是人？”“什么样的生命是可行的？”这个问题的思考。可见，她的伦

理政治批判实际上是其对主体性别化批判的另一种深入和继续。当然

这也从侧面说明，巴特勒的理论并不是简单内在于女性主义的，她从来

不是排斥性地全神贯注于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发展，而是女性主义运

动定位在更广泛的社会批判和人类解放视野中。

对巴特勒来说，重新思考伦理的根基，从根本上也是在思考性别规

范下的脆弱身体。她发现，身体的形成不仅体现了社会性别述行的历

史，同时表明，身体具有脆弱特质（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在近期的著作中，她多

处重复论及身体的这种脆弱性。她指出，“肉身所具有的社会性的弱

点构成了我们政治生命的一部分：身体是欲望与身体弱点的所在，也是

既坚强又脆弱的袒露之地。社会构建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同他人紧密

相连，但这种联系极易丧失，从而使我们暴露于他人，并因此产生遭受

暴力之虞。正因如此，我们才难免‘失去’与‘受伤’之痛。”①在这里，

巴特勒对身体的脆弱性的讲述实际上展开了脆弱性的两个面向：一是

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人类普遍的脆弱特质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唇齿相依

的生存状况。全然社会性的身体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情感碰撞、欲求

与渴望，带来赋予我们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和话语能力。二是在特定社

会条件之下，身体成为危及我们生存的条件。身体只有身处于社会性

的时空环境中才能生存，这种暴露于他人的“褫夺”状态足以招致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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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６页。



与暴力，社会性的风险始终存在。

正是身体脆弱性的第二个面向在现实中带来了人的“脆弱处境”

问题，在巴特勒看来，脆弱处境的区分分配问题构成了思考的起点，可

以以此反思左翼先锋政治，使之继续冲击、打破身份概念设置的藩篱。

她指出，规范暴力的存在使得身体这种脆弱特质的地缘分布是有差异

的。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有些人的生命丧失足以挑起战争，有些生命失

去了似乎不值得悲伤；在身体形态学的地形分布上，身体脆弱特质的分

布方式亦极不公平，针对性少数的“异常”身体的规范暴力也发出了

“非人化”的信息。权力有区别、有选择地针对并管控特定人群，褫夺

某些主体作为人类的资格。

面对这种赋予和剥夺人性的承认规范，巴特勒指出，这种牺牲他人

福祉保障自身安全或排除“异常”以稳固自身幻想的方式，正摧毁了借

以了解自身的重要途径。她呼吁，伦理政治必须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

“停止为所有的生命立法”，同这种决定“什么样的生命可以作为恰当

的人”的规范框架作斗争。她认为，将斗争的中心放在“人”的问题上，

就应该看到，承认的规范是可以改变的，关于人的标准也是可以改变

的。对于承认规范所生产的人、性别以及性的基本范畴，可以对其进行

挪用和重新阐释，使其在触及知识的界限时重获定义，从而坚持否定某

种暴力，坚持哀悼某些生命。只有通过从这些规范的运作领域中的协

商和社会关系的再阐述，才能给“人”这个范畴带来更新的机会，才使

得被排斥的生命能够存活，才会带来伦理和社会转化。

可以看出，在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中，人的身体脆弱性被读解为

人类的前提条件，它构成了伦理学的基础，是催生各类政治需求的条

件，同时，这种脆弱的身体也在与他人身体紧密相连的社会行动中保持

动态、生机和活力，从而也成为与“可理解性”的规范斗争中对其进行

“文化翻译”的基石和希望。以这种脆弱而又可变的身体为本体，巴特

勒反对将“我”置于他者欲望的中心，否定至高无上的自我化约他者的

自恋，她不再要求人们对规范负责，而要求我们因对他人的基本依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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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系负责。不难看出，这种关系伦理学不同于以平等为正义诉求的

女性主义对普遍正义伦理的坚持，也不同于强调性别差异和身份政治

的女性主义对关怀价值和贡献的强调，而是一种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

的承认他者的伦理学。巴特勒正是在这种特别的责任伦理学中重新构

想左翼政治思维框架，倡导在对规范与身体感知的关系中发展具身化

的非暴力伦理关系。比如，在其近期作品《主体的诸意义》（２０１５）一书

中，巴特勒通过对规范社会世界与身体感官易感性的交缠的思考，反思

在受到社会权力和弥散的微观权力影响和塑形下的身体自我如何创造

自身，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对性别—话语和权力—主体的思考，积极探索

了身体能动性的希望空间。

三、巴特勒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评价

综上所述，重建巴特勒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可以勾勒出巴特勒以身

体理论为基础，对其激进民主的规划的全面展开。我们看到，巴特勒首

先以性别—话语批判为核心内容在对身体的重新概念化中将那些被排

斥的身体“重议”为至关重要的存在；其次，她通过揭示权力在身体与

文化规范之间的生成和流动，在权力—主体批判的语境中展现社会规

范的压制与主体的反抗之间的隐秘关联；最后，当仅靠身体的能动性无

法有力抵抗外界的政治暴力时，巴特勒结合全球的政治问题，通过伦

理—政治批判对女性主义批判进行推进延伸，进一步讨论脆弱身体给

我们带来的伦理政治责任。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上，以具体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对其进行总体评价。

（一）巴特勒理论的优越性

在理论上，巴特勒不像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

那样致力于在规范上构建女性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而是用

反本质主义挑战了那些将某些性别不服从的身体视为“非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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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结构和文化结构。由于她将其理论建立在人的“身体”之上，其理

论进路更具经验性，体现为直接牵涉我们目前处境的“直接”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的抗争。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的批判不仅为酷儿理论和跨

性别理论开辟了战场，而且其从后结构主义、现象学、语言学等多重视

角对身体的革命性理解，极大地拓宽了女性主义政治的深度、边界和理

论空间，也提供了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从与相近思潮的比较来看，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从身体和

语言的相互作用中探讨革命政治学，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性别臣服的复

杂动力学，将性别统治状态转变为权力关系的流动领域。这一分析为

当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填补了权力分析的重要缺口，也使左翼理

论在性、性别、身体和欲望中生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在当今西方社会批

判学界影响深远。

在实践上，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不仅具有一种正义的道德

力量，表达了对人类解放的热切情怀，而且其反对身心二元论，深入揭

露性别规范通过身体形塑所施行的隐性歧视和不公，把权力和解放的

悖论转变成一种激发批判的生产性张力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

人们对“有性别的身体”的理解，提供了女性、少数性群体、残障人、社

会弱势群体进行身体抗争的实践动力、伦理要求和政治希望，也对后现

代语境中女性主义实践的疑惑、困境与出路给予了回答。在全球化的

时代，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全球文化下日常

生活话语通过微观身体对中国女性的影响，促使我们反思性别、阶级与

城乡等的交织对女性及边缘群体生活处境的影响。具体分析和灵活借

鉴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将其与中国妇女解放的本土化思想和

实践相结合，可以推动我国的女性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世界妇女运动作

出新的贡献，真正实现女性乃至全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和解放。

（二）巴特勒理论的局限性

巴特勒将政治注意力转移并专注到身体上，对极大影响人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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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生产方式和公民社会这类比较抽象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漠然

置之，使其理论很大程度上退缩到了语言的阐述中，政治力量难以彰

显；其过分学术化的研究倾向也难免使其理论成为书斋里的清谈。２１

世纪以来巴特勒开始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伦理政治的问题，也是意识

到这种局限性而力图更好地去反思的表现。具体来讲，巴特勒理论的

局限性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巴特勒对身份的解构和对普遍规范的否定态度使其理论缺

乏一定的操作性。巴特勒通过对身体物质性的解构，认为一切规范性

的政治理论都是对边缘群体的排除，从而将一切规范都视为“基础主

义的一丘之貉”，揭露为危险的幻象甚至就是压迫和臣服本身的工具。

这种反规范的正义的确会带来论战领域的扩展，然而，“我们对差异性

的强调不应摒弃全部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①，解放的或前瞻的乌托

邦希望（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ｕｔｏｐｉａｎ）对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必不可少。正如弗

雷泽所说，反规范的正义不能依靠自身克服不公正。“克服不公正至

少需要两个额外的条件：第一，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在其中诉求能够

得到公正地诊疗；第二，矫正的制度化结构和方法。这两个条件在反规

范正义中都是缺席的。”②换言之，巴特勒对规范的拒绝排斥了一系列

批判性的思想和谋求解放的策略，妨碍我们采取一切有效的政治行动。

其二，巴特勒虽在理论上将身体与语言紧密结合，但它将性别统治

的解放仅仅诉之于身体的性别述行、文化翻译或寄托于非暴力的关系

伦理学，这最终排除了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法。巴特勒的微观政

治只强调独具个性的权力关系，关注在暂时的事件、实践和目标中进行

个别的、单独的抵抗行动，从而缺乏对所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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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的系统相关性作出有说服力而全面的解释。应该认识到，巴

特勒将解放付诸性别述行、文化翻译和非暴力的伦理呼吁，实际上把资

本主义作为霸权斗争的必需背景论题化了，而终归臣服于未经质疑的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命令。因为仅仅靠阐释而不触及产生性别劣势的

深层结构，无法带来团结一致的人类总解放，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变

革，而只能削弱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的能力以及政治活动能量。

事实上，在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逻辑影响着整个社

会秩序，无所不在的资本权力全面渗透于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的这

种“整体化”状态带来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亲密结盟，具有偏见的性

别文化规范制度化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体制的深层结构之中。这正

如杨（Ｉｒｉｓ Ｍａｒｉｏｎ Ｙｏｕｎｇ）所指出的，经济的剥削、社会上的边缘化、无权

力、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暴力等压迫的各种面孔是混杂在一起的。可以

看到，“这个制度中的一切事务都是相互关联的，构成了一个整体。因

此，这一制度需要进行一种完全的、终极性的变革，而不是零零星星的

‘改良’”。① 既然女性主义运动中文化变革的诉求与经济变革等诉求

是相互重叠、彼此强化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只是将政治斗争仅

停留在文化层面上，不能满足于不断地重新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性别

述行和文化翻译，而应该看到反映共同利益的政治和进行集体主义社

会斗争的政治既是有基础的也是必要的，应该努力统一这些反对行动，

将解放政治和身体的微观政治有效结合起来。

总之，在女性主义批判事业中，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从权力流动

的角度上补充了规范话语的问题性。法兰克福学派的女性主义批判从

规范性上的审视使解放更具有现实操作性。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当

下中国的女性主义事业乃至全球反抗性别压迫斗争方面，应该将融对

话特点与制度性特点于一体的反思的正义与巴特勒的女性主义批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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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既应该深度和复杂地对权力诸关系进行分析和诊断，维持批判理

论方法论的独特性，避免陷入“单纯的规范哲学”，又要肯定理论的“恰

当的规范”，在权力和解放生产性的张力中保持解放的或前瞻的乌托

邦批判希望。

（作者　 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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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的名义
———论拉克劳民粹主义理论的政治介入

郑　 端

摘要：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经历，民粹主义问题一直是拉克

劳思想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１９７７年他就发表了《通向民粹主义理论》

一文，２００５年又出版了《民粹主义理性批判》专著。拉克劳的民粹主义

理论有两个面向，在《通向民粹主义理论》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内容与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政治动员方式结合起来，以政治中立的

方式对民粹主义政治做一般的理论解释。这是他的民粹主义理论的浅

层逻辑。二是在《民粹主义理性》中，拉克劳以左翼理论家身份对民粹

主义进行理论介入，他不仅把民粹主义视为一般意义上现代政治的构

成因素，而且视为政治本身和左翼政治的方向。这是其民粹主义理论

的深层逻辑。在民粹主义深层逻辑中，拉克劳区分了“政治”还是“人

民”概念的本体论和实体论层面，并强调前者对后者的优先性。通过

它们，我们可以把政治理解为以命名为核心的霸权斗争，把左翼政治理

解为人民的解放斗争过程。虽然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带有思辨哲学

色彩，但包含着现实的政治内容，一方面它反对后现代主义把差异非政

治化，另一方面批判新自由主义虚假同质化的意识形态霸权。就此而

言，拉克劳的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拉克劳　 民粹主义　 政治主体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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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庇隆主义的第一手经验可以说是阿根廷左翼思想家厄内斯托·

拉克劳的整个学术思想的背景，也是把握其民粹主义思想源头的关键。

关于早期特殊经历的影响，拉克劳自己曾说：“我对民粹主义的兴趣来

源于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运动……现在十分清晰的是，在那个背景下，当

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需求凝聚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极点时，这一群众动

员和群众意识形态形成过程就不能仅仅以阶级的术语来理解。”①早在

１９７７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中，他就在《通

向民粹主义理论》一章开始讨论民粹主义现象，在这里，他将阶级之外

的“人民”纳入了左翼政治的视野当中，试图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分析理论的局限性。在近 ３０ 年之后，拉克劳又回到民粹主义问题，

出版了《民粹主义理性》（２００５）一书。在这里，他不仅用民粹主义理论

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而且强调民粹主义问题的普遍性，而且强调民粹主

义就是政治本身。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拉克劳不仅反对把民粹主义看

作是进步主义政治应该摆脱的一种政治不成熟状态或者一种非理性的

威胁，而且认为它是社会底层走向政治建构自己的霸权的真正途径。

拉克劳之以回到民粹主义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无论是拉

丁美洲的新民粹主义还是当今欧洲逐渐复苏的右翼民粹主义都表明，

再一次成了民粹主义并没有消失，它始终是当代政治必须面对的棘手

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工人阶级政治的危机，进步的政治运动越来越诉

诸“人民”而不是阶级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在当今，我们从朗西埃的

“穷人们”、齐泽克的“多余者”、维尔诺、哈特和奈格里等人的“多众”

概念中都可以看到一个非工人阶级的“人民”的影子。拉克劳此时回

到人民问题，回到民粹主义，可视为是对当下左翼政治困境的一种回

应。然而，初窥《民粹主义理性》似乎很难发现他的理论与现实有什么

直接的联系。与一般学者关注经验性的民粹主义现象不同，拉克劳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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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更多地讨论能指、命名、政治和人民等概念，是理论逻辑问题。拉克

劳认为，民粹主义内在于一切政治话语之中，它不是一种政治立场的特

称，相反，“简单来说是政治本身”①。在此意义上，似乎民粹主义与现

实政治无关，它仅仅是一个用来思考政治概念的理论工具。然而，这一

印象是错误的。正如马佐里尼（Ｓａｍｕｅｌｅ Ｍａｚｚｏｌｉｎｉ）所指出的，民粹主义

对于拉克劳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我们用来理解各种民粹

主义现象的“本体论—描述性观念”②，此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可以指涉

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标识的历史事件，如庇隆主义、英国宪章运动等。另

一方面他将民粹主义看作一种特殊的政治立场，一种超越抽象自由主

义和工人主义政治的斗争形式，一种当今左派应该采取的政治斗争形

式。基于马佐里尼的区分，笔者认为，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是由双重

逻辑组成的，一个表层的逻辑，一种是深层的逻辑。表层的逻辑解释了

民粹主义何以是一切政治的组织逻辑，以及左翼运动为何特别需要运

用这种逻辑进行政治动员，而深层的逻辑强调，民粹主义是底层人民的

政治命名和出场形式，即以“人民”名义展开的反抗和斗争。有趣的

是，这两层逻辑与前后期两个文本之间形成对应关系，浅层逻辑在拉克

劳的《通往民粹主义理论》中得到较系统的阐述，深层逻辑在《民粹主

义理性》中得到充分的论述。本文将以此为线索展开自己的讨论。

一、意识形态召询的阶级主体之名

在 １９７７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最

后一章《通往民粹主义理论》中，拉克劳已经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民粹主

义理论。如果不考虑术语，两本书的民粹主义一般理论逻辑上是大体

一致的。它们都认为，任何政治都包含着“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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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的对抗关系，围绕着这一对抗关系，民粹主义可以和其他意识

形态进行链接（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但同时也有可能被

现状 ／体制吸收，而被消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差异”。但是，在“人民”如

何出场这一问题上，两个文本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前者把“人民”概念

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元素，可以最终被阶级斗争“多元决定”

而吸收进入具体的历史阵营。而后者除了作为一种民粹主义政治逻辑

中的“空的能指”以外，则把人民与社会底层人民的斗争联系起来。让

我们先来看看在《通往民粹主义理论》中，人民是如何出场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拉克劳的思想深受

阿尔都塞影响，他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对于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一

种作为综合—对抗综合体（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的大众—民

主召询（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①。在拉克劳看来，这一民

粹主义的大众召询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关键，

因为他们是霸权斗争的目标，从而也定义了特定的社会秩序中的主要

关系。我们知道，召询（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概念来自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

家机器理论。阿尔都塞明确地说：“一切意识形态都是通过主体范畴

的作用，把具体个人呼叫或建构成具体主体的”②，在这里，意识形态召

唤与个人的主体化是相互依赖的，一种意识形态将个人召询为主体，同

时意味着主体被意识形态机器俘获，被置于社会秩序的某个特定的位

置，因此，我们要考察主体，就首先要考察召询其出场的意识形态。在

《通往民粹主义理论》一文中，拉克劳认为，大众—民主召询有三个特

点：第一是大众—民主召询的对抗性。拉克劳观察到，有非常多的意识

形态和运动都召唤“人民”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提供合法化基础，但并

不是所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运动都可称为民粹主义。一种意识形态之

所以能被称为民粹主义，关键在于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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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是对抗性的。同时，主导意识形态也试图对被统治者的对抗“中

和化”（ｎｅｔｕｒａｌｉｚｅ），将“人民”的民粹话语吸收，而消解其反抗潜能。第

二点是阶级对抗的首要性。拉克劳认为，一个社会的对抗性主要是阶

级之间的对抗性，但是，用来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斗争的意识形态不能局

限于阶级方面的内容。他认为，与占主导地位阶级相对抗可以与各

种民主斗争相联系，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这种复合斗争中的

阶级面向。就此而言，“民粹意识形态……根据阶级斗争的韵律而改

变”①。第三点则是民粹民主斗争的流动性。拉克劳区分了社会主

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大众—民主传统，而大众—民主召询则

是面向大众，与阶级召询的区别在于，它与经济层面进行的斗争并不

相关，但可以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动员并把它们链接到阶级斗争之中，

以此来挑战统治阶级。大众—民主斗争形式的特点是，它可以在人

民和阶级之间进行切换，但是，仍然是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更为

稳定的对抗统治阶级的框架，是阶级斗争为民粹主义提供意识形态

内容。

从以上粗略的讨论可以看到，在拉克劳的早期理论中，民粹主义的

大众—民主斗争相对于阶级斗争只具有从属地位，虽然它可以成为社

会主义运动的一个要素。早期拉克劳的理论仍然被阿尔都塞范式所主

导，革命的主体是需要被召询而产生的，而这种召询的双重面向使得这

一主体也有双重面向，革命主体一方面是大众—民主传统中的“人

民”，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生产关系的“无产阶级”，即便如此，拉克劳仍

然认为，“‘人民’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概念，而且是一种在具体社会构造

中的主要矛盾的两级之一层面上的客观规定性”②。大众—民主传统

的民粹主义是矛盾的统一体，其中人民 ／权力矛盾的民粹主义面向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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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的阶级斗争面向相互交织，构成“政治话语的双重链接”①，而两

者之间的辩证张力“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形式”。不过，早期拉克劳认

为，在这一人民 ／权力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双重链接中，起决定作用的仍

然是阶级斗争②，民粹主义传统无法构成一种稳定的、组织化的话语，

而能够改变意识形态的，最终也只有“通过阶级斗争，也就是通过主体

的生产和话语的连接 ／去链接”③。此时，虽然政治主体的出场是由一

种双重链接的意识形态所召询出来的带有双重面向的主体，但由于生

产关系的最终决定作用，政治主体只能是以“人民”命名的阶级。

拉克劳的早期理论在政治上支持一种“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

这一立场的特征是把民粹主义纳入社会主义话语之中，并认为，“社会

主义民粹主义不是工人阶级最为落后的意识形态，而是其最为发达的

意识形态”。④ 因为他看到，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传统会发生断裂，但

大众—民主传统却一直能够保持活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

需要关注这一传统。可以说，在《通向民粹主义理论》中，拉克劳提出

了一个民粹主义理论的浅层逻辑，即把大众民主传统视为社会主义传

统的一部分，认为民粹主义可以为阶级斗争注入新的活力，主张在左翼

和民粹主义进行链接，建立政治联盟，但是，政治主体归根到底仍然是

作为阶级的“人民”。

二、作为政治构成性的人民

拉克劳以后马克思主义著称，其代表作是 １９８５ 年的《霸权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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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策略》，在此之前他的理论可以称为新的马克思主义，其努力的目

标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用民

粹主义理论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但是，在明确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后，他不仅放弃了早期著作中微弱

的历史唯物主义要素，即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中的终极决定作用，而且

也放弃了他早期著作中保留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要素。这一立场转

向不能不影响着他对民粹主义的理论。拉克劳后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民

粹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民粹主义理性》这部著作中，在这里，他完全

独立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发展出了一套高度形式化又有特殊现实针对

性的民粹主义理论。在他对民粹主义的考察中，他将霸权、民粹主义和

政治本身这三者画上了等号，他反对将民粹主义看成是一种具体的意

识形态内容，而认为其是一种政治的基础逻辑，这样他对民粹主义的定

义一方面试图纠正传统学者以及日常政治用语中对民粹主义概念使用

的混乱，另一方面，通过这种逻辑，他为他和墨菲提出的激进民主的政

治计划“命名”出了一种政治主体。下面笔者从五个方面来讨论拉克

劳新的民粹主义逻辑。

（一）社会需求

在《民粹主义理性》中，拉克劳不仅是“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

者，彻底放弃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本质主义残余，而且也放弃了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立场。拉克劳认为，当代政治哲学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是“集体身份构成的性质和逻辑”①问题，而《民粹主义理性》表

明，民粹主义的政治命名和动员方式具有普遍意义，对理解一般的政治

逻辑有重要意义。拉克劳以“民粹主义理性”为书名，本身就具有挑战

性，它既不是把民粹主义理解为落后原始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把它

理解为政治的非理性病症，而是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理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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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克劳对它的解释中，这一政治理性形式包含着复杂的环节和要素。

它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社会需求”（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而不是团体或者政

党。社会需要概念特别重要，当今许多民粹主义运动，比如“占领华尔

街”“阿拉伯之春”等，不是以阶级或政党为基础，而是高度分散、多元

的社会力量受共同的社会需要影响而发生的。

民粹主义出现的条件是什么？拉克劳认为是社会发生了某种“原

生危机”，即出现了无法被现有体制以差异化的方式吸收和满足的社

会需求。由于这些社会需求的完全异质性，它们无法在现有体制的等

同逻辑中被同化和满足，不能纳入传统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的渠道，除

非它们被链接入一条等同链条，它们的声音才能被听到，它们才能形成

自己的阵线。在拉克劳看来，民粹主义的政治起点是某一个社会需求

站出来，将自己的名称做成“空的能指”，以部分代表整体的“提喻法”

（Ｓｙｎｅｃｄｏｃｈｅ）的方式，让自己这一特殊需求来代表整个的反体制等同链

条，并提出某种针对现有体制的宣称（ｃｌａｉｍ），从而形成与体制相对立的

反体制阵营。在拉克劳的理论中，民粹主义形成的关键是“空的能指”的

出现，它与其代表的诸多非同一的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一个差异—等同张

力关系，形成一个用自己的特殊要求来意指一切他者的霸权游戏场。在

这里，社会原生危机意味着社会原有的意指系统的非稳定化，意味着某

一特定的社会需求有可能作为“浮动的能指”被对立的阵营以差异—等

同的方式纳入自己阵营当中，从而构成对原来意指系统的挑战。

对拉克劳来说，民粹主义不是非理性的泛滥，而是一种政治理性。

民粹主义的许多特征在传统政治理论看来是应该消除的缺陷和问题，

对民粹主义来说，却是其理性的构成性条件。首先，对抗性不是完全消

极的，它是政治的前提，没有对抗就没有政治；其次，符号的模糊性是生

产政治意义的前提和政治动员的策略性条件。拉克劳的理论可以非常

自洽地解释民粹主义一系列模糊之处。比如，由于民粹主义的符号是

浮动的能指或空的能指，它可以与其他意识形态链接；由于其名称 ／口

号 ／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和空洞性，它可以链接各种异质性社会需求，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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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地动员和组成自己的政治阵营。显然，民粹主义一般逻辑可以运用

于各种后现代政治。问题是，各种异质性社会需求在政治中是链接在

一起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拉克劳的命名理论。

（二）命名的奠基性

正如前面提到，对拉克劳来说，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集体身份构

成的性质和逻辑”，在今天这个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模糊化的时代，集体

身份如何建构，如何发挥集体身份的政治潜能，在拉克劳看来，需要通过

“空的能指”来进行自我命名。拉克劳反对将身份构成定位于社会结构

之中，把身份理解为社会结构的功能定位。在当代社会学中，存在着以

群体来取代阶级的倾向，但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代价是放弃了身份的政

治性，把政治的主体性问题稀释为社会和文化的群体差异问题。这种后

现代政治的多元主义理解不仅不能拯救政治概念，而且容易成为西方政

治思想的反政治（ａｎｔ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传统的帮凶。在拉克劳看来，这种反政

治传统自从柏拉图开始，就试图消除政治并以对一种“善”的或者“公正”

的共同体的治理来取代政治。他强调，民粹主义不能实证地定义，社会

学无论列举多少特征也无法给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更为

重要的是，从西方政治思想出发很难对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作出解释。

因为无论是按照正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还是按照追求善的共同体主义，

民粹主义都被看作一种“危险的剩余”，或是一种可以忽视的边缘现象。

在当代政治理论中，民粹主义的形象是负面的，即使没有被看作是一种

威胁，至少也因为“模糊性、意识形态的空洞性、反智主义及其暂时性特

点”而被抛弃。总而言之，实证主义政治科学缺乏理解民粹主义的存在

论工具，构成一般的政治分析和政治理论的内在限度。

在拉克劳看来，构成实证主义内在限度的民粹主义恰恰是“理解

政治的康庄大道”①，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论对民粹主义的排斥颠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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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民粹主义现象就不仅不应该被视为危险的剩余或模糊不清的混乱

之物；相反，它应该作为理解政治本质的核心。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

于，“人民”这一被命名的政治主体是否能够超越其被动的主体立场？

或者这一政治主体是否能被整合入某一结构化的功能之中？奥利佛·

马切特认为，政治主体出场和命名的问题关系到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一

般认为，社会是政治的基础，但在拉克劳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政治是社

会的构成和基础。① 政治主体性的出场是一个被命名的过程。在其他

社会科学中，命名是一种能指活动，任何团体或者组织总是先作为实体

存在，然而我们才能对其进行命名。但在拉克劳看来，政治正好相反，

在命名之前政治主体并不存在，命名才使得某一社会角色能够生成。

在这里，霸权理论本质是一种命名的理论。政治不是关于某一团体先

定的意志或者利益如何被表达的问题，而恰恰在于某一团体是如何获

得其名称的问题。在拉克劳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决定论中，团体的统一

性不是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稳定位置（比如生产关系），而是霸权的示

意 ／链接活动的结果。团体的名称“不是团体统一性的表达，而是其基

础”②。在这一点上，他接受齐泽克的“命名是事物的基础”命题。命

名为事物统一性和诞生地，以及它的形而上学秘密。

在当代语言哲学中，命名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描

述主义与反描述主义两种立场。拉克劳拒绝描述主义对命名行为的理

解，即命名是与其描述性特征一一对应的，比如苹果之名对应的是一种

酸甜的、圆形的、拥有红色外皮的水果。实际上，“苹果”的命名与其描

述性特征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连接。反描述主义的代表克普里克认为，

命名是一种奠基性行动，指涉将一个名称与客体连接起来的语言行为，

任何命名都是给事物以语言世界的出生证，类似于宗教洗礼。一个客

体之获得某个名称完全是偶然的，即使它不再有一组我们以为与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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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天然”联系的特征时，它的名称也可能仍然不变。比如在另一个世

界中，小布什即使不是美国总统，他还会叫小布什。但是，反描述主义

者也有自己的问题，他无法回答这一命名之可能性的来源，在这个问题

上，拉克劳认同齐泽克一个观点：事物的同一性是“命名自身的回溯性

效果”，或者说，“是名称本身，这一能指，来支持任何客体的同一

性”①。命名是一种赋予事物内在统一性的能指，而同一性是命名的回

溯性作用的结果。在拉克劳看来，“人民”的政治认同或同一性也是通

过命名过程被给予的。

当然，“人民”并非是一个新的政治概念，然而，通过命名理论可以

给人民概念提供新的理解。在主流政治理论中，“人民”（ｐｅｏｐｌｅ）通常

指人口学意义上的“人民全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但在民粹主义中，“人

民”指的是“庶民”（ｐｌｅｂｓ），或者是“社会底层人”（ｕｎｄｅ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②。

但是，仅仅赋予一个词以新的含义还是不够，“庶民”本身还不是民粹

主义的人民，它要成为积极的政治主体，还必须有一个特殊的“庶民”

（ｐｌｅｂｓ）站出来声称自己代表普遍的“人民全体”（ｐｏｐｕｌｕｓ），这时，“庶

民”就不仅是“庶民”，而且是“人民”。拉克劳把这一以部分代表整体

的特殊的命名逻辑称为“提喻法”。在拉克劳的理论中，提喻法是民粹

主义理性特有的逻辑。一个属于这一整体的特殊性站出来代表整体

性，并且以自己的名称为这一整体命名。在这里，具体的特殊性并没有

完全放弃自己，但通过提喻法它赋予了自己特殊性以更多的意义。在

拉克劳那里，“人民”既不是同质化的全体人民，也不是后现代主义那

种无通约性的差异和特殊性的集合，它的真正意思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因其是整体中的“无部分的部分”反而成了共同体之全部的人民。在

拉克劳独特的提喻法中，“人民”是庶民，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庶民，

而是自认为自己代表了受压迫人民的特殊的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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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性概念中，命名概念取代了实体成为政治

认同的本体论基础，而其提喻法构成了民粹主义理性的特殊理论逻辑。

在拉克劳看来，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需要被命名才能够出现，但问

题是，如果命名是政治的基础，是否意味着任何人只要宣称自己是“人

民”，就获得了政治主体身份呢？显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在拉克劳

那里，政治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正如海德格尔认为

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存在着本体论差异一样，在拉克劳那里，存在论意义

上的政治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和实体论上的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之间也存在着本

体论差异，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既不仅仅是本体论意义的存在，也不仅

仅是实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它处在人民这一概念的本体论和实体论的

自我区分之中。因此，对它的理解还需要对政治概念做进一步的解释。

（三）作为存在论政治之名的民粹主义

在民粹主义和政治之间关系问题上，拉克劳有两个看似矛盾的论

述。一方面，他认为民粹主义就是政治本身：“民粹主义不就成为政治

的同义词了吗？对此答案只能是肯定的。”①另一方面他又说道：“我尝

试的不是找到民粹主义的真正的指涉，而是恰恰相反：我是要展示民粹

主义没有任何指涉统一性，因为它不是属于某一界限分明的现象，而是

属于一种效果，一种涉及许多现象的社会逻辑。扼要地说，民粹主义是

一种构建政治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方式”②。显然，这两个论述表面上是相互

矛盾的。如果民粹主义就是政治本身的话，那就无须从中区分出建构

政治的方式和非建构政治的方式；反之，如果民粹主义仅当其成为建构

政治的方式时，才是政治的，那么，我们就不说民粹主义就是政治本身，

是政治的同义词。

如何解开这个矛盾？答案在于政治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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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看来，我们应该区分为实体（ｏｎｔｉｃ）层面的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和存在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层面的政治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虽然这两者的差异在汉语中殊

难表达，但意思是清楚的。实体层面的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可以理解为具体

的社会实践，在这里，政治不仅有现成的形式，而且有明确的领域。在

实体层面政治层面之中，具体的政治实践可以有民粹主义的政治和非

民粹主义的政治，他们可以被看作是光谱的两极，民粹主义政治涉及将

多种需求等同的过程，而非民粹主义政治仅仅是个别的吸收协调特殊

的需求。① 存在论的“政治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是一个形式化的概念，它

不是社会的某个领域，而是指任何以政治方式行动的人类一切活动，包

括命名、链接、区分、霸权化等。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大致可以把前者理

解为被构成的，把后者理解为构成性的。

在拉克劳看来，存在论意义上的政治对于社会来说是构成性的，它

决定了我们会置身于怎样的社会之中，不是社会是政治的基础，相反，

社会是政治的沉淀物，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行动和行动的结果一样。

但是，这一存在论层面上的政治通常对我们来说是遮蔽着的。因为社

会沉淀会将自己展现为一种常量，我们往往忘记它本身并非在先的实

体，而只是以前霸权斗争的结果。所以，拉克劳强调，从实体政治的角

度来说，我们是无法触及存在论的政治层面。但是，我们不能把存在论

的政治理解为超验性存在，只能被思想所把握，与现实无关。在某种意

义上，拉克劳的存在论的政治类似于拉康的实体界，它虽然不像想象界

和象征界的事物一样被表象或符号化，但是，作为无法还原的对抗性，

它总是不断地侵入我们的符号秩序之中，对现有秩序构成挑战。在

《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说认为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

新的政治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既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决定政治

的线性因果关系，也不同意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把政治理解为政治与

其他社会结构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拉克劳来说，政治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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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性的）构成了社会的封闭，而且同时阻止了社会的封闭。换句话

说，在拉克劳看来，民粹主义话语和实践都是直指这一社会关系中本体

论层面的政治本身的，而民粹主义实践也就是社会分成对抗的阵营，而

双方（或者多方）之间不断地争夺霸权的斗争过程。① 正是通过我们对

“政治”作为被构成物与“政治的”作为构成性活动之间的区分，拉克劳

赋予了自己的理论以激进政治内涵。

一方面，拉克劳强调，民粹主义是“理解政治的康庄大道”，民粹主

义是政治本身，如果把民粹主义边缘化或把它理解为一种病症，就会错

过政治的形而上学之维或存在论之维。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是一种政

治的命名，如果我们将命名的逻辑运用于民粹主义自身，实际上是要寻

找其政治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之名，是对民粹主义政治的重新命名。前面

我们已经提到了命名成为事物的根据，对于拉克劳来说，要彰显政治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层面就必须对其进行命名。这里涉及拉克劳对于概念和

命名的差别。在拉克劳看来，概念属于差异化逻辑，在这里，一个内容

依据其与他者的差异化而被分配到一个特定的差异化位置，而命名是

一种等同逻辑，它将差异性结构化成为等同链条的节点。在概念中，一

个事物就是它自身，它处在与其他事物的差异关系之中，而在命名中，

一个单独的名字承担起代表整体的任务，而同时并不表达任何“先于

它（命名过程）的概念统一性”。在拉克劳看来，正如存在论意义上的

政治意味着社会的不可能性一样，存在论意义上的命名也意味着概念

的不可能性。命名不会凭空发生，它意味着我们总是在一个崎岖且模

糊地带中寻找概念但又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一般的社会科学方法是概

念论的，它把民粹主义视为某种实体的（ｏｎｔｉｃ）物，并试图寻找它的“真

正”定义。但对于拉克劳来说，民粹主义就不是一个政治的局部现象，

而是政治的命名行动。这就是意味着，政治不是一种概念式把握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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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种政治介入行动，对民粹主义的命名本身就是介入它的命名和

霸权活动之中。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政治本身是指，实体的民粹主义虽

然是一种政治，但它代表着政治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存在论之维。以拉克

劳的提喻来说，民粹主义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虽然是一种政治，但它代表了

存在论意义上的政治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本身。正如奥利佛·玛切特所指

出的，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是一种政治介入，它的目的是要挑战对社

会的概念式理解的社会科学，挑战那种把存在论政治之维排除出去的

对政治的非政治化理解。① 拉克劳通过对存在论政治之维与实体论政

治之维之间优先关系的颠倒，改变了政治理论的土壤，让其有可能从概

念的把握（也就是差异性层面）转化到命名的过程（等同性层面）上来。

在此意义上，拉克劳的理论不仅仅是对政治的理论化，同时也是理论的

政治化。在拉克劳看来，当代左翼政治一个重要的困境是对政治对抗

性的忽视。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差异化逻辑盛行的后

果是维持现状，把政治替换成治理。具体到民粹主义问题上，现有的政

治学和社会科学不是把民粹主义边缘化，就是把它病症化，运用差异化

逻辑对它们进行治理，完全抹杀民粹主义以“人民”之名对社会进行重

构的可能性条件。就此而言，拉克劳的理论是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的批判。

（四）人民的双重性

前面我们主要讨论了拉克劳如何通过存在论政治与实体论政治的

区分，重新把政治存在论化，理解为命名的霸权活动，为重构社会的政

治想象提供了哲学的论证。但是，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性不仅是新的

政治本体论，而且也是一种激进的左翼政治理论。虽然他的理论不像

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那样从规范性原则出发，但也有自己的规范意图

和目的。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描述概念，可以指任何自发的、草根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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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社会运动，既可用于描述反对的种族民粹主义，也可指进步的人

民解放运动。拉克劳以人民为重心来重构民粹主义理论，不仅是想通

过民粹主义来重新理解政治的意义，也想恢复人民概念的政治意义，提

出一种新的解放政治伦理。

在拉克劳看来，不仅政治有存在论层面和实体层面的双重性，“人

民”一词也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作为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行动者的具体的“人

民”，另一方面是存在论政治话语中作为空的能指的“人民”，也就是政

治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主体的人民。正如前面所指出，存在论的政治概念

相对于对实体论的政治概念有优先性，同样，存在论的“人民”对实体

论的“人民”也具有优先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存在论与实体论之间

没有关系。实际上，理解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的关键是理解两者之间的

悖论关系。作为空的能指的“人民”总是以实体的具体的人民为经验

的化身，但其意义又不能被实体的“人民”所穷尽。可以说，每个具体

的人民都占据了空的能指的人民的位置，但没有任何一个实体的人民

可以完全代表存在论意义上的人民。因为在存在论上人民并不是一个

具体的存在，它是一种命名和链接的活动。显然，拉克劳对政治概念的

理解可以运用到人民概念之上，两者在结构和特征上是相似的。但拉

克劳指出，相对于存在论意义上的政治而言，存在论意义上的人民的作

用更为隐蔽，更容易被人们忽视。在存在论层面上，政治主体以人民来

命名也就意味着争取自己作为政治主体而存在。这一主体自然无法以

逻辑或者经验去证明，我们能看到的是具体的人，但我们从来不可能

说，我们看到了主体。那么拉克劳将主体命名为人民，也意味着套用命

名的逻辑，为主体的出场找到根据。也就是说，人民之名就成为存在论

政治主体的根据。

（五）人民：为异质性命名

为什么“人民”这一能指在当代左翼政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

要性？拉克劳的解释是人民既具有同一性，也具有异质性，从前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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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通过人民这一能指我们可以重建左翼政治的普遍目标，从后者来

说，为异质性命名意味着政治的合法性不能由某个群体所垄断。拉克

劳认为，民粹主义政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历史前提是全球化资本

主义中异质性对抗点的增殖。拉克劳在《民粹主义理性》的结论部分

提到，其理论的基点就在于异质性，这种作为“不完整的存在或者失败

的单一性”而无法被整合到社会示意系统之中的异质性，实际上是作

为完满性之阴影而存在的。所以异质性是通过其不在场而在场的。拉

克劳有一句话就很关键：“这一在场 ／不在场的后果就是异质性集合，

是被差异化的投注（ｃａｔｈｅｃｔｅｄ）或者多元决定的（ｏｖ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然

而，我们有通过其部分性而代表一个不断后退的整体（ｅｖｅｒ－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的部分性客体”。不在场的在场、不完满的完满性是一切政治

的可能性条件，而政治总是一种霸权的社会建构，在拉克劳看来，这一

社会建构是“生成‘人民’的起点”，并且“完全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行

为”①。在《政治身份的生成》一文中，拉克劳强调，政治主体的生成绝

非是在现有秩序或者具体身份中出现的，而是需要生成出来的。主体

是如何生成的，拉克劳与齐泽克的观点一样，都认为主体生成源于真实

界即异质性对于符号界和想象界的入侵。在现有的体制中，对抗的异

质性无法进入已有的等同链条和差异链条，但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命名

超越现有秩序建立自己的政治认同。回到民粹主义问题上，拉克劳强

调，“人民”是“庶民”站出来成为“人民”，“人民”不是现存的存在，而

是对异质性的命名，对那些被社会排除在外的底层的庶民的命名。这

样他也就确认了这些大众的不满是超越了同意以及异议之间已然规定

好了空间之外的，这些被排除被边缘化的需求恰恰就是让“庶民”成为

“人民”的关键。但是这些需求也是作为一种缺失，对现有示意空间和

话语来说是构成性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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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对异质性的命名”这一命题的意义不仅是指人民的主体

化，而且包含着对一切追求封闭性、完满性和绝对化的政治概念的拒

绝。拉克劳强调，虽然每一次异质性的命名都诞生出新的政治主体，但

异质性是无法完全消除的。与自由主义的普遍包容和共同体主义的排

他性逻辑不同，拉克劳既强调政治主体的自我命名是对特殊性的超越

和新的普遍性的出现，又指出每一次命名过程都会有一部分新的异质

性被排除在外，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异质性是人民的“构成性的外部”，

取消了异质性也就取消了政治本身。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为什

么是“人民”而不是其他能指成为左翼政治的空的能指。因为只有把

“人民”视为普遍的能指，我们才能不断地进行一种命名 ／去命名的过

程，让以前忽视的人进入政治过程当中，虽然每一次对人民的政治命名

都会产生新的排斥，但它同时也为超越这种排斥提供了规范前提和依

据。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围绕着

“平等”能指符构成的等同链，不同的政治力量可以围绕这个概念进行

斗争，打破已有的限制，赋予其新的内涵。这样，社会主义就成为不断

实行着的事业。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性理论也是如此。在他看来，当

阶级认同和阶级斗争不再具有政治动员和霸权化潜能时，以人民来对

异质性力量进行政治命名，可以为底层人成为政治主体提供话语证明，

也为左翼政治提供一个区别于其他政治的普遍符号。在这个意义上，

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性理论不仅是一种新的政治本体论，而且是一种

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政治学。在这里，左翼政治是以人民的名义对当

代政治的特殊介入，虽然我们无法保证这种政治介入一定产生出令人

满意的后果，但至少可以重新激活政治，避免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无限宰

制和死气沉沉的绝望局面。

结　 　 语

从 １９７７年的《通往民粹主义理论》到 ２００５ 年的《民粹主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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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劳的思想经历了重要变化，也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相距 ３０年的

两本书在民粹主义的看法上有明显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但是，在政治

主体性如何出场问题上，两者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在 １９７７年的文本

中，拉克劳是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中性的概念，强调要从左翼的阶级斗争

视角对它的政治潜能加以积极的利用。而在《民粹主义理性》中，拉克

劳理论的政治介入方式更为复杂和精巧。在这里，他的民粹主义理论

建构和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以有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通过

命名的逻辑，拉克劳去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倾向，通过对以人

民为核心的民粹主义理念的阐述，他为当代左翼政治开启了更广阔的

理论和实践空间。因而，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后现代

政治话语，而且是抵制新自由主义霸权和当代世界非政治化倾向的理

论介入，是后现代条件西方左翼解放政治的积极努力。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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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时代

［英］保罗·戈尔巴多①

侯丽羽 译

摘要：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坍塌，世界正在进入民粹主义时代。民

粹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以人民主权为中心诉求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

成为当代政治的主导潮流，是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主导性政治叙事。右

翼民粹主义认为主权是民族主权，是与民族共同体有关的权力。左翼

民粹主义视金融和贸易的流动为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威胁。主权问题是

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结合点，领土共同体的自决权与保护构成了二

者共同的政治诉求。

关键词：民粹主义　 人民主权　 新自由主义

自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一个形势更加明朗，

那就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

时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喷薄而出的阳光瞬间照亮了新世界

的面貌，缩短了既定秩序的渐衰”。② 最近，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及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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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的一连串胜利不仅表明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坍塌，而且也标志着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吞噬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外壳的火焰的照耀下，新世界的面貌若隐若现。这个新世界的

特征和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所熟知的世界有天壤之别。

这个新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它给我们带来了报以希望或者深感恐

惧的理由吗？备受热议的民粹主义刚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废墟中浮现

出来，看起来似乎被特朗普和勒庞的仇恨政治所占据，它只是一种右翼

现象吗？正如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如美国的伯尼·桑德斯和西班牙

的“我们能党”（Ｐｏｄｅｍｏｓ）所指出的那样，也许它也带来了自我解放的

可能性？

要了解现在的历史情势，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时

代之间的过渡时期，用安东尼奥·葛兰西最近常被引用的话来说，这是

一个“旧时代正在逝去，新时代尚未来临”的空档期。① 按照这种说法，

正在逝去的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剧烈的阵痛中逐渐浮现的新时期则

是民粹主义时代。由于自由主义的中心议题已经难以为继，民粹主义

将成为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主导性政治叙事。

当代历史的转折点———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

了普遍的经济困境，而且对于整个新自由主义世界观，譬如创业精神、

对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崇拜、建立超越国界及不受国家管控的互联

世界的愿景，都是一个致命伤害。对于一些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

国家，尤其是对欧洲和美国来说，这场意识形态危机已经迎来了“民粹

主义时刻”（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ｍｏｍｅｎｔ），或者被称为“民粹主义时代精神”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ｚｅｉｔｇｅｉｓｔ）：正在出现的新政治现象填补了所有皈依新自由主

义教条的建制派危机遗留下来的虚空———这一切似乎都带有民粹主义

的烙印。② 在这个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借助于试图跨越左右分裂之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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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幌子，民粹主义才得以出现；而且民粹主义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建

制力量的共同逻辑。这些反对力量包括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和伯

尼·桑德斯，西班牙的“我们能党”（Ｐｏｄｅｍｏｓ）和公民党（Ｃｉｕｄａｄａｎｏｓ），

英国的独立党（ＵＫＩＰ）和杰里米·科尔宾。

面对如此高涨的民粹主义浪潮，欧洲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

对所谓的“民粹主义、无处不在的民粹主义”感到绝望。民粹主义成为

当代政治真正的主导潮流。然而，我们似乎一直不能确定这个术语的

真正含义。这种困惑源于其长期备受争议的历史：近几十年来，民粹主

义常常被视为任何反常或病态现象的万能术语；它被认为起源于所谓

的“欧洲病”———许多右翼民粹党派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仇外心

理。然而，这种贬低民粹主义的看法似乎毫无用处。民粹主义远不止

是一种边缘性的反常现象，它似乎将成为霸权主义的政治逻辑———它

不仅表现为右翼排外的丑恶面目，而且还体现在像桑德斯和“我们能

党”等人的激进民主、平等的希望与愿景中。

一、全球化世界中对主权的诉求

在 ２１世纪，任何有关民粹主义的讨论必然从埃内斯托·拉克劳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的作品出发，尤其是《论民粹主义的原因》（Ｏｎ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ｅａｓｏｎ）这本书，这本书写于十年前，对于防止简化和贬低民粹主义至

关重要，极富远见。① 在拉克劳看来，民粹主义既不是反常也不是例

外，而是一种政治逻辑，旨在引发不同元素的特殊接合，以便建构“人

民”这个统一主题，从而动员他们反对反应迟钝的政治体制。这种逻

辑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政治现象中，因为所有的政治团体都

必定在他们的话语中涉及政治共同体的整体性观念———人民。

然而，在拉克劳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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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视为形式问题而非实际内容，视为风格问题而非实质问题，这

种做法比较冒险。可以说，民粹主义既是内容问题又是形式问题。民

粹主义言辞的常见特点———对建制派的叫嚣、对人民和民族统一形象

的呼吁以及对魅力领袖的频频认同———并不能构成“空洞的所指”（一

个能脱离任何特定经验的能指，并且可以与任何政治内容相匹配和配

对）。① 毋宁说，它们是一种特定政治内容的表达方式，具有自己的独

特之处，而且与过去 ３０年来主宰全球的新自由主义世界观———对人民

主权的诉求———判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可以被理解为

一种以人民主权的诉求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正式被列

入所有共和宪法中的这一原则似乎处境危险。

在通过互联网和跨国公司联通全球的世界中，主权———通常被认

为国家在其领土内保持完整权威、管辖疆土的能力———被认为遗弃在

历史的垃圾堆中了。但自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权又成为左翼

和右翼中新出现的民粹主义阵营和领导人坚持援引的一个概念。英国

“脱欧”中的“脱欧派”要求“收回控制权”，其核心主张是从欧盟那里

夺回主权，欧盟被指控剥夺了英国控制自己边界的权力。唐纳德·特

朗普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也使用“主权”这一主题。他坚称自己的移

民计划和提议的贸易协定改革将确保“美国的繁荣、安全、主权”，并经

常攻击“自由派精英”的“全球主义”。在法国，玛丽娜·勒庞长篇大论

地反对欧盟、移民和恐怖主义，一有机会她就提及“主权”，这一概念也

是她竞选法国下一任总统的核心理念。在意大利，“五星运动”也经常

呼吁主权。２０１６ 年，作为“五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亚历山德罗·

迪·巴蒂斯塔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并且说意大利应该放弃欧元，重

新获得对经济的控制权。

但是，主权问题并非专属于右翼和中间阵营，它在左翼阵营中也普

遍存在。对人民主权的诉求是 ２０１１年各种广场运动的关键———“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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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之春”、西班牙“愤怒运动”（Ｉｎｄｉｇｎａｄｏｓ）、希腊“反紧缩运动”（Ａｇａ

ｎａｋｔｉｓｍｅｎｏｉ）和“占领华尔街”，这些运动都要求人民收回国家权力，并

控制贸易和金融流动。在西班牙，“我们能党”领导人巴勃罗·伊格莱

西亚斯（Ｐａｂｌｏ Ｉｇｌｅｓｉａｓ）经常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者，而

且他一贯采用爱国的话语。尽管伊格莱西亚斯批评“脱欧”战略，但他

认为，民族国家应该在欧盟内部恢复其“主权能力”。在美国，像唐纳

德·特朗普一样，伯尼·桑德斯批评全球金融和全球贸易。桑德斯反

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ＴＰＰ），认为这将“削弱美国的主

权”。此外，左翼民族主义运动，如在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

运动，在追求国家自决方面，提出了主权的概念。

因此，可以说，主权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的“主宰性能指”（ｍａｓｔ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它是一个话语和政治的战场，它将决定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

霸权争夺方向是前进还是倒退。但究竟何为主权，更确切地说，何为人

民主权？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有必要说明，主权本身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术

语。尽管许多左翼自由主义的作者，如乔治·阿甘本和安东尼奥·内

格里都认为主权与威权、右翼政治有着必然联系———许多活动家对此

心存疑惑———但主权概念的内涵和政治意蕴远比这个判断更为复杂。

诚然，主权概念出现在专制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崛起之时，这些国家

制度试图对某一特定领土施以绝对统治。然而，作为其具体变体的

“人民主权”，也成为民族—人民民主的支柱之一，并被视为有效民主

政府的必要条件。从人民民主在卢梭作品中的重要性，及其对雅各宾

派和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的影响来看，它是左翼历史发展史上的一个

基本概念。① 对主权的诉求也是 １９ 世纪运动的一个特点。譬如俄罗

斯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术语的起源）和英国的宪章主义者，他们通

常被称为民粹主义者，都试图动员人民大众来反对专制政权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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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民主权的概念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

动员起来，最近则由查韦斯和莫拉莱斯的拉丁美洲社会主义民粹主义

动员起来，这些运动都试图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

在我们目前的历史情境下，在 １９２９年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

之后，在这个无孔不入的互联互通的时代———这个时代特点已经在谷

歌、亚马逊和脸书等资本主义公司的全球触角中显示出来———对人民

主权的诉求有了新的现实意义。左翼与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以不同的

方式要求恢复领土主权———民众自治的空间基础，这是对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侵扰所导致的破坏和危机的一种回应。其核心观点是，新自由

主义的全球化计划以及它所描绘的互联互通的崇高愿景已经创造了一

个如同噩梦般的“扁平世界”（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

德曼所说的那样）以及一个失去控制和规则的空间。这个空间被资

本、服务、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无缝穿越，而对地方性和全国性共同体造

成的后果则不闻不问。正是这种全球市场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异化引发

了“收回控制权”的要求，正如“脱欧”全民公投运动的旗舰口号所称的

那样：对领土自决和自治权的诉求是一种对全球流动的反应，全球流动

破坏了所有在领土管制方面的努力。

对于左翼的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具有更自由的自由主义和

世界主义倾向的人来说，这种主权政治的崛起似乎与由沙文主义和仇

外心理驱动的右翼议程密不可分。然而，正如“我们能党”、伯尼和其

他人对主权的逐步收复所显示出的情况那样，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

后危机时代，一些左翼人士对民粹主义的拥护，并不是对右翼文化霸权

的屈服。相反，它源自对以下观念的认同：要对目前的全球化危机作出

反应，就必须对左翼计划进行彻底修正。完成这项任务，则需要摆脱若

干问题重重的新自由主义设想，这些设想已经被左翼主观化了。

为了探讨民粹主义时代的矛盾性及其核心的主权政治，我们有必

要采取长时段的视角。不过，像当前这样动荡的时期，做到这一点，又

谈何容易———在经历了明显的长期停滞阶段之后，我们似乎正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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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所言的“几周内发生了几十年事情”的时期。根据这一视角，我们

可以看到，目前的情势与两个不同的政治时代———新自由主义时代和

民粹主义时代———之间的断层线相吻合，它们都有各自的主导叙事。

二、新自由主义对主权的抨击

新自由主义时代，作为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主导时

期，通常被认为出现于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① 它由一些思想

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卡尔·波普和艾恩·兰德作为指导思想提

出，并作为政府政策被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右翼政治

家加以实施。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这个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建设

一个以“企业的形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② 早期自由主义将自

由市场视为自然现象。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变

种，摆脱了早期自由主义在放任原则下形成的自然主义色彩。相反，

它认为市场的产生取决于福柯所言的“司法—机制框架”的建设，取

决于一个可以发挥资本主义博弈的法律空间。③ 这个框架形成于全

球体系取代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反对意欲纠正市场失衡的社会政策

之时。

这一新自由主义学说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批判性回

应。在知识分子进行干预时，早期的新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认为这是

一种霸权逻辑。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了当代各种主流政治

的倾向，在左翼、右翼和中间阵营中都有所体现，它包括“国家控制与

干预的新政和人民前线政策，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以及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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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和经济选择。”①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所有这些阵营都意

味着一个干预主义的国家，其最终必然导致纳粹主义。社会主义和社

会民主统治经济把国家看作是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再分配的规划者。

新自由主义者通过批判这种思想，确保了企业的自由和市场竞争的首

要地位。

可以说，当前，我们正在目睹一个范式转变，这个转变与发生在社

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转变类似。民粹主义时代涉及一种新的中

心叙事，这种叙事能够重组整个政治空间，迫使所有行为者据此进行定

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

随着向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过渡，民粹主义时代

的出发点是否定前一个政治时代的思想和价值观。民粹主义运动是在

反对新自由主义中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围绕的议题只是所有民族在激

烈竞争的全球市场中的有效参与，而剥夺了民族国家任何实质性的社

会目标。这种对新自由主义批评的关键是重塑主权概念，并找到一个

在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地方与国家可以自治、自决的有效形式。主权问

题是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结合点。这两个阵营给人们留下的共同印

象是：今天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在一个联系异常紧密的世界中重新

确立领土控制和自决的形式。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

答案。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关键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超越令人失

望的国家计划经济以及福特时代官僚主义的新世界；如何建设一个能

够自由发挥社会创造力和个人能动性的世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传播

者———哈耶克、米塞斯、弗里德曼等人———把社会主义（在他们最初著

作中认为是霸权）视为奴隶制，把国家计划和社会政策视为国家官僚

力量干涉社会的自发动力，如哈耶克对社会自发秩序（ｋｏｓｍｏｓ）和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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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秩序（ｔａｘｉｓ）作出的显著区分时所表达的那样。

这些思想家敌视国家计划和保护主义，瞄准了一切形式的民主主

权、领土管辖和管制，这些被他们视为自律市场和创业精神的障碍。对

主权的敌意是哈耶克的开创性著作《自由宪法》中的明确主题。他将

主权描述为“教条主义民主主义者”的原则，“一种新的专断权力的正

当理由”。他建议，多数统治应受到长期原则的严格限制，只有如此，

才能保证公司和个人的自由免受国家干涉。①

随着 １９７１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及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这一

蓝图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中得到了具体应用，并在

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取得了胜利。跨国公司获得更多流动性资本，规避

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开始跨国界经营。它们的跨国经营规模为资本家

提供了敲诈政府的手段，用以获取更有利的就业和税收政策。与此同

时，“避税天堂”激增，这也抑制了主权对税收和资本流动的控制。如

尼古拉斯·沙克森所描述的那样，通过对那些被用作海盗海湾的小岛

屿或微型国家宣称主权，“避税天堂”颠覆了主权，从而藏匿了从国库

中盗取的收益。② 由于全球贸易条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而实现的

贸易自由化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剥夺了民族国家通过使用关税

和其他贸易壁垒保护当地工业的能力，从而置当地工人于全球竞争的

底层，导致工资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

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金融、贸易和通信的联

通，每天都有积极的变化：基于互联网而形成的全世界人民沟通的潜

力；超市货架上的进口产品；旅游限制减少，富裕中产阶级享有更大流

动性；对种族和性别多样性更加包容。如南希·弗雷泽（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

所言，以上所述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进步方面。③ 然而，全球的互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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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也造成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出版的著名的

《牛津饥荒救济报告》（Ｏｘｆａｍ Ｒｅｐｏｒｔ）中有记载：当前，８ 个人所拥有的

财富相当于最贫穷的 ５０％的人所拥有的财富。

鉴于新自由主义战争对主权的这些影响，在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危

机中，许多人认为主权是制定替代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必要原则，这在意

料之中。然而，除去桑德斯和“我们能党”这样的例外情况，在这一轮

事件中，大部分左翼都保持缄默。部分原因在于，左翼大部分人，无论

他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吸收了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想，将关注点转移

到中产阶级群体的后物质主义需求上，远离了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

和社会底层的代表（他们有时被称为全球化的遗老）。若要直面 ２００８

年崩溃造成的震动性后果，左翼迫切需要摆脱无意间沦落为新自由主

义计划从属地位的局面，并重新担负起保护工人和社区免遭资本主义

蹂躏、争取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历史使命。

三、重建领土民主与保护

民粹主义的时代肇始于推翻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不证自明的假设，

特别是它对民族—人民主权的争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粹主义似

乎是新自由主义的克星。在新自由主义宣扬个人自由意志不受任何集

团控制和管理束缚之时，民粹主义肯定了集体人民主权的首要地位。

在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壁垒的全球化世界的形象之

时，民粹主义不但重申领土和国家的主权，而且主张要在这些离散和毗

邻的空间中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共同体。简而言之，民粹主义试图恢复

新自由主义最初对社会主义进行攻击的原则：人民主权。

当代政治的主要困境涉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恢复主权的问题，即

如何重建能够在互联互通的世界中提供保护、安全和支持的领土当局。

主权问题的回归及所包含的领土权力的内涵，意味着后危机（ｐｏｓｔ －

ｃｒａｓｈ）时代的社会焦虑集中体现在贸易、金融和劳动力的流动上，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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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联通世界的经济命脉。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鼎盛时期，这些流

动大多被视为财富之源，但在一个经济停滞、不安全、地缘政治不稳定

和全球恐怖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视为风险之源。

对全球流动的任何管制都将涉及对国家角色的彻底重新思考，也

将涉及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宽松管制所造成的国家权力空洞化而采取的

措施。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要愿望是打破一个看似过度扩张和干预的

国家机器的刚性外壳。今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愿望是找

到新的保护屏障、调整机制以及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以便在一个不稳

定的、过度干预的世界中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市

场、边界和传播系统的开放性，远远没有形成一种开放的文化———一

种大众世界主义———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情况：一种恐旷症，一种对开放

空间的恐惧，以及一种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

这种失控的感觉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如勒庞和特朗普提供了可燃

物，他们成功地将恐惧症与仇外心理联系起来。因此，现在已经没有时

间让左翼无视这种成见，把主权的话语权留给右翼。从根本上说，对恢

复主权的诉求，源于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在摧毁民族国家时带来的

社会苦难和真实的屈辱经历，这一点必须予以重视。只有当左翼努力

理解这一全球恐旷症并对其作出令人信服的回应时，它才有机会在这

一经济和政治危机时期撼动新右翼的主导地位。

在对主权真正含义的理解上，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区别明显，

全球力量和流动是他们难以掌控的真正根源。对于右翼和排外主义的

民粹主义者来说，主权首先是民族主权，是与民族共同体有关的权力，

通常根据族裔和孤立主义的界限加以界定，并动员民族共同体对付外

部敌人。这种对主权的憧憬带有浓厚的托马斯·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的哲学色彩。对霍布斯而言，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在防备其他

国家时提供安全和保护。① 在这方面，主权的重申意味着对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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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逃离战争的难民———关闭边界，排斥内部涉嫌危及社会安全和凝

聚力的少数群体———现在尤其是穆斯林。这种排外态度在“脱欧”全

民公投中显而易见。在公投中，“脱欧派”通过诉诸移民和难民问题而

获胜，他们指控移民和难民将导致工资下降、公共服务消耗以及助长恐

怖主义。

从“我们能党”到伯尼·桑德斯，位于左翼民粹主义政治核心的进

步主权观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对于左翼民粹主义者来说，恢复主权

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民主问题，因为没有某种主权的概

念，没有一些人民权力可凌驾于公司和个人“特殊利益”之上的领土范

围，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人民主权可以被视

为是对目前的民主赤字的回应，就像科林·克劳奇（Ｃｏｌｉｎ Ｃｒｏｕｃｈ）分析

的那样，是对“后民主”时代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左翼的话语中，

人们经常看到主权与民主紧密关联。① 此外，对主权的诉求与在市场

支配期之后重建经济保护形式的反复需要有关，如卡尔·波兰尼的

“双重运动”理论所述，在资本主义扩张后的每个阶段，通常会出现对

保护和监管的诉求。这是对资本主义将经济从社会中“脱域”出来的

方式所产生的必然反应。② 因此，左翼民粹主义的愿景以建立新的防

御结构和保护性壁垒为中心，以免在开放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草原

上出现“龙卷风式的资本主义”。

不同的是，左翼民粹主义者所确定的敌人是公司和银行，而不是外

国人和难民。对领土共同体的福祉和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是金融和贸

易的流动，而非移民的流动。主权被认为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由多数人

对少数人行使，致力于保护普通百姓免受一个超越国家的、违背人民意

志的权力精英的宰制，并从经济流动所造成的令人不安和破坏性后果

中获益。银行家、腐败的政客和游说者，以及“三驾马车”和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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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ｒｏｕｃｈ，Ｐｏｓ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０４，ｐｐ．７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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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等全球机构，都被指责干涉地方和全国共同体对某种程度的

自主权的合法诉求。

未来将告诉我们，谁的主权叙事在民粹主义时代盛行，谁将赢得霸

权之战。目前，右翼民粹主义似乎占上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左

翼拒绝将自己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并把主权视为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

时犹豫不决。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道德危机所造成的愤怒

和混乱，左翼迫切需要回归其基本的人民主权观念，并构建一种先进的

领土管制观，旨在建设一种新型的激进民主和社会保护，以对抗全球资

本主义的力量。

（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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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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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黑格尔这个法哲学家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汪行福 ／译

摘要：当代国家首当其冲是对活劳动的法律控制。黑格尔的《法

哲学》是现代性的第一个哲学文本，其核心是把资本主义秩序理解为

自由权利的实现。在《法哲学》中，权利以三种形象出现：作为抽象法、

规范和禁令，它是人格权的否定保护的因素，是社会本身构成条件的因

素；作为市民社会的直接的主观的权利和要求，它赋予特殊性以能力和

“在所有层面上展开和发展”的可能性；作为伦理世界的有机纽带，权

利克服了特殊性，被升华合作的纽带和“实体性的自由”。《法哲学》本

质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是组织剥削的资本主义实践的最高指

示。对《法哲学》的解读必须拒绝辩证法，即拒绝把劳动作为对立面的

综合，相反，拒绝劳动本身同时就是迈向拒绝国家，它作为自由的集体

事业而肯定自身。

关键词：奈格里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辩证法　 拒绝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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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国家（Ｓｔａｔｅ）和权利（Ｒｉｇｈｔ）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似乎聚焦于活

劳动的社会控制主题，或者说是社会劳动的法律控制问题。这也就是

说，如果当代国家正在变得日益社会化，如果它的活动变得日益弥散，

如果由此劳工世界运动日益壮大而变得极其重要，那么，当代国家的司

法本质与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融为一体就将趋于极限状态。计划型国

家拥有两种状态，私有财产的虚构仍然被承认，同时又被（社会国家和

社会主义国家）所否定，由此它确实是在强制与共识相联结的整个背

景下建立了它的合法性，并借助它形成了社会生产模式。在这个意义

上，有组织的劳动变成了社会财富的排他性基础，也在同样程度上变成

了宪政的基础，即法律的物质条件。当代国家首当其冲是对社会劳动

的命令、对活劳动的组织。

带着当代性意识重读一个法哲学家———他处理的问题要为当代读

者进行客观地转译———意味着把他置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之中，

追问他是如何思考社会劳动的支配问题，考虑在何种程度上他的思想

在这类问题上的独特性。法哲学史仅当在它表现为是社会劳动组织化

的哲学之时才开始变得有趣。

黑格尔的《法哲学》也许是现代性的第一个哲学文本，因为如此这

般的研究方式可能是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黑格尔，这个法

哲学家，从这个观点看完全是一个当代作家。

权利是社会劳动的支配和组织化，是通过劳动所构成的文明。这

是一个反复重申和基本的概念：

教化［Ｂｉｌｄｕｎｇ］，就其绝对的规定而言，就是解放和通向更高

解放的工作；它是向伦理生活［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无限的主观实体性的

过渡，这种伦理的实体性不再是直接的、自然的，而是精神的，同时

也是提升到普遍性［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ｈｅｉｔ］的形态的。在主体中，这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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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即是艰苦的工作，这种工作反对举动的单纯主观性，反对情欲的

直接性，同时也反对感觉的主观虚无性和偏好的任意性。

正因为解放是这样一种艰苦的工作，因而也就解释了对教化

的部分不利看法。但正是通过这种教化工作，主观意志才在其自

身中获得客观性，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它才有资格和能力获得理

性的现实性［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①

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因而是理念合理组织化的文明的整个劳作，是理

念的客观性和伦理宇宙的新的必然性。权利完全包含在理念———通过

劳动———的自我客观化之中。“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领域，精

神世界从自身中生产出了第二自然。”②它是一种不是被发现的，而是

由人的社会劳动彻底构成的自然，所有的人都被包括进理念劳动的深

层必然性之中。个人的艰苦劳动被包括进并内置于精神（Ｓｐｉｒｉｔ）③的

绝对劳动的设计之中。劳动是精神世界［ｍｏｎｄｏ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的本质。

现在，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处理的作为市民世界［ｍｏｎｄｏ ｃｉｖｉｌｅ］

之基础的劳动实体性，在其早期著作，特别是在其早期的哲学—法律著

作中，有更清晰的陈述。

在法兰克福和耶拿时期之间，黑格尔通过经济分析，并明确参考了

英国经济思想的经典，劳动（作为价值的来源）和财富（作为劳动的结

果）就被结合进了精神的叙事之中，并被认为是客观性的积极资格的

条件。社会是通过物质活动的需求综合体和维持总体人类劳动的规定

性所构成的总体。更早的青年时期的伦理共同体的形象，即个体性和

合理性的和谐一致，在耶拿时期消解为一个由人类的辛苦劳作阶段穿

越的诸阶段，即从需求到需求的相互依赖，从劳动到对管理总劳动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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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１８７节附释。作者引用的是意大利文本，译者
根据英文翻译，同时参考《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５年；
《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４节。
作者在文中把“精神”一词大写，意指作为黑格尔整个体系基础的绝对精神，而

不是狭义上的主观精神。凡用作名词时，作者所用的都是这个意义上，下同。



会集体性。为此，他描述了总体图景的合理性：“生理需求和快乐……

在总体性为它们自身设定起来，在其无限的交织中遵循着一种必然性

并构成一般的相互依赖系统，即它着眼于生理需求、劳动和它们的积累

以及———被称之为科学———所谓的政治经济体系。”①

从这里可对图景加以深化。这一演化要推至在个体劳动中发现其

普遍性伦理价值的实体性起源才臻完善。在几年以后的《精神现象

学》中，黑格尔说：

个体为其自己的需求而劳动就如同为自己的劳动一样也是为

了他的需要的满足而劳动，只有通过他人的劳动他才能让自己的

需要得到满足。正如个体［ｄｅｒ Ｅｉｎｚｅｌｎｅ］在其自己的特殊［ｉｎ

ｓｅｉｎｅｒ ｅｉｎｅｌｎｅｎ］工作事实上是无意识地完成着普遍［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的

工作，所以，也就履行着普遍的任务，就如同把它作为自己有意识

的目标一样。整体完全［ａｌｓ Ｇａｎｚｅｓ］变成了他自己的工作，因为他

为之牺牲的正是他从中获得他自己的自我的东西。②

劳动的实体性因而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不过，“需求与劳动，上升

到普遍性，建构自己……是一个共同性和相互依赖的扩展系统，其生命

是由死的东西推动的，是由盲目的运动所激发的，就其基本方式而言，

或此或彼，类似于野生凶残的动物需要驯化和变为家禽一样。”③

在此，黑格尔思想所持有的观点更为清楚地体现了一个当代的形

象。恢复劳动对精神生命的积极性，劳动者在其中的深深卷入［ｉｎｅｒｅｎ

ｚａ］，它的根本性质就不可能是现成给予的。文明不是简单的劳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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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ｌｌｅ ｉｎ ｄｅｒ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ｓｅｉｎ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 ｚｕ ｄ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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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Ｅｖａ Ｍｏｌｄｅｎｈａｕｓ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ｌ Ｍａｒｋｕｓ Ｍｉｃｈｅｌ（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ｋａｎｐ，１９７９），ｐ．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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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Ｗ． Ｆ． Ｈｅｇｅｌ，Ｊｅｎｅｎｅｒ Ｒｅ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ｄ． Ｊ．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９３２），Ｖｏｌ． １，
ｐ．２３９．



是受管制的、被组织的和被控制的劳动。如果没有权利，没有国家，劳

动就会变得一团混乱，就会是僵尸般的生命，特殊性就会取代自为的普

遍性。在另一方面，劳动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普遍的：但只有以国家为中

介。劳动的基本本性被辩证化、接纳和升华了。卷入伦理生活整个发

展之中的经济在耶拿时期受制于劳动调节的必然性。然而，调节总是

对被调节者内容的缓慢地抽象：在需求和享受的社会化基本过程之中，

通过需求体系，经济与司法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这一进程会

直至成为“第二自然”，直至出现贪欲的阶级；于是，权利（Ｒｉｇｈｔ）被释

放了。仅仅通过对它与劳动社会化过程的共同性否定，它才能调节这

个过程。因此，它明确地向人类世界宣告了劳动的本质。权利是契约、

刑罚正义、制度：与经济的直接必然性混合在一起。但这种必然性已经

变成了制度、国家、政府；也就是说，它既调节，同时也是对受调节的世

界的现实的赞美。从此开始，劳动将处在国家的命令之下。

《法哲学》呈现的是一个权利完全拥有对劳动霸权的图景———而

它就是伦理世界的本质。对劳动的支配权在这里终于构成了国家本身

的公式：劳动被置于绝对（Ａｂｏｓｏｌｕｔｅ）之下是通过命令的形式出现的，

以社会劳动的国家结合（ｓｔａｔａｌ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形式出现的。劳动分工直接

服务于支配劳动的形象。资产阶级生产模式在原始积累阶段就被漂白

了，并被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实质。其中，政治权力的支配是这一发展

阶段的保护者。唯心主义战胜了经济分析，它提升为精神性，成了经济

现实之中发号施令的力量。

在《法哲学》中，需求体系，虽然可以设想为其是内在辩证的财富

（“在这种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依赖性和相互性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

满足其他一切人需要的贡献。通过一个辩证的运动，特殊被普遍所中

介，以至于每一个人在为自己［ｆｕｒ ｓｉｃｈ］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由此

也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①），就直接地臣服于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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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财富“分割”（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的辩证法：

这种普遍资源中分享的可能性———即拥有特殊的资源———无

论如何，一方面是以自己直接的禀赋（即资本）为条件的，另一方

面是以一个人驾驭他人的技能为条件的；后者本身又转而以前者

为条件，也受到偶然的环境所制约，偶然环境的多样性又引发本身

［ｆｕｒ ｓｉｃｈ］就已经不平等了的自然体质和精神［ｇｅｉｓｔｉｇｅｎ］禀赋在发

展上的差异。在这个特殊性领域，这些差异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

切阶段，并且连同其他的偶然性和任意的环境，必然导致诸个体之

间在资源和技能上的不平等。①

在财富分割上的差别绝非是个体的事实，一种独一无二的例外。

这一过程的普遍性同样也表现在“普遍集合”［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Ｍａｓｓｅｎ］②的

多样性之中，表现对社会活劳动的分割和支配之中。

因此权利强加给了在财富组织中社会合作的活的共同体。

活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所预设的同一性与分化、合作和臣服的关

联因而最终也构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概念的内部联系。

事实上，在《法哲学》中权利以三种形象出现：它是抽象法、规范和

禁令，是人格权的否定保护的因素，是社会本身构成条件的因素；在第

二处，它也是直接的、主观的权利和要求———人变成主体、意志和行动

的主动符合。与此种形式相关联的权利（Ｒｉｇｈｔ）的附魅现实（ａｕｒｏｒｅａｌ）

的生命完全类似于生产世界中社会合作的自我构成。权利赋予特殊性

以能力和“在所有层面上展开和发展”③的可能性。它就是行动的自

由，在世界之中特殊性发展为受规定的社会的集体意图：“特殊物自身

反映在一般的福祉中”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从需求体系到财富生产

的劳动的集体增长。劳动，作为被构成的世界，作为塑造的力量，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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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作为生产出来的客观性，因而同时构成了社会和权利立于其

上的发展基础。

但是，权利在《法哲学》中还以第三个、确定的形象呈现：作为伦理

世界的有机纽带，伦理制度，整个社会世界的确定的联系。正因为如

此，对黑格尔来说它的出现是真实的精神，是从特殊性向普遍性、从有

限到无限的过渡，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权利定义的整个过程受到了调

整，法律与合作结为一体的纽带完成了，被升华为臣服中合作的纽带。

自由，变成“实体性的自由”———几乎总是退回到无法到达的否定性背

景之中———完全臣服于人类建构的世界，被看作自由的集体事业。其

合作和集体积极生产的辩证法消解到背景之中，这一背景完全把自由

封闭在对绝对过程的臣服之中———对先于任何类型过程的绝对来说：

“这一理念就是存在，是精神的永恒自在、自为和必然性。”①确实，

相对于私权［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和私人福利，即对家庭和市民社会这

两个领域而言，国家一方面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和更高的权力，相

对其本性，它们的法则和利益都从属于并依赖于这种权力；但另一

方面，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普遍的和

最终目的与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

［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②

但是，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一双重性，即国家同时是市民社会

的否定又成为市民社会的真理，只是表面上的双重性，因为变为真理就

包含在臣服之中，这个过程只是在否定上是真实的。因此，为了建构现

实，将社会劳动体系置于权利体系之中确实行使了它的实体性功能，并

能继续成为它（权利体系的）的条件，只要它让自身完全臣服于国家。

国家是最终意义上的伦理现实：社会和合作的世界之所以是现实仅在

于它们自身臣服于国家的行动。臣服（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渗入进合作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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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留下它的印迹。臣服，国家的现实性，本体论上内在于构成合

作的辩证过程之中，它呈现为社会合作的因素，而社会合作给予臣服以

确定的存在。劳动是国家的最终基础。对社会活劳动的控制是国家的

劳作。

二

作为劳动和它的组织化的权利与国家思想完全地、清晰地出现在

《法哲学》之中。它是一种关于劳动及其确定组织的思想：资产阶级和

资本主义。

这一点直截了当地出现在黑格尔的分析前提之中，这种分析是彻

底地以斯密和李嘉图式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为条件的。因此，价值

在劳动的源头就被肯定了；然而，无论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它还需要翻

译为交换价值的普遍性：

物［Ｓａｃｈｅ］在使用中是一个单一物，由质和量所规定，并与特

定的需求有关。但是，它的特殊效用，作为可量化的规定，同时可

与具有同样效用的其他之物比较，正如，该物所满足的需求同时也

是一般的需求。……物的这种普遍性———它的简单的规定性是从

物的特异性［ｐａｒｔｉｋｕｌａｒｉｔａｔ］中产生的，其方式同时也是从这一特定

的质中抽象出来的，———就是物的价值。物的价值的真实实体性

得到了规定并成为意识的对象。①

在第二处，关于劳动和它的组织化，黑格尔话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

主义的规定性源自他把不平等设定为规定劳动过程主体的基本条件。

这不是简单的、自然的不平等②，而是生产过程不同功能的升华（也就

是说，不得不如此）：联合使臣服成为必要，劳动的合作使价值维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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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差异成为必要，劳动使命令和资本成为必要。①

第三，结果是黑格尔式市民（ｃｉｖｉｌ ｍａｎ）概念将交换规则视为至关

重要：市民，作为“资产者”②，必然在社会臣服的整个机制中———作为

阶级的集体———遭遇到抽象的可交换需求（在社会中，所有人首先是

商品）的必然性和扮演一个确定角色的可能性。

因而，黑格尔，这个法哲学家，是一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劳动组

织的哲学家。

黑格尔思想不仅是对现行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化和证明。不仅仅

是要恢复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理论直觉。在这些之

外，还有一个资本的乌托邦，即对关系的现实性和现实的合理性这两个

前提之间超验和促进关系的完美定义。如果关系的现实性是对事实状

态的神圣化，是观念与现实之间平和的绝对内在主义，是征服被规定为

平和，那么，黑格尔就能把资本当作资产阶级规定性之下的绝对秩序

化，除此之外，还有对现实的合理性完全辩证的肯定。因此，启蒙的革

命激情有意识地臣服于资本的必然性。

国家是伦理生活的现实性，是劳动的现实性。它首先是这种绝对

同一性的起促进作用的合理性。源自合理的内在本质的张力会动摇一

个把现实的当作合理的、当作正当的世界。某种未被满足的理智意志，

未被满足的以行动来统治的意志，一种行动的理智就会因此横穿整个

图景。在那里，一切事物似乎都完成了，一切事物又都未完成。在那里

似乎规定性取得了胜利，而现实的实践性（ｐｒａｔ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的边缘却暴露

出未限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控制和发展管理的尺度下发生的，

都只能在实现了的伦理理念、在国家之中寻找它自己的确定条件。它

是国家的本质，是作为劳动世界屈服（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的完成性之资本的

本质：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自主的和自我运动的。抽象的伦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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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动本质发现自身是现实的推动者。如果现实的东西是劳动，现实

的秩序是“资本”，如果合作与臣服之间、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就是

国家，那么，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国家就是发展，就是必然发展的资本。

作为资本的国家是作为发展的国家。权力在发展并通过发展来执行。

国家是动态的组织，它视权利为社会框架内确定行动的展开，把一切社

会行动带回到既有的理性秩序的总体规定性之中。

在这里，在事件的非连续的系列中再次发现普遍性，在内在经验的

自洽宇宙中建立起行动联系，在个体意义与总体意义之间确立起必然

的联系，就成了一个需要回应的任务。科学通过这一过程完成了自身

并得到满足，在自身中感觉到绝对：在作用中，它得到证明，它总是被设

定为客观的，虽然结果包含在每时每刻之中。战胜了部分之间张力而

来的平静，反之亦然，部分的规定性都和谐地放到总体的运动之中。资

本家提升世界、碾碎它、把它重建、完全统治它的紧迫感———是从来不

会停止的，总是一项坚韧不拔的要求：这一迫切性被黑格尔主义转译成

科学。从乔瓦尼·金蒂雷到卡尔·斯米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ＥＮＴＲＥ ＤＥＵＸ ＧＵＥＲＲＥＳ）的欧洲知识分子已经知道，这就是它的护

教使命。

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永恒财富包含在这样一种

理性形象之中，它同时是已然的（ｇｉｖｅｎ），又是超越的和未完成的，就如

同国家既是发展的又是完成的一样。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资本主义自

身生产的图景了，发展和危机、改革和压制的永恒交替，是由其存在所

决定的。关于资本国家（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这一总体的、动态的筹划，没有

什么其他著作比《法哲学》提供更好的解释了。既不是黑格尔的美学

也不是逻辑学，甚至不是他的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在努力给出这一完

整的图景。《法哲学》毫无破绽地给出了一个实证性和理念（Ｉｄｅａ）的

和解的图景，而这幅图景不是宗教直观的非确定性，不是历史叙述的粗

糙性，不是美学愿景的不稳定性，不是逻辑过程的形式主义，所能扰乱

的。事实上，在《法哲学》中，权利的单纯实证性和单纯的国家规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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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理念更能自我维持；相反，在此起作用的是通过劳动实现的社会生

产的完全的实证性。这一密实的社会现实———单一性地显现和消解在

理念过程中———就是《法哲学》努力达致其全部轮廓的动态的实证性

的尺度。它是这样一幅图画，既可从社会结构是实证的这一点读出它

的僵硬性，也可解释同一社会结构必然是动态的，为了深刻地和理性地

把握这一图景，需知这一资本决定的世界是在当代才完全达到的。

《法哲学》这一内部结构的完成既使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哲学和

政治思想得以繁荣，同时也禁锢了它。当一个人想到连续的自我批判

的能动性只是把合理性和实证性的活生生的联系强加于资产阶级思

想，只能使之成为一个宽厚大量的实证的囚笼。实证性意义上的 １９ 世

纪进步概念与此（通过它，１８ 世纪的理性主义得到了扬弃）紧密相联；

历史主义的乐观主义；一波伟大的科学思想自身：如果不把它与这样的

直觉，即运动自内部产生因而并不失去其实证性的构成，所有这一切都

是不可理解的。在人类历史上，以黑格尔的方式，秩序变成了进步主

义，权力变成了改良主义。按照黑格尔主义的名义，资产阶级拥有更新

旧的东西的可能性，文艺复兴的革命要求，对它的怀旧迄今为止并没有

完全消失。

但是，囚笼总是囚笼，即使它被镀了金———总而言之，如果它把资

产阶级思想只理解为压制和粉碎社会劳动，如果它只是对以剥削总体

活劳动为前提的发展秩序进行资产阶级辩护。发展、统治、财富：但这

些“会与对它们进行无限抵抗的物质有关，即跟成为自由意志所有物

的特殊种类的外部手段有关，因而这种物质的抵抗是绝对顽固的”①。

在此，绝对的铁笼子动摇了，它确实发现了它的对立面。而“绝对顽

固”的东西是不会接受理性、国家计划的构成结构。

当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到所有这些时，正如绝对安于内部危机一

样，它仍然不会力图解放自己。黑格尔式思想强加给我们的囚笼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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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金光闪闪了；相反，它是戏剧性的。我们经历、意识和忍受着“无

法解脱的规定性和绝对的顽固”；然而，绝对的铁笼子不能、不会也不

想粉碎自身。在 １９世纪黑格尔主义的神圣化（ａｐｏｔｈｅｏｓｉｓ）之后，２０ 世

纪出现了对理性方案的绝对这一参照系的报复（ｎｅｍｅｓｉｓ），而这一参照

系的最透彻理论正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这一新的艰难获得的规

定性是不能被制伏的。新的辩证法———既处在黑格尔之中又反对黑格

尔———被开启了：但不再战无不胜，而是经常陷入神秘或禁欲之境，而

且总是悲剧式的，总是愈加否定的。

事实上，黑格尔式的理性过程的总体性再也不能构成自身了，过程

中断了；然而，它还想构成其本身。哲学的科学来自被规定性，它想在

绝对视角下重构被规定性。但是，现在绝对顽固的和无法消除的对抗

性现实现身了。总体性要求脱钩了，与它的重新构成的机制疏远了；过

程和结果不再能达致同一。这里，总体性只能以一种无法解脱的双重

论节奏被追求：它是功能意向性（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苦行，重复

着各种模式的超验公式，承载着一种不能把握绝对的现象学重负。倒

过来，它是对意义世界、历史给予的接受，在总体的本体论上有说服力

的意义的缺场中，历史的给予被紧抓不放：这里，绝对变成了通例，给予

的东西醉醺醺地被神秘地肯定，屈服于它无法打破的权力。最终，它将

意识到，意义与本体论事件之间的纽结是无法解开的，规定性与总体性

之间关系也没有结论：“总体是不真的”。但是，在这一发现背后是多

么可怕的命运啊！否定痛苦地被它所依赖的对绝对内容的怀旧所限

制。黑格尔式现象学以颠倒的形式再次被经历：不是一个带它向《法

哲学》的资本主义结构的顶峰的过程，而是倒过来，从对它的批判开

始，在构成这一过程的一系列矛盾之中，在一种今天无法解决的一系列

矛盾中，越陷越深。黑格尔的总体性消解在构成自身而又无法加以克

服的矛盾之中。此“伦理中的悲剧”不再是总体性的条件，而是过程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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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黑格尔国家和权利思想的轨迹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的：黑格尔式思想的影响是如此复杂，影响深远，它也是有效的，起码潜

在是如此，即使是以矛盾的方式。

如果劳动的拒不臣服的规定性在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中被感受

到，以至于把它引向绝望的结局这一事实是真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是，

这一特殊性确实也历史地上升到对一般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对，而这

一利益就体现为黑格尔式的国家形象。始于 １８４８ 年，接着在 １８７０、

１９１７年的工人阶级革命行动中，特殊的工人成为主体，提出并与受压

迫劳动的国家统治机器相决裂，似乎黑格尔式国家意识形态终结了历

史解释：

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互相对立；

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立。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

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的资本。对立的两极的特点

不同。①

然而，此论断还没有被证实，或只是以乌托邦的、革命的、希望的形

式被证实。实际上，已有社会主义的真实经验证明的是连续性———我

们看到，是与黑格尔式国家实践之间的悖论式连续性。革命作为资本

主义制度再次被组织起来；社会主义带上了国家的形象。在革命工人

的军事合作中，首先见到的是，由于经济过程的结构中生产功能的迫切

性和积极性，国家结构中的平等式参与（ｅｑｕ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阶段

性地被支配型参与（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ｐａｒ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取代的必然性。渐渐地，

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在教育中、在政治意志的管理中的自由参与被摧毁

了，被臣服于经济机制的必然性。社会主义被赋予了黑格尔式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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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特殊的工人的利益，它的“顽固性”，因而不能够从这种一般的

利益中，从一般的臣服计划中解放自己。马克思在《大纲》中已经注意

到，“要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要扬弃资本，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

的要求”①。

确实，事情有一些变化。在这里，正如在黑格尔思想的发展中，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建构的关键阶段中，权利和国家也没有提出超越劳

动世界的必然性———包括在辩证法的终点，在《法哲学》的“从市民社

会到国家过渡”的章节中，或从占有者的第二阶级到普遍阶级中也是

如此。即使劳动者被推向普遍阶级的圈子，也只能在合作和臣服的辩

证法中发现自己，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在这里中断了———在劳动过程

之外———它庆贺其政治的自主性和升华。在这一新的经验中———它想

成为否定的经验———黑格尔主义悖论地继续存在着；它发现了一种更

亲密的一致性。绝对并没有斩去它的劳动之根，秩序并没有与预设和

构成它的辩证法相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国家在劳动

中整体塑造的模式的连续性。劳动与权利，合作与臣服，社会与国家，

在结为一体的封闭的共同体中，在辩证发展的所在层面上一同出现。

这里，《法哲学》的囚笼也伸向它的一个潜在否定。它战胜了它。

在不仅仅怀疑，而是否定这一点上，它战胜了它，深化了背景的连贯性。

似乎是颠覆的东西表现为彻底的肯定。令人恐怖的国家被再次提议作

为伦理观念的实体，精神普遍联系的特殊性的答案。确实，它是一种

“起作用”的精神，难道《法哲学》不是一开始就认为是“最高自由的辛

苦劳作”吗？

在黑格尔式国家和解的公式中，起义者，不臣服的特殊性，难道就

没有能力解决它的问题吗？或者说，难道不可解决的对抗就不会———

在极端的最终尝试之后———找到使自己深化的恰当领域吗？不再仅仅

是反对权利，不再仅仅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劳动，这一最终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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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就不能表现为其普遍的可理解本质，不能作为解决合作和臣服之

间关系的关键吗？

不臣服的特殊性运动的迅猛推进———完全超越了黑格尔式社会主

义囚笼所施加的限制———表明通向自由之路恰恰是反对劳动之路，而

这是不能在黑格尔式的绝对方案中实现的。作为科学和实践，革命必

须把自己从黑格尔主义中解放出来：精神的生产如同劳动的生产一样

表现为一个囚笼，一个剥削与发展、劳动与资本主义进步的启蒙乌托邦

相结合的当代的终极之神。作为非臣服态度的一般条件，对劳动的大

众拒绝必须攻击合作与臣服的黑格尔式妥协（既包括资本主义的，也

包括社会主义的）。首先，合作必须解散，转向反对臣服，在臣服中去

发现“作为客体，作为绝对的悲惨”，不是作为合作者，而是“作为财富

的一般可能性的主体和活动”来反思自身。“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

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

［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在资本上，财富是作为对象即作为

现实性而存在，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

得到实现。”①因为首先，劳动必须打破把它与国家联合在一起的实体

主义的定义：拒绝劳动本身同时就是迈向拒绝国家，它作为自由的集体

事业而肯定自身。社会的活劳动的组织因此托付给一般人类所要求的

幸福和财富，自身的发展，并反对任何臣服的因素。

在拒绝劳动的社会实践中，斩断合作与臣服之间的联系就是恢复

特殊性的顽强；它使之作为行动的特殊性、主体成为现实。从特殊者的

行动开始，另一个世界，一个真正地建构的“第二自然”非常丰富的可

能性被打开了。但是，批判地说，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拒绝劳动，在黑格

尔式绝对过程的最彻底的维度上，把特殊性的顽强作为最深刻意义上

的否定而加以赞扬。对粉碎黑格尔《法哲学》宇宙必须在其源头上发

生：超越权利和国家的必然性，它们无论如何不是源头性的，它们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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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化过程的必然性的真实内核，是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必然性。

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辩证法内容可供讨论；这里不能重复对辩证法

的新黑格尔式（ｎｅｏ－Ｈｅｇｅｌｉａｎ）改良的形式化事业：作为一个辩证过程

本身，它应该拒绝被认作是特殊内容，即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充分形

式。拒绝劳动要深入拒绝辩证法，彻底消解劳动主体与臣服的必然性

的组合，彻底地肯定特殊固执的集体现实是不可取消的。

从这里向前走，这一过程必须赋予断裂的能力，理解为一系列的斗

争：特殊性显示自身是自在的，是活动，是内在的斗争，一种在任何可能

意义上都更加一般的东西。这里不存在重构的必然性，因为特殊性的

固执并不承认他者的剥削，不再去把握对立面的同一；只存在着特殊性

自身的深化，通过回转发现新的普遍性，一种集体特殊物向自身的开

掘。现实性并不是辩证的，而是部分的、自主的、独特的；现实性不是普

遍的，而完全是单方面的（ｕｎｉｌｔｅｒａｌ）；它是通过把自身建构为特殊权力

的参与和冒险。

最后，在辩证法之外，在纯属神秘化的任何构成过程之外，在劳动

作为对立面的综合之外，在哲学以理想取代现实和特殊的领域之外，对

劳动的拒绝就把《法哲学》之发现的后果描述为：“它是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和组织剥削的资本主义实践的最高指示。”这里，特殊者的思想，

一旦把自身从劳动辩证法中解放出来，就把自身从哲学作为现实辩护

的午夜幽灵中解放出来：密勒发的猫头鹰必须从我们的夜晚中消失。

在他诞生两百周年之际，我们向黑格尔，向这位《法哲学》的伟大

思想家的致敬是尖刻的———如果我们意识到他的反思中包含着意识形

态（虽然不断加以更新）的宽大基础，而这种意识形态意欲人剥削人，

虽然它承认解放的希望却又对它加以禁锢，就应该这样做。对这种思

想的必然性的历史认识，即对 １９世纪的开端和成熟的资本主义而言是

必需的，就是对它的削弱和改变。我们要警惕黑格尔哲学带来的神秘

化后果和对一个半世纪思想史令人窒息后果的意义。神秘化，对革命

要求的政治扭曲，都指向黑格尔。让我们迈过我们道路上这一难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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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障碍！让我们解放我们的实践，从这种幻想中解放我们的思想！

也许只有仇恨，即让我们思想不断壮大的不屈特殊性的表达，才能界定

我们与黑格尔关系的性质。

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情感，带着它的厚重，仍然矛盾地把我们与他

捆在一起。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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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交换社会的逃脱
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
———从阿多诺哲学出发的一个考察

孙　 斌　 张艳芬

摘要：在由交换关系所统治的社会中，作为交换原则的同一性把有

差别的东西还原为抽象的量，由此必然带来社会的物化。社会如果要

继续再生产出它的成员的生命，就必须超越交换的概念。阿多诺关于

艺术乃是社会的社会性反题这个判断正意味着对交换的概念的超越，

即对交换社会的逃脱。一方面，艺术凭借它对社会的反对而变成社会

性的，另一方面，社会在它最远离社会的艺术作品中最强烈地活跃着。

作为结果，质的方面由于对交换的超越而得到恢复，事物成为不可替代

的，而幸福毫无例外地系于不可替代东西。但是，阿多诺又指出，艺术

是永远被打破的对幸福的允诺，艺术作品使人想起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在被救赎的世界中，一切都如其所是，可是一切又全然有别。

关键词：交换　 艺术　 社会　 幸福

在这个时代，人只能以一种唯一的方式即交换来换取属于自身的

东西并进而换取自身。交换，在它的这种须臾不可缺席的意义上，不仅

构建起了以交换方式呈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使得社会在这样

的关系中成为一种社会实存物，即阿多诺说的，“真正使得社会成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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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存物的东西，从概念上并从现实上构建起它的东西，乃是交换关

系，交换关系无形中把所有参与到这种社会中的人都捆绑在了一

起。”①接下来，所交换的东西———根据交换的等价特性———必须废除

其自然的、具体的属性上的差别，而代之以社会的、抽象的属性上的同

一。那么，有无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从交换社会中逃脱出来？对此，阿多

诺以他的辩证法考虑了对社会的社会性反对，它被表述为一个短语

“社会的社会性反题”。阿多诺将可以充当这个反题的东西指认为艺

术，他说，“艺术乃是社会的社会性反题”②。也就是说，阿多诺承认对

交换社会的逃脱是可能的，并且，这种由艺术而来的逃脱恰恰是社会性

的。对交换社会的逃脱意味着经验到不可替代的东西。在阿多诺看

来，幸福就系于那不可替代东西。

一、作为交换原则的同一性

在交换价值的支配下，人被降低为客体，即阿多诺说的，交换价值

的支配“先天地阻止主体成为主体，并且把主体性本身贬低为一种纯

粹的客体”③。这意味着，交换所关涉的不是被直观到的客体，而是由

主体性的被贬低所形成的客体。这样的贬低使得人的需要以及效用发

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些改变足以使人本身被另外的东西所取代。也就

是说，交换社会中的客体的需要及其效用并不是客体天然具有的现实

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由精神性的东西以假象的方式配

置出来并强加于上的，这就如同阿多诺所说的，“与使用价值相比仅仅

是一种精神配置的交换价值，支配着人类的需要并且取代了它们；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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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着现实。在这个程度上，社会是一个神话，对它的说明一如既往地

必要。”①把社会指认为神话，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关

于启蒙回复到神话的观点，因而也使我们对启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

在关联获得了考察的角度。不过，就这里而言，我们所获得的更为直接

的是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关系的一种考察角度。这是因为，如

果人们认为使用价值来自于现实的东西，那么就会对交换价值的支配

产生质疑。比如，“马克思澄清了下面这一点，交换价值从使用价值中

区别出来，获得了一种独立性或者说自主性，正是这种独立性或者说自

主性界定了商品，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界定从来不是完全的，因为最终

所交换的乃是使用，而且，如果某样东西不再是可使用的，那么它也就

不再是可交换的了。”②然而，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东西

包括商品以及作为商品的人的可使用或者不可使用都不是由它们本身

所决定的，而是由如同神话那般的社会所决定和管理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谈及了客体的可用与不可用，他说：

“管理员事先把人看作是他根据可用性或不可用性来加以估价的客

体。”③在这个出自“被管理的世界或者：个人的危机”一文的判断中，

客体由以得到估价的可用性以及不可用性被归结到了管理员，而管理

员所写照的就是社会的无所不在以及无时不在的中介。在交换社会，

一方面，就这种可用与不可用是被中介的而言，它们不是出于事物自身

的缘故，而总是为着其他的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就交换是基本的社会

关系而言，根据这样的可用所形成的交换刻画了事物的存在。阿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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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黑格尔研究中分析道：“……万事万物存在于其中并且仅仅为

别的东西而存在于其中的普遍交换关系，在这样一些人的支配之下，他

们把持着由他们做主的社会生产；这种支配在哲学上受到崇拜。……

没有什么东西是为着其自身的缘故而存在的世界，也是释放生产的世

界，这样的生产遗忘了它的人的目的。生产的自我健忘，交换社会的不

知足的和破坏性的扩张原则，在黑格尔形而上学中得到了反映。”①也

就是说，事物的可用和不可用不是出于它们的天赋，而是在支配者或管

理者所把持的社会中被生产出来的。

由此，在有用和交换的问题上，我们也获得了一个视角来看待阿多

诺这里所提及的黑格尔，黑格尔曾经说：“正如对于人来说一切都是有

用的，同样地，对于一切来说人也是有用的，而人的天职恰恰在于，使自

己成为团体中的一员，既对共同利益有用，也对一切可用。他为自己利

益的操心程度必定也相配于他为他人的服务程度，并且，他为他人服务

多少，他就为自己操心多少：一只手洗另一只手。但是，无论他置身于

哪里，哪里都是他适当的地方；他既利用别人也被别人所利用。”②这里

所说的有用以及由有用而来的利用与被利用，仿佛是基于人与一切的

天赋对它们的普遍本质所做的刻画，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并且总是

社会中介的结果，确切地说，是交换的结果。对此，我们或许也可以考

虑《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归纳亚当·斯密的论述时所

说的一番话：“人的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不如说是

它的结果。也只有交换才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同类而不同种的动

物的特殊属性生来就比人的禀赋和活动的差异显著得多。但是，因为

动物不能从事交换，所以同类而不同种的动物具有的不同属性，对任何

动物个体都没有用。……人则不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和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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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互为用……”①不过，在这里更为要紧的，不在于分工使得人与

人之间在才能上产生了彼此的差别，而在于这种差别既然是由于交换

而产生的，那么它必然同样由于交换而消失———因为人非但不是通过

这些有差别的才能来成为自己，反而是通过出卖它们来取消自己。简

而言之，在交换社会中，建立在差别之上的有用性仅供出卖之用，即马

克思所说的，“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变成可以出卖的，就是说，变成有用

的”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分工即交换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为了废除

差别而制造差别。

不管人们在劳动分工中被赋予怎样的差别，他们都与这些差别无

关，因为他们与这些差别之间不存在一种能够体现他们的质的内在关

联。这样一来，每个人似乎都由于分工而从事有差别的劳动，但实际上

恰恰是由于分工而从事无差别的劳动，即无差别地出卖自己的有用性。

阿多诺说：“……作为日益推进的分工的结果，工作过程变得越来越相

似了，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即，据认为由分工而来的质的差别最终

被废除了———又一个辩证的主题———所以，作为这种分工的一个逻辑

后果，到最后，任何人能做任何事。”③这里所说的“任何人能做任何

事”就如同杜威在谈到劳动者时所说的，“他可以做一百件其他工作中

的任意一件，以作为获取报酬的一个条件———他经常就是这么做

的———并做得同样的好或者坏。”④这些论述提醒我们，既然不存在质

的关联，那么人们对于有差别的分工来说是可以彼此替代的，正如有

差别的分工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可以彼此替代的。而且，正是因为这

种彼此替代，人们才能更加有效地、更加彻底地出卖自己。那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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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或者说交换的尺度是什么呢？回答是量———一种与质形成截然对

照的尺度，同时又是等价交换所必须遵循的尺度。阿多诺和霍克海

默这样描述道：“资产阶级社会被等价性所统治。它通过把不同的东

西还原为抽象的量而使之成为可比较的。”①量之所以是抽象的，很大

程度上在于它采取了废除具体差别的同一性原则：只有同一性的东西

才能归于量的计算之下。这种同一性原则可以在经济学上得到分析和

批判。

在经济学上，同一性原则与社会劳动时间有关。阿多诺说：“古典

政治经济学证明，就像马克思在轮到他时所做的那样，作为等价形式位

于货币之后的真正单位乃是社会劳动时间的平均必要的数量，当然，它

随着支配交换的特定社会关系而得到修正。在这种就平均社会劳动时

间来说的交换中，所交换的客体的那些特定形式必然被忽视；取而代之

的是，它们被还原为一种普遍单位。”②在这里，由平均社会劳动时间而

来的普遍单位，作为一种量的东西，正是被取消特定形式的抽象同一的

结果。只要万事万物不是为着自身的缘故而是为着其他的东西而存

在，这样的同一就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或他们必须依靠可被量化的

同一性的东西来进行交换。那么，这样的交换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发生？

阿多诺的回答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说：“交换是神话式始终如一性

的合理性形式。在每个交换动作的同比中，一个动作取消另一个动作，

账户余额为零。如果交换是公平的，那么没有什么会真正地发生，万事

万物都保持原样。”③我们发现，这番话所陈述的是阿多诺反复思考的

问题，他在一次讲演中以与之相仿佛的词句说道：“如果交换是公平

的，那么就什么也没有发生，每样东西都像它曾经所是的那样，人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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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抵消，事物就像它们从前曾经所是的那样。”①阿多诺的这些话道明

了交换的真相，即时刻发生的交换使得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所有的一

切都始终如一。

可是，始终如一的只可能是物，而不可能是生命———“世界被物

化，被剥夺人类关系的直接性，被抽象的交换原则所支配”②。作为结

果，交换社会不管它从表面上来看多么活跃，从实质上来看却只有没有

生命的物的那种死寂。而死寂这种最无差别的同一恐怕正是对同一性

原则的严格刻画。这样一来，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同一性原则的

批判，就不仅仅是指出客体那些遭到忽视的有差别的特定形式，而更是

要指出以同一性为其原则的交换社会必须被摧毁和超越。因为只有这

样，社会才能真正作为社会再生产出它的成员的生命，而不是像在交换

社会中那样，人们以他们由交换所获得的货币和财富来作为他们被剥

夺的生命甚至人性的补偿，即如马克思所说，“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

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③。货币和财富

作为可度量的、同一性的物，乃是死寂的东西。这些都表明，在资本主

义交换社会，对于社会的分析必须转向对于社会的批判，或者说，分析

就是批判。所以，阿多诺阐述道：“……社会的概念不再成为那种看起

来空洞的抽象……这样的一种社会概念通过它的本性而变成对于社会

的批判，因为它所涉及的客观地位于社会本身之中的交换过程的展开

将以摧毁社会而告终。证明这一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真正意

图。因此，社会如果要继续再生产出它的成员的生命———正如我们今

天应当详加阐述的东西那样———就必须超越交换的概念。”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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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成为社会的社会性反题

艺术成为社会的社会性反题，正意味着对交换的概念的超越。那

么，在何种意义上，艺术是社会的社会性反题？对于艺术和社会的关

系，就社会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而言，我们通常会将其指认为是程度不同

的共谋或者批判。但是，在阿多诺看来，情况是复杂的。这种复杂不是

指共谋或批判的指认过于简单，而是指社会在艺术作品中的“出现”不

那么简单。阿多诺说：“社会不仅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而且也以论辩真

理的形式‘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这易于导致历史哲学的神秘化。思辨

很容易成为这样一种想法的牺牲品，即认为在社会和艺术作品之间有

一种被世界精神预先设定的和谐。但是，理论必定不屈从于这种关

系。”①这样的出现之所以受到质疑，很大程度上在于艺术作品并不是

社会得以出现于其中的载体———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个

社会过程，不管它承载什么甚至不管它是不是载体。脱离这个过程来

讨论社会和艺术作品及其出现的关系，就会造成它所涉及的内在方面

的抽象化或者神秘化，而社会和艺术作品的关系就会成为一种被某种

外在于它们的力量所安排的东西，就像阿多诺这里说的预先设定的和

谐。可是，如果不是出现，那么是什么关系？阿多诺之所以拒绝莱布尼

茨单子论中的预先设定的和谐，恐怕是因为他看到它将不可避免地导

致同一性意义上的总体。不过，单子的无窗特性就完全不同了———就

这种特性刻画了单子的互不影响而言，它正是向我们提示了一种彼此

之间的不可还原以及不可交换的状态。所以，阿多诺从这种无窗特性

入手来阐述社会与艺术作品的关系。

阿多诺说：“发生在艺术作品之中并在艺术作品中陷入停顿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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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将被构想为是艺术作品所嵌入其中的那相同的社会过程；根据莱布

尼茨的公式，艺术作品无窗地描绘了这个过程。一件艺术作品的诸要

素遵照内在法则而取得它们的作为一个整体的配置，这些内在法则与

外在于这件艺术作品的社会法则有关。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作为

被剥夺其真实性的单纯形式而返回到艺术作品中，这是因为艺术的劳

动是社会劳动；而且，它们总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在艺术作品中，生产

的力量本身并没有不同于社会生产力，除非它们在构成上缺席于现实

社会。艺术作品中所做或所生产的东西几乎无不在社会生产中拥有其

模式，尽管是隐而不见地拥有。艺术作品的超越它们内在性权限的结

合力起源于这种亲和力。”①在这里，艺术作品的过程之所以与社会过

程相同，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和谐安排，而是由于出自内部的相同法

则。因此，根本不需要操心社会是否以及如何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而只

需要让每一件艺术作品的要素都遵照内在法则，我们就能触及社会的

社会性反题。在这个反题中，一方面，艺术作品拥有社会所拥有的一

切；另一方面，这一切又都是被剥夺其真实性的。一方面，从无窗特性

来看，艺术作品是一种不受社会影响因而对于社会来讲不在场的东西；

另一方面，从相同法则来看，艺术作品又由于分享社会中的模式而超越

了它们的内在性权限。简而言之，艺术作品既是社会所不是的自身，又

是自身所不是的社会。

怎么理解这一点？恐怕还是要通过阿多诺的辩证法。他说：“作

为无窗的单子的艺术作品‘表现’它们自身所不是的东西，这几乎难以

理解，除非是因为它们自己的动力，它们的作为一种自然和对自然的支

配的辩证法的内在历史性，不仅与外在于它们的辩证法有着相同的本

质，而且与它相像却不模仿它。审美的生产力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是

相同的，并且有着相同的目的论；而可以被称作审美生产关系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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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生产力嵌于其中并于其中保持活跃的一切东西———是社会生产

关系的沉淀或印记。”①艺术作品的动力即源自辩证法的内在历史性使

得它们无法被彻底地物化，尽管它们从形式上来看仍然是物并因此作

为外在的事实存在于社会之中；就前一个方面而言，艺术作品是自主

的，就后一个方面而言，即就其与社会发生关系而言，艺术作品又是异

质的。当然，不管就哪个方面而言，艺术本身的自主性是更为基本的，

因为如阿多诺所说，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沉淀的审美生产关系使得生

产力于其中保持活跃。所以，阿多诺紧接着就说：“艺术的双重特性，

即既是自主性的又是社会事实，乃是在其自主性的层面上不断得到再

现的。”②包含于这一双重特性中的张力，使得艺术作品在最是自身的

地方最不是自身，并在最不是社会的地方是社会———前者指社会事实，

后者指自主性的。对此，我们也可以结合《美学理论》英译者罗伯特·

赫洛特－肯特尔在译者导言中所概括的阿多诺的几个主题来加以考

虑，“因此，阿多诺自始至终反复重申这样一些主题：艺术作品是单子，

它是社会性的小宇宙，社会在它最远离社会的艺术作品中最强烈地活

跃着。”③在这里，就我们讨论的社会而言，更为要紧的不在于艺术作品

是作为社会性小宇宙的单子，而在于艺术作品使社会远离社会来保持

社会的活跃。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艺术乃是社会的社会性反题”这个命

题，更为要紧的不是从艺术作品方面出发的理解，而是从社会方面出发

的理解，或者说，从艺术作品方面出发的理解也已经是社会的了。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艺术作品是作为社会的东西来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即阿

多诺说的，“艺术作品能够占用它们的异质性的要素，即它们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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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绕，乃是因为它们本身总是同时就是社会性的东西。”①但是，如前所

述，它们之为社会性的东西，乃是因为它们远离社会。事实上，在阿多

诺那里，这种远离同时也是一种反对。如果结合我们所讨论的对交换

社会的逃脱，就会发现，要逃脱交换社会，就要确立起反对社会的东西，

而这种反对就在艺术作品中。就此而言，艺术作品不是作为涂尔干意

义上的社会事实而具有它的社会方面，恰恰相反，这个社会方面是它要

逃脱的东西。因此，较之艺术的体现着辩证法的生产方式而言，它对社

会的反对是更为重要的，而它也正由此而变成社会性的。对此，阿多诺

说：“如果，在某一方面，作为社会性精神劳动的产品的艺术总暗中地

是社会事实，那么在变成资产阶级艺术的时候，它的社会方面就显而易

见了。资产阶级艺术的对象是作为人工制品的它自身与经验社会的关

系；《堂·吉诃德》站在这个发展的起点。然而，艺术之所以是社会性

的，不仅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集中于其

上的生产方式，也不只是因为它的主题材料的社会来源。更为重要的

是，艺术凭借它对社会的反对而变成社会性的，并且，它只是作为自主

性艺术才占据这个位置。”②这里以及前面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都意味

着，在阿多诺那里，艺术提示了逃脱交换社会的可能途径，而且，这恐怕

也是社会性的社会的可能途径。

这个充满辩证意味的命题体现了阿多诺所思考的规定的否定。在

《否定的辩证法》的一开始阿多诺就明确表示，他既要反对辩证法的肯

定性，又要坚持它的规定性，他说：“本书试图使辩证法从这些肯定的

品质中摆脱出来，而又不减少它的规定性。”③我们正是在“社会的社会

０９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Ａｄｏｒｎｏ，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ｌｌｏｔ －Ｋｅｎｔｏｒ，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２，ｐ．２３８．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Ａｄｏｒｎｏ，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ｌｌｏｔ －Ｋｅｎｔｏｒ，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２，ｐ．２２５．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Ａｄｏｒｎ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Ｂ．Ａｓｈｔ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
ｔｉｎｕｕｍ，１９７３，ｐ．ｘｉｘ．



性反题”中看到了这种工作，即对社会的肯定的品质的反对既不是抽象

的也不是绝对的。换言之，既不从空虚出发也不从理性出发，而是从社

会性的这样一个揭示社会活跃程度的规定性出发。当然，我们知道，规

定的否定是一个出自黑格尔的术语。但是，它在阿多诺那里获得重要的

阐发，他说：“因此，在辩证法的最深处赢得优势的乃是反辩证法的原则：

那种更具算术意味的负负得正的传统逻辑。它是从黑格尔在其他地方

别出心裁地加以反对的数学那里借来的。如果全体是咒语，如果它是否

定的，那么对———化身于这个全体之中的———特殊性的否定就仍然是否

定的。它的正面仅仅是批判、规定的否定；它不是靠着对肯定的幸福把

握而来的一个突然变向的结果。”①也就是说，对于否定而言，它的正面不

是肯定，而只是规定的否定。为此，阿多诺给出了与黑格尔“真正的东西

是全体”②这个命题针锋相对的另一个命题，即“全体是非真的东西”③。

社会，就其代表着某一种不遗漏任何东西的缠结而言，正可以被看作是

一个总体；而现在，规定的否定的运用把它揭示为非真的东西。这意味

着，社会不可能像巫术那样突然发生转向并从而变成真正的东西，与此

同时，看似可兑现为对肯定的幸福把握的交换其实什么也兑现不了。在

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全体是绝对的无，是毫无规定的东西。

事实上，艺术之所以能够对逃脱交换社会的可能途径有所提示，很

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规定的否定的贯彻。对此，阿多诺结合他有关精神

的思考来加以阐述。他说：“只有作为精神，艺术才是对经验现实的反

驳，对既存世界秩序的规定的否定。”④我们知道，阿多诺不止一次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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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归结到精神，他的每一次归结都是耐人寻味的；而在这里，精神对

于艺术来说意味着从经验现实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不是为艺术寻找

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空间，而毋宁是把这个空间建立在经验现实的反面

之上。也就是说，艺术对经验现实的反驳，并不是单纯的个别状态，而

是要通过个别状态对既存世界秩序进行规定的否定。相反地，如果它

诉诸一种直接的全体意义上的反驳，那么它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它所

反驳的东西；事实上，它所反驳的东西也引诱它这么做。

三、对不可替代的东西的经验

对于交换社会的逃脱同时也就是对于同一性的摆脱，因为万事万

物特别是人自身不再在等价性的统治下被还原为没有差别的抽象的

量。换言之，质的方面得到了恢复。在质的上面，它们以及他们无法以

等价交换的方式彼此替代。事实上，前面谈到的艺术作品已经暗示了

这种不可替代性，比如赫洛特－肯特尔在解读阿多诺时就说：“艺术作

品毕竟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当它们被经验时，它们是从内部被经验

的。”①在阿多诺看来，这种不可替代性是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他说：

“在普遍的可替代性中，幸福毫无例外地系于不可替代东西。”②但是，

既然艺术是对经验现实的反驳，既然艺术作品是从内部被经验的，那么

从阿多诺关于艺术是社会的社会性反题的论断中所得出的就是：对于

幸福的经验不是一种经验现实，也不在外部世界。这样的经验被阿多

诺考虑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经验。

不可替代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这意味着它只在它所在的那个地

方，而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可是，它究竟是怎样的呢？阿多诺探寻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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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踪迹，他说：“对于孩子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最喜爱的村子里的令

他快乐的东西只在那里才能找到，只在那里才有而别的地方都没有。

他是错误的；但是他的错误创造了经验的模式，一种概念的模式，这种

概念将以事物本身的概念而不是以来自事物的贫乏投射而告终。”①我

们知道，从交换的角度来说，村子里的任何东西甚至包括村子本身都没

有什么与众不同，即它们都可以通过等价交换得到或失去。因此，这种

只在那里才有的东西，如阿多诺所说，与一种新的经验模式有关。这样

的经验是面向事物本身的。唯有面向事物本身，我们才能从对普遍的

东西的窥视中摆脱出来。阿多诺把这样的经验称作形而上学的经验，

他说：“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经验？如果我们不屑把它投射在据称原始

的宗教经验上，那么我们最有可能，像普鲁斯特所做的那样，例如在像

水獭溪（Ｏｔｔｅｒｂａｃｈ）、棉花溪（Ｗａｔｔｅｒｂａｃｈ）、后悔谷（Ｒｅｕｅｎｔｈａｌ）、月亮井

（Ｍｏｎｂｒｕｎｎ）之类名字所允诺的幸福中想象它。人们认为，去往那里就

会带来圆满，仿佛那里就有这样的事。真的到那里却使这允诺像彩虹

那样后退了。然而，人们并不失望，人们感觉到只是自己太近了，因此

而看不到它。风景和决定童年意象的地区之间的差别大概根本不是这

么大；对于相同社会阶层的许多孩子来说，普鲁斯特在伊利耶所看到的

东西也会在其他地方看到。但是，这种普遍性所形成的东西，即普鲁斯

特的表象的真实之处，乃是人们无须窥视普遍性便在一个地方所着迷

的东西。”②当人们在某一个地方着迷的时候，他们并不把这个地方当

作普遍的东西的样本。事实上，他们内在于它之中，而并不把它当作一

个可以用普遍的方式来指认的对象，亦即不把它当作外在的对象来加

以窥视。在这样的形而上学经验中，那个地方以它的名字对幸福作出

允诺，尽管在外在的和普遍的对待中它会后退和消失。换言之，我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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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过普遍的东西来经验幸福，这就如同阿多诺所说的：“那个否认我

们幸福的世界是充满普遍性的世界，是普鲁斯特的经验改造所坚决反

对的世界。”①可以说，阿多诺由普鲁斯特的经验改造所阐发出来的形

而上学的经验正是幸福的经验模式。

从这样的形而上学的经验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幸福乃是一种我们

身在其中以至近得看不到它的东西。对此，我们可以在阿多诺一个关

于形而上学的讲演中看到明确的阐述，他在那里同样援用了普鲁斯特

的那个例子，他说：“当一个人小时候度假并读到或听到像月亮井、后

悔谷、火腿井这样的名字时，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只要他在那里，在那个

地方，那就是它了。这个‘它’———‘它’所是的东西———很难说是什

么；人们或许也会循着普鲁斯特这里的轨迹说，它是幸福。当人们后来

抵达这样的地方时，它根本不在那里，人们没有找到‘它’。……人们

就在这现象之中，并感觉到，由于完全在它之中，所以他们实际上并不

能看到它。……幸福的人离幸福太近了以至于不能够在意识中拥有朝

向幸福的立足点。”②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幸福的即便他在幸福之

中，那么幸福对他来说似乎也是无比遥远的，因为他甚至无法凭借意识

的朝向来估算他与幸福的距离。这意味着，当对幸福的经验被考虑为

形而上学的经验时，形而上学的经验并没有把幸福把握在自身之内。

事实上，在阿多诺看来，形而上学的经验根本未曾触及幸福，它们之间

的关系是一种外在遥远而内在相合的关系，他用星座这个源自本雅明

的术语来说明这一点：“因此我想说，幸福———在形而上学的经验和幸

福之间存在着一个极深的星座———是某种内在于对象之中同时又远离

于对象的东西。”③只有在关于幸福的形而上学的经验中，幸福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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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内在又远离的东西。这种内在又远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表

明幸福不是某种同一性的东西，亦即它没有在意识活动中被思维所同

一。尽管如此，根据规定的否定，这个没有被同一的东西的规定性并没

有减少，换言之，内在和远离实际上是要以这种方式给出规定。那么，

这个规定是什么呢？一个地方。阿多诺说：“只有在一个得到规定的

地方，才允许引起对幸福的经验，对不可交换的东西的经验。”①而我们

也已经在前面所说的月亮井之类的地方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以及在

这里，幸福和不可交换的东西都以可以相提并论的方式起作用。

进一步地，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空间尺度，阿多诺还考虑了幸福的时

间尺度。他的这个考虑是从另一个比喻即作为原初庇护的母亲开始

的，他说：“对于幸福而言，同样为真的是：人们不是拥有幸福，而是在

幸福之中。事实上，幸福不是别的而就是被包含，在母亲中的原始庇护

的一种后像。但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哪个幸福的人能够知道他是幸

福的。为了看到幸福，他必须出离于它：就好像他已经生出来那样。说

自己是幸福的人是在说谎，并且在对幸福的祈求中违背幸福。唯有这

样说的人才是守信的：我曾是幸福的。意识和幸福的唯一关系乃是感

激：它的无与伦比的尊严就在于其中。”②在这里，以母亲为喻的包含再

次道明幸福是从内在的方面来考虑的。不过，我们更重视这里涉及的

时间尺度，它表明：只有在过去时中，对于幸福的表达才是妥当的，而在

现在时中这样的表达就成为了一件悖谬的事情。作为结果，或者在幸

福中而不知道幸福，或者知道幸福而不在幸福中。不过，这里所说的知

道作为一种意识活动也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将幸福当作认识对象，而

是将幸福当作感激的对象。也就是说，不是在反思中认识幸福，而是在

回忆中感激幸福。但是，显然，回忆不会在经验现实的层面上改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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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换言之，对幸福的心怀感激改变了内在的一切，与此同时任外

在的一切继续如其所是。

这样的景象是艺术所救赎的世界的景象，阿多诺说：“在其与经验

现实的关系中，艺术作品使人想起这样一种神学现象，即，在被救赎的

世界中，一切都如其所是，可是一切又全然有别。”①不难发现，这样的

现象所透露的更多的是一种否定性的东西。接下来，即便幸福由于救

赎而在这样的关系中有所显现，那么它也不能由此而保持一种如其所

是的地位，而必须同样向着那些全然有别的东西让出自身，这就如同阿

多诺说的，“幸福不是不变的；只有不幸的本质才始终一成不变。”②如

果我们想在这个问题上获得更多的思考，那么我们也可以追踪到阿多

诺的以下判断，即“艺术是永远被打破的对幸福的允诺”③。正是由于

允诺被打破了，所以幸福并不以一种肯定的方式存在于将来或者别处，

毋宁说，它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存在于现在或者这里，即对当前的资本主

义社会的实践进行批判，因为后者正是幸福的妨碍。对此，阿多诺说

道：“艺术对幸福的允诺不仅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实践妨碍了幸福，而且

意味着幸福是超越于实践之上的。实践和幸福之间的深渊由艺术作品

中的否定性的力量来度量。”④这一点是重要的，即那被度量的东西既

不是实践也不是幸福，而是它们之间的深渊；换言之，艺术作品作为一

种否定性的力量，既没有取消实践也没有带来幸福，而是让我们知道并

面对那深渊。或者说，我们已经在这深渊之中，艺术作品只是在度量

它。有必要说明的是，实践从来不是抽象的人类活动，在今天，它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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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就像我们已经道明的那样。由此，我们就不难

理解实践中的暴力了，“暴力对于实践来说乃是内在的，并且在它的升

华之中得到保持，而艺术作品，哪怕是最为侵略性的艺术作品，则代表

非暴力。”①暴力再次使实践成为艺术的反面，同时也更扩大了它与幸

福的深渊。

借助于艺术，阿多诺让我们窥见了对于交换社会的逃脱途径。那

么，逃脱之后又怎样呢？阿多诺下面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艺术出

离然而又没有出离世界；它所反映的世界仍然是其所是，因为它只是被

艺术所反映。”②但同时，就像前面所援引的，在由艺术作品而得以呈现

的被救赎的世界中，“一切都如其所是，可是一切又全然有别”。

（作者单位　 孙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张艳芬，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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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危机与
劳动者的“乌托邦”

———兼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洞见

喻 麓 丹

摘要：在阿伦特看来，由现代“理性主义的错误”和判断力失效所

表征的现代性危机是与对“权威”的感觉的丧失共存的“世界的异化”。

相对于这个以抽象的“平等”和“消费”为普遍原则的大众社会及其“自

由”理想来说，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对“感性劳动”的回归和对“废除劳

动”的强调从根本上是在对传统自然观与现代自然观的对立形式本

身，以及在黑格尔对二者进行了统一基础上的再颠倒来完成的。而

她与马克思在“劳动”地位上的表面分歧实则是基于这样一个洞见：

马克思所用的传统词汇及其颠倒形式显现出一种因传统与现代同享

的“感觉与超越物”的二分结构的终结，在以“占有”和“增殖”为原则

的，乃至思想混乱的现代社会中讲述“超越性”才会显示出的矛盾

形式。

关键词：现代性危机　 阿伦特　 自然　 乌托邦　 劳动

阿伦特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说：“马克思是 １９

世纪唯一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 １９ 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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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的思想家。”①这一断言的分量不仅在于她认为马克思是最早发现

产业革命中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人，更在于她意识到我们正处于由马克

思时代经历的变化所带来的以它无常的事态、结果、变动为主要特性的

世界里，而马克思指出并把握住了他所在的时代变化中的核心。② 虽

然她反对马克思在颠覆、终结传统的意义上赋予劳动以“人类营生中

心的高贵地位”及由此而来的政治重要性，但她更关心马克思主义中

那些被纳粹与其他并行发展起来的类似潮流所利用的“极权主义要

素”———在传统及其本身概念框架里没有的新事物，同时显示了马克

思思想的现代性，即在什么情况下能引领我们在接受传统断裂的前提

下返回并继承传统中的宝贵遗产。

传统对于阿伦特来说尤其重要，她认为，只有在传统中我们为自己

树立的“奠基性”行动的优秀范例为世界带来的永恒性和持久性，也许

是人们借以抵御一个普罗透斯式瞬息万变的宇宙，为后人建造、保存、

照料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条件。传统对于我们来说同样重要，

透过传统脉络本身，我们得以看到现代性由传统的连贯性中断之处上

升并呈现出的统一特征：这种以劳动在传统生活秩序中地位的颠倒作

为现象的“现代性”，其对于传统的颠覆，不仅仅在于传统框架本身的

又一次倒转———就像已经发生过的柏拉图对荷马的世界秩序的倒转一

样，而是在于“现代性”让传统的“自然”概念面临全面颠倒或混乱。厘

清阿伦特从马克思以劳动观为起点的关于“自然”的总体理解中所得

到的启发，以及由此而来的意见分歧的真正基础———她认为，马克思为

陷入现代性危机中的各种同时颠倒传统与现代思想形式的观念进行再

奠基的方式，其实难以真正解决现代社会已然出现的大众文化倾向所

带来的判断失效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那种在极端情况下，同时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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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观念双重束缚的混乱自然观所导致的对人类生活的毁灭所

具有的深度，具有重要意义。相较而言，彼此间或深或浅的分歧将居于

次位。

一、现代性危机表现为感知

自然必然性的危机

———人的异化与世界异化

危机（ｃｒｉｓｉｓ），通常都被我们用来表达一种事件正处于生死攸关的

变化的临界点的状态，由于其形容词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还涉及对真相或事物价值

的评价，且从词源上说，作为它们来源的希腊语 ｋｒｉｎｅｉｎ 不仅有表示进

行决定性判断之意，还有检验、分离之意，因而“危机”除了预示紧急状

态，更重要的是把我们拉回一种对自身判断以及判断力的审视。而现

代性启蒙为人们的科学判断所准备的“阿基米德点”，在初期完成人们

对知识确定性所需要的奠基后，依然未能避免落入“方法的困境”而让

我们再次失去判断，胡塞尔称此为“理性主义的错误”。然而实际上，

现代社会的节节进步一方面让我们仍然保留着对自然科学无限发展的

信心，并以此来对抗斯宾格勒的“文明的没落”；另一方面上个世纪虚

无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又让我们意欲摧毁当今世界及其潜能，或曰现代

文明。施特劳斯认为，虚无主义的核心在于无神论中，即抛弃一切宗教

信仰的形式。因为“无神论的特征不是自由思想也不是理性主义：它

标志着理性否认它本身的能力，理性失去了区分具有意义与无意义、理

性之物与非理性之物的能力。”①

阿伦特从上世纪初就显现的危机中看到同样的本质性现象：传统

的丧失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把我们的生当作毫无意义的东西，把判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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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能确定的东西，把思维当作浅薄的东西。① 这意味着在以变化为

主要特征的现代世界里，我们在由传统的丧失所导致的范畴和基准的

丧失中所丢掉的是权威感———传统的基准中排列在最前面的是为保证

事件和思想的可信性提供了证据②———最初的证据是对自然必然性的

感知，这种感知的丧失在美国表现为一种颠覆性的教育的危机，而它之

所以跟政治危机相关，从本质上说是因为它颠倒了传统“平等”概念的

政治内涵，将自由主义式的“一切人平等”蔓延到了儿童世界。更重要

的是，当现代性基于普遍科学观点的形而上学原理，为现代社会颠倒了

古代自然法所发挥的传统道德功能以后，无论是儿童世界还是成人世

界，都将变成“大众社会”的两个版本而已。

与大众社会对应的是权威的丧失，是对世界的疏离，它建立在我们

对生存的焦虑之上，却又利用与之相伴而生的衍生物从相反的方向掩

盖住，而不是彻底解决了这种焦虑———大众文化。因而与传统社会相

比，它的现代性内容在于：“如果说在‘优良社会’意义上的社会是由那

些不操心钱财而有闲暇致力于‘文化’的人组成的，那么大众社会的确

表示着一种新的事务形态，即人口的大多数如今已从令人筋疲力尽的

劳动重负中摆脱出来……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娱乐，社会像消

费其他商品一样消费着娱乐工业提供的玩意。”③这首先意味着古典传

统中的“闲暇”不再作为人们摆脱劳动重担后自由行动的时间，而变成

一段除去睡眠和必要劳动后的多余时间。其次，“大众文化”最终与所

有其他生活必需品一道，以实现使用价值，即以能够被我们消费、满足

我们的某种需要为唯一目的，统统被我们的生物过程卷入循环往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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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陈代谢中。这被阿伦特称为“世界异化”，意味着人类脱离了自身在

世的生存处境而呈现出一种对自我的赤裸裸的忧虑和操心。她认为这

既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可以被用来与马克思的“人的异化”形成某种

对立的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表面的对立性质在澄清了以下

一点后将得到缓解：阿伦特的“世界异化”是在就传统的公共世界衰

微、私人领域同样被消解，因而导致一种无世界思想态度的孤独大众的

生活的意义上说的。就此来说，它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导致“人的

异化”的观点，实际上并无抵牾。此外，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还在于，如

果从古代政治思想通过在公共世界与“被剥夺了”公共性的私人领域

之间安放一座“财产”的桥梁来保护公共世界的优先地位来说———

“‘私人’这个词一旦与财产相联系，就立刻失去了它的被剥夺性质以

及通常情况下与公共领域相对立的性质；财产显然具有某种属性，这些

属性使得它虽处于私人领域，却始终被看作是政治团体的最重要组成

部分”①，而同时丧失了两种领域的现代人对“财产”的看法，早已丢失

掉它在古典世界中用以打通两种领域界限的中介性内容，反而只与财

富及其无限增殖的欲望相关。他们对私有财产的不同态度实则都指向

对同一个现代性现象的批判：我们从对自然的传统信仰中解脱出来后，

仅以享受般的占有全面取而代之。因而她认为，马克思的伟大恰恰在

于抓住并把握住了与自然必然性最接近的问题———作为私有财产的主

体本质的劳动的解放问题。

二、现代“乌托邦”之于被颠倒的传统

令阿伦特最在意的这几组矛盾，贯穿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到《资

本论》第三卷。她将其总结为：“因为要废除所有的暴力，所以需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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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暴力”“历史的目标是使得全部历史终止”“劳动是人类唯一的生产

活动，生产力的发展又是要最终废除劳动”。① 从这些被简洁化的论断

中，阿伦特看到的是马克思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挑战。他与从怀疑

飞跃到信仰的克尔凯郭尔、从超越理念尺度的非感觉世界跳跃到生命

感觉的世界的尼采一样，共同对传统采用飞跃与颠覆的方法，在作为先

驱者的黑格尔的引领下“在传统的延续中断前迎来了传统的终结”。

然而，阿伦特断言，传统终结后其概念也会继续对人们发挥专制的影响

力，但由于这些概念失去了与传统的血肉联系，因而已经造成了政治领

域里大众的困惑和精神领域里大众舆论的混乱。其原因就在于，传统

的丧失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把我们的生和判断力变成无意义与不可

能的东西。而这在我们的经验中已经有了关于那些在战时发动着杀人

机器的艾希曼们，与在战后占据着不同的立场对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

间的关系争论不休，从各自的角度把持着对自由与民主的解释权力并

总是试图指出对方的逻辑谬误的人们的记忆。阿伦特意识到存在于马

克思理论中的明显矛盾，其深度不在于它“造成了传统终结”，而恰恰

在于它反映出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及尼采一道）意识到已经不能用

我们的传统思想来解决新问题和难题②：我们的野蛮世界所暴露出来

的事实的特性与过去相比，已经变成在过去连影子也找不到的形态。

而她十分清楚意识到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道除非用一种颠覆

传统的方法，否则根本不能让人注意到，或许在他开始著述之前就已经

存在的现象的深刻性：暴力已经成了历史的助产婆，劳动也成了社会的

中心活动，世界所有人的平等也开始成为既成事实。③ 这三个根本性

现象只有从它们位于传统观念中的位置来看之时才呈现出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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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形态和对立性———它们是阿伦特从他的劳动批判理论和历史终结

论中看到“乌托邦特征”的隐含前提。

（一）偏离了传统用法的“乌托邦”与回到“劳动”

虽然哈耶克在 １９４４ 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里面写道“社会主

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但他所

理解的“社会主义”无疑只是一种“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

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

试”①，因而只是作为一种“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和“对自

由的最严重的威胁”的集体主义的变种。哈耶克代表着一部分自由主

义者，他们通过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自

由主义的一种反常形式，其实质是市民资产阶级受到社会改革威胁时

动用暴力来确保统治）来反对“社会主义”对“平等”与“自由”的要求。

他认为社会主义所允诺的新自由虽然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但由于

这种“必然性”只体现于环境的强制与人们对物质财富选择权上的限

制（经济制度的束缚），因此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

的旧要求的重申而已。于是“自由”与“平等”合流，他引用了托克维尔

的话来印证这一点：“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

和奴役中寻求平等。”②因而他认为这个在 １８４８ 年革命前强大的民主

潮流影响下将“民主”冠在“社会主义”之前所形成的新的“民主社会主

义”显然与圣西门要计划委员会做的事情并无差别，而张伯伦说的“以

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应该属于乌托邦世界”似乎也很对他

的胃口，因此在一般意义上，哈耶克所反对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处

于采用强制干预的手段排除自由竞争的层次上的变种的“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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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所支持的自由主义则是一种在相反意义上，从经济领域的竞争自

由延伸到政治领域中去的类比物。

然而马克思早在《巴黎手稿》中对巴贝夫等人创立的空想共产主

义所作的评价，已经可以对上述两种对立事物的本质进行了概括：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

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任何私有财产，就它本身而

言，至少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心和平均主义欲望，这种忌妒心

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

妒心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的完成。①

如果说“社会主义”———在哈耶克等现代自由主义学者的眼

中———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在于前者是“在约束和奴役中”，而后者是

“在自由中”寻求财产的平等（哈耶克论证了金钱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

追求其他一般性机会的媒介，而不是我们受到贫困束缚的原因，因此追

求财产上的自由是平等的条件），那么它就尚未达到马克思对空想社

会主义批判的水平，乃至于如此这般的社会主义还尚未达到原本的

“乌托邦”所具有的批判现实的水平。

阿伦特直言，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是要消灭所有国家，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区别消失，它并非不具有场域（ｔｏｐｏｓ），其模

板就是公元前 ５世纪的雅典城邦。“在城邦生活中……与国家有关的

所有的形态中暴力都消失，行政管理代替了军队和警察。于是立法官

员不制定法律，只是明文化了的自然科学家，只是对法律进行说明……

（列宁曾经很明确地指出，）如果考虑到人性本质是堕落的，或考虑到

人类的法并不是从自然法中推导出来的话，这种理想，就是‘乌托

邦’。”②换言之，马克思所设想的劳动本身的解放 ／废除所超出平均主

义和普遍的私有财产等的粗陋形态的程度，乃至它呈现于表面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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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所指认）的“乌托邦”式的荒谬性本身所具有的艰深与高度，需

要在概念的传统用法中才得以衡量，因为“乌托邦”本身需要回归到传

统才能被真实地理解。

（二）被颠倒的“自然”的传统———关于劳动的现代性的两个主要

特征

“劳动”在现代社会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远远超过了前现代社会。

施特劳斯曾言，如果我们要谈论圣经信仰世俗化以后的现代社会还有

什么蓝图的话（把巨变频仍的现代性当作某个统一的东西来谈），就要

把现代性理解为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彻底变更———前现代政治哲学所

具有的统一性将反映在现代性上，从而使后者具有与前者同等的清晰

度。① 而前现代社会最核心、最具包容性的问题，无疑是如何理解自然

的问题，以至于现代社会也以同等程度对待自然问题———虽然是通过

颠倒“劳动”在传统的积极生活内部的地位来重新中介人与自然之间

关系的。

劳动在积极生活中处于最低的等级，与古希腊人对劳动的蔑视有

关。当他们在自然与奥林匹斯诸神身上发现了超越个人有限生命的不

朽，而哲学家又在城邦事务之外的孤独中发现了超越政治生活的永恒

体验之后，在对不朽与永恒的模仿中，公民借助行动和言说表达着“热

爱不朽声明胜过热爱可朽之物”，哲学家（柏拉图）则借助沉思领受无

言的惊奇。② 与这些活动相比，劳动是人们受限于生活必需品和周而

复始的生命节奏的体现，是所有奴性的或具有自然痛楚的辛苦操劳的

凝结，它与不朽和永恒之间相隔的距离超过其他所有活动。阿伦特在

《人的境况》中对劳动产品的易朽性做出强调：劳动是被生命强力所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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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它辛苦劳动的产物会被生命过程迅速消费掉，无一剩余；劳动是

最不具有世界性的活动，它与同样在活动过程转瞬即逝的“自由”技艺

的区别不在于智力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后者与政治家的德性（明智判

断的能力）和公共效用有关，而前者只与私人的痛苦和辛劳有关；劳动

只有在循环重复中才能帮助世界抵御自然盛衰过程的侵蚀。我们从劳

动非世界性的循环消耗中得到的是免于被自然支配的自由，而这恰恰

是我们进入工作和行动中生产持久物、维持世界的持久和稳固、发动新

事件的前提。这是由于在柏拉图以前的城邦传统中，建立在对奴性劳

动的支配之上的自由就已是政治的前提，而不是政治的目的（城邦的

目的“善”是实现正义而非“自由”），故而我们能够理解亚里士多德

为什么在现代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区分了“自然奴隶”和“自然自由

人”，并让他们随其天赋的本分而成为统治者和从属者。① 因为对于

他来说，只有当前政治的属于身体的生活受制于属于灵魂的生活，而

灵魂的情欲部分受制于理性及其理智部分的时候，即在对持久性进

行着某种模仿的公共生活本身成为身体劳动的目的，且这两方面都

无可缺少的时候，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城邦，才是“合乎自然而

有益的”。

相对于把“自然”同时理解为自然必然性以及“合乎自然的”节制

的德性原则的希腊传统，现代人在对待“自然”的两种原则上颠倒了古

代的政治经验———原本属于前政治的家政领域的“占有”和“无限增

殖”原则成为现代社会对“私有财产”的规定。这两种原则都与现代人

对自己身体感觉的重新发现有关，它是我们对自己充分经验世界的能

力进行普遍怀疑的结果，因而“自然”必须首先“教条地”成为我们感受

的对象。但由于从古至今，最私人性的、最难以分享个人感受的活动就

是“劳动”，无论是辛苦的日常操劳还是痛苦的生命繁殖，以及相伴随

的摆脱疼痛的经验，“是唯一让我们离开世界如此遥远的感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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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自然”成为劳动对象，不过是人们为了在这种排他性的感觉经验

中寻找主观性明证的需要而已。由此，阿伦特认为劳动是无世界性的，

“在劳动中人尽管也活着，却被抛回到了自身，除了关心他自己的活着

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这完全符合把劳动作为财产的私有性来源的

典型的国民经济学家的喜好，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只是西塞罗所概括的

那种古典时期人们对财产的观点：财产要么是来自于古代的征服，要么

来自战胜或法律的分割———从公有中圈出来的东西。

具体地说，“占有”的原则与现代普遍自然科学的奠基行动有关。如

果我们还记得霍布斯是怎样用机械唯物主义原理为自然的不可理解性

提供现代解决方法的，那么也不会忽略他将关于“运动”的学说作为我们

构建人类社会的理论来源时所具有的效用。由于新的理智工具为其所

座架于其上的位于我们外部的自然提供了一种统一于知识的内在关切

的目的，我们得以将人类的需要，或者说最迫切的欲望制定为科学的最

高的统辖性的原则，正如霍布斯认为快乐是“纯粹运动”中的一种积极的

表象，所以善等同于快乐。施特劳斯在考察霍布斯的“政治享乐主义”与

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的区别时说，霍布斯不接受伊壁鸠鲁对必需的自然

欲望与不必需的自然欲望的区分，是为了打破以有节制的“平静”状态作

为幸福生活的制约，而以任何有可能激起“愉悦”表象的运动作为政治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又因“自我保全”不仅属于“表象”的领域，还

属于“运动”的领域，故而所有“新道德”应是围绕有利于避免争端、自我

保全的目的而设，相应的，恶也变成相互间有意冒犯的品质，而不再主要

是灵魂的淫逸放荡等堕落形态。在这一对比中，施特劳斯指出的是现代

性政治思想与前现代的深刻区别，而斯宾诺莎也曾经把这个区别直接写

进了《伦理学》中：对于任何事物我们并不是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

并欲求它，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好的；而是，正好相反，我们判定某种东西

是好的，因为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欲求它。① 可以说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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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古代城邦的颠倒在于，它把作为艰苦劳动的报偿的“便利的生

活”提升到原来“善的生活”的高度，而把关于人类优异性的生活变成

私人的选择。

在“占有”原则的基础上，洛克在《政府论》中引入了“增殖”原则

作为被统一于现代财产权的另一个原则。施特劳斯说洛克的财产学说

是他政治学说中最核心、最具有特色的部分，它使他的政治学说与传统

学说得以鲜明地区分。洛克与霍布斯的区别体现在对自然状态不同看

法上，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资源潜在丰足的状态，“自然和大地只提

供了本身几乎没有价值可言的原料”，占有事物唯一正当的方法是通

过劳动来从自然之母那里，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这再一次体现了

现代劳动的私人性才是财产的合法基础，财产的首要功能不再如传统

那般是作为连接分隔的个人与世界的中介）。其次，洛克与亚里士多

德一致的地方在于，他们都认为自然树立起财产的尺度，这不仅是从自

然物的有限性和盛衰特性是劳动对象和产品的天然界限来说的，也是

从自然生命的循环节奏是人的新陈代谢和消费的界限来说的。洛克反

对人们囤积超过自己消费限度的东西并任其腐烂，比起“一个星期就

会腐烂的李子”，他可以积蓄更多不易腐烂的坚果，他认为随意浪费对

别人有用之物是违反“自然法”的。然而，他们之间的一致止步于此。

洛克的财产理论体现得更多的是对传统的颠倒：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

的财富就供应一家人的良好生活而言，不该是无限度的。私人生活有

其本分目的，由于家务管理的功能不追求无限度的非必要财富，因此，

家务管理的技术不同于获得财产的技术。前者的目的是使人们摆脱自

然必然性的束缚进而获得进入公共生活的自由，而后者的目的是前者。

当一双鞋违背了制鞋者的原意，不用于正当穿着而用于交易牟利时，即

颠倒了“技术”与“目的”本身的自然秩序，把尽可能多地敛财作为目

的，让屈服于物欲的奴性生活主宰政治生活时，是不合自然的。洛克则

相反，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的劳动是占有财产的资格，在公民社会中

却并不是唯一的资格，而如果我们将他的“财产”在自然状态与公民社

９０３

现代性危机与劳动者的“乌托邦”



会内的不同状况稍加对比，就能发现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劳动在自然状态中是唯一的增殖方式，而在公民社会中却不是———公

民社会中的人可以按照实在法所许可的每一种途径来获得可大量囤积

的财富，货币———而由货币所释放的贪欲只要有利于公共财富的增长，

就是合理的，因为现代“自然法”只是阐明“公共幸福”或民族繁荣兴盛

的理性条件，只作为理性为保障人们的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诫命，它不

再为人们的优良生活而在“自然必然性”与自由间划定界限。社会福

利及其持存取代了传统政治生活的目的，因为它能让一个英格兰的短

工过得比美洲一个广袤地域的国王更好。

（三）以“增殖”的无限来代替“永恒”的无限的“现代性”

“不能浪费”的诫命与具有无限增殖能力的劳动之间的矛盾，在古

典城邦时期，是通过被还原为“个人生命的有死性”与其所归属的“自

然的永恒性”之间的对立来找到解决之法的。阿伦特在考察了古代历

史学家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点后指出，自然对于希腊人来说是

“不需要人或神的帮助就自己出现的事物的总和”，自然物是永恒的，

因为它与所有人为之物的区别是它不需要记忆来使之持存，所以希腊

文化“在其最伟大形式中悲剧性的一面”是由一个悖论造就的，这个悖

论就是：一方面，一切事物都是在永恒之物（自然）的背景下被审视和

衡量的；另一方面，人的真正伟大被理解为存在于最脆弱、最不持久的

行动和言辞中。① 这相当于，虽然在长度上，个人的行动和言说比他们

的自然生命还要短暂，但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个人言行的易朽性只要

可以被赋予某种永恒性，它们就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永恒世界。哲学

家柏拉图指出使死之人与“不朽”比邻而居的办法，即从城邦事物中

抽身而出，在“无言”的沉思中关照理念真理。而亚里士多德直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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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幸福可以在能够获得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享福祉的沉思中找

到，因为沉思就是努斯的实现活动，是神性的生活，而关于肉体的生

活是人性的生活———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只有前者体现了时间上

持续性的无限，而后者体现的是空间上的间隔性。① 换句话说，属于

灵魂部分的努斯的实现活动如果要保持对属于身体部分的实践活动的

优越地位，就必须将后者节制在拥有足够而不至于浪费的财产上，否则

只会妨碍幸福。

现代财产权则意图打破这种节制。现代政治哲学建立在对自我利

益极端重要性的强调上，阿伦特认为，这种主观化只是仍在增长的世

界异化的一个方面，因为任何判断都无一例外地还原到知觉的层次，

所以我们对有限生命的超越方式就不可能像古代一样，用诗歌或史

料，经由记忆女神之手，为转瞬即逝的言行打开永恒世界的门，或在

世俗事务之外保留一个静观的理念世界作为我们对于永恒的某种把

握。由于现代科学的对象不是物自身，而是过程，因此有“现代历史

意识之父”之称的维科之所以转向历史领域，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能

证明数学问题，因为我们自己制造了这些问题；要证明物理的存在，

我们就得制造它们。”②而出于同样的理由，现代人对自然生命的天然

界限及其对它的感受体验的极端重视在受到习惯和重复性经验的启发

后，把对生命的消费能力来说多余且不能抵偿劳动的痛苦感受的占有

之物作为违背自然法的“浪费品”来加以反对，而把通过劳动及其他合

法手段（交易等）实现的对欲望所需之物和财富的无限增殖作为对“幸

福”和无限性的模仿来重塑我们与自然之间，即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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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与阿伦特：关于对“私有财产”与“消费能力”的两种

视野

劳动从传统消费的天然限制中摆脱出来，成为能够抵御自然侵蚀

的可囤积之物，除了得益于人们对欲望的态度从传统式的遏制转变为

现代式的引导，并以欲望的无限性本身来取代不朽，还得益于人们对劳

动的看法从传统的“人的特定的外化形式”转变为现代的“财富的普遍

本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曾准确地指出，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劳动

是财富的主体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

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

因此，如果上述国民经济学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

活动等等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而能够不再

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

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

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

规定。①

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家通过把私有财产移入人的本质，从而既使

人成为本质，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只是因为他们

的科学发展得更彻底、更加真实罢了。由于我们已知现代科学根植于

人的内省世界，所以它与现代自然法之间的一致就在于，它们目的都指

向人的世俗的生存欲望———保全的欲望以及占有欲望。虽然传统积极

生活中的劳动也是以满足生存需求为目的，但现代的“占有”行为借助

席卷所有公共领域的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从两个方面完成了对人

的抽象：劳动和资本化。

因此，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愚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

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

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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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①这正是私有财产运动的感性展示中的其中

一种———消费。阿伦特在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反复研读后，从另一个

角度提出关于消费与劳动分工的关系的看法。在她看来，大众社会中

的消费能力是劳动分工最严重的界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从私有制对劳动的支配形式

和不平等分配等方面来说明分工。他关注的是异化劳动不仅使工人的

类本质发生异化，还使工人变得越来越贫困，因而他是从分工对“现实

的个人”所具有的影响的角度来说的；阿伦特从劳动分工的另一种性

质———单一性，来说明现代社会的劳动是如何剥夺人们的世界性，则是

从分工颠覆了传统的“劳动”如何作为人的条件的角度来说的。因此，

她与马克思在劳动分工问题的表面上的分歧，并不大于他们对现代劳

动所具有的“片面性”问题的共同看法。阿伦特从积极生活内部的劳

动与工作的传统区分出发来考察现代劳动分工，得出现代劳动社会的

本质正是在大众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的相互限制中追求双重无限的结

论。与工作具有其制成品的天然持存性不同，劳动产品不具有脱离于

生存需要的持存性。因为劳动出于对摆脱生命必然性的需要，所以劳

动产品伴随着生命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被生产出来及被消费掉，而由于

个人生命力的有限决定着个人劳动力的有限，且个人劳动力只有在作

为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时，劳动力整体才作为永不枯竭的过程对应于

人类物种的长生不死的生命过程，因此，劳动必须能够以纯粹量化的方

式相加，好让每个人都能以无差别的物种成员的身份“彼此像一个人

一样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分工明显区别于工作的专门化，因为

工作的对象受制成品的不同目的和性质的限制，需要的是差别化的工

匠间的合作，且制成品在持存性上恰恰是要逃避即刻的消费。但劳动

者社会的劳动要么是实现生存手段的再生产———阿伦特也把它叫做

“消费能力的再生产”，从而是从一个有别于马克思的角度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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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然”对生产力的限制———要么是最终使得人类劳动力耗尽。

她认为，如果从一国水平来观察社会克服繁殖力的自然限制的方式，就

是把所有使用物都当成消费品来对待。因此，这里她得出与马克思几

无二致的结论：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与物被生产出来的方式完美匹

配。① 在她看来，人们正是在以克服自然生命有限性为目的的生产活

动中引入了无限增殖的原则，且当生产的无限性受消费能力的拖累后

没有削弱，反而强化着消费的原则，以全面性的消费弥补自然能力的

界限。

阿伦特用“消费能力”的再生产来代替“生产力”的再生产的说法，

让现代以分工形式出现的“劳动”以最明确的方式，颠倒了传统对劳动

在积极生活中的地位的界定。她提醒我们，在柏拉图那里，赚钱的技艺

是区别于所有其他如医疗、航海、建筑之类自由技艺不同的谋生的附加

技艺，其他技艺的目的远远超过谋生的基本需要，不是在量的方面，而

是在政治性和优越性上超出劳动的目的。她强调“消费”是劳动的天

然界限，实际上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随着生产力发展，现代工厂中发达

的工具和机械极大地减轻了劳动的负担和痛苦，但这些都不能取消劳

动对人的强制，也不能消除人受制于需要和必然性的状况———而马克

思把劳动解放视作对人的真正解放———这是她认为自己与马克思在劳

动解放问题上的分歧所在。分歧虽有，可这些分歧是否如一些研究者

所认为的那么巨大，仍然值得讨论。也许有人会指责阿伦特误会了马

克思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初衷———然而她并没有把这

个问题视作分歧的关键，她曾在《人的境况》中指出，如果把劳动产品

转换成消费品来理解，即使劳动剩余也不能改变产品本身的属性，那

么，马克思的著作其实显示出了他对前辈还费心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

生产性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轻蔑。② 也有人指责阿伦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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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与传统“劳动”间的差别，因而导致她自己

反而因过于依赖“行动”而走向“行动唯我论”，最后还无不讽刺地又与

她自己所反对的“正统的”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到了一

起①———然而由于阿伦特的“行动”最大的特点是“诞生性”，是经由言

说的“彰显”而发动新的过程并最终浮现为行动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

事，就像尤利西斯倾听他自己的生活故事，虽然没有作者，但倾听者、行

动者和受难者是同一个人，因而它通过呈现一种黑格尔式的“回忆之

泪”的悲剧性来区别于我们通常理解的顺应历史的“行动”。也许还有

人指责阿伦特把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归为一类，以为马克思与自由

主义者一样都主张政治应当专心致志去满足“生命的必要”②———然

而，阿伦特从来没有把马克思看得如此浅薄，她反对马克思把“劳动”

提升到社会生活的普遍形式是基于对现阶段国际社会普遍呈现出“劳

动者社会”“消费社会”的世俗形象的观察，在这场尚未结束的以丧失

了传统权威和判断能力为表征的现代性危机中，她看到了在传统终结

后所留存的传统词汇对现代社会的专制，但这种专制力完全的显现发

生在传统终止以后。她认为，无论是马克思所在的 １９ 世纪对传统宗

教、政治思想和形而上学的反抗还是它们在 ２０ 世纪的余波，并不是我

们历史中断的原因，“这种历史的断绝，是由于政治领域里大众的困惑

和精神领域里大众舆论混乱导致的结果。”③而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

与尼采一道，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指向丧失了权威的过去的路标———当

我们直线穿过她文本中足以构成迷宫的文字，可以看到她所理解并反

对的“劳动”，已不再是马克思原初理论体系中的“劳动”，而是那个在

２０世纪的思想混乱的大众社会中实际发挥了强制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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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乌托邦”———“自由王国”的双重“超越性”对现代性危

机的启示

阿伦特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分歧，也许更多的还是在于对这个问

题的不同回答：关于达到真正的政治生活的目标，除了通过对现实中异

化“劳动”的扬弃，还需为应对危机恢复哪些传统而思考。

阿伦特在把“乌托邦特征”运用到对马克思观点的评价时似乎并

没有包含过多的贬义，虽然她在《人的境况》中的“行动”章不止一次地

把“乌托邦”与制作过程进行类比，并强调它对人的“复数性”，即政治

自由的剥夺，但如果因此而把她的观点总结为“现代乌托邦主义等于

极权主义”，并将她直接归入波普尔、哈耶克等右翼思想家阵营，则较

大地忽略了她思想中由回归传统的线索所揭示的极权主义因素与传统

和现代之间的双重张力的复杂性———这一点也构成了她对“乌托邦”

本身和对马克思思想中的“乌托邦特征”的态度的复杂性，因为这一特

征恰恰是她所把握到的由马克思在传统断绝的现代社会重新竖起的指

向传统中的理解力的路标。

她当然不是从“非革命”和“拒斥行动”的角度去使用这个词，而

是参照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用它来刻画一种理念与实际城邦生活之

间的分离。或许也是为了让我们相信马克思确实是在现代性迷雾中

指向传统的路标，她借用了“乌托邦”这个用现代眼光来看似双刃

剑般的词汇———或许只有形容两面刀刃都极其凌厉的词语，才能把

他思想的独立性展示出来；或许只有这个来自传统起源处的词语，

能把极权主义从马克思思想中借来的要素追溯到马克思之前的真

正来源上。尽管新自由主义者们也喜欢用“伪乌托邦”来攻击当代

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理由跟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反对“乌托邦社会

主义”的理由大相径庭。自由主义者们实际上反对的不是“伪”，而

是理论化了的超出以自由为目的的“乌托邦”本身。倘若把现代自

由主义实现了完全的财产自由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的理想国度拿来

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对比，那么前者或许在“难以实现”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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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共享了同样的特性，但因前者专注于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并没

有脱离“家务管理”的层次，政治自由也往往成为经济运转的附属

物和扩大经营规模的工具。因而即便是富人，更普遍操心的问题

仍然是如何使自身的日常消费配得上收入（尤其是将遗产税考虑

在内时），其生活就并不以超出世俗领域的“善”的品质为目的———

虽然他们常常也用“乌托邦”来攻击对手，却没有留意到自己所缺

少的超越维度，而纵观阿伦特的重要文本，无不是在说明这个

维度。

她在《人的境况》中思考柏拉图的“制作”时就已发现“制作”与理

念的关系比“行动”与之的关系更接近，因为行动与沉思处于彼此对立

中，而工匠在“制作”过程中需要观看模型、接受超越的理念的引导，并

以此作为实际制作中的标准。“制作”与理念之间内在的相似性让我

们不能简单忽略掉在“乌托邦”的原始用法中与“制作”相关的另一重

要内涵———超越性，这层内涵恰恰是使得我们能够透过文本表面来理

解阿伦特重拾这个概念来表达马克思思想在什么意义上凸显出一种

“核心矛盾”，以及通过分析这种“矛盾”本身对阿伦特认识“传统的断

绝”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所具有的意义的必要前提———尽管这个概念马

克思本人已在拒斥“乌托邦社会主义”时使用过。

事实上，当她在把“乌托邦”类比为制作过程之后，就无可避免地

把传统政治生活对于私人领域的超越性的关注贯穿于她的大部分文

本，并成为了她在考虑回答现代性危机的大众平庸的问题时找到的思

想钥匙。通过追溯到柏拉图传统并以之作为对“乌托邦”的典范性运

用，她还意识到另一个颇为隐蔽的事实———柏拉图同时使用洞穴寓言

和地狱神话来向不同的听众解释理性真理的做法，本身也成为一种对

超越性的诠释：“洞穴”是为了说服少数能够懂哲学的人的，而关于死

后赏罚的神话是为了直接统治不懂真理的大多数的。因此，阿伦特认

为柏拉图的“理念的超越性关系到城邦的世界，在与能够测定的对象

的关系中，尺度不一定必然是超越的，应该说超越它适用的所有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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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意义上是超越的。”①哲学家离开洞穴，向往理念的纯粹天空只

是为了沉思存在，只有当他回到洞穴的时候，理念才成为了人类生活的

尺度和标准，因此，对于尘世生活来说它始终需要有一个用来规定制作

和判断的、本身却处于制作过程之外的绝对标准，这个理念标准与制作

之间，又是以“模型”来关联起来的。因此，传统“思想”与“活动”之间

的一分为二对政治传统的意义就在于：把一个人在无人对话的条件下

发现真理，和通过对话、活动在人类事务相关和相互依存的网络中获得

真理一分为二，成为政治思想传统中的一个规则，这样就在我们思想和

活动的关系之间制造了一个能共同理解的基础②———但她用“乌托邦”

来形容马克思的未来闲暇社会，却显然不是在简单地模仿柏拉图把真

理与城邦一分为二，让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倒退为一种意识的抽象

统治的意义上说的。因为当阿伦特说马克思，包括克尔凯郭尔和尼采

对传统的挑战不是把感觉论和观念论、唯物论和唯心论、内在主义和超

越主义之间的对立简单颠倒过来，而是对三者进行了根本的颠倒③的

时候，是站在他们对黑格尔用历史辩证法来取代传统的已有基础的再

颠覆之上说的。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传统框架范畴内部感觉的事物，当

它们被夺去超感觉的、超越的东西的背景的时候，会失去其存在的唯一

理由，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消除了超感觉的事物，也就消除了感

觉的事物及与之相区别的事物。假如消除就会以消除感觉而告终。”

因此当传统以自然必然性为界限的劳动概念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它们原

本在积极生活中的超越目的，那么这个概念本身也将在共产主义社会

完成“劳动的废除”后消失。

在这一意义上，阿伦特始终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通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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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中被看作必然的劳动颠倒过来进行冲击，实际上是一种用传

统的词汇来理解现代性生活内容的尝试，但由现代异化劳动的现实出

发而断言异化劳动将得到扬弃、劳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以某种形式

被废除、社会成员因此被保证拥有几乎是无限的闲暇时间等虽然都是

正确的预言，但就目前来说，依然被“赋予了乌托邦的特征”①。如果把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与“乌托邦”有关的语境考虑在内，会

发现阿伦特在思考哲学史上的几次转向所实现的在对立概念之间的

“颠倒”时把握到的唯一关系是：思考本身，以后所有的颠倒都会转到

最初开始的颠倒上面。因为由最初开始的颠倒的作用带来的紧张必然

是传统所规定的东西。② 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把现代以来以克尔凯

郭尔、尼采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对传统的挑战看作已然遵循着一种由柏

拉图开启的以“永恒的真实世界”对“现象世界”进行颠倒的二分法的

传统（柏拉图是通过把荷马在《奥德赛》中描写的冥界提升到地球表面

来开启二分法的传统的）———正是现代性所呈现的危机本身让我们在

失去了对传统词语的理解力，但又不得不用它们来表达现代危机的经

验时，马克思的自由王国才具有了类似于原初的柏拉图的二分法传统

中的“乌托邦特征”———不仅因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本质观从已丧

失传统内容的传统词汇的颠倒中找到了超越本身已被颠覆的传统二分

结构哲学的道路，也因为由传统的断绝对旧概念在延续意义上造成的

困难实际表现为了面对新近现实问题的无力，因而她注意到，在马克思

对传统思想进行根本颠倒后，“废除了劳动、暴力、阶级斗争”的自由王

国基本上可以完整地体现为具有双重性质的“乌托邦”。

首先，在传统终结的过程中，由于思维与存在被统一于历史的辩证

运动中以及传统权威的丧失，早期的马克思仍需要“类存在”这样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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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范畴的支撑。事实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通过对异化世界的本

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否定形式的发现，重新界定了人的积极的、肯定的原

初形式———由自由自觉的劳动所确立的自然界的属人本质或人的自然

本质。阿伦特指出，和“克尔凯郭尔、尼采一样，马克思的颠倒，也到达

了问题的核心，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关于人类能力的传统虚无主

义作为问题提出来。换一种说法的话，他们重新发问的是人类固有的

特征是什么这样一个本质问题。”①这个问题对于现代人的意义，要比对

于前现代人的意义更重大，且越来越重大，因为现代人比古人多经历了

一次传统价值秩序的颠倒和一次传统政治思想的终结，以及越来越深的

虚无主义的困扰。所以质问一个条顿人首领阿里奥维图斯是否“傲慢和

残忍”，其意义远不及质问希特勒以同样的问题，甚至不及质问条顿人已

开化的敌手恺撒。随着传统自然法和理性主义的衰落，乃至近代自然权

利的起源被生产力的无限能力逐渐遮蔽起来之后，人们不仅对上帝，对

理性也失去了信仰，比如当韦伯宣称我们不可能从科学或哲学里得到关

于人类正确目的的真正知识，科学人应当避免作关于价值的自由决断

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蔑视理性的门槛上，而摧毁所有原则的

欲望一旦没有伴随任何清晰的概念来填补摧毁后的空缺，就成了虚无主

义。马克思显然知道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使得所有价值得到重估之前，

仍然需要首先确定超越的终极“价值”的尺度根据，现代尺度对人的异化

促使他在黑格尔把形而上学改变为历史哲学之后，转而从传统意识—物

质对立框架颠覆的失序中跳跃到“实践”的新尺度。而阿伦特也知道这

个跳跃的根本意义首先不在于跳到“劳动”还是其他非劳动活动，即不在

于由不同的假设建立起体系和世界观，而是在于“跳跃”的行动本身，在

人们中间重新建立起能够共同理解的基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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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她从自己的观察中发现一个事实，虽然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

义的描述是建立在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而“在无国家（非政

治的）、也不存在劳动的社会里，不仅实现了古代作为一般的条件劳动

之外的闲暇，而且实现了政治之外的闲暇……马克思想象力所表现的

理想的人性，所谓 ｓｃｈｏｌｅ和 ｏｔｉｕｍ等传统表达闲暇的用词的词义，包含

着为了高于劳动、工作、政治的目的而献身生活的意思……”①且 ２０ 世

纪的工业社会中确实有与闲暇发展到大众化规模的理论吻合的部分，

但也有不吻合的部分———大众闲暇在自由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的产

物。大众文化，它的破坏性在于使得原本被复制并大量廉价抛入市场

的书籍、绘画等为了迎合观众口味，再次被压缩、改写、摘录以适应广播

和电影改编的需要。于是文化不但没有传播到大众，反而自身遭到了

破坏。这一点可以我们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关于

文化工业论的观点那里得到佐证，虽然他们更想展示的是 ２０世纪的资

本主义由生产效率提高而发展出一种大众的技术综合，这些技术通过

将“文化”归纳为一致性的图示表征，将个人意识归纳为个体的消费欲

望，来中和由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危险的不稳定性。从中我们

甚至可以看到阿伦特所说的由某种新技术对文化实行专制的运作机

制，它述说了由“消遣”转化为真正的“闲暇”的难度，对应于人们在真

正扬弃异化劳动之前，依然被劳动的消费性质束缚着的社会现实与未

来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分离（“乌托邦特征”），反映了现代人在传统终

结后、在找到自由本质前，包括现代初期假设“自然状态”的理论意义

被资本的增殖原则所掩盖，从而受到“从社会中独立出来的‘绝对的’

却又随时可以任意转化的东西”的专制的时刻。阿伦特认为，马克思

被传统束缚表现在他把这种近代发展（因生产力提高而多出来的闲暇

时间）作为理想，用与近代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产生的用词和概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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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种发展，就会导致忽略了在真正扬弃异化劳动前近代世界中真

正麻烦的问题，这才造成了革命后的“自由王国”无法再用除了“劳动”

“暴力”等传统词汇外的别的词汇来描述的矛盾。

三、消解分歧的可能：重建人的本质与判断

阿伦特在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理论的理解上也许并不全面且有

偏颇之嫌，而她对马克思的“实践”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失之准

确①。首先，她没有考虑到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强调正是来自于对

以私有财产为原则的现代社会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批判的核心———异

化劳动，而它的四个规定恰好对应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关

系，因此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劳动作为与公共领域，乃至于与真理

相对的专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来理解，而是在否定异化劳动的基础上，

认为劳动既是我们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更是我们确认自己的普遍性

本质和自由的实践活动，只有当我们把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自

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②）的实践活动

看作是对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因而不是在肉体的直接支配下生产，

而是在自由的尺度下生产的时候，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

关系，且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对异化劳

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从根本上对“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

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

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③。

其次，由于传统的“劳动”概念本身就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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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以及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

产———表达着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只要私有制、非自愿的分工以及

不平等的分配仍存在，那么，即使单个人的活动想摆脱地域局限和民族

局限而扩大到世界历史性的，无论是同整个世界的精神生产还是物质

生产，即人的创造能力的全面生产相关联，这种共同活动仍然表现为对

人的异己的、对立的力量。对于这种受生产力制约，又制约生产力的交

往形式，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市民社会。因此，马克思对政治自由的

洞见早已跳出传统积极生活的框架，不仅把自由看作是人们摆脱自然

必然性的束缚、进入公共领域的前提，还把自由看作是人们对自己的本

质的全面复归，对所有虚幻的共同体面向个人的支配形式的扬弃———

而这是超出传统劳动观本质界限的部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部分理论的批判是基于

对 ２０世纪工业社会近况的观察，而非对他的学说的根本性否定。她看

到现代社会在相继失去了传统自然法的遗产（从它虽然仍保留在书本

里，但已对人们失去实际统治权的意义上说）和现代理性的权威后，所陷

入的被与传统脱离血肉联系的传统词汇所强制的处境，但由于这种强制

并不具有真正的根基（它们虽表现为“绝对的”却又是可以任意转化的），

因此还有另一种恰好与它相对立的处境也发挥过它的作用———激进化

的自由主义。在西季威克评价康德没有区分他的“自由”的两个层次后，

福柯、德勒兹等人把康德的第一层自由———主体有独立于自然倾向、欲

望的选择自由———彻底化为独立于一切肯定性的法律、规则，包括独立

于康德“自由”的第二层含义———自由地选择作善还是作恶，否则将是对

自由本身的压迫。福柯说康德一方面主张启蒙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区分

出正当的理性的使用和不正当的理性的使用，生怕出现越轨（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但他自己则认为如今的批判恰恰就是要尽可能地越轨。① 而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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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则在《反俄狄浦斯》中将否定性的自由推到了极致，不允许有一点点

肯定性的建制。“那就是不能有一分一秒的‘定居’，而必须‘游

牧’。”①这种后现代的自由预设了个体的孤立，这种孤立切断了个体与

政治社会之间最根本的关联———而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阿伦特

真正关心的问题，她着力于列举一种与积极生活相关的劳动、工作和行

动的等级秩序及超越积极生活的真理，实际上是想要讨论当体现了传

统道德理想的生活等级被 ２０ 世纪的事件颠覆后，人们还能如何确定

“正确的”判断。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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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的
生活政治理论

陈　 曲

摘要：针对晚期现代性社会解放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吉登斯提出

“生活政治”，从解放政治的宏观话语转至微观生活，意在对当代政治

生活进行理论重构。依托其结构化理论，反思性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建

构，既构成自我认同的重要环节，同时也对社会结构进行功能性调节。

生活政治的实质乃是自我认同与社会结构的双向重塑，其中包含着有

关道德与生存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后传统社会的普遍伦理”。吉登斯

的生活政治理论，是其作为策略的第三条道路及其社会民主思想的生

存论基础，但其是否可被作为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人类共享理论，则是可

疑的。

关键词：晚期现代性　 生活政治　 反思性　 结构二重性　 后传统

社会的普遍伦理

一、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话语转变

自启蒙伊始，现代性社会在促进人类解放观念发展的同时，也在解

放政治的宏观视野下得到增进。作为一种宏观政治的解放政治，起初

是指人类从传统和宗教的教条性规则中得到解放。人类高扬理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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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运用于生活中的诸领域进而实现自由，解放的力量同时推动着历史

的发展。现代性的重要属性就是将人类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即将

此前对人类活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社会与自然界共同置于人类控制之

下。因此，吉登斯将解放政治视为“他者”的政治，旨在将无特权群体

从不利境况中解放出来，抑或是减弱各个群体之间的差异。

这里涉及解放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在这一语境下，可

将其理解为个人或群体意志施加于他人之上的能力。可以说，解放政

治在一种“权力等级化”的情境下运行，其政治话语旨在针对不平等、

剥削、压迫等宏观社会问题。因此，相较于生活政治，解放政治更多是

对某些境况的远离，即并非关于新形式及制度的造就，相反，它是在现

存的有限框架下寻求个体与群体潜能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解

放政治涉及个体自由与潜能的实现，但这种自由假定了个体在他人关

系中需要承担责任，以及在其个体行为活动中承担集体义务。反观生

活政治，则是在描绘未来社会图景的基础之上，有关个体身份认同与生

活选择的政治。

长期以来，主流政治话语坚持解放政治理念。但随着现代性进程

的不断演变，解放政治也面临许多问题。一方面，它是侧重于政治制度

和体制的宏观政治，而晚期现代性社会①已然催生众多微观生活方面

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解放政治难以解决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个体

的生活决策；另一方面，启蒙理性也遭遇困境。晚期现代性社会是“失

控的世界”，比起启蒙理性对确定性的寻求，现代性带来的更多是“不

确定性”，是与人为风险联系在一起的不确定性。科学技术的进步连

同经济发展机制，迫使我们面对一度隐匿在自然和传统的自然性之中

的道德问题，而此刻不能仅把它们视为“自然危险”。在这一背景下，

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思维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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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解放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种微观政治，关注个体身份认

同与生活方式选择。其不仅包括个人生活，更要去解决“集体人面临

的挑战”，处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力图把当代西方社会的各种

问题都纳入政治议程中。从这一意义上，生活政治是吉登斯对当代政

治生活理论的重构，他将政治的行动者从国家和政府转换到个人和团

体—普通的行动者层面。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体现出从宏观到微

观的政治话语转变。

生活政治关注的领域非常宽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

把它们化解为问题，可称之为生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家庭问题、身体

问题、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固然与解放政治所关

注的社会公正、正义和解放等问题具有相关性，但它们更多是涉及与价

值认同和价值选择相关联的生活决策、生活方式的选择，即在传统与自

然趋向衰微之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其中，“自我身份认同在

当今是一种通过反身性方式而获得的成就。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需要

在与不断变迁的本土和全球社会情境的关系中被形塑、修正并以反身

性方式被保持。个体必须以这种方式把多元化的传递性经验所产生的

信息与本土的实际生活相整合，从而使未来的投射与过去的经验得以

通过一种合理且连贯的方式实现联结。而只有当个体能形成一种内在

真实性时，这样的整合和联结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生命历程被理解

为一个统一体，进而形成一种基本的信任框架。因此，与关注权力与资

源的差异性分配的权力等级制的解放政治不同，生活政治中的权力是

生成性的，即作为转换能力的权力，旨在形成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

自我实现且在道德上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政治的现实关切昭

示着未来社会秩序意义深远的变迁与发展。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还体现出回到现实生活的自觉。这一过

程不妨通过现实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来加以理

解。最初，学生运动宣扬“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可以说是政治话语转

变的开端，也是生活政治的先驱。参与者把个人举止行为与“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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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的抗争”（以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手段）作为向官

方进行挑战的形式，力图表明日常生活模式的改变可动摇国家权力。

不过，尽管这种“个人的政治”昭示着生活政治的开端，但实际上其反

压迫剥削之义更为接近于解放政治的政治形态。而后，女权主义运动

彻底打开了生活政治领域。尽管对于解放的关怀依然是妇女运动的关

注点之一，但现代性社会中女权主义开始更为关注女性身份认同的问

题。尤其是在“解放”（即女性将自身从家庭及琐事中解脱）之后，真正

的问题———自我身份认同才开始凸显：女性在家庭之外面对的仍然是

一个封闭环境，女性的身份被严格依照家庭关系来界定，以至于当她们

迈入社会环境后在社会上所获得的身份多由男性固有形象界定。那

么，女性如何在家庭之外获得自我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这一问题伴

随现代性带来的多元情境与多重选择衍生而来。贝蒂·弗里丹曾就这

一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女性的新生活投射”这一解决方案。在她看

来，“生活投射是帮助女性在之前未曾探索过的公共领域中形成新的

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① 这种“新生活投射”包括对个人成长的全身

心投入，对过去经历的再思考和再建构以及对未来涉及风险的承认。

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渗透着生活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反思性”环节，构

成“自我的反身性投射”。

当然，生活政治的议程绝不会仅仅限于性别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

同的政治还涉及其他诸多领域，诸如自然、生殖、全球化、自我和身体等

领域，将道德与生存性问题重新置于现实政治生活中。而这一点是由

现代性的反思性特性所决定的。“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

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

解罢了。”②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表现出他对于历史必然性、历

史决定论的不认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确定的，建立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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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之上的知识是不稳定的，而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流变。

综上所述，吉登斯在晚期现代性社会背景下，从权力等级化的解放

政治宏观话语转向权力生成化的生活政治，在后传统秩序下关注“我

们应如何生活”的道德与伦理问题。这一问题显然围绕着个体有关生

活和行动方式的选择。因此，生活政治不同于解放政治，不是去关注如

何将社会生活从固化的传统和习俗中解放，而是关涉晚期现代性社会

与自我反身性投射相关的变化和问题，尤其是对道德维度的重视。在

下一部分，我们将结合晚期现代性社会背景，对自我之外的社会关系世

界对自我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反身性影响展开更为详尽的讨论。

二、生活政治：自我认同与社会

结构的双向重塑

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的基本背景是晚期现代性中的生活世界。关

于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可以说吉登斯与哈贝马斯较为相似的一点就是

将其理解为日常社会行动的领域。较之于以往的现象学解释，他们更

强调以行动理论与社会理论去解释，但与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并在现代性重建意义上重构生活世界相比，吉登斯强调的是一个有

别于盛期现代性的晚期现代性中的生活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晚期现

代性社会（后传统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关键区分就在于现代性内

部指涉体系的出现。所谓内部指涉体系（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意指社会关系或自然世界的相关部分按照内部标准通过反身性的方式

被整合的过程。其中，内部指涉性成为现代性动力机制的基本要素。

这一体系的动力源与动力机制并非源自外在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是

源自现代性源源不断的动力机制的延续，并预示社会将发生更为深刻

的结构性转型。吉登斯将现代生活独特的动力特质主要归于三组元

素，其一为“时空分离”（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在他看来，前现

代时期时间与空间的联系仅仅是通过具体位置的情境性联结。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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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必须通过具体位置这一中介才能联系在一起。而现代生活中，经由

“时间虚空化”与“空间虚空化”产生了时空分离和重组。这种重组可

以将不同位置的人类行动协调，不再需要具体位置的中介。因此，这种

时空分离促使跨越广阔时空领域的社会关系发生联结成为可能，成为

现代性动力机制之一。现代性动力机制的第二元素为“脱域机制”

（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这一机制由“象征标识”与“专家体系”构

成。由于二者都具有抽象化特征，也可合称“抽象体系”。脱域使社会

关系得以从特定场所中解脱出来，摆脱场所的特殊性。抽象体系一方

面营造相对安全的场域，另一方面也衍生着风险与危机。在这一意义

上，现代性的确是一种风险文化，而这也正是现代性社会的特征所在，

故而乌尔里克·贝克称其为“风险社会”。

在上述时空分离与脱域机制的双重影响下，现代性制度动力机制

的第三个主要元素“制度反思性”（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①得以凸显。

正是前两个元素驱使社会生活脱离既有的规则惯例，进而在后传统秩

序中形成制度反思性。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反思性是一种制度反思

性，即定期将知识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行动情境中，成为社会生活组成和

转型的建构性要素。其强调的乃是一种敏感性，是对那些生活中新出

现的知识和信息作出反应因而对自身社会关系进行修正的敏感性。正

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存在着对反思性进行反思的诸多可能”，此

前知识的确定性受到制度反思性的弱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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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面，因此，反思性是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对于将“自反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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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阶段区分。所谓自反性现代化，是指导致风险社会后果的自我冲突。



存在着被怀疑和修正的可能。

不难发现，上述三大动力源构成的现代性制度的动力机制已然深

深影响着日常生活世界。总的来说，现代性特有的动力机制始于时空

分离与时空重组，形式上的重新组合使生活世界出现了时间—空间的

“分区制”，形成“脱域”。脱域机制将社会关系从特定情境中解脱，并

通过时空重组使现代性的制度特性趋向全球化，也影响着日常生活世

界。受反思性影响，行动者、结构、社会关系不断发生改变与调整。经

由时空分离与重组，“自我”与“社会”实现相互联结。

可以说，反思性这一概念在吉登斯后期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与

结构化理论共同构成生活政治的理论基础。它不仅形塑着社会结构与

制度，更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个体身份认同、价值、道德以及自我实现等

层面都产生影响。除上述“制度反思性”之外，还存在与自我认同相关

的“自我的反思性觉知”，并引发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机制在晚期现代性

时期产生，具有自我反身性的结构性特征。其中，现代性反思性延伸至

自我的核心部位，自我变成了一个“反身性过程”（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至此，“自我”不再是承受外界影响的受动个体，而是在自我认同的形

成过程中向那些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选择决策施加自身作用的行动者。

其中，反思性成为自我认同与社会结构的功能性调节的中间环节，身体

成为反思性的载体与表现，将个体与社会相联结。

吉登斯将这一自我反身性过程描述如下：

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同时伴随着媒体所传递的新型经

验，自我认同遂成为一种具备反身性特征的、有组织的活动。自我

的反身性投射，虽存在于前后一致却又不断被修正的传记式叙述

中，却发生于经抽象体系过滤后的多种选择之情境下……具备反身

性特征的、有组织的生活规划，通常被认定为经专业知识过滤后对

风险的考量，而上述规划亦成为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的核心特征。

这里需要结合吉登斯早期的结构化理论加以理解。结构化理论作

为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立场，是吉登斯生活政治理论的基础，其核心特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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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结构二重性（ｄ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意在取代传统的二元论，如主观与客

观、个体与社会等。“‘结构二重性’以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的社会生活的重

复性为核心：结构既是实践再生产的媒介，同时也是其结果。结构同时进

入行动者和社会实践的构成之中，存在于这种构成过程的各个时刻。”①与

传统社会理论不同，吉登斯注重制度分析，吸纳了“能动性”概念，进而弥

补结构化理论中行动理论的缺失，并对既存的行动哲学方法进行修正。

在吉登斯看来，离开结构我们就不能充分说明人类的“能动性”。反之亦

然，具体就体现在对“行动主体”“时空与行动流”的重新考量。

一方面，吉登斯阐释“行动主体”概念时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

社会行动者的反思性。反思性是行动的固有属性，反映“持续发生的社

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② 这一点有别于结构

主义传统。实际上，自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传统，存在一种在吉登斯

看来可谓“标志性的缺陷”，即无论涂尔干还是施特劳斯，个体与社会之

间都存在逻辑鸿沟。比如列维·施特劳斯，他把社会行动者的自我意识

从结构分析中排除，拒斥反思性。而吉登斯提出一种人格的“分层模式”

来构建起主体理论。这一人格模式由三组关系构成：“无意识、实践意识

和话语意识。实践意识是结构化理论的根本特征。”③另一方面，“在能

动性理论中，为表明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我们必须把时空

关系看作是内在于所有社会互动的构成过程之中。”④将行动置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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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郭中华、徐法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５页。
［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６２页。
［英］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郭中华、徐法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３ 页。吉登斯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实践意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与话语意识（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做出区分。实践意识，指行动者在
社会活动的构成当中习惯性地使用的知识储备。话语意识指行动者能够在话

语层次上表达的知识。

［英］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郭中华、徐法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３页。



与空间之中，理解为一种持续的行动流。吉登斯坚决拒绝如共时与

历时、静态与动态等二元划分，他认为这会导致“时间”在社会理论

中被压制。他更愿意将时间理解为海德格尔所言“可能的生成”（ｂ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可以源源不断地“行进”。“通过把结构看作

是非时间性的和非空间性的，看作是一种作为社会互动的媒介和结

果而得到生产和再生产的虚拟差异次序，社会系统就可以理解成是

存在于时间和空间当中的了。”①这种生成性与能动性，正如马克思

在《大纲》中所言，“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在这个运动中只是

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

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

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

系。”②在关于能动性与结构问题上，可以说马克思成为吉登斯重要的

思想来源。

在晚期现代性社会，反思性以身体作为载体联结个体与社会：社会

变迁势必直接影响个人经历，而这些发生变迁的个人生平都将以反身

性的方式重塑自我认同。因此，吉登斯的“自我”绝非作为一种被严格

限定的个人领域与政治领域隔离，这也标志着晚期现代性的社会转型。

借由制度性反思、脱域以及本土与全球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这种转型

不仅是外在转型，而是彻底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到经验中最

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具体表现为，在晚期现代性的轮廓下，由现代制

度引起的社会生活中的变化直接与个体生活相融合，进而与人的“自

我”相交织，集体层面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与生存性问题重新

占据核心地位。基于此，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与设计方案———生活

政治被提出。“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这就是晚

期现代性的系统，它在个体和集体的层面上都已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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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存在性参量。”①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社会行动的重视，吉登斯生活政治的议程不

再局限于解放政治的宏观政治，类似自然、生态、自我认同、身体、全球

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开始具有政治意味，并尤其重视风险和道德重

建相关的诸领域。它不仅保留解放政治的核心价值，更要处理解放政

治带来的各种问题，诸如生态问题、生殖伦理、全球化影响、认同问题

等，而这些问题都与生活方式的选择相关联。

首先，生活政治将生态问题与现代政治交织在一起。自然不再是

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环境，而是受到人类生活的渗透发生“自然社

会化”。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早在马克思“人化自然”概念提

出时业已引发思考。马克思对于自然观念的理解已经超越传统机械论

自然观，将人类活动与自然联系起来。不过，囿于马克思当时所处时代

背景的局限，现代性问题并未完全显露。而如今，问题已不仅是针对人

对自然的过度控制所引起的生态恶化现状，更是聚焦于现代性抽象体

系的外在刺激因素上。当人们进行生活决策与道德决策之时，“自然”

转变为行动之域，成为政治议程中的组成部分。举例来说，当一种有益

于生活质量却导致生态恶化的技术研发出来并广泛运用后，“政府应

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宣布新的技术信息而日益凸显的有可能的风

险？”②这里的两难就在于，无论是官方夸大后果导致的政府公信力减

弱，或是因避免恐慌而采取谨慎对待所导致的“掩盖真相”，都凸显着

生活政治问题的复杂与新的风险的不确定性。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在晚期现代性背景下，吉登斯重点关注自然社会化背后的道德与生存

性问题，即“人类对自然应负有何种责任”、“环境伦理应包括什么内

容”、“自然的终结”更是引发诸多值得思考的新问题，其涉及的道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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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乃是生存与存在。

此外，在晚期现代性背景下，自我、身体都成为生活政治的重要领

域。一方面，与传统社会相较，自我和身体不再是自然的，也就是说，不

再是原初给定的，而是发生着“自我社会化”与“身体社会化”。我们的

身体，是经由“自我反身性规划”的身体，反身性使身体不再被接受为

个人生活的既定“图像”，而是具有“全面排查程序”（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作为身体的自我排查程序，对身体的健康进行实

时监控，反思性地利用饮食和医疗知识组织个人的未来生活；另一方

面，现代性使反思性自我认同的积极建构成为可能。在传统社会，自我

仅理解为具有独特性的某个人；而在晚期现代性社会，拥有自我必须通

过行动才能够回答“我是谁”，完成自我实现与自我认同。“自我”绝不

是一成不变的被外在影响决定的被动实体，自我身份认同更强调一种

经由行动者反思后的认知过程，其中的“自我”是一种“具备反思性的

行动者”，而“身体”在其中起到类似中介的作用，用以接收和传递经验

信息。自我可以通过反思性构建着身体，并以之为基础进行自我实现

与自我认同。查尔斯·泰勒曾言，“为了形成并保有一种自我感，我们

必须清晰地知晓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向何方”。因此，这一过程具有历

史性，必须要不断吸纳周围发生的事件并纳入自我生平中。晚期现代

性社会中，自我身份认同有着既稳健又脆弱的矛盾特征。一方面，由于

其具备一种预设的本体安全感———接受他者的存在但不会依赖于他

物，因此保障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稳健性；而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随

着社会的发展发生变迁，那些构成自我身份认同主要内容的“自我生

平”也会产生变化。现代性的抽象体系彻底渗透了自我和身体，并使

之成为各种各样新型生活方式选择的检验场。此时，自我与身体以一

种私密的方式置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反身性投射之中。这里还渗透着个

人生活伦理学，即一个人不重新发现道德生活，就不能“成为某个人”。

谈至伦理，生活政治涉及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生殖伦理。生物学

意义上，生殖固然体现的是基因的传递，但从道德角度上来说，它还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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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存矛盾的问题。其背后所关涉的乃是自我的超越，即人的个体生

命有限性与无限接近自身限度的问题。比如刚刚出生的胎儿，具有何

种权利？又或者未出生者具有何种权利？这些问题不仅是分析问题，

更是道德问题。此外，生殖领域也体现出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全球

性影响之间的联系与作用。比如传统社会科技的滞后造成避孕手段的

单一与局限，造成生殖方面人为控制的可能性极小；而随着现代各种避

孕手段的出现以及生殖技术的发展，生殖领域充满多元选择，基因的传

递可以不依赖于生物体而是以人工的方式实现。从此前通过避孕控制

生命跨越到如今依托技术创造生命，个体决策有可能直接关涉到整个

社会秩序的变动，这种亲密关系的变革将长期影响人类的生活世界。

因此，生殖领域引发的多样选择为生活政治议程中的机遇与风险提供

了丰富内容。

除了上述诸领域，生活政治在全球化问题上同样值得重视。乍看

之下，全球化似乎作为一种外界现象，代表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发

展，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成为两个不同领域。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

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① 现代性动力机制

将社会关系扩展至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全球体系中，引发社会活动的全

球化，可以说是公域与私域的交汇。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性正在经历着

全球化过程，尤其就体现在其制度性特征中。与前现代性社会的地域

性相对，现代性是“非地域化（ｄｉｓ－ｐｌａｃｅ）”的，也就是上文所表述的“脱

域”。非地域化对应着一种“再嵌入（ｒｅ－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即脱域机制把

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同时又为它们

的重组提供机会。因此，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时空延伸。与现代性的四

个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监督、军事力量、工业主义）相对应，全球化

也具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国际劳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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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这四个维度。并且，每一不同制度性维度背后存在着文化全球化，可

以说抽象体系的抽离促生了全球化与去传统化的过程。

在一般意义上，全球化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经济全球化。然而，作为

生活政治重要领域的全球体系绝不仅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发生

在生活中的时空巨变。经由政治与经济的全力推动，通讯革命与信息

技术发生变革，全球化逐渐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习俗与日常生活模

式。同时，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也往往是

全球性的。鉴于后果严峻之风险因素，全球化所引发的实质的道德性

问题部分是“遏制性的”。比如，人类是否应该对科技创新设立某种限

度与边界？是否在使用核武器时考虑道德与人道立场？上述问题都关

涉道德与生存性问题，并且与个体和集体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密切相关。

这些问题都将在下文进行探讨。

三、晚期现代性社会道德

维度的反思与重建

不难发现，一方面，解放政治的议程中更倾向于关注宏观层面的政

治问题，而对自然、道德、生存性问题鲜少涉及，进而导致道德与生存性

问题长期处于一种压抑状态；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发展，在现

代性内部指涉体系衍生矛盾的推动下，解放政治导致更多道德与生存

性问题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领域。因此，生活政治实际上是对解

放政治引发问题的反思。比起解放政治对国家与社会制度这些“大”

问题的侧重，生活政治更关注在晚期现代性时期社会背景下人类的自

我实现，开启了关注微观生活的政治议程。它关注的不是狭义上的

“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种种决定，而是将这些决定重新道德化———

更准确地说，是对日常生活中被经验封存的道德和生存问题的重新关

注，完成晚期现代性社会道德维度的反思与重建。

作为生活政治的核心议题，这些道德与生存性问题可大致被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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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种类型。其一，关于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其二，人类生命的有限性

与自我超越性的问题；其三，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其四，自我身份认

同问题。首先，本体论问题在现代性意义上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传

统情境将行动模式固定化，在传统社会个体行动与本体论框架相互联

结，本体论概念明确且稳定，而现代性势必打破这种稳定。第二类生存

性问题反映出的是一种“生存性矛盾”，即人类作为具有自我意识并认

识到生命有限性的本质存在，既属于自然，又作为具有感知和反身性的

生物与自然分离。一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是一种既有生有死，又对自

身死亡之界限有着清晰认知的存在形式，而后者便是“非本质存在的

存在性认知”……这里人类关于有限性的认识，随着人类对时间范畴

的认知日益增进形成，并产生与信任相对立的“生存性焦虑”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ｉｅｓ）①，这种不信任的焦虑就体现在对抽象体系和对

个体的不信任上。一方面，不信任抽象体系，即对所体现的专业知识持

怀疑态度或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不信任个人，则是怀疑或不相信行动

体现的真实。这里就涉及第三类关于主体对他者认知的问题，即主体

对他人特质和行动的阐释。问题不在于他者是否可知，而是主体能否

准确了解他者，维护“本体性安全”②（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要知道，信

任是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对他者的信任与内在的可信任性共同奠定自

我认同的稳定基础。最后，第四类问题乃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延续性问

题，意指在自我和身体中人的持续感受。吉登斯强调一种稳定的自我

认同，是由主体经由反身性持续不断吸纳着周遭世界进而丰富其个人

生平，这一过程需要本体安全感作为保障。然而在现代性社会，资本主

义城市化背景下，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活动都失去了对道德的考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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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是习惯或麻木的经济强制的表现，那种存在于例行性平常生活中

的“本体安全”程度相对较低。在这一意义上，原初的自我感被摧毁，

难以形成自我身份认同。

在吉登斯看来，上述诸问题关涉人类生活的基本参数，与社会具体

情境中的每个行动者息息相关，却被现代性带来的经济增长等具化现

象所遮蔽。而“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有关生活方式的选择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切实贴合当下语境的道德与生存性问题。因此，“个

人的伦理”是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它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作为所

有问题的起点，实现生活世界的再道德化，将上述道德与生存性问题纳

入政治议程之中，构成对当代政治生活的理论重构。

那么，人类应该如何生活？尤其是在晚期现代性社会充斥“人为

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生活政治又提供了怎样一种思路去面对全球

化与解传统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并不只是为

西方而设，而是包含着一种全球性的构想，具体而言是确立全球性普遍

价值的愿景。

这里的“人为不确定性”，一方面强调现代性衍生的风险具有不确

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人自身造成的。主要体现在启

蒙以来的科学技术工业发展导致的对基本道德问题和生存环境所造成

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连同经济发展机制，迫使我们面对一度隐匿

在自然和传统的自然性之中的道德问题。与人为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风

险使我们意识到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仅把它们视为“自然危

险”。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是表明从传统社会例行化常规活动的

确定性向晚期现代性社会反思性引发的不确定性的转变。晚期现代性

下的生活世界，充斥着由反思性主导的知识的不确定性，人作为物种的

生存不再具有保证，且对于未来的建构也是模糊且不可预测的。受到

现代性动力机制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组织的性质和全球系统的

构成发生了重大转变……许多变化或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最有影响的政

治决策并不是来自正式的政治体系这个正统的决策领域。相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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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并帮助重新界定正统政治秩序的性质。”①

有学者曾质疑，既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反思性触发了对传统经验

的怀疑，那么这种怀疑是否会导致对知识可能性的否认，怀疑一切，甚

至归为一种虚无主义？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先将经验上的怀疑论

与方法论上的怀疑区分开来。在吉登斯那里，“方法论上的怀疑不同

于经验上的怀疑论，相反它代表了对话的渠道、有力的辩解以及与他人

的共存……它不同于虚无主义，因为它带来了用理由证明论点（和行

动）的需要。”②因此，晚期现代性社会的反思性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

制度自检机制，在这种反思性的作用之下，生活政治是一种关于未来的

政治，是持续充满可能性的政治。其次，未经反思的经验并不能称之为

真正的知识。现实表明，许多传统社会固有的习以为常的经验，都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遭受质疑。在晚期现代性社会，知识反思性打破确

定性真理存在的可能。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认同首尾

一致的认识论存在之可能，以及人们可以获得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发

展模式的普遍性知识。尽管学界认为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在生活世界、

公共领域等观点上极为相似，但吉登斯从一开始就区分于哈贝马斯的

一点，就是强调现代性的断裂性特征。尤其是晚期现代性社会，我们被

诸多“失控”的因素纠缠，因而难以获得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

正是因此，吉登斯对于现代性始终持客观态度，既看到风险，也看到其

积极影响。随着自然与传统的消解，现代性社会迎来各种机会与困境。

然而，在“非传统化的”晚期现代性社会中，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强

大道德规范作用与道德感召的约束性也一并消弭，个人主义价值观盛

行。对此，吉登斯提出建立在新型民主关系之上的社会团结方案———

“后传统社会的普遍伦理”。在他看来，晚期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全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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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是一种模糊的空间意义上的社会。社会纽带不是承自传统而是

被创造。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都需要一种迫切的“交往”。

现代性带来的是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重新组合，这里面的逻辑不再

是“为自我持存而斗争”，而是致力于社会团结。吉登斯对于民主问题

的观点就是民主是自主与团结的结合，与其他政治理论家不同，吉登斯

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从来离不开集体。在他看来，社会反思性的扩

大，使整个社会具有高度反思性，进而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行动自主

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主性并不是利己主义的，而是充分考量行动者

与周遭的社会关系，达成互惠，在社会领域中调和自主与相互依赖，进

而更好生存并构建个人生活。“在人际关系领域中，向对方敞开胸怀

是社会团结的条件；在更大的范围内，在全球性世界秩序中伸出‘友谊

之手’从伦理角度来看是不言而喻的。”①

基于此，生活政治“关注的不是狭义上的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种

种决策，而是对这些决策加以重新道德化———更准确地说，是把日常生

活中被经验隔离搁置一边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这些是把

抽象哲学、伦理思想和非常实际的关怀融合在一起的问题”。生活政

治是关于整个生活世界的全方位政治，也是关于未来的政治②，是“全

球化与解传统化”双重作用下出场的新政治思维。吉登斯指出，“现代

国家的合法性由于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紧密关联而预先假定了对于

生活的道德取向———这种取向本身无法得到证明或者再生产。跟随全

球化，它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出现在每一个维度上，比如富裕与贫穷之

间的两极化，工业和科技给环境生态系统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监控的

强化即权威政体对人权的压制，无所不在的大规模战争的威胁等”。

“我们不应忽略，在生活政治背后隐藏着一股力量，即全球化的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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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伦理。”①尽管此前我们反复提及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可预测的风

险、不确定性的后果以及现代性社会的碎裂性特征，然而这并非吉登斯

对于现代性社会的全部认识。在他看来，全球化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就是使“后传统社会的普遍伦理”的形成成为可能。这种普遍伦理，作

为生活政治的愿景，为处于生活世界中的我们揭示了普遍性的价值，即

在自主、团结、追求幸福的主题引导下恢复积极的生活价值。可以说，

全球普遍性的伦理原则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以及幸福和自我实现的

普遍权利，同时人类也要承担推动世界主义团结的义务，并承认差别世

界主义，尊重非人类力量的存在，能够容纳差异与多元。

我们知道，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的本质就在于反思和重新探索实现

人类自由的方式。唯有切实思考当前生活世界人类的道德与生存困境

现状，正视风险并重建道德，使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蕴含时代特征，才

能为整个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塑奠基，建设普遍意义上的伦理观。生活

政治追求社会团结，把自主与个人和集体的责任联系在一起。面对生

活中普遍性伦理原则的缺乏，以及个体行为迫切需要普遍性的规范约

束，生活政治提供了新的政治设计。可以说，吉登斯在其社会理论中描

绘了一种使政治理想主义再生的政治框架，“后传统社会的普遍伦理”

反映出的是伦理观下的理想主义，是对未来美好社会图景的描绘，但这

一构想，是吉登斯所形容的“乌托邦现实主义”，还是终究归为“乌托

邦”？都是尚需探讨的问题。

四、生活政治的限度及其问题

生活政治理论作为吉登斯后期思想的重要部分，反映出吉登斯整

体研究方向已逐渐侧重于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而作为其核心概

２４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第 ２６６页。



念的“反思性”也随着研究重心的偏移，与“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关联在

一起。身体作为反思性的载体与表现，似乎已然受到反思性的影响和

控制。对于这一变化，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吉登斯早期著作《社会的构

成》中，身体是作为对社会行动约束的自然有机体出现的，得以对个体

施加自然约束。并且，既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又积极主动再生产着社

会结构。那么，在后期的生活政治理论中，身体则是现代性境况下融入

社会生活的反思性组织，被吸纳为内在指涉的反思性的定位场所。吉

登斯的身体观随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对反思性的放大似乎忽

视具身性中具备社会生产性的要素，身体对结构性规则和资源的再生

产和转化所发挥的作用都让位于反思性。可以说，“社会的反思性力

量和具备反思性能力的个体结成相互决定的关系，似乎没有给肉身化

主体的能力和倾向留下任何积极肯定的余地。”①

此外，“反思性”的运行过程也遭受质疑。比如，现代性反思性的自

我控制及自我限制何以可能？失控的世界会不会在反思性的作用下越

陷越深？对此，一种回应是“乌托邦现实主义”解释：因吉登斯将其理念

定位为“乌托邦现实主义”，将看似矛盾对立的两个维度（理想主义与现

实主义）共同纳入其中，其实质是对未来状态设定了一条底线，这条底线

切断了现代性无穷开放的可能，进而拥有一种关于生活的稳定性。但实

际上，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问题，即将内在的本体性安全感作为抵制“向外

崩溃”和失控的工具，使生活政治偏重于自我领域。对于这一问题，鲍曼

也曾持相似质疑，他认为“生活政治始终都被封闭在个体性的框架之内：

个体的身躯充满了‘内在自我’，充满了要求得到并同意给予的个体认

同，充满了个体通常想拥有‘更多的’、避免他人干扰的‘空间’。生活政

治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是以自我为参照的。”②斯科特·拉什则认

为，在吉登斯理论中有关文化的社会分析和对经济生活的社会分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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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ｒｉｓ Ｓｈｉｌｌｉｇ，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ｎ
ｄｏｎ，２００５，ｐ．６６．
［英］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２００页。



于边缘化①。

对于这些问题，始终要结合吉登斯作为社会理论者所应对的现

实境况来进行回应。面对解传统化与新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现实，

生活政治理论的初衷就是旨在将自主与个人和集体的责任联系在一

起，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寻求创建团结的新手段。现代性带来的是个

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重新组合，反思性也是“社会反思性”。这里，

人所具有的行动自主性并非停留于封闭的自我领域，而是充分考量

行动者与周围的社会关系进而达成互惠，在社会领域中调和自主与

相互依赖。其目的也正是贴合生活政治的目标，即更好的生存，构建

社会团结。

不过，比起生活政治理论构想，吉登斯作为布莱尔的幕僚所提出的

“第三条道路”政策方案②从提出伊始就遭受诸多质疑。第三条道路遵

从生活政治的伦理基础，“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

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③ 吉登斯将这种新型关系概括为

“无责任即无权利”。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是一个深化并拓展民主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定位国家与政府职能，个体性与社会团结不再彼

此对立，整体上从阶级认同走向社会认同。然而，有学者认为，“第三

条道路实质乃是一种‘超越左右的新的意识形态霸权’，带有威权主义

色彩，从根本上忽视了自由，并否定了选择的多样性。在开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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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

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２７２页。
在吉登斯初提第三条道路时，曾草拟了一份被他称为“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纲

领。第一，要重构新型的民主国家（没有敌人的国家），实现民主制度民主化。

第二，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第三，发展作为政府同公民社会实现合作的

经济基础的新型混合经济，其“新”乃是区分于老式的受制于政府的混合经济，

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利用市场动

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其四，实行积极的

福利政策，针对右派对“福利国家”所提出的批评，将“福利国家”转变为“社会

投资国家”（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６８页。



中，远不止两条或三条道路，而是有无数条道路与多种选择。”①此外，

第三条道路在英国已经失败，那么生活政治在今日是否还具有意义都

值得商榷。

这里需要从两方面作出回应。一方面，针对第三条道路本身。第

三条道路的确是要为社会民主政策提供一套完整方案，但它更是体现

出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当下形态阶段性的反思。与其说它是意识形态与

威权主义，不如说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其意

义正在于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取消一直以来

左与右的政治范畴划分。另一方面，需要厘清第三条道路与生活政治

理论的关系，绝不应将吉登斯的政策性方案与其理论思想等量齐观，也

不能将其与英国工党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那种被布莱尔作为

实质性政治纲领的“第三条道路”仿佛已然随着英国工党的倒台而失

败，但这与英国国情密切相关。并且，第三条道路毕竟作为一种政治纲

领性的存在，并不能反映出生活政治理论构想的全貌，尤其对于现实中

国来说，生活政治理论思想价值不该因此受到忽视。囿于文章篇幅，这

一点将在另一篇文章进行探讨。

总之，生活政治固然存在一定的限度与问题，但这一理论最重要的

意义或许就在于提出一种从私人领域通向公共领域的新政治模式。吉

登斯的生活政治，其实是“生活—政治”，政治不再是僵化的形而上学，

相反是自我作为政治行动者对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具有生成性、可能性

与创造性的决策与设计。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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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ａｌｆ 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ｒｅａｋ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９，Ｖｏｌ．７８，ｐ．５．



人·艺术·世界

———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

彭 成 广

摘要：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内涵丰富，斯维塔克和科西克是

其代表人物。他们的美学思想集中于对艺术、人与世界之间的实践关

系的辨识，以此凸显艺术与人具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他们从人类文化

学的维度，考察了异化理论的内涵和发展史，指出艺术具有反抗异化、

解放人性的本质规定性；通过对艺术内部特征和价值指向的揭示，实现

了对官僚体制、集权政治的深度批判；他们从哲学人类学的立场探讨了

“实在”的概念、艺术与“实在”的关系，批判并解构了“模仿论”、“反映

论”的前提，赋予了艺术的本体地位，认为艺术构成了“实在”本身。这

些思想集中体现了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丰富性和

深刻性。

关键词：捷克新马克思主义　 美学现代性批判　 异化理论　 实在

与众多中东欧国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的近现代历史也是一部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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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１５ＺＤＢ０２２）的阶段性成果；西南民族大学 ２０１８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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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ＳＱＮ３２）阶段性成果。



受列强入侵和异族统治、内部各民族之间矛盾冲突不断的沧桑磨难史。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捷克和斯洛伐克为摆脱奥匈帝国的统

治，开始奋力谋求独立统一，１９１８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其

间，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捷克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并于

１９１９年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于 １９２３ 年成立了捷克斯

洛伐克共产党。１９３８ 年“慕尼黑会议”召开后，迫于法西斯主义的威

压，斯洛伐克成为纳粹德国的附属国。１９４５ 年，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

捷克斯洛伐克战胜法西斯的统治，重新从分裂走向统一，但是又进入了

彻底而长期的“斯大林化”模式，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１９６８ 年，以“布

拉格之春”为标志，捷克开始了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系列社会主义改

革运动。“同南斯拉夫、波兰和匈牙利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

化’最为彻底，也最为持久。”①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思想无不受到斯大

林主义的全面钳制和整体异化，在这种悲惨的历史遭遇下，民族解放独

立、个人民主自由是捷克民族的永恒渴望和毕生追求，“耗子的民族”

精神在捷克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②

对于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而言，由于他们生活在“斯大林化”

全面统治的历史现实中，他们对现代政治体制的全面操控有着最切身

的现实体验和最深刻的理论反思，这构成了他们美学现代性批判理论

的本质内涵。在他们的美学思想中，必然会涉及如下问题：艺术与人、

社会到底具有何种关系？艺术的本质诉求应该体现什么？艺术的根本

意义是什么？作为艺术家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当然，这些问题是所有

美学理论家或艺术批评者的普遍性问题，但对于捷克新马克思主义者

而言，对艺术与人的关系的探究显然有着更为独特的现实针对性和更

加具体鲜活的体验内涵。因为在“斯大林化”的集权笼罩下，凸显乃至

放大艺术、美的“自由”本质和非“功利”特征，不只是对艺术自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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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衣俊卿等：《２０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６５１页。
“耗子的民族”一语，源自卡夫卡的《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一文，大意

是指犹太民族由于悲惨命运而导致的异常成熟性，却因此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重复确认，更是人之生存的重大关切，艺术是实现人之解放的重要路

径。捷克新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政治集权体制、批判官僚异化以及在确

立艺术与人有着本质的内在关联时，具有鲜明的共同性，即都具有强烈

的人道主义色彩和强调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充分体现了美学现代性

批判理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一、重续欧洲精神传统与官僚异化批判

作为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西克和斯维塔克两人不仅

在身世、经历和遭遇方面有着较大的相似性，两人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具

有极强的类比性。斯维塔克偏爱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的本质，进

而从人的本质出发，来谈论诗与艺术的作用；而科西克的“实在”概念

更是被学界认为其深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影响。① 因此，捷克新

马克思主义又统称为“存在人类学派”，“此学派立足于捷克传统知识

分子对人的存在的真理和‘捷克问题’的关注，通过现象学、存在主义

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融合追求海德格尔式的本真性存在”。②

（一）作为思想来源的欧洲精神传统

斯维塔克和科西克两人不仅在学习教育经历上有较大的相似性，

其思想来源和理论诉求也有着明确的契合性，下面分而述之：

在学习、教育经历上：两人同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接受教育，斯维塔

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而科西克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鉴于

大学的兴起在东欧国家的重要性，在此必须赘述。“大学的出现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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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宝文：《科西克的实在概念及其批判效应———从海德格尔出发》，载《学术交

流》２００６年第 １１期。
傅其林：《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代文化精神和现代性的诞生具有本质的联系”①，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大

学之一，由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创立于 １３４８ 年的布拉格查理大学，对捷

克斯洛伐克的文化培育、知识传承和文化思想变革等方面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推而论之，在东欧这片饱受磨难的土地上，以查理大学和波兰

的克拉克夫雅盖隆大学为代表，大学的兴起在传递欧洲思想方面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传播与接受中，东欧本土的独特体验和反思又

会积极地反哺滋养甚至修正欧洲文化精神，进而构成欧洲精神的内在

肌理组织。

在思想来源和理论诉求上：两人的思想来源都为欧洲精神的传统

延续，都试图回答欧洲精神遭遇现代危机之后如何重建等问题。如前

所述，大学的兴起在以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中起到了承接、融合与

再生欧洲精神的重要桥梁作用。捷克深受欧洲文明尤其是西欧传统的

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外在的，而是内生性的，它直接构成了欧洲思想的

一部分。对此，斯维塔克直言：“……将捷克人视为东欧人完全是一种

误导，因为他们过去一千年的历史都属于西欧历史。在 ２０ 世纪，（捷

克）产业工人代表着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工人人口，其文化也是一

切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有学者也鲜明地指出，“中东欧的思想

理论属于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但是，“由于中东欧各民族既

是欧洲文明的重要创造者和参与者，又常常是欧洲文明，或者世界文明

发展进程的受害者，这种复杂的历史处境和历史体验使中东欧的理论

家在接受西方各种文化时往往保持足够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④之

所以要在此重申欧洲精神传统对于斯维塔克和科西克等人哲学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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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是因为他们的哲学主题必然要凸显并反思欧洲理性文明本身。

尤其在胡塞尔宣称欧洲科学已经陷入重重危机之后，如何看待理性和

责任的关系，哲学艺术乃至美学应该起到何种作用？只有把这些问题

融入重思欧洲精神危机之中，其回应才有力量和深度。“对于昆德拉

来说，反思自己的小说艺术一定要将其置于胡塞尔关于欧洲人性危机

的沉思当中，否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①这一论断不仅仅适于昆德

拉，更应该推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对于斯维塔

克和科西克而言，他们的美学思想不仅具有现实批判性，还有试图重建

欧洲精神的努力。

（二）对官僚体制的深刻批判和异化理论的再考察

有学者把苏联对捷克的“大清洗”时期称为捷克人的“面包时代”。

这种清洗运动最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彻底的“斯大林化”模式，生

活在这种政治集权高压状态中的人们，“在恐惧环绕四周的时候，日常

生活的面包便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的目标，成为唯一追求的对象。”②

整个社会都被扭曲变形。因此，以斯维塔克和科西克为代表的捷克

“存在人类学派”，他们的美学思想重心必然是揭露与批判国家集权体

制和官僚机器对文化艺术的戕害，极力彰显文化艺术应有的独特功能、

丰富形态和自由特质。

关于官僚机器与艺术创造力、想象力的敌对性特征，斯维塔克有比

较精细的分析论述。他认为想象力、创造性和玄幻力是艺术的永恒来

源，人的精神活动存活于科学方法与迷幻、想象与理性、理智与情感、荒

谬与常识的对立统一中；艺术作为人的世界观，总暗含着关于世界的总

体看法。通过对艺术的来源、内在动力的分析，斯维塔克表明，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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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与当前官僚机器及科学理性格格不入。“社会经济可以置于官僚

机构的管理之下，假如官僚机构本身有竞争力的话，但是艺术、科学和

哲学则从来不能由官僚机构所主导。”①

斯维塔克之所以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价值内蕴和特性规律，除了

他本人对文学艺术有着独到研究以外，还是他借此关注政治问题的做

法。对此，他曾明言，在 １９６８年以前，很多问题只能通过反驳文学和哲

学主张的形式来阐释。② 与卢卡奇、鲍曼等众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一样，斯维塔克首先是哲学家、社会学家，然后才是美学家，因此，

他的美学思想必然是他哲学思想的反映，而他的哲学思想是历经现代

资本理性文明和参与社会主义改革试验后的理论反思，其最终指向是

对人本身的思考，是对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的意义、人的价值以及人

如何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探究。从这一主题和宗旨来看，斯维塔克和

科西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斯维塔克的代表作《人和他的世界———一

种马克思主义观》和科西克的代表作《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

界问题的研究》，仅从书名便可直观到他们的哲学主题是对“人与世

界”关系的探讨。当然，“人与世界”是所有哲学的基本内蕴和底色，但

斯维塔克与科西克所确立的“人与世界”主题，是在人与世界，尤其是

人与“现存”“现世”发生了严重的价值扭曲和异化的现状下所做的探

究，这种探究就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性，是对时人具体生存困境的关

切。因此，这种从痛苦和压抑的实践体认中的理论反思就显得更为

“实在”、具体和厚重。与哲学传统的抽象、形而上和普遍性有着根本

的区别。

对现存官僚体制的批判，在同时代的捷克作家中也有充分体现，如

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代的一部政治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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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昆德拉的《玩笑》被广泛认为是控诉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一份证词，

卡夫卡的《城堡》、《审判》等作品更被认为是对传统和现代相互交织的

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刻揭露，等等。巧合的是，科西克和斯维

塔克均对卡夫卡给予了充分关注和相关研究。

（三）异化理论的人类学反思

异化理论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人的解放，异化的主体是人，异化理论

是人与上帝、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个性相冲突的发展史。斯维塔克认

为，对异化理论的相关研究只能在人类学的背景中来进行，对异化起源

发展的阐述和对异化克服超越的方法也只能在关于人的理论中寻求。

在此基础上，他首先把异化理论分为神学的、哲学的、科学的和艺术的

四种类型，并分别对应着超验理性、理性思辨、经验和自身。他认为，这

几种异化类型无法比较，因为它们对应着不同的先验假设和方法论。

如同为理性、神学的超验性和哲学的演绎理性就完全不同，而科学作为

经验的学科，表面上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和可能，但是科学绝对不能划入

意识形态争论———虽然这是无法避免的。“科学总是倾向于割裂社会

学的、心理学的、生物学的或其他的方面，将关于人或异化的片面图景

视为整体。”①在斯维塔克看来，异化是人的永恒命运，是文明生活的历

史性范畴，是 ２０世纪科学和技术发展及其后果的新历史现象。

从根本上讲，人道主义是所有异化理论的本质属性，因为人道主义

所关心是人的起源、归属与发展等核心问题。斯维塔克对社会主义人

道主义的来源进行了辨识：“社会主义思想是欧洲人道主义发展的结

果，这个传统深深植根于古希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②他高度肯定

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具体感性存在”的论断，人从基督教的身体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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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二元论的主导中解放了自己，人发现了自身，并认为“费尔巴哈的

人类学，关于人的普遍科学，是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顶点。”①但

是，斯维塔克认为，费尔巴哈虽然把握了人的具体性，但仍然没有跳出

抽象人的囚徒，他只是在性与家庭的领域理解人，所以他的理论必须让

位于人们自身的实践活动，让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来完善。斯维塔克

认为，有三种关于人的重要概念的出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

基础，即“从自然身份状态经历社会发展达到自身的自由；从基本人性

的异化经历异化的克服达到历史的目标———共产主义；从自然状态经

历非人性到人性。”②经过克服异化后，“孤立个体的人的概念被超越

了。”斯维塔克反对那种将青年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断裂开来的做法，

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辩证人类学正视了人是积极能动的主体和自

身的创造者，人总是不断地同各种异化作斗争来丰富完善自身，人的概

念在不断地扩展。“斯维塔克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人道主义思想家，他

关注人的主体创造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强调人的自由随着人的历史进

程的积极参与和创造而不断增强。”③

二、艺术与整合：人与社会

分离状态的再融合

艺术与社会之间到底具有何种关系？对此，斯维塔克和科西克均

作了充分回应，尽管他们的侧重点各异，但其最大的共同点是绝不把艺

术视为完全孤立的存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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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是对社会决定论的超越

艺术的观念与本质和人的观念紧密相关，并且会随着人之意义的

变迁而变化。斯维塔克强调，整个艺术乃至文化观念的变迁都建立在

社会变迁的基础之上，“拒绝考虑社会进程（艺术组成了其中的一部

分）并拒绝理解它的意义的艺术，无论是努力提升社会的积极因素还

是批判它的消极特征，都是毫无效果的。”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基本立场。但是，他并非单纯的唯社会学论者，他认为，正是社会过

程的历史潮流对艺术的限制，才使得艺术家们更加意识到个体表达和

创作权利的重要性，要言之，限制与自由是辩证存在的关系。艺术家的

可贵之处在于，正因为充分认识到了限制，所以才尽可能去超越去创

造，把人带向现存不可能达到之处。这是基于历史现实考察和对艺术

规律特征体认相结合的辩证论。

艺术在文化革命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艺术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

分。但是艺术不是静态的、被动地被外在的社会进程所决定，艺术自身

也会进行内部改革，艺术史上一系列的美学反叛和革命运动便是确证。

并且，艺术远没有耗尽自身的潜力和不断增长的活力。斯维塔克反对

艺术终结论，他认为只要艺术内部没有停止改革和变化，那么，艺术就

不会死亡，艺术的作用也不能替代。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考察，因为单

从能量守恒定律来考察，艺术只要保持运动，就势必会产生新的能量。

（二）艺术观念与人之概念的内在联系

斯维塔克在《人之模式的变迁》中简要划分了人的四种思维方式，

即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和科学的四种模式。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界

定自身有理性模式、生物学模式以及社会文化学模式，斯维塔克所持的

是人的社会学模式，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人是社会的、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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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之外，人也许是动物或神，但他不是人，因为只有在人当中，他才

是自身。”“既然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他也是具有

传统的存在者。”“没有自然的文化、自然的人、自然的规律和自然的宗

教，因为文化是人的而不是自然的自由作品。”①诸如此类的论断都有

一个根本指向：人是文化的产物，而艺术在人的意义的形成中起到了非

常关键的作用。“人的模式通过艺术表达了自身。艺术创作的意义和

艺术作品内容的变化是———在其他东西中———人的意义的认知方式发

生变化的结果。”“艺术作品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和情感的投射。”②

斯维塔克以人之模式的变迁视角来分析《哈姆莱特》《俄狄浦斯

王》这两部经典戏剧艺术作品，以此来凸显艺术与人的本质关联。在

他看来，人可以分为古代模式、理性主义模式、文艺复兴模式和现代模

式。在人的古代模式中，由于人类生产力和认知力的低下，人关于自身

的概念是模糊的，或者说，是仅仅处于与动物类属性层面上，即“与动

物的亲近感、族群中心主义和依赖神秘力量的观念”。③ “依赖神秘力

量的观念”既让人处于动物类属性层面，又让人意识到自己与动物的

不同之处，这是人性来源和人文主义理念的滥觞。这种神秘力量导致

了古希腊神话的兴盛，通过神话来拔高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优越性地

位，赋予了人的理性、逻各斯。但是恰恰是理性反过来极大地消解了人

的神秘性，人开始认识到，人需要从理性来认识自身。人是理性的产

物，具有可以解剖的结构，世界也如是。这种思想可以作为世界“祛

魅”思想之滥觞。当然，人可以认识自己和世界，并不代表人具有全知

全能性，神秘力量并没有就此消失，古希腊思想的核心在于，在人的认

识之外，依旧存在着不可把握的偶然和命运，以一种超人的逻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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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虽然可以理性来控制自身的情感，但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俄

狄浦斯王》就是一种理性与偶然性并存的关于人的古代模式的认识。

《俄狄浦斯王》也承认人的理性，但是在人的理性之外，还存在着命运

即天意，体现了人的意图与神圣旨意之间相冲突的悲剧。

斯维塔克认为，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历史是人类利益的毫无意

义的一团乱麻，是事件的混沌堆积。他缺乏更高的、神圣的、在古人看

来人必须臣服的意义。”①文艺复兴确定了人自身的意义，人是自己意

义的创造者，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式的关于人的概念的典范模式。哈

姆雷特和俄狄浦斯均认为，人的命运是注定的，人不可能反抗它，否则，

必将有罪；但是俄狄浦斯认为在人之外存在无法超越的神，神有着自己

神秘逻辑，而哈姆雷特认为整个世界都由偶然性构成，人与神都无法逃

避偶然性和非理性的命运。

总之，斯维塔克通过比较古代理性模式、文艺复兴模式以及现代观

念三种不同的人之概念模式的变迁，旨在表明，关于人的观念有一个延

续变化的过程，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关于艺术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

变的。

三、反抗异化与解放人性：诗的本质

与人的内在关联

对诗的意义和本质的回应，无论是从诗学理论出发，还是从哲学思

辨入手，甚至从社会文化的整体观照来看，斯维塔克的《人与诗》都可

以视为经典文本之一。在《人与诗》中，他集中从哲学的、人类学的和

文化学的角度来充分回应诗的意义和本质、人与诗的关系以及诗是什

么等问题，虽然在具体论述中，斯维塔克善用格言警句般的语言，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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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文本就如一首精美的长诗，但是在如诗般的文本下隐藏着严谨的

论证逻辑，体现了他扎实的学理底蕴和对诗之本质的精确把握。

（一）诗之意义：人的本质关联

在《人与诗》中，斯维塔克提出并回应了三个问题，即诗的意义是

什么？诗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诗人是什么？斯维塔克认为，诗的意

义等同于人的意义。“诗学意义的变化和欧洲文化中人的形象与意义

的变化紧密相关……诗的意义来源于人的意义……诗之意义的转换是

诗人作为创作者和艺术消费者之感受性转换的必然结果。”①因此，不

同时期、不同诗人对诗之意义的回应十分不同。

人和诗究竟具有何种内在关联，以至于能把人与诗等同？要理解

其中的逻辑关联，必须要回到斯维塔克的立场中去，他从提问到回应，

都采用了哲学人类学的立场。在他这里，与其追问“诗的意义是什

么”，不如追问“诗对人的意义是什么”，对此的回应也是此逻辑。否

则，只是单纯地把人等于诗，把诗的意义等于人的意义，无论多么精彩

的论证，也始终无法让人信服。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诗，是将诗

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探究的是诗的人学意义，从诗的意义的变迁反过

来也可以透视出人的概念的不同演进；从哲学人类学立场来谈论诗之

意义，必然对具体作品的内在结构、诗体、篇章及节律等细节不感兴趣，

甚或，诗在此只是高度凝练与综合化的对象文本，是人类的所有艺术创

作物的代指，而不限于文学之类型的诗。换言之，研究诗的意义，就是

研究诗对人的存在有何种意义。这种看似简明直接的逻辑，其实丰富

地体现了斯维塔克的人学立场，凸显了他整个思想的聚焦点，也体现了

他作为哲学家的本体立场，即关注的是人及人的意义等根本问题；从哲

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之外的任何对象，可以以客观的物而存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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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被人对象化。那么，诗对人到底有何种意

义呢？鉴于斯维塔克对此的回答类似于格言警句，现不惜篇幅，摘录如

下：“诗的意义是人对世界的感受力、知觉和理解力的升华……它影响

和修改了人的感知力，改变了他的感受力。”“诗毫无疑问具有传播美

的美学功能，但他并不局限于此……当它唤醒人身上发现和感受自身

真实生命之美的直接和独特的能力时，它就成为诗化生命的工具。”

“诗将人与生命直接相关联……诗使人理解自身，激发他生命的潜

能……诗是人体验程度的纪录……诗是存在强度的伟大证明。”“诗激

发了人与自身个性的关联，它使人增强了对自身的意识，它使人意识到

他是一个感知这个独特的、转瞬即逝的世界的独特的、转瞬即逝的存

在，他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存在。”①

面对上述零散而结论式的回应，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其内在的论证

逻辑，那就是确立了“人—诗—世界”的相互关联。诗既可以丰富人感

知世界的形式和路径，诗又使人更本真地认识自我，包括对生命限度、

长度和丰富样态的认知体悟。因为有了诗，人的生命才与其他物种有

着最根本的不同，个体之间差异性也才能够得到理解。诗是人存在于

世界、认识世界的强有力证明和记录。尤其是对于遭遇两次世界大战、

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斯大林主义的全面束缚的东欧各国而言，“诗的见

证”意义更不同寻常：“不是因为我们见证诗歌，而是因为诗歌见证

我们。”②

正因为诗与人的存在具有本质的内在关联，因此，诗绝不是经济、

政治的附属物，也不是与经济、政治并列属于人的外在的社会性关系的

区域，而是内在于人自身的本质活动。对此，科西克说得更为明确：

“诗歌并不是比经济低一等的实在。虽然它属于不同的类型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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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同的使命和意义，但它同样是一种实在。”①

（二）诗人之眼及何为诗人

关于第二个问题，诗人是如何认知世界的？斯维塔克认为，诗作为

诗人的世界观，是诗人看待世界的立场和方式。诗人的世界观具有三

个特点，其一，诗通过孩童一样的感觉棱镜揭示世界和表现世界。这种

感知方式是具体的、直接的、表面的和非抽象的，所反映的世界具有诗

意的真实性、魔幻的具体性和无意图的损坏性。“好像他断言浸在水

中的小木棍是断了的或者太阳围绕地球转一样，他忽视用作为基础的

事实来描述世界的基本现象。”②其二，诗人视角是独特的逻辑和诗性

思维的因果律。从科学的角度看，诗是不合因果律的、不合逻辑的词

语结构，诗并不从科学的角度言说世界，然而这不等于诗没有逻辑、

没有所指。诗的逻辑是关于变化的基本辩证法，是对现象的本质直

观，是对世界的内在反思，是非分析性的总体世界观和普遍性方法，

它通过自身的主客体合一的直觉逻辑创建以前没有的东西和微观世

界。其三，诗歌的世界驻留于想象的维度。诗是对既定事实秩序的

反抗，是世界人道化的组成部分，诗通过现象表达了生命的本质，美化

了生命。

对“诗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斯维塔克采取了“诗人如何行动”的

方式，从人的行为来界定人的概念，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

立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就是行动，斯维塔克在此延续了

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之维来规定人之本质的传统。斯维塔克认为，人最

有价值的品质不在于他的长于分析的理性，而是他的想象能力，因为想

象能力才是他创造才能的集中体现。创造力、幻想、创造性思维、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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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戏谑又是诗歌创造的精华所在。“诗是人关于自身最亲密的、

最真实的记录，是人作为类存在的核心本质的深刻证明。……诗是人

之自由的告白，是反对异化的方式；它是人之存在的基本价值———创造

性、自由、人道———的确证。”①

因此，在他看来，诗人的行动方式是：把诗作为对抗异化的基本形

式。这当然有其客观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因为如前所述，当时的捷

克正处于彻底地“斯大林化”时期，集权政治体制对国家的经济、管理、

政治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实现了整体控制，从文化艺术品的生产、传播

乃至于接受解读都进行内部干预，因此，诗的创造性、个体性、象征性和

自由性受到了极大的戕害，基于其时的历史实际，斯维塔克强调诗的反

抗性就显得尤为必要。但是，过分强调诗的神秘性和独立性，必然不符

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辩证立场，因为无论从中国两千多年

的诗学传统来看，还是从西方欧洲文明的历史维度出发，诗作为人类情

感体验与表现与交流的形式，必然融合了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传

统，独立的诗并不存在。

与斯维塔克一样，科西克也把艺术视为对抗异化的有效方式，他认

为艺术的真正特质是劳作与创造的融合，而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劳作与

创造的分离，或者说，把一切创造都异化为劳作。在科西克看来，劳作

与创造是人的本质属性，在文艺复兴时期劳作与创造都还是统一的，而

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大工业化的发展和流水线作业，使得劳作

变成了千篇一律毫无创造力的奴役劳动，这种劳动过程是呆板的，因为

每个人生产的是毫无生气的物品，未能灌注个性的精气神，是标准化程

序化的重复，机械完全可以替代人的劳作。在这种情况下，“人失去了

对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控制，也就失去了实在本身。”②换言之，艺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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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够成为对抗异化的根本方式，是因为艺术最能体现人的个性和

特性，这是科西克和斯维塔克的共通之处。

四、超越与永恒：艺术实在的丰富形态

及阐释的必要性

艺术与现实到底有何种关联？是对现实的纯粹模仿还是机械地

反映？对此，斯维塔克和科西克均作了充分回应。如斯维塔克就指

出：“艺术家并不模仿世界，并不消极地反映世界，而是构造它、重构

它、重塑现实，使其具有某种样式并解构它。”①如果说，斯维塔克对

模仿论、反映论的批判还停留在格言式、结论式的层面，那么科西克

对反映论和模仿论的批判，从前提逻辑、批判过程到结论都做了充分

的论证。

（一）可疑的“实在”与作为实在的艺术

对艺术模仿论和反映论的批判，科西克是从重新辨识“实在”概念

开始的。他认为，无论是反映论还是模仿论，它们都有两个前提假设：

假设了“实在”的客观存在，假设了“实在”已被全部认知。以此，是否

反映“实在”便构成了 １９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之论争的

焦点。论争双方都认为“实在”是业已确定的概念，分歧只在于是否忠

实、超越乃至扭曲“实在”而已。然而，科西克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

里。关于“实在”是什么，还需要严肃与充分的论证。因为在一般的论

者看来，“实在”基本等同于经济等物质性元素，而自觉地把艺术等创

造性的精神性活动排除在外。这会造成对艺术的最大误会，也会对

“实在”造成不可原谅的片面理解。在他看来，“诗歌并不是比经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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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的实在。虽然它属于不同的类型和形式，具有不同的使命和意义，

但它同样是一种实在……经济总不能生出诗歌来。”①经济与诗歌都是

人类实践的创造物。艺术不是经济的附属物，反之亦然。那种认为经

济是唯一的实在，把经济看作一切东西之最终根源的人，就是把人类实

践的根源视为一个物，是物教化的表征。而经济决定论者所持的正是

这类观点。于此，科西克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就极为推崇，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就是对经济决定论的超越与批判，“唯物辩证

法不是把意识还原为环境，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主体生产和再

生产生活实在，同时也历史地生产和再生产出主体自身的过程上。”②

科西克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法把握相当到位，经济决定论的核心

要素就是环境决定论、社会决定论。然而，意识不能也无法还原为环

境，因为环境与意识不是对应、等同的关系，所以，那种试图通过社会环

境来理解并阐释艺术的人，他们的做法并没有错，可以视为理解艺术的

重要途径，但是绝对不能视为唯一和全面的途径。艺术是意识与环境

的综合产物，并能动地构成社会实在本身。“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不

可分割的两重性：它表现实在，同时又构造实在。它所构造的实在，既

不存在于作品之外，也不存在于它之前，只能存在于作品本身之中。”③

艺术是创造性和再现性并存的实在。以此出发，就超越了庸俗机械的

反映论和再现论，艺术的描绘性和构造性并存而不可分割。

科西克还认为，人总是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实在，但是，实在不会自

行展现，或者从根本上说，自行展现的实在不是人所寻求的实在，因为

实在就存于人的寻求之中，不存在于人之外。这种找寻和构建，就是人

类实践与生产的具体化，这种生产对于人乃至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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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没有自我再生产，

任何个体都无法存在。”①生产的具体内容既包括从自然中获取资源的

物质经济活动，也包括从自然确定自身位置的意识价值活动，科学、哲

学、艺术都是其主要途径，所不同的是，专门的科学分支只能把握实在

的某个局部领域，而哲学和艺术能达到人类实在的整体认识。“艺术

与哲学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使命的基础就在这里。由于艺术和哲学具有

生机勃勃不可或缺的功能，它们是不可替代和不可移置的。”②这是科

西克对哲学和艺术存在合法性的论述。

不仅如此，科西克还反对那种把艺术作为显现实在的媒介的观点，

在他看来，在艺术中显示的实在不是已经存在的外在之物，而是显示过

程中形成的实在，也就是说，在艺术品尚未形成之前，实在的概念与艺

术所要显现（构建）的实在不是同一个实在，只有通过艺术品的形成，

才能构建与创造了一个实在。因为如果按照艺术只是表现一个外在的

已存的实在，那么，艺术就会沦为工具、媒介和途径。之所以古希腊的

神庙、中世纪的大教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随着时间的流逝，但仍然

有它的价值，是因为它们在表现实在的同时也构造实在。③ 它们所构

造的实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它们既不是对已有的客观存在的呈现，

也不是已有实在的反映。实在与艺术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时代

环境、历史状况与社会等价物。

“科西克不仅关注艺术本身的理解，更注重艺术与人类自由存在、

具体的本真性存在的关系。”④人与纯粹的自然不同，人既是自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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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３页。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９１页。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９２页。
傅其林：《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部分，他又通过自己的劳作来创建一个新的实在，这个实在必然要在自

然的基础上产生，但是又不可能还原为自然。只有从这个建构的实在

出发，才能超越自然解释自然，才能在纯粹的自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是斯维塔克与科西克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科西克的“实在”还与恩斯特·布洛赫的“尚未”内涵有高度的一

致性。如前所述，科西克的“实在”，并不是已完成的物，而是不断形成

和发现的过程，也是一种尚未意识，“既是对尚未存在的意识，也是对

存在的尚未性的自觉意识”。① 表明了人的现实生存实际的待发现和

待完成性，人的本质未得到也无法达到应有的“去蔽”和敞亮状态。正

因为这种未完成性，才为哲学、艺术乃至美学等人文阐释有了存在的必

要性。科西克的“实在”概念体现了人之实践的运动特征。

（二）艺术的永恒性与阐释的必要性

艺术价值的永恒性是否意味对时间的战胜或消除，抑或是艺术作

品可以超越时间而存在？在科西克看来，“作品的永恒性存在于它的

暂时性之中。生存意味着在时间之中。存在于时间之中不是运动于外

部连续性之中，而是运动于暂时性之中，是作品在时间中的实现。”②以

此，艺术的永恒性不可能离开时间而存在，永恒性既不是对时间的排

除，也不是时间的停留，也不可能离开历史而纯粹的存在，而是在时间

中连续性地暂时性的变化，永恒性就是不断地与历史中的人发生内在

的本质关联，艺术价值的永恒性只有处于不断地暂时性的解读和阐释

中才能产生。任何试图把永恒性等于恒定性都是非辩证的、僵化的

“伪具体”做法。在此，充分体现出科西克辩证唯物论的立场，在多种

场合，他都明确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和辩证解读。他关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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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惠杰：《布洛赫乌托邦哲学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 年，第
５５页。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１０２页。



永恒性的论证，既充分肯定艺术作品产生时的历史环境的基础性，又充

分正视艺术与人的关联的时效性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应用。据此，他还

重申了艺术的起源与效准问题。决不能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因为

“起源与效准的关系问题，是环境与实在、历史与人类实在、暂时与永

久、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①

艺术价值的永恒性问题，还必然涉及阐释者的地位和功能。“阐

释的生成和存在，是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需要。”②艺术需要阐释，因

为纯粹的离开人的艺术价值不会存在，也不会自行显现，艺术价值也并

非全都包含于创造者的意图之中，创造者赋予作品的价值的特殊性必

须要被阐释者不断地具体化。“作品之所以是作品并作为作品而赋有

生命，是因为它需要阐释，因为它具有多种意义的感染作用。”③但是阐

释必须有相应的限度和向度，否则就会对作品的歪曲、误解和主观解

释。在科西克看来，阐释是艺术价值具体化、不断再生的过程，而具体

化和再生产之所以能够产生，至少有两个基础性的条件，一则为作品本

身灌注着实在与真理，二则生产者和感受者的主体有生命感知力，去延

续作品的内在生命。“作品的生命不是它的自主性生存的结果，而是

它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果。”④承认艺术作品具有内在生命的同时，更加

凸显创造者和接受者等人在艺术形成中的根本作用，这与阿格妮丝·

赫勒的“凝神观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⑤。以此融通了艺术、作者、接受

者与社会、实在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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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９７页。
张江：《公共阐释论》，载《学术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１００页。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１０１页。
参见阿格妮丝·赫勒：《艺术自律或者艺术品的尊严》一文，傅其林译，载《东方

丛刊》２００７年第 ４期。



五、结　 语

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非常丰富，但是本人限于语言的障碍

和能力的限制，只能在国内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捷克斯洛伐克

的“历史行状”①（科西克语），以斯维塔克和科西克的美学思想为考察

中心，立足文本细读与历史阐释相结合，试图“以偏概全”地概括出整

个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他

们的美学现代性批判主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现存官僚

体制、极权政治的强烈批判，极大地彰显了艺术所蕴含的个体性、自由

性和解放本质；其二，从人学立场探讨艺术之于人的意义，揭示了艺术

与人之间的本质关联性；其三，从艺术内部出发，彰显了艺术之于文化

革命和人之解放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和价值特征；而这三方面的内

容，均可视为对欧洲精神遭遇现代危机之后如何重建的回应，尤其是对

资本理性文明和极权官僚、政治异化的深刻批判，体现了美学现代性批

判思想的深刻内涵。

（作者　 文艺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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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之所以是历史，是因为它既包含着环境的历史性，由包括实在的历史行

状。短暂的历史性沉入过去，并且一去不复返。历史行状则是持续着的东西

的形成，是自我形成和创造。”以此，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解读也必然内在于“历

史行状”中。参见［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

究》，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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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批判：一种政治
而非形而上学的观点

张 洪 新

摘要：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之于哲学的最大馈赠。然而，当前意

识形态问题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即是否存在意识形态压迫在侵犯者

和 ／或受害者中间并没有得到承认，有时候存在合理分歧。尽管如此，

马克思构想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仍然具有相关性和意义。意识形态不

仅是一般观念科学的认识论问题，更是涉及不平等、权力和支配的实践

问题。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批判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更应当直面当下

实践，依赖规范理论进行一种政治上的批判。

关键词：意识形态　 马克思　 形而上学　 政治理论

引　 　 言

每个人都会仰赖自己的知识与认识，并被这些东西所束缚着，还将

这些事情所编织的事情称之为现实。然而，知识与认识只不过是些非

常暧昧的东西。那个现实或许只不过是幻觉而已，人们都活在自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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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李拥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

研究”（１１＆ＺＤ０７７）的阶段性成果。



入为主的想法中。作为广义上观念形成的一部分，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可以说是马克思之于哲学的最大馈赠。马克思本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主

要是否定性的、压迫性的。① 马克思相信，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

物质条件对人的一般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最尖锐、最

普遍的程度。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压迫也给个体提出了明确任务，即

“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

统治”②。

然而，在现代价值多元、存在合理分歧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压迫

问题却呈现出新的特点，有着自身的复杂性。某种思想和观念是否是

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有时候受害者或 ／和侵害者没有认识到，或者即便

认识到主体之间又存在相互竞争的观点。③ 尽管意识形态压迫问题在

现代社会具有紧迫性，本文将作为论证马克思构想意识形态概念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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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必要承认的是，马克思坚持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一事实本身并不

能否认其他采用不同逻辑的肯定性方法的有效性。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传

统内部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尝试一直没停过。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

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和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既在理论上不相容，又在历

史上具有前后相继性。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

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版；［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邓文渊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年版；［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商务印书
馆 ２０１４年版；［意］葛兰西：《狱中笔记》，曹雪雨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版。本文反对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解读为一种肯定性的概念，但仍然支

持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探讨，并承认他

们的理论贡献。当然，承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否定性的并不表示

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没有问题的。例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德·

威廉斯就指出了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强调在意识的意识

形态形式和非意识形态形式之间所做的区分是一种不应效仿的做法。因为这

一区分使我们随后就会遇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就是“科学”这一费解的

概念。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是建立在这两种知识形式可见的区分基础之上

的，而并非借助于某种实证方法。［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

学》，王尔勃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６８—７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版，第 ５１５页。
Ｓｅｅ ｅ． ｇ．，Ｓａｌｌｙ Ｈａｓｌａｎｇ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Ｖｏｌｕｍｅ ９１，２０１７，ｐｐ．１４９－１７３．



式，对当前意识形态批判仍然具有相关性和意义。因为在逻辑上，“无

论我们如何在某些方面成功地超越自身，从而使自己成为怀疑、批评与

修正的对象，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于我们自身内部的某些东西才能得

以完成，后者就包括思想，进行推理，构成信念，做出表述”①。因而，一

种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批判是必要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压迫不仅是观念科学形成的认识论问题，②更是涉及不平等、权力和支配

的政治问题。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不得不依赖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这种

规范的政治理论直面当下实践中所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现代意义上的

意识形态批判，需要一种政治而非仅仅形而上学的观点和视角。

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性

像所有压迫一样，意识形态压迫涉及不公正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

那里，意识形态所特有和典型的特点是那些不适当地表述实践的观念，

它为矛盾提供一个不合适的、歪曲的图绘，即要么是通过忽视矛盾的方

式，要么是因为误认所致。然而，当前的意识形态“压迫”却呈现出内在

复杂性，即通常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这种压迫性质有时为“受害者”所否

认，或者 ／和不为“侵害者”所承认。有时候，在识别“谁”是意识形态压迫

的受害者或者侵害者时，存在着相互竞争的观点，压迫同时存在于双方。

可以说，意识形态压迫所呈现的这种内在复杂性在价值多元现代

社会得到集中体现。例如，男子在街上对陌生女性吹的“流氓口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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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托马斯·内格尔：《理性的权威》，蔡仲、郑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７４页。
据考证，受启蒙运动时期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意识形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一词由法国学者德斯蒂·德·特拉西于 １７９６年创制，其本意是一种
关于“观念的科学”。但由于特拉西的共和主义政治立场，作为观念科学的意

识形态便受到拿破仑的敌视和破坏，将其扭曲为观念本身，将意识形态学者看

作是不务实事的脱离现实之人，意识形态也由此变成一个备受嘲笑和歧视的

概念。参见吴胜锋：《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辨析———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

本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



否是一种意识形态压迫？“流氓口哨”具有意识形态压迫性受到男子

的否认，然而却得到女权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并将其重构为一种“街头

性骚扰”。① 同样，某些社会中女性进行隆胸手术、需要穿并不舒服的

高跟鞋才能被视作美丽，是否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压迫？由于隆胸手

术和穿高跟鞋受到大部分女性的有意追求，其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质显

然受到“受害者”的否认。在围绕着堕胎权的争议中，妇女究竟是侵害

者和受害者？在积极认肯行动中，不同种族的申请者中谁才真正是受

害者，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受害者和侵害者。② 对这些“意识形态”是否

当然具有压迫性质，显然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③

为了理解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这种内在复杂性质，在

此十分有必要指出的是，不应该将意识形态的这种压迫性质等同于一

种虚假意识。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的反常举动，在数学上所犯的逻辑错

误，都可以虚假的，甚至是歪曲的，但却没有理由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的

压迫。“虚假意识的问题在于，除了是一种省略对社会基础的参照的

模棱两可的表述之外，它还缺乏具体性。对于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来

说，无疑现存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某种歪曲性，但问题是必须具体明确是

何种意义上的歪曲，以便能揭示歪曲的具体属性。否则意识形态就可

以被错误所替代，这个概念本身也就没有什么具体新意可言了。”④因

而，不能简单地把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等同于虚假意识论，也没有理由

将虚假与存在对立起来。虚假的意识仍然可能是现实的，甚至可能产

生效果。对此可能存在分歧和争议，但这种分歧和争议并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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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常意义上意识形态压迫的关键特征不被某种意识形态的遵循

者所承认，实际上反而是他们所否认的。即是说，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压

迫性（如果有的话又存在何种压迫性）在持有不同背景模式和价值观

念的主体之间，存在合理分歧。

当然，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质之所以不被某些实践者所承认，根本原

因在于意识形态或者一般意义上的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① 社会

建构意味着我们大部分实践要依赖于某种社会语境才变得有意义。没

有社会语境，高跟鞋、隆胸术等通常被视为可爱和美丽的概念和语词就

变得无法理解。美丽、身份、自尊等概念不可避免地是社会建构的。强

调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方面，就是要一方面认识到社会语境不仅决定了

主体所可得的选择范围，而且型塑了可得的选择是适当的或者不适当

的；另一方面，也是最为争议的，偏好也同样被具体社会语境所建构。这

就使得人们通常愿意遵循他们社会语境中的规范，这种遵循的意识可以

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之上。如妇女之所以愿意穿着不舒服的高跟鞋工作，

是因为她判断这会有助于她的工作；而在一个凭着较好容貌就可以在工

作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社会，整容也就自然成为人们的真正偏好。

可以说，承认观念和偏好对社会语境的依赖性为意识形态批判提

出了两个真正的问题。首要问题是，如何解释为什么意识形态是压迫

性的，如果这种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质不被相关观念的遵从者所承认。

第二个问题是，何种东西担保了哲学学者或者批判学者以权利去判断

得到某种文化所承认的实践是错误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这两个问题是

紧密相关的，但仍然是不同的。② 第一个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批判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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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因为如果意识形态总是思考和实践的构成部分，如何能够逃避

它，更不说批判它。如果概念思考和社会实践总是由意识形态所塑造，

如何能够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和正确的，什么是善的或者恶的？第二个

问题则涉及意识形态批判的合法性。如果总是存在着意识形态的社会

建构性，意识形态的遵循者仅将他们自身描述为受制于文化。既然每

个人都受制于某种文化，哲学学者或者批判学者如何获得相应的能力

和权利来批判不同于自身的某种文化是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呢？即

是说，如果一种文化或实践是压迫性的，那么便存在着批判的显明情

形，但我们仍然需要知道何时批判是合法的，尤其是当意识形态批判旨

在发挥一种行为引导的功能时。

因而，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关键不是以何种依据批判一种意识形

态，而是以何种依据能够说某种事情是意识形态？可以说作为观念科

学形成的一部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进行一种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这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也指出了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

“只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再生产这一客观力量及其矛盾，他们关于这

些矛盾的意识就注定是歪曲的。意识和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人

们只能在意识中解决那些他们在实践中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要个人

（由于他们受有限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尚不能解决这些实践中的矛

盾，他们就会以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投射这些矛盾。因此，意识形态是

一种解决方案，是在社会意识层面解决在实践中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方

案。”①在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被实践所瓦解之前，意识形态

的歪曲首先是在理论中被瓦解的。可以说，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任何

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都建立在一种羸弱的基础之上，其结果只能是相

对主义或自相矛盾。那么，如何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展开意识形态的批

判呢？这是接下来本文所要分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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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批判

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批判旨在从意识层面

揭示规范中立的文化得以转变为具有压迫性意识形态的方式。探究压

迫性的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的内在机理，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提供

了可靠依据。当然，这种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否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充

分基础，则是另一个问题。

（一）形而上学批判的展开方式

既然承认文化的无所不在，也既然意识形态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

产物，那么，显然不能仅仅将某些“意识形态信念”描述为错误的，因为

在社会领域，某种共享的信念能够使得某种事情是真的，特定的判定标

准肯定不在意识形态概念自身之中。对此，现代学者指出，由于并非所

有的文化手法（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ｅ）都是意识形态，判定某种文化手法是否

是意识形态要依据这种文化手法产生效果的非正义性和所阻碍的价

值。① 这种形而上学的批判需要在认识论和道德的两个方面予以展

开。概括而言，认识论的批判指向了意识形态阻止了概念的使用者和

实践者适当地评估事情的方式，而道德批判则指出意识形态产生了道

德上恶的或者不公正的结果。现代哲学学者汉斯兰格尔（Ｓａｌｌｙ Ｈａｓ

ｌａｎｇｅｒ）提供了认识论批判路径，而哈贝马斯则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提供了道德层面上的批判。

首先，就认识论层面的批判而言，汉斯兰格尔指出，价值多元的现

代社会使得某种文化手法是否为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存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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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进而变得复杂起来，即有时候为受害者所否认，有时候压迫存在

着各方主体之中，有时候难以识别确定的侵害者和受害者。然而，如果

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仍然真正存在的话，那么，这些相互冲突

主体的观点和视角显然就不能同时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意

识形态的社会建构性，并且假定不同主体观点和视角的共存这一事实，

在意识形态界定方面就必须实行“认识论上的谦抑”（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ｈｕｍｉｌｉ

ｔｙ），①在文化手法内部考虑所有直接受某种实践所影响的主体观点当

中。由于不存在超越某种特定文化的立场，某种文化手法是否存在意

识形态的压迫性，就必须考量直接受实践影响的参与主体。毕竟，某种

事情是否具有压迫性只有当事者最为清楚，也是判定是否存在压迫性

意识形态的适格主体。如“必须穿高跟鞋才看作是性感的”、“禁止堕

胎”是否为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只有妇女的观点和视角在判定存

在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时才是道德上相关的事实，因为只有妇女才是相

关实践的直接当事人。

另一方面，诉诸认识论上的谦抑识别出所涉问题的所有道德相关

事实之后，分析者还必须在这种受到直接影响的主体中识别出何种观

点和视角在认识论上更为优越。这是因为虽然在某种事情是否为具有

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存在相互竞争的观点和视角，但并非所有的观点和

视角都是相容的，也并非所有的观点和视角都是正确的。因而，需要在

相互价值的各种观点和视角中间选择一个更为优越的观点和视角。②

从认识论的角度，这种认识论意义上更为优越的观点和视角最终能够

保证判定某种意识形态所依赖的价值规范的客观性。如“小学生在学

校必须穿打底裤才被视作可爱”是否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如果通

过认识论上的谦抑能确定具有相关道德意义的事实是来自小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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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以及父母的观点和视角，显然，并非这三种主体的观点和视角都具有

同等的重要性。如果依据社会传统、家庭教养、同龄人压力等因素，能

确定父母的观点和视角更具有优越性，那么，“小学生在学校必须穿打

底裤才被视作可爱”是否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就最终由父母一方的

观点来判定。

其次，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提供了一种道

德层面的批判基础。这种规范层面的共享的道德基础使得意识形态批

判是真正的批判，而不是争吵的延续，这是因为“如果存在着真正的交

流和论争，所有参与方都必然受到某种准则的引导；否则，理解和一致

性便是虚假的，就仅仅是对于其他的主张或是许多主张的回声而

已。”①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层面的真正交流和批判只能发生在至少是

持有共同依据的存在者之间。

可以说，正是这种共同的道德依据指出了意识形态具有压迫性的

内在原因，即产生了道德上恶或不公正结果。在逻辑上，这种共同的依

据表现为一种假象的社会状况，也可以呈现为一种完美的社会模型，一

种哈贝马斯式的抽象建构的理想言谈情景。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在

对话中隐含着一种真正的共识，它使得“理想的言谈情景”成为可能，

“这种理想的言谈情景凭借自己的形式特点只容纳代表普遍利益的共

识。”②理想言谈情景将真理与自由和正义联系在一起，并使得真理与

正义和自由在其中得以可能，由于这一理想状态可望出现在所有言谈

活动中，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正是在这一语言结构中找到了其

规范性基础。

诉诸理想言谈情景作为共同依据，哈贝马斯强调在未被发现的情

况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承担的任务是系统地限制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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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压制普遍利益的模型出发，并且将某一时期的规范结构与在

其他条件下不变情况下经过话语形成的规范系统的假设状态进行比

较，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特征的社会理论才能确定社会制度系统中

所固有的规范权力。”①对于哈贝马斯而言，意识形态特有的属性就在

于它用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全面地限制了交往。意识形态对交往渠

道的扭曲有时是主体无法认识到的，这就使得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

判更多地转向一种精神分析。②

总之，无论是意识形态认识论层面的批判，还是道德层面的批判，

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批判都让我们管窥到某种文化手法得以变成具有

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并让我们进一步看到祛除意识形态压迫性

的不同方法。然而，问题在于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意识形态压迫性的诊

断能够成立吗？显然，这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得以行进的前提性问题。

（二）形而上学批判的不充分性

本文的观点是，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予以展开，

并不表示形而上学的批判对解决意识形态批判问题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是充分的。无论在认识论层面还是规范的层面，意识形态批判都存在

相应问题，需要其他因素的补充。

首先，在认识论层面，意识形态批判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某种

事情是否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显然

这些观点和视角不能同时是正确的，必然存在着某种更为优越的观点

决定了某种事情是否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将

更为优越的观点作为界定意识形态压迫性的标准，将危及意识形态批

判的合法性。首要问题是诉诸何种标准才判定某种观点是更为优越

的，显然除了诉诸某种规范正义理论，这个问题无法先验地解决。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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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当然认为将客体视为在话语之中并通过话语得以建构的做法是对

现实的正确理解。① “话语对象不可在话语实践之外得到具体化”这一

原则的合法性依据何在？实际上，这一原则并不比其对立观点更少些

教条性。“如果客体只在构建它们的话语之中才有意义，那就无法担

保它们是否能准确描述那些话语之外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一担保，如

果任何话语都没有优先权，那么也就没有办法获得真理了。认识论上

的个人教条主义显然不见了，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一切都成了话

语，……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任何外在的尺度可对它进行合理的

测量。”②

另一方面，即便是能够识别出某种更为优越的观点，并将之作为具

有压迫性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在逻辑上将意味着优越的观念本

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可以被安置在独立于实践之外的某种认识

论结构之中。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被压迫观点和视角的具体解放问

题了。压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支撑，解放也不再是任何主体的具体事

务。③ 然而，将认识论层面上的优越性等同于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

却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其特点十分类似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

判，即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虚假观念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只要同意

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然而，马克思提醒我们注意的是，“既

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

的世界。”④

其次，就形而上学批判的规范层面而言，将理想言谈情景作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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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安启念：《〈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思想的逻辑结构与马克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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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概念和现代法兰西学派批判理论的最大不同，参见吴凯伦：《意识形态

批判：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到批判理论》，《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６年第 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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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批判的基础，作为共同依据，哈贝马斯展开意识形态批判方式的问

题在于它使得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都取决于一种完全脱离历史实践

的，但却十分符合抽象理性的理想状态的语言重构。这就使得哈贝马

斯式的形而上学批判必须面对以下两个方面的诘难：在概念层面，把理

想言谈情景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分析模型，实际上是剥夺了这两种现象

的具体内容，由于它们都聚焦于抽象的和形式的方面。正如赫德所指

出的那样，“通过在一种交往范式中来观察意识形态和精神状态，哈贝

马斯冒险将关注焦点从每一个具体性中转移了出来，……也因此从意

识形态与物质利益的矛盾关系中转移了出来。”①理想言谈情景是一个

缺乏具体性的定义，意识形态也就相应地丧失其作为一个单独概念的

独特属性。无疑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涉及某种歪曲和压迫，但并非所

有的歪曲和压迫都必然是意识形态的。这里的要点就在于要具体界分

意识形态的歪曲和压迫所具有的特殊性。

在实践层面，由于理想言谈情景作为批判的基础太过于抽象以至

于无法提供对特殊情景和具体纲领进行判定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对于

任何一种抽象的调解模式，“我们可以自由论争，自由打开话语，但老

问题又出现了：要求在选择和采用话语方式时必须存在一个对称传递

机会的对称性要求是否已经设定了能够确立的理论和实践立场？我们

如何判断不同论证的优劣之分？可以合法地采用什么样的证据？我们

如何解决声称要确立客观道德和政治立场的竞争性观点之间的争

端？”②由于理想言谈情景预先设定了抽象标准的先在性，诉诸该理想

言谈情景只不过推迟了一个仍然需要回答的问题，即如何判定该理想

言谈情景本身的非意识形态性。

也许，将理想言谈情景并非看作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和归因的

应然，而是将其视为当下社会既存要素的现实化，也许是一种更好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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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选择。① 理想不是对当下的否定，而是肯定可以（尽管是局部地和不

完美地）在当下找到的一种现实。虽然意识形态具有否定和压迫的性

质，但是其否定性不是断然地割裂了当先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这个意

义上来说的，而是说它避免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特征；意识形态的

压迫性质也不是否认存在着侵害者或者和 ／受害者，而是说具体受害者

和侵害者的识别必须诉诸规范的正义理论。正如拉雷恩指出，“更加

理性的未来不是在抽象中、作为一个模型或作为历史整体意义必然结

果而获得合法性的，其合法性只能通过实践地改变既定社会关系而获

得。”②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必须立足于对当下的分析，一种依据规范正

义理论的政治上批判。

三、意识形态批判合法性的政治拯救

无论何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其所特有和典型特点是那些不适当

地表述实践的观念，都具有潜在压迫性。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

形态颠倒、扭曲的认识论性质，其个中原因不在于认识过程本身，不是

认识出了错误，而是由实践自身的矛盾、实践的局限性所致。“如果这

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概念

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

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③马克思指责了德国古典

哲学家的“颠倒”，因为后者把社会问题归结为意识内部的冲突，且丝

毫没有提及构成意识冲突之基础的现实矛盾的存在。马克思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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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

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

迹，它们一定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①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批判要想

是可能和合法的，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形而上学批判的层面，而应当直面

当前实践中的不平等、权力与支配，进行一种政治视角的批判。

当然，除了形而上学批判的不充分性，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之所以必

须进行一种政治的批判，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压迫性问题总是特殊和具

体的，总是根植于特殊的人民在特定时间里的具体需要之中的，根植于

对不平等、权力与支配的识别和确认当中。“不管我们谈的是痛苦或

是不公道或是权力，除非是对一个超自然主义者，并没有那个关于恶的

问题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各种的恶。我们对于病态的权力欲以及这种

欲望成长的东西、它所使用的工具和它借以隐藏在背后的神话知道得

越多———并且我们越使这种知识公开———我们就越能更好地对付和克

服权力欲的问题。”②就此而言，堕胎对妇女是否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

压迫，如果围绕这一议题中真正具有利害关系的是妇女权利和性别不

平等，那么寻求堕胎的妇女就是道德上相关的事实。同样，如果堕胎仅

仅涉及对胎儿的不公正伤害，那么妇女的动机就不再是道德上相关的

事实了。在这里，究竟何种道德上相关的事实构成堕胎问题的观点和

视角，存在着合理的分歧。假定理性多元的事实，③问题显然不能仅仅

进行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就得到解决。

进一步，在社会规范领域，对客观性的寻求极其具有误导性，因为并

不存在诸如时尚、美丽或者可爱的客观标准。意识形态批判旨在面对的

问题并不仅仅是是否应该同意或者不同意某种权威主体所言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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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这种话语当中是否暗藏着不平等、权力和支配的关系。① 如果说意

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批判所寻求的问题是：何种主体的观点和视角具有认

识论的优越性、是否实践的真值条件必然是相对的以及何种共同依据构

成真正的意识形态批判，那么，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旨在回答的问题是：

主张一种观点具有优越性的真正利害关系是什么、假定存在一种优越性

的观点如何使其占有优势地位而不进一步产生压迫以及如何在不同文

化语境中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而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漩涡。显然，这些都是

意识形态批判的关键问题。在这里，尽管不是全面的，马克思的意识形

态批判概念对意识形态可能性和合法性的政治问题做出了某种回答。

首先，依据意识形态批判的形而上学观点，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

一个由各种具有竞争关系的不同观点和视角所划分出来的客观社会层

面。处于优越地位的某种观点直接决定了某种观念是否为一种压迫性

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批判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特殊的

场所，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发生斗争的场所。然而，在马克思那里，意

识形态不是彻底地由某种优越性的观点所决定的思想，而是某种掩饰

矛盾、进行压迫的思想形式，是思维对矛盾的掩饰效果。对马克思而

言，意识形态并非虚假或者与现实完全对立的东西，毋宁是对社会实践

中真实存在矛盾的遮蔽和歪曲。“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由其阶级出身

来界定的，而是由掩藏矛盾这一属性来决定的。它的形成则是借助于

努力重组一个统一而连贯的意识世界来完成的。”②像马克思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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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语词，如矛盾、异化、颠倒、控制、剥削和压迫等，都涉及对不同社会

层面的现状的不满。借助于这些语词本身的内容，都可以用来表达对

歪曲的现状的一种批判。

就意识形态可以是一种具有压迫性质的社会规范而言，真正具有

利害关系的问题是具有竞争关系的诸种观点和视角表达的是何种价

值，这些价值序列是否都能够被相关的利害关系主体、一般意义上的社

会大众所承认和接受，在这些价值序列都得到相关主体承认的意义上，

在建构某种社会规范时价值权重和优先次序如何得到恰当的安置和处

理。① 显然，某种观念是否被界定为一种具有压迫性质的意识形态，

这些都是不能被回避的问题。虽然对这些复杂的议题并不存在客观

的答案，但存在着某种解决方案则是确定无疑的。正确地提出这些

问题，并将其意识形态批判安放置其中，可以说构成任何一种合法的

意识形态批判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这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

态批评必须面对和处理压迫性被否认、受害者和侵害者不确定等问题。

意识形态批评需要一种政治上的批判，一种驱除权力、不平等与支配的

批判。

其次，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虽然某种社会规范是否具有压迫性

存在各种竞争性观点，但为了确认各种竞争性观点的道德相关性，识别

真正的侵害者和受害者，必然需要一种规范的正义理论，尽管这种规范

的正义理论不必是完备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

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

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可以说，任何涉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

念，就必须在意识形态的实践方案与意识形态批判之间进行区分。虽

然说在逻辑上理论和实践不可分离（ｓｅｐａｒａｔｅ），但并不表示不能在分析

４８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考虑不同价值权重和优先次序，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进行经济社会决策时的

一种典型思考方式，对此一般性分析可参见［印］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

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９４—９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９页。



的意义上将两者予以区别（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① 在根本意义上，由于意识形

态仅是实践中真实存在矛盾的遮蔽或歪曲，意识形态的克服最终只能

通过实践来完成。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实践的改造也并不是一个盲目

的、预先决定的过程，而是一个包含着对矛盾的理解和对其解决方案有

预期的有意识的过程。

实际上，任何行动，只要不是冲动，就必然有个“理论”，并且行

为涉及面越广，重要性越大，我们对理论的需求就越急迫。② 在意识

形态批判的语境当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压迫性有时候并没有得到受

到实践直接影响的主体承认（如男子对妇女吹的“流氓口哨”），有时

候压迫性在不同主体得到同时主张（如妇女对堕胎的主张），有时候

难以识别谁是侵害者和受害者（如对少数群体的积极认肯行动），因

而需要建构一种正义理论决定谁是侵害者和受害者，何种主体的观

点应当作为道德上相关的事实纳入考量范围。换句话说，规范的正

义理论的任务就是判定各种竞争性的观点何种是道德上相关的

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某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之所以得到召唤不是由于

某种共同的依据已然或者通过某种抽象建构而客观存在，进而能够

形成一种合意。相反，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观点当中，使得批判成

为真正的，不是由于它对某种问题给出了权威的答案，一种最终的语

词，而是在价值多元、存在合理分歧的场所，意识形态批判这项事业

允诺了一种协调一致（ａｃｔ ｉｎ ｃｏｎｃｅｒｔ）的解决方案。③ 在这里，意识形

态批判能够真正地发挥一种行为引导的功能。在对某种问题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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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有关理论和实践在思维方式的分殊、各自内涵及其特征，可参见姚建宗：《法学

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参见［美］约翰·杜威：《道德理论与实践》，载《杜威全集早期著作（１８８２—
１８９８）》第 ３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７８页以下。
在这里，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类似于罗尔斯所强调公共理性在政治自由主义

中的作用，参见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２４２－２４５．



筹划当中，由于各种道德上相关的事实都得到了适当安放和处置，由

此所形成的社会规范更能够为相关主体所承认和遵从。

最后，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在本体论和现象学意义上的等同和

类似，并不意味着进行跨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不可能的。由于文

化和意识形态总是存在着社会建构性，并不存在先于或者非社会的

意识，因而其概念上的分殊是由他们各自反应和维持的价值所决定。

不能批判意识形态说它型塑了思想、概念和实践，因为文化也同样发

挥作用。相反，意识形态批判是可能的，因为其错误地型塑了知识，

维持了一种偏颇的价值。在这里，要寻找一种规范性事实，这种规范

性事实的真值条件并不依赖一种特定的文化。① 像高跟鞋是性感

的、黄色皮肤是美丽的等陈述，其真值便依赖于特定文化。然而，规

范性事实和判断，如种族隔离是错误的、性感是不公正的虽然在某些

社会得到承认，但其真值条件则不依赖所存在的文化语境。意识形

态更准确地说正义的批判要想是可能的，就必须存在着这些不依赖某

种特定文化的规范性事实。

然而，问题在于一个准许并鼓励多重价值和多重联合的社会，正义

的批判能够接受什么具体方法呢？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胡克指出，明

智方法可以说是民主程序的最主要的东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理智

愈被解放，它对自然和富源的支配也就愈大；它对自然的支配愈大，各

种利益、价值和联合的多样化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多样性愈大，理智的

调停、综合和协调的作用也就愈为需要。”②概括而言，明智的方法通过

着重指出狂热主义所使用的条件和后果而抑制了那种把目的作为一种

崇拜的偶像的狂热主义。特别是，在使用自身的某种规范性承诺（实

质但是有争议的）批判他人的某种实践时，如果这种价值至少同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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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Ｃｌａｒ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Ｖｏｌｕｍｅ ９１，２０１７，ｐｐ．１７５－１９５．
［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６２页。



力地被使用来批判自身的实践，那么，对他者实践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就

是合法的。通过这种明智方法，批判者既揭露出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各

种责任，又加强了这些责任。明智的方法，而且只有通过明智的方法，

才能在可以谈判的和不可调和的社会冲突之间做出区别，并区别各种

传统的程度。在冲突是可以谈判的场合，它就把那些社会问题作为当

用实验和分析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作为在血腥欲望的愤激情绪中打

个明白的战斗来处理。

结　 　 语

在马克思看来，人总是处于某种社会关系当中，依赖文化传统来界

定自身，并进行相应的社会生活。然而，假定嵌入在文化传统当中具有

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是存在的，假定进行反思和批判总是意味着某种成

本和负担（由于心理惯性人总是不愿意质疑他所熟悉和依赖的事物），

在根本意义上，就始终存在着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否可能的哲学疑

问。因而，虽然最终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担保了现代意义上意识形

态批判的合法性，但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可能性的问题仍然没有

消失。

当然，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可能性并不是本文所旨在分析的

问题，但这并非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如托马斯·内格尔所说，

“在客观性的合理性和有限性背后隐藏的基本思想是：我们是一个大

的世界中的小的生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非常偏颇，而且事物呈

现给我们的方式，既取决于世界，也取决于我们的结构。通过在一特

定的层次上积累我们的信息，即从一种立场出发进行广泛的观察，我

们可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但是，只有当我们考察了同先前的理

解有关的世界与我们自身之间的那种关系，并形成一个对我们自身、

世界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拥有一种更超然的理解的新概念时，我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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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我们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①如果哲学始终是智力的幼儿

时期，那么，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成了智识的一项永无止境的

事业。

（作者　 法学博士，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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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托马斯·内格尔：《本然的观点》，贾可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
版，第 ３—４页。



如何跨越物质与
意识的二元对立

———论阿尔都塞的物质性意识形态的生效机制

林 靖 宇

摘要：阿尔都塞在他的质询理论中没有澄清，物质性意识形态的

国家机器是如何能够跨越心—物二元对立、进而“决定”意识的。为

此需要对其作两方面的补充：首先，“主体”等同于“想象性关系”，因

而，借助精神分析理论，通过“质询”产生主体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

是个体在镜像前的自我误认。其次，意识形态和主体都是“结构”，

因而是作为“缺席的原因”通过“结构性因果性”在上述自我误认中

生效：为了弥合主体性缺失，个体将会认同特定的观念，由此就承认

了意识形态所象征的社会秩序。但是仅依据阿尔都塞我们还不能理

解纯粹的物质如何变成是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机器。为此需要引入

博德里的理论，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物质性理解为具有意识形

态效果的装置空间。

关键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质询　 主体　 结构性因果性　 装置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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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及其手稿①（以下

简称《ＩＳＡ》）中最重要的创见之一就是将意识形态唯物化，从传统的对

于虚假意识的批判转而对于物质性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下文简称

ＩＳＡ）的考察。但是这种唯物化的方案自然就引出了其生效机制的问

题：如果心与物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的话，那么物质性的 ＩＳＡ如何能影响

非物质性的意识形态要素呢？这一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对此的追问能

够使我们看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背后的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两

大传统所起到的支撑作用，并由此看到其理论存在的空白和对其进行

完善的方法。

一、意识形态为何是物质的

不同于传统理解将意识形态看作是观念性的存在，阿尔都塞在文

中将意识形态称为是物质性的，并且认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也是意

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我们都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并且

这二者之间如何发生联系一直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阿尔都

塞将物质性的 ＩＳＡ称为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的时候，为了要理解 ＩＳＡ

如何能够塑造每个个体的意识形态，这个二元论的难题就成为对于他

的理论的一个潜在威胁。

要理解这个生效机制的难题首先要理解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

界说。意识形态在《ＩＳＡ》一文中可以被分解为三个环节。首先是作为

观念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各种观念体系，例如宗

教、道德等等。通常人们认为这些观念是精神性的，是人对于自己的生

存条件的想象、亦即对于实在世界的扭曲。而阿尔都塞则问，人们在表

０９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最早在 １９７０ 年发表于《思想》杂志第
１５１期，后来收入在《列宁与哲学》一书中。其手稿《论再生产》的法文版于
１９９５年出版，在 ２０１４年有了英文版。本文以正式出版的文章为主，同时参考
了这个手稿的英文译本。



述自己的生产条件时，为什么需要对于这些实在生存条件进行“想象

性置换”呢①？通过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到，观念性的意识形态不是简单

的对于现实的歪曲，它表述的“首先是个人与生产关系的及其派生出

来的那些关系的（想象）关系”②，由于这种关系的想象性歪曲而产生

了作为对于这种关系的表述的观念的想象性歪曲。而由于观念不过是

对作为想象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所以后者反倒是更为基础的意

识形态，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包含在意识形态概念内部的第二个环节。

最后还有第三个环节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他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这个概念。阿尔都塞的 ＩＳＡ 概念受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影响。

在葛兰西那里，国家并非是完全外在于市民社会的，它还包括了“若干

由‘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③。阿尔都塞的

ＩＳＡ也是这样的一些组织，例如家庭 ＩＳＡ、法律的 ＩＳＡ、“政治的 ＩＳＡ（政

治制度，包括不同党派）、”“传播的 ＩＳＡ（出版、广播、电视等等）”它们

不同于传统的暴力的国家机器：暴力的国家机器是一元的，作用于公共

领域，并且其产生作用的方式是“运用暴力”镇压。而 ＩＳＡ 则是多元

的，并且作用于私人领域，且“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④。

二元论的难题出现在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唯物化的过程中。在阐

述上述三个环节中的每一个环节时，阿尔都塞均称其是具有物质性的。

但是回到语境之中会发现，“物质性”这个概念的含义对于各个环节

来说不尽相同。令人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对于作为想象性关系的意

识形态的物质性进行阐释，作为想象性关系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

１９３

如何跨越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对立

①

②

③

④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３页。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３页。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３４页。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３５—７页。



随后的文本中也没有再出现过。在谈到 ＩＳＡ 的物质性时，阿尔都塞

认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

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①。其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教会及其各种仪式：由于人们参与到由教会组织的各种仪

式当中就是在现实地或者物质地进行某种实践活动，因而可以说 ＩＳＡ

是物质的。而在谈到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时候，阿尔都

塞认为：

就单个的主体而言，他所信仰的观念具有一种物质存在，因为他的

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

质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

的……②

在这个表述中，观念的物质性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方面，生活在观

念性意识形态中的个体是主体，他们会根据自己信念来行动；另一方

面，他们的这些行动或者说实践又都是受到 ＩＳＡ支配的。

由此可以看到，阿尔都塞取消观念的方法在于断言一个拥有某种

观念的主体必然会做出相应的物质性实践，从而将观念与根据观念所

做出的行动完全等同起来。这样一来，之所以 ＩＳＡ具有意识形态效果，

是因为“他作为主体在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自由选择的观念就‘依赖

于’这个意识形态机器”③。这就是说，由于人们的观念具有这样的物

质性存在、必然实现为某些行动，因而 ＩＳＡ就通过规定人们的行动而规

定了人们的意识。换言之，面对观念—物质的二元对立，阿尔都塞在这

个初步的说明中试图通过将观念直接说成是受其他物质影响的一种物

质，以此来建立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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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６页。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６页。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７页。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阿尔都塞并没有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完全

将观念放弃，相反，在他给出的图景中，观念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不

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阿尔都塞认为，“一个个人会信仰上帝、职责、正

义……这种信仰源于这个个人的观念，即源于这个作为有意识的主体

的个人：他的意识里包含了他信仰的观念。”①人们所做出的行动本身

毕竟还是要由个体自身根据他所秉持的观念来发出的。而如果一定要

为精神性的观念在意识形态中保留一个位置的话，这就意味着通过将

观念等同为行动以此来规避物质—意识二元对立的困境是无效的。所

以必须阐明从物质向观念的跨越是如何能够实现的，亦即要理解处在

观念与 ＩＳＡ之间的中间环节所具有的中介作用。

二、如何理解质询机制对于二元对立的跨越

在完成了对于意识形态的唯物化之后，《ＩＳＡ》一文的重心转向了

“主体”。主体对于意识形态中具有核心地位，因为“……每一个被赋

予了‘意识’的主体，会信仰由这种‘意识’所激发出来的、自有接受的

‘观念’，同时，这个主体一定会‘按照他的观念行动’，因而也一定会把

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体的观念纳入他的物质实践的行为”②。因而意

识形态机器实际上是通过塑造主体而发挥作用的。阿尔都塞将其塑造

主体的机制称为“质询”③。他通过一个日常的例子来说明其含义：当

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如果有个警察说“嗨，叫你呢”，这就是一种质

询；而我们就会停下来转身面对他，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主体、并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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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尔都塞，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７页。
［法］阿尔都塞，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６页。
本文所依据的中译本中将“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ｅｒ ／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翻译为“传唤”，但是本文
采用国内大多数文献所使用的“质询”一词。参见［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３６１页。



这个应答承认自己就是主体①。而意识形态的质询是通过一种双重镜

像结构生效：例如在基督教的仪式中，面对象征社会秩序的大主体（上

帝）的质询，作为小主体的个体承认“是我”，即承认他是一个主体，并

且他知道只有承认那个大主体自己这个小主体的地位才能得到保证，

这就实现个体对于自己的主体—臣服②地位的自我承认。

那么这样一种作用于主体的质询机制如何能够使得阿尔都塞摆脱

我们前文提出的二元对立的困境呢？

（一）主体与想象性关系

在质询理论中处于观念与物质之间的中介环节是主体。因而需要

理解为什么通过引入主体概念就能够弥合物质与观念之间的割裂，以

及主体所具有的沟通两种实体的作用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阿尔都塞在文本中做出的一处跳跃。在说明了

作为想象性关系的意识形态与观念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之后，阿

尔都塞就完全抛弃了作为想象性关系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而转入对

于观念性的意识形态与主体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③。那么为什么阿尔

都塞能够做这样一个跳跃，其意义又是什么呢？

“想象”一词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而阿尔都塞则将其与马克

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讨论意

识形态时说：“……这些观念都是现实关系和活动……有意识的表

现……”④，而阿尔都塞则在《ＩＳＡ》一文中将其改写为“意识形态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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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６４—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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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同时意味着臣服。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６４—３６５页。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２５页脚注。



人与其实在生产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①。实际上这种结合在

《保卫马克思》中就已经出现，其重要意义可以通过对于这个文本的回

顾看出。在那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表象体系，但它

并非是意识的，而首先是无意识的，“作为一种结构而强加于大多数

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② 人们在意识中体验世界，这看上去

是简单的，但是这却是以一种复杂的关系为基础：首先有一种人们与世

界之间的真实关系，其次有关于关系的关系，这就是一种“体验的”或

者“想象的”关系：“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的这种无意识中，才能变更他

们同世界的‘体验’关系，并取得被人们称为‘意识’的这种特殊无意识

的新形式”③。可见，意识形态作用于无意识领域，并且“想象性关系”

指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亦即一种中介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关系。

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试图通过将拉康与马克思结合起来，将在观念层面

的意识形态研究转换到无意识层面中。

那么这种位于无意识层面的想象性关系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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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２５页脚注。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４年版，第 ２０２页。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２０３ 页。可
见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和不被意识到的心理层面实际上都是无意识的组成

部分，但它们同时又是两种相互区别的无意识。意识是不同于无意识的无意

识；就其是无意识而言，实际上也是受到象征法则的支配的；而就其被主体认

作是一种有中心的意识而言，这里实际上发生了一种误认，而这种误认恰恰正

是意识形态的效果。另可参见《弗洛伊德和拉康》一文中的总结性论述：“因为

有哥白尼，我们才知道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马克思，我们才知道人

的主体、经济、政治或哲学的自我不是历史的‘中心’———而且，甚至和启蒙时

期的哲学与黑格尔说的相反，历史没有‘中心’，只有一种结构，它没有必然的

‘中心’，除非在意识形态误解当中。接下来，弗洛伊德也为我们找出：现实的

主体、有其独特本质的个体，是没有以‘自我’、‘意识’或‘存在’为中心的一种

自我的形式……人的主体是没有中心的，是由一样没有‘中心’的结构构筑起

来的，除非是在对‘自我’的印象误认中，即在包含有自我‘承认’自己的意识

形态中。”（［法］阿图赛：《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２３４页。）



的呢？阿尔都塞写道，“在这种反应中起作用的是意识形态的承认功

能，它是意识形态的两种功能之一（其反面是误认功能）”①。意识形

态的构成主体的功能在于个体承认（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自己是一个主体，

或者用他在后文中给出的更准确的说法来说，主体在一种承认中误认

自己为一个主体。承认和误认这两个概念都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有

关，而在拉康的理论中，这个镜像阶段又恰恰是属于“想象界”的内容。

所以，阿尔都塞所说的处于无意识层面的“想象性关系”指的应该就是

个体对自己的主体性的“作为误认的承认”这一发生在无意识中的想

象；而如果主体无非就是这种承认的内容和结果的话，那么可以说它实

际上就是这种想象性关系。

那么具体说来，来自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要素是如何在对于主体的

质询中发挥作用的呢？拉康在论述想象性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一种主体

自我误认的机制。我们业已澄清，被“想象性”所描述的关系就是在质

询中的镜像关系②；而处在这个想象性的镜像关系的一端的是个体，另

一端的是大写的主体。这个大写的主体对应于拉康的大写的他者，是

社会秩序的化身。人的主体性来自想象性的误认；这种误认发生在一

种镜像关系之中：个体在通过他者对自己的承认而反映出来的自己的

镜像中看到了一个完满自己，从而与他自己在本我中的破碎、不完整的

感受形成差异；最终个体会将这个完满的形象不再看作镜像，而是认同

为就是它自己：用镜像中的完整的形象取代了原本对于自己不完整的

自体（ｓｅｌｆ）的认识。在这种误认中，自我（ｅｇｏ）就产生了③。而阿尔都

塞通过引入了大写主体，强调了这个完满的自我形象背后所携带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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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霍默：《导读拉康》，李新雨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３６—３７页。



会秩序：个体所看到的那个来自他者的承认的镜像如果携带了社会的

象征秩序，那么这一秩序就通过个体的误认而被个体自己承认下来，被

个体自己认为是他所应当是的样子①。

这样，通过质询理论放回精神分析理论的背景中去理解，我们就澄

清了阿尔都塞没有说明的想象性关系的物质性：由于主体被定位为是

处于无意识领域中的一种关系，因而它一方面是与意识和观念相关的，

另一方面也与各种生理因素相联系、因而处在与其他物质具有因果联

系的世界之中。物质性 ＩＳＡ跨越心物二元对立的关键就在于主体兼具

了物质性与精神性，从而能起到中介的作用；也因为作为想象性关系的

意识形态的这种物质性，ＩＳＡ要想真正能够在再生产领域生效，就必须

要成为是物质性的。

（二）结构性因果关系与双重反射

但是这样简单地引入精神分析理论的话很容易导向一种对于意识

形态各个要素之间的简单的机械论式的理解，仿佛存在着由观念组成

意识和作为主体的无意识两个不同的实体，从而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

体现为一种传递关系：ＩＳＡ影响了主体，然后再由主体产生观念。三个

要素仿佛三个台球一样，一个的碰撞推动了另一个，然后推动了第三

个。但是这种实体性预设会与文本中的许多地方产生不一致：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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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页）



意识形态与主体是相互定义的：

我说，主体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但是我同时而且立即

要补充说，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

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

人“构成”为主体。在这双重构成的交互作用中存在着所有意识形态

的功能；意识形态无非就是它以这种功能的物质存在形式所发挥的

功能①。

主体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又只有通过主体才能发

挥作用而成为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主体这种无意识结构不能单独被

指认出来，而是必须要通过个体对于自己的观念的践行而体现出来。

如果三个要素都各自是一个实体，那么它们本可以被各自单独定义出

来；而如果在文本中阿尔都塞始终都试图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

界定彼此，这就意味着他的理论中对于心物二元论的跨越要通过不同

于机械论的方式完成。

那么这三个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需要看到，在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除了精神分析还隐藏着另一条线索。在

通过基督教的例子来阐述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时，他提醒我们，要想理

解在质询关系中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我们甚至不能满足于黑格尔，而

是必须要回到斯宾诺莎：

黑格尔作为一位讨论了普遍承认的“理论家”，（在无意间）也成了

一位令人钦佩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可惜他最终落入了绝对知识的意

识形态。费尔巴哈是一位令人惊讶的讨论镜像关系的理论家，可惜他

最终落入了人类本质的意识形态。要找到用来建立关于这种保证的理

论的材料，我们必须转向斯宾诺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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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并没有对此详细阐述，但是这个轻鸢剪影般的注释为我们

理解意识形态的生效机制提供了线索。在《读〈资本论〉》最核心的章

节中阿尔都塞区分了三种因果性：传递性的因果性、表现的因果性和结

构的因果性①。在他看来，笛卡尔属于第一种，其中的因果性就像台球

之间的相互撞击一样不断传递。而黑格尔的因果性属于第二种，即黑

格尔超出了线性因果关系，而将整体纳入考虑；但是他的整体是独立于

显象的一个实体，显象是整体的“表现”（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因而在阿尔都塞

看来黑格尔依然是本质主义的②。而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因果性则摆

脱了这种本质主义，进入一种结构性因果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并没

有作为结果的现象和作为原因本质的二元区分，作为原因的结构就内

在于它的作用或者功能之中、就是它的功能。而如果从科学的角度看、

也就是从拉康和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意识形态是没有中心的，那么将

一个独立于现象的整体或者绝对精神称为是本质就意味着黑格尔并没

有认识到无中心性这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尔都塞在注释中说黑

格尔落入了绝对精神的意识形态之中。这也就意味着，当他说要理解

在镜像关系中的相互承认时必须转向斯宾诺莎时，他想说的是，ＩＳＡ—

主体—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决不是几个台球之间相互碰撞那样的传递

因果关系，也不是说一个作为本质的意识形态或者主体、而观念是本质

的表象；我们必须在结构因果性的意义上理解他所说的双重镜像关系。

那么如何用结构因果性来理解意识形态的生效机制呢？首先要看

到，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和主体都视为一种结构。一方面，从二、（二）

的第一处引文可以看到，在界说主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阿尔都

塞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构成主体，而这个构成主体的功能就定义

了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意识形态无非是通过物质存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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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的功能。可见阿尔都塞实际上重复了他在《读〈资本论〉》中的著

名命题：“结构就是结构的作用”①，并将意识形态放在了这个命题中

“结构”一词所处的位置，因而可以将意识形态也视为是一个结构。另

一方面，在前文所引的《保卫马克思》的文本中，阿尔都塞也将中介了

人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性关系称为结构，而如果想象性关系指的就是主

体，那么主体显然也是一种结构。于是，在结构因果性上理解意识形态

的生效机制就是要理解质询理论中所蕴含的一个结构对于另一个结构

的决定作用。

那么一个结构是如何决定另一个结构的呢？在《读〈资本论〉》中

阿尔都塞用“表述”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作为整体的结构如何影响其

他的结构②。但对这个概念的具体解释则出现在一段在第二版中被删

去的文字中③。在那里阿尔都塞提到，他是在于表现（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相对

立的意义上使用表述（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这个词的。他提醒我们注意，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ｎ”这个词在德文中同时意味着表现和在舞台上表演戏剧。因

而对阿尔都塞而言，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意味着在现象的背后总是存在着一个

被现象所表象的东西；而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则意味着在现象背后无物存在：就

像在一出上演着的戏剧中，剧本在表演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中出场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但是这种戏剧的整体出现并没有被角色姿势和话语的直

接性所耗竭：我们‘知道’寓于每个瞬间、每个角色和所有角色关系中

的那个东西就是总体的完整的在场（ｐｒｅｓｅｎｃｅ）”。阿尔都塞由此得出

两个结论：一方面，总体与总体的出场是同一的，出场是在总体之中的

出场，从而他重新引入了斯宾诺莎的内在性原则；另一方面他又提到了

拉康，强调在表述的因果关系中不同于结果的那个原因在此就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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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缺席（ａｂｓｅｎｃｅ），或者说缺失本身变成了原因。

而我们此前看到，阿尔都塞将观念性意识形态称为是对于想象性

关系的“表述”，粗看起来他似乎是借用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的这个概念，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明白他采用这个概念的用意何

在。但是如果意识形态和主体对阿尔都塞来说都是一种结构，那么很

可能阿尔都塞在这里更多的是采用“表述”一词在《读〈资本论〉》中的

含义。而一旦采取这种含义，我们就能够利用上一段提到的两个结论

来处理意识形态、主体和观念三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因果性关系。

首先，根据第一个结论我们能明白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上文提

到，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称意识是无意识的一部分、在《弗洛伊

德与拉康》一文中，阿尔都塞会认为意识的中心性是误认的结果。现

在我们能理解，这意味着不存在作为两个不同实体的无意识和意识，

而只有一个作为总体或者结构的无意识，它将自己表述为意识。同

理，如果观念是对于想象性关系 ／主体的表述的话，那么具体的观念

也并非与主体不同的东西，而正是主体在场（ｐｒｅｓｅｎｃｅ）的方式。总之，

说观念表述了想象性关系就是在说主体内在于它的观念。（而由于主

体同时要求个体根据自己的观念而行动，所以主体同时又内在于个体

的行动之中）。

但是观念和主体毕竟是两个相互区别的环节，那么二者又是如何

发生因果性关系的呢？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把第二个结论———缺席的原

因（ａｂｓ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与上节中澄清的主体在镜像中的自我误认机制

结合起来。

回到那个双重镜像结构，在这里意识形态作为结构决定了（ｏｖ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ｓ）作为其功能的主体；而如果主体又作为结构决定了观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区分出两重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在其中，各个要素

之间不是以传递性的方式相互作用，因为在结构中不存在独立于主体

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独立于观念的主体。）阿尔都塞指出，在意识形

态起作用的时候，个体是处在意识形态的外部，感觉自己仿佛是外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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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仿佛独立自主地行动①；而上文提到，在镜像关系中主体

首先是被认识为一种缺失。可见在这里存在着双重缺失：首先是意识

形态的不在场、缺失，这使得个体处在没有外在强迫的环境中；在这里

存在的只有对于没有强迫的个体的质询，而通过这种质询个体被带入

一种镜像关系之中。其次，由于意识形态的缺失，个体对于质询的应答

呈现为一个个体自主的行动；但是这个应答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首先主

体是缺失的，从而在面对自己的完满的镜像时个体要通过自己的自主

行动弥合这样一个缺失，承认自己的就是镜子中的这个样子。而主体

的自主行动、对于质询的应答本身一方面是对于主体自身的承认、从而

是对于主体缺失的弥合；另一方面在这个误认的过程中，小主体就承认

了那个发出质询的大主体，换言之小主体自己弥合了意识形态自身的

缺失、使得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这样，在质询过程中就发生了小主

体对大主体、小主体对自身的双重承认。

在此，观念一方面构成了物质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构成了意识

形态对于主体的质询的一部分：就像在各种仪式中一样，主体也在以观

念的方式出现的大主体面前受到了质询，因而观念也就成为有待主体

填补一种空缺，主体通过对于观念的认同来认同观念背后的大主体。

另一方面，观念同时又是这种质询的结果、亦即小主体对于大主体承认

的方式和小主体最后自我承认的方式。在质询中个体感到自己作为主

体的缺失，因而要通过承认观念来承认观念背后的大主体，并因而获得

了大主体的保证，从而确认自己是一个主体：观念一方面参与构成了缺

失另一方面又是主体弥合缺失的手段。所以主体弥合缺失的承认行动

就同时成就了 ＩＳＡ、主体和观念，从而实现了对物质与意识之间的断裂

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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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识形态装置①

“物质”一词的最基本的含义是在物理空间中具有广延的存在。

而从上述的分析来看，阿尔都塞在分析 ＩＳＡ 时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

使用的“物质性”这个概念的；他更多的是强调个体现实地去参加某种

仪式。因而他的物质性指的是这种参与活动的现实性、我们在上文中

看到的双重镜像关系也更多的是针对现实地参与到各种仪式之中的个

体的分析。然而就如同阿尔都塞自己承认的那样，“意识形态在某种

机器及其实践当中的物质存在，与一块铺路石或者一支步枪的物质存

在有着不同的形态……而所有这些形态归根到底都源于‘物理上的’

物质”②。个体参与仪式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其参与毕竟总是在一

定的物理空间中展开、因而是根基于那种更为基本的物质性的。在作

为仪式的物质性中解决了二元对立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同时就在纯粹物

质性的层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要想彻底澄清意识形态对于心物

二元对立的跨越，就需要说明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仪式是如何在特定

的物理空间的设置中展开的。

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展开对这个最基础的物质性的讨论，这个理

论上的空白使得他只能抽象地在宏观层面上去讨论 ＩＳＡ 是如何生效

的，而没有办法将自己的质询理论应用到对于具体的某个 ＩＳＡ 的讨论

中。例如他在解释教育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效果时只能诉诸“灌输”。

一方面，阿尔都塞称学校取代了教会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主导的意识

３０４

如何跨越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对立

①

②

装置和机器是同一个单词“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反倒是中文里可以表述二者的细微差
异。（当然也可以说当我们在中文中用“机器”一词去翻译它时，更多地指向了

另一个单词：“ｍａｃｈｉｎｅ”）。在解释一种物质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生效的时候，
装置是比机器更恰当的词语。机器总使人有一种单调的机械性的感觉，而装

置则意味着这里面藏有权力的筹划。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６页。



形态机器：我们在学校中不仅学到了各种实用的技能，而且学到良好举

止的规矩；这些规矩可以从在分工中的每个行动者那里被观察到，它们

意味着对于社会和技术分工的尊重，亦即对于现行的由阶级统治造就

的秩序的尊重。所以在学校中再生产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或者说不

仅仅是使得劳动者在专业技能上是合格的；同时也再生产了对于现行

体制、意识形态、压迫等的服从。但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却没有具体解

释这些使得劳动者成为合格的劳动者的意识形态机制，而只能诉诸一

种灌输：“它……反复向他们灌输一定量的、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包裹着的‘本领’”，从学校中出来的人“实际上都被提供了与他们在阶

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

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

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人际关系’的能力……”①。

如果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存在意味着学校这样的灌输机制或者其

他间接作用于生产领域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就是由于意识形

态机器的物质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期望，阿尔都塞在此要说明，

意识形态的有效性是如何来自其物质性的。但是在他用“灌输”来解

释再生产领域的意识形态运作时，阿尔都塞只是将物质性的意识形态

所携带的观念信息视为观念，从而没有澄清这种意识形态机器与其物

质性之间的具体联系。诚然，如果学校意味着对于道德和秩序的灌输，

那么根据结构因果性，在学校中接受灌输的个体自然会习得这一套意

识形态。但我们首先看到的只是一块被命名为学校的建筑用地，楼房

中一件件被命名为班级的房间，以及在这些房间中每天的固定时间有

一个人对于一些人说出一些音节。的确意识形态就是在这些物质要素

的“偶然相遇”中被产生出来的，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些具体的物

质性现象究竟如何产生出意识形态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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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３４６页。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借助让－路易斯·博德里（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Ｂａｕｄｒｙ）

在他于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发表的杰作《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ｉｎｅ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来回答。博

德里非常明显地吸收了阿尔都塞在此前的发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

态的国家机器》一文的观点，并以此来阐释电影装置所起到的意识形

态作用。博德里指出，电影的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并非依赖其内容，而

是通过电影装置本身。最重要的电影装置有两个：摄影机和剧场。通

过摄影机，我们有了加框的、有中心的图像，从而使得眼睛成了主体。

而这个过程是在放映过程中实现的。这就需要放映装置的合谋。放映

装置将观众幽囚于封闭阴暗的影院之中，使得观众与银幕之间构成了

拉康意义上的镜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观众会自动将银幕上的不连

续的影像认作是连续性的，而正是在这种连续性的建构中，也就是相应

于在弥合自我与“象征界”之间的裂隙的时候，主体就出现了。而这个

连续性之所以能够构建完全是一种放映操作的结果：“机械设备一经

开动，本身立刻就产生方向、连续性和运动。放映机制使有差异的元素

（由摄影机所铭示的非连续性）被掩盖，而只让它们之间的关系发挥作

用”①。而在这种装置所带来的空间关系中，双重的认同—误认被生产

出来：在第一个层面上，观众会认同银幕上的影像；其次，观众会认同那

个使第一个层面显现出来并起作用的“先验主体”，也就是摄影机———

“观者与其说是与再现之物（即景观本身）认同，不如说是与安排景观

使其可见的那个东西认同，正是那个东西迫使观者看到它所看到的东

西”②。在此，摄影机起到了一种“转播器”的功能，就像婴儿在镜像中

将不完整的身体构建为完整的一样，观众也通过这个先验自我将非连

续的片段构成为统一的和连续的，而这个过程就是一种主体的生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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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让－路易·博德里：《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李迅译，载《当代电影》
１９８９年第 ５期。
让－路易·博德里：《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李迅译，载《当代电影》
１９８９年第 ５期。



以说电影装置不论其内容如何，都是注定要获得其意识形态效果的。

笔者认为，博德里实际上比阿尔都塞更好地阐明了这种物质性的意

识形态的生效机制：当阿尔都塞在他的“理论剧”中把基督教的意识形态

翻译为话语，并以此解释意识形态的质询机制是如何生效的时候，我们

只理解了这种物质仪式如果它生效的话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主体。

但是这种“翻译”本身就表明这个说明依然还是观念性的：物质性仪式之

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是现实的，能够让听众现实地听到了某些话语，但

不是因为它们的某些物质特性。但是通过博德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更为

纯粹的物质性作用机制。这种物质性可以被直接指认为是一种特定的

空间设置，在其中质询和质询所需要的镜像关系得以展开。用福柯的话

说，这是一种权力的空间①，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装置空间：前文说过，在

质询中原因要作为缺失才能够生效。通过博德里我们明白，缺失不意味

着空白，而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结构，或者说起到意识形态作用的应当是

一种有结构的缺失。这种有结构的缺失在物理层面上表现为一个具有

装置性的空间、一个向主体的行动开放的有中心的结构；在这种装置中

的个体不是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行动者（ａｇｅｎｔ），他通过参

与装置中的互动而被带入到与意识形态的镜像关系之中、认同了这一整

套装置潜在的意义，从而使一种对自我主体性的误认成为可能。

作为一个案例，我们能否根据博德里所阐明的意识形态的装置性来

理解例如说学校的灌输机制生效的依据呢？详细的考察需要大量经验

证据的支撑，在这里我只能尝试着给出一个大致的图景；不过这显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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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粗看起来，福柯对于具有规训和惩罚功能的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微观权力分析

似乎打中了阿尔都塞理论的盲点，因为阿尔都塞的理论忽视了身体的要素，从

而简单地将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和非强制性的 ＩＳＡ对立起来。但是如果考虑到
福柯的理论也必须诉诸一个不是幻想而是通过惩罚被制造出来的灵魂的话，

他与阿尔都塞的共同点实际上是多于差异的。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

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第 ３版，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３０— ３２ 页。关于阿尔都塞与福柯的关系可参考：Ｍｏｎｔａｇ Ｗ．Ａｌ
ｔｈｕ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Ｗａｒ ［Ｍ］． Ｄｕｒｈａ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１４１－１７１．



借助一些福柯的概念。在我看来，学校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被指认为

是装置性的空间。首先，学校是一个全景的监视的空间，在其中，学生被

以班级为单位划入一个个可供监视的区域，对他们而言，教师或者其他

管理者的监视是不可被抗拒的①。学生自己知道自己处于这一被不可抗

拒地监视着的地位，从而会根据那个通过监视者的目光而被看到的自己

的镜像来调整自己的行动。监视者的不在场和监视装置所提供的被监

视的可能性造就了这种自我审查，并通过这种自我审查造就了对于自己

的主体地位的认同和对于监视装置本身的认同。其次，教室是有中心的

装置空间，教师所处的讲台与学生所处的座位之间是一种中心—边缘的

关系，并且处于边缘的学生是必须要面向这个中心的。而学生听课这一

活动不仅仅理解了教师所讲授的内容，而且意味着将这个从中心发出的

声音承认为是在这个场所中具有主导性的声音、亦即教师的声音。因而

学生也就承认了教师所处的中心地位、言说地位和自己所处的边缘地

位、倾听地位，从而承认了这个中心—边缘装置本身。因而这个装置空

间决定了参与到这个空间互动中的个体的行动的倾向性（一种处于边

缘、面向中心的姿态），从而为上文提到的质询的展开提供可能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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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在笔者初中的班主任对学生做了这样的要求：教室的后门必须开着，朝向

走廊一侧的窗帘不能拉上。藉此，对于处在教室中的学生来说他们始终清楚

这一点：当监视者（班主任）从教室后方出现时，他们对她是绝对可见的，而她

却是绝对不可见的。

有了这个装置性空间，甚至学生是否认同被灌输的内容都不再重要，因为只要

学生把这个空间中回荡的声音识别成是来自教师的声音，那么他就已经通过

自己的倾听活动实现了对于自己的主体地位和对于大写主体的中心地位的承

认。齐泽克曾在书中提到西藏人的转经筒以此来表明信仰的外在性：只要将

经文写在转经筒上，然后将其旋转起来，那么即使我在内心中充满了最不堪的

想法，但是客观上，我在信。我们可以将其与帕斯卡的名言“跪下，开口祈祷，

你就会信”合在一起：只要个体被置入一个中心性的镜像空间，那么即使他对

于镜像的内容嗤之以鼻，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臣服的主体、他必然

会信。（［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

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３２页。［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
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３５９页）



我们在第二节中表明，ＩＳＡ要能够跨越心物之间的断裂需要通过一种

有结构的缺失，而本节中，通过对于装置空间的意识形态效果的说明，我们

就澄清了这样一种有结构的缺失体现在纯粹的物质性空间中时意味着什

么。另一方面，这也使得我们能够将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要

求贯彻到底，不仅仅是在作为必然实现出来的活动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为

这种活动给出可能性的物理物质的意义上来说明 ＩＳＡ的意识形态效果。

这个补充意味着，并非随便什么物质的组合都是适宜于意识形态的实践意识

的展开的，只有某些特定的物质之间的关系才能为 ＩＳＡ的运作提供基础。

综上所述，为了回答物质性意识形态如何跨越二元论的问题，我们对

阿尔都塞的理论做了两点补充。首先，质询理论指涉的是精神分析层面的

镜像关系，在其中个体由于将镜像误认为是自身而根据镜像来自主规定自

身；主体就由此而产生，这种主体就是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想象性关系。

其次，ＩＳＡ和主体都是一种结构，一个结构对于另一个结构的决定要通过

“表述”来理解，也就是说作为原因的结构意味着一种有待弥合的缺失。通

过这两点，我们可以在结构因果性的意义上理解 ＩＳＡ对于意识的决定作

用：其生效的关键在于造就一种缺失，从而促使主体自己采取行动以弥合

这种缺失；意识形态就通过这种弥合而生效。而为了理解纯粹的物理物质

如何成为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 ＩＳＡ我们引入了博德里的装置理论，并表明

一种装置性的空间如何通过与主体的互动而发挥其意识形态效果的。

但是就像阿尔都塞在附记中强调的那样，要理解 ＩＳＡ所具有的意识

形态性，必须要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理解，要把 ＩＳＡ 看作是统治阶级

实现统治和被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场所。换言之，ＩＳＡ自身不能决

定自己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次要矛盾，它毕竟是由阶级斗争这

个阶级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①。因而，本文对于阿尔都塞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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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７４—３７５页。



只在于对于 ＩＳＡ 生效的可能性的澄清，并不能用这种对于潜能的说明

替代主要矛盾对 ＩＳＡ的实现的决定作用。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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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进步主义的陷阱及其成因

———《启蒙辩证法》对“进步拜物教”的批判

李 思 铭

摘要：在后期资本主义时代，自启蒙以来长期占据“进步”主流意

识形态地位的理性进步主义陷入了“进步拜物教”理论困境。为了对

这一理论困境进行批判性地解释，本文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代表作

《启蒙辩证法》为核心文本，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揭示出在现有社会权力

机制的中介之下，理性进步主义实质面临的问题是权力颠倒、技术统治

乃至于自我异化。造成如此这般悖谬困局的原因是始终伴随着人类理

性文明发展的人对自然真理的畏惧、为了对抗畏惧而在人与人的社会

关系中形成的劳动分工体系以及在人类理性文明发展中对于原始自然

力量的盲目保存。由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独特的自我指涉式的理

论考察方式，揭示了理性进步主义的陷阱及其成因。

关键词：《启蒙辩证法》　 理性进步主义　 进步拜物教　 社会批判

《启蒙辩证法》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

论的一本重要著作，集中阐述了作为当时批判理论领军人物的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进步精神的反思与批判。从历史脉络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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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进步”曾是一个时代最振奋人心的口号。它起源于启蒙时期，以

孔多塞为集大成者，其所著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集中体现了启蒙

思想家们几乎一致持有的乐观主义信念，并且这样的信念在随后的历

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地生根发芽，成为每个普通人都能触手可及的常识

与真相。英国著名史学家 Ｅ．Ｈ．卡尔曾提到，“１９ 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

很少没有不把历史的进程当作是进步原则的范例：他们表达的社会意

识形态是进步相当快的情况下的一种意识形态。”①正是因为理性进步

主义的保证，人们才能够有充分理由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展开寄予希望。

霍布斯鲍姆则更精辟地指出，“１９世纪最典型的乌托邦，其创新之处在

于：在其间，历史不会终止。”②但是天不如人愿，实际的历史进程却在

２０世纪初期起逐渐脱离了“进步”的轨道，“最明显而直接的改变是，

世界史如今似乎已变成一连串的震荡动乱和人类剧变，”“一个在 １９００

年出生的人，”“在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后的全球

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时期、两回大规模的驱逐异族乃至集

体大屠杀，以及至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到使人怀疑资本主义那

些尚未被革命推翻的部分的前途。”③从这段表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人类历史进程中一波又一波的危机与灾难显然已经打破了“理性进

步”的美梦，而其中又以人为灾难的影响更加深重，这不得不迫使人们

回到“进步”概念的起源处，去反思“进步”概念更深层的内涵，寻找启

蒙和进步病变的根源。从这个角度看，《启蒙辩证法》就是伴随着时代

应运而生的产物。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之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上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的危机以最醒目的方式被呈现于公众面前，一方面，社会的广泛动员和

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似乎意味着社会合理化意义上的“理性进步”；另

一方面，现代民主政治的彻底崩溃，人对人的直接野蛮统治赤裸裸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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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４３页。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３７９页。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３６９页。



现为社会的非理性，现代世界呈现为“非理性的理性”或“理性的非理

性”的悖论性。其实，“进步”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不仅是西方世界特有

的现象，同样，东方的社会主义也出现类似的倾向。柯尔施指出，斯大

林式的专制统治根本就是倒退回前启蒙时代的专政，“列宁的追随者

们又把这种统治推向荒谬的极端。这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专政，这

一专政可以是革命的进步也可以是最黑暗的反动。”①结合上述两方面

悖谬的社会现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序言中反复强

调，他们关心的是当前生活中最为迫切的真实困境，该困境的具体表达

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并没有进入一个以人为根据的社会状

态，反而是陷入了野蛮主义的两极之中，一极是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另

一极是北美的文化工业。因此，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为什么会走向自

己的反面，这就是全书所要探究的重要问题。著名批判理论历史研究

专家马丁·杰就指出，早期批判理论学者面临的历史难题是：“国家资

本主义以及极权国家宣告了那个时代的终结，或至少是剧烈的转型。

他们认为统治现在正以一种更为直接和致命的方式摆脱资产阶级社会

的中介特征。那现在正是自然对过去几代西方人的残忍与剥削展开报

复的时候了。”②概言之，直面苦难、批判权力、反思理性，这是当时的霍

克海默和阿多诺乃至一代思想家认为能够为拯救人类理性文明所做的

最后努力。

要对社会进步在历史现实中遇到的困境进行进一步解释，亟须重

新审视从启蒙以来一直占据“进步”观念主流地位的理性进步主义意

识形态。启蒙运动与“进步”观念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使得

理性进步成为现代世界中的核心信念之一。前剑桥大学教授伯瑞考察

了浩瀚的人类历史典籍记载后指出，在 １６ 世纪，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

发展为启蒙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进步的观念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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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才开始无疑地得以超越，而一种有利的氛围也逐渐准备就绪。”①

霍布斯鲍姆显然同意伯瑞的看法，他指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启蒙’思

想家，带着对进步的激情信念，反映了知识、技术、财富、福利和文明的

显著发展，这一切都是他能够从身边看到的，他公正地将这一切归因于

思想的不断进步。”②为了进一步指出启蒙时期“进步”理念的重要意

义，历史学家比尔德将之归于进步观念中的现实性特征，也就是说，相

较于其他启蒙时期的理念，历史“进步”的观念打破了传统思想中的循

环论和末世论，告诉人们“阐释历史神秘性的线索要在发展或进步的

观念中寻找。”③由此，“进步”梳理出一条指引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可

能道路，催人奋进，鼓励人们未来仍可大有作为。总之，启蒙运动首次

确立起的“进步”观念，吹响了走向文明社会的进军号。从启蒙时期的

“进步”理论研究着手就成了往后学者的重要切入口，同时，这也是《启

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重审“进步”的逻辑起点。

一、理性主义“进步”的拜物教特征

面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极权主义复辟的社会现实，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认为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思维模式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回应这

种困局，甚至还在理性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遮蔽了现实的悖谬。

他们指出：

一头栽倒实用主义里的思维把对于进步的破坏面的省思丢给

它的敌人，因而失去了它的扬弃性格，以及它和真理的关联性。我

们看到接受科技教育的大众莫名其妙地就落入独裁政治的魔咒，

他们自我毁灭似地附和民族主义地妄想症，以及一切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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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由此可见现代的理论性理解的贫乏。①

“进步拜物教”②（进步的荒谬）是《启蒙辩证法》对理性进步主义

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作出的根本概括。传统的进步主义理论何以会落得

这样的结果？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讲座中就曾借助托尔斯泰的回

答指出，整部理性文明史就是历史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并且人们将这一

合理化过程界定为是进步。而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进步的理念所带

来的实际结果是人们对于无限进步的信仰。一旦把对无限进步的信仰

落实下来，人们就再也不可能去直接回答关于死亡和生命等终极意义

的问题，“死亡对于文明人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文明人的个体生命，是

置放在无限的‘进步’当中；依照这种生命本身的内在意义来说，这样

的生命永远不会走到尽头。”③也就是说，当现代生活被进步所规定，当

人们陷入了对进步主义的信仰之后，人们就不能够再去讲述支撑着生

命的绝对根据，因为这个过程已经被无限的进步过程所彻底抽空。布

洛赫则更进一步指出，要认清作为虚假意识形态的“进步”观念持续对

人们产生统摄性作用的根据，不仅仅要看到在进步潮流的裹挟之下，现

代人已然丧失对于蕴含在人们生命中终极意义问题的追问，并且更重

要的是，人们只认如此这般被规定的现实为现实本身，“最终，在这种

‘科学’眼光的凝视之下，一切伟大的和巨大的东西都被原子化为了虚

假的、被祛了魅的细节；每一次盛开都变为一次粉饰，或最终都变成了

虚假的意识形态。”④韦伯与布洛赫的论断在本雅明“进步的神话”寓

言中得到了最集中地阐述。在本雅明看来，无论是以中立的实证主义、

保守主义或是正统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面目出现的历史观，它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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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质上完全一样，因为他们讲述的都是胜利者的哲学。如果从这

个视角观察人类历史的话，只能看到人类历史是被一场进步的风暴所

挟持，“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

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①这段

著名的出自《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文字最令人震撼的一点即在于，本雅

明明确地呈现出了现代世界理性进步观念之下的极致悖谬。尽管进步

的风暴带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但这样一场风暴似乎永无终点，甚

至认清这一切真实面目的历史天使想打断它都无能为力。

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再看理性进步主义的观念，问题的实

质即在于原本起到革命性作用的理性进步主义被再度神圣化成了对于

当下生活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乌托邦式理想趋势的认同。它利用最终

必将实现的美好目的说服人们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造就“进步拜物

教”。由此，在拜物教阴影的笼罩之下，人们只能转而去崇拜在既定

的、形式化的语言体系之中能够把握的事物。换言之，眼下的现代世界

在虚假“进步”观念的诱导之下，成了一个看似无时不刻在发生改变，

实际上绝对不可能被超越的体系。这个体系实际守护的是历史的胜利

者，以及被胜利者压抑在下的真实苦难，最终造成社会现实中的冲突与

矛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明显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如

果那些东西在整个社会里变成了形而上学，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帘幕，而

遮掩了真正的灾难，则兹事体大。”②

面对由理性进步主义所实际产生的“进步拜物教”，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现代人被分裂成两个截然对立的极端。一极是“进步拜物教”的

附庸者。他们秉持着典型的“胜利者”心态，无视社会历史，对于现代

生活的成就心悦诚服。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占据了大多数，也是《启

蒙辩证法》所要极力唤醒的、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对象。在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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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他就已经注意到这样一种人群之中被平庸化的趋势，他指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

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

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而更要紧的是，在这种进步主义意识形

态中，令人更难以对付并且具有强烈迷惑色彩的倾向是，“进步”观念

本身所包含的一种质疑当下确定性的批判维度，似乎可以反过头来起

到缓解当下社会矛盾的作用。这意味着即便有些人对生活不满，但认

为可以期望进步，祈盼通过些许的改变，从而把任何难缠的问题都解决

干净。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那么实际上还是意

味着对眼前灾难的妥协。哥伦比亚大学前社会学教授尼斯伯特

（Ｎｉｓｂｅｔ）对这一点有过精彩的论述，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对这些相信

进步的人来说，其实取得普遍进步的经验证据没有太多的必要，甚至这

还不如取得几何学假设的经验证据来得重要———或者说，就像信奉宗

教的人不会觉得有必要为十诫或者《圣经》中的其他禁令求得经验证

据一样。”②对于这样一种盲目的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将其明确地树立

为批判理论应当重点反思的对象，在他看来，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的

确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问题在于，如果该理念本身与其他客观化的知

识那样成为与实际历史无关的永恒状态，最终就会“成为一种意识形

态范畴”③，因为对于“进步”与现实生活不加思考盲目接受的态度所

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使得现代人孜孜以求的个体性根本无法得到真正落

实与安放，从而再次落入拜物教的窠臼。

与之相对的另一极是对“进步拜物教”持批判态度，强调重新审视

生活、反思“进步”的学者们。早在 １８ 世纪，卢梭就已经看到理性进步

主义的悖谬。在他看来，人类的原初状态才是最完善的状态，文明进步

本身就蕴含着堕落的基因，带来社会不平等和奴役的日益加剧，“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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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是世界的真正的青年时代，以后取得的所有进步，从表面上看是人

类个体的日臻完善，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渐趋衰落。”①到了 １９ 世纪，

被本雅明称为“发达资本主义抒情诗人”的波德莱尔甚至更加言辞激

烈地强调，进步给社会文明带来的是真实的恐怖，“无限的进步不断地

按其提供的新乐趣对人性作出相应的改进，难道不会成为对自己的最

残酷的别出心裁的折磨；它借助于自我否定而取得进展，难道不会变得

像那种用自己的尾巴蛰自己的蝎子———进步，既是那种永远需要的东

西，同时也是它自己的永恒绝望！”②尽管这种尖锐的批判态度看似与

历史的宏观发展潮流格格不入，但这批主张对“进步”开展反思的学者

的存在一方面确实意味着原本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天衣无缝，需

要通过更深层次地思考唤醒人们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如此这般危

机意识的存在又正好说明即使处于“进步神话”的时代，依然有超出危

机的另一维度，因为仍然有一群人在与生活发生真实的碰撞和抵触，这

就说明生活中依然保留有不屈的真理，哪怕显得微不足道。《启蒙辩

证法》显然代表着后一维度。即便到了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在新版序言中依然强调，全面宰制、没有个体性的现代社会仍然

是当代世界的唯一现实，这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建立的进

步社会，但同时还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批判理论要守护的依然是那条通

向理性自由的真正道路。他们认为，“就算面对进步主义，批判思想也

不会中断，它要求我们拥护自由的夙昔典范、真实人性的趋势，即使它

们在历史潮流面前显得很无力。”③

综上所述，从理论形态的角度来看，正因为启蒙以来的理性进步主

义僵化为“进步拜物教”，或者说，成为被强大的意识形态所束缚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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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强制。并且，在这种观念之中，人们自认为用唯一正确的方式观察世

界历史，实际上已经天然地屏蔽掉其他认识历史的方式。因此，看似是

向未来敞开、具有浓厚批判现实维度的理性进步主义，倒过头来先行宣

布了历史的终结。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要破除“进步拜物

教”，必须首先批判与分析作为其前提条件的理性进步主义，以求重新

打开一条通往理性自由的真实道路。

二、理性进步主义的否定批判

要具体分析传统进步主义面临的“进步拜物教”困境，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指出，关键是要看到，这样一种非反思的理性进步主义意识形态

原本主张的由理性进步通往理性自由的道路在实际社会机制的中介之

下已然被阻断。具体来说，正因为实际生活中的“进步”已经从乐观的

进步主义僵化为对进步神话的盲目崇拜，显然仅凭这种盲目崇拜，其实

根本无力把自由的原则落到实处。那么站在“进步”的反面再回过头

去看现代人的观念中同时标榜的理性进步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很

清醒地意识到，原先“进步”所凭靠的理性普遍性根据本身只是虚假的

意识形态，它在社会中“虚构出一种客观的必然性，让他们相信自己对

它无可奈何。”①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根据，而只是对于真正根

据的模仿和替代，落实到生活中必将带来一体两面的双重效果。为了

解释这样的转变何以产生，必须对理性进步主义的规定性进行否定的

批判。

１．进步与权力颠倒：从非体系到体系

理性进步主义的一大特点表现为从权威崇拜到知识崇拜，从具体

人身依附关系转向抽象原则统治。对于进步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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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认为，理性作为不同于权力的另一个环节，凭靠自己的普遍性形

成对社会权力的重要限定，因此必须将理性与权力作为对立的两面来

看。正如康德概括的，“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

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地自主判

断”①。因此，启蒙所主张的、带有理性普遍性特征的进步带来的是对

自然强力和社会权力的双重消解。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要指出的

是，这样一种双重消解的确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如此这般权力消解的更

深一层含义是权力颠倒，因为看似客观中立的知识本身从一开始就同

时带有权力性的特征。他们分别从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中展开

论述。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启蒙辩证法》强调，人通过实验所展开的

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向自然敞露自身，而是要强调，通过达

成关于自然的知识，完成对于自然支配，如此方能实现知识进步。从这

个角度来看，神话已经是启蒙，就是说，如果站在启蒙的结果处回过头

去看神话中所表达的神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它已经被明确的

表达为“掌控世界的人”和“可被人们所掌控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这样

一种关系的本质就是人相对于外部世界所勉强建立的权力关系，“在

悲剧作家所引用的神话里，就已经表现出培根心向往之的纪律和权

力。”②如此一来，“就像过去服务于教会的人一样———科学的仆从也不

过是人，”③即使是从权威崇拜过渡到知识崇拜，表面上发生了支配关

系的翻转，但就他们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都是一种强权关系来说，并没

有重大的差异。更进一步来看，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强权关系之独特

性在于，知识进步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为知识是在等同性（同一性）

原则下建立起来的知识，其核心是从知性科学中归纳而来的可量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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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形式逻辑原则，由此一切任意、武断的假设均被等同化为清晰量

化的概念。正如科学哲学家彭加勒所指出的，“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

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随意制作它

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①等同化以后的概念之间方能形

成推演变化的可能性，因此知性自然科学的真正原则在于等同性原则。

但是，等同性原则尽管使得进步成为可能，但它本身的内在含义必然要

求仅仅把等同性原则所能理解的对象视作对象本身，凡是不能被还原

为齐一逻辑所把握的东西就全部被剔除在外，如此一来，由等同性原则

所推出的进步概念就注定会带有破坏性。正像后来霍耐特所指出的

《启蒙辩证法》就是要对人类支配自然的权力关系提出批判，“在与改

造自然的过程相伴的那种抽象的定位性活动中，人是如此一以贯之地

在范畴上把一切多余的不可支配之物从成了他的客体的自然中清理出

去，以致在如今的发达阶段上，现代技术和科学可以被当作一个逐渐毁

灭的社会的种种完善的安排来解释。”②可见，在等同性原则的指引之

下，“进步”得以成立的代价是事物的意义必须被先行消解，现代人的

个体性必须被彻底驱离。遗憾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从古至今

人类世界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即始终是在等同性原则的指引下向前

迈进，“从巴曼尼德斯至于罗素，统一性始终是其标语。他们坚持要颠

覆诸神和性质。”③

更进一步来看，要使得自然变成可被人们任意规定的对象，使得人

和自然之间的权力关系得以成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这同时意味

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要以某种抽象原则的方式展开，并且将这种以

抽象原则为根据展开的统治方式理解为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对于社会

进步的实质，法史学家梅因就指出，社会转变过程的核心在于所谓的契

约精神，也就是抽象的理性原则统治，“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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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①马尔库塞更是清楚地看到，从人对人的直

接统治转向理性原则对人的统治，“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

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

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②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正如在人和

自然的关系之中并没有真正解决的权力问题，在人和人关系中，这种尚

未被解决的权力问题被一方面转化为社会统治方式迈向更高层次的合

理性，向前进步。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把自然做成同一化对象的等同性

原则在社会当中更是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做成是等同的社会统治对

象。在这一点上，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延续马克思、卢卡奇等人

的判断，进一步解释了等同性原则在社会中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商

品交换，“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

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③就是说，之所以会有从具

体人身依附关系转向抽象原则统治，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统治基础是以

商品为中介，以商品形式为普遍交往形式的关系，“启蒙瓦解了旧时不

平等的不义，也就是直接的奴隶制，却在联系每个存在者的普遍中介里

永久保存它。”④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辩证法》进一步强调，这样一种

等同性原则同时意味着内在性原则，启蒙倒退为神话。也就是说，如同

在神话世界里人把无法理解的外部变化通过仪式般的重复，勉强在自

己制造的体系中达成对于它的解释。在理性社会中，面对着以既定的

商品交换形式所规定的社会生活，它同样已经不再有任何历史意义上

的生成出现。眼前普遍的体系实际上就是早期神话意义上的、绝对无

法被突破的外在的、盲目的命运。根据改善人类处境的种种可能性所

建构起来的理性进步主义，不过是在整全的命运统治之下的痴人说梦，

太阳底下再无新鲜事。就像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进一步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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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支配自然上的进步或许正日益促成那据说这种进步会保护人

类免遭的灾难，或许正在编织社会粗鄙地长成的第二自然。”①

综上所述，在《启蒙辩证法》的论述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承认，诚

如启蒙思想家所言，“进步”的观念诞生于社会转型之后，且奠基于理

性普遍性之上。但是他们认为，社会转型的实质不过是权力原则从一

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等同性原

则与内在性原则。等同性原则解释了理性进步得以成立的可能性，内

在性原则则进一步说明，进步的确是可能的，但永远只是在体系中可

能，并且正因为体系本身如同命运般的绝对性不容置疑，进步的观念才

会得到必然性的支撑。这样导致的实际结果就是，原本属于人的生活

被一个高度理性化的体系所封闭，理性体系内部或许可以通过理性进

步过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因为生活之中不允许有与其异质的内

容进入，真正历史生成意义上的进步就成为被体系所隔绝的虚幻泡影。

２．进步与技术统治：从技术变革到资本垄断

理性进步主义的另一大规定性在于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想象到

实证的变化。在揭示出理性进步中蕴含着的权力关系后，霍克海默、阿

多诺进一步指出，人类对于抽象知识追求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自

然的奥秘，更是使得与人相异的自然呈现为一种能被人改造的工具，为

人所用，以求更全面地支配外部世界。为此，黑格尔曾做过一个比喻

说，在现代理性主义者眼中，“‘圣饼’不过是面粉所做，‘圣骸’只是死

人的骨头。”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在此进一步揭示，为了实现这一统

治目标，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于作为工具的技术，“技术是这个知识的

本质，其目标不在于概念和想象，或是洞见的喜悦，而是在于方法。”③

相较于抽象单调的理性规律，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更为世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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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睹，因此也成为“进步”信念得以持续维持下去的强大助推器。从人

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对自然的权力关系落实为人类利用技术手段驾

驭规定自然对象，更具体地说，此时技术的现实化身是产品和机器。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

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

要多，还要大”①。而这样一种持续巨大的生产力之所以可能产生，背

后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高度理性化的劳动分工方式。由此，再深入

到人与人的关系中去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是以知识、技术、机器为中介的时候，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关

系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以这些东西为中介，这就意味着社会中会有掌管

着机器和被束缚在机器上的人，从实际的社会地位来看，一方是行规定

者，另一方是被规定者，行规定者通过对被规定者的理性规定而完成人

对自然的统治。

在上述基础之上，《启蒙辩证法》进一步指出，后期资本主义已经

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垄断资本之所以可称为垄断，是因为外部理性

体系的实际内涵已经从理性法则彻底倒向资本原则的掌控。在自由资

本主义阶段，体系所依托的是理性的市场机制，这就是说，尽管人被封

闭在了体系之内，但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人的自由行动，人的自

由行动的根据是普遍的理性法则。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具有平等的

机会，在市场上展开自己的经济行动。又因为经济行动受普遍法则的

约束，所以它不仅使得每个人获得特殊利益，而且能够成就由这个市场

所维系着的共同体生活，最终至少可以起到引领共同体不断进步的作

用。然而，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原则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角

落。从根本原则上来讲，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用资本的法则代替了

市场理性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不需要再利用“看不见的手”对资本市场

进行调控，而是资本的流向直接决定了未来生活的走向。“支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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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行为且导致灾难的，再也不是客观的市场法则。相反的，是由老板

们有意识的决定去实现资本主义的古老价值法则，乃至于其命运，他们

联合起来的强制力完全不输给最盲目的价格机制。”①虽然垄断资本主

义依然保留有理性控制技术进步的假象，对于生产的技术化安排也更

加极端化，但是，再回过头来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实际生活中所

看到的技术进步过程背后，早已不是单纯的、以科学研究为代表的理性

法则指引，技术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力量的化身，资本增值的过程带动技

术的进步。大卫·哈维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在他看来，“资本直接和独

特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这体现在社会上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以及资

本家阶级权力的再生产。这是资本最强烈追求的目标。资本家为此不

断调整和改造技术硬体（机器和电脑）、软体（机器使用的程式），以及

他们的组织形式。”②由此可见，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一定同时是技术垄

断的时代，通过技术上的革新和研发带来对劳动高度的技术化和组织

化，而这一过程倒过头来对理性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了辩护的功

能。如后来哈贝马斯所言，“在技术之上的意识支配下，科学和技术在

今天同时产生了意识形态的效果。”③因此，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仍然

利用高效的产能继续塑造理性进步的神话；另一方面，支撑起进步神话

的不再是制约着每一个经济主体的、代表着更高层次合理性的理性规

律，而是在理性的面目之下可随意调用的、从属于资本制造生活的技术

机制。从本质上来讲，理性进步主义俨然成为资本进步主义。正如霍

布斯鲍姆说的，“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各国人民，他们已被资本主义世

界打垮，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控制，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需要在下列两

种命运之间进行选择：一是抱残守缺，为维护他们的传统和习俗进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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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失败的抵抗；一是夺取西方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解并

掌握西方的‘进步’。”①

如果从资本的角度出发，从源头处再看社会内部的统治关系，就可

发现它实际上被表现为一群人借助机器对另一群人的支配关系。在垄

断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的科学和技术虽然依旧保有理性的面目，但自诞

生之初它就突破了理性规定性的约束。前文业已指出，理性进步原先

的目的是反对人和人之间封建的身份统治关系，成就大写的理性主体。

但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等同性原则与内在性原则的结果是形成一

个外在于人的高度理性化体系，且这个体系本身成为现代人无法突破

的绝对命运，造就虚假的历史进步。虽然体系的封闭性一开始就成了

资本主义的特征，尽管体系中的进步是否是真正的历史进步仍然值得

商榷，但是，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理性进步依旧可以在所谓的理性体系

中成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现在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如果把这种人对

人的权力关系再剥开来看，作为人对自然统治手段的科学和技术从一

开始就存在另一个目的：资本。这样一种目的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科

学和技术进步的背后是一批作为资本化身的资本家，他们只是一批小

写的个人，但有资本就意味着有能力对现实生活进行改造。而这就意

味着，不仅作为进步本身的历史意义难保，而且人们已经把自己作为进

步的理性普遍性主体地位拱手相让，丧失了对于“进步”过程的把控，

变成了垄断资本的任意操控。马克思在《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中就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他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

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

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

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

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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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

力。”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完全衔接着马克思的判断，他指出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从进步的方面来看，的确消解了垄断资本特权的王公贵族，但

是付出的代价是资本垄断了一切，“中产阶级的经济借由市场的中介

而使其权力倍增，使得其事物和力量也倍增，因而不再需要国王或中产

阶级去管理它：但是需要全体人类。”②

总而言之，《启蒙辩证法》指出，不仅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进步过

程本身是虚假的，而且从操纵这一进步过程的主体来看，在垄断资本主

义时代，原本现代人有信心与能力掌控的理性体系内进步也换成了由

资本所操控的资本增值过程。这就意味着，支撑进步的动力不是每个

现代人都可自豪宣布的理性普遍性，而是在该过程背后真正起作用的

吞噬一切的资本原则，作为资本化身的资本家可以把资本流向任何一

个它想要其进步的社会领域，利用资本本身要求增值的属性对于市场、

生活、需求无止境的制造，最终伴随不断滚动的资本，成就资本意义下

的社会进步。但不言而喻的是，整个过程已经超出了人的理性掌控

之外。

３．进步与自我保存：从先验自我到自我异化

理性进步主义的第三大特征是从求真到务实，从意义到功用的转

移。《启蒙辩证法》强调，如果说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崇拜、技术手段的

运用尚且建立在单一的、可重复的规律固定性基础之上，是为了认识自

然，并拥有改造自然的工具，那么更要紧的是，人们获得知识的目的不

仅仅是为了满足心血来潮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而在于知识的论证以及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实际效果，“重点不在于人们称之为真理的那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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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感，而是在于作用，或即有效的作法。”①在这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针对的是近代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基本思想。实证主义的奠基者孔

德就指出，“一切健全思辨的必然使命都是为了不断改善我们个人和

集体的现实境况，而不是突然满足那不结果实的好奇心。”②为了更清

楚地衡量人以及共同体的快乐和痛苦，功利学派代表边沁认为功利原

理即在于“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

何一项行动”③。穆勒则更进一步指出，所谓功利原理本身的实践效果

也是开放的，它伴随着人类的理智进步而不断改进，“根据功利原则得

出的各种推论，就像实践技能中的操作规范一样，允许无限地加以改

进，而当人类心灵处于一种进步的状态时，这种改进是在不断进行着

的。”④正是由于这些功利主义思想的奠基，实用科学迎来了蓬勃的发

展，就像罗素指出的，“实用科学是企图变革世界的科学，自始以来就

是最重要的，而且重要性还一直不断地增长，最后几乎把理论科学从一

般人的心念里驱逐了出去。”⑤在此基础上，几乎没有人希望阻挡时代

前进的步伐，哪怕进步被限于体系之内，哪怕进步背后的主体是垄断的

资本，只要能以功利原则为指引，进步就能成为未来更美好生活的依

托。这种状态正如马尔库塞说的，“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

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⑥

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如果进一步把这个外在的资本—技

术体制剖析开看，我们就会发现，在“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功利主

义目标之下，这个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正发生高度的两极分化。一极是

与资本紧密捆绑在一起的资本家，他们如同上帝一般决定社会中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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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方向。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资本的流向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

展又推动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提高之后市场上就会产生大量被技术

所替代的工作岗位，被这些多余的工作岗位所抛弃的大批剩余劳动力

就会想方设法与资本所需要的能力结合，从而谋得在眼前资本体系当

中的落脚之地。所以，“物质财富便获得了一种控制人生的力量，这是

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并且不断增强直至无法抗拒”①，“技术愈是能够

为和平创造条件，人的身心就愈是组织起来反对历史的替代性选

择。”②从这个角度再看作为社会另一极的雇佣劳动者就会发现，其命

运看似由市场需要决定，可实际上早已是资本的棚头傀儡。由此就可

反观到功利原则更深一层的社会内涵。本雅明在其《作为宗教的资本

主义》一文中，提到资本主义的宗教结构第一个特征是对偶像的狂热

崇拜，也正是于此，功利主义获得了其宗教底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洛威对本雅明的文本做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本雅明认为，现

代功利主义者宗教崇拜形式就体现在大量资本投机、股票交易等资本

流通活动中。而与宗教信奉者们不同的是，功利主义者们的信奉在于

活动的原则本身，即行为与实践，“资本主义并不要求认同一种信条、

教义或神学，重要的是行为，它采取了宗教崇拜的实践方式，以其社会

动力学的术语来说话。”③但究其根本，双方同样指认外部生活为唯一

的绝对，只不过由资本的增值过程代替了过去的宗教圣贤成了功利主

义者们新的崇拜对象。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最应该关心的问题

已然由“能否继续活下去”变成“能否在眼前的体系中完成自我保存，

体面地活下去”。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强调，这样一种自我保存的原则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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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它一定是与既定的社会权力结构相中介，中介的结

果是使得“先验自我”退化为“自我异化”。所谓“先验自我”意味着自

我规定，自我规定所成就的是属于每个人的生活，是理性自由的实现。

而“自我异化”则强调，在劳动分工的现实条件之下，生活不可能属于

行规定者。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曾指出，在市民社会领域中，

尽管每一个人都声称以自己为行动的根据，但是当他生活在和所有他

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的时候，自己行动的根据依然受外在他者性力

量的规定。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进一步强调，所谓极致的自我

异化状态就是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了货币拜物教的状态。卢

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进一步指出，“自我异化”不仅使得生活不

属于人，而且生活在不属于人的生活中的人对于失去根据的生活毫无

反思能力，“以至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

自己地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①并且，“无

产阶级就和资产阶级一样，在生活的各方面都物化了。”②只不过资产

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状态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无产阶级在这之中

只是感觉到自己是纯粹被规定的对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承接了上述

判断并做出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之下自我

异化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属于资产者，自我异化表现为资本的自我增

值；另一种形态是雇佣劳动者，自我异化意味着仅仅维持自己作为劳动

力而存活的手段。但无论是继续维持资本，或是继续保持自己在市场

上可出售的劳动力，双方所共同保存的是与先验自我正相对立的绝对

体系，“形式的保存和个人的保存只是恰好相符应而已。”③因此，这一

方面揭示了启蒙以来的理性进步过程根本不可能通往真正的理性自

由。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有意义并被保存的只是那个作为类存在

的个体以及类存在背后的强大体系，“人类被迫回到那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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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自我的原理对立的方向：变成单纯的种属生物，在强制的集体性

里，因为隔离而彼此相等。”①也就是说，现代人永远只是抽象的类之中

可被任意拣选的标本，不会有真正的个体性和个体行动。为了进入这

个外部体系，他们已经被抹去自己的任何痕迹；另一方面，正因为得到

保存的只是虚假的个体，而外部强大的体系对渺小的个体而言是行规

定的理性必然性对于个人生活的假象。所以作为彻底的类规定的对

象，反而还会把自己的生活认作是理性的生活，生活中的工作是由理性

必然性所要求的劳动，进而守护自己作为虚假主体的地位。而事实上，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指出，现在连自我保存的方式（从自由到自我

异化）都是虚假的，这就解释了为何现代人对虚假的外部事实根本无

法辨认，而只是看到生活和生活中的自己越来越合理化、技术化，成为

理性进步的代言人，至多在大难临头的时刻感叹命运多舛。

综上所述，一旦把现代社会认作是以资本为根本原则的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与以往启蒙思想家在对于进步规定性的

判断上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理性进步主义认为历史进步带来的是理

性对于自然强力和社会权力的双重消解，但消解的实质是权力颠倒；理

性进步主义认为支撑进步的是理性普遍性，但实则是资本原则的渗透；

理性进步主义认为理性进步终将实现理性自由，殊不知这种信心本身

成为错误守护理性虚假主体地位的帮手，实际守护的是外在于人的绝

对体系。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理性进步主义所要坚持的社会进步，就是

生活中由资本所支配且被误以为以抽象理性的方式所实现的技术进

步，并且生活中的进步只能以这种狭隘的方式才能落实，而这种方式无

论如何不可能通达真正的理性自由。《启蒙辩证法》第一章正文部分

的结语正好可作为上述内容的小结：“培根认为‘人类的优越性’所在

的知识，现在便可以瓦解宰制的力量。但是在面对这个可能性时，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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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中的启蒙却转而对群众撒了大谎。”①

三、理性进步主义陷阱的成因

通过上述论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指出，理性进步指向的终极

目标已然由自由原则的实现彻底跌落为人的自我异化。虚假的进步、

虚假的主体、虚假的理性意识形态，所谓自我保存最后保存的是有着既

定权力关系的社会统治秩序。为了进一步解析落实在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关系为何会产生正相反对的结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必须在批

判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同时，考察在资本社会的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

展开方式发生的变化，并进一步审视自我保存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实

质内涵。由此，在两条线索的交织之下，方能呈现理性进步主义陷阱的

成因。

１．权力颠倒与对真理的畏惧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首先要重新剖析人与自然关系得以形成的实

质，从而得出支配方式产生颠倒的根本原因。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起

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劳动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实质，同时也

是维系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根据，只要人和自然的劳动关系得到了长足

的进步，社会生产力就能得到极大的发展。这种观点遭到了马克思的

严厉指责，在马克思看来，如此这般被政治经济学赞美的劳动关系，反

过头来会造成对普通劳作者的伤害。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区分

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自然劳动关系上的根本差

异。他形容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田园诗般的关系”②，

也就是说，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有着不可切断的有机联系。并且，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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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是劳动对象关系的主导者，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这体现在对“劳动

进行塑造。恰恰对劳动者来说，对象具有独立性，正因如此，这种与对

象之间的否定关联转变为对象的形式，转变为一个持久不变的东

西”①。换言之，这时的劳动者能够经由劳动对象的中介把自己建构为

是劳动对象的规定者。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反复强调，劳动者

和劳动对象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

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

是劳动的必要对象。”②这就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人的

劳动是在劳动者被剥夺了双重对象的前提之下，由人为的方式重新安

排的与劳动对象之间的新型关系，更具体来说，是由资本所掌管的生产

工具所强行规定的劳动。也正因如此，这样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虽然会被落实为是工人的劳动，但掌管自然的真正主人是掌握着大量

资本的资本家。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人与

自然的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对立。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总体上接受马克思的分析，但他们认为还可以

做进一步的讨论。在两位批判理论学者看来，尽管马克思敏锐地捕捉

到两种社会形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区别，但是马克思以劳动为线

索描述本质差异的过程本身反映的只是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摆放，他的确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所盲目相信的，劳

动带来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认为在实际市民社会领域中依然存

在着的奴役关系，可无论是劳动或者是对劳动背后权力关系的批判都

同样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权力关系颠倒的成因，或者说，他依然只是把

从自然支配人到人支配自然的权力颠倒看作是一个典型的进步过程而

不探究其背后原因。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需要对这种权力关系

的内涵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进而反思所谓的理性进步。如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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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启蒙辩证法》洞察到“启蒙的永恒标志是对客观化的外在自然

和遭到压抑的内在自然的统治”①。霍耐特同样认为，《启蒙辩证法》

批判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以人对自然的工具性支配为出发点的统治理

论”②。的确，这正是《启蒙辩证法》展开反思的逻辑起点。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之所以人会将无法驾驭的自然的权力硬生

生地转成是人之主宰自然的权力，起因是人对于原初自然的畏惧，“经验

到陌生事物时的惊呼，变成了它的名字。名字里头记录了未知者相对于

已知者的超越性，以及对神圣者的敬畏……那是源自人类的恐惧，而恐

惧的表现则变成对它的解释。”③这就是说，面对绝对的、压倒性的、来自外

部世界的盲目性力量，人实际上不敢也不可能直接去回应这个难题，因为

人根本没有能力用文明的方式与这股力量发生关系。但是为了克服这股

力量，人类只能用与之同样的方式回应自然的强制，即把自己造成是相对

于盲目强力更强的力量，因为只要使自己成为权力更大的一方，就可以把

自然造成是受权力主宰的另一方。对这种分析的理路，哈贝马斯评论道，

在“为‘主体性的源始历史’所设定的基础结构中，”阿多诺与尼采都极其相

似地“依赖于把外在自然对象化和扭曲化的机器”④。就是说，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认为，人为了堵住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所能利用的唯一方

法是对它进行重新加工塑造，从而使得自然变成可被人掌控的对象，并

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技术手段。大卫·哈维就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

定义为“利用自然过程和事物，制造产品满足人类的目的。在其基础上，

技术界定了一种与自然的具体关系———一种动态和矛盾的关系”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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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从“进步”的视角来看，所谓动态和矛盾就体现在，人一方面希望借

助这种权力关系的颠倒统治自然，号称自己探求到了关于自然的真理，

将其落实为技术手段，实现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人对于自然的掌控本

身所表达的是人无力展开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权力颠倒的本

质，也是“对真理的畏惧”的双重内涵。只要人类依然受制于畏惧，跳不

出权力颠倒的逻辑，那么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实现与外部世界所代表的强

力原则不同的新的原则，“进步”就注定会陷入自相矛盾。正如《启蒙辩

证法》所总结的，即使我们已经进入了理性文明社会，但是“同样的恐惧

则无时无刻不在袭向我们：人类预知到一个无所不在的力量正在焚烧这

个没有出口的世界，而我们既是该力量本身，却又对它无可奈何”①。

２．技术统治与劳动分工

《启蒙辩证法》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解读必然需要对人和人

关系的再次理解，而这种理解又能进一步解释“进步”的理性普遍性特

征由技术变革转向资本垄断过程的实质。

首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劳动分工是人类理性文明回应“对

真理的畏惧”的唯一手段，并且正是借助这种手段确立了文明内部社

会权力的理性普遍性基础。他指出，“抽象的前提是主体与客体的距

离，而那是奠基于统治者经由被统治者而和事物产生的距离。”②这就

是说，为了维持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在维持关系的同时保护人类

文明不被盲目的自然力量所彻底吞噬，人类所能做的有限努力在于规

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劳动分工。这样一种对劳动分工的理解与一

般学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劳动分工”的概念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

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强调，人凭借劳动展开与自然

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与人通过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关系相互合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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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带来社会共同体的成就，对此马克思批评说，政治经济学的确揭示了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但他们误解了这种普遍的

社会关系和被规定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之间关系的展开方式。关键就

在于，现代人不是在劳动之后再去规定劳动产品的交换，而是在劳动之

前就已经被这种普遍的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劳动本身，且必须经由这

种关系的中介（落实为货币），劳动才能成为人的劳动。“这种普遍交

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

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行动能否被承认

为是人的行动不是出自人的自由意志，而是源自以货币为中介的普遍

社会关系，这种普遍社会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于劳动分工。

《启蒙辩证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马克思的确已经把对劳动

分工关系的解析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还是在分析的同时忽略了人和

自然关系的线索，因此他不能进一步意识到社会劳动分工关系得以成

立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维系整个人类文明在面对吞噬一切自然强力时的

共同存活。由此，再来反观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关系就可以发现，社

会中不仅仅普遍横向的劳动分工关系被理性规律所支配，并且劳动分

工关系本身可以成就实现劳动分工关系的强权者手中权力的正当性，

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劳动分工关系下的社会权力不是像身份政治那

样按照出身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是以普遍性集体的面目出现，因此获

得了理性普遍性的形式，并且这种理性普遍性对劳动分工关系中的任

何一方来说都是强制性的，都没有能力再做改变，“文明的道路是服从

和劳动的道路。”②由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得出结论，将人与自然以及

人与人关系两条线索交织来看就可以发现，因为人类永远都是出于对

真理的畏惧而自觉阻断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道路，那么这样一种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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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把具有普遍性面目的社会权力逻辑本身推向极致。佩里·安德森对

此评论，“人和自然的最初决裂，以及后来人对自然逐渐取得优势的过

程，未必对人类解放带来进展。为了取得对自然———人类本身是其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支配，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分工和精神分工，这

使人类遭受空前深重的压迫……降伏自然的同时，也使阶级固定下来，

因而使大部分人从属于犹如不可改变的第二自然一般强加在他们头上

的社会秩序。迄今为止，技术进步只是使得专制机器更为完善而

已。”①马丁·杰则更进一步概括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逻辑概言之

就是“对外部自然的支配导致了对人的内部自然的支配，最终也导致

了对社会的支配”②，就是说，社会权力需要借助于这种阻断，才能够把

自己塑造成为有正当根据的社会统治。

从社会权力的视角反观上述关于劳动分工的分析，霍克海默和阿

多诺看到以这样一种方式所确立起来的社会统治本身可以有两种表达

形态：一种已经被马克思所揭示为“阶级统治”，阶级统治意味着在现

代性的条件之下，人对人的权力关系被表达为理性对于人生活的规定；

另一种是《启蒙辩证法》要指出的“极权统治”，极权统治就意味着人对

人的权力关系彻底丧失了理性的限定。如此一来，《启蒙辩证法》中的

“进步”就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版本的“理性进步”，因为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指出理性进步落实下来是两个变种的表达形式（从本质上来讲是相

同的）：

第一，是阶级统治形式下的进步主义。从《启蒙辩证法》与理性进

步主义关系来讲，前文已经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将代替理性普遍

性主导社会进步。由此可见，理性进步主义的问题在于仅仅把进步看

作是源自理性普遍性的进步，把社会生产力发展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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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的发展，进而彻底无视了人与人之间已经普遍结成的劳动分

工关系存在，因此根本无法把在劳动分工领域中所出现的货币、资本等

概念纳入理论视野之内，更无法解释后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下，资

本对于进步概念的宰制。

第二，是在极权主义形式之下的进步主义。从《启蒙辩证法》与马

克思的联系去说，马克思敏感地指出了在市民社会中通过人与人之间

的普遍交换关系最后成就的是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并

进一步看到了社会进步过程背后资本力量的强势介入。但是因为历史

条件所限，未能看到在资本力量介入劳动分工关系领域之后阶级统治

结构的变化趋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相较于

表面上生产工具的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背后，劳动分工关系中的双方

将同时陷入无止境的倒退趋势，并且这种倒退才是历史的实际过程，

“对于进步力量的顺应也助长了力量本身的进步，而每次不断的萎缩

证明了成功的进步才是自身的反命题，而不是失败的进步。无法阻挡

的进步的诅咒正是无法阻挡的退化。”①而这样一种退化所导致的实际

结果就是，使得理性下降为是原本要限制的权力的恣意操控的工具。

因此，对于身陷劳动分工关系中的被规定者来说，看到的的确是生活中

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技术手段进步之后反而会挤压劳动者

的工作岗位，而这又掉转头来使得劳动者更加依赖于对共同体内权力

的认同，因为权力本身代表着有正当性依据的权力。而这种现象背后

的事实是，“支配者自己根本不相信什么客观必然性，即使他们偶尔会

如此称呼他们的诡计。他们自诩为世界历史的工程师。只有被支配者

才要既存的发展，生活水准越提升，他们就越无力，仿佛那是不可抗拒

且必然的。”②这就意味着，理性一方面以强权的面目把自然限制在理

性所规定的自然范围之内，并声称进步是由理性所支撑的理性进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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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资本的统治之下，理性本身已经退化到没有能力去限制人群

内部由极权者所代表的权力，并且反讽的是，极权主义的出现正是依托

着理性普遍性的保证。借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人对人的最有效征

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

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①

３．自我保存与自然保存

在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解析完理性进步主义所陷入的权力颠倒

与技术统治困境的原因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能够以同样的视角

重解现代社会中理性进步的目标为何会从原则意义上的自我保存（自

由）反转为社会现实意义上的自我保存（自我异化）。其实在《启蒙辩

证法》开篇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有强烈的暗示，看似人站在自然面

前成为强大的主宰者，但由于理性进步的趋势同样抹去了人之为人的

特征和色彩，真正支配着现代生活的还是一股盲目的自然般的力量，

“完全启蒙了的地球，却满溢着得意忘形的灾难……现在我们自以为

驾驭自然，其实仍然受制于它。”②换句话说，理性进步主义所主张的理

性进步通向理性自由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为进

步带来的不是对自然强力的消解，而是仍然受制于强力的限定，这样的

限定落实在现代社会中就会必然导致对人本身的质疑和否定。但是，

对于如此这般的强力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启蒙辩证法》与之前

学者的判断有着根本差异。以黑格尔的法哲学为起点，《法哲学原理》

在根本上阐发的是理性自由的原则何以在现代社会机制中介之下得到

安放，这个外在的社会结构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是精神从它自身产

生出来的、作为一种第二自然的那个精神的世界”③。简言之，法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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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找到现代世界的理性根据，并对已然呈现的现代伦理世界进行概

念重构。马克思则正相对立地揭示出所谓的自由原则落实到社会中，

展开的依旧是人对人行奴役的事实。并且，这种自由的表象还是必然

的，在以商品形式为中介的经济交往关系之中，最终还会带来社会关系

的物化，这种物化具体就表现为以政治经济学所归纳的抽象规律对每

个人行动的制约。卢卡奇更进一步将黑格尔的“第二自然”与马克思

的物化关系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他精练地将其概括道：“这是这样一种

社会状况：人们在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碎了、摆脱了、扔掉了纯‘自然

的’、非理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这种自己建

立的、‘自己创造的’现实中，建立了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

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相对立，就像从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正确

些说：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所做的那样。”①但无论如何，

尽管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本身好像是人听命于外部的物，但当现代人

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一定会将其理解为是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把外

部世界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决定理解为是人根据外部社会的理性规定性

来采取人的行动，因此卢卡奇依然认为第二自然的强制力从根本上区

别于自然本身的强力。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明确指出，如果人们理解

了理性进步在根本意义上实现的是权力关系的颠倒，并且权力关系颠

倒的背后是人的畏惧以及人类文明自觉地以劳动分工的方式对抗畏惧

的过程，那么要追究自我异化产生的根本，除了要理解现代社会中人和

人的关系的安放方式之外，注定要回溯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在他

们看来，此时这种未妥善解决的人与自然关系不仅仅意味着强力之间

的互相比试碾压，更重要的是从头至尾人类就是在借势发力，在理性中

得以保存的还是自然的盲目性力量，或者说，人类自始至终在与自然的

较量中被动地受制于自然盲目力量的支配，所谓理性进步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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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明不过是一场妄自菲薄的虚假狂欢，“自然作为真正的自我保存，

也被那誓言要放逐自然的历程给松绑，无论是在个体或在危机和战争

的集体命运里。”①如此一来，自我保存已经不单单是自由或自我异化

的问题，而是说，自然之力仍然作为生活的全部包围着自诩为有理性主

体地位的现代人，只要现代人展开自己的生活，就必须不自觉地适应这

股强大的支配力量，“完全被文明包围的自我，被瓦解为非人性的元

素，而那却是文明起初努力要挣脱的。”②“自我会退化到单纯的自然，

那是自我极力要摆脱的，因而也是让自我非常畏惧的东西。”③那么在

作为真正保存对象的自然盲目力量面前，前者是理性进步主义给人类

文明开的空头支票，后者是自由原则落实在人类社会时必然出现的对

于永远无法兑现的诺言的反动。而反动的背后注定会有与进步相伴而

生的周而复始的倒退过程，这正是《启蒙辩证法》残酷道出的启蒙以来

人类理性进步的最深层内涵。自我保存就是要强调，如此这般的理性

能力从根本上不能支撑起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共在根据，它永远必须臣

服于自然的力量。正如霍耐特指出的，《启蒙辩证法》得出的历史学结

论是，“社会支配自然的进步过程只不过是同时发生的越来越远地疏

离于自己的本性的人类的毁灭过程的正面。”④显然，只要现代人不能

妥善处理蕴藏在理性之中原初的自然力量，那么理性进步主义的下场

就一定会像西西弗斯的神话那样陷入永恒的僵局。

四、结　 语

至此，本文以《启蒙辩证法》对理性进步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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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从启蒙以来的“进步”概念面临的“进步拜物教”困境出发，指出在

资本主义社会所实际发生着的是权力颠倒、技术统治以及自我保存的

悖谬，并且进一步揭示了困境背后的根源分别是对真理的畏惧、抵抗畏

惧的劳动分工以及对自然力量的保存。由此，一方面完成了对“垄断

资本主义”条件下“进步”的重审，解释了“进步拜物教”困局的成因；另

一方面也展现了作为批判理论代表人物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自我指

涉的反思方式所展开的独特批判锋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霍克

海默和阿多诺指出以往的进步观念被理性进步主义所错误统摄，但是

他们同时认为，对理性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能直接等同于对

“进步”概念的批判。正如 ２０世纪另一位主张反思“进步”的学者索雷

尔所指出的，“想要批评‘进步’主张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没有进步，

就不可能出现任何认为社会变化有可能导致解放的概念。”①毋庸置疑

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会赞成这一说法，在《启蒙辩证法》开展批

判的同时，已然同时蕴含有重构“进步”的努力，②并且笔者认为，重视

本文所提到的批判基础对于进一步理解阿多诺后期文本中提交出来

的、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解决理路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学生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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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对“撒切尔主义”
意识形态的批判及其意义

甄 红 菊

摘要：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

霍尔提出“撒切尔主义”这一概念，并以此为意识形态分析对象，批判

性揭示了“撒切尔主义”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在歪曲社

会主义形象基础上，借助大众传媒，发动文化领域的“话语之战”，试图

通过建构起“大众”这一新的“根基”，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

性”做辩护。霍尔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对“撒切尔主义”展开了意

识形态批判，主张战胜“撒切尔主义”挑战的关键是夺取大众文化的意

识形态领导权。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　 新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批判

１９７９年至 １９９０年是英国保守党执政的 １１ 年，政党领袖撒切尔夫

人推广以自由市场和全面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政策，被称为“新自由

主义”。虽然撒切尔时代早已落幕，这一思潮却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力，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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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如此强的影响力？早在撒切尔夫人

执政期间，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大师斯图亚特·霍尔就对“撒切尔主义”

进行研究，在《大众文化与国家》《紧急向右转》《新时代》《解构大众笔

记》等文章中，对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

刻的剖析和批判。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精湛分析，对于我们深刻认识

新自由主义本质特征、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挑战具有启发意义。

一、霍尔对“撒切尔主义”批判的历史背景

二战之后，英国两党———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两党在经济政策

领域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干预经济、建立福利社会、注重分

配公平的政策，并形成“以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的

共识，①一度带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使其进入“黄金发展时

期”。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后福特主义”、“后工业主义”这些新名词的

诞生，标志着一种以“个性化”生产代替“批量生产”、以工资增长、消费

增长进而拉动生产的新型生产方式已经来临。而此时执政的工党政府

没有大的政策创新，一方面，它面对国家财政不足不能支撑福利社会巨

大开支的困境一筹莫展；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维护其福利政府的形

象，面对人们对福利社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生产效率下降的指责缺

乏回应。这些加剧了民众对英国工党政府的不满和抱怨。经济衰落、

通货膨胀、工人罢工、种族矛盾、社会骚乱等等事件的发生，表明人们迫

切需要一场大的社会变革。１９７９年的英国大选，大部分选民把票投给

了保守党。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自此主宰英国政坛 １１年，并全力打

造了一套以宣扬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新自由

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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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８８页。



二、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剖析和批判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霍尔在文化研究界已经负有盛名。他主张文

化研究不能仅仅在书斋里做学问，应当关注现实，做一名“有机知识分

子”。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文化研究充满对社会主义的

价值追求。面对撒切尔政府全力打造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霍尔和

他的同事进行了学术上的回应和政治上的回击。

（一）揭露“撒切尔主义”政治合法性的虚假性

撒切尔夫人执政之初，就打出“人民资本主义”的旗号，她从合乎

社会发展规律、合乎民众需求性两个方面论证保守党新政府的合法性。

首先，她强调，英国已经进入一个“后福特主义 ／后工业社会”为标志的

新的时期，个性化消费时代需要政府培育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而这一价值观需要以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政策去保障。因而，个

人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体系是顺应英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因而

有其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撒切尔夫人宣称，福利社会的实践已经

消除了人和人的阶级划分，英国是全民国家，英国政府是全民利益的代

表，是“所有英国人”的代言人。她声称，“资本主义现在是一种经济体

系，并不只是服务于财富或只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也为普通的民众效

力；普通民众也可能变成获利者和新型私有化的公共设施中的投资

者。”①撒切尔夫人将新自由主义称作资本主义的“灵魂”，认为它不仅

是一种经济体系，更是资本主义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信仰。

面对撒切尔政府极力塑造其自身形象并日益“俘获”民心的局势，

霍尔借助《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和社会主义论坛，对撒切尔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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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进行批判。他尖锐地指出，“撒切尔主义”的合法性是一个被

撒切尔政府建构起来的概念而已，它通过强化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原则

和私有财产的占有原则，一方面，弱化工党左翼提倡的合作原则和集体

主义，瓦解人们对阶级利益的追求，逐渐摧毁人们的阶级身份和共识；

另一方面，它通过“英国性”的共同身份建构统一起各种差异性身份，

使国家主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价值标签。“后福特主义绝不仅仅是个

经济术语，它更是一个文化术语。后福特主义呼吁的是一个个性自由

的时代，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资本的自由”①，它不可能保障真正个

性自由的实现，相反，它会走向个性自由的反面，成为人们实现个性自

由的障碍。霍尔预测，撒切尔主义的“全民国家”目标不可能实现，撒

切尔主义所谓顺应时代趋势和民心所向的“合法性”也最终会被现实

中的民众摧毁。事实确是如此，撒切尔夫人执政的 １１ 年，虽然在初期

取得民众支持，但随着其施政方针的负面效果显现，贫富分化日益严

重，阶级对立和冲突日益尖锐，煤矿工人再次发起为时一年的大罢工，

政府的限制移民政策使“英国性”标签化以及人头税政策，这些最终激

怒了充满抱怨的人们，加速了撒切尔政府的下台。霍尔对撒切尔主义

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趋势的预测在现实中得到了证实。

（二）批判性剖析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施策略

撒切尔夫人代表的保守党为什么能够连续执政 １１年？霍尔认为，

不是因为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社会改革符合大众利益，而是因为撒切

尔政府借助私有化、市场化改革重建了自由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领导

权，形成了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共识，维护了其政权的稳定性。不去

剖析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策略，就无法应对未来资本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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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霍尔对撒切尔政府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实施策略的分析

撒切尔政府为了重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首先对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攻击和丑化。把社会主义歪曲为“极权主义”

的代名词，大力削弱英国共产党影响力，鼓吹社会主义运动不符合英国

实际。撒切尔政府提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

政策在英国的经济社会领域已经失灵，社会主义从经济到政治已经完

全失败，资本主义必须通过实行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取代重视宏观调

控的凯恩斯主义，应当鼓励个人利益在市场经济的分化和差异，这是资

本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在撒切尔政府这里，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被赋予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含义和对抗

社会主义思想的功能。

此时大众传媒的兴起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的达成起到了助

推作用。霍尔分析道，表面自由、中立的大众传媒自诞生起就标榜为

“大众声音的传声筒”，但事实是，社会公众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一部分为社会精英，他们是英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既得利益者；另

一部分是社会大众，他们处于社会发展底层和边缘层，对进入精英阶层

充满渴望。因而，精英话语几乎成为大众传媒的主导话语，他们通过大

众传媒传播精英主义的价值观，不自觉充当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

代言人。相比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说教，社会公众更易于接受没有穿着

意识形态外衣的社会精英的主张，在不自觉的赞同中与社会精英达成

“意识形态共识”。霍尔认为，传媒业其实发挥了这样一种功能，“通过

将它们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声音而维护了主导阶级文化的标准及价值，

并且同时把其他阶级和各地区的不同声音纳入到它有机的联合框架之

中。”①大众媒介整合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推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

大众中获得认同。

同时，撒切尔政府深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市场改革，回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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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抱怨的社会问题。首先，撒切尔政府实行“去国有化”改革，它将大

批国有企业出售给散户，员工也获得免费股票，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增

加，似乎每一位公民都成为私有化改革的受益者；其次，撒切尔政府解

除对企业发展的种种限制，通过减税等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条件；再

次，削减福利开支、扩大公共品市场化改革，抑制福利社会的消极后果。

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的，“经济学是一种方法，目标是改变心脏和灵

魂”①，撒切尔夫人将减少政府干预看作对抗极权主义举措，将企业私

有化看作是使人民享有权益的大众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将鼓励

企业竞争看作告别福利社会寄生性生活方式的创新。可以说，撒切尔

政府将它的意识形态建构根植于政府的作为中，使新自由主义成为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改革的核心原则。

撒切尔政府的话语之战也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执政之初的撒切尔夫人一改过去工党和保守党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形

象，她站在大众的立场，和他们一起抱怨：抱怨工会成为集权中心，剥夺

了工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抱怨政府财政能力不足，和一些学者们一

起质询福利社会因为缺少惩戒从而使社会发展缺失活力。霍尔认为，

撒切尔夫人通过话语之战，显示了她“把阶级和个人塑造成大众力量

的能力，即把对立的阶级和隔离的人群———即被文化也被其他因素隔

离———变为一个大众—民主的文化力量”②。它以“历史集团—人民”

的新关系定位替代了“统治—被统治”的阶级关系定位，掩盖了资本主

义阶级统治的实质。她反对一切工人阶级的斗争，包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并在工人中灌输“未来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的

去阶级化理念。霍尔将这种“民主式民粹主义”看作“撒切尔主义”的

重要标志，认为它利用大众话语将自身打造为大众的利益保障体系和

价值信仰，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争取领导权提供了民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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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撒切尔政府建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举措，霍尔将

其概括为四位一体的策略，即：它将新自由主义打造为：对抗极权主义

的价值观；社会精英的生存经验和信仰；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的核心原则

和大众话语的精神支撑。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型构，新自由

主义在英国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

２．霍尔对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实施策略的批判

（１）通过在大众文化领域的渗透建构其意识形态话语权

霍尔将“撒切尔主义”的胜利称为其文化政治策略的胜利。它通

过在大众文化领域建构其话语权，培育基于“英国性”的民族主义和国

家认同，弱化人们的阶级身份，力图打造一个“无阶级”的市民社会，原

有不平等的统治关系也被“历史集团—人民”的新型“平等”关系所代

替。阶级矛盾似乎缓和了。但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这一去阶级化策

略是失败的，因为它改变不了英国是一个阶级社会的现实。“人民”这

一共同体概念掩盖不了真实存在的阶级冲突，“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

历史中却没有了人民”①，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民众分层日益严重，人

民没有成为社会利益的共同获得者。任何政党都有阶级性，从来不存

在全民政党。撒切尔主义对阶级性的摧毁也使保守党失去了核心支持

者，为以后的落选埋下了伏笔。

（２）通过资本至上逻辑侵蚀大众文化的自主性

霍尔认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建立在资本至上基础上

的。撒切尔政府将这一原则推向极致，通过资本的自由运动，建立起资

本对经济政治文化的统领。在谈到大众文化时，霍尔说，在新自由主义

的文化的渗透和侵蚀下，大众文化已经不再是大众的文化，它已经变成

一个复杂统一体，传递着被资本改变了的统一价值观。这是撒切尔主

义建构其意识形态霸权的策略之一，但也正是这一策略，使英国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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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逐渐失去自主性这一本性，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大众民主与

公平正义的要求。

（３）通过新“权威民粹主义”对抗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

对抗社会主义思想传统是撒切尔政府推行其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重

要目的。“撒切尔主义”为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赢得民众的认同，

歪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重要的文化策略。霍尔认为，这一策略的荒唐

在于，以对抗“大众民主”为己任的新自由主义走向了新“权威民粹主

义”，它极力丑化的社会主义在英国民众中历来是和公正主义联系在

一起的，战后工党和保守党所形成的混合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共

识不能否认是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结果。撒切尔夫人力图摧毁这

一战后共识，通过推广去国有化、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来

保持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活力。这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方案，

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底层民众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秩序混乱等结果，

这是资本主导下的现代性弊端，撒切尔夫人所声称的大众民主时代并

没有到来，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资产者的领导权，在这一意义上，霍

尔将“撒切尔主义”转化为“权威民粹主义”，它对大众声音的“统一”

最终使它走向新自由主义的集权统治。

三、霍尔关于社会主义应对新自由

主义挑战的策略与启示

针对“撒切尔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策略，霍

尔认为，必须展开针锋相对地反文化霸权的斗争，应该以大众文化为场

域，掀起一场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战”。霍

尔将“阵地战”解读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之战。

首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构要解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

的“合法性”基础。“撒切尔主义”宣称，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在于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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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自愿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大众利益的制度原则和价值信仰。

它为公民个人提供了追求个人利益、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新自由

主义是否就是大众的价值信仰？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已经将真实

的大众藏匿起来，当今的大众是被资本统治着、体现着资产阶级价值

信仰的社会阶层，只不过是它借用大众的话语和文化标识出来，所以

才谓之“大众”。既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受众基础———“大众”

只是被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而已，那么，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也就失

去了根据。

其次，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全面揭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

伪性，应该立足于时代的新变化，打造具有真实受众基础、赢得民众支

持的新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的虚伪性在于，它名义上打着实现大众利

益的旗号，却实际上遵循资本至上的原则，极力建构和维护的是一个以

资本统治为基础的秩序。霍尔说，社会主义者应当将新自由主义丢弃

掉的公平、正义、和谐、民主等价值原则重新组织起来，赋予社会主义

价值观新的含义。基于“撒切尔主义”对大众进行的整体性的再造，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阐释应当立足于尊重和实现大众的差异性、个体

性身份诉求，恢复大众的主体性，以公正、平等、多元、包容、开放、差

异的价值原则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吸引力。霍尔提出，在资本主

义国家，复兴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左派政党的责任。作为一种策略，左

派政党应当“有效地介入新社会前景，注重和学术与智囊机构合作，

注重现代性改造，探讨赢回意识形态平台的路径”①。同时，“用公

正、选择性、现代性语言就可以将不同的选民联合在一起，重塑社会主

义民主的内涵。”②

最后，在大众文化场域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调动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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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潜能。霍尔指出，将民众视为价值观的被动接受

者、贬低民众能动性的做法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做法，事实上，大众并不

是可以任意涂抹的一块白板。在《编码，解码》一文中，针对资本主义

媒介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整合策略，霍尔提出：大众可能呈现出三种不同

的立场———认同立场、协商立场和抵抗立场。大众的不同立场隐含了

不同阶层对于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差异化解读以及由此可能采取

的不同做法。社会主义者应当在揭示、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

础上，以大众文化为场域，对大众进行分层化启蒙，使大众意识到新自

由主义并不是解放大众的精神武器，而是大众实现自由的新的思想束

缚和枷锁。现实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所造就的社会不平等足

以使新自由主义的价值承诺成为一句空话，摧毁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

信仰；但是越是如此，新自由主义越会牢牢控制着大众文化领域的意识

形态领导权，压制大众向往自主权、追求新社会的文化斗争。而社会主

义者应当在这一场域启发大众进行自我解放，摆脱霸权控制，以文化为

手段，表达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平等价值观的诉求。这一行动对新自

由主义领导权地位的撼动也许是薄弱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正

如霍尔所说，大众文化如此重要，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最可能建构

起来的场域，应当在大众文化前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的修饰语，

在大众文化场域争夺价值观的领导权，这一切都以调动大众的抵抗潜

能为前提。

霍尔以“撒切尔主义”为例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影响非常大，他对

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剖析以及对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社会主义

文化政治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社

会主义思潮、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文化社会

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都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对新自由主义质疑

和寻求新自由主义替代性思潮的产物。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挤压

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多样化形态存在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表达着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这是对霍尔的社会主义规划以及文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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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策略的最好诠释和印证。这不仅为我们理解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

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更是为我们应对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霸权提供了启发与思考。

（作者　 山东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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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左翼知识精英对黑格尔的
接受和形塑（１９２０— １９６０）
———巴塔耶与科耶夫的思想论争

肖　 琦

摘要：一般认为，科耶夫的《精神现象学》研讨班是法国黑格尔复

兴运动的开端。事实上在此之前，以巴塔耶、奎诺为代表的左翼知识精

英们就因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黑格尔思想中的辩证法等要素展

开过讨论。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科耶夫以其天才魅力对黑格尔进行的马

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式的解读恰逢其时地满足了左翼知识精

英们在学理上（反传统理性主义）和政治上对黑格尔的想象及对当时

法国哲学和社会的诊断需求。巴塔耶、奎诺和科耶夫不同时期的作品

及通信勾勒出他们的思想论争过程。他们各自的思想资源和独特的生

命体验导致他们在对黑格尔的接受和形塑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关键词：科耶夫　 巴塔耶　 辩证法　 否定　 黑格尔　 死亡　 献祭

法国对黑格尔的接受历经近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一方面归

因于普法战争以来的民族矛盾。① 另一方面，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思

５５４

① 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共和危机———以知识精

英的讨论为核心（１９１９—１９３９）”（２０１７ＥＬＳ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Ｖ．Ｙ Ｍｕｄｉｍｂｅ，Ａ．
Ｂｏｈｍ：“Ｈｅｇｅｌｓ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ｉ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ｅ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 ｄｅ Ｌａｎｇｕ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 ６ （３），１９９４，ｐｐ．５－３３．



潮统领了 １９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学术思想界，之后的涂尔干学说和新康

德主义因其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立国思想（共和、科学、理性）的内在

关联性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国家哲学。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以后，黑格尔作为一种重要的反思资源被引入到

法国学界。有学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激发了法国知识界对黑

格尔的研究兴趣。① 然而法国黑格尔复兴运动的起点，一般认为是

１９３３—１９３９年俄裔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

在巴黎高等实践学院主持的《精神现象学》研讨班。正是从这个研讨

班上，走出去了后来成为学界翘楚的拉康（Ｌａｃａｎ）、梅洛 －庞蒂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雷蒙·阿隆（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ｏｎ）、埃里克·韦依（Ｅｒｉｃ

Ｗｅｉｌ）、乔治·巴塔耶（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安德烈·布勒东（Ａｎｄｒé

Ｂｒｅｔｏｎ）等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法国的政治谱系中，他们中

的大部分人可以被归入左翼阵营。但科耶夫研讨班只是法国黑格尔复

兴运动的“临门一脚”，应该说，法国知识界对黑格尔的接受和复兴，除

了科耶夫个人的天才魅力之外，亦与左翼知识分子们此前的理论积累

不无关系。他们带着时代的印记和各自的人生体验参与到对黑格尔的

接受和形塑中来。思想家、文学家、批评家巴塔耶是其中尤为显著的一

位。他与科耶夫之间围绕黑格尔的论争为我们理解法国知识界对黑格

尔的接受和对之进行的改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②

６５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德贡布：《法国当代哲学》，王寅丽译，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３页。
在已有研究中，有部分学者从思想继承性的角度就科耶夫对巴塔耶的影响展

开过研究，如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ｂｏｔ：“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ｅｎｔｒｅ Ｋｏｊèｖｅ ｅｔ Ｑｕｅｎｅａｕ：ｌｅ ｄéｓｉｒ ｅｔ ｌ’ｈｉｓ
ｔｏｉｒｅ”，Ｌｅ Ｐｏｒｔｉｑｕｅ，ｎｏ２９，２０１２。张生：《从寻求“承认”到成为“至尊”———论巴
塔耶通过科耶夫对黑格尔的主奴思想的吸收》，载《现代哲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新星出版

社 ２００７年版；也有对科耶夫和巴塔耶思想中集权主义倾向的研究，见 Ｍａｓａｙｕｋｉ
Ｍａｒｕｙａｍ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 ｅ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ｄｅｕｘ ｐｅｎｓéｅｓ ‘ｃｏｎｔｒｅ －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ｅｓ”，Ｅｔｕｄｅｓ ｄｅ Ｌａｎｇｕｅ ｅｔ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ｓ，Ｖｏｌ．１０２，
２０１３等。



一、辩证法：与黑格尔的第一次交锋

巴塔耶年长科耶夫五岁。１９２４年，当巴塔耶获得了法国国立文献

学院①的文凭并结束了在西班牙的留学，顺理成章成为法国国家图

书馆管理员的时候，科耶夫还是海德堡大学的一名博士生。与我们

一般熟知的叙事不同，巴塔耶并非通过科耶夫的研讨班偶然发现了

黑格尔。巴塔耶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２ 年间就接触到黑格尔，②陆续读过黑

格尔的《历史哲学》、《逻辑》等书，发表了一些以黑格尔主义为主题

的论文。③ １９３１—１９３３ 年，俄裔哲学家科瓦雷（Ｋｏｙｒé）在高等实践学

院开设《现代欧洲宗教思想史》课程，并在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学年的该课

程中专门讨论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④ 从课程档案来看，巴塔耶在第

一年作为旁听生与正式学生科耶夫一起出现在这门课上，第二年则和

科耶夫一起作为正式注册学生选修了该课。⑤ 当时科耶夫刚来法国定

居几年，他的德国博士文凭得不到法国的同等学历认证，不得不重新在

法国攻读学位。

而那时的巴塔耶除了已经出版了几本代表性的小说之外（包括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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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ｃｏ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Ｃｈａｒｔｅｓ，法国国立文献学院，法国培养档案员与部分图书馆
员的著名高等学校，是世界上最早的正规档案教育机构之一，被誉为欧美国家

的第一代档案学院。

Ｍａｓａｙｕｋｉ Ｍａｒｕｙａｍ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 ｅ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ｄｅｕｘ ｐｅｎｓéｅｓ
‘ｃｏｎｔｒｅ－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ｅｓ”，Ｅｔｕｄｅｓ ｄｅ Ｌａｎｇｕｅ ｅｔ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ｓ，
Ｖｏｌ．１０２，２０１３．
张生：《从寻求“承认”到成为“至尊”———论巴塔耶通过科耶夫对黑格尔的主

奴思想的吸收》，载《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
此前，维克多·德尔博斯（Ｖｉｃｔｏｒ Ｄｅｌｂｏｓ）于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９ 年间在索邦大学教授
过黑格尔哲学。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夏尔·安德莱（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ｌｅｒ）在法兰西学院
的课程中也重点讲授了黑格尔哲学。见 Ｖ．Ｙ Ｍｕｄｉｍｂｅ，Ａ．Ｂｏｈｍ：“Ｈｅｇｅｌｓ Ｒｅ
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ｙｒé：Ｄｅ ｌａ Ｍｙｓｔ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ｕｒｓ，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ｓ ｅ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１９２２－１９６２，Ｐａｒｉ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Ｈ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８６－８７．



《眼睛的故事》、《太阳肛门》），还是几个左翼文化和政治圈子的核心人

物。① 巴塔耶对黑格尔的兴趣无疑是经由共产主义而来。奎诺回忆

说：“在 １９２５年最好的那批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人怀疑在共产主义与

黑格尔主义之间存在一种联系。”②在黑格尔思想中，巴塔耶最感兴趣

的是辩证法部分。他在 １９３０ 年的一篇发表在《文献》杂志上名为“诺

斯替派与唯物主义的衰败”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到黑格尔。③ 在第 ２ 期

“自然的差距”一文中，巴塔耶讨论了自然辩证法。最后在 １９３２ 年与

奎诺合作的文章“黑格尔辩证法基础批判”一文中，巴塔耶将他与奎诺

就这一问题进行长期探讨的成果发表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

１９５５年《丢卡利翁》（Ｄｅｕｃａｌｉｏｎ）第 ５期黑格尔研究专号出版的时候，巴

塔耶还将此文收入其中，可见他认为自己 ２０多年前的这篇习作是有一

定代表性的。

就这篇文章写作的背景，奎诺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这篇文章的

主旨是回到黑格尔的观点。这一时期，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刚刚开始在

法国为人们所知，黑格尔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辩证法者出现，与此相

比，人们却贬损共产主义的辩证法。虽然这时期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我们却要来拯救这个僵化的唯物辩证法，我们提议用资产阶级思

想中最好的那些资源来丰富它，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社会学

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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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巴塔耶与卡尔·爱因斯坦（Ｃａｒｌ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等人创办了《文献》（１９２９— １９３１）杂
志，任秘书长。《文献》主张在艺术分析中加入人类学的内容，实现艺术家与学

院派学者之间的对话，以区别于当时先锋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巴塔耶还是民

主共产主义社团（Ｃｅｒｃ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简称 ＣＣＤ）的主要成员之
一。该组织正式创立于 １９３０年，创建者是前法共创始人之一的鲍里斯·苏瓦
林（Ｂｏｒｉｓ Ｓｏｕｖａｒｉｎｅ），主要成员包括雷蒙·奎诺（Ｒａｙｍｏｎｄ Ｑｕｅｎｅａｕ）、西蒙·薇
依（Ｓｉｍｏｎｅ Ｗｅｉｌ）等，还有一些卢森堡主义者。该社团捍卫马克思主义信仰，但
并不认同苏联，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建立在新的阶级划分基础上的非社会主

义国家。

Ｒａｙｍｏｎ Ｑｕｅｎｅａｕ：“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ｖｅｃ Ｈｅｇｅｌ”，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ｕｇ － ｓｅｐｔ，
１９６３，ｐ．６９５．
Ｒａｙｍｏｎ Ｑｕｅｎｅａｕ：“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ｖｅｃ Ｈｅｇｅｌ”，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ｕｇ － ｓｅｐｔ，
１９６３，ｐ．６９６．



（涂尔干、莫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列维－斯特劳斯）。”①巴塔耶和

奎诺也在文章中写道：“如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受到颇多责难，马克

斯·伊斯曼②将其看成是一种宗教思想。他们想把辩证法从无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中拿出来，这就像从身体里抽出血液”。因此，文章的出发

点是恢复辩证法的声誉，或者说提出一种处理辩证法的方法。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辩证法不一定要建立在自然科学或者纯粹逻

辑的基础上。相反，可以从分析人的生存体验开始，通过否定的否定和

强力的行动来实现。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作者们首先分别梳理了黑格

尔本人关于辩证法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相关论述。黑

格尔认为“自然在实现概念方面的无力为哲学设定了限制，即是说，为

那些正在生成的事物的辩证建构设置了限制”。对黑格尔来说，“自然

是理念的失败，是否定，同时是反叛和一种无意义。”③巴塔耶写到，恩

格斯花了八年的时间准备自然辩证法理论，但是在 １８８５ 年《反杜林

论》的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还是放弃了在自然中建立一般法则的希

望。显然，论证自然辩证法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黑格尔和马克思、

恩格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后来的评论者们对这个问题也是避之唯恐

不及。但是这也恰如列宁所说，在这种情况下，才要对唯物辩证法加以

研究，因为唯物辩证法不是一个已经建构好的东西，而是一个有待实现

的教义。④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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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ａｙｍｏｎ Ｑｕｅｎｅａｕ：“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ｖｅｃ Ｈｅｇｅｌ”，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ｕｇ － ｓｅｐｔ，
１９６３，ｐ．６９７．
Ｍａｘ Ｅａｓｔｍａｎ（１８８３—１９６９），美国文学批评家、作家、诗人、政治活动家。创办
了《解放者》（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等杂志。他早年积极支持社会主义主张，曾于 ２０世
纪 ２０年代在苏联生活两年。在斯大林“大清洗”与“托洛茨基事件”后，成为自
由市场和反共思想的倡导者。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ｌ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ｑｕｅ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Ｄｅｕ
ｃａｌｉｏｎ，Ｅｔｕｄｅｓ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ｓ，ｎｏ５，１９５５，ｐ．４７．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ｌ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ｑｕｅ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Ｄｅｕ
ｃａｌｉｏｎ，Ｅｔｕｄｅｓ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ｓ，ｎｏ５，１９５５，ｐｐ．４８，５０．



尼古拉·哈特曼①处理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被巴塔耶认为是可以

借鉴的。他不仅不再谈论普适性，而且从一开始就认为辩证法不能被

应用于自然领域。他所辩护的辩证法既不是来自逻辑学也不是来自自

然哲学，而是来自法哲学、历史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他用以建构其概念

的第一个例子既不是麦粒也不是土地，而是阶级斗争、主人与奴隶。②

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哈特曼对辩证法的论证，巴塔耶和奎诺认为，

“问题不是去排除辩证法思想，而是去了解它应用的限度在哪里。”③

由此，受到精神分析学影响的巴塔耶和奎诺认为，也许可以通过将

辩证法应用于精神分析领域的实践，从而再反哺到辩证法的基础上来。

例如在对现实关系的分析中，人从小孩、少年、成年到老去的过程，可能

找不到任何的对立关系。然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人类一开始是

被父亲强加给他的用于克服冲动的“禁忌”而限制住的。在这种情况

下，人会无意识地想象父亲的死，同时那种被父亲权威压迫下的去势般

的气质背后蕴含着一种反抗父权的强烈欲望，甚或是死的欲望。在大

多数情况下，这个儿子的否定性远非其生活中的性格，这是一种很矛盾

的呈现。但正是这个否定性使得儿子占据了父亲的位置。重要的是，

这一主题导致每个人都建构了自己的生存经历。进而，辩证的发展成

了实际生存的要素。④ 当然这个否定性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只能通过

推演来理解。这里的“禁忌”、“抑制冲动”虽然是精神分析学的术语，

但它的资源却来源于自然。所以巴塔耶说，问题不在于精神与物质的

二元论，因为辩证法所考察的对象都是自然界最复杂的事物。问题在

于必须首先抛弃唯灵论的庸俗的假设，让辩证法进入到精神分析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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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ｏｌａｉ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１８８２—１９５０），德国哲学家，现象学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ｌ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ｑｕｅ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Ｄｅｕ
ｃａｌｉｏｎ，Ｅｔｕｄｅｓ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ｓ，ｎｏ５，１９５５，ｐ．４６．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ｌ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ｑｕｅ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Ｄｅｕ
ｃａｌｉｏｎ，Ｅｔｕｄｅｓ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ｓ，ｎｏ５，１９５５，ｐ．５５．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ｌ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ｑｕｅ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Ｄｅｕ
ｃａｌｉｏｎ，Ｅｔｕｄｅｓ Ｈéｇéｌｉｅｎｎｅｓ，ｎｏ５，１９５５，ｐ．５７．



中来，才能够观察到。巴塔耶想论证的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科学和纯粹

逻辑的，一种建立在生存体验的基础上，一种被结构所注定了的思考方

式或者辩证法的基础。

可见，巴塔耶与黑格尔的第一次交锋，一方面是经由法国左翼知识

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特别是辩证法）而发生的。另一方面，我们

也要看到这一相遇发生在法国思想界在一战后兴起的对传统理性主义

进行反思的大背景下。正如德贡布观察到的，对辩证法的看法，在 ２０

世纪 ３０年代前后呈现出一个断裂式的变化。在此之前，它是在贬义上

被理解，此后，它总是用在褒义上。① 巴塔耶与奎诺对辩证法的辩护，

为这一断裂式变化做出了完美的注释。

二、回到黑格尔：科耶夫式

黑格尔的魅力

与巴塔耶不同的是，在俄罗斯的哲学复兴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科耶

夫对德国古典哲学并不陌生。他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

的博士论文是用谢林的古典哲学思想去沟通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

学。② 不过，真正引领科耶夫走进黑格尔研究的，却是他在法国的导师

和引路人———科学史家、哲学家科瓦雷。科瓦雷在高等实践学院讲授

黑格尔宗教哲学课程一年后，被派去开罗大学授课，遂请科耶夫接替他

继续授课，如此才有了后来著名的黑格尔研讨班。在黑格尔之外，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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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贡布：《法国当代哲学》，王寅丽译，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４页。
科耶夫的博士论文缩减后以“Ｌａ Ｍé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 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ｓｅ ｄｅ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Ｓｏｌｏｖｉｅｖ”
为名分两次发表在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年的 Ｒｅｖｕｅ 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ｅｔ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Ｒｅ
ｌｉｇｉｅｕｓｅｓ杂志上（１４，ｎ°６，ｐｐ．５３５－５４４；１５，ｎ°１－２，ｐｐ．１１０－１５２）。中文版由笔
者译出，见科耶夫：《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形而上学》，肖琦译，收

入《海权沉浮———大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科耶夫在文中屡
屡提及黑格尔。当然，由于笔者未能读到博士论文原稿，而这个缩减版是在

研讨班开始之后发表的，所以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黑格尔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是

存疑的。



夫的思想来源主要还有东方宗教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海德格尔的存

在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对此，科耶夫在其生前最后一部写作计划

中一一提及———“如果不是具备一定的文化的广度（有点百科全书的

特点）和对哲学史的经典有一个深度的把握（包括印度和中国），我恐

怕不能像现在这样受益于科瓦雷。”“但如果我之前没有读过海德格尔

的《存在与时间》，这（知识的准备和积累———笔者注）恐怕也是远远不

够的。”①科耶夫的黑格尔反思是建立在对佛教、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

解读基础上的，与后两者的争论和探讨帮助他进一步廓清了其与柏拉

图主义者之间的差异。

最终，科耶夫讲授的《精神现象学》获得了巨大成功，奠定了他在

法国学术与思想界的地位。从 １９３４ 到 １９３９ 年间，巴塔耶成为每周一

下午五点半在巴黎高等实践学院举办的黑格尔研讨班的常客。他虽然

从不是一个勤奋的旁听者，有时还会睡着，但无疑从中获益匪浅。按照

奎诺的回忆，在写完《黑格尔辩证法基础批判》之后，巴塔耶几乎不再

怎么提及黑格尔，或即使提及，也是不太友善地，站在黑格尔的对立面。

然而经过研讨班的学习，他回到了一个不同的黑格尔。② 巴塔耶自己

也说，科耶夫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使他感觉就像是《精神现象学》这

本书自身在说话，使他窒息甚至于呆若木鸡，“科耶夫的课让我精疲力

尽，它把我捣碎，十几次地把我杀死。”③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究竟有

什么特点或魅力，能让巴塔耶做出这样的评价？

首先，科耶夫选取的导读书目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我们看

到，在研讨班前，已经翻译成法语出版的黑格尔著作包括《精神哲学》

（第一卷 １８６７年，第二卷 １８６９年）、《自然哲学》（第一卷 １８６３ 年，第二

卷 １８６４年）、《逻辑》（１８５９ 年）、《美学》（第一卷 １８７５ 年）、《宗教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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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ｌｅ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ｌ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９１，ｐ．３２．
Ｒａｙｍｏｎ Ｑｕｅｎｅａｕ：“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ｖｅｃ Ｈｅｇｅｌ”，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ｕｇ － ｓｅｐｔ，
１９６３，ｐ．６９９．
Ｓｔｕａｒｔ Ｋｅｎｄａ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ｅａｋ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９２．



学》（第一卷 １８７６年，第二卷 １８７８年）等。然而，黑格尔阐述自己哲学

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的第一部纲领性巨著《精神现象学》却迟迟没有法

译本。这本书比较早翻译过来的《自然哲学》、《逻辑》等作品无疑更适

应于一战之后的法国思想界对反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及存在主义的渴

望。巴塔耶坦言，“我想知道我是谁，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这方面，我

对这本书（指《精神现象学》———笔者注）的兴趣是其他任何的书都不

能比拟的，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本完全回答了我的问题的书。”①

其次，以主奴斗争辩证法为主线构建人类历史进程。主奴辩证法

是科耶夫诠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关键线索。研讨班学生之一，后

来的精神分析大师拉康说，主奴辩证法就是那个“在每一个吃紧之处

我用来把握方向”的东西。② 科耶夫在写给迪克陶的信上说：“我的课

程主要旨在打到精神上。这就是我为什么有意识的凸显了主奴辩证法

的角色，概括了现象学的内容。”③他自己承认，黑格尔究竟在他的著作

中试图说些什么根本不重要。他只是借助黑格尔的文本来展开自己的

哲学人类学。④ 所以，他一方面借鉴海德格尔，主张用二元论取代黑格

尔的一元论。因为自然界可能和人的遵循的方法是不同的。如果自然

像人那样变化，那么在时间过程中，语言就变得不可交流。如果石头和

树木，以及伯里克利时代的人的身体和动物“心理”不同于我们的身体

和心理，就像古代城邦的公民不同于我们，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古希腊

关于农业和建筑业的著作，不能理解修昔底德的历史，也不能理解柏拉

图的哲学。科耶夫使用了一个金戒指的比喻。构成金戒指的金子和

洞，两者离了对方都不能存在，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所以金和洞

代表了两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金就是自然，洞就是人，指环就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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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耶鲁大学卓悦老师惠赐她抄录的巴塔耶手稿档案。

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２０页。
科耶夫：《科耶夫致唐·迪克陶的信》，夏莹译，《学海》２０１０年第 ６期。
科耶夫：《科耶夫致唐·迪克陶的信》，夏莹译，《学海》２０１０年第 ６期。



神。二元论意指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同时还意指着个人与社会（黑

格尔的客观精神，在此意指为精神）的二元对立。这个二元论就将自

然与人类世界辩证统一起来，却同时也将辩证法排除出自然领域。①

另一方面，科耶夫突出了辩证法在人类历史领域的应用，将黑格尔的

“自我意识”偷换成“人”，于是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讨论都被转换为

关于人的存在论研究。与之相关，精神现象学的发展历程也就转变为

关于人及其历史的生成过程。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解读。１９５７ 年 １ 月，科耶夫由卡尔·施密特

推荐赴杜尔塞多夫企业家俱乐部做一场演讲。在为演讲准备的德文简

历中，科耶夫称自己 ３０ 年代在高等实践学院开设的两门课为“《精神

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源”、“皮埃尔·拜尔与自由主义的根

源”。② 可以说，科耶夫的研讨班上汇聚了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一批

法国左翼思想精英，他们试图从中找到法国社会的药方和自身行动的

准则。在巴塔耶写给科耶夫的未刊信札有这样一封信：

“我想知道您对话语必须转化成生活中的行动这个命题如何看

待。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想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精

神资源去探寻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您讲的黑格尔特

别感兴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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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莹的研究，迪克陶对科耶夫的这种二元论进行过批判，主要集中在二元

论的抽象性和非辩证性。迪克陶认为黑格尔哲学试图消灭的就是思维与存

在，主观与客观的尖锐对立，但是科耶夫的二元论将自然理解为一个非辩证的

世界。迪克陶的批评也是科耶夫研究界的一个基本批评。夏莹反驳道，科耶

夫的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并非是空间意义上的，而是时间意义上的。就是说自

然在人诞生之前存在，人一旦诞生，自然就消失了，真实世界就转变为精神（金

指环）。见夏莹：《论科耶夫哲学要义及其对现象学的误读———以对〈科耶夫给

唐·迪克陶的信〉的解读为基础》，《现代哲学》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
Ｋｏｊèｖｅ：“Ｄｕ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１６，ｊａｎｕａｒ １９５７，ＮＡＦ ２８３２０，Ｆｏｎｄ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ＢＮＦ．
Ｋｏｊèｖ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 ａｖｅｃ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ＮＡＦ ２８３２０，Ｆｏｎｄ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ＢＮＦ．
信上的日期是遗矢的，笔者根据作者的地址对照，判断该信大概写于 １９３５ 年
前后。



这封信表明巴塔耶对黑格尔的兴趣完全来自马克思主义。之后巴

塔耶与罗歇·凯卢瓦（Ｒｏｇｅｒ Ｃａｉｌｌｏｉｓ）①曾邀请科耶夫去他们的社会学

学院做过一次黑格尔讲座。这次讲座让他们目瞪口呆，无不惊叹于他

的思想的魅力和结论。科耶夫对他们说，“你们可能记得黑格尔说过

骑在马背上的是历史终结的人。对于黑格尔来说这个人是拿破仑……

但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历史终结处的人不是拿破仑而是斯大林。”②

德桑蒂③曾说：“对黑格尔的回归，是一小伙人（即科耶夫的黑格尔

研讨班———笔者注）私下在大学校园之外开始的，他们反对解读黑格

尔的最有名的大师（布伦施威克或拉朗德）。④ 这个小圈子，他们对官

方哲学心存不满。他们中一些人是神学家，抱着重新将神学家们团结

起来的目的，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对‘存在’有着焦虑，另一些人（包括我

在内）是想在他们要求的政治有效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一条他们

熟悉的，不打扰他们哲学习惯，不使他们改变意识的道路。”⑤从前已述

及的巴塔耶与黑格尔的第一次交锋来看，这一观察和分析用来描述巴

塔耶对科耶夫式黑格尔的接受是十分贴切的。科耶夫对辩证法、二元

论、阶级斗争及将精神现象学构建成一部哲学人类学的处理，处处都回

应了巴塔耶在“黑格尔辩证法基础批判”等一系列文章中的核心关切。

那么在重新回到黑格尔之后，巴塔耶如何看待科耶夫式的黑格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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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ｇｅｒ Ｃａｉｌｌｏｉｓ（１９１３—１９７８），法国作家、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早年参与超现
实主义运动，后与之公开决裂。

Ｄéｎｉｓ Ｈｏｌｌｉｅｒ：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９），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８６．
Ｊｅａｎ－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ｔ Ｄｅｓａｎｔｉ（１９１４—２００２），法国哲学家，早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积极
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苏共二十大之后较少介入政治。曾任教于巴黎高师、

索邦大学等机构，福柯、阿尔都塞等都是他的学生。

Ｌéｏｎ Ｂｒｕｎｓｃｈｖｉｃｑ（１８６９—１９４４）和 Ａｎｄｒé Ｌａｌａｎｄｅ （１８６７ —１９６３）是法国批判唯
心主义哲学家。他们继承了 １９世纪末以来的精神论运动的传统，对 ２０世纪初
的法国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

Ｊｅａｎ Ｄｅｓａｎｔｉ：“Ｈｅｇｅｌ ｅｓｔ －ｉｌ ｌｅ ｐèｒｅ ｄｅ 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ｅ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ｎ° ５６，１９５４，ｐｐ．９４－９５．



认同这种解读吗？

三、捍卫还是反对黑格尔？

１９３７年，巴塔耶与米歇尔·莱里斯（Ｍｉｃｈｅｌ Ｌｅｉｒｉｓ）、①罗歇·凯卢

瓦一起创立了社会学学院。两年中，他们组织一些学者在盖－吕萨克

路上的书店里，每个月举行两次聚会，探讨关于宗教制度和社会运动方

面的话题，直到 １９３９年 ７ 月停止活动。根据凯卢瓦的回忆，在社会学

学院创立之初，“我们就曾经试图请求科耶夫的帮助，大家都知道，他

是当时在法国黑格尔的主要评论者。科耶夫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极大。

我必须说我们的计划（指建立社会学学院的计划———笔者注）并没有

得到科耶夫的支持。我记得是这样。我们是在巴塔耶位于雷恩路上的

家中向科耶夫解释了我们这个计划的，科耶夫听我们说完，但否定了我

们的想法。在他眼中，我们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企图用自己的魔术伎俩

使自己相信魔法的位置上。”②但令人意外的是，在社会学学院成立之

后，科耶夫应邀前来发表了一篇题为“黑格尔的概念”的演讲。③ 演讲

的讲稿已无从找到。④ 有意思的是，讲座结束后两天，即 １２ 月 ６ 日，巴

塔耶给科耶夫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对科耶夫演讲的内容进行了评论和

反驳，该信作为附录的内容后来公开发表于 １９４７ 年的《有罪者》（ｌｅ

Ｃｏｕｐａｂｌｅ）一书中。此信可以被视为科耶夫与巴塔耶第一次见诸报端

的正面思想交锋。

信中，巴塔耶着重对科式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进行了辨析。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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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ｅｌ Ｌｅｉｒｉｓ（１９０１—１９９０），法国作家、诗人、人类学家，艺术批评家，早年受马
克思主义影响，与巴塔耶、毕加索、萨特等人都有密切交往。

Ｄéｎｉｓ Ｈｏｌｌｉｅｒ：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３７－３９），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
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８６．
Ｓｔｕａｒｔ Ｋｅｎｄａ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ｅａｋ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１４３．
所以在整理社会学学院讲座讲稿时，这篇科耶夫的演讲是空稿，编者从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年《精神现象学》讲座的讲稿中节取了第六章最后一部分的文稿补录上去。



次提出了“无用的否定性”（ｎéｇａｔｉｖｉｔé ｓａｎｓ ｅｍｐｌｏｉ）概念，用以批评在科

耶夫那里已经物化为艺术品、游戏或宗教的否定性。在科耶夫看来，否

定性在历史终结后，或者说在奴隶成为主人之后就不再有实质意义上

的存在了，后历史时期的人只剩下了艺术、游戏等活动。巴塔耶认为否

定性可以被物化，但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宗教，它的否定性都不是它作

为行动的推动力进入工作状态时的那种否定性了。相反，他被引入到

一个虚无化的过程当中。否定性的物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用的否定

性。事实上，有无用的否定性的人，在艺术作品中没有找到关于自己是

谁的答案，就只能成为被承认的否定性的人。他知道他的行动已经没

有任何用处了。他已经成为没有内容的否定性。既然如此，人们就很

容易在一开始就把这个否定性抛弃，不再有面对否定性时的那种压力，

否定性的有效性就会被提前透支。①

与此相对的是另外一种人。这种人从行动的观点出发，发现了在一

个无所事事的世界上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去做，如情感、色情、物理的摧

毁、眼泪、恐惧等。但这样去做的代价或者说面临的抵抗并不比之前的

那些行动的人来得少。这个抵抗至少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纯粹的

规避，因为没人知道在面对他人时他会怎样，就像一个人在一片黑暗的

世界里一样。在他周围的人，都害羞地避开迅速逃离到黑的那一边去。

只有在足够多的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才会呈

现出来。所以在这个阶段，这样行动的人开始时注定是孤立的，冒着被

人指责为道德败坏的危险。如同《眼睛的故事》里的女主人公西蒙，她和

情人及死尸一起纵欲，她享用生的公牛的生殖器官，后来又强奸了一个

牧师，并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猥亵。就是这样一个疯癫的人，巴塔耶却说

她是纯洁的甚至是贞洁的象征———她的行动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考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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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éｎｉｓ Ｈｏｌｌｉｅｒ：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３７－３９），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
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９１．
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９２页。



这才是真正的否定性。黑暗中的人们都对西蒙加以谴责，加以规劝，如

果西蒙的行为没有得到一定数量的人的认同，即得不到任何援助的话，

她就将进入第二个阶段———物理性的毁灭。在这个阶段，如果反对的

力量还是大于她，她本人就会消亡。这就是站在无用的否定性的对立

面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①

巴塔耶创造的“无用的否定性”这个词十分形象地显示出了否定

性在科耶夫那里的终结和在巴塔耶那里的不甘寂寞。与理性主义哲学

家们建立在形而上基础上的批评不同，巴塔耶毅然宣布自己的这一结

论首先来自自己的一种内心体验。就是说，他感到自己的否定性并没

有终结，而自己也并没有像科耶夫所描述的那样，成为后历史时期的可

以被忽略不计的无所事事的人。② 尤其是在 １９３８ 年他的伴侣洛尔

（Ｌａｕｒｅ）③病逝后，巴塔耶越来越多表现出一种否定性，甚至开始了一些

神秘的训练。这种神秘主义与一种自我消亡的欲望相关，即对死亡的赞

颂。在 １９３９年 ６月的那期也是最后一期《阿塞法勒》（Ａｃｅｐｈａｌｅ）④上，巴

塔耶发表“面对死亡的快乐实践”一文，汇集了他所有的相关练习的体

验与思考。⑤

奎诺写道：“在 １９４３ 年的《内在体验》一书中，巴塔耶用了几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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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Ｄéｎｉｓ Ｈｏｌｌｉｅｒ，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３７－３９），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
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９２．
巴塔耶在 １９３７年至科耶夫的信中说，“我承认从现在开始历史终结了。我的
经验告诉我，没什么事儿可以做了。正如黑格尔说的，行动是否定性的话。问

题是否定性是否是一种无用的否定性。就我个人而言，是的。但我的个人生

活，生活中的伤口，正是对黑格尔这个封闭体系的反驳。”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ｂｏｔ：“Ｂａ
ｔａｉｌｌｅ，ｅｎｔｒｅ Ｋｏｊèｖｅ ｅｔ Ｑｕｅｎｅａｕ：ｌｅ ｄéｓｉｒ ｅｔ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Ｌｅ Ｐｏｒｔｉｑｕｅ，ｎｏ２９，２０１２．
原名 Ｃｏｌｅｔｔｅ Ｐｅｉｇｎｏｔ（１９０３—１９３８），法国女作家。早年积极参加法国共产主义
运动，被誉为法国文学和政治界先锋派圈子中的缪斯，是巴塔耶的阿塞法勒秘

密社团的核心人物。她的去世对巴塔耶思想的转变影响巨大。

巴塔耶创办的一本杂志（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和一个同名秘密社团的名字。该秘密社
团组织进行一些仪式、冥想等秘密活动，并要求社员对此保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ｂｏｔ：“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ｅｎｔｒｅ Ｋｏｊèｖｅ ｅｔ Ｑｕｅｎｅａｕ：ｌｅ ｄéｓｉｒ ｅｔ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Ｌｅ Ｐｏｒ
ｔｉｑｕｅ，ｎｏ２９，２０１２．



篇幅来写黑格尔，这是一种形式的再见。这不再是抽象的和理性主义

的简化的黑格尔……这是科耶夫的黑格尔，绝对知识和循环体系的黑

格尔，是那个必须要提及海德格尔的黑格尔。在书的 １７０页，巴塔耶承

认科耶夫对他的启示。他同时指出了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评是如

此肤浅，也指出了那个他满心欣赏的尼采是如此平庸。”①事实上奎诺

可能错了，巴塔耶并没有在 １９４３ 年就告别黑格尔，告别科耶夫。巴塔

耶档案中存有一份长达 ６６ 页题为“当今世界的黑格尔”的论文，是关

于科耶夫思想的系统评述。② 在这份手稿中，巴塔耶延续了此前对死

亡的关注，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科耶夫－黑格尔思想中关于死亡的论证，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献祭的理论。该文可视为巴塔耶与科耶夫

之间关于黑格尔的最后一次论争。

巴塔耶在同意科耶夫的全部的关于死亡在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性

的论述的基础上，认为，“科耶夫只是简单地说无力的美无法去迎合知

识的要求。美学家、浪漫主义者、神秘主义者们都逃避死亡这个概念，

而是将虚无本身当作一个存在来谈论。”③“事实上，科耶夫对我来说，

没未能在传统的神秘主义之外设想出一种有意识的神秘主义，一种从

虚无中创造出存在的神秘主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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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ｙｍｏｎ Ｑｕｅｎｅａｕ：“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ｖｅｃ Ｈｅｇｅｌ”，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ｕｇ － ｓｅｐｔ，
１９６３，ｐ．７００．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Ｈｅｇｅｌ ｄａｎｓ ｌｅ Ｍｏｎｄｅ Ｐｒéｓｅｎｔ”，ＮＡＦ２８０８６，Ｆｏｎｄｓ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ＢＮＦ．
从中抽取出来的“黑格尔、死亡和献祭”一文发表于 １９５５ 年第 ５ 期的《丢卡利
翁》杂志中。这篇长文应当是写于科耶夫的《黑格尔导读》即将出版之际，巴塔

耶在其中写道：“科耶夫在巴黎高等实践学院教授 ６年的黑格尔哲学即将由奎
诺出版了。奎诺将自己的听课笔记和讲座的一部分有意思的内容的速记整理

成书。这个出版没理由让人不高兴。如果没有事先准备的话，这 ６００ 页表面
上无序的论述很容易使人灰心丧气。眼前的这篇文章并不想替代（科耶夫本

书———笔者注）导读，但是我试图依照原本的顺序描绘一下这一并不新的哲学

的概况。这一哲学一夜间复兴了黑格尔思想。我认为，它也是今天唯一一个

能够完全揭示出有意识的人和整个世界面貌的哲学。”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Ｈｅｇｅｌ ｄａｎｓ ｌｅ Ｍｏｎｄｅ Ｐｒéｓｅｎｔ”，ＮＡＦ２８０８６，Ｆｏｎｄｓ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ＢＮＦ．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Ｈｅｇｅｌ ｄａｎｓ ｌｅ Ｍｏｎｄｅ Ｐｒéｓｅｎｔ”，ＮＡＦ２８０８６，Ｆｏｎｄｓ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ＢＮＦ．



从人的向死而生出发，科耶夫式的黑格尔是让人的否定性去推动人

的创造性的活动，从而成为意识到自己是否定性的真正的人，成为圣人

或者重新遁入动物世界的人是这个推论的逻辑终点。但是这样一来，所

有这个接近终点的努力都被认为是有目的性的，从而带上了奴性的色

彩。且人并不可能在经历了死亡或者说物理的摧毁之后还能获得一种

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在巴塔耶看来，科耶夫思想中，奴隶对主人的恐惧

都是作者为了进行其理论建设而使出的花招，更多的描绘的是军事主权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ｔé）。事实上，还有一种形式也许能比那些人为的花招更能使

人直观死亡，这就是献祭。在先人们那里，在今天的南美洲丛林的部落

里，保留着献祭的风俗。人们通过贡献各种动物甚至是人的祭品，摧毁

自己动物性的部分，使自己和动物只作为非肉体真实而存在。所以，一

方面，在死亡中，死亡触碰到了肉体存在。另一方面，在献祭中，死亡经

历了人的生命。从而，献祭的人们可以将自己认同于那些被献祭的动

物，体会死亡。当然这种献祭和那些宗教的仪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

后者服从于一定的功利性的目的，而前者则是一种纯粹的非生产性的消

费。在黑格尔和献祭的人之间有一个深刻的差异，黑格尔或黑格尔笔下的

圣人意识到否定性的呈现。但是献祭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保持

生命不仅因为生命对于呈现死亡是必需的，还因为他试图去丰富生命。

当然，巴塔耶并不认为回到古代社会或者是古老的部族里的献祭

是必须的，他认为在现实世界里，献祭可以通过诸如色情或暴力的狂喜

来体现。这个转换是通过快乐和撕裂（ｄéｃｈｉｒｅｍｅｎｔ）①来进行的。在科

耶夫的人类学叙事中，死亡的概念并没有提升人的福利，死亡并不能给

人以快乐。相反，他认为要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最关键的就是要

克服任何庸俗的满足或者快乐。在性欲是一种庸俗的满足或人的动物

性本能的意义上，科耶夫无疑反对滥情和纵欲。科耶夫认为人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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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词在巴塔耶的原文中用的是 ｄéｃｈｉｒｅｍｅｎｔ，有撕裂、分裂的意思。英译者翻
译为 ｄｉｓｍｅｍｂｅｒｍｅｎｔ，意为分解、肢解，但正如英译者自己所言，这一翻译并没有
很好地表达出撕裂这一层意思。



意识到自己的终有一死，意识到自己存在于一个没有超越性的宇宙间

的时候，才能确认其自由，历史性和个体性的唯一性，才能为人所承认。

巴塔耶反驳说，一方面，如果说科耶夫这是竭力将庸俗的满足从人之所

以为人的逻辑中排除的话，他同时也排除了黑格尔的“绝对的分裂”。

因为根据黑格尔，真理只有在绝对的分裂中才能呈现出来。一旦将庸

俗的满足或快乐剔除出去，那么就留下承认的欲望与分裂了，而这两者

是难以妥协的。而在献祭中，满足却能够与分裂相融合，同时又确保了

否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在色情和暴力的狂喜中，对禁忌的打破通过

一种原罪的感觉关联着死亡的意识，同时又与快乐密切相关。而巴塔

耶《眼睛的故事》里的女主人公西蒙，正是这样一个打破了可以说所有

的禁忌，甚至突破了人类道德所能承载的最底线的存在。毫无疑问，这

样一种在科耶夫看来根本还没有脱离动物性的存在，绝对不会是否定

的劳动和生产，并创造着历史的大写的人的存在。

结　 　 语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上半叶，法国左翼知识精英对黑格尔的关注和

接受，一方面是对自笛卡尔以来传统理性主义的反思，正如梅洛－庞蒂

所说：“他（黑格尔）开始着手解释非理性，并将它整合入一个庞大的理

性之中。这仍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主要任务。”①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

引发的对黑格尔的追根溯源。这在科耶夫和巴塔耶与黑格尔相遇的思

想历程中尽数显现出来，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都是从辩证法、阶级斗

争、人类历史的角度出发开始对黑格尔进行解读。② 同时也要看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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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转引自崔唯航：《穿透我思———对科耶夫欲望理论的存在论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１８—１９页。
有研究指出，科耶夫与巴塔耶在二战中表现出的极权主义倾向很可能来自对

黑格尔思想中否定性和暴力因素的吸收。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ａｃｑｕｉｅｒ：“Ｌ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ａｌｉｔａｉｒｅ：ｄｅ Ｋｏｊèｖｅ à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１９９２，ｎｏ１。



国对黑格尔的接受并非是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突然出现的，此前就已经

陆续出现了对黑格尔宗教哲学、逻辑、美学的引介和讨论。

在科耶夫和巴塔耶的论争中，科耶夫受到佛教无神论、海德格尔的

存在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的影响，他对黑格尔的信仰（虽然不是忠实于

原文本的）和对历史终结论的阐释使他不得不一直就现实历史的演

进，为科式黑格尔做辩护。而巴塔耶的思想资源是精神分析学、天主教

信仰和内心经验，最终在否定性、死亡等问题上，巴塔耶与科式黑格尔

分道扬镳。他用“无用的否定性”去反对科耶夫强意义上的否定或行

动的停止。在 ３０年代的大背景中，这种永恒的否定性①使我们想到同

时期存在主义运动标志性人物萨特的“否定的否定”。萨特不能容忍

巴塔耶对上帝之死保有如此的遗憾。对“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

义”的萨特来说，上帝的死宣告了人的地位的上升，宣告了一种不受任

何限制的人类自由和责任，神谕必须让位于人类理性。然而巴塔耶对

人的意志的信心却始终没有高过他对上帝的信仰。② 巴塔耶与科耶夫

或科式黑格尔（还可以加上萨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

对于曾经笃信天主教的巴塔耶来说，他很难不给神秘主义留出一点空

间。即使面对的是系统研习过新教神学的黑格尔，巴塔耶也认为，由于

他缺少天主教的经历，可能不能体会到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能够感

受到的所谓的内在意义或神秘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巴塔耶看到的总是

黑暗中的污秽、野蛮和罪恶，而他在论证“无用的否定性”时也多次提

到原罪的比喻。③ 他的死亡、献祭，一切都是为了脱下人类理性的和善

的假面具，揭示出隐藏在此下的罪恶、疯癫和狂喜。

科耶夫以他的天才魅力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对《精神现象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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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９１页。
Ｓｔｕａｒｔ Ｋｅｎｄａ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ｅａｋ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１７０．
科耶夫也意识到原罪在巴塔耶思想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巴塔耶去世后向他致

敬的文章中，专门讨论了原罪问题。见 Ｋｏｊèｖｅ，Ｐｉｅｒｒｅ Ｋｌｏｓｏｗｓｋｉ：“Ｔｈèｓｅｓ Ｆｏｎｔａ
ｍｅｎｔａｌｅｓ ｓｕｒ ｌｅ Ｐéｃｈé”，Ａｒｃ，ｎｏ３３，１９６７。



了一种上帝启示般的解读。他的《黑格尔导读》成为年轻一代阅读黑

格尔著作的开始。科耶夫一生都在为黑格尔的体系（也是他自己的体

系）辩护。福柯曾说，“无论通过逻辑还是现象学，无论通过马克思还

是尼采，我们整个时代都为摆脱黑格尔而战。”①

巴塔耶从 ２０年代末第一次与黑格尔相遇，到被科耶夫研讨班重新

激发起对黑格尔的研究热情，到后来写作《内在体验》，告别黑格尔，走

向神秘主义或内在意义。他与科耶夫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和亲密的合

作，②但是事实上他终究可能并未摆脱黑格尔。正如老友奎诺所说：

“《内在体验》一书更是在向黑格尔致敬。他通过一条不同的反思路

径，写了一本类似的书。”“在 ２０年中，他都在对抗黑格尔，或者说对抗

法国哲学界发现的不同的黑格尔。最后他发现了真理，成了非黑格尔

主义者，然而他知道正是在了解了那个无与伦比的知识体系之后，他才

产生了这个意识。”③需要指出的是，法国思想土壤中的天主教传统、精

神分析学和人类学及其已有的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新教信仰、自然哲

学、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也是法国思想家们在接受黑格尔、将黑格尔改

造成适应他们需要的理论，甚或是拒绝黑格尔的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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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转引自德贡布：《法国当代哲学》，王寅丽译，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６页。
巴黎沦陷后，科耶夫在南逃之前，曾经把自己一沓名为《索菲亚：哲学与现象

学》的手稿交给巴塔耶保管，足见他对巴塔耶的信任。战后，出版人巴塔耶也

经常向当时已经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科耶夫约稿，探讨问题。

Ｒａｙｍｏｎ Ｑｕｅｎｅａｕ：“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ｖｅｃ Ｈｅｇｅｌ”，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ｕｇ － ｓｅｐｔ，
１９６３，ｐ．７００．



列斐伏尔“城市权利”理论研究

关　 巍　 王　 飞

摘要：亨利·列斐伏尔的《城市的权利》，开启了一个研究“盲

域”———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路向。列斐伏尔试图表明，城市是社会

压迫与阶级剥削的场域，更是一个蕴含解放之光的希望之地。列斐伏

尔和大卫·哈维的城市权利理论存在紧密的传承关系，后者继承前者

的总问题，不断叩问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资本逻辑主导的城市化，

并立足实践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城市生活想象。城市作为一种人类发展

的现实，成为现代社会一些极其重要的社会与发展问题的根源。列斐

伏尔试图采用立足日常生活的微观方式解决城市问题，但其根本缺陷

是，不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城市权利，更难以

构建理想的城市，实现城市生活的理想。

关键词：列斐伏尔　 城市权利　 城市

亨利·列斐伏尔（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１９０１— １９９１），西方马克思主义

重要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城市理论和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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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到 ２０１５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项目编号 １５ＪＤＳＺＫ０６６）以及辽宁省社会科学规
划基金项目“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

Ｌ１７ＣＫＳ００７）的支持。



分析理论的开拓者。城市研究与城市写作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占有

重要地位，直接影响了大卫·哈维等，开创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

１９６７年，为纪念《资本论》出版 １００周年，列斐伏尔撰写了《城市的

权利》一书。列斐伏尔的《城市的权利》，作为左翼地理学和新马克思

主义城市研究的重要代表性著作，成为城市研究的经典文本。在《城

市的权利》中，列斐伏尔对城市建设与发展、城市生活、城市权利的塑

造等问题的关切，尤其是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巨大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模

式和文化变迁带来的“转换”及其阵痛与权利重塑的系统研究，成为城

市思想家们重要的理论武器。２０１７年，为纪念《城市的权利》一书出版

５０周年，国外思想界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出版了《城市权利论文集》。该

论文集汇集了世界范围，列斐伏尔城市权利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包

括 Ａｎｄｙ Ｍｅｒｒｉｆｉｅｌｄ，Ｎｅｉｌ Ｂｒｅｎｎｅｒ，Ａｎｎａ Ｍｉｎｔｏｎ，Ｄａｖｉｄ Ｍａｄｄｅｎ，Ｐｅｔｅｒ Ｍａｒ

ｃｕｓｅ，Ｂｒａｄ Ｇａｒｒｅｔｔ，Ｄｏｎ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ｌｅｘ Ｖａｓｕｄｅｖａｎ 等，共同讨论人类当下

十分迫切的城市现实问题认为，“《城市的权利》是现代最重要，也是最

有争议性的城市写作之一。它的内容、范畴以及写作意图在今天仍有

争议。每当我们经历城市的变化，我们都会回到这篇简短的文字中，以

便我们的思想得到充实和振奋”。①

一、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理论

列斐伏尔的城市写作游离于带有固定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家园和变

动不居的、带有虚幻性和吸引力且日益侵入稳定性家园的城市发展与

扩张状态之间，充满了生动性和开放性，饱含个人情感和对时代发展的

敏锐洞察。可以说，一方面，列斐伏尔始终带着某种“边缘人”、“外来

者”的角度审视城市和城市生活，直面城市问题；另一方面，城市的魅

力吸引着列斐伏尔去探索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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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斐伏尔而言，城市是生活于此的居民的共同“作品”。城市正

是由此，具有了生命形态，如果失去了共同参与性，城市也将消亡。城

市权利的写作，是遭遇城市与城市生活危机时，对人们试图改变城市和

自身命运“呼喊”的关切和为解决城市问题开出的药方。在《城市的权

利》中，列斐伏尔通过工业化进程对传统城市的改变、对城乡关系的塑

造、对“居民感”的破坏等现象的分析入手，批判性思考城市危机，寻找

危机解决之道和城市未来发展道路，构建城市权利理论。

列斐伏尔首先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由工业化

进程所推动的城市兴衰。在工业化进程中，过去的作为政治、军事中心

的城市衰微，城市逐渐成为资本的中心。一方面，工业化资本的运行，

使地区、城市间人口大规模迁移，造成了传统城市的衰退。雅典、威尼

斯，由于没有工业和人口支撑，变成了旅游观光和消费的场所。另一方

面，城市化进程完全改变了城乡关系。大规模人口迁移，大量的农村人

口涌入城市，棚户区林立；遗留在农村的农民也面临着旧生产、生活方

式的解体，农村生活逐渐瓦解，变成了某种情感性的遗留物、旧生活的

怀恋物，以及偶尔的旅游观光物。列斐伏尔指出，资本逻辑下城市规划

的技术理性主义带来的幻象与虚假的“自我想象”———亲近自然、健

康、安全的住房和城市规划———成为人们的普遍想往；消费理性同一化

的全球战略和总体规划，使消费社会成了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实践

追求，表现为城市乃至地区消费中心的规划和建设。①

列斐伏尔提出，必须将城市置于哲学整体性研究视域下，破除资本

逻辑下的技术理性主义和知识专门化的城市规划垄断。令人遗憾的

是，今天，城市已经不是哲学家思考的主要对象。“几乎没有人认为城

市能够离开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每一门

学科都对城市科学做出了贡献……如果有人出于功能和功能需求的考

虑而想建立一个经济或者文化中心的话，经济学家有他自己的理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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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ｐｐ．８４－８５．



理学家、气候学家、植物学家也会参与到城市现实问题的分析中来。”①

但是，这些专业化的分析与专门性的研究，都难免陷入具体化、碎片化，

都不能取代哲学对城市现实与城市问题的整体性思考。列斐伏尔指

出，今天的哲学家应抱着某种“骑士精神”，对城市问题进行透彻的研

究与批判性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建构某种城市哲学，而是恢复哲学沉

思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把握各种理论形态的城市

研究和碎片化的实践规划，重建城市生活。但是，哲学思考与社会规划

的区别必须明确。规划作为社会实践，关乎社会整体利益，规划是否经

受得住实践的考验、实现整体利益，是我们时代的重要课题。列斐伏尔

认为，一个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是，剥削社会、资本逻辑下的规划，已经

降低为某种政治策略，带有统治性和剥削性。

列斐伏尔指出，只有充分理解城市规划的政治策略性，才能把握我

们时代城市研究思考方式的局限和城市问题的根源。列斐伏尔认为，

对城市进行哲学的理想性想象，与借助某些哲学思考方法而将哲学整

体性的城市理解降低为建筑上的功能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列斐伏尔

否定了芒福德等人的城市想象———列斐伏尔指出，他们“想象有这样

一座城市，它不是由村民组成，而是由自由市民组成，这些市民从劳动

分工、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

由于团体治理而紧密团结在一起”②。列斐伏尔指出，作为哲学家，芒

福德们为城市和城市社会构建了一个理想模型，他们甚至认为 ２０世纪

的自由城市跟古希腊的城市一样，列斐伏尔认为，这显然是滑稽可笑

的。列斐伏尔也明确反对那种从部分到整体、从要素到全体的思考和

规划城市的思维方法。列斐伏尔认为，这种思维方法往往陷入某种意

识形态的规划和实践策略中，将城市规划下降为功能和结构性研究。

同时，列斐伏尔还反对城市哲学可能带来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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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统治阶级以城市规划为政治策略，规定不同的城市功能及其结

构、划分不同的城市类型。这种关于城市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往

往披着科学性、具体性的外衣，实质上则使城市成为意识形态和阶级统

治的工具。因而，哲学的理论思维，必须把城市作为一个机体、一个整

体，而非退化为个别现象、简单和单一的方面。

城市特征是权力结构的“远秩序”和“近秩序”的辩证统一，城市变

迁则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辩证统一。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的特征

和社会历史紧密相关，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诞生不同类型的城市，但

是，城市也与每个具体的个人、群体直接相关，因此，在城市中体现为社

会权力的“远秩序”和“近秩序”。“近秩序”指个体生活于某种类型和

层次的社会群体中，因而必须服从的秩序，如在家庭、工作场所、社会团

体中所必须遵从的秩序。“远秩序”和“近秩序”相比，意味着某种更高

层次的，抽象的、超验的，包括法律、道德、文化等等，它将自身投射、显

现于社会现实，表达为规划、设计、项目等等。城市既包含着“近秩

序”，也保持着“远秩序”，二者共同塑造了城市特征。列斐伏尔对城市

“远秩序”的讨论，表达了阶级社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模式在城市中的

显现；“近秩序”既体现着“远秩序”，也表达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甚至

是对“远秩序”的否定性和革命性。因此，“城市，近似于一种艺术作

品，而不单单是一种物质的生产”，“城市有自己的历史，是历史的作

品，也就是说，是书写它的人和群体所清晰定义了的作品。”①列斐伏尔

通过权力“远秩序”和“近秩序”及其关系的说明，指出了在人类社会不

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主体使用物质资料，创造了不同类型的

客观的、物质性形态的城市，同时也塑造了不同的城市社会性形态、精

神品格。就这样，城市变迁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辩证统一。不同

的城市类型相互接续，体现为城市发展的“连续性”，比如从封建社会

的政治军事城市类型向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城市类型的转化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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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某一个城市类型来说，这种变迁，“每一种城市形式都可以被

看作是一种兴起，一个顶峰，一种消亡”①。此外，不同的城市类型也意

味着相区别的城市结构功能、城乡关系、生产生活方式等。

城市是多元权力系统交织、斗争、融合的物质空间场所，同时也是

权力系统构造的社会性场所。从最宏观的角度，可以从“全球”、“城

市”与“城市相关联的其他部分”，三个层面理解权力系统。城市是相

互关联的诸系统中的一个亚系统。列斐伏尔将现实层面城市的研究，

聚焦于这个作为亚系统的城市。列斐伏尔指出：“在具体层面，城市将

自己表现为一个具有特权的亚系统，因为它能够反映和表现其他系统，

并且将自己表现为一个‘世界’，一个独特的整体。”②这是城市作为亚

系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城市表现出一种整体性。这个城市整

体，包含着多个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种族等，表现出

“包容—排斥”关系。在城市作为亚系统与其子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

上，列斐伏尔十分关注城市扩张带来的城乡问题。他指出：“在历史的

进程中，根据不同的生产阶段和生产方式，城镇和乡村的关系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城乡关系有时候冲突明显，有时候又得到缓和，归于妥

协。”③但是，“在今天，城镇和乡村的关系仍在不断变化，是一般改革中

的重要一环。在工业化国家，资本积累的中心———城市，以古老的方式

剥削周边的乡村，衍生出更多微妙的统治和剥削形式，城市也因此成为

了决策和联合中心。无论城乡关系怎么变，不断扩张的城市都在攻击、

侵蚀并吞并周围的乡村”。④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在扩张中将乡村纳入

自身的罗网，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既要关注城市侵蚀乡

村带来的问题，更要关注城乡文化、生活方式的分歧与融合。“城乡生

活方式”对立的加重，必须加以关注，不能简单地讨论或想当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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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城乡综合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愈演愈

烈的城乡问题，已经充分表明了列斐伏尔思想的预见性。

那么我们如何思考和发展城市呢？列斐伏尔认为：“对城市的思

考就是坚持与强调它的相互冲突的各个方面：其强制性与可能性，其和

平性与暴力性，其聚集性与孤独性，其单调乏味与诗情画意，其致命的

功能主义与令人吃惊的即兴创造性。城市的辩证法不能局限于中

心———边缘的对立，虽然它包括与暗含着这一点……对城市的思考要

走向对世界的思考（虽然只是与世界的一种联系）……我们可以希望

它会变得好起来的，但城市却成了残暴的中心、支配的中心、依附与剥

削的中心……”①列斐伏尔指出，城市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下，变成

了异化与碎片化的场所，生活于城市中的人，其日常生活也被割裂和碎

片化，比如我们工作、娱乐、消费等等的场所被高度规划、在空间中碎片

化。甚至，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中存在大量的空间隔离，房屋、街区隔

离。城市规划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生活方式，旧的空间载体下人们的

共同生活被破坏，共同书写城市作品的基础被瓦解，空间隔离和分化

取而代之，使某一固定空间内的生活高度同质化，差异性被边缘化。

城市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即使偶尔的旅行，透过旅行目的地作为消费

场所的单调表象，我们看到的是物质化的、消费化的遗留物，而再也难

觅其精神性。

列斐伏尔是游走在城市与乡村间的边缘人，是游走在传统城市和

现代城市化进程的边缘人，是游走在对固有生活方式的留恋和受城市

变化之魅力吸引的边缘人，更是站在城市化发展历史临界点的边缘人。

城市对列斐伏尔而言，始终意味着共同的作品和丰富的参与性。因而，

面对着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和多元城市问题，列斐伏尔主张已经被

边缘化并在边缘不断孕育的城市权利。他指出：“城市的权利就像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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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哭泣和诉求。”①城市权利的目标在于赋权边缘人、外来者，使之进入

城市内部。“城市权力不能被构想为仅是进入城市的权利和向传统城

市的回归。它只能被阐述为城市生活权利的转变和更新。”②城市权利

是具体的，即生活在自己的城市，且乐享城市生活。比如，居住在合适

的住房里，拥有便利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子女教育资源，有便捷可靠的公

共交通设施等。参与性是城市权利的集中体现。人们共同参与城市生

活，共同书写城市。这种参与不是简单的参加，而是基于对城市的归属

感和家园意识而产生的对城市生活福祉的发言权与参与权。列斐伏尔

认为，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权利概念的讨论几乎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利

以及私人物权基础上的。这种讨论，脱离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

语境，使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城市权利的提出，将有可能

带来不同的视角。列斐伏尔认为，虽然前途渺茫，困难困扰着我们，但

是《城市的权利》写作的目的就是“将可能带入不可能”。

二、城市权利理论的批判性发展

列斐伏尔《城市的权利》的写作，直面当时多数西方国家工业化进

程中城市变迁的阵痛，站在这一历史“临界点”，指出城市化是一个变

革的过程，而对城市权利的主张，则是主张关于那些边缘人，那些“剩

余”回归、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今天，虽然有人主张人类进入了所

谓的后工业化社会，但是城市与资本的内在关联、城市与边缘群体的

关系、金融投机的城市房地产开发引发的问题等等，仍没有良好的解

决方案。列斐伏尔的理论观点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实践进程

具有重要的启发性，直接影响了大卫·哈维对城市权利理论的深入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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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继承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理论，并对之进行了批判性

发展。在 ２０１６年出版的《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中，系

统讨论了这一问题。大卫·哈维认为，城市权利是被压迫人民的诉求，

带有自然与自发性，是人们长期于某一地域共同生活、共同演化的产

物，因此，列斐伏尔已经部分意识和预见到城市权利不应扎根于个人主

义的土壤之上。“列斐伏尔的核心结论是，我们曾经知道和想象过的

城市正在快速消失，且不可复原。我同意这一点，而且我比起列斐伏尔

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论断。”①大卫·哈维指出：“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

认为，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城市化从来都是吸收剩余资本和剩余劳

动力的关键手段。由于城市化的周期很长，以及建筑环境中的大多投

资都有很长的使用寿命，所以城市化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

用。城市化还具有地理上的特殊属性，如空间生产和空间垄断是积累

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仅仅是简单地凭借改变商品在空间上的流

动而推动积累，而且还凭借不断创造和生产出的空间场所来推动积累。

但正是因为这样的活动（对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极其重要）是长期

的，所以需要金融资本和国家参与相结合，形成其活动基础。从长期角

度来看，创造和生产空间场所的活动显然是投机的，而且虽然这些活动

的最初目的是消除过度积累，但通常会面临在今后出现更大规模过度

积累的风险。”②它的代价是一个不断地建设性摧毁的过程，意味着对

城市大众任何一种城市权利的剥夺。大卫·哈维认为，我们必须解决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寻找既发展城市，同时又实现民主管理的新途

径，从而建构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据此，大卫·哈维提出了自身对城市

权利的构想。“我们所阐述的人权概念大部分是以个人权利和私人物

权为基础的，没有从根本上去挑战霸权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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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也没有从根本上去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和国家行动的模式。

从根本上讲，我们生活在私人物权和追求利润要高于所有其他权利的

世界里。”①因此，城市权利，既不是对市民资格获得问题的论证，也不

是对市民基本权利和获得城市资源权利的规定。城市权利表达了城市

与市民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随着城市化进

程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人们也在不断地改变与塑造自身所生活的城

市。城市权利，以人们对自身成为何种人、选择何种生活方式、与何人

为邻、处于何种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态度和行动为基础，对城市的选择与

塑造。大卫·哈维指出，城市权利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极端重视的个体

权利，城市权利是一种可能超越严格意义上阶级分化的、较为宽泛的集

体权利。这个集体权利是一种总体上对城市化过程的激进的控制权和

对城市建设、城市改造的控制权。只有将城市权利规定为一种集体权

利，才能在思想和行动上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以服

务于实践中对现实的改造。②

大卫·哈维进一步阐发了列斐伏尔对城市革命问题的研究。列斐

伏尔认为，围绕城市权利的争夺，必然带来冲突乃至城市革命，这是他

在《城市的权利》之后续写的《城市革命》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城

市革命以被剥夺者的名义宣称他们的城市权力———改变这个世界的权

利、改变生活的权利，以及拥有按照他们的愿望彻底改造城市的权利。

列斐伏尔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城市社会的批判性考察，指出

“我所指的城市革命（ｕｒｂ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是影响当代社会的变革———当

工业化和工业增长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个时期城市问题成为主导问

题，探索独特的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方案，成为最主要的问题”③。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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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卫·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力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晖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３页。
关巍：《大卫·哈维对“城市革命的构想”》，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８日。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５．



斐伏尔认为，我们必须从日常生活入手，改变城市日常生活，发动充满

活力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列斐伏尔给出的政治任务是，构思和重建一

个不同的城市，一个不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城市。大卫·哈维更进

一步指出，“把城市作为孕育革命观念、革命理想和革命运动的摇篮。

只有当政治斗争集中到作为主要劳动过程的城市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上时，其产生的革命冲动才有可能发展为彻底改变日常生活的反资本

主义斗争”①。大卫·哈维认为，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城市

生活“符合心愿”，而“城市权利”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符合心愿的权

利”———生活质量的保障与提升、构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

大卫·哈维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判断———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中，

城市化既是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吸收、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在空间上

的显现，也是剩余资本空间消化与增值的关键方式。在资本主义城市

化进程中，阶级对立以空间区域间隔化与区域空间冲突的形式表达出

来，以争夺城市权利。大卫·哈维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不可能一劳

永逸地运行下去。从长期看，资本主义的城市化不可避免地面临重

复性极度积累的风险；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则会带来激烈的阶级

对抗。发端于美国并扩展至全球的 ２００８ 年世界经济危机，就是资本

主义城市化进程极度积累这一恶果的显现。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

代表的城市占领运动，则是阶级对抗通过占领空间（华尔街）的方式，

争夺城市权利。

大卫·哈维认为，围绕城市权利的争斗，在现实生活中以争夺“城

市共享资源”的方式显现出来并孕育着城市革命的火种。大卫·哈维

的城市共享资源是一种集体创造出来的，为集体所占有，处于不断变化

中的可继续发展的社会关系。比如，以某一条街区为空间载体，人们之

间形成的共同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等。当资本主宰的城市化对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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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侵犯甚至毁灭时，斗争必然迸发。城市共享资源创造的核心原则是

“社会集团和作为共享资源对待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是集体的和非商

品化的，不受市场交换和市场估价规则限制”①。但是，“那些创造出了

精彩而令人振奋的街区日常生活的人们输给了房地产经营者、金融家

和上流阶层消费者。一个社会群体创造的共享资源品质越好，越有可

能被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利益所侵占”②。

城市共享资源的使用可能专属于一个社会阶级、集团，也可以对所

有人开放。但是，最为紧要的是，城市共享资源必须是集体而非个人

的，是公共的而非商品化的，且竭力避免受到市场交换和资本的控制。

大卫·哈维强调城市共享资源的集体性和非商品性，源于在他看来，

基于个人的权利被打上了个人利益的标签，而商品性则使城市共享

资源成为有钱人的消耗商品，这将使城市成为金钱行使权利的场所，

使生活质量成为只有有钱人才配享有的商品。大卫·哈维的看法具

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种暂时性的联合，并不能根本改变阶级关

系，也不能实现彻底的城市革命。大卫·哈维思想的意义在于，争取

城市权利和资源的斗争可以被看成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可能的组成

部分。大卫·哈维提出，任务是要在具有摧毁性的资本主义城市化的

废墟上，集体地建设社会主义城市。这样的城市才能让人们感到真正

的自由。

三、城市权利理论的当代价值

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共同思考着如下主题：城市化有利于人

类的福祉吗？是否可以想象某种全新的理想的城市？“城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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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意味着，同时又将如何开辟人类新的历史阶段与全新的生活

方式？

列斐伏尔将城市社会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形态，通过对城市发展

和城市化进程的说明，探索人类城市革命对新生活的创造。大卫·哈

维以城市空间为视角，进行了一种基于共同生活空间及其占有关系，围

绕城市共享资源，争夺城市权利，进行城市革命的大胆的理论构思。大

卫·哈维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生活于某一共同空间的人们，在其共同

创造的共享资源遭遇侵犯时，有利于人们的团结斗争。由于共同生活

于一个空间且共同创造了某些共享资源，阶级和阶层差别带来的差异

性利益诉求有可能实现统一。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明确意识到城市

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资

本对城市空间的分割、对普通人城市权利的掠夺、对生活场所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列斐伏尔和大卫·哈

维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进行了轰轰烈烈外部殖民化，而且在自

身内部也进行了空间的殖民统治，以实现空间的统治与剩余价值生产。

在这一过程中，住宅问题成为空间再生产与实现资本积累的关键方式。

但是，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的根本缺陷是，不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就难以根本实现城市权利、保障共享资源。实现列斐伏尔和大卫·

哈维理想中的城市，满足人们城市生活的理想，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一城

市地理空间内人们共同形成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而脱离统一的革命

原则、脱离领导阶级。

不论从一般意义上，我们是否如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状况报

告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中所言，将进化为城市智人（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 ｕｒｂａｎｕｓ），或

者城市是否将成为人类的命运之所在，城市作为一种人类发展的现实，

成为现代社会一些极其重要的社会与发展问题的根源。还是在现实意

义上，恰如列斐伏尔清醒意识到的，今天我们讨论城市，不可脱离一个

根本的语境，城市是生产关系的产物。我们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塑造资本主导下的城市，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塑造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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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城市。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社

会主义的城市化进程怎么走，社会主义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房子是

用来住的”给出了可喜的解决方案。

（作者　 关巍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飞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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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蒂格勒的“知识无产化”

孙 妍 豪

摘要：“知识无产化”是贝尔纳·斯蒂格勒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斯蒂格勒认为，在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大众还是知识分子，其包括生活

知识、行动知识与理论知识在内的全部知识均已脱离自身而仅仅存在

于技术设备中，一旦离开技术设备，人们将是知识上的“无产阶级”。

所以，基于药理学视角，斯蒂格勒指出作为原初“良药”的技术现在已

然是造成大众遭受“知识无产化”的“毒药”。在斯蒂格勒看来，“知识

无产化”是一种“非经济”的包括消费者在内的资本主义新型剥削形

式，是对人们思想与知识的掠夺与塑形，它将进一步导致个性化的缺失

以及情感与欲望的迷失。正因此，作为时代诊疗师的斯蒂格勒为异化

的技术这剂“毒药”开出了“解毒”方案，即贡献经济和普遍器官学。对

斯蒂格勒来说，这一方案不仅是其“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内容，

而且可以为人类开创一个充满“负熵”的未来。

关键词：斯蒂格勒　 知识无产化　 药理学　 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斯蒂格勒（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ｔｉｅｇｌｅｒ）的哲学思想中，“知识无产化”无疑

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他看来，作为“良药”的技术在数字化时代已经异

化为一种统治力量，即技术代管人及人的知识，也就是说，无论是大众

还是知识分子，其生活知识与行动知识均已脱离自身而仅仅存在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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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一旦离开技术设备，人们将是知识上的“无产阶级”。斯蒂格勒

将这一现象称为“知识无产化”。他认为，“知识无产化”是一种“非经

济”的包括消费者在内的资本主义新型剥削形式，是对人们思想与知

识的掠夺，它将进一步导致个性化的缺失以及情感与欲望的迷失。正

因此，要想解决“知识无产化”，就必须为异化的技术所操控下的时代

和人寻找“解毒”方案。在斯蒂格勒的哲学中，这一方案主要是贡献经

济力和普遍器官学，借助于这一方案可以帮助人们走出技术“座架”，

从而走向一个充满“负熵”的未来。

一、技术对人与知识的代管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对生产资料以及财

富无占有的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着“普遍苦难”，并被戴上

“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也是承担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之重

任的阶级。正是这一阶级不仅遭受着生产资料及财富的丧失，而且遭

受着“人的完全丧失”，也就是说，他们面临着由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

的“无产化”。基于此，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斯蒂格勒结合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中人类被技术塑形的现实而指出，无产化仍是当今时代人们所

遭遇的主要问题之一。但这种无产化呈现出一种完全异质于马克思时

代的独特表现，即它并不是生产资料和财产的无产化，也不是“人的完

全丧失”，而是一种知识无产化。

在斯蒂格勒那里，知识无产化是在药理学（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的逻辑

框架下展开的一种技术批判。在他看来，所谓药理问题是指，“所有医

治人类病痛的药方（如技术、又如科学）反过来又会产生毒害，甚至有

可能威胁人类的存在，把人类推上自我毁灭的不归之途”。① 正是基于

这种理解，斯蒂格勒指出，尽管技术在其诞生之初具有确然的治疗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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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动物的各种生存性能的人类开启了生存并衍化下去的可能，可以

说，此时的技术是一种代具（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性的存在，即像义肢、代具一样支

撑着人类的生存；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

会中，技术已然转化成了一剂毒药，即技术变成一种对个体知识、记忆和

思想能力的剥夺方式，从而造成每个个体成为知识上的无产阶级。

在斯蒂格勒看来，这种知识上的无产化得以产生的物质性基础就

是“作为知识载体的第三持留（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的药性”①。斯蒂格勒

把这种“第三持留”看作是不同于胡塞尔的第一记忆与第二记忆的第

三记忆，具体来说，第三持留尽管仍旧是一种对记忆的“持”与“留”，但

与第一记忆和第二记忆相比，此时的记忆和知识借助技术得以以物质

性载体的形式保留下来。例如，随着工业记忆技术的逐渐普及，人们不

再凭借自身的力量、大脑的运行去真正地学习和思考了，我们的记忆与

知识已经逐渐地“进入到机器中”，手机通讯录、微信等成了储存知识

和记忆的“第三持留”，这就必然会造成“一种记忆和知识的损害”以及

“认知和情感的无产化”，从而造成“一场规模浩大的知识的流失过

程”。② 更可怕的地方在于，知识无产化不仅发生在普通的成年人身

上，甚至儿童也在遭受着同样的境遇。儿童从诞生起就已经处在记忆

技术与信息编码的环境之中，下一代在知识与思想上的空虚与无力隐

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与人类危机。因而，正是由于对知识进行记载的

第三持留的出现，不仅每个个体会陷入到知识无产化之中，而且整个时

代也会陷入到“精神的危机”③之中。

不唯如此，在斯蒂格勒那里，知识无产化还应当指人们自身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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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公：《重读马克思恩格斯：一种人类纪的视角———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

短期研究生课程综述》，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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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生活、如何行动、如何思考一个对象的能力之丧失。比如，当

人们终日沉浸在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会化媒体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社

交会局促而无能为力；当人们一次次依赖地图和 ＧＰＳ 导航来确定方位

和路线，久而久之就不知道如何依靠自身寻找方向；当人们逐渐不再运

动大脑来记忆和思考，人们的记忆与思考能力也会不断下降。一言以

蔽之，当技术设备彻底成为记忆与生活的辅助手段时，人类自身会在无

意识中丧失生活、行动和思考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和人之为人的本质

相悖的。因为，对于人而言，他的生命的发展是建立在不断的学习和思

考之上的，一旦人们将学习和思考能力彻底交由技术设备去管理，或者

说技术设备“褫夺”了人的学习和思考的能力，那么这将势必会导致人

们“既没有想去做的事，也没有任何能力去做事”①，从而导致一种“人

类的过时（ｔｈｅ ｏｂｓ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与无能。这样一来，社会就

会沦落为一个“愚者的市场（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 ｆｏｏｌｓ）”。

同时，以第三持留为核心的技术设备不仅在掏空主体的知识和思

考能力，也在大肆进行着对主体记忆、思想与意识的塑形。尤其是随着

信息技术的日益革新，报纸、电影、视频等具有第三持留性质的记忆产

品以越来越商品化的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思想控制手段。经过

筛选的各种信息与新闻在短时间内高密度地向大众狂轰滥炸，记载记

忆与知识的第三持留产品也无时无刻不在向市场中大肆投放。在这种

情况下，大众虽然有对信息进行自我选择的自由，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

的自由，因为，一方面，可被大众获得的、得以向大众传播的信息，不论

是新闻报纸还是电影视频，均早已经过筛选才得以进入社会，因而无论

大众如何选择，实质上都已在资本家所要求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知

识、思想的无产化使大众难以做出真正有价值的选择，也难以真正有对

信息提出质疑的能力。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众在思想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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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严重的奴役，他们自身的意识与思想已经成为以“第三持留”为基

础的超工业社会所塑形的对象。

尽管知识无产化成为当代社会的显著弊病，并给个体和时代带来

了诸多不利影响，但斯蒂格勒认为，知识无产化并不是当今时代的特殊

产物，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就发现并描述过这一

现象。对此，斯蒂格勒解释道，外化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有

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外化导

致知识丧失的问题；而且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明确指出手工工人

的知识被转入到机器里，机器败坏了工人的心灵，使工人“变成了机器

的单纯的附属品”。另外，《资本论》也表明现代工厂制度将“使用劳动

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① 尽

管如此，但在斯蒂格勒看来，囿于时代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知

识的无产化进行系统的分析，而且无产阶级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也

只是作为工人阶级而被提出的②。然而，在当今时代，无产化早已不再

限于工人阶级，而是一个扩展至每一个消费者甚至每一个个体的普遍

困境，所以，对这种无产化的思考及批判已经刻不容缓。

总而言之，在知识无产化的时代中，人的属性正在逐渐被技术的属

性所湮没，“谁”（即人）逐渐被“什么”（即技术）所代管，人类原有的特

定记忆、个体记忆和种族记忆都让渡到机器设备之中，本是“人的命运

的技术似乎与‘精神’、‘文明’及‘人类’相对立”③，“谁”已然“迷失方

向”。这样一来，人类不单单会面临思想、知识被掏空与被编码的境

况，更会面临个性、欲望与情感被剥削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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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性化的缺失与欲望、关怀的迷失

作为“为人类操心”的思想家，斯蒂格勒在技术蓬勃发展的现象面

前敏锐地抓住了技术背后的暗涌，并在承继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方法的

基础上对技术所造成的知识无产化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揭露。在此基础

上，他进一步指出了由知识无产化所导致的更大的社会危机，即个体的

个性化、欲望与关怀能力的丧失。

具体而言，首先，在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去个性化”已经全面

爆发。按照药理学的逻辑，技术本是一剂让人类更好生活下去的良药，

但也可能会变成一服毒药。在个性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问题上，技术“既

能够产生个性化的长循环，也会对其造成短路，即去个性化”①，而随着

个体知识在机器设备中的让渡，技术造成的“去个性化”结果越发

严重。

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的个性化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命的个性

化，即有机器官和生命体的个性化，同时也更应该是“心理的个性化”

（精神的个性化）。而且，这种心理的个性化是无处不在的，例如当我

们在阅读一本书时，“通过陈述的主体（作者）的个性化，阅读的主体被

改变、被个性化，并最终实现与陈述主体的结合”。②如果没有为书所改

变，那么其实就并没有在阅读，我们只是“以为自己在阅读”。在这里，

斯蒂格勒引用康斯坦茨学派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Ｉｓｅｒ）

的观点，指出实际上书籍并不是个性化本身，而是具有个性化的力量，

读者通过阅读创造出与书之间的关联使自身个性化。不仅如此，而且

这种个性化还具有“交互性”（胡塞尔语），例如在交谈的两个人，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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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某种看法达成一致，或者不一致，或者建立在不一致上的一致，

但不论是哪种结果，交谈的双方都在通过这个过程使自身的思想得到

改变，共同实现个性化。总之，精神上的个性化是两种思想之间的碰

撞、交流之后的相互提升。

然而，知识的无产化却在湮灭个性化的可能性。因为当代的个人

自身已经不具备思想与思考能力，他们的知识固化在了技术设备中，无

思维的精神根本无从谈起个性化。或者，即使会出现一些表面上的

“个性化”，其实质上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同一性的精神生产

线。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一个无个性的社会。

其次，消费者个体的力比多欲望在消费模式中遭到了结构性毁灭。

斯蒂格勒指出，在以工业化与机械化为背景的社会中，贸易（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早已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的真正的贸易或商业，而是成为由驱力（ｄｒｉｖｅ）所

引导的市场（ｍａｒｋｅｔ）模式，这种消费市场必然会导致欲望的迷失。

在斯蒂格勒看来，最初的贸易不仅仅是物品之间的一种单纯交换，

伴随着交换而同时进行的还有“行动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ｒ

ｄｏ）与生活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ｌｉｖｅ）的交流”，也即是两种物品所

承载的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然而，在资产阶级

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后来消费主义模式的盛行，以

及数字技术设备所造成的对知识与记忆的剥夺，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交

换已经不能再称为贸易，而沦为一种进行单纯买卖的市场（ｍａｒｋｅｔ）模

式。在这种市场模式中，资本家大量地生产投放商品，刺激并控制无思

想、无个性的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这样一种消费至上的市场就自然而然

地会变为一种没有文化参与的单纯物品交换的市场。在这种市场化社

会中，消费者对商品的理性自主被颠覆，原本理智的、可持续的消费行

为倒退为一种感官受到刺激后的瞬时性的头脑发热，真正的购买欲望

或消费力比多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驱动力。因为在这种市场化的资本

主义社会中，个体本身具有的那种理性的欲望以及对外物所持的长久

的、健全的欲求就被破坏了，逐渐向驱力转变。“驱力”指向即时性，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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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要求所欲和所需能够立刻得到满足，而这恰恰和欲望的理智性，即

能够将需求理性地延迟，或者将其转移并升华到社会活动、艺术爱好、工

作学习等具有“个人自主性”与“现代文明性”的行为之中相违背。

除此之外，消费者在丧失消费欲望的同时，也失去了消费的技能与

理性。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即时满足冲动而消费，但满足之后却觉得索

然无味，而又对商家新的宣传与推销无力抵抗，再次陷入新的购买浪潮

之中。这样一来，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就“变成了一种上瘾的过程，越

来越不能够带来可持续的满足感”。① 并且，更为严重的地方在于，资

本家的爪牙也伸向了孩童。营销学将目标指向孩子的欲望，父母、老

师、朋友以及围绕在孩子周围的各类社会角色都让位给了各种消费物

品。而在营销学的手段之中，又以电视内容的轰炸为主。电视节目中

各种各样由社会所控制的信息向孩子的输入、无价值的娱乐和卡通节

目的泛滥，都在剿灭孩子们生来具备的对克服困难与学习的兴趣和欲

望。这种欲望在幼儿时期就被扼杀，而这样的行为酝酿着巨大的社会

灾难。因而，斯蒂格勒指出对当代社会所进行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也同时必须是一种“力比多经济（ｌｉｂｉｄｉ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的批判，因为大众

在力比多欲望方面所受到的控制与摧毁是当今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

总之，消费者力比多欲望的破坏会逐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

致命性威胁。资本家在毁坏欲望结构的同时，也把所有的欲望对象由

无限的对象转变成了可耗尽的有限的驱力对象，这是一种自我消耗的

资本主义。现今的消费令人疲惫，尽管消费得越来越多，但是消费者从

中得到的乐趣和快感却与其成反比。显然，这是一种“病态消费”，这

种消费“既不被需要也不被期望”②，它会陷入一种“冲动消费—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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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刺激后再消费”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会使消费者对消费产生

淡漠甚至厌恶；而且，这种消费产生的“毒素”影响巨大，即对即时性的

需求以及驱力的不可延迟性导致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渴求以及对已有产

品的“任意丢弃”（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从而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最后，在思想与知识无产化境遇下的人们在对商品的虚假欲望中

已经失去了对商品之外的其他人与事物的关注（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和关怀

（ｃａｒｅ）。

对此，斯蒂格勒援引吉尔伯特·西蒙栋（Ｇｉｌ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ｄｏｎ）的观点

指出，关注是“一种能够让我们专心于一个对象的精神能力”，同时也

是“一种能够让我们照顾、关怀这个对象的社会能力”。① 换言之，关注

与关怀体系能够将个人的精神和情感与他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然而，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数字信息技术与商品逼我们交出了自己在

真正的现实生活中的关注与关怀能力，杀死了爱。② 例如，社交网络作

为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本旨在促进交往，

但社交网络现在却是悖论性的，因为它短路（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了我们传统

现实中丰富的社会性。而且，社交网络会使情感饱和，我们越在社交工

具中滥情，就越在真实的社会人际关系里表现出冷漠与无助。具体而

言，那些社交网络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微信中的好友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轻

轻松松地将某人加为好友，对某人进行“关注”，他与我们就真的成为

朋友了吗？社交工具中的好友一部分并不是熟识的人，而很可能只是

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只是对他发表的某张图片或某段文字感兴趣而

进行关注的人，我们与他的交汇点只在于那张图片或那段文字，之后很

可能就不会再有交集；另一部分是现实中的旧友，然而当我们以为社交

网络方便了交流，使我们与朋友可以随时联络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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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华：《克服技术—书写的毒性———斯蒂格勒论数码性与当代艺术》，《新美

术》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



种“放心”的心态下却久久不再与朋友联系了呢？这样，在社交网络与

欲望缺失的共同笼罩下，人们已经不会再对外物关注和关怀了。

综上所述，在知识无产化的过程中，不仅技术会代管人和知识，而

且由于此，技术也会成为“座驾”而统治人，从而使得每一个个体都会

遭受个性化的缺失与欲望、关怀的迷失的境遇。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斯蒂格勒在其药理学的视域下开出了“解毒”方案，帮助我们走出知识

无产化的困境。

三、对“知识无产化”的“解毒”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数字化生存境遇，斯蒂格勒在

批判的基础上力图将消极的技术转换为一种积极的存在，利用实践

对现状进行改变。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自身的能量，斯蒂格勒

基于其药理学的思考视角，提出了在技术发展基础之上的新的解决

路径。

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应建立普遍器官学（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ｏｌｏｇｙ）。对

此，斯蒂格勒始终持一种药理学的视角，强调事物的双重性质。技术最

初以拯救人类的“良药”而出现，现在逐渐演变成了具有破坏性的“毒

药”，但斯蒂格勒指出，技术的毒性仍旧需要技术来解，技术是毒药，但

又是解药。

数字技术为思想与心理的个性化创造出种种潜能，但与此同时也

为二者的丧失创造了条件。要对抗或克服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

必须在普遍器官学的构架中发明和使用技术。所谓普遍器官学就是要

求建立起身心方面、技术体系与社会系统三大领域之间的密切关联与

通力合作①，以及各个领域内部的协调与联系，这就如同人体各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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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之间的配合与运作一样。技术的“智能产生效益”，但其本身却并

“不是培育性的”①，因此需要外在力量的导引。在普遍器官学中，身心

领域主要指个体的身体器官与心理思维。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离不开

肉体器官及其良好运作，反之亦然。技术体系则是遍布在我们周围的

各种技术及技术设备所构成的整体。首先各种代具性的人工技术器

官连为一体，彼此依存，例如手机需要供电设备为其充电，电视机需

要信号塔为其输送信号，任何技术器具都无法独立发挥作用；其次，

人工器官是身心器官的补充或装备，例如眼镜让眼睛看得清晰，书写

让记忆更加持久。而社会系统则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社

会统一体，其目标之一就在于使身心器官与技术器官协调合作，高效

运行。

正如个人的身体与心理的健康离不开技术的辅助，同时处在社会

中的个人也必须依赖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斯蒂格勒认为，技术

的发展与运用必须要在个体身心层面、技术体系与社会统一体三者所

构成的相互联结的环境中进行，不能孤立地一味寻求技术进步，更不能

如当代资本主义那样狭隘地将技术作为为己谋利的工具。当代资本家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几乎不考虑大众与社会整体而只思考如何使

用技术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斯蒂格勒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

家的做法是一种只注重眼前利益的“短期主义”（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ｉｓｍ）投资，

缺乏“长期性的视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ｉｅｗ）。当他们不断地榨取消费者的

购买力、欲望与情感之时，已经在酝酿着社会的灾难。

其次，斯蒂格勒认为，贡献经济（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也将

会为知识的重获提供一种契机。贡献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斯蒂

格勒希望借此将被数字资本主义畸形引导的技术重新引向正确的轨

道。相对于普遍器官学对社会宏观整体的要求，贡献经济更多地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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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毛

怡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６页。



对个体行为的一种指导。

在贡献经济的模式下，其参与者通过在社会中投放自身的知识与

技能，以及在团体中的积极参与，将知识让更多的人得以接触，并实现

自身的个性化。在斯蒂格勒看来，一方面，贡献经济“必须建立在共享

知识（ｓｈａｒ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基础之上”①，这种共享型模式从免费软件、

免费书籍、开源社区等共享资源中诞生，并且要求社会中每个个体共同

协作来进行知识的生产与使用，这将为社会整体与普遍的知识无产化

相断裂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贡献经济的运行需要以当代网络技术为

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贡献经济将技术的毒性转变成了一种治疗剂。具

体来说，因特网技术所提供的网络资源共享以及“贡献性信息互补”的

因素，为一种新的产业模式的萌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这种包

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并能够及时进行自动更新的网络资源空间，有助于

个体之间群策群力，促进不同意见、想法之间交流与探讨。并且，在网

络这一特定的空间里，行为主体不再被缚于“生产—消费”的消费主义

至上模式，而是以一种“贡献者”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被功利

性与利己心所驱使，在斯蒂格勒看来，此时个体的欲望或力比多被升华

到了最完美的状态。

虽然贡献经济是对个体行为的指导，但需要注意的是，贡献经济仍

然需要公众的集体合作才能够得以完成，而不仅仅局限于精英分子或

某种专业人员。斯蒂格勒甚至认为，当前的专业人士并不是真正的知

识与技能的拥有者与代表者，他更加提倡对某方面感兴趣的自由爱好

者与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因为在他看来，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

中的专业人士已经失去了欲望与创新的能力，他们只不断地完成“必

须完成”的指令性任务，因此专业人员经常产生出“熵”（ｅｎｔｒｏｐｙ）的不

稳定性。而爱好者则不同，他们具有自由的意志与欲望能力，能够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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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熵”（ｎｅｇｅｎｔｒｏｐｙ）①的产生。所以，自由爱好者、哲学家与不同领域

内的专家之间进行合作，才能够达到真正知识的诞生与共享，才能够扭

转一切类型的自动化体系，使其服务于个人与社会。

斯蒂格勒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角度，提出了解决知识无产化问题

的道路。可以看出，斯蒂格勒的解决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已

经相去甚远。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否定普遍

器官学与贡献经济的措施，毕竟斯蒂格勒所面对的社会历史境遇已经

大大异于马克思的时代。但是斯蒂格勒忽略了一点，即资本的增殖逻

辑是不会改变的。对于普遍器官学的建立来说，斯蒂格勒要求社会、技

术与身心这三大体系之间的协调，也就意味着要求国家公权力、资本家

和广大民众之间在行为、目标与利益方面的协调与一致，但在资本主义

私有制下，这三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技术永远不会脱离

控制手段与谋利手段的这一地位。其次，网络虽然为贡献经济模式的

实现提供了前提，大量可以接触到的信息与资源为创造有知识的个体

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网络已经受到控制的社会中，对网络作用与方向的

引导由谁来实现？如何实现？真正自由的不再作为政府收编手段的互

联网是否可能？同时如何使大众真正摆脱长期以来所处的单纯消费者

地位而以无功利的态度投入到网络交流中？这种无功利的态度在以经

济增长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又该如何实现？对于以上问题，斯蒂格

勒并没有给出答案。从总体衡量，斯蒂格勒解决知识无产化的办法过

于理想化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乌托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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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熵与负熵本是物理学中的一对概念，熵是热量与温度之商，是用来表征系统内

混乱或无序程度的物理量，负熵是熵的对立，指物质系统有序化、组织化和复

杂化状态的一种度量。这一对概念后来被引入哲学、社会学、信息论等多种学

科中，用于描述社会体系发展演变中的特征与所呈现的状态。斯蒂格勒在哲

学社会学的含义上多次运用到熵与负熵的概念，在他那里，简言之，熵指的是

封闭的社会体系的混乱程度，负熵则指的是开放的、自由的社会体系的有序和

组织化的程度。



结　 　 语

据以上分析可知，由于作为第三持留的技术设备对知识与思想进

行接管，这将必然导致全球的心理—技术工业化装置对人类的思维生

产和注意力的投射趋向的彻底垄断，导致人的记忆、知识、思想、欲望与

情感沦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塑形对象和控制对象，因此，斯蒂格勒认

为，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知识被无产阶级化、“无个性化”的个体的欲

望与感情被收编与控制，这是资产阶级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对技术的

错误引导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为了克服这一后果的发生，斯蒂格勒站

在其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贡献经济及普遍器官学思想，并希望借

此为人类开创一个充满“负熵”的未来。

然而，尽管斯蒂格勒基于技术异化时代所提出的“知识无产化”思

想是一种理论上创新，尽管他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种在新的时代

境遇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重读与发展，但应该指出，斯蒂格勒针对

“知识无产化”所开出的“解药”过于理想化，而且斯蒂格勒的理论逻辑

从总体上来说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异质的，因为，当斯蒂格勒

远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来谈论当代资本主义中人们的数字化生

存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时，当他把无产化扩至社会全体人群从而抹灭

了阶级差别时，他也就不可能真正触碰到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实质。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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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汤姆·奈恩革命观

———从法国“五月风暴”说起

刘　 烨

摘要：从追问和解读“五月风暴”为什么发生出发，奈恩建构起一

种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革命观，他从社会现实着手去理解革命，认为

“五月风暴”的本质是一场深具革命性的社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

抓攫之力已开始在它的发源地现出疲态了。在此基础上，讨论革命的

背景、动力、主体和前景四个基本要点，梳理革命与资本主义、异化、心

智生产力、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的因果联系和辩证关系，阐释出一种富

有启发性、现实性、实践性的革命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人类自

由天性的解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引导。

关键词：五月风暴　 革命　 异化　 心智生产力　 无产阶级

谈起 ２０世纪西方的社会运动，就不得不提到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那场席

卷全法国、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五月风暴”。这场革命不仅深入

广泛地撼动了整个法国社会，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空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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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８年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并得到 ２０１３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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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项目“结构主义思维范式下的唯物史观思想研究”（１６ＣＺＸ００８）的支持。



英国作为与法国毗邻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在同一时期，也隔海唱和，

弘赛艺术学院（Ｈｏｒｎｓｅｙ Ａｒ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的学生静坐抗议运动（Ｔｈｅ １９６８

Ｓｉｔ－ｉｎ）即其中之一，此时，奈恩正在此教学，他对学生运动十分同情和

支持，后也因此而被解雇，“五月风暴”事件之大、之奇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英国新左派最有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汤姆·奈恩以其敏锐的政治

嗅觉和动态感十足的学术视角，在第一时间对“五月风暴”做出了客观

辩证而又激情洋溢的解读，正是在弘赛艺术学院，他与安琪楼·夸特罗

其一起写出了《法国 １９６８：终结的开始》一书。奈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视域出发，回答了吞噬全法的“五月风暴”为什么发生这一问题，对其

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剖析，他以“五月风暴”为切入点，批判

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及政治体制，聚焦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及社会

主义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独具特色的革命观。距“五月风

暴”发生已整整半个世纪，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和学术理论范畴

的影响还未淡去，国内外对其研究探讨仍方兴未艾，多年来对于这场革

命的意义、价值的定性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希望借由分析

介绍奈恩对“五月风暴”的解读来丰富国内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

奈恩的革命观作出基本勾勒。

一、“五月风暴”：一场深具

革命性的社会革命

奈恩对“五月风暴”的解读充塞着如火山爆发般的热情，洋溢着对

未来的希望和乐观，他笃信法国的五月事件是一个新世界的前锋，他指

出，“五月革命是对一个真正有开创性的历史发展所做的测试以及丈

量。”①他从“五月风暴”照射下的社会现实、“五月风暴”对传统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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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以及“五月风暴”的基本精神三方面逐步阐释出：“五月风暴”是一

场深具革命性的社会革命。

首先，奈恩指出，“五月革命所发出的刺眼光芒，让现实社会显现

原形。”①１９６８年的法国正值戴高乐主义官僚政权当政的第十个年头，

表面上经济发展迅猛、工业生产欣欣向荣、社会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

快，然而这些都无法掩饰其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积攒多年、深刻的社会

矛盾，资本家为了获取大宗利润，对工人、农民极尽压榨，寡头政治垄

断，政治、经济、文化管理因循守旧等问题不断积聚，法国社会危机四

伏。面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法国的学生首先表达出了他们的不

满，并逐渐发展壮大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而正是在这场革命

刺眼光芒的照射下，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逐渐浮现，人民看清了资

本主义的丑陋面目，一系列问题赤裸裸地摆在了台面之上。可以说，

“五月革命展现出来‘前所未有的辩证冲突’”②，它剥去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华丽表象，揭示出了其腐朽堕落的本质。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

实的辩证分析，奈恩看到，“五月风暴”这场社会运动对自由解放有一

种天然的渴求，革命实践正是其核心。

其次，奈恩进一步指出，“就其根本而言，新生的 １９６８ 年五月革命

显示出它已经超越了它所属的伟大革命传统的所有主要弱点。……它

是一种比过去所有革命过程都要伟大的革命过程的初期表现。”③奈恩

认为，五月风暴之前的每一个革命几乎都“出了问题”，那些革命在

各自的历史时刻都和社会的真正潜力相脱节，它们都在向不可能挑

战，其革命主体、对象、生产力、心智、远景等方面都不成熟，因此都会

因为各种问题而被迫流产。与之相反，“五月风暴”是第一个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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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的先导，其时，社会生产力与意识形态发展相契合、运动主体

与实践阶级相切合、社会现实与革命理想相吻合，因此，“这个崭新的

革命将走到所有远景前头，打破所有阻碍，并实现那些我们甚至还没

意识到的梦想。”①在奈恩看来，“五月风暴”是对资本主义种种恶行的

反攻，是对抗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实践，是资本主义极致丰饶下走向

社会主义理想的试探，它所孕育的是终将震颤资本主义世界的崭新

革命。

最后，奈恩基于以上阐释对“五月风暴”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这样

写道，“１９６８年五月是第一个‘新的’法国革命，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抓攫

之力已开始在它的发源地现出疲态了。”②在他看来，法国“五月风暴”

这一新的革命已然超越了 １７８９年的革命，主要体现为：在革命性质上，

是无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超越；在革命主体上，是广大人民为

主导的革命对资产阶级主导的革命的超越；在革命对象上，是革资本主

义之命对革封建主义之命的超越；在革命理念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主义理想对资本主义民主愿景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控制力在发达资本

主义地区已经开始松动，人民天性之中的自由要掌控自己的命运，社会

革命正朝着社会主义的梦想走去。因为，“五月风暴”的基本精神是

“要求解除一切束缚，并指向以真正的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控制”③，所

以，它是一个先导性的运动，一个生机盎然的实践，是一场深具革命性

格的社会革命。

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不仅是早已成为历史（包括思想史）的徽章与

历史学的记载对象，而且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④ 虽然“五月风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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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在戴高乐的“宪政独裁”下失败了，但是，在奈恩看来，社会主义革命

的意识形态已然觉醒，尽管其革命愿景是当前西方社会现实能力之所

不及，却已然为未来吹响了革命的号角，现实必将向理念靠拢，因此，在

这一层面上，“五月风暴”是成功的。通过对“五月风暴”的解读，奈恩

构建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革命观。

二、奈恩革命观的基本要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汤姆·奈恩正当风华正茂之年，他意气风发、

才情满溢，对马克思主义充满着满腔热忱，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革命

者，并逐渐开始在《新左派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抒发观点。

１９６８ 年与安琪楼·夸特罗其合著的《法国 １９６８：终结的开始》一书意

义重大，不仅是奈恩的第一本著述，也标志着奈恩理论观点的发轫，

他从马克思主义视域出发，初步建构起一种科学、理性、客观、辩证的

革命观。

（一）革命的背景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奈恩指出，革命的产生背景正是资

本主义及异化。现代西方社会最突出的特质就是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

济体制，资本主义对物质生产、财富、资本积累的追求可谓无所不用其

极，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积累达到了极度

丰饶，对于这一社会现实奈恩这样写道：“达成这个史无前例丰饶的代

价很清楚是以邻为壑———凭借着至今仍完好无缺的帝国主义剥削机

器，‘已发展国家’把幸福建立在‘低度发展’世界的痛苦上头。”①可

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残忍、之冷酷。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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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工业社会一天比一天‘复杂’。国家机器以及垄断资本的组织

不断扩张延伸，影响所及，各个人也不断地被转化成特殊的器用。”①这

种“特殊的器用”就是异化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体系丰饶的代价。异化使

得整个世界变得层级森严，社会高度技术理性化，人民大众毫无人味儿，

人的自主、自由都被抹杀了。我们知道，每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毕生

事业和追求正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立的国家设施，奈恩也是如

此，他指出，面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压迫和对人的异化，人民必定要采取行

动以反对、变革这样的现实世界，革命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革命运动

要奋起夺回凡是体系从他们身上采补走的所有一切。‘全人’要感受全

整，行动周遍。他的主体性要求他对工作、‘休闲’、生命，要言之，所有正

在进行中的事物，有从心所欲的控制力。”②可见，人为了成为“全人”，

或者至少达到自由的近处，必须通过革命来对抗异化、寻找解放。

基于以上分析，奈恩进一步指出，“‘物化’只有透过革命才能终

止。”③可见，对于资本主义的“异化”状况，通过且只有通过革命的手

段才能真正消除，这恰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即批判人的

异化、扬弃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在资本主义的最终成熟阶段，资

本的统治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地凌驾于社会主体，

使得“生产的社会性格和布尔乔亚社会的异化过程之间的冲突达到最

高峰”④。具体来说就是，社会主体与资本主义异化的冲突矛盾越来越

不可调和，并已达到一触即发的革命临界点。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中就有过这样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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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

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

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

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

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简言

之，社会物质生产决定社会意识，当物质生产力达到极大丰裕时，社会革

命也随之而来。奈恩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他指出，革命正是

在资本主义对物质的不断追求中变得越来越明朗和可及，这无疑是对资

本主义的最大讽刺，他不禁感慨道，“吊诡的是，资本主义真正不可避免的

命运只有在它为本世纪赢得了物质胜利之后才悄然出现，就在资本主义机

器的最后产品之前出现。而这个最后产品就是一个在资本主义里头新出

生的社会，昨日还未曾得睹，今日则处处可见，后浪终将推到前浪。”②

由此，奈恩对革命的产生背景进行了一个严谨理性、环环相扣的推

导，接下来他就必须要进一步解释革命的动力机制问题了。

（二）革命的动力

“五月风暴”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核心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

一转变使得昨日看起来不可想象之事，今天就成了事理之当然。因此，

这一转变定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一转折点在奈恩看

来正是心智生产力（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发展，他写道，“条件不

成熟，革命就不会出现，而所谓成熟不外乎说物质生产力———迄今为止

带动所有历史变迁的主力———已经带来心智生产力的决定性发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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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革命的动力正是心智生产力的决定性发展，奈恩从三个层次对其

进行了分析探讨。

首先，心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奈恩认为，心智生产力的发展根源

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需求。战后的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在物质生产力上取得了非凡的胜利，其财富的巨大发展是在工

业化大生产、商品货币流通等物质生产的巨大增长当中生长出来的，而

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必定要导

向意识的生产，即心智生产力的生产。可以说，资本主义体系是心智生

产力的母体，而当心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定会反过来带来资

本主义体系的倾覆。奈恩指出，“资本主义不得不发展一套能为它所

用的教育体系（广泛言之，即是心智生产力）。而如今它的心智生产力

竟然产生噬脐的矛盾后果，竟要摧毁体系的大脑。原因不在其他，在于

在这生产力之中早就内设了一个重要矛盾。……资本主义在自己的神

经中枢里头创造它自己的毁灭者，它的末日穷途，不为别的，只因为它

也无法不这么做。”①可见，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会带动心智生产力

的发展，而心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结果就是“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以秩

序、舒适，甚或是飘渺的未来之名，屈从在暴政巨石下”②。因此，当物

质生产力极大发展、资本主义走到了发展的成熟阶段，就会产生心智生

产力质的发展，即人民从意识形态的根本上想要摧毁资本主义对自己

的压迫和异化。

其次，心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奈恩指出，心智生产力的现实性和

力量就在于，它的决定性发展将直接带来革命与自由的结果。我们知

道，在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物质生产力使得社会在物质层面上更加接

近自由，奈恩从马克思主义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解释当中汲取养分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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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心智生产力带来的转变，他写道，“很久以来一直有一个看法，认为只

要人类能从物质生产的必需处境中超越出来，那么人类就可以达到‘自

由’的境地。也就是说，当人一旦能摆脱千万年来以辛苦劳动维生的束

缚，那人就能在稳固的物质基础上耕耘原属于他但却荒废已久的潜能。

很清楚地，耕耘一定得借一种‘文化’的形式；经由社会意识的壮大发展，

每个人的经验变得更丰富多姿。……人类可凭借惊人的资本魔力，区区

数十年就能超过过去千万年的努力，把自己推向自由的临界点。只有当

这个临界点已到，只有当庞大的商品生产机器‘完全’运转，资本主义方

才允许人们从它所创造的异化情境中解放出来。革命过程在此出现，进

行超越性的转化。”①从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逻辑层次，物质生产的大

丰裕必定会带来心智生产的大发展，心智生产的大丰富必定会带来社会

意识潜能的重新发现，人的社会意识潜能的释放必定会带来革命的理论

和实践，而革命必定会带来人类最终的自由和解放。易言之，当人依靠

物质生产的力量去主宰自然时，资本和财富是寻觅的目标；而当人依靠

心智生产的力量去体验自然时，自由和解放才是追求的对象。

最后，心智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体力劳动与心智劳动二分的超越作

用。通过清晰的理路分析，奈恩敏锐地洞察到了体力劳动与心智劳动

二者的因果联系及辩证关系。他指出，“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还未解

放，那么‘物质’一定支配‘心灵’，社会一定支配个人。”②换言之，物质

生产力不解放，心灵、个人就得不到解放，物质与心灵、社会与个人必定

是矛盾、冲突的存在。进而他指出，“要消解这样的冲突，就一定要有

‘社会性个人’的出现，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出现一种‘可以创造他们

自己历史的人’（也就是可以履行自由之人）”。③ 可见，“社会性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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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解物质与心灵矛盾的钥匙，只有出现“可以履行自由之人”才能真

正意义上终结社会与个人的冲突。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种“社会性

个人”出现的基础是什么呢？或者说，“可以履行自由之人”在什么情

境下才能产生呢？奈恩的答案是：“这一种情境的出现来自于心智生

产力的发展，以及‘心智剩余’的形成。”①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物质剩

余必然是由少数人，即统治阶级所攫取，由于对物质剩余的操控，他们

可以避免单调无聊的劳动生产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把劳动生产活动强

加于广大平民并剥削其劳动剩余。心智生产力直指这一不公正，其社

会使命就是颠覆物质剩余从古至今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因为心智剩

余具有不折不扣的社会性格，它不能像物质剩余般被资产阶级攫取。

它的兴起就预示了真正社会整合的潜力，预示了无产阶级社会的雏形，

同时也预示了体力与心智劳动二分的超越。只有当心智劳动超越体力

劳动并取得优位时，人才能真正地自由、解放，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无阶级

的共产主义。然而，体力与心智的二分、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心智剩余的

出现等都是在物质剩余的历史异化情境中所展开，所以必定要诉诸革

命。就像奈恩所指出的，“它必然要和顽强的现状斗争，因此必须要采取

一种政治的形式，一种革命的形式，摧毁那逼迫它出现的情境。”②

因此，对于任何革命的理解，都不能仅仅局限于革命自身的发展逻

辑，而是必须从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理念、生

产实践的深层意蕴出发去理解和阐释革命的各种形式、变化及冲突。

奈恩明确指出，“就像唯有缓缓的创造并使用物质剩余，原始社会才有

可能进展到文明社会，文明社会进展到共产社会则必须创造‘心智剩

余’。而所谓心智剩余就是心智生产到达一个阶段，超过物质生产对

它的需求，而造成的供给过剩现象。是这个现象的出现，而非物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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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里的矛盾紧张，才是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而最后终将带来革命

的转化。”①奈恩对心智剩余造就的革命性转化作出了深刻而理性的哲

学思考，心智剩余是革命运动产生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它在社

会变革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革命，如果能够被触发和实现的话，只

有在心智剩余超越物质生产时才有可能。奈恩在批判资本主义物质产

生的基础上，找到了心智生产力这一最核心的革命触发器。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心智生产力是奈恩革命观最重要的解释维度和理论成果。

（三）革命的主体

谈到革命，就不得不探讨其主体问题，革命与主体两者都是哲学研

究的最核心范畴之一，因此，探讨人在革命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

力、作用、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革命是人作为主体的本质力

量的表现，我们不仅要从客体、直观的现实去理解革命，而且要从主观、

能动的人去理解。作为当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奈恩秉承了马

克思主义对待革命主体问题的一贯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

发展和解读。他把分析视角落在革命的主体性呼声，分析其产生、发展

及伟大力量，并以此确认了革命主体的双重力量。

奈恩始终强调革命的主体维度，坚持“主体性的呼声是一个内在

动力”②，以建构一种符合当代时代精神的积极自主的革命主体性来冲

破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枷锁，实现真正意义上自由的“个人”。具体来

讲，奈恩首先指出，“所谓个人也者，不外乎工作的时候像一只蜜蜂或

蚂蚁，离开工作的时候则是一个孑然孤立的个体。”③马克思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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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

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①可见，奈恩对个人的理

解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中的人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人对满足

物质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才

使革命成了不可或缺的手段，才赋予了革命十分重要的意义。进而奈

恩从“五月风暴”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得出：只有一个崭新的主体性才能

推进新世界的形成，他这样写道：“在五月革命的过程中处处都展现出

一种行动和组织的特质。藏在外显理念之下的是一个活水源头：一个

崭新的主体性，一个当何所为的集体‘直觉’，这个崭新的主体性和集

体直觉在短短四周内，从一只眠蛹幻化为一个新世界的原型与愿

景。”②如此看来，新世界的愿景就成了一个崭新的、具体的主体性自觉

的结果。并且，这种主体自觉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革命的主体性为了复得这个世界，并以我们天性中的自由主宰我们自

己的命运，就必须以革命实践为手段，拿起主体性之刃劈向那个夺取人

们自由、藏污纳垢的资本主义异化。奈恩把革命的实践活动与人的主体

性密切联系起来，认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具体化过程和形式就是革命，无

论在怎样的条件下，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实践都是绝对必要的。由此，奈

恩感叹道，“在先进资本主义的情境下，因为社会在物质层面上比前期更

接近达到‘自由’的可能性，所以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距离也一定比以前更

为缩短。就是因为从异化和权威的束缚之中解脱的需求比对面包的需

求来的强烈，所以一种立即的、欲求解放的赫赫之声就在一般人心理层

面上产生了更大的回响，与前期比较，更能作为一种真实的革命杠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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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五月风暴”的革命实践中，人作为主体对自由的需求就很快

显现出来了，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这一革命杠杆，把对抗异化扩展到整

个资本主义世界，使革命的种子生根发芽。奈恩把人作为社会批判的

革命武器来使用，以此把本来属于人的一切全部归还给人自身，这是他

对人类主体性的期望，也是他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渴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２０多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局

面，许多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做起了“黄金世界”的美梦。可是这一年

五月的四个星期，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却像突然刮起的一场风暴，席卷

了整个法国，打破了那种美梦。①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要取得成功，必

须要把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在奈恩看来，最重要的革命主体力量有两

方面：一是学生，一是工人，两者相结合形成革命的动力马达。一方面，

学生在“五月风暴”中展示出了非凡的力量，他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意

识，“要求自在作为的自我定义”②，并带来了生机盎然的革命运动，正

是由于学生对法国当时社会状况的不满，加之中国、古巴的革命精神的

感召，使得他们毅然举起革命的旗帜，占领巴黎地区的大学，奈恩这样

写道，“震荡明日世界的社会体质的要角将是造反的学生。”③另一方

面，随着学生运动的持续扩大，法国的平民大众都加入了这场运动，其

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工人。无需赘言，我们都知道工人阶级的力量之

大、之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

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④现代工业社会的单

向度造成了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以及人自身的单向度发展，是一个

病态的社会，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都极力宣扬自由、民主，但无法掩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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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的虚伪、扭曲。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下最被压抑、限制、束

缚的阶层，具有最庞大的公会组织、最强的反抗意识和最具斗争性的革

命力量。奈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奉者，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

的惟一发动机……所有的政治动员一定得指向无产阶级，要不然就会

注定失败。”①不难看出，奈恩对于工人阶级力量的重视体现出一种马

克思主义式的深刻理解。只有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革命的理念，让革命

理念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生根发芽，才能使得革命实践成为可能。革

命只有掌握在觉醒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手里，才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

巨大势头，并向共产主义的理想靠近。所以，“真正的异议一定得从下

发动，从体系之外、从街头、从学校、从工厂”②，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学

生、工人为基础的革命主体才能取得未来社会的胜利。

（四）革命的前景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奈恩认为革命的前景充满着光明和希

望，全然新奇之事已然发生，新世界已然发出第一声哭喊，他怀抱着一

种浓浓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达到了一个在它

的逻辑下也许可以被称之为‘乌托邦’的高点、一个历史成就的高原

期，虽然有这方面和那方面仍待改进，但主要障碍业已跨过，一个平顺

滑向未来的完善构架已然成形。”③由下而上的社会控制和现实生活中

的民主必将伴随着革命运动而到来。过去的革命总是朝着历史痴望，

“五月风暴”之后的革命则朝着唾手可得的未来社会前行，必将成功。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的视野里，革命不仅是

一种必然性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得以实现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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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式，没有革命，既没有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历史的发展。”①社会主

义革命是一个历史的建构，其实践既是功能性的内置，也是由人类本质

所决定的。在奈恩那里，革命的现实性已经成形，内在于世界历史进程

之中，它意味着两件事情，一是，“行动实践要比理论涵养或预知未来

更重要得多。在五月事件的高涨集体行动里，实践一直领先并主导意

识。”②；二是，“西方社会新生的革命行动要求而且需要同时发展新生

的理论。和以往的革命运动一般，它还是要依赖实践和理论之间的辩

证。”③总之，革命前景是在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上出现

的，革命实践要先于革命理论，革命理论不能固守教条与修正的旧想

法，而要像新生的革命实践一样生长出新的革命理念。在奈恩看来，革

命的前景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的、无法企及的对象，伴随着我们对资本主

义本质的触及，在革命的实践与理论中把自身主体从中解放出来，尽管

历史的发展会绕弯路，甚至会倒退，但奈恩坚信社会的总趋向是发展、

解放、自由，而这一前景的关键所在就是革命。

三、结　 语

英国新左派思想着眼点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

如何克服人的现实异化与社会异化，从而实现人的解放。④ 奈恩作为

新左派整体之重要政治理论家，其革命论秉承发展了这一本质诉求。

在奈恩眼中，随着“五月风暴”的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

化，物质的丰饶、财富的积累使得异化现象日益加重，人与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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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林剑：《不应误读与否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期。
［意］安琪楼·夸特罗奇、［英］汤姆·奈仁：《法国 １９６８：终结的开始》，赵刚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３２页。
［意］安琪楼·夸特罗奇、［英］汤姆·奈仁：《法国 １９６８：终结的开始》，赵刚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３４页。
乔瑞金：《英国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政治至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９期。



冲突不断攀高，学生、工人的自由意识、独立性格在心智生产力的发展

基础上逐渐显露，为了将主体性从资本主义的樊笼中释放出来，革命实

践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奈恩的革命观不仅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本

质与理念的正确认识和理性发展，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必然认知。其

革命观的主要基点是对革命背景、动力、主体、前景的准确把握和辩证

思考，是以理性分析问题，而非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虚幻、空洞的乌托

邦式的、乐观主义的结论。奈恩的革命观克服了宗派马克思主义和修

正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认识的偏颇，从而建构了科学理性的革命

观，他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进行剖析，对生产力体力与心智的二分

进行深入解读，从而找到了心智生产力这一革命内在生成的动力机制，

进而找到了革命的主体阶级，构建起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实践革命论。

奈恩的革命思想为实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提供了一条途径，

他希望通过革命达成人的自在天性。因此，奈恩的革命观的意义不只

局限于学术领域，还会最终影响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乃至整个

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奈恩而言，革命是手段，自由、解放是目的。他

相信以革命之策定会打破人类囿于异化而面临的单向度发展问题，实

现一种无差别、无压迫的社会主义图景。其革命观展示了当代社会革命

的多方面特征，回答了革命实践何以可能及走向何处的问题，揭示了革

命的内在本质，给出了一个兼顾历史属性及现实维度的完整解读。就像

奈恩所指出的“真理是一出让人笑不出来的深刻喜剧，因为它和历史中

的悲剧只是一线之隔”①。我们站在现实的门槛上，既回望过去，又展望

未来，革命的密钥已经在手，我们每个人都要全情参与这场戏剧。

（作者　 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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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Ｕ 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Ｊｉ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Ｌｕｄｗｉｇ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ｎｇｅｌ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ｈｉｃｈ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ｉｇｈｔｌｙ．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Ｅｎｇｅｌｓ ｔｏｏｋ ｓｏｍｅ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Ｈｅｇｅｌ．Ｂｕｔ，

ａｓ ｈｅ ｉｎｓｉ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ｏｆ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ｅ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ｂｙ Ｈｅｇｅｌ ｈｉｍｓｅｌｆ，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ｎｔｏ ｈｉ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２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ｇｅｌｓ；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Ｈｅｇｅ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Ｇｅｎｒｅ

———Ｈｏｗ ｎｏｔ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ｌｉｍ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ｎｄｅｒｅｄ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ｓｓａｙ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ｒ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ｇｅｎｒ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ｔ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ｓ ｉｆ ｉｔ ｗｅｒｅ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ｏｎｅ，ｏｒ ａｓ ｉｆ ｉｔ ｗｅ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 ｔｈｅｎ 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ｂｙ Ｓｉｌｖｉａ Ｆｅｄｅｒｉｃｉ，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ｒｂｅｒ，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Ａ． Ｂａｒ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Ｓｗｅｅｚｙ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ｕｇ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ａｒ

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ｆａｉｌ，ｐａｒｔ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ｄｏ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ｇｅｎ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ｗｏ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８７２－１８７５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ＺＨＵ Ｘｉｎ－ｘ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ｏｆ ｔｈｅ

２２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１８７２－７５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 ｔｗｏ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ｘ ｈ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ｓ”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

ｌｏ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ｔ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ｅ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ｉ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ａｒｘ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ｗａｙ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ｕｔ，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ｓｔａｎ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ｕｌｎｅｓｓ ｔｏ ｕｎｖｅｉｌ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ｘ；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８７２－７５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

ｅｔｉｅｓ’ｗａｙ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ＳＨＩ Ｚｈｅｎｇ－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ｅｇｅｌ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ｉｎｇ ｉｔｓｅｌｆ．Ｉ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

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ｒ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ｉｍ ａｔ 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ｎｓｕｏｕ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ｂｕｔ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ｕ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ｉｄｅｄ ｂｙ Ｈｅｇｅｌ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ｄｉａｌｅｃ

ｔｉｃｓ．

３２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ＷＵ 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ｓ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Ｉｔ ｉ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ｓｏ ａ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ｕ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ｙ

ｃｌｏｓ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Ｔｈ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Ｍａｒｘｓ ｔｕｒ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Ｌｅｎｉｎ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ｉｎ；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Ｒｏｄｎｅｙ Ｐｅｆｆｅｒ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 Ｙｉ－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Ｒｏｄｎｅｙ Ｐｅｆｆｅｒ 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ｓ Ｍａｒｘｉｓｍ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Ｍａｒｘｓ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４２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Ｒａｗｌ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ａ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９９０，Ｐｅｆｆｅｒ ｈ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ｌｌｅｄ ｊｕｓ

ｔｉｃｅ ａｓ ｆａｉ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ｆｏｕ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Ｐｅｆｆｅｒｓ ｈｕ

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ｔ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ｂｏｔｈ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ｏｄｎｅｙ Ｐｅｆｆ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Ｊａｎｕｓ Ｆａｃｅ ｉｎ Ｅｒｎｓｔ Ｂｌｏｃｈ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Ｂｌｏｃｈ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ｈｉｓ Ｊａｎｕｓ－ｆａｃｅ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ｉｓ Ｊａｎｕｓ－ｆａｃ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Ｂｌｏ

ｃｈｉ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Ｂｌｏｃｈ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ｕｔｏｐｉａ．Ｉ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

ｔｉｑｕ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ｖ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ａｎｕｓ；Ｍａｒｘｉｓｍ；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ｕｔｏｐｉａ

Ｏｎ Ｙｕ Ｗｕｊｉｎ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Ｈｕ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ｄａｙ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Ｙｕ Ｗｕｎｊｉｎ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Ｙｕ Ｗｕｊｉｎ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ｆｏｒｍ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ｉｌｌａｒ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５２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ｏｅｓｎ’ｔ ｈａｖｅ ａｎ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ｓ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Ｙｕ Ｗｕｊｉｎ ｈ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ｆｅｗ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ｕ Ｗｕｊ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Ｐｌａｃ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ＱＩＮ Ｍｅｉ－ｚｈｕ ａｎｄ ＬＶ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 ｉ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ｂ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

ｉｔｙ，ｗｈｏ ｔｈｉｎｋ ｗｅ ｌｉｖ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ｒａ，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ａｇ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ｂｒ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

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Ｆｒａｚｉｅｒ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ｗｈａｔ”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ｗｈｏｓ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ｏｗ”ｔｏ ｇｅｔ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Ｆｒａｓｅｒ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ｄａｙ．Ｈｉ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６２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Ｏｎ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ＹＥ Ｘｉａｏ－ｌ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ｓｍ，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ｏｆ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Ｔｈｅｎ，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ｊｕｓｔｉｃｅ”，ｗｈｏｓ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ｗｈｏｓ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ｉ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ｗｈｏ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ｔｏ ｒｕｌ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ｅｔ ｊｕｄｇｅ 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ｊｕｄｇｅ，ｗｈｏ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ｉ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ｓ ｊｕｓ

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ｐｏｅｔｉｃ 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ｉｇｎｉｔｙ；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ｅ

ｍｏｔｉｏｎ；ｐｏｅｔ－ｊｕｄｇ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Ｂｏｄｙ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ＷＵ Ｈｕａ－ｍ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Ｂｕｔｌｅｒ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ｏｄｙ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ｓ ａ ｃｌｕｅ，ｗｅ ｃ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Ｂｕｔｌｅｒｓ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７２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ｕｓ，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ｕｌｌ ａｎ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Ｂｕｔｌ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ｉｔｓ ｄｅｅｐ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ｂｏｄ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ｌｌ，ｔｈｉｓ ｅｆｆｏｒ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Ｂｕｔｌｅｒ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ｏｄｙ；ｇｅｎ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ｃｌａｕ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Ｄｕａｎ Ｚ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ａｃｌａｕ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ｓ ａ ｐｕｒ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ｓ ｔｏ ａｆｆｉｒｍ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ｌｏｇｉｃ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ｒ ｌｏｇｉｃ ｉｓ ａ ｃｌａｓｓ－ｂａ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ｕｒｎ ｔｏ ａ ｆｏｒ

ｍａｌ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ｈｉｓ １９７７ ｗｏｒｋ．Ａ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ｈｉｓ ２００５ 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ｎｔ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Ａ ｕｎ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ｎｅ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ｈｅ

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ｃｌａｕ；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Ｐｏ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Ｎａｍｉｎｇ

８２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Ｅｒａ

Ｐａｏｌｏ Ｇｅｒｂａｕｄ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ｓ 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ｅｒａ．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ｔａｋ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 － 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ｆｔ － 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Ｈｏｗ ｉｓ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Ａｄｏｒｎｏ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ＵＮ Ｂ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ｆ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ｍ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ｆ ｉｔ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ａ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ａｒ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ｓｏ

ｃｉａｌ ｂｙ ｉｔ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ｓ ｍｏｓｔ ｉｎ

９２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ｔｅｎｓｅ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ｎ ａｒｔｗｏｒｋ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ｒｅｍｏｔ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ｆｕｎｇｉｂｌｅ ｒｅｖｉｖｅ．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ｎ－ｆｕｎｇｉｂｌ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ｄｏｒｎｏ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ｅｖｅｒ

ｂｒｏｋｅｎ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ｒｔｗｏｒｋｓ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ｕｍｅｎ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ｅｅｍ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ａｓ ｉｔ ｉｓ ａｎｄ ｙｅｔ ｗｈｏｌｌｙ ｏｔｈ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ｒ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ｔｏｐｉａ”ｆｏｒ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ｒｅｎｄｔ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ＹＵ Ｌｕ－ｄ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ｙ，ｉｎ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ｓ ｉｄｅａ，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ｅｓｔ 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ｉｎｇ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ｅａｒｔｈ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ｓ ｏｐ

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ｒｅｎｄ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ｘ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 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ｈｉ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ｒ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ａｃ

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ｒｅ－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ｕｎｉｔｙ”

ｍａｄｅ ｂｙ Ｈｅｇｅｌ．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ｈｅ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ｉｎ ｖｉｔａ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ｘｓ，ｏｎｌｙ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Ｍａｒｘｓ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ｆｏｒｍ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ａ

ｄｉｃｔｏｒ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ｉｎ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０３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Ａｒｅｎｄｔ；Ｎａｔｕｒｅ；Ｕｔｏｐｉａ；Ｌａｂｏｒ；Ｓｐｉｎｏｚａ；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ｏｄｙ；Ｐａｒａｄｅ

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ＨＥＮ Ｑ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ｏ

ｄｅｒｎｉｔｙ，Ｇｉｄｄｅｎ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ｕ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ｒｏ ｔｏ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ａｋｅ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ｌ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Ｇｉｄｄｅｎｓｓ 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ｂｕ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ｈｕｍａ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ｓ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ｄ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３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Ｍａｎ，Ａｒｔ，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ｅ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ｚｅｃｈ

Ｐ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Ｃｚｅｃｈ ｈａｓ ｒｉ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ｖａｎ

Ｓｖｉｔａｋ ａｎｄ Ｋａｒｅｌ Ｋｏｓｉｋ ａ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ｉｒ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ｔ，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ｕ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

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ａｒ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ｅ

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ｅｎｄｏｗｓ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ｒｔ，ａｎｄ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ｒｅａｌｉｔｙ”ｉｔｓｅｌ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ｕｎｄｉｔｙ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ｚｅｃｈ Ｎｅｗ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ｚｅｃｈ Ｎｅｗ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ｔｙ　

２３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ｏｔ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Ｍａｒｘ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ｏｄｅｒ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ｉｔｓ ｖｉｃｔｉｍｓ，ｏｒ ｉｔｓ ｐｅｒｐｅｔｒａｔｏｒｓ，ｏｒ ｂｏ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ｘ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ｌｙ ｏ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ｅ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ｌｏｏ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ａｎｄ ａｓｋｓ ｂｏｔｈ ｈｏｗ

ｗｅ ｃａｎ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ｒｕ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ｉｎｇ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Ｔｏ ｗｈａｔ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ｒｅ ｗ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ｘ；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ＬＩＮ Ｊｉｎｇ－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ｉｎ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ｉｓ ｐｏｓ

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ｔｏ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ｅｒ，ｓｏ ａ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Ｈｅｎｃｅ，ｔｗｏ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ｉｒｓｔｌｙ，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ｅｑｕ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ｕｓ，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ｔｏｕｒ ｏｆ

３３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ｐｓｙｃｈｏ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ｉｓ ｍｉｒｒｏｒ ｉｍａｇ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ｂｏｔｈ ｉｄｅ

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 ｃａｌｌ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ｅａ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ｎ“ａｂｓ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

ｂｏｖ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ｖａｃａｎｃｙ ｏｆ ｈ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ｉｌｌ ｒｅｃ

ｏｇｎｉｚ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ｄｅａｓ，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ｉｄｅ

ｏｌｏｇ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ｉｓ ｙｅｔ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ｆ ｗｅ ｏｎｌｙ ｒｅｓ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ｓ

ｏｗｎ ｔｅｘｔｓ．Ｔｈｕ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Ｂａｕｄａｒｙｓ

ｔｈｅｏｒｙ，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ａｎ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ｓ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ｐ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ＬＩ Ｓｉ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ｅｒａ，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ｏｃ

ｃｕｐｉ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ａｌｌ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ｏｒｋｈｅｍｉｒ ａｎｄ Ａｄｏｒｎｏ，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ａｃｉｎｇ 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４３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 ｓｕｃｈ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ｒｕｔｈ，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ｉｎｄｆｏｌ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Ｔｈｕｓ，Ｈｏｒｋｈｅｍｉｒ ａｎｄ

Ａｄｏｒｎ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ｉｓ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Ｚｈｅｎ Ｈｏｎｇｊ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７０ｓ，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ｉｓｍ”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ｔ ａｓ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

ｇｙ．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ｉｓｍ”ａ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ｗａｒ ｏｆ ｗｏｒｄｓ”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Ｈａｌ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

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ｗａｓ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５３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ｇｅｌ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２０－１９６０）：

Ｄｅｂ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 ａｎｄ Ｋｏｊèｖｅ

Ｘｉａｏ 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Ｋｏｊèｖｅｓ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Ｉｎ ｆａｃｔ，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ａ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 ａｎｄ Ｑｕｅｎｅａｕ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ｈａ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１９３０ｓ，Ｋｏｊèｖｅ，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

ｎａｒｙ ｃ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ｔａｌｅｎｔ，ｍａｄｅ 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ｈｉｃｈ ｊｕｓｔ ｔｈｅｎ ｐａｎ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ｉ

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ｇｅｌ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ｄｉ

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

Ｑｕｅｎｅａｕ ａｎｄ Ｋｏｊèｖｅ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ｂ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ｇｅ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ｏｊèｖｅ；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Ｈｅｇｅｌ；Ｄｅａｔｈ；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Ｏｎ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Ｇｕａｎ 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Ｆ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ｐｅｎ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ｂｌｉｎｄ

ｄｏｍａｉｎ”－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ｓ ａ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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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ｈｏｐ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ｄｈｅ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ｌｏｇｉｃ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 ａ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ｗａ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ｂｕｔ ｉｔｓ 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 ｆｌａｗ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ｈ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ｃ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Ｃｉｔｙ

Ｏｎ Ｓｔｉｅｇｌｅｒ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ＵＮ Ｙａｎ－ｈ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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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Ｂ．Ｓｔｉｅｇｌｅｒｓ ｍ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ｓ ｖｉｅｗ，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ｒ ｎｏｎ－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ｕｒ ｓａｖｏｉｒ－

ｖｉｖ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ｖｏｉｒ－ｆａｉｒｅ ａｒ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ｏ 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ｋｅｐｔ 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ｏｒ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ｕｍａｎ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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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ａ “ｃｕｒｅ”ｈａｓ ｎｏｗ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ｏｉ

ｓｏｎ”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ｔｉｅｇｌ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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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ｈａｔ ｉｓ ｗｏ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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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ｉｅｇｌ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ｔｏｘ”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ｍｅｌｙ，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ｏｌｏ

ｇｙ，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ｔｉｅｇｌｅｒｓ ｎｅｗ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ｅｇｅｎｔｒｏｐｙ －ｆｉｌｌ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ｉｅｇｌｅｒ；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ｎｅｗ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ｏｍ Ｎａｉｒｎ

———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ａｙ １９６８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ＩＵ Ｙ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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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ｈｅ ｓｅｔｓ ｏｕｔ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ｎ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ｙ ｓｔｏｒｍ ｉｓ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ｐ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ｂｓ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 ｐｒｏｌｅ

ｔａｒｉａ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ｙ １９６８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

ｉｔｙ；Ｔｈｅ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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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稿约

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是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主办的学术丛刊，现已被收录为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集刊类）。本刊以关注当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态，加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为宗旨，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

２ 本刊学术性和思想性并重，倡导从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

法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和文艺批评等专业的角度展开对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３ 本刊主要栏目为：研究性论文，专题论文，论坛，书评，学术动态，笔谈，

访谈等。其中研究性论文一般限制在 １ 万—２万字，专题论文一般限制在 １ ５

万—３万字，书评一般限制在 １万字以内。

４ 本刊对于来稿的形式作如下规定：原则上只接受电子投稿；电子版稿件

请用Ｗｏｒｄ格式，正文 ５号字体；注释和引文一律采用脚注；正文之前请附上英

文标题、中英文的摘要和关键词，作者简介，并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

５ 本刊采用匿名审稿方式，收稿后 ３个月内将通知作者稿件的处理意见。

６ 来稿经采用发表后，将赠刊 ２本并致薄酬。

７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不代表本刊的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８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简繁体纸质出版权和电子版权均归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９ 编辑部联系方式和来稿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２２０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西

主楼 ２６２２室，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评论》编辑部，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电子信箱：ｍａｒｘｉｓｍｒｅｖｉｅｗ＠ 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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